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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本著作是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通过的博士论文的缩略本，论文指导导师为让－皮埃尔·阿泽玛，原名为《从运动成员、警察、司法、医疗和文学资料出发研究法国、英国和德国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同性恋问题》（Recherches sur l'homosexualité dans la France, l'Angleterre et l'Allemagne du début des années vingt 
 la fin des années trente，
 partir de sources partisanes, policières, judiciaires, médicales et littéraires），论文在1998年通过答辩。原书的许多事例都已删节，批评注解也大大缩减，另外一些认识论方面的思考也大多简化。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可以阅读原博士论文。

这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引文。对于重构时代风貌并重新赋予那些见证以生命，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了。这些引文在未有法译本的情况下均由笔者本人由英文或德文译出。同时，笔者对于习惯用语在法语对应词容易让人误解的情况下，保留其原文形式，例如public schools［公学］和Eton crop［平头］的问题。另外一些同性恋的专门词，如Butch［女同性恋男方］或camp［同性恋的做派和装束］，在法文中则是从英文原文借用的。

语言问题是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词汇的问题更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候，通常以invertis［性倒错］或pédéraste［男色，指对男子特别是少年进行狎玩］来指称同性恋。在以历史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时，笔者选择重新使用这些提法，这些词反映了认同感上的细微差别，通常这正是同性恋者所要求的称谓，并无贬义的内涵。同此，在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使用gays来指称同性恋就脱离了时代了。再者，为了阅读方便，我并未系统地重复使用homosexuels［同性恋者］和lesbiennes［女同性恋者］来指称这两个群体，我有时用homosexuels的普遍意义来统称两者。也许会有人责怪我的做法过于轻率，但不断地重复会使文字冗长。最后，称呼某人homosexuel［同性恋者］或lesbienne［女同性恋者］并不意味着其本人自认如此。




引　论






同性恋史：崭新而有争议的历史



性爱在人类社会中占有核心的位置。然而，性爱的历史却是一门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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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范畴并不确定，处于几个学科的交汇处——历史、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医学，这门历史仍在寻找自身的定位和深层含义，这无疑是因为它处于羞愧的静默和不知趣的喋喋不休的中间位置，谈论性事总是负罪的或是挑衅性的，很少有中立客观的谈论。确实，性爱不是脱离环境的固定材料，恰恰相反，其在社会中的位置反映社会的力量关系、基础神话、潜在张力和不能克服的禁忌。对于米歇尔·福柯来说，性爱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每一种社会形式都对应着一种对性爱的不同态度。性爱的观念并不仅仅由文化决定，同时也是由阶级和性生殖（gender）决定的。所以，所谓“布尔乔亚”性爱的传统结构即一夫一妻制之异性爱家庭。可以对其进行经济的考察（女性不工作），意识形态的考察（女性没有独立的性爱，应该体现“永恒之女性”的形象，适从自己的妇女“角色”），政治的考察（家庭是社会中的一种稳定因素）。自从19世纪末起，这一循规蹈矩的模式就从中产阶级散播到工人阶级中间，是通过资产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大举教化来进行的。这种对性爱规范的过于褊狭的界定导致了将所有不合于这一结构的所有性爱形式纳入不正常的范畴。由此，在宗教、医学、法律和道德的合成压力下产生了一些明确的反常类型；儿童手淫、歇斯底里妇人、天生娼妓、同性恋。

性爱历史与普遍历史的许多领域相关，必会涉及风俗史、心理史，尤其是人类想象和表现的历史，也会触及医学史、法律史、警察史、宗教史，当然还有政治史。经常，文学艺术史会揭示这一问题的许多重要侧面，语言史也有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能将对性爱的态度涵盖在一种整体视角之中。在人的心中，性爱触及一切的活动和一切的思想。性爱的历史，同性恋的历史，是一种整体历史，并不能够仅仅定义为社会史。性爱史揭示性爱中一些看起来相距甚远的领域，而且借此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时期的特异性。这笔财富也同时构成了其自身的困难，材料是繁复多样的，并无彼此的直接联系。综合性的工作要求史家向陌生的领域探寻，比如医学和人类学。比如对于任何心理史，史家应极力避免将较晚时期的思想方式加之于欲研究的人群，而且还应该充分意识到因其自身教育、性别、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出身和个人经历而获得的偏见。除了这些困难，还有材料的中立性的问题。在心理、表现和公众舆论的领域，我们始终是在与主观性的资料，与个人的见证打交道，对于这些材料有时是难有结论的。大量使用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见证同样会导致不自觉的偏离。尤其，对于像同性恋这样的问题，经常会遭遇到沉默、缺少见证或虚假证据。所以必须谦虚地承认性爱的历史，尤其是同性恋的历史，不能够达到一种理想的中立，甚至不能够获得大概的真相。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是放弃。至少可以寻求、表述和分析一种最小的真相。这正是笔者在此尝试做的事情。

同性恋可以简单地界定为一种性爱的形式，其中的性吸引指向一个同性别的人。这是最起码的界定，却要涉及多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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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应该明确这样的定义会涉及“谁”，我们是把只受同性吸引的人视作同性恋，还是将同时受两个性别的人吸引或者与两个性别都发生关系的双性恋包括进来？这是实在的问题，因为出于社会强制，许多同性恋者过双重生活，表面上看是异性恋的。而且，承认一个人是同性恋者，必须是说他跟同性发生性关系，而他感受到的同性的纯粹柏拉图式的吸引并不算数？这一问题也至关重要，“同性恋者”（homosexuel）是最近发明的名词，对18和19世纪男人间或女人间的那种激烈的友情并不恰当。然而，这些个人不自认为是同性恋者的事实是否足以将他们排除在研究之外呢？

这些问题处于同性恋研究的核心位置，对之不同的回答往往体现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同性恋活动分子的文字中采用的对“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非常狭义的界定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意愿，欲把同性恋社群凝聚在与异性恋社会完全对立的一种明确而且是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之下。这种现象是少数群体对含有敌意并对之不能理解的多数的一种回避和弃绝。所以，苏珊·卡文肯定地说：“对女性感受的女性描述在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和分离主义女同性恋那里得到完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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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观念中有不可否认的正确性。同性恋史直到最近仍是未知之地（terra incogita），极少在历史中提及“同性恋者”（homosexuel）或“女同性恋者”（lesbienne），有的也只是为某一外传添油加醋或者是对历史上摒弃的人物加上些疑点。靠着杰弗瑞·威克斯（Jeffrey Weeks）、莉莲·法德曼（Lilian Faderman）和克劳迪娅·朔普曼（Claudia Schoppman）等历史学家的卓越著作才得以披露社会史中被完全隐晦掉的这一方面。法国尤其欠缺大部头的著作，在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特别薄弱。另外，许多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完全忘记了对女同性恋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零零碎碎的。

然而也不应该堕入相反的极端。同性恋社群自述历史的意愿是可理解的，但有时会导向一种“报复性”的历史，自己缩进隔离区里，根据对排他性的“同性恋”概念的接受程度来评判好坏。如果考察两次大战之间，这样的态度会对某个人物或某个人物的同性恋行为展开无聊争论。比如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可被看作完全的女同性恋者，几乎是同性恋运动的活跃分子，是她同时代女同性恋者的楷模，但有其他人拒绝这样看，因为她结了婚而且她从未自承是女同性恋。两种立场都是要不惜一切地否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将之简约为一个预先界定的概念，因为这对这个或那个阵营有利。这就清楚地出现了两种危险：“同性恋”的概念在个体经验的无限差异中冲淡或是“同性恋”与其他人群分离，使这一名称只能指向满足“同性恋”的所有政治标准的个人的非常局限的群体，即排他性的吸引、完整的性关系、自承其身份、公然的战斗精神。

同性恋史经由普遍意义的同性恋行为与同性恋认同的划分，后者是特别意义上的、有时代性的。同性恋者被同性吸引也好，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也好，并不由此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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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社会也并不以人的性行为来区分个人。“同性恋”（homosexualité）这个词本身完全是由所处的时空决定的。这个词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并渐渐取得认可。似乎是匈牙利人卡罗里·玛利亚·科特伯尼（Karoly Maria Kertbeny）在1869年创造了这个词，后通过医学研究流传开来。在那之前，社会是只论行为不论人的。鸡奸在很多国家都判以刑罚。从19世纪末到1939年，“同性恋”这个词都很少使用，渐渐地才得到认可。同时竞争的还有其他的词，特别是inverti［性倒错］和uraniste［男子同性恋］。词汇的变迁并非无关紧要，相反证明了社会和同性恋者本身对这一现象的观感的变化。直至19世纪末，只有一些贬义的或辱骂性质的词被用来指称同性恋者，“同性恋”作为行为并未与鸡奸相区别。医生采用“同性恋者（homosexuel）”这个词是为确定他们对这一现象的客观看法、他们的科学研究和不存偏见。通过采用这个词，同性恋者完成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但也带来了沉重的后果，他们将自己纳入了科研和医学的范围，好像把异性恋社会赋予这个词的定义一股脑接受过来。由此我们明白gay［同性恋者］这个词的流行标志着20世纪后半叶的一次重要演变。选用gay标志着要与homosexuel的负面和依附性含义有所区别的意愿，要以一种自由的语言纯粹以群体为基础来重新确认同性恋的身份。

同性恋的历史并非性行为的历史，性行为差不多是没有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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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史主要研究同性恋者和社会的关系，考察同性恋者为确立自身身份所作出的回应。同时，我们就同性恋身份发出诘问，根据性行为来划分个体的类别是否具有有效性。因此我采用了对同性恋的一种宽泛定义。我认为任何有同性依恋的人即便其依恋只是暂时的或纯精神的，都跟我的题目有关，而且在对同性恋的表现和阐释方面，我广泛发掘了“同性恋爱慕”（homoérotisme）的主题，即是指混沌地，甚至是毫无意识地受同性的吸引。




同性恋研究：方法论问题



选择比较方法对同性恋进行研究显得是无谓的繁复。为什么不限于在一个国家，做穷尽式的研究？这一选择是经验总结的结果。在从前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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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研究集中在英国（1919-1933）的同性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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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英国同性恋者的命运明显受到德国榜样的影响。所以对这两个国家应该做平行研究。但在我当时的阅读中，对法国的描述只是次要性的、轻描淡写的。这显得很奇怪，而且不合逻辑，20年代的法国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构成欧洲的一个恒定参照，有普鲁斯特和纪德的影响就足够了，所以理解法国的特殊性显得尤有教益。因此，从这有代表性的三国的事例出发，可以勾勒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问题的全貌，确定一些模式，掌握其间的互动关系，也许可能分辨出一种共同的土壤，三个国家思考和经历同性恋的共同方式。这一视角显得比国别研究更富有教益，国别研究不利于研究外来影响，不能够把特殊性从普遍性中分离出来。而且，所选择的国家被认为是有可比性的。这三个国家都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重要地位。三个国家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个国家都因之受到动摇，而德国的处境更为特别。战争之后，三国都是有议会制度的自由民主国家。最后，三个国家处于在经济、贸易、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上的相互的持续影响中。所以对三国进行对比研究并非是随意的。

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在长时段内展开。许多著作试图囊括从古希腊罗马直至今日的同性恋史，似乎认为这一主题是可以轻易约简的，对于变化的考察以世纪乃至千年为单位。在中时段内研究同性恋问题违逆那些迅速的变化和各阶段的真正特色。我希望自己能够证明同性恋是历史现象，根植于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只有借助内在于和外在于同性恋团体的事件来观察才能了解。对于阶段的选择应该说其决定性是不言自明的。从英国的例子，我确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对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的概念都是一个关键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启了当时未被人知的同性恋解放阶段，其反响以零碎的方式延续至今，在同性恋文化中被广泛神化。然而，20年代同性恋团体并未有大的成就。甚至，在30年代的德国出现反同性恋的打压，在纳粹统治下尤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连同性恋黄金时代的提法都消失了，同性恋者在集中营的命运也成为禁忌。20年的同性恋生活被掩埋。事实上，直至最近一段时期，同性恋史研究几乎完全掩盖了两次大战之间的事实，而优先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或者是二战之后。这种方法开始受到质疑，而两次大战之间在同性恋史上的特殊性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视角的翻覆应归功于德国史学研究。将同性恋者送进集中营、对同性恋者进行的一些医学实验为德国同性恋史蒙上阴影，研究的重要性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法国和英国，对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未引起重视。所以，对二三十年代的研究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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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同性恋史的研究并非一项简单任务。到目前对同性恋史的研究主要是由美国人开展的，因为同情7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主要是在“男女同性恋研究”（Gay and Lesbian Studies）的框架里进行的。这种历史主要关注运动的形成和同性恋的认同，以及生活方式的波动与艾滋病的联系。但是，一些男女同性恋作者执著地寻找同性恋生活方式在过去世纪的印记，主要集中于19世纪末，也是同性恋作为概念而诞生的时期。在欧洲，这方面研究较少。英国得益于美国潮流而发展自身的研究。同样，作者们对最近的时期更有兴趣。对于同性恋认同和同性恋形成理论著作不断增加。有关较前时期的研究著作还很少。我们主要提一下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的著作《初现峥嵘，19世纪至今英国同性恋政策》（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1979），是对英国同性恋问题的有益总结。在德国，我们已经提及年轻一代致力于完成一部完整的德国同性恋史，能够说明魏玛时期的辉煌和纳粹的镇压。在法国，70年代在居伊·奥康让（Guy Hocquenghem）、让－路易·博里（Jean-Louis Bory）和米歇尔·福柯的引领下，涌现了大量理论著作，但并未由此引导出名副其实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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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战后时期开始得到研究，但此前的年代还普遍不为人知。

对任何同性恋史研究者最主要的问题都是资料的收集。医学的、文学的、自传的、论战的，材料丰富而且容易获得，虽然一些两次大战之间出版的论及同性恋问题的德文著作已经亡佚，或因希特勒掌权而焚毁，或毁于轰炸；而且尚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时代的直接见证稀少，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人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展开民意调查，而媒体也很谨慎。司法和警察资料往往前后不一，而且存在空缺。某些主题的资料丰富：同性恋生活空间，同性恋运动，尤其是公学中的同性恋。同样，医学著作中有大量论述，小说数量众多，知识分子和名人的自述也洋洋大观。不利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小资产者和工人阶级中的同性恋我们较少了解，民众的反应也不尽可信，因为都是间接的报道。媒体通常都保持缄默，通过这个途径来研究必然有误。对女同性恋的研究受困于材料的零散，各个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关于男同性恋的见证和文书都多于女同性恋问题。我曾尽可能来保持平衡，但并不甚成功。正如大家所见，女同性恋造成的社会问题较少，所以争议也少。而且，许多女同性恋者都能谨慎生活，并未曾寻求见证她们的经验。然而，目前对女同性恋的研究正飞速发展，著作在不断增加，证明了这个问题深究的可能。

总之，在20年的时段中进行对比研究不能够涉及更细小的地区差异，这一点是很明了的。关于同性恋的场所研究，还是偏重大都市。都市集中了主要的同性恋活动，构成了一个好的观察点。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外省或乡间不存在同性恋，恰恰相反。但我们能得到的见证少之又少。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对外省城市进行研究。同性恋史的地区性研究在德国已经很好展开，这对心态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余下来就是关于警察和司法材料的问题。这方面研究的重心倾向于英德，特别是德国。英国的资料不可谓不少，但不能由此描绘出对同性恋镇压的规整画面。材料构成主要是司法统计、同性恋诉讼的报告、庭审记录和警方对该问题的备注。这种情况下，地区性研究无疑可以深入挖掘材料和确定地域性的细微差别。而德国的档案材料异常丰富。最大的不足则是分布零散。所以，只好限定于几个全国性的事件。一些德国研究者已经对单独城市做出了杰出的研究，科内莉亚·林普里西特（Cornelia Limpricht）和于尔根·缪勒（Jürgen Müller）对科隆的研究正是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法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大打折扣的。法国情况特殊，同性恋并不受二三十年代法国法律的惩治。所以很正常，找到的资料也少。但是，关于海员中同性卖淫的一份案卷的发现还是证明了对同性恋者的半官方的监控。可惜的是此刻还未有更多进展，在国家档案馆和警局档案中的研究都没有收获。

有些材料很少被利用，比如口头见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生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者取证是费力不讨好的。相关的人的数目有限而且所涉及的年代较远，涉及的问题也极具主观性，研究起来要倍加小心。一些对事实的歪曲，即使是非自觉的，都会使回忆的可信性受到影响。所以，我更倾向使用书面见证和已经经过整理的口头见证，对它们进行批评性阅读。对报刊材料要珍惜使用。那些同性恋刊物都经过系统的梳理，至少是那些存留下来的期刊。其中一些仅存留一两期。我选择梳理数量有限的报刊，鉴于留存材料的众多，操作起来确实是繁重的。我对于每个国家的一种全国性报刊进行梳理作为我的参考。另外，对一些特别的点我也使用一些其他报纸。鉴于研究规模的宏大，不可能对每个国家的所有报刊都系统地梳理。这一研究领域是开放性的。更可以借助报刊分析形成对同性恋问题的政治学的阅读。这些研究在德国已经开展，左派报刊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也梳理了一些当代刊物，例如《同性恋新闻》（Gay News）。电影的材料采用得很少，除了那一时期几部象征性的电影。

所采用的许多作品都需要批评地阅读。这主要是些回忆录和同性恋者撰写的一些回忆集子。材料是珍贵的，因为对于同性恋生活方式来说这是不可替代的资料，但仍应慎重对待，尤其是当这些作品是在事隔多年后才撰写的。如同口头见证，时间的久远会导致事实歪曲。一些见证所体现的立场并不构成阻隔，其本身就是分析的对象。同样，那个时代的文学也被大量使用。但我的研究并不仅仅以文学材料为中心。对同性恋史研究者的常见的批评是他们由于缺少档案材料而把同性恋史研究窠臼于文学范围，虽然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其有益的信息来源。作家是时代的见证，同性恋作家带有自身对情势的体察，异性恋作家则反映舆论的倾向，所以不应该借口客观性而排斥文学。而且，其中的立场的采取与最中性的分析都同样有揭示性。文学作品还没有得到重视。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与最糟糕的列车文学汇于一堂，各自对不同的读者散播自己对于同性恋的看法。

我的研究并不奢求一网打尽。所得到的结果无疑会因为司法和警察档案的开放以及新的私人见证材料的发现而部分地得到修正。即便如此，我认为自己已经汇集了相当丰富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我认为研究的基础是坚实的、多样的、可信的，可以保证我研究计划的进行。有大量的材料需要梳理，而且主题所涉及的三国比较要求我多次往返于英德。我希望这份研究可以阐明我认为是在一个关键时期的主题，一个人们对其缺乏认识的主题。我还希望，除了揭示三国处理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模式，还能告诉大家同性恋问题并非只是性爱史的一个次要部分，它在社会形态和表现的历史上自有其地位，它作为一种吸引或反感的作用揭示一个社会的幻想和恐惧。当然，我并不企图仅仅借助性爱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纳粹问题和二战的发生。显然，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我们也不同于心理学史，尽管有时借助心理分析的假设也能说明问题。我认为同性恋史研究应该把舆论的恐惧和政府的恐惧区别对待，也许应重新估量性幻想在社会想象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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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政治与社会科学史》，Denis Peschanski, Michaël Pollak, Henry Rousso: Histoire poli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Bruxelles, Complexe, 1991，共285面；Jacques Le Goff主编：《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 Bruxelles, Complexe, 1988，共334面。





〔2〕

 　此处不能涉及对同性恋的各种理论的具体分析。一般了解，参看福柯《性史》卷一《知的意愿》，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t.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211面；英美理论综述见《现代同性恋者的打造》，Kenneth Plumm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res, Hutchinson, 1981，和《同性恋概念的建构》，David F. Greenberg: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同性恋欲望》，Guy Hocquenghem, Le Désir Homosexuel,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72也很有益。关于同性恋起源的人类学研究综述见《同性恋的多个面孔》，Evelyn Blackwood, The Many Faces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86。





〔3〕

 　《女同性恋起源》（Susan Cavin, Lesbian Origins, San Francisco, Ism Press, 1989）。





〔4〕

 　或者是由于根本不了解“同性恋”的概念，这正是19世纪末之前的普遍情况；或者认为这只是自己个性中无关紧要的部分，这也是20世纪前的通常态度；或者断然拒绝被用“同性恋”来指称：例如许多男妓和囚犯因为他们的处境而有同性恋行为，但他们认为自己仍是异性恋的。词汇的问题很重要，一些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可能承认自己喜欢男人，但却不接受“同性恋”的标签，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有“娘娘腔”的意思。





〔5〕

 　当然这种确信是相对的。存在不同的性方式。比如在英国同性恋关系就在演进，在维多利亚时期恋童癖大盛。相互手淫、口交、腹部性交经常比肛交更受偏爱。





〔6〕

 　《同性恋在英国》，Florence Tamagne: L'Homosexualité en Angleterre, 1919-1933，由Anthony Rowley指导的博士预备论文。





〔7〕

 　对这一主题的探讨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因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对同性恋并没有类似法律。而且从心态上看，那里明显有特殊性。有待深入研究，目前少资料。





〔8〕

 　但是我不想涉及二战期间的同性恋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单独的题目。冲突深刻改变了平衡，导致特别的措施。





〔9〕

 　举出几部分量和规模不等的著作，《同性恋的种族：一个世纪的同性恋形象》（Ep是颠倒构词的切口，来自pédé，pédéraste意为男性同性恋——译注），Guy Hocquenghem: Race d'Ep. Un siècle d'images de l'homosexualité（1979）；《法国同性恋运动》，Jacques Girard: Le Mouvement homosexuel en France，（1981）；《毫不含糊的选择：对于女子之间情爱关系的历史研究16-20世纪》，Marie-Jo Bonnet: Un choix sans équivoqu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es relations amoureuses entre les femmes, XVIe-XXe siècle，（1981）；《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1981）；《索多姆的火刑》Maurice Lever: Les Bûchers de Sodome（1985）；《玫瑰色与黑色》，Frédéric Martel: Le Rose et le Noi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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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辉煌：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年代





——介于风流浮华和积极斗争之间的同性恋者







“性，性，性，只要性和爵士乐就好。”





——T. C. 沃斯利在《穿法兰绒的愚人》

中引述他父亲的话




第一章





一个神话的诞生：张扬的时代



20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同性恋的神话中，大战的结束开启了新的自由、同性恋运动的蓬勃、柏林同性恋亚文化非凡地多样性。一个出奇摩登的新世界离我们很近，似乎经历过短暂的辉煌。这是欲望的投影抑或历史的真实？这一“黄金时代”确曾存在过么？

诚然，自由的倾向已经勾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公众舆论之中，而在20年代得以成形。同性恋者与其他人一同享受到战争后欧洲宽松的气氛。在战胜国，时代是乐观主义的，是追溯过往的，在隐忍之后人们想要笑，想要乐，更容易宽容特别性取向的表达。20年代同性恋解放有多重来源，在历史上可以纳入19世纪末运动的大方向，试图借助医学理论的发展使公众舆论发生演进。同性恋解放还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丑闻和大战冲击的印痕，这些奠基的事件都根植于同性恋的记忆之中。解放依靠一种颠覆文化，创造自己的准则，确定自身的地域。语言、服装、俱乐部、勾搭技巧构成同性恋行为认同的基础，也是同性恋解放的基础，所谓解放根植于一种神话的语境，但也并非不真实。




同性恋记忆：1869-1919



同性恋史上成为神话的日子中有几个特别重要，比如1969年6月27日夜的“斯通沃（石墙）酒吧”事件（Stonewall）。另外一些比较任意，但是却见证了一种想把“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历史纳入身份认同的视角的合理愿望。1869年，匈牙利报刊作家卡罗里·玛利亚·科特伯尼（Karoly Maria Kertbeny）第一次使用了“同性恋者”（homosexuel）这个词。这是一位无名者的回忆录，向普鲁士司法部长莱昂哈特（Leonhardt）博士要求废除刑法中“反常性行为”的条款。虽然这一名词经过了数十年时间才得以确立，但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日子宣布了断裂，使得鸡奸者作为反上帝的罪人与作为反社会罪犯的同性恋者清楚地区分开来。事实上，1869-1919年间可被视作同性恋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根基。



丑闻的时代



在同性恋记忆的奠基神话（迷思）中，那些19世纪末的丑闻占有特别位置。这些丑闻实际是在一种矛盾的语境中爆发。因为得益于城市化、匿名的保证、医学理论的发展、社会更大的宽容，同性恋的“舞台”乃至同性恋圈子开始形成，反同性恋的立法也加强了，道德秩序的反弹也有了借口。事实上，这种暧昧难明的情况在英国和德国表现得最清楚，法国则以某种方式受到连累。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局限于一些精英圈子（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前卫派）的同性恋运动和公开社交。英国20年代性解放的先驱者为“新异教徒”（Neo-Pagans）。这一知识分子团体与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小圈子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一度辉煌。乔治五世时期的文学明星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周围聚集了贾斯廷·布鲁克、雅克和格温·雷夫拉特、弗朗西丝·康福德、凯瑟琳·考克斯（“Ka”）和奥利弗四姐妹（玛格莉、布莱恩西尔德、达芙尼和诺埃尔）。他们聚集剑桥乡间的格兰德切斯特，试图通过创立一种乡村神话来超脱现代主义，他们基于身体崇拜、运动的自由、“天体”主义（nudisme）、男女混浴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坦诚态度和自由争论性问题为基础，“新异教徒”建立了对男性与女性关系的一种新观念。这种对社会成见的抛弃却仍然与妇女婚前严守贞洁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了挫折和压抑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同性恋代表着一种遁途。鲁珀特·布鲁克在“公学”和剑桥大学都有过同性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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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获得性满足的方便快捷的方式。他与德纳姆·拉塞尔－史密斯保持的这种意义上的关系是引人注意的。他在一封信中向詹姆斯·斯特雷奇详尽披露了其中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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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性行为的描述所表现的超脱和自由表现出对性爱和同性恋问题的一种全新见解。享乐超越了道德禁忌成为可能。鲁珀特·布鲁克与德纳姆从实践“公学”男生的种种恋爱游戏开始：“德纳姆和我，许多年来我们相互搂搂抱抱，直到一个平静的夜晚我一言不发地在黑暗中替他手淫，就在两间宿舍最小的那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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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纳姆来与鲁珀特消磨假日，是鲁珀特决定付诸行动：“我完全清醒地决定第二天晚上动手。我根本不知他会怎样反应。但我想乐乐，还想看看自己怎样摆脱作为处男的耻辱（在我看那是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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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珀特·布鲁克没有表达丝毫悔恨，只是害怕他的同伴会拒绝他：“一些平凡的念头扫过我的脑际，就像伊丽莎白朝代关于‘床单舞’的玩笑，我希望他喜欢。我只用第三人称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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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同性恋不再被视作误入歧途和禽兽恶行，反而被视作性爱形式的一种。虽然“新异教徒”因为其精英特色而并未对英国社会有可观的影响，但他们却在资产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输入一种新思想。他们关于把身体从清教徒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理想将会在大战后重生。1915年鲁珀特·布鲁克在前线阵亡大大动摇了维多利亚朝社会。他成为所有为国捐躯的青年士兵的象征，传播了神采动人、金色头发和天真无邪的理想青年形象，这种理想形象在战争之后则屡见不鲜。谢里尔·谢尔的摄影作品使“英国最英俊小生”的形象得以不朽，体现了“视觉影像紧跟危难中的民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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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仍然深受清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背景中，这一崇拜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是同性泛爱。

法国的巴黎享有快乐之都和宽容之港的美誉，尤其是在国外。高雅的女同性恋者大多来自美国，她们把“塞纳河上的莱斯博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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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她们的天堂。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维那莱塔·辛格的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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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巴黎同性恋的一个中心。她22岁嫁给路易·德·塞－蒙贝里亚尔王公，很快便离婚。她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希望能独立。让·洛兰在其《德·佛卡斯先生》中对她作了嘲讽的描述：“一个亿万美国富婆，其最大的不检点就是与一位太过漂亮的女朋友在剧场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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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孟德斯鸠伯爵和格雷菲勒伯爵夫人的朋友，她遵从他们的建议再婚以便确定社会地位。她嫁给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他也是同性恋者。她很快便开始结交上流社会，并吸引众多作家，尤其是普鲁斯特。她出生于美国，对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十分了解。她是亨利·詹姆斯的朋友，是她让巴黎上流社会发现了奥斯卡·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爵士并引起轰动。矛盾的是，恰恰是孟德斯鸠伯爵和普鲁斯特回避他们，认为他们“堕落”！他们张扬的同性恋行为引人注目，使人相信一种新的宽容。萨芙之爱合乎潮流，尤其是在上流社会。牵涉其中的有奥尔塞伯爵夫人、维奥莱特·缪拉女王公、克莱蒙－托耐尔公爵夫人、卡特琳·波尼亚托夫斯卡女王公、范·翠乐恩男爵夫人，当然还有波利尼亚克女王公自己。著名的交际花们维系着女子之间的联络，如莉亚娜·德·普吉、艾米莲娜·德·阿朗松、莉亚娜·德·朗西。文学界更是有很多女同性恋者：娜塔莉·巴内（Nathalie Barney）、勒内·维维安（Renée Vivien）、安娜·德·诺瓦耶（Noailles）、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艾丽斯·B. 托克拉斯（Toklas）、韦尔农·李（Vernon Lee）当时都生活在巴黎。巴黎吸引众多侨寓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在都市中寻到了特别的自由，女同性恋的圈子已经高度组织化。雅各布街22号的娜塔莉·巴内家的沙龙是巴黎女同性恋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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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可以找到众多文学名流，保罗·瓦莱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埃兹拉·庞德、纪德和普鲁斯特都是座上客，还有巴黎女同性恋的精英罗曼娜·布鲁克斯（她曾与波利尼亚克女王公有染）、多莉·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的侄女）、柯莱特、伊丽莎白·德·格拉蒙、鲁西·德拉吕－玛尔德吕、拉西尔德、格特鲁德·斯泰因、玛丽·洛朗森、玛格丽特·尤瑟娜尔、梅塞德斯·德·阿科斯塔、西尔维亚·比奇、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多萝西·伯西（利顿·斯特雷奇的姐姐）、玛塔·哈里、埃德娜·圣文森·米莱和伊迪斯·西特维尔。圈子成员生活富足，有来自各国的世界公民，多是文人或者有文学抱负，而且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上讲这个圈子是精英主义的，对其他的社会阶层通常一无所知。法国象征着一种耀眼的、戏剧化的、有时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性恋，却很少卷入社会和政治活动。由于没有法律的镇压，同性恋者似乎是融入社会的。但这种世外桃源的看法并不正确，大多数同性恋者不属于上流社会，默默无闻地在外省生活，同性恋仍然是需要隐藏和缄口的污点。

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从19世纪末就可观察到同性恋聚集成团体开展运动，比如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的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和阿道夫·布兰德（Adolf Brand）的唯一者联盟（Gemeinschaft der Eigenen），致力废除《刑法》第175条，该条款对男子间的“猥亵行为”处以5年监禁。他们各自的报刊《中间性别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和《唯一者》（Der Eigene）分别于1899年和1903年开始发行。这种特殊性表明1914年前的德国已经牢固地建立性爱自由的声誉。到德国旅行通常是大学生活的一站，经常是猎奇的借口。因此，鲁珀特·布鲁克于1911年去了慕尼黑，那里是当时前卫艺术的胜地。但却是在柏林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同性恋生活空间，酒吧、俱乐部、聚会场所，有男性的，也有女性的。1905年，同性恋已然是一个时髦话题，受到讽刺小报的幽默对待。慕尼黑的《青年》（Jugend）周刊一幅漫画描绘一个德国资产阶级家庭接待人口普查员。普查员问家长：“你们有几个孩子？”母亲回答说：“两个女儿、一个男孩、一个同性恋，还有三个几乎是同性恋。”漫画标题《人口普查，现代风格》。

在这三个国家，清教徒的反弹借助一些重大丑闻动摇了新生的同性恋群体。在英国，对奥斯卡·王尔德的诉讼和宣判具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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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俱乐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的侮辱性卡片称他为“鸡奸犯”（Somdomite），奥斯卡·王尔德随后提出毁谤名誉的诉讼。诉讼于1895年4月3日开始，很快转为对王尔德不利，几个年轻的男妓被传召出庭作证，诉讼以侯爵无罪结束，但却展开另两起诉讼，4月26日和5月22日，王尔德被控告有伤风化和鸡奸。5月25日，他被判处2年监禁，这一判决受到公众和报界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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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王尔德案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被告为知名人士，而且造成了丑闻，这是困扰英国维多利亚朝的道德恐慌的一个爆炸性事例。对王尔德的判决是清教徒的胜利，向公众描绘了同性恋者“败坏青年德行者”的形象，是危险和堕落的源头。接之而来的是对同性恋有预谋的沉默，意图保护家庭道德。我们在《柳叶刁》（Lancet）上读到：“尤为重要的是，此类事情不得在街巷谈论，对少年男女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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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免此类丑闻重演，霍尔斯伯里受到保守派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支持，使议会在1896年通过《风化案庭审记录发布条令》，禁止公布与同性恋相关的庭审记录。索尔兹伯里认为：“显然，公开此类案件庭审细节会引起对罪行的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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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的是，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引发了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意识。案件确实披露了一种有组织的同性恋生活的存在。王尔德与小学院街13号一个公寓中的男童卖淫网有牵连。这并非此类事件首次发生，早在1889年和1890年就有一些年轻电报员牵涉在克利夫兰街丑闻案中。
 

〔15〕





在德国，同性恋问题从1907年起越来越重要，威廉二世的帝制突然受到一系列丑闻的冲击。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前景》（Die Zukunft）报上指控皇帝的两位密友菲利普·冯·奥伊伦贝格亲王和库诺·冯·莫尔特克伯爵是同性恋者。这一事件有双重起因，意图通过在威廉二世周围散播怀疑以使君主失信，而且还对德国外交政策表示质疑。奥伊伦贝格和莫尔特克被怀疑向法国驻柏林使团一秘雷蒙·勒孔特提供情报。一秘本人也是同性恋者，他将德国在1906年1-4月间摩洛哥危机中的欺诈行为汇报给法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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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无疑有政治起因，威廉二世的顾问也是他的挚友奥伊伦贝格是反对帝政的外交官，赞成与法国接近。他很快便引起军人和俾斯麦信徒的反感。由马克西米利安·哈登组织的反对他的运动以集中攻击其同性恋行为来作为毁伤他的仕途和影响的便宜手段，而且还能间接削弱皇帝。看起来哈登的确掌握了威廉二世同性恋行为的许多丑闻资料，但他宁愿不用。很清楚，同性恋指控只是政客们行动的幌子。同样，在两次大战之间，对同性恋的攻击也经常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哈登起先敲诈奥伊伦贝格，以揭露其私生活威胁他于1902年退出公众事务。但是，奥伊伦贝格在1906年再次涉足政界，由此引发反对他的行动，牵涉到当时的柏林卫戍司令库诺·冯·莫尔特克将军。这次行动也有可能是在军界的压力下发动的，军队自身也刚刚由于同性恋丑闻受到动摇。面对指控，皇帝要求莫尔特克辞职，奥伊伦贝格也被迫离开外交界并交出勋章。如同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案件，案件互相引发。莫尔特克反诉哈登。同性恋运动“唯一者联盟”领导人阿道夫·布兰德指控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与他的秘书有染。比洛以毁谤反诉。莫尔特克对哈登的诉讼于1907年10月23日开始，很快引起轰动。莫尔特克的妻子对丈夫的性行为作了惊人披露，希尔施费尔德被召作为专家出庭作证。他确认莫尔特克“无意识的取向”可归为同性恋。这一证言的目的在于揭露政府的虚伪，对高层人物的同性恋行为视而不见，却判决其他人。这一策略没有什么成效，10月29日哈登被判无罪，新的诉讼开始了，首相比洛控告布兰德毁谤。布兰德被判18个月监禁。稍后，医疗专家确定莫尔特克的妻子歇斯底里症，希施费尔德撤回自己的证言。哈登被判处4个月监禁。出狱后，他重新开始反奥伊伦贝格的行动。奥伊伦贝格案件未能结束，因为亲王病重。他死于1921年，与莫尔特克不同，他没有得到平反。奥伊伦贝格案件造成对同性恋的严重偏见。奥伊伦贝格失宠而破产，报界和公众此后将同性恋者与民族叛徒联系起来。犹太同性恋者希施费尔德的介入加深了对于这两个集团密谋颠覆国家的想法。反同性恋的游行多了起来，经常与反犹太人、反女权、反现代主义的运动联合在一起。对同性恋的指控和宣判增加了。德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这些黑暗时日遭遇严重危机。对WhK的经济支持在1907和1909年间削减了三分之二。希施费尔德的介入肯定是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一直以来支持他的富裕同性恋者害怕会受到同样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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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间的交互影响从世纪初就很明显。同性恋的世界已经具有统一性，虽然是表面化的，但却是真实的。在法国，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的沙龙承受了清教徒风潮的反击。接连的丑闻在这个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国籍混杂的圈子里造成很大反响。1895年的王尔德案件深刻动摇了这个唯美的、行事乖张的群体。一些人墙头转向，彻底加入卫道潮流，奥克塔夫·米尔博与唯美派反目，保罗·布尔热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并与巴雷斯的民族主义接近。1903年，阿尔福雷德·克虏伯自杀身亡。同年，孔多塞中学丑闻之后，德·阿德尔斯瓦德－费尔森男爵在巴黎被捕。1907年，奥伊伦贝格事件。米歇尔·德·考萨认为“整个欧洲的同性恋共济会都受到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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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的反响是极其可观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仍有著述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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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斯特也不忘在《索多姆和戈摩尔》中记上一笔：“先生，在一些男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共济会，我不便对您讲，但目前其成员中有欧洲的君主，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皇帝，他幻想治愈他的痼疾。这可是严重事件，可能会让我们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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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报界开始将同性恋称为“德国病”。柏林被戏称为“施普雷河上的索多姆城”（柏林别名叫作“施普雷河上的雅典”。——译注），德国人被叫做“奥伊伦贝格人”。在小便池边，同性恋的暗号有了新形式：“您说德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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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丑闻持久地影响同性恋的想象。这证明了同性恋解放尝试的脆弱，受到变幻不定的舆论的左右，舆论顾及体面，随时准备在危难之际为了拯救民族的“罪行”而牺牲这些理想的牺牲品。这也向孤立的同性恋者揭示了同性恋网络的存在，同性恋文化正在成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巩固了这些倾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20年代同性恋想象的主要创始神话。两次大战之间的矛盾倾向源于世界性的冲突，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和平主义与军国主义、雄武与雌媚的冲突。这种暧昧不明产生于围绕着同性情爱概念的混乱，概念本身就是战争的结果，它与行伍情谊、英雄主义、阳刚之美、雄武之气相关联，但同时又可以作为怯懦的、变节的、无力的、雌媚的化身加以贬斥。而且，虽然一次大战对于20年代的同性恋群体可能唤起男性友谊的时光，发展对美好牺牲的怀恋，但同时也反映出歧视妇女和军国主义，在反民主的运动和宣扬雄性暴力中体现出来。同样在公众舆论中，自由倾向在战后的享乐意愿中壮大，而与之对立的镇压倾向却将同性恋与堕落等同起来。



同性恋者，祖国的叛徒



战争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弱点。1914年起，每个国家都集中力量面对对手的威胁。不论在德国、英国还是法国，精诚团结表明了对民族价值的回归。战争没有给少数人留下位置，任何的越轨行为都是可疑的。同性恋成为民族主义的吹鼓手们选中的目标。在德国，同性恋运动在谨慎的沉默中消失。个人受到谣言的左右。D. H. 劳伦斯《袋鼠》中的主人公理查德·萨默斯的特点是体质羸弱不能扛枪、受社会主义蛊惑、性取向不明。他成为一个科努瓦耶村庄里的替罪羊，每个村民都把监视他作为一种责任。他后来不得已逃到伦敦，但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是泄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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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战争很快成为清除国家所有污点尤其是性事方面污点的大好机会。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在1914年仍然记忆犹新，他是旧时代颓废的象征，要让英国成为雄壮胜利的民族就必须消灭他。如果说反和平主义者的斗争是一个宣传主题，我们发现其中插入了反性错乱尤其是反同性恋的言论，因为这些被认为是属于德国的。这是奥伊伦贝格事件的直接后果，但因此这也是把同性恋等同于叛国罪的一种方式。同样的现象在法国也可以见到，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精辟分析了这种由战争引起的对夏吕斯的同性恋看法的变化：“从战争开始风头就变了。男爵的性倒错被揭露，连同他的所谓德国国籍。‘德国佬夫人’、‘范·登·德国佬夫人’成为德·夏吕斯先生平常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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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军方颁令严惩男子间的性关系，对任何公开或私下的行为处两年监禁，鸡奸则判10年。对军官在判决前撤职。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军中同性恋行为仍然存在，战争期间，22名军官和270名士兵因同性恋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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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不仅是反对军队的罪行，而且是反对战争中的英国的罪行。平民也成为打击目标，真正的迫害开始了。议员诺埃尔·彭伯顿·比林对同性恋者发起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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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他发表题为《第一批47000》的文章，据他称是已知的服务于德国情报部门的英国同性恋者的数目。德国特务掌握一部黑皮书用以敲诈那些身居要职者以诈取国家机密。他在下院反复重申他的断言。他还在《阴蒂崇拜》一文中攻击女舞蹈演员莫德·阿伦，她在王尔德的戏剧中担任莎乐美的角色。阿伦控告他毁谤。比林声言“这部戏像她演的那样直接投合性变态、鸡奸者和女同性恋”，制作人J. T. 格伦选择“在民族危难之际上演这部所有堕落作品中最堕落的戏，其作者正因为这种逆反天性的恶行而遭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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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是一次巨大丑闻，比林根本没有被视为被告。他将听证变成反对同性恋的法庭，以正直爱国的形象捍卫国家免于德国阴谋。他被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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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同性恋的歇斯底里说明了同性恋被视作对国家是不祥的和危险到了何种程度。两次大战之间，一再出现对叛国的同性恋者掌权的忧虑，这种忧虑在二战中不断加强，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由于“剑桥间谍案”于50年代达到极致。



前线，同性恋学堂



战争使男人们在极度危险中靠近，所以也是同性恋友谊发展的适宜土壤。基于此，战争是使同性恋变得平常的一个有力因素。战争审美很大程度上依靠同性爱慕（homoérotisme），通过展现雄性美、强调雄性特色来重新创造一个理想的男性社会。比如《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圣－卢就得以利用战争来经历一场同性恋的激情罗曼史。战争表现一种理想，“想象中追寻的理想就在他最具体的欲望之中，不过蒙上了意识形态的云雾。在纯粹男性的骑兵团里，他们远离女人，他们的理想是与自己的知己共同效忠，在这里他可以为了救他的传令兵而冒生命危险，牺牲会引起手下人狂热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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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普罗斯特和斯特凡·奥杜安－鲁佐两人都提到“战壕里的博爱”，这是关于大战的一个典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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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与官长在战壕中如何投契平等、互相帮助、互相安慰，他们经历一些脉脉温情的时光。在德国，“钢盔”（Stahlhelm）组织也以同样方式维系着“前线的友爱”的崇拜。老兵联盟（UNC）的口号“像在前线一样团结”总结了这个神话，它是有真实基础的，却只是短暂的。战后，只有回忆还见证着这种神奇的团结。但是也不应该轻视这种“有限经验”的影响。斯特凡·奥杜安－鲁佐在《堑壕战士兵们》中所引用的见证揭示了强烈的同性爱慕的内涵，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明确指出过。在1916年的《潜望镜报》上：“（由于共同经历的苦难）他们互相结下深厚友谊。从共同的回忆和苦痛中发展出一种不可摧毁的联系把他们永远连结在一起。人们发现在战斗班里他们成双成对，似乎这友谊不可能毫不减弱地扩展到更多人，会由于更多人分享而减淡。人们见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大家称他们为同伴。”1916年10月的《胸毛与鹅毛笔》上：“在救护所，一个支持不住的伤员扑向他碰到的第一个担架兵：‘拥抱我。我愿和你一起死。’”

事实上，战争使一向谨慎畏缩的同性恋大发展，但同时，战争让平时会对这种关系报以冷眼的人认清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对同性恋的理解还是做作的娘娘腔。堑壕中结成的友谊却基于另一种逻辑，是由荣誉和共同经历为信条铸成的雄性社会。前线最平常的同性恋友谊建立在军官和他的弟兄们中间，J. B. 普里斯特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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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大多是些出身上层和富裕阶层的人，在公学就养成这方面的热情，他们欣然接受摆脱了女性繁琐的、完全男性的生活方式。”这些激情的、理想化的、没有肉体接触的友谊是由年轻人的青春、美貌和纯真引发的，通常是军官的勤务兵或随营管家。萨默塞特·毛姆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遇见年轻的救护车司机杰拉尔德·哈克斯顿，他们成为了伴侣。J. R. 阿克利也有记述：“我的通讯员和勤务兵都是根据外在气质选定的。事实上，希望有俊俏士兵服务的愿望是许多军官中的普遍倾向，我不知道是否他们比我更多享受到这种近似父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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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军官试图通过对手下更加尽心来升华他们觉得负罪的欲望。心理学家W. H. R. 里弗斯遇到几宗案例，军官们在性欲与军中严格的责任和纪律观念之间左右为难，他们的感情在对下属命运的无私关注中得到升华。许多神经症的案例都是这种煎熬的后果。西格弗里德·萨松在诗中表达了这种痛苦，其精神性多于肉体性，负疚感与密友的死亡相关联：


但今日我忧愁满怀。坐在火旁，



火带走我的梦，化之为灰，



因为死亡使我明智、苦涩和坚强。



而我因我所失而富有。



噢，星光照在既往的原野，



还给我黑暗和夜莺。



逝去的夏日中黑暗的幸福，家园的宁静，



还有沉默，朋友们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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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萨松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发展与菲力普·德·黑塞、加布里埃尔·阿特金、格伦·拜厄姆·肖尤其是与斯蒂芬·坦南特的关系。久经磨折的孔武老兵和颓废的公子哥的相遇概括了战争之后同性恋的质变。两个对立的世界互相汲取，在自身的放纵中、在反对旧秩序的不断抗争中创建新的秩序，一种“标准”的、没有限制的同性恋模式。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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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毫不困难地接受了自己是同性恋，他无疑在赴前线之前已经有所认识。在他的战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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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可以见到许多关于同性之爱的段落。欧文不满足于描述同伴们的英伟，他分担他们的苦痛，描述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特别纽带。虽然他控诉战争的恐怖，但他审美的视线和对男性身体的激情使他展现了前线生活的一幅别致的图景：


红唇并不如此地红



像英国亡灵吻过的斑驳的石头。



情人和他爱人的温情



与他们纯净的爱相比像是一种耻辱。



噢，爱神，你的眸子失却了媚惑



当我看到失明的双眼！



心，你从未如此火热，



如此宽广和饱满，因伤痕而伟大。



虽然你的手苍白，



比焰与冰中拖着你十字架的手更苍白：



哭吧，你可以哭泣，因为你再不能触摸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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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常男性的视角排除了女性的介入，因为那是与后方连成一体的。从这一点来讲，欧文的态度在战后的同性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男人们因为共同的经历团结起来，希望继续远离妇女而单独相处，他们已经不了解女人，而且也不信任她们。

情爱不局限在军官的圈子里，田园浪漫曲同样在战士中发展。比如普通士兵安东尼·弗伦奇对战友艾伯特·威廉·布拉德利产生激情，后者在1916年9月死在他的怀中。第一次见面，他就为其美貌打动：“我喜欢他的脸。很青春、苍白、精致。额头宽而高，嘴唇构成迷人的曲线，在腮上有酒窝。”
 

〔36〕



 士兵本身也可能发展一种对某些长官的崇拜，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剧作《但这仍在继续》（1931）中就能见到。这个时代同性恋想象的一个主题就是共同洗浴。我们见到在大多数老战士的回忆集中都看到对在长官亲切注视下裸体洗澡的士兵的描述。从中表现出带情色内涵的肉体的脆弱与外部世界残酷的强烈对比：“在较远处，一个小兵站在喷头下。这个脆弱的金发小家伙很漂亮，在阳光下如此白皙，在单调棕色的巨大空地的背景中突现出来，他本身就是广阔无限，痛苦像长矛洞穿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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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争向女同性恋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天地。许多妇女参与军事行动，主要是作为救护员。拉德克里夫·霍尔在《孤独之井》中提到这种想成为有用的人的愿望，单身无子女的妇女有了这种可能，得以在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恐怕他们会拒绝我这样的人’，斯蒂芬小声说道。女诗人将手坚定地搭在她肩上说：‘我还不能肯定，这场战争也许会给你这样的女人带来机会。我想你会发现他们需要你，斯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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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人公加入了伦敦的救护队，她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那种团结一直持续到战后。“（女权主义者、护士）出色地响应国家号召，希望英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另一些人，她们也奉献自己最好的东西，希望她们也不会被忘记。她们看起来很怪，起码其中一些人是这样，在街上大家不会注意她们，虽然她们阔步行走，也许是因为羞怯，也许也有点想得到肯定，骄傲和羞怯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她们是天翻地覆的参与者，由于自身的功绩被世人承认。虽然她们的武装带上没有武器，帽子上也没有团队徽章，但一支劲旅已经在这些恐怖的岁月中形成，而且永不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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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些阶层中男性和女性隐藏的同性恋情感得见天日，驳斥了认为同性恋即堕落的偏见。在《世界大战中的性生活史》中，费希尔和杜伯伊斯描述了俘虏营中的生活处境。“士兵们逐个屈从于违反天性的爱情的诱惑。即使那些本性对此反感的人也逐渐被他们同伴们恳求说服，也许直到彼时他们还不知道在平民生活中有同性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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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诱惑的影响在当时的讽刺报纸上也可见到，在漫画上可以看到军中明星被一群崇拜者等待，坤角装扮的士兵引发阵阵激悦。战争之后，产生波动的意识已不再能漠视由战斗引起的心理转变。但是“疯狂年代”的“性解放”还不彻底。柏林酒吧里的男妓、堕落的大城市中的同性恋者都有死亡临近、快乐将尽的困扰。相反，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神话，尤其是英国知识界的神话，是要找到一个“知己”、一个“终生朋友”。这种对特殊伴侣的绝望寻找似乎是对战时无私友情的怀恋，那时男人之间的博爱可以不受限制，不受外界、女人、母亲和姐妹的影响。



战争，同性恋的显影剂




告诉全英国人。你应该写部书告诉他们，鲁珀特，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死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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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留下深深的伤痕。在英国，744000人战死，50万平民因战争死亡。1918-1919年这个冬季的流感疫病导致10万人丧生。在德国，200万人在战斗中和因伤死亡。74万平民死亡包括正常死亡，这还不算出生人口降低估计有300万。但法国的损失更重，130万人在前线丧生，另外15万人死于战争，还不算因病死亡的。战争动员了800万人，只有645万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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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据安托万·普罗斯特所述，许多接到动员令的人根本没有离开过后方，老战士的数量只有100万而已。但这种老兵意识在战后影响了六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加上战争寡妇（60万）和孤儿（76万）就有7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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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老兵组织维持着战壕友谊的神话，尤其是不断提醒后方的幸存者“他们有权向我们要求”（克列孟梭语）。老兵组织的和平主义主张以过去的苦难回忆和战争恐怖为依托，也在人们思想中留下心理和审美的印记。死者被定义为满怀幻梦地牺牲于战争的少年一代。如花青春遭炮火摧折的这种感觉以英国围绕鲁珀特·布鲁克产生的神话为代表。通过对青春和美貌均成追忆的少年英雄的崇拜，战后在社会的某些小范围内开辟了一条通向隐性的同性情爱的道路。对身体的崇拜因1914年大战的杀戮而准备成熟，与“再不要如此”的想法密不可分。自然主义、“候鸟”（Wandervogel）运动的发展、服饰的解放是战争摧残审美的后果，源于对肢体伤害的恐惧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身体的伤害。一种幸存者道德替代了主导的伦理价值，享受高于牺牲精神。

孤儿的数量也揭示出战争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家庭单位的变化。比如诗人W. H. 奥登把自己的同性恋归罪于父亲战争期间不在家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则是父亲的阵亡。虽然片面而且还需要加以心理分析，但这样的解释也讲得通。战争还伴随离婚的突然增加，这是战时长期分居和个人不定因素的后果，但同时也伴随着结婚数量的增加。寡妇的形象不是中性的，理想中的未亡人闭锁在悲痛中、忠于“亲爱的死者”，将自己奉献给孩子。再婚的、解放的快活寡妇充当着被挖苦对象，保持着挥之不去的荡妇形象，是后方的叛徒和享乐者，在拉迪盖的小说《魔鬼附身》（1923）中重现。此外还有男女比例的失调。英国1911年男女比例为1000∶1068；1921年为1000∶1096；1931年为1000∶1088；1939年为100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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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据雅克·迪帕基耶所述，1931年法国人口中妇女人数比男子多100万。男子的缺乏被错认为是20年代所谓女同性恋大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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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与老兵的反战背道而驰，一些30年代的同性恋者在1914年还是孩童，他们发展了一种战争神话。众多少年觉得错过了此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他们被剥夺了战斗的团结，无法证明自己是男子汉。战争之后，在牛津，老学生从前线归来，满载光荣，大学的墙上镌刻着阵亡者的姓名，新生们难免失落。另一方面，从战争发展出的一些运动，比如德国的“天体”（Freikorps［裸体］）运动，以雄性崇拜和战士光荣为中心维持一种神秘的同性爱，这些可见于恩斯特·冯·萨洛蒙的作品。马克斯－勒内·埃斯1929年发表的小说《帕特诺》中叙述了“回归正常”的一幕，某些军人不能接受平民社会的价值观。30岁的恩斯特·帕特诺中尉是团队的光荣，他与22岁的出色的准尉斯特凡·基伯德秘密相爱。他们的关系引起上级的警觉。斯特凡试图说服帕特诺这种爱情是荒谬的，他将之归结于战争。“你如今仍拒绝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或者无力认清，因为4年来你都生活在无人地带，在营旅中、在麻木与爆炸中、在粗鲁男性和烧酒的气氛中生活。但是可以随意地给女人套上缰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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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诺在斯特凡离开后立刻自杀身亡。

暴力也成为同性恋文学的优先主题。詹姆斯·汉利的中篇小说《德国俘虏》（1930）围绕同性恋虐待妄想开发了战争主题。战争像是同性恋关系概念中所隐藏的暴力的一种催化剂。敌人既是仇恨又是欲望的对象，是和平时代可能的情人，又是敌对民族的标志。由于无法克服天性中的双重性，主人公放任于杀戮的冲动。当两名英国士兵强奸并杀死了年轻、金发、没有胡须的德国俘虏，暴力达到顶峰，这个典型片段当时颇为流行。“触到少年柔软的皮肤，埃尔斯顿几乎疯了。抚摸天鹅绒般的皮肤使他狂躁起来。也许是他的天性本就异常。他曾经否认德国少年身体的优雅，他的金发、蓝色的眼睛似乎表现了莱茵河所有美丽和韵律。这使他疯狂。奥加拉喊道：‘脱掉他的裤子。’埃尔斯顿粗鲁地撕破俘虏的长裤。在一阵沉默中奥加拉将刺刀捅进德国人的肛门。德国人号叫着。埃尔斯顿大笑着说：‘我想操这屁精。’‘那来啊！’奥加拉喊道。‘你知道，咱们来把他的鸡巴上拴上马鬃。’他们在他的阴茎上拴上马鬃，声嘶力竭地笑。随后是莫名的沉默。‘杀了这屁精！’奥加拉喊道。”
 

〔47〕



 文字暴力让人无法忍受，残酷揭露出作战引起的挫折感。士兵无法承受自己在前线显现出的同性恋行为，他们宁愿将之倾泻到敌人身上而将其彻底否定。“‘如果我们不把他毁掉，他会把我们毁了，即便是死了。’他们两人开始在尸体上跳。每个动作都在增加他们的狂怒和仇恨。视线模糊，神志模糊。被撕碎的尸体开始在污泥中消失。”
 

〔48〕



 紧接着，两人被炮弹的气浪掀倒。文中似乎集成了战时与同性恋相关的所有恐惧。性压力被推向极限，身体成为困扰，但这种对男性吸引力的发现而且还是由一个敌人引起的男性吸引力实在太激烈，让人无法接受。所有的主人公都遭毁灭，不留下丝毫出轨的痕迹，似乎这种情况的发生只限于战时。

失去的纯真是这一时期的另一大主题，以欧内斯特·雷蒙德的小说《告诉全英国》（1922）为代表。战前的同性恋以两个公学学生热烈友情体现出来（英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与之对立的是战后的幻灭。战争是这种变化的显示剂。主人公雷在朋友死于加利波利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爱他。“我见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在布兰豪宿舍我旁边的床上，在法尔茅斯河上的灯影中荡舟。‘我的朋友，我对他说，我的，是我的！！我爱着你，爱着你，爱着。’我反复对自己说着。”
 

〔49〕



 他独自意识到逝去的恋情，模糊地感到这恋情恰是因为其未知才存在。同性恋感情的尴尬在于它在沉默或不确定中才合理，一旦有了要求就会遭到贬斥。小说的所有参照都承载着同性爱的内容，能够唤起出身英国中上层的读者对一种潜在的同性恋文化产生共鸣。这本书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对青春的崇拜。同性恋成为对其他男孩的爱意和同情的表达，是一种否认其性爱特征的方式，同时加强对社会的渗透。“我现在了解了他对男孩子们的感情，当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那是爱，强烈的爱。我遇见过许多类似的对青春的爱恋者。事实上，我想这本书是为他们而作的。”
 

〔50〕





战争标志了性生活方面的决定性转折，前线出现的情况不可能在和平重建后没有结果。由于唤醒了某些人对深藏的天性的感觉，战争摧毁了使维多利亚朝社会得以保存其道德外貌的谎言和欺骗的大厦。此后，同性恋不再能轻易隐藏在社会生活中，因为它不再是仅仅触及少数人而被视作病态或邪恶的东西，它成为每个人的一种潜在可能。即使这种承认是闪躲的或无意识的，它却动摇了性道德的基础。同时，同性恋并未超越其奠基神话的限制：青春的奉献、死亡中包含的快乐、面对社会的负罪、持久满足的不可能性。这些主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持续发展，对同性恋“阵线”的道德解禁也有了几分侥幸的可能。而颓废生活的拥护者也总是将同性恋的新面貌归因于战争，将之与灾祸联系起来。




同性恋的生活场景：颠覆的语言



同性恋的生活场景是一个舞台。其组织形式并非与时代无关，情形正相反，是与时俱进的，反映时代的关切，体现流行理论。同性恋言谈、服装、勾搭方式与同性恋对自身的认识同时演进，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它经常是通过内行人才明了的方式表达身份差别和性习俗。通过这些可以洞悉同性恋生活的核心，了解其中奥秘，对实际的同性恋生活和属于异性恋的妄想加以区分。20年代同性恋舞台的张扬属于这种文化奠基神话的一部分，是在颠覆中取得力量。



同性恋言语：从slang［同性恋的隐语］到camp［同性恋的作势］



米歇尔·福柯在其《性史》中强调了语言在同性恋认同形成中的作用。他主要揭示与资产者的清教徒沉默同时存在一种放肆谈论性事的语言。性事的“话语形成”是镇压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也是一种规避绕行和颠覆的方式。性事尤其同性恋经过一种秘语的方式过滤和传递，这些现成的表达法既可以使言语合辙、不惹争论，又发布出异性恋观点的裁判。但是这同一种语言和表达也可以经由同性恋者说出，改变其属性，清空所有内容，变形成为身份认同的基础。对同性恋的谈论成为有自身规矩的自成一体的类别。我们先简要区分出同性恋语言和日常的言语、称谓和“标注”（labelling）。

谈论同性恋语言有些时序的错误。同性恋者（homosexuel）这个词当时除了在一些德文转译的医学著作中出现外，很少在同性恋者中使用。许多“同性恋者”对这个词的意思一无所知，对之并无认同。“‘你是同性恋的，’她亲切地对我说。‘真的么？’我惊讶地问。‘你不是？’她执意要问。‘我不清楚’，我坦然答道。但我是么？怎说得清呢？我当然是同性恋的，但没有性。这个词那时还不常用。那时还只是个专业名词，我对之一知半解。总的来讲就是娘娘腔的意思。我根本不娘娘腔。与此相反，我难道不是坚强有力的么，至少有运动员的外形。”
 

〔51〕



 实际上，称谓方式因文化和社会成员而异。例如阿利亚斯，莫里斯·萨克斯同名小说的人物，他将自己的处境简而言之：“‘是个屁精（pédé）’，他对我说（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对同一事物都有自己特别的说法或者赋予不同的词同一意义：中学生说屁精，医生说同性恋［homosexuel］，女人说变态［anormal］，记者说性倒错［inverti］，强悍的男人说臭娘娘腔［sale tante］，蒙玛特高地的酒保说女疯子［folle］等等）。”
 

〔52〕



 资产阶级通常对这个烫手的话题保持沉默。不能当众谈论性事，尤其是同性恋。年轻姑娘更是对男女同性恋一无所知。如果有必要涉及这个问题，也缺少词语来表达。T. C. 沃斯利写道：“在我们这些边远省份没有词指称现在称为‘queer’［男女同性恋者］的这些人。”
 

〔53〕



 在他书中的“公学”里同性恋频繁发生，而“在日常语言中没有特定说法”。这一时期同性恋的见证都证实了这个说法。
 

〔54〕



 往往是一些极端的团体表现出最大的自由，工人阶级用切口来粗鲁地称呼同性恋者，而在一些前卫团体比如在布卢姆斯伯里，风气很自由。

但是推断说同性恋是在沉默中进行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研究法、英、德的同性恋词汇，会发现称呼是多样的。三类词可指称同性恋者，所指的行为有差别：医学和科学名词、俗语和切口，后两类是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指称，但有时同性恋者也会以此自称，另一类词汇是同性恋人群自己的称呼，通常像暗语。三国语言中的医学词汇：同性恋者（homosexuel）、女同性恋（lesbienne）、性倒错者（inverti）、男同性恋者（uranien, uraniste）、单性恋（unisexuel）、逆反生理（antiphysique）、冷漠（indifférent）、偶发性的（occasionnel）、中间性的（intermédiaire）。“是那个”是对同性恋的通常称呼。俗语和切口更是多种多样。根据布拉萨依统计，巴黎俚语中对男同性恋者有四十来种说法，对女同性恋只有六种。在二三十年代最常见的叫法中，我们可以举出：娘娘腔（tante）、塞子（tapette）、屁精（pédé, pédale）、耶稣（jésus）、小可爱（mignon）、兔子（lapin）。对于女子的称呼有阿马宗女人（amazone）、肥婆（gouine，英文goin）、馋嘴（goulues）、豆荚（gousse）、tribade［女同性恋］等。“我母亲说‘豆荚’，因为我不懂，她对我解释：‘你瞧，就是专找女人的女人。’车间里的伙伴私下谈‘gouines’，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清楚，我不觉得自己是，我不喜欢这些词。但大家从来不用‘女同性恋者’（lesbienne）这个词。”
 

〔55〕



 在英国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形。“我们是一群真正同性恋的女孩子。虽然我们不常用这个词，我们知道词的意思，也用过。”
 

〔56〕



 在德国，Schwule［淫荡］这个词最常用。那些像Tunte［娘娘腔］这样的词是贬义的。一些像Puppenjunge［小宝贝］或Strichjunge［男妓］这样的词专指男妓。年轻女子叫Lesbierin或更常用的Lesbe，有时也叫Tribadie。Bube［坏蛋］和Bübin［女流氓］是对男女情人的亲切称呼。法文uranien对应德文Urnishe或Urning。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圈子里，颜色被用作暗号，女同性恋被称作紫丁香、紫罗兰、淡紫、Fliederfarben［丁香色］、Veilchenblau［泛紫的］。柏林最重要的女同性恋俱乐部叫“紫罗兰妇女俱乐部”（Damenklubs Violetta），女同性恋之歌为《淡紫色之歌》（Lila Lied）。
 

〔57〕



 在英国，最常用的是“那样的”（to be so）和TBH（to be had，随时奉候）。
 

〔58〕



 Queer［同性恋的通称］已有使用。这一说法来自爱尔兰，随后在戏剧界传开。后来才有了贬义。还流行多种说法，比如to be musical［直译为有音乐的］。同性恋者自身也使用大众的贬义称呼如：pansies［潘西，女名］、poofs［象声词，哎呀］、nancy boy［南茜男孩］。Queer也可用于女同性恋，大众一般称她们为horsey［马女］或collar and tie girls［戴硬领和领带的姑娘，指她们的穿着］。
 

〔59〕



 Butch［女男人］和fem［指同性恋女方］要晚一些。同性恋切口扩展到很多领域。对性事的种种有多种称谓，不能一一枚举。与男孩子做爱叫to shag someone［钉后面］或to have a go with someone［来一遭］。
 

〔60〕



 Plain-sewing［缝纫中的素缝］意思是相互手淫，是从海军里流行起来的同性恋切口，还有Princeton-first-year［普林斯顿号第一年］，意思是就着肚皮性交。
 

〔61〕





但切口不限于性事，在同性恋生活的各种活动中留下印记，是high camp［高款］的表现。所谓high camp是指夸张的姿态和一些同性恋的典型做派，本是对五月墟市（Mayfair，伦敦海德公园东的贵族居住区）居住的那些有爵位的富人的“正常”生活的滑稽模仿。男孩子们使用一些出身高贵的女子姓名，将年分成“季”，命名“时尚”酒吧和饭馆，使用建立在做派（camp）、变装（drag）和戏仿（send up）之上的秘密行话。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晚间世界》中给出了high camp的最佳定义：“你们以为所谓‘camp’就是一个染了头发的优雅男孩戴着盖恩斯伯勒那样的帽子和羽毛围脖把自己比作玛琳·黛德丽？我说的可是high camp。真正的high camp［高款］从骨子里可是很严肃的。大家不会笑话，反而是high camp去笑话别人。在嘲笑、做作和排场中透着严肃。”
 

〔62〕



 camp［做派］帮助同性恋者形成自身的文化。昆廷·克里斯普是high camp的最佳代表，他认为，如果说high camp产生于20年代，那是因为这是一种对性价值危机的反应，对这一时期妇女和男子角色的颠倒的反应。“所有作势的游戏现在统称为camp（这个词我1926年头一次听说）是不言自明的。女人们的动作和姿势就是那样子。同性恋者模仿的原因很明显。奇怪的是camp已经作古了。但做作本身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如果现在我看到一个女人并紧膝盖坐着、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轻轻地抚颈上的头发，我就会想要么她是在重温1926年的最后韶华，要么就是一个化了装的同性恋者。”
 

〔63〕





使用特殊语言是同性恋区别的第一步。切口作为一种秘密语言使同性恋者接近流氓和罪犯，后者也有匿名和隐身的需要。语言的丰富反映出文化的丰富和同性恋者使自身得到肯定的愿望。相对于市民阶级的沉默和拒绝承认，对应的是同性恋喧闹的世界、多嘴多舌的做作和无所不言。



风流少年（dandy）和假小子（garçonne）：同性恋者也各有风格




睫毛膏让我目盲，口红让我张不开嘴，我在平里科区昏暗的街道巡行。我的刘海儿太厚，挡着我完全看不到来路。这没有关系。其他人在那里盯着看我去哪里。
 

〔64〕






在关于20年代同性恋的神话当中，张扬的风格无疑是最生动的。事实上，对一个群体的归属解释了使用服装为标记识别成员身份的做法。当然，大多数同性恋者竭力混同在“正常”的人群中，他们的行为符合时代流行的男性风范，只在举止上有微小的差别。米歇尔·迪·考格雷认为，穿着招眼的服装只是少数人的做法，同性恋者中“严肃的、聪明的、害羞的都看不出来”。
 

〔65〕



 脖子上的头发留得不长，用发蜡梳成一绺或平整如漆皮。
 

〔66〕



 服装颜色暗淡，料子厚重，裁减宽大，裤脚有些喇叭口。这种宽松（baggy）的时尚取得了性魅力的成功。“男裤很宽大，几乎能提到胸前。如果穿内衣，也要同样飘，让性感部位很宽松。任何行走造成的摩擦都带来最大动静。在街上，同性恋的谈话中掺杂着：‘你看过这块料子么？’或‘看那边那个人，他很有样！’往往只是为了一个衣褶，但这却是愉快的闲聊话题，也不破费什么。”
 

〔67〕



 另一些人试图远离古典。铁青、淡绿、干玫瑰色的服装也很有人欣赏，但敢于穿着的人很少，他们害怕在那些时尚场所遭到拒绝。
 

〔68〕



 一些衣物成为同性恋者互相标识的记号，主要有麂皮鞋和驼毛大衣。有些人敢于留长发。所有的怪异都很容易被当做“性倒错”的证据。张扬的同性恋者昆廷·克里斯普在征兵局遇到麻烦。“他简单地检查了我的眼睛后说：‘您染了头发。这是性变态的标志。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我回答说知道，我是同性恋者。”
 

〔69〕



 这并不意味着街上的人能一眼识别出同性恋者和知道识别的标记。但穿着的某些特别之处会引起怀疑，很容易让人作出同性恋的假设。还有一个出路是被当作艺人，也就是说一个很特别的人。“行为的性意味只被人们大致了解，但服装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穿麂皮鞋会让你受到怀疑。披头散发被人认为是艺人、外国人或者更糟。我的一个朋友那时还年轻，他对我说别人把他作为艺术家介绍给一位老先生，那位先生说：‘噢，我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艺术家。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穿棕色衣服’。”
 

〔70〕





同样，化妆的习惯传播开来，以至于后来拥有粉盒都会被警察当作同性恋的证据。伊夫林·沃如下回忆：“沙尔韦家里一些下流的年轻人用粉和口红补救石榴汁和可可脂的污迹。”
 

〔71〕



 涂粉的做法仍被认为是下流的，但其中自有秘密的兴奋。“有时我设法在车站与我的朋友乔治见面。我们上头等车厢，因为夜里这个时候没有查票员，而且包间是私人地方，墙上有镜子。乔治痴迷于化妆，还教会了我。这只不过是从莱斯特广场旁的剧院供货人那里买的棕粉。化好妆，我们就会互相问是否看得出来。‘是’就赶快去掉一层，‘不’就再加一些，就这样一直到利物浦街站。一次在地铁里，我们直到最后一站都缩在角落里，害怕被人发现而进监狱。”
 

〔72〕



 时髦的斯蒂芬·坦南特在和姑妈喝茶时受到训斥：“斯蒂芬，亲爱的，去洗洗脸。”由此可见涂粉的做法不仅仅是男妓所为，可能涉及不同的社会阶层。这种做法远没有被承认，即使是在富人圈子里。塞西尔·比顿在彭布罗克伯爵的舞会上被几个男子气的人扔进水里，他们中间有人说：“你觉得这屁精淹死了么？”据在场的坦南特说，攻击是因为妆化得太浓造成的。“睫毛膏、口红、香粉。那些淹他的混蛋肯定是看不惯他化妆的脸。看他化妆，他们觉得不自在。”
 

〔73〕





斯蒂芬·坦南特代表20年代同性恋审美的高峰。他美貌异常，喜欢施展各种诱人的造作，善于摆出各种姿态。他只是加强了当时易装癖的潮流。《时尚》（Vogue）杂志1920年春季版中写道：“没有比男扮女装、涂脂抹粉更有趣的了，就像塔卢拉·班克黑德说的：‘再多口红也不怕’。”
 

〔74〕



 在塞西尔·比顿为他拍摄的照片上，他看起来像个迷人的王子。即使是穿家居的服装，他仍卓尔不群。传记作家菲利普·霍尔强调了他的风格、他与生俱来的对姿态的感觉，这使他成为20年代伦敦灿烂青春（Bright young people）的代名词。“在20年代末，斯蒂芬代表时尚的前沿，至少对男人是这样。他女气的举止和外形并没有被笔挺的衣服掩藏，他的衣服品位和裁剪与城里其他人差不多。但活生生的斯蒂芬足以推翻这些设想。他身材高大、为人专横，但他走起来有一种刻意的举止，被称为孔雀开屏，就像膝盖被捆住了。他的每个动作，从面部肌肉到四肢似乎都精心计算过效果。斯蒂芬的头发本来是浅色，现在似乎又染了金色。他使用金粉，使用某些药剂染发根。头发是手卷的，可能是在邦德街的一间高档发廊做的。因为他的身材纤细、娇弱无力，斯蒂芬很可以作《时尚》杂志的活插图——或许是出自勒帕普手笔。”
 

〔75〕



 “灿烂青春”中最著名的都是牛津大学出身，比如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赖恩·霍华德。
 

〔76〕



 阿克顿是首先穿薰衣草色宽腿裤（Oxford bags）的人。他们和塞西尔·比顿、斯蒂芬·坦南特及其他年轻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同举办各类主题晚会。斯蒂芬·坦南特的女性气质引起矛盾的反应。有些人只是被惊呆了。“我不知道这是个男人还是女人，但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
 

〔77〕



 海军上将刘易斯·克林顿－贝克爵士如是说。另一些人不这么宽容。当斯蒂芬·坦南特装扮夸张地出席一个晚会，批评声哗然。他的朋友雷克斯·惠斯勒为他遗憾：“他的举止就像个女子。”雷克斯的弟弟这样写道：“男人不应该吸引注意。这是对斯蒂芬的唯一真正的指责，这是无法辩驳的。”家长们抱怨孩子与斯蒂芬交往。伊迪斯·奥利维尔写道：“海伦娜·福克斯通伤心地说他是不被人理解，那些中伤他的人讨厌他。依我说这是他们的老把戏，如今很多男孩像女孩子但并不女性化。这是那类战争后长大的男孩。”
 

〔78〕





我们在男性中发现的这些大趋势在女性中也同样存在。20年代妇女与假小子的神话联系在一起，所依赖的是一种典型视觉形象：短发、短裙、香烟。这是一位现代的、独立的女性，她在意仪表修饰，常常光顾跳舞场和电影院。假小子标志欧洲社会美国化的开端。这一形象首先是好莱坞电影通过路易丝·布鲁克斯和克拉拉·鲍这些女演员传播的，还有一些著名时装设计师像普瓦雷、玛德莱娜·维奥内、可可·夏奈尔，还有一些摄影师如爱德华·施泰肯、霍斯特和比顿。女性报刊的增加也使这一样板传播到整个社会，对产生群众效应有所贡献。
 

〔79〕



 短发和不妨碍行走的飘逸短裙是独立的象征。但是，虽然新时尚使人震动，但并不总是被人否定，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假小子与同龄的年轻人交往，很容易被当作女伴来分享对运动或舞蹈的共同兴趣，她不忸怩，不需要特别关照。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发现假小子完美体现出影响战后的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男人婆的太太取代了战壕里伙伴的位置，她胸部扁平、短发盖头，使人回想起战时遇到的理想朋友。比如莱斯利·朗西曼，他是伊顿公学和剑桥的毕业生，有着同性恋的过往，他最终娶女小说家罗莎蒙德·莱曼为妻。她的个性也使她的性取向让人捉摸不定：“我知道我愿意和女人共度一生看起来很不平常，但罗莎蒙德更像男子。她有男人的思想。”
 

〔80〕





透过“假小子”传统形象，可以分辨出女同性恋者的轮廓。虽然假小子被指责为动摇女性价值，不过她的男性举止却由衣饰缓解，长丝袜、折扇、遮阳伞、围脖。她摆弄烟嘴也只是为了炫耀。浓妆与拔细的眉毛、羽饰、刘海儿和头发上珍珠饰品很相称。如果说批评日渐激烈，那首先是针对参加工作的、赶时髦的单身女性，她们很容易被人指责为行为异常。在法国，从共和9年雾月16日的元老会法令就禁止妇女穿着男装。如果一定要穿着长裤，必须向警察局申请特别许可。19世纪初已有多次请愿希望废除此法，但未获成功。直到20年代，这种易装的嗜好都不曾与女子同性恋系统地联系起来。与此相反，女同性恋者要求女性化，比如利亚娜·德·普吉：“我们喜欢长头发、漂亮的胸部、撅嘴、撒娇、魅力、优雅。不大喜欢假小子。‘为什么想要与我们的敌人相像？’娜塔莉－弗罗西用尖细的鼻音小声说。”
 

〔81〕



 但是前卫的女同性恋者遵从拉德克里夫·霍尔和尤娜·特鲁布里奇的榜样，夸大假小子的时尚。
 

〔82〕



 战后短发流行，但拉德克里夫选择的短发型比通常发型更短，更男性化。当20年代末时尚回归女性化的长发，她剃了平头。她喜爱男性着装，穿西装，系领带，穿系带皮鞋。为了加重男性气质，她吸雪茄烟，采用男性的姿态，叉开腿，手插在口袋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女同性恋伴侣间采用的严格角色分别导致了伴侣服装上的分歧。拉德克里夫·霍尔作为“真正”的同性恋（butch［男方］）应该穿男性服装，尤娜·特鲁布里奇（fem［女方］）在化妆上还是女性化的。她的头发从来不短于拉德克里夫·霍尔，穿高跟鞋和长裙。法国的维奥莱特·勒迪克也以着装出名，她的女友“白鼬”就曾指责她说：“你在学她们。”在她工作的出版社有人嚼舌头：“我在音乐会上看到维奥莱特·勒迪克了……是啊，还是同一副怪模样。”这种态度是刻意的：“我剃掉鬓角的头发使我怪异的脸变得僵硬，我要成为咖啡馆和音乐厅休息室里人们好奇的中心，因为我为我的脸害羞，同时我让大家都看见。”
 

〔83〕



 变装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中间也非常流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1920年10月5日与瓦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同游巴黎时扮成男子，这方便她毫无顾虑地表现对女伴的激情：“我穿男装。很容易，我在头上用咔叽布带扎起来，这是当时很平常的做法，而且不引人注意。我在脸上和手上涂棕粉。我身材高大对我帮助很大。我看起来像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像是19岁左右的大学生。”
 

〔84〕



 但虽然服装的乖张在无知的公众眼中可能被当作贵族荒唐的延续，但对于无名的女同性恋者来讲却很难确定自己的身份。她们首先会遭遇母亲的反对：“我母亲想让我穿考究的女装。我却想穿短裤。七八岁时，我用指甲剪剪掉鬓角的卷发。如果我是男孩，我会留短发。我母亲揍我。他们给我剪了圣女贞德式的发型，12岁时我剪了伊顿式的平头。那次吵得很厉害，我举出名门望族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85〕





到30年代，时尚回归女性气质，长裙颜色越来越明丽，越来越长，身体曲线重新受到重视。女同性恋者变得尤其显眼。仍然是短发，但却打成大卷小卷或锯齿。对男性风格的唯一让步是水兵裤和30年代出现的沙滩睡裤，可以在家里，在海滩和船上穿着，但这仍与同性恋有很大联系。女同性恋者越来越难以隐身。当彼得·昆内尔在1936年遇到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时被她非凡的外貌打动：“她比丈夫块头大，他站在她身边，红脸，吸欧石楠根烟斗，穿旧式花呢上装，看着像大学生，她则让人想起两性的混合：查特莱夫人和她情人集于一身。黑头发的大卷从宽边西班牙草帽中露出来。她的眉毛很浓，眼睛很黑。腮红很重，她对明显的小胡子毫不掩饰，维吉尼亚也曾亲切地提到过。她戴着沉重的耳坠，纤细的珍珠项链垂进花边胸衣里。她穿着一件肥大的灯芯绒上装，她的曾让伍尔夫女士联想起有力的树干的腿被狩猎裤罩住，还有鞋带一直系到膝盖的大皮靴。”
 

〔86〕





所以，二三十年代发展了同性恋自身的服饰文化。虽然方便了同性恋者之间的识别，却因社会对暗语的逐渐了解而受到制约：“伦西布勒小姐穿着男人的裤子，而迈尔斯在旅馆饭厅里重新作睫毛，她们在那里停下吃中饭。人家让她们立刻离开那里。”
 

〔87〕








魔幻的城市，神话的城市：约会地点的地理学



在20年代同性恋“解放”神话中，柏林、伦敦、巴黎几座城市占有特殊地位。同性恋生活场景的丰富、大量的约会地点、夜生活的繁荣使这些城市成为享乐和宽容的代名词，几十年后仍让人记忆犹新。但在光彩的表面后却隐藏着脏乱的酒吧、偏僻的外省和羞怯的同性恋者。

尝试建立英、法、德三国两次大战之间男女同性恋场所的地理分布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在三个国家约会地点是多样的，而且为了不引起警方注意而隐藏巧妙。一个可疑地点可能会关张而在附近换个名字重新营业。在外省的小城市，也可能会有一个酒吧，一个舞场或者俱乐部充当同性恋聚会所，但并不专门于此。与大都市的同业不同，他们是混合性的，对异性恋者也开放。不管怎样，业主是合作的，甚至本人就是同性恋者。
 

〔88〕



 虽然限制重重，仍可能从现有材料入手绘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会所的分布图。这是对“疯狂”年代的总览。



柏林，同性恋之都



20年代的柏林是欧洲同性恋者的必游之地。游客的见证总是充满热情：“马塞尔，你肯定会喜欢这座金发婊子似的城市，我从旺斯蹿到这里。在这里快乐让我无法入睡。这里有最漂亮的男孩子，但我的心思不在他们身上。”
 

〔89〕



 许多由记者和作家写的法文著作在主旋律之外会打趣地或义正词严地列举许多同性恋会所和酒吧的地址和名称，它们有时充当了柏林同性恋生活的真正指南。路易－夏尔·鲁瓦耶在《爱在德国》（1936）中描述了1930年6月在柏林的发现。他走进一间酒吧换零钱，酒保问：“‘法国人？’‘对。’‘同性恋？’我可不习惯这么大的摇摆（swing）。我眨眨眼，酒保想必以为我这是承认了。他向我伸出软绵绵的戴满戒指的手说：‘幸会。’然后给我倒酒：‘告诉你吧。你来得早了点。今晚来，十点左右。’”
 

〔90〕



 对柏林城的每次探索都让他迷惑。他想和一位女士去旅馆，旅馆老板问他的伴侣是否是易了装的。鲁瓦耶矢口否认，老板说：“哦？那你来干什么？”

在外国人的笔下，似乎整个首都已经由同性恋掌握。
 

〔91〕



 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但也要承认约会的场所确实增加了。有些俱乐部只开业了几个月，还有一些却是真正的机构。夏洛特·沃尔夫是20年代的同性恋者，是纳粹执政时流放的性学家，据她说：“夜间的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不仅在柏林西区的时尚区涌现出来，在贫民区也出现了。可以看到奔驰车停在男同性恋酒吧，或者富裕的女同性恋夜总会前。异性恋的男女也对‘地下世界’的车水马龙艳羡不已，现在用‘亚文化’这个可怕的词来称呼。许多来看热闹的人也参加到娱乐之中，与同性的舞伴一起跳舞。”
 

〔92〕



 丑闻中的成功迫使一些最知名的会所如“黄金时代”接纳很多异性恋的猎奇游客，这些人甚至比同性恋者更多。这个族群是支离破碎的，这是因为性的要求不同，而且社会和文化出身也不同。



男性生活场景



最高档的夜总会是路德街上的黄金时代（Eldorado）。那里的易装表演闻名全欧洲，这个会所只是对柏林的同性恋生活的片面反映，是其辉煌和诱惑的一面。“黄金时代”1927年在莫茨街扩大营业，就在卡尔克罗伊特街角。这是城中艺术家、作家、演员和上流社会聚会的地方，既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有柏林人，也有外国人。那里是必须光顾的地方。“日本天皇”（Mikado）、“比洛赌场”、“克莱斯特赌场”也有易装表演。“日本天皇”赌场出奇地长命，1907年开张，1932到1933年间关闭。同样风格的盖斯贝格街24号的“侧影”是名人聚会的地方。可以在那里遇见著名同性恋演员胡贝特·冯·迈林克、康拉德·法伊特、玛琳·黛德丽等人。最豪华的俱乐部都在西柏林，比洛街、诺伦多夫广场到选帝侯大街的范围内。

还有众多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各有特色，顾客和环境也不同。有些有演出，有些只是接头地点，找个伴儿跳舞或过夜。这些酒吧构成柏林同性恋的日常生活场景，一些店名有提示性（如“友谊咖啡店”），另一些则是无名的。只有有心人才知道里面有什么。许多装修考究，营造一种沙龙情趣，光线柔和，座椅舒适方便交谈，便于谨慎的交往。这些是中产阶级同性恋者光顾的地方，他们首先要保存名誉，避免招揽性的演出，讨厌男妓纠缠和过分惹眼的人。沿胜利大道有许多酒吧，比如斯卡里泽街7号的小狮子酒吧、文德斯伯那赌场、马里恩赌场、友谊咖啡馆、欧罗巴宫、鹦鹉宫，这条同性恋小道一直通到勃兰登堡门。孔第赌场举办主题晚会，星期二音乐晚会，星期四精英晚会，星期六私人派对。克莱斯特街14号的克莱斯特赌场，主要是由银行和工商界的职员和小资产者光顾，他们喜欢这里的沙发、大灯罩和鸡尾酒。

最后一类场所是酒馆（Lokale）和酒店（Diele），在柏林的中心和北边。柏林的腹地有很多小酒馆，是工人和失业者光顾的地方，他们经常充当临时男妓，与顾客喝一杯啤酒，很少的钱就跟着走。奥登和衣修午德到柏林时光顾的就是这类酒吧。“科西角”实际叫作“诺斯特茅屋饭馆”，在措森人街7号，靠近哈勒门的工人区。它们主要靠熟客，游客不去那里，因为觉得不可靠。实际上，这些地方并不颓废，墙上有拳击手和自行车赛手的照片装饰，常来的是些年轻的失业工人，他们穿皮夹克，衬衣一直敞到肚脐，卷着衣袖，一边玩扑克一边等顾客。同样风格的还有亚历山大街的阿多尼斯游乐场、新格林街的弗里茨咖啡馆、马尔堡游乐场、尼恩贝格游乐场、亚历山大宫俱乐部、霍亨索伦游乐场。波兹坦人街的甜食店卡尔斯巴德咖啡馆是吸毒者和男妓的地盘：“厅里到处是人，年轻人吵闹，喋喋不休，伴着温柔的手势。一个少年吸了吗啡瞳孔放大，在大厅中央摇摆。从外衣下看去，他赤裸上身，有闪亮的斑纹，赤足穿着拖鞋。随着钢琴和提琴粗野低沉的节奏，他像印度舞女一样扭动，伸胳膊，扭曲手腕，摆臀，伏下去，突然弹起。”
 

〔93〕



 还有许多军人夜总会。士兵们在人行道旁拉客，“有时一个人，有时成群”。
 

〔94〕



 克劳斯·曼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同性恋亚文化。有些是未知的名字，可能是些小游乐场和酒馆的名字，比如伦特（Lunte，意为“狐狸尾巴”，俚语里是阴茎的意思）。克劳斯·曼的见证说明20年代的同性恋者有可能经历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性生活，甚至会应接不暇。1931年10月30日日记：“我去了‘巴黎女人’。与一个脖颈漂亮的小水手同桌，他可是个说谎的家伙。叫了一份减肥汤，与福莱迪调情。”12月4日：“与可爱的年轻农夫（家伙很大，在考芬格街附近的一个地方）。”12月30日：“去浴室（洗了澡），找人按摩。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不过什么也没发生，只有些胖家伙，按摩师也什么都没敢做。”1932年1月2日：“和巴布斯去伦巴赫广场。找到一个叫纳西索斯的男孩。带他三人一同去巴布斯那里。他很有趣，也很粗俗，但是让人兴奋。”1月17日：“友好的同性恋氛围，模仿上流社会的味道，有许多易装者。威利和我过夜。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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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活场景



柏林同样发展了女同性恋的亚文化，多亏由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1928年出版的《柏林的女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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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们得以了解，该书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作序。德国首都有多种女同性恋会所可供选择，总共有50来家，适应各类顾客的要求。“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因为这里立志满足各种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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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堡人街13号的“干妹妹”妇女俱乐部是很高档的地方，但那里也接受男人。接待员是个13岁的小女仆。墙上的壁画画着米迪莱娜，包厢挂着帘子，掩藏着姑娘们的嬉戏。但似乎这里只是代表性的，吸引路过首都的外国人。路易－夏尔·鲁瓦耶问过的一个姑娘告诉他：“那些‘真的’，你知道吧，她们不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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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髦的女同性恋者有自己的私人俱乐部，有时会在“顶楼”（Top）和“黄金时代”看到，这两个大俱乐部足够时尚。有名的地方还有比洛街57号的“道连·格雷”，这一家是同性恋俱乐部中最老、最知名的。这也是个混合型俱乐部，一星期中一些日子女，一些日子男。比如星期五是女士精英日，有多彩晚会，舞蹈和谈话交替。还有些主题晚会：巴伐利亚登山节、莱茵葡萄酒节。维也纳美食很讲究，气氛很传统，很有品位。迈尔沙龙在西柏林的克桑滕人街，是间由两名妇女开的小酒吧，里面没有人奏乐，但有台留声机营造气氛。顾客也很讲究，在那里常能遇到伯爵夫人、艺人和名流。马尔堡人街13号的多米诺咖啡馆只接待女同性恋中的精英。在那里可以听着爵士乐喝加冰的雪莉酒、鸡尾酒和汽酒。沃尔姆斯人街和路德街之间的蒙比茹是家封闭的私人俱乐部，有大约600名会员，只有经会员介绍才能入会。内部很讲究，隔成小间，灯光柔和，周围是主题漫画，扶手椅坐着女同性恋中的电影明星、歌手、知识精英。她们一年两次在柏林大剧院举办舞会。总的来讲，柏林的女同性恋会所都很讲究，灯光柔和，音乐抒情。会所的开张和关闭并不是因为警察的检查，而是根据女同性恋族群的时尚和口味。比洛街101号的“霍亨索伦”是首先宽容和庇护女同性恋者的咖啡馆，1928年受到同业的竞争而失去往日名气。路德街16号的马利和尤格尔是封闭俱乐部，玻璃窗后的厚帘子挡住视线，内装修用石榴红和珠灰搭配，配轻松的画、软扶手椅和一架钢琴。这里气氛严肃，都是成对来的，看不到“外国人的夜总会”的喧闹景象。女同性恋报纸《女友》（Die Freundin）对聚会场所提供很多信息，基本上在同一街区，甚至是在同一条街上。有些场所在一个星期不同的日子接待不同的俱乐部。通常，女同性恋者会光顾几个地方，两三个内容相同的俱乐部。“和谐妇女俱乐部”每星期三在雅各布街32号的节庆礼堂聚会，女友协会每星期四在梅尔街24号的克勒会堂，海德玫瑰俱乐部每星期天在司令部街62号的圆形剧场。克莱斯特街36号有维罗纳游乐场。1928年塔加娜妇女俱乐部开张，每星期三在亚历山大宫聚会。1929年，爱拉图俱乐部在司令部街72号开张。同一地址的三层是萨芙妇女俱乐部，每星期二四六19点以后、星期天17点以后集会。克纳豪夫旅店星期一和星期四17点到20点接待女同性恋。每年都有新的名字和地址出现。1932年最后一批：若阿基姆史塔勒街26号的“玛纽埃拉”、布达佩斯人街14号的单片眼镜游乐场、奥格斯堡人街72号的“艺妓”。

并非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光顾上等俱乐部，有些只是在街区咖啡馆见面或者到下流酒吧。奥格斯堡人街72号的奥卢卡是个污七八糟的地方。齐伦街的哦啦啦咖啡馆比较粗俗，里面有男有女。施文街13号的顶楼酒馆是女夜总会，但接待男人喝酒和看演出，在那里比赛“最美小腿”。有时在深夜也会有知名的女歌手、演员或舞手，但气氛总的来说很简朴：“一个奇怪的家伙，一个高个子女人，她戴一顶宽边毡帽，看着像个男人，目如鹰隼，她指挥着那些舞女。她叫我们过去，我们围着她坐下。她站在圈子中央，用催眠的声音发布命令。我们上前，退后，一手拿酒杯，一手挽着旁边的人。一直继续，直到接到命令把酒喝掉，然后把杯子从肩后扔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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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街上的小酒店是A. E. 魏劳赫的女同性恋小说中蝎子酒店的原型。这里一个厅是女士专用的，可以吸烟、跳舞、喝酒。她们定期组织啤酒节、假面舞会、沙滩游。环境有些粗野，性意味强，经常发生口角。在那里有柏林最邋遢的女人，未老先衰。女友俱乐部里聚集了一小群下层女性，在兰茨贝格人街的亚历山大宫每星期举办两三次舞会，周六和周日人很满。比洛街37号的“紫罗兰”最受欢迎，是年轻女同性恋的据点，在那里可以遇到些商人、售货员、体力劳动者和小职员。大家在那里跳舞，组织一些文化信息讲座，有一个运动组组织郊游。“紫罗兰”的使命是建立爱情和和谐的统治，反击对同性恋的歧视，为反对刑法第175条扩大到女性而战。许多女性化装成男子来这里，这里会组织联谊晚会，在已婚女性节上有拔河比赛，紫色夜晚舞会上会唱《淡紫色之歌》，是柏林女同性恋之歌。在“快乐晚会”，每个女性可以去衣帽间选带号码的服装当众穿着。午夜时分发交友卡，每个人可以写自己选中的号码。她们为了让大家认识而想尽办法，在跳“蒂罗尔舞”时，每个人都不能坐着，都要上前跳舞，然后换舞伴。1929年，紫罗兰和蒙比茹合并，9月15日在司令部街72号的美国舞厅举办庆祝会。两个俱乐部联合后在这个地址每周三六和周日聚会。为了庆祝1929年圣诞，她们举办了一次大型假面舞会。格莱迪齐街4号的“公主”咖啡馆每周四都有快乐婆娘来聚，不醉不归。其他一些女同性恋俱乐部也选中这家咖啡馆作聚会地。“魔笛”是司令部街一家跳舞厅，是女同性恋报纸《女士之爱》（Frauenliebe）的读者聚会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女同性恋的男方（Bubis）和女方（Mädis）。

每个星期《女友》都预告化装舞会和晚会。1927年4月23日预告中心节庆礼堂的大型舞会，9月2日亚历山大宫大型易装舞会。1928年2月4日举办狂欢节大型假面舞会。1929年10月3日在司令部街72号的佛罗里达举办化装舞会。9月6日，司令部街58-59号的阿明厅的拉手舞。但是，柏林经常跳舞。城里的同性恋者汇集易装舞会，过境的同性恋者也一定会出席：“我们去了同性恋舞会。许多人扮成女人，但我觉得我是唯一货真价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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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出席了1929年在露营地举行的圣诞舞会。他在那里遇到著名演员康拉德·法伊特。外国记者也对这些晚会作了惊人描述。奥斯卡·梅泰尼耶出席了德累斯顿人街的德累斯顿赌场的假面舞会。里面有四五百人，所有人都化了装，清一色是男人。其中一半扮成女人。梅泰尼耶尤其被集会的平静和克制打动。大家只跳华尔兹、苏格兰舞、马祖卡和波尔卡。没有人吃惊，也没有人发笑。最奇怪的团体也不会引起注意，大家各自取乐不关心周围的人。梅泰尼耶还注意到警察不干涉聚会。警方发放特许令，但也借机获得同性恋者名单。这种政策使警方容许不危害公共秩序的活动，却能保持对危险团体的监视。



非职业卖淫（Amateur）的胜利



并非所有约会场所都有性意味。既是协会总部，同时又兼私人俱乐部、会议地点、讲演厅，很多会所依赖同性恋组织存活，给了会员讨论和联谊的机会。柏林联谊会每个星期二都在老雅各布街89号的地点集会。男女情人会在同一条街的32号。协会组织化装舞会，举办文学、艺术、科学讲座，还组织郊游小组。但牵线搭桥是多数会所存在的主要原因，它们使同性恋者得以毫无危险地见面和秘密地联谊。不过，酒吧和俱乐部的增加并没有终止公园和小便池自发的勾搭。经常看到有人在小动物园（Tiergarten）的树丛里，警察来了他们就跑：“在一个水池附近，十来名警察围住四个15岁到20岁不等的小子。他们似乎统一着装：丹东领的丝绸衬衣，浅色肥腿裤，漆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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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柏林成为两次大战之间男性卖淫者的殿堂。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的同性恋者》（1908）中指出许多临时场所的存在，它们主要接待一些社会上层和军官中的同性恋者，他们害怕敲诈。20年代的街道色情业发展迅速，主要是在1920-1923年的经济危机和1929年危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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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代柏林男妓的人数有650名职业的，但加上临时的有2万2千，数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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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前约有12000名男妓，其中400人是职业的。增长率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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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妓主要在柏林北区和东区活动。多数集中在弗里德里希路，平均总能见到60人左右。100来所酒馆接纳男妓。他们愿意去公共地方，可以吸引很多人，比如集市、展览会、节庆、步行街、火车站、公园。他们的社会出身很杂，有许多是旅店雇员、车夫、猎人、电报员、司机、售货员，当然还有当兵的。士兵卖淫的数量在战后有所下降，因为国防部采取了措施，特别加派了便衣士兵在涉嫌场所监视，看到有士兵拉客就会出面干涉。理查德·林泽特（Richard Linsert）所调查的多数青年都没有专业技能。49人是在丢了工作后开始卖淫的。但有19人是为了支付额外开支，攒些零花钱。其他人的原因各异，有的是为了取乐，有的是为了买某样东西，有的是为了付房租，有的是懒惰。从性方面看，31人自称是异性恋，34人同性恋，22人双性恋。11人承认有受虐倾向，5人虐待狂倾向，5人易装癖。36人承认酗酒，6人吸食可卡因。73人独自生活，19人与父母住，6人无家可归。临时拉客的男妓穿着平常，有品味（“学生”Klassejungen）的会置办些行头（高跟鞋、皮靴）和化妆品。穿制服的人享有特别方便：水手、司机、士兵。有些人年纪已经超过20岁，却穿学生装拉客。希尔施费尔德所遇到的男妓B，很抢手，一个月见20到25个顾客，一年大约300个。他们中10％是柏林人，50％-60％是外省人，30％-40％是外国人，尤以法国和美国为多。价码根据受欢迎程度而变，高级的平均为20-30德国马克，“学生装”的大约要10马克。价钱有可能降到50芬尼。多数人每天挣不到5马克。每星期收入从10-12或60-80马克不等。职业男妓和高级男妓比较贵。还有些男孩只求有地方过夜，吃顿饭，得些礼物。在旅馆卖淫的要交回扣给夜间门卫。与妇女不同，男妓是事后付钱。偷窃顾客的事情时有发生，还有敲诈。多数人的愿望是找到个有钱人包养起来，带他们出外旅行。一些这样的伴侣装成叔侄或主仆旅行。男孩子干的时间通常很短，非职业的平均站一年半马路。有些人开始较早（14岁），结束较晚（30岁）。100名接受调查的男孩中，3名替警方做眼线，圈里黑话叫“八芬尼男孩”（Achtgroschenjungen）。如果能躲过官司、贫困和疾病，他们有望做些小生意，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柏林并非唯一男妓数量增长的城市。汉斯·穆泽（Hans Muser）博士1933年调查《同性恋与青少年福利救济》（Homosexualität und Jugendfürsorge），主要关注汉堡城，港口城市的作用发展出特别的同性恋亚文化。“圣保利”区以下流酒吧闻名，那里可以与男人跳舞，几马克就能找个水手。斯蒂芬·斯彭德1930-1933年间在那里住过几个月。在同性恋会所中有“汉堡科学探险会”，向男人和女人提供医疗咨询，组织郊游。另外，阿多尼斯酒吧和三星酒吧也很知名。妇女们周四晚在法林酒吧聚会。在汉堡的男妓有3000人左右。同在柏林一样，有些人在城里拉客，有些在酒吧。直到1924年，多数男妓都在中心车站活动，特别是四等候车室。1924年警方决定采取闪电行动清扫车站。男妓扩散到城市各处。1928年和1929年警方的新动作使男妓集中到一些同性恋会所。男妓数量因季节而异，整个夏天他们都涌向柏林找观光客。青年办公室的统计说明，非职业卖淫的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关系。1929年只有13％的男妓是临时的，87％是职业男妓。1930年职业男妓只占40％，1931年占46％。而且，未成年人的份额不断增加。1925年，男妓中11％为未成年人，1926年35％，1928年49％，1930年52.8％。竞争激烈，顾客都想找小男孩，男童的数量很多，年长的没有人光顾。经常为了留住顾客，他们拒绝向新来者提供同性恋聚会地点。失业者人数也在增加。1925年，48％的男妓是失业者，1931年达到83％！汉堡青年办公室试图重新安插年轻男妓有稳定的职业，使他们重回社会。年轻人中的一部分被遣送回原籍。

德国同性恋的生活场景显得特别辉煌。提供各个档次的多样服务，满足各种欲望，从简单娱乐到豪华舞厅，从羞怯的勾搭到肆无忌惮的买春。如果说柏林是无可怀疑的中心，外省也并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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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读同性恋报纸——夹页里提供各种预订，他们一定会得知附近存在某家不起眼的咖啡馆，“朋友”们定期去聚会。对许多不敢在街上勾搭，也不敢与太招眼的男妓搭讪的人，俱乐部可使他们向同性恋群体迈出第一步。



伦敦，军服的魔力



虽然20年代伦敦的同性恋生活也很活跃，却比柏林逊色很多。会所比较少，也没有那么风光。看不到德国首都以之闻名的大型易装表演，同性恋舞会很少。缺乏同性恋的组织，几乎没有约会地点。因而伦敦同性恋生活比较分散，不如柏林同性恋生活那么容易说明白。但另一方面，伦敦却以军人卖淫领先，公园是同性恋者约会的首选地。



有限的生活空间



由于警方的频繁监控，伦敦的同性恋生活主要在夜间，在一些必须是内行人才知道碰头的地点。这些地点多半不便于隐藏同性恋的顾客。这些地方经常是由同性恋者自己赋予其内容，业主并不知晓他们在与谁打交道。“美达·威尔”区就以“快活”（法文“gaie”与“gay”相似。——译注）气氛闻名，许多同性恋艺人和作家住进那里，结果很快就变了颜色。莱昂内尔·查尔顿、汤姆·惠切罗、斯蒂芬·斯彭德和他的伙伴托尼·海因德曼、威廉·普洛美尔和J. R. 阿克利都住在那里。伦敦的同性恋派对从一些剧场和音乐厅的走廊开始，主要有威尔士亲王剧场、霍尔本剧场和“帕拉狄昂”充当着追逐和约会的场所。有些演出特别受欢迎，比如G. S. 梅尔文、巴特利特和罗斯的易装表演。许多出戏受到同性恋者们的支持。在弗兰克·沃斯珀的《绿色月桂》中，一个贵族同性恋者收容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男孩，把他重塑成自己的样子。同样，《穿制服的孩子们》（克里斯塔·温斯洛《穿制服的姑娘们》的英文版）获得巨大成功。散戏之后，同性恋者在各咖啡馆碰头。叫喊咖啡馆在克里斯特里翁旅店的地下室。多数同性恋都走杰明街上的后门，但也有些人大摇大摆地从皮卡迪利的大楼梯进来，大家会报以掌声。一些著名的易装者是这里常客，比如薰衣草夫人，他看着是20岁的金发少年，实际已经40岁。还有伯兹维斯（Bothways［两路］）男爵夫人罗西是个年龄难测的威尔士人，衣着华丽，披挂着金质的链子和镯子。尽管号称百万富翁，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富有的老同性恋者的厨子，他把衣服和首饰借给他去伦敦西区夜游。考文垂街的“街角屋”是一个“圣地”。同性恋者晚间在那里约会，但下午也有人去，那里二层有一个房间被他们戏称为百合池塘（lily pond）。咖啡馆是由两个老妇人打理，她们对这些张扬的客人一无所知。星期天，大家可以去一间叫茶炊的茶室，离皮卡迪利广场一步之遥。不存在绝对的同性恋俱乐部，但在某些演艺界的俱乐部里同性恋占多数，比如篷车俱乐部、伦巴巴俱乐部、阿波罗俱乐部和佛罗里达。并没有很多同性恋酒吧。莱斯特广场有凯沃尔酒吧和JB酒吧，埃齐沃路上有狄更斯，在索霍区（Soho）有法国时光和约克敏斯特，考文垂街女王一楼都常有同性恋者光顾。还有威灵顿兵营旁边的巴基斯坦，谢泼德市场附近的跑马也很风潮。沙夫茨伯里大道的托卡德罗饭馆里的长吧（long bar）只对男人开放。

警方时常到酒馆盘查，记下顾客名字，逮捕可能的同性恋者。这就意味着酒吧不再是同性恋聚会地。有时只要一群同性恋者决定到一家咖啡馆聚会，而老板同意，那里就成为同性恋接头地点。所以，昆廷·克里斯普和朋友们到老康普顿街的“黑猫”咖啡馆聚会：“它与索霍的其他十几间咖啡馆差不多。马蹄铁形的木制吧台，不经常打扫，地上是黑白格漆布，到处是镜子。一个个沉闷的日子，一个个无爱的夜，我们坐在这间咖啡馆里互相请喝茶，梳头，试彼此的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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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交际的场所很少，不能与柏林和巴黎相提并论。橘树俱乐部1921年开张，很有名气，可以在那里看到女人们一起跳舞。30年代门道（Gateway）俱乐部成为城中女同性恋的中心。拉德克里夫·霍尔在《孤独之井》中对妇女酒吧有过不堪的描述。纳克索斯酒吧和阿莱克酒吧对她来说就是同性恋衰落的标记，即使是提供了约会的可能。“不去酒吧又去哪里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两个女人跳舞而不招非议或嘲讽、不被看作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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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同性恋大事记中的一件是马尔科姆夫人在艾伯特礼堂举办的慈善舞会。那本来是为仆人们举办的，而且凭票入场。因为是化装舞会，所以给了各种娱乐以借口。大家扮成一些知名女士。最后的游行是一个重要时刻。随着岁月增长舞会演变成纯粹的易装舞会。



勾搭与卖淫



在伦敦，主要的勾搭方式是“去小便”（cottaging），就是在城里各个男子小便所转，快速而匿名地约会。最合适的地点是维多利亚车站和南肯辛顿的小便池、大理石拱门的公厕和海德公园角。小便池经常是警方突击的对象，是不安全的接头地点，经常出现的暗探挑衅使危险加剧。还有其他地方充当接头地点，比如皮卡迪利广场的郡防火局的拱廊、杰明街的土耳其浴室、大桥广场的僻巷、多佛巷、达德马斯顿巷和福尔肯堡。在克拉威尔街、莱斯特广场和格罗夫纳山可以找到人度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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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男妓在皮卡迪利广场和莱斯特广场周围活动。昆廷·克里斯普回忆他当初发现这个法外世界时的惊讶：“我正沿着皮卡迪利和沙夫茨伯里大街闲逛，碰见一些站在街角的年轻人招呼我：‘今晚不难过么，伙计？一个男人也碰不着。皮卡迪利也不是老样子了。’虽然学校里印度男孩让人吃惊地告诉我们在伯明翰有男妓，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也会碰到。差不多所有人都能认出他们。一个路人真的很天真，竟不明白这种模特姿态的含义，要不是有一只手扶在腰上，胯骨一定会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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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着猎物去伦敦西区找间便宜旅店。J. R. 阿克利在“五月墟市”的谢泼德市场找到一间，这个区以卖淫闻名。不提任何问题就可以租给你一个房间。地方大多很寒酸：“半月街11号。就是这种自杀用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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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职业男妓，还有一些“乖”男孩要先领他们去吃晚饭，还有些是被包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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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德国相似，但比例小得多，男性卖淫因为失业而得到发展。在查林十字街的“猫与笛”就能见到一些青年工人。通常的做法是他们双双就位，合喝一杯啤酒，顾客接近他们，提出再买一杯。过一会儿，其中一个走开，留下另外两个。这些男孩不一定是同性恋，而是迫于经济原因卖淫。所以不时能听到：“我攒钱娶媳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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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写在一本册子里，如果要肛交则加收10先令。另一类男妓由士兵（主要是近卫团）和水手充当。与工人不同，他们卖淫不是出于必需，而是因为军旅传统。伦敦的公园是他们约会的最佳地点，特别是海德公园、肯辛顿花园、圣詹姆斯公园、骑士桥附近“塔特索尔”酒馆、伦敦塔附近的“圆鼓”海员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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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卫团的红制服和水手服具有魔力和性吸引力，当时的人常有提及：“就像弗洛里·福德，我和我所认识的多数同性恋者都渴望‘军服一类的东西’。任何国家制服和传统装备都可能具有性吸引力，有多少种制服就有多少种怪异的性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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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员制服是当时同性恋者中最欢迎的，尤其欣赏其紧身和平裆。而且，士兵自己支配的时间一般很少，海员却有很多周末。陪同去公园散步，士兵收两先令，而海员却收3英镑。斯蒂芬·坦南特提到过这种迷恋：“他看起来很好。我喜欢屁股小的，我总在描绘小屁股的水兵，就像夹紧尾巴猎狐犬。”
 

〔115〕



 许多名人都喜欢水手。当时流传一些刺激的逸事，比如爱德华·盖索恩－哈迪的晚会充满禁卫军。一个笑话里说一个士兵被当作礼品送给此间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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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们认为卖淫是一种传统，似乎新兵在参加团队后就被老兵拉上贼船。顾客被称为“绿茶”、“蒸汽机”或“钳工老兄”。一个好顾客会很抢手。阿克利有一天接到一封信说他的情人死了，团里的另一个士兵主动要求替换。临时卖淫可以让士兵们赚些零花钱，随后他们就拿去喝酒或找妓女花掉。此类交往并非没有危险，因为许多士兵和海员可能表现得很粗暴。查尔斯·戴蒙是世纪末老辈的颓废者，是奥斯卡·王尔德圈子里的古董，他曾对诺埃尔·科沃德说过：“亲爱的，我的奢望就是在一个近卫军的裤裆里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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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伦敦提供了同性恋娱乐的最多选择，外省也有些胜地。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大学城，同性恋者可以在一些酒吧相会（比如剑桥的“酒坛和棒糖”）。牛津和剑桥每年度的赛艇是相会的好时节。J. R. 阿克利就在那儿遇到了E. M. 福斯特、科里尔·阿博特、莱昂内尔·查尔顿、汤姆·惠切罗、哈里·戴利，他的众位情人还有众多警员、士兵、水手和其他少年犯在那里秘密聚集。在20年代，J. R. 阿克利、雷蒙·莫蒂默和埃迪·萨克维尔－韦斯特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朴次茅斯约会。30年代，由于首都的镇压加强，同性恋者向港口城市退缩，主要是布赖顿，那里晚间有快车到达，乘6点钟的车，4先令往返，整个周末不过10先令。当地有些可靠的地方为同性恋者提供方便，比如“老船”旅店有一个侧楼只对男性开放。房间门不锁，方便进出。还有些酒吧接待同性恋者，主要有圣詹姆斯街的皮戈特，蒙彼利埃街上的东方和不伦瑞克之星。有一部分海滩是男士专用，同性恋者实际上也喜欢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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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同性恋者光顾的城市是多佛，这里驻扎了四个团和大批水兵。J. R. 阿克利光顾那里许多酒吧，“英国女王”、“格兰维尔”、“摄政王”、“克拉伦顿”。他有一套公寓，邀请许多朋友。城里到处是同性恋名人，比如T. C. 沃斯利、格雷厄姆·贝尔、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E. M. 福斯特、杰克·斯普罗特、约翰·汉普森。莱昂内尔·查尔顿和汤姆·惠切罗长期住在那里。威廉·普洛默在那里住过一年。福斯特开玩笑说如果一发炮弹落在城里可以除掉这个国家差不多全部讨厌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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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很便宜，平均10先令，但并不总有保障。许多男妓都不诚实，而且很危险。城市的组织以性为中心，士兵和水手卖淫得到钱，随后就花在妓女身上。多佛的神话保存在W. H. 奥登的诗《多佛》中，其中一些双关意义的诗句反映暧昧的夜生活和同性恋者的约会，描绘出这座城市气氛，只在寻花问柳的关系中打发时间才是它存在的合理性：


穿着漂亮制服的大兵在酒吧拥挤，



像贵族学校的女生一样粉嫩和愚蠢；



狮子、玫瑰、王冠，并不会要他们赴死，



不是此地，不是此时：他们杀的是时间，



一个未来的穷苦平民。



……



海鸥黄昏的叫声像工作般哀伤：



士兵保卫游子为兵士付账



每人真正地为己，却没有人



控制流年和时间。有些可能做英雄：



我们并非同样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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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同性恋生活显得比德国传统，这是一种退缩的文化而不是征服，这也证明了警方的镇压更强、旁观者的宽容更少。英国同性恋生活在城市扩展，却对城市无益。更大的镇压同样解释了为何俱乐部和勾搭更具有性意味，因为缺少争论、聊天和交换信息的时间和机会。酒吧并不是做这些的，因为一个眼神、要一支香烟就足以搭上一个伴儿，不用引起其他顾客的注意。所以，英国同性恋文化更倾向是一种地下文化（underground），为世俗禁止，令胆怯者却步，主要集中在伦敦和港口的一些阴暗街区。



巴黎，高地，皮条客



20年代的巴黎有得天独厚的地位。由于没有镇压，许多男女同性恋的专门会所得以开放，法国首都以夜间娱乐的丰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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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30年代中期，柏林同性恋遭纳粹镇压，巴黎顺理成章成为同性恋生活新的中心。



舞会的时代



约会地点主要隐藏在三个街区：蒙马特、皮加勒和蒙帕纳斯。从19世纪末开始，蒙马特高地是巴黎女同性恋的主要约会地，可以见到她们在咖啡馆的露天座搂抱或是在红磨坊的舞会跳舞。埃德加－基内大道的单片眼镜是最早的女同性恋夜总会之一，由露露·德·蒙帕纳斯打理，所有的女人都扮成男子，穿吸烟套服，留贞德式短发。在巴黎有许多同性恋酒吧：蒙马特高地诺文街的叔叔、小茅屋、布朗什广场的帕尔密、自由、红宝石、塔纳格拉、布朗什广场的雷卡米耶、莫里斯酒吧、勒匹克街的表姐家，克勒韦尔常光顾布朗什广场的格拉夫，皮加勒广场的月光从下午三点开到早晨五点，招待水手和士兵。克利希大街旁一条死巷中的我的俱乐部的地下室接待售货员和职员。还有旧菜场的莱昂，大碗在左岸雨燕夹道的一间酒窖里，朱莉在圣马丁街。维克多－马塞街的疯狂酒店后来变成皮加勒街的烈日酒店。穴居人本来是一家私人俱乐部。小茅屋的气氛属观光酒吧，特别吸引寻求感官刺激的外国人：“手滑过琴键，钢琴师开始一段西迷狐步舞曲。一些当地的职业男妓被招募来表演，他们立刻纠缠在一起。说他们在跳舞不如说是在扭动。每个停顿，他们都用下流的动作互相撞肚皮，抖动上身的肉发颤，用指头夹着裤线，每向前走一步就向上提裤子露出漆皮靴子，向顾客抛媚眼。他们穿着很考究。有些似乎用棉花填了假胸。有些穿着大开领的日本和服。还有一个穿满是银饰的东方服装。”
 

〔122〕



 据说很多会所还兼营毒品：“几乎所有蒙马特和圣德尼门还有圣马丁门的同性恋酒吧都是可卡因的窝点，有店内消费，也有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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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约会地点还是那些同性恋酒吧，当时有很大名声。圣热纳维耶夫山舞会是在先贤祠后面的大众舞会，狂欢节那天就变成易装舞会。可以见到成双成对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可以结对跳舞。最著名的舞会当属科尼亚克－热街的“魔力城”的舞会。易装舞会接待各个年龄段和各种出身的男性。舞会在1934年2月6日后被禁止。在此以后，同性恋者企图屈就一些“正常”舞会但徒劳无功，不得以退到郊区。1935年的圣诞夜，百名同性恋者乘大轿车到巴黎市外50公里守夜。“魔力城”（Magic-City）因其魔力吸引了同样多的看客和同性恋者，性倒错者经常会受到大批看热闹的人欢迎：“因为巴黎人中有些人每年都来‘魔力城’看‘阿姨’。他们的存在对于我是一场噩梦。我并不怕被他们看到，我看起来并不像，是因为我知道同性恋者害怕这些窥视者来舞会。对他们而言，索多姆就是‘魔力城’的‘阿姨’，他们就是些可悲的漫画人物。”
 

〔124〕



 夏尔－埃蒂安将之作为小说《疯女人的舞会》（1930）的主题。尽管有小说的外表，我们可以认为作者表现了接近原生态的视角，尤其是关于那里的氛围和看热闹的人的反应。他刻意采用一个完全陌生的观众的立场置身于同性恋者中间，在惊讶、厌恶和愉悦的相互混杂中发现巴黎“女疯子”的大聚会。他借此描写了聚集在一起看易装者走过的群众的反应。有些人喊：“垃圾！”另一些人喊：“等着坐牢吧，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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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把这些屁精送去服苦役！”这些辱骂来自卖票的叫卖“可耻的阿姨”、“贵族穷亲戚”。还有一种不这么鲜明：“她们早晚死在这上边，这些婊子！不能让她们这样侮辱大家！今天我们有权找回自尊，也有权找些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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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里是为了招摇，也是为了看别人：“在外面辱骂的进攻之后，是内部简单的欢迎，但同样怀有恶意。沿着扶手有一堆堆的人，高高低低，让人窒息，百来人扯着脖子笑骂，眼睛发亮，嘴里骂着，行使入场券的权利，聒噪而单调的合唱抛出一些恶毒的、可笑的字眼、应时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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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疑是巴黎同性恋的最大吸引力，无论如何不可以错过。通过服饰，易装者表现了这个在一年中其他日子都秘密隐藏着的群体的壮大和活力，同时通过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夸张也对“正常”世界进行激烈嘲讽，手段几乎是典型性的：穿着有裙撑长裙的伯爵夫人、疯狂的少女、与水手跳舞的东方舞女、阿飞、大兵。

在“瓦格朗厅”的舞会上可以见到同样的气氛，而且也是在狂欢节举行。夏尔－埃蒂安在其《莱斯博斯圣母院》中有所描述，类似“魔力城”。对易装者的刻画能使我们对总体情况有所了解，比如“蒂蒂娜”（Didine，俗语指女性性器）“裹着一条黄缎子长裙，头上戴猩红假发，上面乱插着假钻石鹰头花，胸前开得很低，后背一直裸露到腰际，露出一幅斗士的裸体画，一个戴花边胡须面具的男子，画中人摆着臀爬上楼梯，小心地提起裙子的后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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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绰号特别有启示性：“Fontange”（女帽）、“塞维尼”（历史上有塞维尼夫人。——译注）、“蒙泰斯班”（路易14的情妇）、“布永公爵夫人”、“小俄多西”（东罗马皇后）、“四球戏”、“紫老鼠”、“女魔王”、“跳蚤”、“甜面包”、“荡妇”、“英国女人”、“疯狂玛丽”、“缪斯”、“茶壶”、“母狼”、“萨芙”、“费尔南德·德·鲁贝”、“娜娃”、“戴瓦尔”、“梅丽”、“木樨花”、“湿猫”（猫指女子性器）、“小钢琴”、“发情猫”、“马莱公主”、“玛格丽特·德·勃艮第”等等。这是camp［作势］的胜利，用廉价的贵族派头嘲笑等级制度和传统价值。像在“魔法城”一样，瓦格朗街的舞会吸引众多看客，多数是出身下层：“从泰纳大街到蒙梭公园，从米埃特到星星广场，所有附近的下人都涌向‘瓦格朗’。这有点像仆人舞会，但那些匪徒和他们的娘儿们也来这里，他们从普安－迪－茹尔和维莱特到这里找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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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这些巴黎同性恋中心，还有些次要的地点。香榭丽舍大道常有议会里的有钱主顾和文人光顾。英国人在杜勒伊公园对面的一家茶室约会。圣马丁门周围聚集着一些借着卖淫偷盗的人和皮条客。战神广场被一些意大利男妓垄断。高蒙影院的骑廊是著名的接头地点，还有那几条林荫大道附近的“贝利兹”游艺场。巴士底区有许多手风琴舞会酒吧，在那里，尤其是拉普街，有些烂醉的水手和殖民地人。那里不全是同性恋，但是允许男人结对跳舞，晚上很容易找到伴儿。达尼埃尔·盖兰就提到过这个平民区的环境：“我是巴士底附近拉普街一家风琴舞会酒吧的常客，大家跳爪哇舞，有戴鸭舌帽的家伙、有水手、有妓女、有上流社会的女人、男女同性恋者。那个放纵的年代，法国还不坏，跳男步的可以当众找同性跳女步的，根本不会大惊小怪。乐队在小阳台，主要是手风琴，节奏激昂。有时，坏脾气的会做个打架的手势，但不当真。两个婊子互相揪头发打架。警察检查不多，也都很温和，所谓风化警察很宽容，也很不张扬。我们太太平平地喝酒和薄荷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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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并非所有看客都像达尼埃尔·盖兰一样热情：“在那里常见些肮脏的小流氓，毫无顾忌地浓妆艳抹，戴鸭舌帽，戴彩虹格围巾，在没找到嫖客的时候，他们会消耗不少菜叶子和无烟煤。”
 

〔131〕







夜生活



作为同性恋娱乐城，巴黎与柏林不同，勾搭和卖淫都在同一地点。虽然没有同性恋者聚会和讨论的地点，但有更多澡堂子和同性恋落脚地。

无组织的勾搭多在小便池边，也叫“茶壶”或“茶杯”，是圆形便池，一般有三个隔间。可以偷偷观察同伴的行动，想要的话也可以参加。如果被发现，可能因为公然猥亵判两到三年监禁，并罚款500-4500法郎。同性恋者光顾的小便池多在几条林荫大道、几个火车站、荣军院、战神广场、托卡戴罗、香榭丽舍大道、蒙马特高地、蒙帕纳斯、库塞尔大街、埃德加－基内大街、豪斯曼大街、马勒泽布大街、巴蒂尼奥勒区、拉雪兹神甫公墓、维莱特区、旧菜市场、拉丁区和天文台。除了这些单独拉客的地点还有一些公园，特别是布洛涅森林和樊尚森林，身家清白者与男妓、借卖淫偷盗者和“放鸽子”的混杂在一起。蒙梭公园更浪漫些，那里的同性恋伴侣在夏天一起散步。最后还有杜勒伊公园，聚集着一些有名的“女疯子”，他们绰号类似于“朗巴勒夫人”、“彭巴杜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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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巴士底附近一条叫“诺瓦耶”的驳船泊在圣马丁运河，据达尼埃尔·盖兰说这里是同性恋者游乐的所在。此外，游泳池也是很好的勾搭地点。达尼埃尔·盖兰特别提到特雷维斯街基督教青年会（UCJG）的游泳池在体育课或操练之后可以裸泳，还有蓬图瓦兹街的泳池，可以两人溜进更衣室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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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男性卖淫的圈子很有组织。与柏林和伦敦不同，多数男妓都是专门从业，许多是在特定会所范围内营业。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已经提到男妓院，那里可以满足各种苛刻的愿望。市民阶级的顾客对那里的“家庭”气氛感到踏实，提供的选择比较多，装修舒适，私密性也比较好。对盗窃、袭击和敲诈的担心也较少。某些会所的设施经得起最严格的挑剔。如同莫里斯·萨克斯的描述：“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会有一个已经建立的同性恋市场。别人告诉我某条街上一个地方表面上是浴室，隐藏着一些男妓，是些懦弱的青年，懒得去找规矩的工作。他们与男人睡，挣钱带回去交给老婆，这是这代迷途青年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对这些无耻的堕落既不感到乐趣，也没养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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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利也提到这些地方，在提克多纳街有一家，另一个在泰纳区，还有一个在圣奥古斯丁教堂附近：“找到了模样中意的年轻伙伴，就塞点零钱到浴场服务生的湿手里，他立刻会通知那美少年说有先生要按摩。然后就钻进一个拉了帘子的隔间，那里可以找到你非法的灵魂的另一半。作为按摩师，他负责让你最迟钝的器官都恢复血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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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在福利－梅里古街，是性交易的场所：“在浴池两侧，沿着边，一些条凳围着桌子形成小间，坐满穿了浴衣的听众，在大厅中间高几级台阶的地方立着一架钢琴，形成一个半圆小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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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男妓独立工作，通过暗号、土话和识别标记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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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男妓都取战争意味的名字，通常是受演艺界的启发：米斯坦盖、贝克，还有索雷尔、格雷塔、马莱娜、加比、克劳福德、梅·韦斯特……他们有时候穿女人衣服，总是涂着粉：“克利希大街所有年轻人都化着妆。染了头发的‘梅萨林娜’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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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条客主要在皮加勒、克利希和罗什舒阿地区活动，在蒙马特高地也能见到。价格和支付方式多种多样。一开始，男妓每夜能挣200-300法郎，随后价格一直跌到50法郎。还要付旅馆的房间附加费，但如果顾客阔绰，旅馆反过来会付给男妓一笔中介费。还有预订系统，是为了那些羞怯的顾客和不想惹人注意的一家之主，比如可以与男妓一星期见一次或两次。

男妓们生活在一起，在巴黎社会底层形成一个特别群体。他们在巴黎的剧场骑廊会齐，寻找顾客，尽力施展魅力：“这些‘夫人’（当地的姑娘们这么称呼他们）们聊着天。时间不早了，‘奥尔加’动身去蒸汽浴室的夜场，‘蒂蒂娜’勾引了一个家伙。‘鹌鹑’听‘猎手’介绍的一个客人说话，‘猎手’是第一个认真的业余男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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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男妓的营业方式都不同。除了在大道旁的美少年，还有“放鸽”的，他们第一想的就是赚钱，想尽办法让顾客破财。这些男孩子经常成对行动，一个在小便池勾搭，一个藏在一边，手里拿着警棍，准备对付难缠的顾客。有些人口袋里装着伪造的失业证，可以避免因流浪被收容。与男妓不同，这些人不是流落街头的同性恋者，他们是些贪图方便地挣些钱的小流氓。他们替自己强辩，否认职业的性意味：“如果说我接受这份工作，那是因为这是最干净、最没有风险的。奇怪么？但是偷这些老流氓的钱，我是在帮助他们的老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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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偷窃和欺骗的顾客往往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他投诉诈骗，警方会对他嘲笑谩骂，甚至虐待。所以吸引人关注他的遭遇是无谓的。通常一个皮条客控制一个或数个男妓：“他远不及‘菜市场的夏洛’，人家手下有八个或十个街上的孩子，人家认为他没什么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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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年幼的男孩入行以后会在年纪大些的控制之下：“浓棕头发的‘马赛女人’领着两个面色苍白的小徒弟向他们面授机宜。两个都未成年，‘洋娃娃’和‘劳劳特’（lolotte，指乳房）在他面前跑来跑去。常听他说：‘我有两个孩子，先生。’”
 

〔142〕



 这些放鸽的经常和妓女在同一个地盘营业，她们经常告发这种她们认为不正当的竞争。但在两种卖淫业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对立。有时，一个皮条客手下有女也有男，妓女和男妓搭伴也不希奇：“与‘耶稣’相好的妓女还少么？弗里盖特、加比、小吉塞尔都不介意与‘红磨坊’里最女气的‘衰崽’好。她是自由的，她想起弗里盖特的话：‘宝贝，他比真娘们儿还棒！’”
 

〔143〕



 这种结合在圈内不被看好，皮条客不愿意有人染指他们的特权，嚼舌的人嘲笑他们：“你不认识‘鹌鹑’。他见不得那些小可怜。一见到就发情。有几次，他听说有女人与同性恋欺骗丈夫，他就像自己戴了绿帽，非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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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经济上的依赖，还涉及在巴黎边缘人内部的地位。男妓不光彩，黑帮、皮条客甚至女人们也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盗贼侵害。在这个大男子主义的圈子里，大家喜欢表现雄壮，甚至暴力，男妓则被怀疑是告密者，不被人信任。相反，小流氓为了讨好警方经常出卖男妓：“他了解‘科西嘉人’对这对儿暧昧伴侣的本能仇恨。与‘科西嘉人’一样，他讨厌‘竹子’、‘鹌鹑’和他们的同类，但却不表现出来。相反，他谨慎行事，帮助警方在蒙马特高地行动，却痛斥他们以表现自己的暴力情绪。在酒吧里，他们宣称：‘让这些蠢驴和娘娘腔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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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男妓常常是理所当然的牺牲品，被内部人毫无悔意地出卖和抛弃，而正是这个圈子让男妓成长起来。男妓的寿命相对较短，往往在贫困中死去。这一行是青春饭，青春易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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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转行干其他的犯罪勾当的几率很小，因为从一开始就有欺诈的名声。而且，男妓往往是吸毒者，这加速了他们的凋落。

二三十年代，职业男妓在他们的地盘上受到“野”妓的竞争，通常是些年轻工人。安德烈·纪德在日记中对此现象感到惊讶：“据罗杰（马丁·迪·加尔）说，在这里卖淫的年轻人中十分之九都不是同性恋者。不过他们对做这个并不反感，只是为了钱罢了，而且这可以让他们养一个情妇，在白天一起招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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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经济危机助长了临时卖淫，但似乎在法国这种现象的规模不如别处，也许是因为危机来临得较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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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紧急的金钱需要，巴黎的非职业卖淫也是因为奢侈生活和礼物的吸引，有时是为了晋身上层，还有性放纵的大环境：“年轻泥瓦匠石膏般的纯真投合外国人的欲望，在流行英美壮汉之前，大家喜欢这些匀称的小童子。只要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许诺。闭着眼睛听凭任何一只手抚慰，这是如此容易。最终会不知不觉发现喜欢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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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业余的男妓很容易最终沉沦于卖淫业，一个见识过另一个世界的男孩子很快会在工人阶层里感到不自在，希望摆脱环境而成为一位英俊先生的朋友。这类罗曼史往往在贫困中结束，因为正是工人出身和业余卖淫吸引着顾客。一旦加入职业男妓的群体，涂脂抹粉，说着切口，年轻的工人就失去了他主要的诱惑本钱：“工人区的男孩不能忍受过去的平凡，因为已经见识男子漂亮的身体，他出卖自己只是为了找乐子，为了看看。一天他折断了粗条绒裤兜里贴身装着的四截曲尺。一罐奶油使面孔变得温柔。晚上的大众舞会。外国人喜欢圣母院那样的地方。小流氓很快就学会选择漂亮的领带。他收藏了很多领带。他会跳舞，会唱歌。他也要搞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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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男孩维持着国际性的巴黎的夜生活。职业男妓招徕巴黎和外省的资产者，这是一些口味确定的熟客。他们不在乎新花样，不大愿意去时尚场所表演而有损名誉，而那些业余卖淫的工人、小混混、烂醉的水手在巴黎卖淫业中是招之即来的。正是这些人，富有的外国游客特别是美国人想见到他们，回国后可以骄傲地假装声音颤抖地讲述与小混混的艳遇：“剃掉颈毛的小流氓，在红围巾的掩映下脖子是那么白皙，隔着一杯白兰地等待着一个伙伴来忘记夜雨和孤独，一个不要付钱的伙伴。Sweet pimp［可爱的男妓］，他说道，这一夜的顾客。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大兵教会少许英语，他理解成‘可爱的小流氓’，他生气了：‘不，我不是小流氓。我在包间里讨生活。对我好点。’来巴黎找男孩的外国人摸着他的二头肌，他很高兴。‘可爱的小坏蛋。’他兴奋起来。外国人坏笑。他请他跳舞。当他跟外国人一起走的时候，一个平时喜欢的姑娘辱骂他。他摸摸姑娘的头发，对咒骂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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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男孩子，巴黎上层名流大加称赞，作为厚礼介绍并赠送朋友。科克托的圈子、克勒韦尔的圈子在一些时髦的夜总会消磨晚间，在那里他们建立和毁灭那些充满幻梦的年轻人的名气。出众的美貌、发达的肌肉、流氓的名气都能保证在蒙马特高地的短暂辉煌，引起伙伴的艳羡，得到金表作礼物。但缺少刺激的上流社会的人很快会厌倦，很快就抛弃他们的挚爱。

外省的同性恋生活比较难以确定。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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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迷人的索多姆”是同性恋强势的地方，科克托在《白皮书》中歌唱：“来自世界所有角落，喜爱雄性之美的人们来欣赏独自或成群游荡的水手，对媚眼报以微笑，从不拒绝爱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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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吸引许多寻找异国情调和休假海员的同性恋者。斯蒂芬·坦南特在那里逗留过数次，在港口生活中汲取小说《印度水手》（Lascar）的主题和草稿。达尼埃尔·盖兰在上船去贝鲁特的时候勾引过一个年轻的见习水手，在随后的旅途中则受到那些最强壮的水手的追求。同样，安德烈·纪德描绘了卡尔维城的生动画面，表现出纪德式的热情：“在卡尔维，所有男性不论老幼都操淫业。这个词并不确切，因为似乎他们追求快乐胜于赢利。在众多的酒吧中，男人只与男人跳舞，以比较淫荡的方式。小男孩从八岁起就与哥哥们被外国人带去嬉戏，在沙滩、在岩石上或在松树下。他们在附近把风，如有麻烦就发出警报，他们也乐意做窥视者。在白天和晚上的任何时间，他们随时恭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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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难确定巴黎以外的同性恋者的数量。威利用一句话来解决问题：“要想统计外省有强大同性恋顾客群光顾的那些多少有些商业化的场所，那就需要一本上流社会的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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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热情看起来可疑，因为尽管在外省的大城市存在几所酒吧和旅店偷偷接待同性恋者，但是搭客主要在夜间，而且与德国不同，不存在有组织的结构来处理同性恋顾客的需求。

20年代同性恋生活的主要特点是会所的创立，在传统的勾搭和卖淫网络之外，这些会所临街开放，公开接待同性恋顾客。这首次使同性恋者结伴外出成为可能，他们可以光顾专门的酒吧，没有风险地勾搭，至少在首都是这样。这种安全感是首要的，可以鼓励交流，使对话得以建立，方便了约会。在酒吧和跳舞场，一个社群建立了：“在工作时间，同性恋者是社会的构成成分，与从事有用工作的人们完全无法区分。但在自由时间，他们变得很明显，成为特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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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这种安全感维系了风俗彻底改变的幻象：在一个保护壳中无拘束地生活，他们有时会忘记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变化。在英国和德国，同性恋仍是罪行。对于一些人来说，30年代对秩序的回归是令人痛苦的意外。

*　　　　　　*　　　　　　*

20年代是张扬的时代。同性恋的记忆丰富起来，视觉上的典型、有意味的名字、魔幻的地点，由于话语形成的力量，它们勾勒出神话的轮廓，成为同性恋身份认同构成元素。在这种想象的建构中，重要的并非是历史的真实——真实中不能忘却的是辱骂、嘲笑和排斥，重要的是所象征的力量和人们赋予它的权力。这些奠基神话的成功是无可否认的。一方面，它们充当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基础，这些由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创立和英国精英中真正的同性恋崇拜的出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它们构成7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参照系。




第二章





解放征程：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



20年代同性恋的巅峰不能归结为神话的背景。之所以能够毫不夸张地谈到2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那是因为解放运动以具体的方式，通过激进团体和互助网络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通常的同性恋运动与70年代联系在一起，但其发动却早得多。最早的一些团体在19世纪末的德国创立，已经取得了一些技巧、传播和不可小视的影响面。虽然他们主要的要求是废除反同性恋的法律，他们同样表现出身份和群体认同的雄心，承担对公众舆论宣传和教育的使命。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缺乏统一不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这些运动是多样的，有时是敌对的，女同性恋者普遍在斗争行动之外。另外，同性恋的激进运动在一战前的英法两国未能确立。在这两个国家，同性恋解放采取了不同形式。在英国，虽然同性恋形成组织的企图值得一书，但只表现为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同性恋崇拜”相关的附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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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法国与德国民主的、激进的模式相反，是一种个人主义模式，要求很少，并且以特殊人物为中心。




德国模式：群体性和斗争性



作为同性恋斗争的摇篮和欧洲其他运动的组织榜样，德国在同性恋运动的产生中占有特别地位。大约从1890年起，德国的同性恋者试图引起公众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他们主要集中努力于废除刑法第175条，这一条款判罚男性的同性恋行为。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身份认同斗争的先驱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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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us Hirschfeld）1868年5月14日生于波罗地海边的科尔贝格，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在慕尼黑和柏林学医后去美国和北非游历，在马格德堡随后在柏林定居，住在夏洛滕堡区。他的一个同性恋的亲戚在婚前自杀，这使他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这个课题当时很时髦，希尔施费尔德加入自由行医的行列，要求对同性恋加以科学治疗并废除刑事控诉。他提出一套复杂的同性恋成因理论，他认为这是先天的，可以归纳为简单公式：“一个女性的灵魂囚禁于一个男性的身体。”根据这一理论，存在着一些“雌雄之间的性级”，一套对人类根据从雌雄同体到雌雄间性的不同等级的精细划分。希尔施费尔德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一本著作发表于1896年，化名Th. 拉明发表《萨芙和苏格拉底》。后续发表另外30种。希尔施费尔德关于同性恋的理论主要表述于其巨著《男子和女子的同性恋》，这本1000多页的纪念碑式的著作论述了同性恋名下的所有形式。依据了大量的材料，许多自己阅读结果和积累起来的见证，此外他还加入了行医时顾客的资料，还有他分发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在工人阶层中。《柏林的同性恋者》（1908）和《从过去到现在》（1923）可算是对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历史描述。另外，《一个性学家的世界漫游》（1933）使他得以对比不同国家的性实践和性观念。但希尔施费尔德不满足于做一个同性恋理论家，他是第一次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创立者。



WhK的开端（1897-1914）



1897年5月14日，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在柏林创建，发起人有医生、精神病学家、性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有编辑马克斯·施波尔，有公务员、法学家爱德华·奥贝格和前军官弗朗茨·约瑟夫·冯·比洛。这是同性恋运动史上的奠基事件，因为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保卫同性恋者权利的组织创立。组织宣布在政治上独立。委员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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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几级：首先是取得废除第175条，随后是就同性恋问题对公众舆论进行宣传，最后是引导同性恋者保卫自己的权利。为此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WhK是一项合理的和有效的事业，采用媒体行动的现代手段，在主导机构周围作为压力集团来起作用。

为了废除第175条，希尔施费尔德于1897年发起请愿，他希望争取最多的有影响的人签名。这次请愿要求废除反同性恋条款，但使用暴力、骚扰公共秩序或行为涉及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时除外。他很快就征集到600个签名，有些是至今有名的人物：艺术家有赫尔曼·海塞、托马斯·曼、赖纳·玛利亚·里尔克、斯特凡·茨威格、卢·安德里亚斯·萨洛美、卡尔·雅斯贝斯、格奥尔格·格罗茨、格哈德·豪普特曼、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政治家有鲁道夫·希法亭、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学家有马克斯·谢勒和弗朗茨·奥本海默，性学家有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神学家有马丁·布伯，科学家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些外籍人士如埃米尔·左拉和列夫·托尔斯泰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一些身居高位的同性恋者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却拒绝签名。1914年，请愿书汇集3000名医生、750名大学教授和另外1000人的姓名。请愿也不是全无结果。希尔施费尔德引起几位左翼政客对他事业的关注。1898年1月13日，奥古斯特·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议会发表演说并会合其他议员签名支持请愿。希尔施费尔德认为受到国家司法部长鲁道夫·阿诺德·尼巴丁接见是一个巨大成功。部长当时对他说：“政府不会干预，直到公众了解你们的请求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性或科学的某种异想天开。你们应该教育公众，使他们理解如果政府废除条款会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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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加强了攻势，向天主教神甫、向国家议会成员、向行政官员、向市镇长和法官发出信函。1905年第175条的问题提交帝国议会，倍倍尔和阿道夫·梯勒请求将之废除，论据是根据希尔施费尔德的研究6％的人口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而成千的德国人受到敲诈者的威胁。自由派和保守派以道德秩序和德国人民的生命力的名义互相对立。法律仍然没有修改。在这个时候，WhK已经聚集了408名会员。

希尔施费尔德同时开展了其他活动：举办国际会议传播同性恋知识，出版关于同性恋的杂志和小册子，向负责修改德国刑法的委员会投递宣传册，同样也寄送国外和各公众图书馆。关于同性恋的资讯分几个层面，有医学方面的，但也有法律、历史、人类学、文学、论战、科研的内容。1901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民对第三性应该知道些什么？》（Was soll das Volk vom dritten Geschlecht wissen?）的小册子。该书连版19次，印发超过50000册。书中有同性恋名人的名单，附加同性恋者的道德保证，他们融入社会的愿望，对规则的遵守。用词刻意追求平和，实际上是同性恋合法化的第一次尝试，希尔施费尔德并不愿意做出挑战的姿态。WhK的出版物一直小心不去否定现存的道德。“触犯教会领地将是背离我们初衷的”，他在《中间性别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上写道。
 

〔161〕





希尔施费尔德发起了新异的研究。他注意收集关于同性恋的所有可能的信息，特别是在1903年对夏洛滕堡的大学生和柏林的炼钢工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放了8000多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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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关于性实践的一些具体问题。答卷的大学生中1.5％宣称被同性吸引，4.5％自称双性恋。在工人中，1.15％自称同性恋，3.19％自称双性恋。希尔施费尔德从调查中总结出人口的2.2％为同性恋者，3.2％为双性恋者。即便这次研究工作有值得批评之处（取样不具备全民代表性），却标志着同性恋研究新的社会学方法。原籍普勒岑希的新教牧师威廉·菲利普斯控告他“传播淫秽文字”以及对同为控方的六名大学生进行毁谤。希尔施费尔德援引了多起同性恋者自杀案例，其中之一在夏洛滕堡的工科学校，他强调资讯和同情的必要性。他最终被判罚200马克，法院否定关于淫秽的控状。

奥伊伦堡事件是对WhK的一次严重打击，使委员会失去大部分财政支持。1910年新的刑法修订草案建议将对同性恋行为的判罚扩展到女同性恋，证明了制度对同性恋问题的强硬。女权主义者作出反应，组织集会并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废除法令。海伦尼·施特克尔的保卫母亲和性改革联盟（Bund für Mutterschutz und Sexualreform）在1911年2月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同举行集会。直到此前，女同性恋者在委员会内部一直不在前列，这反映出斗争与法律压力的本质联系。在1912年的大选中，WhK站在支持同性恋事业的政党一边。委员会在某些报纸发表号外，我们可以读到：“参加议会选举！第三性！想想吧！在帝国议会，1905年5月31日，中央委员、保守派和经济联盟宣布反对你们，而左翼的演讲者支持你们！所以投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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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提醒因每次选举而更替，WhK不断在会员中培养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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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K的巅峰和衰落（1919-1933）



德国战败后，委员会重新找回同性恋权利斗争的前沿位置，拥护制度的改变。1919年对希尔施费尔德是关键一年，他在柏林建立了“性学会”（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他向冯·赫兹费尔特亲王买下泽尔滕10号的建筑。在门口，一个标牌迎接来访者：“献给痛与爱”（Dolori et Amori Sacrum）。WhK的口号则是：“由科学而达到公正”（Per Scientam ad Justiciam）。学会有两大方针。首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汇集关于同性恋的所有现存资料；另外包括一家图书馆和一家博物馆。这里同时是一个所有寻求医疗帮助的同性恋者的接待中心，或者只是为了见到一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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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在1919年1月1日举行，选择一些医生、科学家和政治家列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表演说，称学会是“德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和唯一的这类机构”。另外他强调了政治上的归属：“我们的学会可以确切地称作革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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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所机构很快扬名国外，吸引了医生、性学家、知识界和记者的注意。安德烈·纪德、爱德华·布尔代、勒内·克勒韦尔、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都访问过这里。在当时的文学中可找到诸多相关描述，这里成为对柏林有一定了解的游客的必经之地。外交官安布鲁瓦兹·戈在其《赤裸的德国》（1923）中、记者路易－夏尔·鲁瓦耶在《爱在德国》（1936）中为法国读者对学会作了很长的描述。鲁瓦耶由希尔施费尔德的助手亚伯拉罕博士接待，后者让他填写一份48页的《生物心理学问卷》。在楼梯侧面是摄影展览。博物馆中有著名的性倒错者和易装癖的画像和照片。橱窗中展示的材料与个案相关：恋物癖、虐待狂、连体孪生、雌雄同体等等。在希尔施费尔德自己的工作间里挂着爱翁（Eon）骑士肖像（本名夏尔·德·博蒙，喜着女装）。鲁瓦耶列席了几次谈话，他还遇到两名请求做阉割手术的恋童癖。

WhK的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中间性别年鉴》，1899-1923年间定期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份致力于科学研究同性恋行为的报刊。其中既有医学文章也有社会学研究，有WhK的行动报告，也有同性恋问题研究述评，同性恋名人传记和关于性倒错的文学随笔。《年鉴》还对“性学会”的活动发布年报。比如，1919-1920年间施与18000次问诊，总共诊疗3500人（三分之二为男性），其中30％为同性恋者。从1923年起，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中间性别年鉴》停刊。1926年由《WhK通报》代替，一直刊行到1933年。

在20年代，希尔施费尔德四处旅行，频繁在德国和国外做讲座，不懈地传播他对于第三性的观点，为确立同性恋权利进行斗争。1922年的一轮讲座，他到达荷兰、维也纳和布拉格。1930年，他赴美国和中国演讲。1932年周游欧洲，主要在瑞士和法国作报告。同样，他不懈地继续为废除第175条斗争，强调敲诈的危险。希尔施费尔德例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一名受害者在数年内付出242000马克，一个慕尼黑人付出545000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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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受害者为了避免家族名誉受损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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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警醒公众舆论对此问题的关注，WhK使用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工具。希尔施费尔德促使了第一部同性恋斗争影片的拍摄，即《与众不同》（Anders als die Andern）。影片是应制片人兼导演理查德·奥斯瓦尔德的要求拍摄，他是社会教育电影的专家。在电影公映前，1919年5月24日的首映针对报界，地点在柏林的阿波罗剧院。主要角色保罗·克尔纳由康拉德·法伊特扮演，他后来在《卡里加里医生诊所》中担任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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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情节剧的剧情是有教育意义的。著名的同性恋提琴家不能自由享受爱情。他被敲诈者骚扰，最终被出卖给警方。名誉扫地后，他自杀身亡。影片的伦理意义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阐明，他在其中扮演宽容的医生，呼吁废除第175条，要求社会给予同性恋者更大的宽容，因为他们并不能为自己的境况负责。不出所料，影片引起一次大论战。他受到一些报纸的赞誉，强调他的严肃性和角色分配的合理。但是也引发了来自卫道士的攻击，比如一些反犹团体。1919年7月17日，在柏林公主剧院举行了专场放映，针对科学家、作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希尔施费尔德收到来自名人和普通人的许多来信，表示对电影的支持，或者相反表示他们的愤怒。事实上，电影在民众中取得巨大成功，但是放映过程中重复出现的几次事件促使警方在一些城市如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禁演。同年10月起，影片仅限对医生和科研机构放映。尽管采用这种限制，影片仍然是同性恋斗争中的一个主要事件。影片在德国广泛的传播使之成为同性恋宣传的一个重要载体，有助于向公众舆论宣传一种残酷的不公正的存在。

WhK同样也为了修改第297条而积极斗争，这一条有关男性卖淫，而且新的法律草案预期将判罚提高到7年强制劳动。主要由共产党人理查德·林泽特出版的小册子《297条，男子间的淫乱》（1929）收集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手证据。除了一份关于德国男性卖淫状况的详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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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还有修改刑法的呼吁，发自海因里希和克劳斯·曼以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人。WhK继续在议会的院外施加影响。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拥护任命社会党人奥托·兰兹贝格为新的司法部长，向他致贺信附带一份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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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请求召集刑法改革的新委员会，要求不仅由法学家构成，还应有医生、性学家和犯罪学专家参与。兰兹贝格向他保证自己的良好意愿，但1919年的新法案仍然判罚同性恋者。随后的每位新司法部长都收到WhK附带宣传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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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议会的议员们也同样收到要求废除该条款并科学解释同性恋起源的论文。比如在1924年选举时，WhK寄给议员们一份论文，内容为德国关于同性恋的法律的历史，提请他们注意有众多名人签署请愿书。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强调指出德国同性恋者代表着100-150万人，即大约10万选民，他们的投票根据对第175条的立场。所以WhK要求各政党对这一问题公开表态。

这些施压手段成果微小，WhK寻求与其他德国同性恋运动联合行动来扩大影响。1922年，希尔施费尔德的亲密合作者、作家兼法学家库尔特·希勒发表《第175条：世纪耻辱！》，他在这篇激烈的论战文章中对议员们提出质疑。据他看来，至今没有任何政党明确地保护同性恋者。希勒特别提请社会民主党（SPD）将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加入下届选举名单。这一要求并无下文。事实上，有一段时间WhK有意成立一个同性恋者的全国党派，参加选举以便保卫“第三性”的权利。这一企图落空了，希尔施费尔德于1927年苦涩地分析道：“我们并不愿意争论这些企图的正确和最终成功的让人渴望，应该强调的是企图创立同性恋者‘群众组织’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为了互相保护，同性恋者不得不结成某种‘黑社会’，有各种秘密暗语和安排。除了某些未成年团体，同性恋者几乎完全缺乏团结互助精神。事实上，人类群体中找不出另一个比他们更不具备组织起来确保自己基本权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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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影响，WhK从1919年起也曾试图统一德国各同性恋运动。1920年8月30日，在库尔特·希勒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主要集合了WhK、唯一者联盟（Gemeinschaft der Eigenen）和德国友谊联合会（Deutscher Freundschaftsverband），以便组织反对第175条的斗争。对此关注的人被邀请向律师瓦尔特·尼曼捐赠，为此在德意志银行开了一个专门账户。1921年，希勒向所有德国同性恋者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团结起来为申明自己的权利斗争：“同性恋者的解放只能由同性恋者自己来做。”行动委员会重新发出WhK从前的请愿书，撰写新的宣传册，向国会议员们大量投递。同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新的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提交新草案，其中成人间互相同意的同性恋行为不被判罚。拉德布鲁赫本人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而且他在就任两个月后于1921年12月接见了WhK的代表团。但是，由于政治的不稳定，拉德布鲁赫的草案并无结果。行动委员会也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德国友谊联合会，即此后的人权联盟（Bund für Menschenrecht），由新的主编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领导，他的激进立场导致他们相继退出“唯一者联盟”和WhK。

面对失败，希勒寻求异性恋性改革运动的合作。1925年关于刑法性问题改革联盟（Kartell für die Reform des Sexualstrafrechts）成立。除WhK以外，联盟还聚集了五个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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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为反对新法案维持对同性恋的镇压，库尔特·希勒以个人权利为名起草了一个反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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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了报界激烈论战，成功将废除第175条的问题摆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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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盟同时还要求妇女的平等，婚姻的法律自由化，传播避孕方法和修订堕胎法。再一次，同性恋者的要求湮没在整体社会要求中间。团体未能确立自己作为有资格的谈判者的地位。1929年对同性恋免罪的附加条款引起WhK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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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时起，WhK日渐分化，逐渐失去影响力。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行为引起越来越多会员尤其是他的老朋友理查德·林泽特的批评，他不得已而辞职。他开始了新一轮游历，成为他的著作《一个性学家的世界漫游》的基础，该书1933年在瑞士出版。在WhK存在的最后三年中，其影响只限于内部。从1930年起，经济危机打击德国，政治压力上升，对同性恋的要求构成不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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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失去领袖，WhK并没有真正的政治作为。在这一时期，没有发出任何倡议。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行动总结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因为他的知名度和先驱者的角色成为攻击和辱骂的中心。作为德国同性恋的象征，他的名字尽人皆知。他是同性恋斗士的典型，但同时也是医学对性问题取得新权威的象征，他涉足各个领域，常常激怒别人。

WhK最重要的活动是在世纪之初。战争之后，它一直未能恢复开始时的影响。1922年5月15日，WhK举行二十五周年庆典，由《中间性别年鉴》出版纪念册。值此时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对自己的行动作了临时总结。他认为WhK的任务一直都是“召集、调查和教育”。运动没有辜负这一使命，而且将不懈地继续宣传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种子，会结出果实，但还未到成熟收获，丰收和休息的季节还没有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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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以后的1927年，在庆祝三十周年时，报界主要是左派报纸报道了庆祝会，指出了运动完成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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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Vortwärts）1927年5月14日文章虽然多有褒词，但也指出WhK的一个根本失败：尽管施加了许多影响，却没有能力使同性恋免罪。实际上，委员会的失败主要是政治性的。由于想要超离各党派之外，希尔施费尔德保证了其组织的独立性，但却排除了在议会中得到真正的支持。WhK的非政治化是相对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热情地迎接1918年革命，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员，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库尔特·希勒（1885-1972）于1908年参加WhK，他属于革命的和平主义团体，是《目标》（1916-1924）的报社编辑。他们两人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WhK的另一位领袖理查德·林泽特是德国共产党员（KPD）。另外，为了寻求各种可能性，希尔施费尔德不自觉地做了最保守党派的同谋。自始至终，他确信能够使其对手认清问题，得到宽容。他对于说服保守党从未绝望，不断发出驯顺的呼吁。比如1925年1月29日寄给巴伐利亚人民党（BVP）议员的信写道：“我们恳请你们，尊敬的议员们，对此进行考虑，我们希望你们的心理辨别和你们的爱心使你们赞同我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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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纳粹党的态度更加懦弱。有多次，他不得不面对极右派的尖刻攻击，他们对集会进行破坏活动。在德国的几座城市，如斯德丁和纽伦堡，他甚至未能做演讲。1920年3月在汉堡，他被一些抗议者用臭皮袋和焰火攻击。在慕尼黑，会议变成闹剧。尽管收到恐吓信，他选择不回避这座城市。1920年10月4日，当他出门做演讲时受到了攻击，人们推搡，起哄，对他吐口水，扔石块。他严重受伤。一些民族主义报纸宣布他已死亡。10月24日的《巴伐利亚信报》借机攻击他的理论，提请读者小心他的流毒。《德国民族青年报》（33-34）更加过分：“杂草没有除掉。著名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博士在慕尼黑做讲演时受了致命伤。现在我们得知他已经伤愈。我们不害怕表示遗憾，这个下流无耻的教唆人民腐化的人最终没有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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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发生后数日，希勒亲自赶到慕尼黑做了评述。1921年在慕尼黑发生了另一起事件。1922年维也纳讲演期间，一名年轻男子向他开火。从1929年起，纳粹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他几乎不可能在公众场合露面。即使在死后，他被当作魏玛时期的典型代表而遭到批判。比如在学会出版的研究犹太人问题的论战册子《德意志的犹太人》中，在“犹太人与永恒”一章中希尔施费尔德的名字赫然出现。然而，希尔施费尔德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认为纳粹党会支持废除第175条。他于每次大选前都寄一封信试探国社党（NSDAP）对同性恋问题的立场。1932年初，《WhK通讯》发表篇名《国社党与性倒错》的“冲锋队”中一名同性恋者的匿名信，说明党内同性恋者众多，而且得到宽容。库尔特·希勒举出纳粹仇视同性恋的许多例证作为回应，他总结说国社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反动的或虚伪的。此后许多次，这封信被同性恋者用来说服自己纳粹的敌意只是逢场作戏，为了取悦民众。

WhK最终的失败应该放在其背景中考察。委员会不仅需要与保守派斗争，还要与一部分德国同性恋激进分子斗争，他们认为委员会的行动对同性恋的事业起反作用，是对事业的削弱。主要是德国第二大同性恋运动“唯一者联盟”持这种看法。另外，希尔施费尔德必须面对国外尤其是法国评论者的冷嘲热讽和怀疑，他们在他的行动中只见到“土风”（folklore）和江湖骗术。比如威利，他对“第三性”写过一本专著，对希尔施费尔德持有保留意见：“他的唯心主义与其花哨主张中表现的某种贪欲结合在一起，不论他的期刊、电影，甚至他的学会，在那里他适症诊断。他很善于开发其同代人的变态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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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法国同性恋者对他的行动评价很苛刻，比如勒内·克勒韦尔在《你们疯了吗？》（1929）中对他进行严厉的清算。他将其刻画为奥普提姆斯·塞尔夫－梅耶医生，这个委琐的江湖郎中做各种可笑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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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以同性恋的斗士来总结希尔施费尔德的行动是名不副实的。委员会聚集的积极分子从未超过500人，希尔施费尔德也不得不指出大多数的同性恋者还没有准备好为赢得对自己权利的尊重而战。对于某些积极分子来说，他不倦的宣传只能激怒公众舆论，使同性恋者成为极端分子的明显靶子。但是，尽管他的判断错误和他对权力和荣誉的兴趣，很难否认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同性恋运动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由于他，同性恋在德国得以在科研和人道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可以谈论的课题。他所遭遇的辱骂和羞辱表现出他的对手们并未轻视他的说服力和他斗争的独特性。



阿道夫·布兰德（Adolf Brand）和《唯一者》，精英和唯美的同性恋



阿道夫·布兰德（1874-1945）与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生活历程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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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过教师，由于无政府主义言论和与自由思想者的交往，他被迫放弃教职。他是马克斯·施蒂纳的忠实读者，他就是根据这位哲学家的著作为自己的报刊起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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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政府主义和同性恋对他来说密不可分，首先要确立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反对国家、教会、医学团体、资产阶级道德的干涉。他将尼采作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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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德1896-1897年创办《唯一者》（Der Eigene），但由于金钱短缺在9个月后停刊。1898年，布兰德尝试复刊，称之为“全世界首份同性恋刊物”。出版7期后，1900年3月23日他被柏林终审法庭判处200马克罚款。他的合作者汉斯·亨茨·埃韦斯和保罗·莱曼被处以50和150马克罚款。他的第三次尝试在1903年1月，到1903年9月被再次判罪，因为道德败坏罪他必须服两个月监禁。编辑马克斯·施波尔必须付150马克罚款。但《唯一者》仍然复刊了，成为一本同性恋的标志性刊物。阿道夫·布兰德还主编报纸副刊，命名为《爱神》。此外他出版了许多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小册子、诗集、小说和年轻美男的暴露照片。他还为一些唯美的同性爱刊物编辑美男照片，比如《裸体文化》（Blätter für Nacktkultur）、《种族与美》（Rasse und Schönheit）、《德意志种族》（Deutsche Rasse）。

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同性恋刊物一样，《唯一者》力图成为同性恋的论坛，将科学、文学、艺术、历史论文与诗歌、小说和暴露的美男照编排在一起。但总体的格调是向上的，有教益的，出版的作品都追求一定的水平。主要撰稿人中有埃利沙·冯·库普费尔（Elisar von Kupffer 1872-1942），他是贵族同性恋者，唯美主义信徒；有埃德温·巴布（Edwin Bab 1882-1912），是一名医生。《唯一者》根据不同年份改变编辑策略，比如1932年刊物中只见到文学作品和泛同性爱的照片，就像报纸创刊时一样，这是因为运动开始受到政治强硬化的威胁。相反，1919-1931年的特点是所涉及主题的丰富、政治立场多元和讨论的哲理性。如同在大多数同性恋报刊中所见到的，有大量的小广告，这是刊物成功的部分原因，因为这使同性恋者得以用匿名方式联谊。有些人只是想找一个朋友，还有些是寻求工作：“大学生，身家清白，22岁，金发，喜爱身体和智力的活力，寻求一份相互理解和鼓励的男性的真正友谊，要求年纪相仿男性或年纪稍长的大学生。如有可能请回信加照片给编辑部”；“萨尔地区：男性，29岁，寻求与出色、纯洁、25-30岁男性交流思想，最好是大学生，住萨尔、莱茵河区或法国。匿名信无效”（《爱神》，n°7）。报纸继续定期被判处道德败坏。比如1922年1月3日，柏林终审法庭判处5000马克罚款。

1903年，布兰德还与哲学家、生物学家贝内迪克特·弗里德伦德（Benedict Friedländer 1866-1908）创办唯一者联盟（Gmeinschaft der Eigenen），一个同性恋者联合组织。在创始成员中除了弗里德伦德，还有“小候鸟”（Jung-Wandervogel）的创办者威廉·扬森、画家菲都斯、作家恺撒隆、彼得·希勒、瓦尔特·海因里希、汉斯·富克斯和赖菲格（奥托·基弗的化名）、作曲家理查德·迈恩雷斯、作家和教师保罗·勃兰特、医生吕西安·冯·勒默尔和女参事玛尔塔·马夸特。战后，布兰德企图将运动扩展到柏林之外和外国，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我们不了解联合会的会员数目，也不清楚《唯一者》的发行情况，但战后似乎是运动的一个扩张时期。如同WhK的做法，唯一者联盟围绕司法部组织院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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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5月29日，司法部收到的一份完全文件汇集了有利于同性恋事业的各类文件，其中有多期《唯一者》和《爱神》，以及各类宣传文章。

虽然“联盟”的一些成员也是WhK会员并与一些相同期刊合作，但政治和战略分歧因布兰德和希尔施费尔德的敌对而加大，导致“联盟”对WhK的攻击。从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两个组织的区别很大。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自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而布兰德对同性恋文化抱有浪漫的过时想法。他对性问题的一些立场表现的前卫性被他的反动基础抵消。虽然弗里德伦德鼓吹裸体，他本人从1893年起就是“天体”组织的成员，但那首先是为了卫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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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他虽赞成恋童癖，但他只是强调这种关系的精神性和教育性侧面，否定了性的内容。由于痴迷于古希腊的榜样，“联盟”持反女权的态度，否定工业化和现代性的主要成果，将之解释为衰落的标志。它所要达到的理想是以荣誉为纽带的男性社团，接近于骑士制度，通过对英俊雄武的年轻人的崇拜表现其美学主张。我们在这些渴望中找到德国浪漫主义的许多特征：对基督教中世纪的崇拜、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价值的信仰、对自然的热爱、友谊的信条，就如同歌德和尼采所表达的那样。运动同样与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宣扬的哲学接近，主张由希腊式的爱和同性爱的关系以及对自然的颂扬来维系一个男性爱慕者的圈子。实际上，唯一者联盟与一些其他德国同性恋运动有一致愿望，比如“候鸟运动”（Wandervogel）。一些理论家如汉斯·布吕厄和古斯塔夫·维内肯都与“联盟”接近，赞成一种精英主义的唯美同性恋观。唯一者联盟的纲领直属于这一路线，“宣扬朋友之爱的社会和道德复兴，承认其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自然权利，如同在最高声誉的古希腊时代，鼓励艺术，创造自由。联盟将以话语和形象，通过艺术和竞技，建立对少年之美的崇拜，就像在古代社会的巅峰时期。联盟赞成废除所有有悖于自然权利的法律。特别要求废除第175条，因为这构成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恒久侵害。同样，联盟反对第184条（关于淫秽出版物）和由此产生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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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唯一者联盟拒绝希尔施费尔德传播的对同性恋的看法。贝内迪克特·弗里德伦德是首先反对“第三性”理论的人之一，他认为这是侮辱性和欺骗性的。同样，阿道夫·布兰德认为希尔施费尔德应对同性恋者在德国的反面形象负有主要责任。由《唯一者》出版的一本Ch. 瓦尔德克的小册子以攻击WhK为目的，题目为《WhK，为什么要打击它以及为什么它的活动对德国人民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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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对将同性恋医学化，确定与左派的联合是危险的，因为正是左派报纸揭发了克虏伯、奥伊伦堡和维内肯。尤其是希尔施费尔德混淆了爱情和友谊、鸡奸和同性恋。布兰德和弗里德伦德尔也同意这些指责。他们特别指责了希尔施费尔德将恋童癖排除在外以使同性恋受人尊敬，他们彻底否定将性生活合法年龄定在16岁的主张。这种特异关系并不与婚姻排斥，多数“联盟”领导人都结了婚，是双性恋者。另外，两大团体在战略选择上有很大分歧。布兰德多次表现出热衷于当众揭发同性恋名人。他在1905年出版一本论战小册子揭发强烈反对废除第175条的“中央党”（Zentrum）领导人卡普兰·达斯巴赫是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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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伊伦堡案件时期，如我们所知，他揭发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是同性恋者。而在此后的诉讼中，他却不能提出确信的证据。在这条道路上，他没有得到WhK支持。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中，唯一者联盟毫不犹豫地采用反犹为论据反击希尔施费尔德。认为“作为犹太人”他是反对第175条运动“不恰当的领导人”，因为他代表对性和爱情的“东方的观点”。

20年代初，“联盟”和WhK暂时结束分歧，在“行动委员会”内部合作，以准备废除第175条的新的运动。同希尔施费尔德一样，布兰德也感到需要动员自己的人员，因为道德约束放松的环境不能鼓励同性恋者继续斗争：“我们之后年轻的一代经常忘记我们仍在战斗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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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缓和只是短暂的，从1925年起，阿道夫·布兰德重新开始指责希尔施费尔德。态度的强化部分因为两位年轻作者在“联盟”内部影响不断扩大，他们是埃瓦尔德·切克和卡尔·京特·海姆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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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同为“第三性”理论的激烈反对者。1925年《唯一者》第9期成为反对希尔施费尔德的论坛。期刊当时有了另一个题目《娘娘腔，一种嘲讽和打击——唯一者纪实专号》。希尔施费尔德再次成为激烈的反犹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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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运动的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政治倾向，与WhK相同，“联盟”也很难在政治上定位自己。1928年，阿道夫·布兰德请求所有的政党就废除第175条表明立场。在1925年，他已经对社民党（SPD）的按兵不动感到失望，他曾呼吁读者投票给社民党，但一旦进入政府，社民党就对同性恋事业失去兴趣。在名为《右派政党和朋友之爱》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右派从来都是同性恋者的敌人，他再次呼吁投票给社会党、共产党或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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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联盟”某些成员如海姆索特、汉斯·亨茨·埃韦斯后来与纳粹接近，但布兰德本人似乎对国社党（NSDAP）的本质不抱什么幻想，尽管他也为纳粹对同性友爱的反应所迷惑。对罗姆的性事的揭露使他确信纳粹是虚伪的，他们拒绝承认在自己阵营内发生的事情：“借罗姆案件之机，德国公众最终清楚看到我们斗争的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同性恋者自己，他们有意识地扶助政治伪善和谎言，不断毁灭我们通过斗争和工作所获得的所有道德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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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唯一者联盟为德国同性恋者提供了另一种范例。它是精英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的，将对男性美的崇拜与对当代社会的揭露联系起来，表彰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这种来源于无政府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判在20年代越来越带有民族主义和反动的色彩。同时，运动提出男性同性恋的正面形象，将其置于历史的、艺术的和文化的视角当中，可以充当一种强烈认同情感的基础，独立于医学理论，超脱于社会的注视。布兰德对WhK所表现的反感对德国同性恋各运动的失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维持割据、排除女性化的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过于狭窄的定义，他与反对者周旋，阻碍创立强大的和统一的同性恋运动。



同性恋刊物和群众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出现同性恋组织的一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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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大先锋运动WhK和唯一者联盟之外，增加了众多地域性或私人性的小团体，名称多为“友谊”、“男女朋友俱乐部”、“联谊会”，将同性恋运动转变为群众运动，既远离了布兰德的精英主义，又没有WhK的科研使命。这些俱乐部中的大多数是由地方和私人发起的，互相不一定有联系。他们希望提供给同性恋者一个交际场所，可以讨论、娱乐和联谊。通常会包括一个妇女部，正是在这些组织内部女同性恋者首次得以组织起来。

许多此类组织以它们的刊物著称，大多数坚持不了几年，因为发行量大的杂志垄断着市场。《希腊信使》由汉斯·卡纳特1923年创办，针对男女读者。1923年5月售价300马克，内容主要倾向文学性，有诗歌、同志小说，但也鼓励读者自己选择话题发表看法。在1923年6月9日的一期中，读者厄恩斯特·贝伦鲍姆发表题为《呼吁组建报刊通讯网》的文章，他认为打动公众的最佳手段是在全国性报刊中占有一个讲坛。他建议定期向社会党、共产党和民主派的报纸寄送关于同性恋运动的材料。杂志于1925年停刊。《军乐队》1924-1926年间由作家库尔特·诺伊布格出版，他还建立一个独立俱乐部“国际友谊会”（IFB）。他明确地反对主要的同性恋运动人权联盟（Bund für Menschenrecht）。《弗布斯画报》（Phoebus-Bilderschau）1927年由库尔特·埃特尔布斯创办，他只出版插图漫画。20年代同性恋刊物数量大增，这是因为经过战时的新闻审查之后出现新闻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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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刊物针对的读者不尽相同，有些是高品味的，针对唯美的有文化的读者，还有些是大众型的；有些参与回归自然运动，以竞技游行为幌子出版裸体运动员摆有暗示姿态的照片；另外一些妇女刊物对假小子进行颂扬。期刊面对中层的同性恋读者，他们渴望平静的性生活，但也渴求关于同性恋群体和可能的约会和娱乐场所的信息，这些刊物保持娱乐路线，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保持中立。但当时的一些主要刊物，如《友谊》（Die Freundschaft）、《友谊报》（Das Freundschaftsblatt）、《假小子》（Garçonne）和《女友》（Die Freundin）实际上成为一些强大的同性恋团体的机关报。



德国友谊联合会（Der Deutsche Freundschaftverband）



1919年8月13日，卡尔·舒尔茨创办《友谊》杂志，副题为《男友女友俱乐部通讯提要》。杂志在报亭自由售卖。第二期遭到禁止，几个星期后以《朋友》为名出版。《友谊》很快就有了读者，1922年吞并了两个从前的竞争者，由阿道夫·布兰德出版的《友谊和自由》（Freundschaft und Freiheit）和勒内·施特尔特的《乌拉纳斯》（Uranos）。《友谊》的主编是马克斯·H. 丹尼尔森，但从1922年起由WhK前任秘书长格奥尔格·普洛克接替。杂志在柏林巴鲁特街1号出版，按月发行。杂志的正式性以及在同性恋俱乐部中的基础可由其协会登记文书中“柏林交友会”证明，由柏林初审法院1920年9月28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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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友谊》是一份严肃刊物，出版关于同性恋的基础研究的文章，呼吁免予刑事追究和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同性恋者状况。同性恋文化遗产被不断回顾。杂志有大量暗示性的照片作插页，但都是有唯美追求的。刊物还以登载小启事著名，使德国的有时是外国的同性恋者彼此相识。与同性恋会所的广告一样，启事也给刊物带来金钱。最初的一些文章都是化名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场辩论认为使用化名对同性恋者得到肯定的斗争有害。随后，多数撰稿人都用了真实姓名。杂志闻名国外，成为德国同性恋的象征。安布鲁瓦兹·戈（Ambroise Got）访问柏林时震惊于日耳曼风俗，他注意到《友谊》杂志售价很高，50芬尼，却获得很大成功：“目前很难搞到这份刊物，至少要在出版当日买才行。在德国几个城市都是如此，尤其是法兰克福和柏林，那里有一支‘变装’大军，杂志一抢而空，到第二天去报亭问也没有用的。过期的刊物根本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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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是十一月革命的孩子。杂志在政治上明确地支持魏玛共和国。但杂志的首务是将刚刚诞生的同性恋群体凝聚起来。从1919年起，已有一些“友谊会”在德国的大城市中组成。这些协会对会员提供各种活动：辩论、讲座、午后音乐会、运动会等。协会通常拥有一个会议厅、一个图书室、一个医疗部和一个法律援助部，有时还有一个妇女儿童特别部。1920年8月30日，这些不同的协会由同一个名称德国友谊联合会（DFV）统一起来，集合了柏林友谊会、汉堡分会、法兰克福分会和斯图加特分会。其他一些俱乐部逐渐归并进来，DFV组织几次大会以便使不同成员能够会面和讨论斗争行动。第一次大会1921年5月27-28日在卡塞尔召开，第二次大会1922年4月17日在汉堡召开。DFV意图囊括所有的同性恋运动，希望控制斗争活动。事实上，DFV很快遭遇危机，无法控制老牌的团体WhK和唯一者联盟，它们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DFV很快遇到一个新的运动的竞争，这得益于其创立者的人格力量。



人权联盟（Der Bund für Menschenrecht）



1901年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Freidrich Radszuweit, 1876-1932）在柏林开设一间女士成衣店和一个零售商店。他于1919年加入同性恋运动，由于他的组织才能被任命为柏林一个同性恋俱乐部“男友女友联合会”主席。1922年5月，他将其重命名为“人权联盟”（BfM）。1923年他成功将DFV和其他一些同性恋俱乐部归并在内。他与《友谊》决裂，因为对方不赞成他的专断做法。但这份刊物仍继续出版到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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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楚魏特创办了众多期刊，都成为同性恋刊物中最具影响力的。1923年2月有《人权杂志》，1924年的《女友》，1924年11月有《岛》，1925年6月有《友谊报》。1923年8月1日，拉楚魏特在新雅各布街9号开办一家书店，随后建立自己的出版社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书局。1924年1月，他推出一套同性恋作品丛书“人权大众图书馆”。

运动的机关报为《人权杂志》。期刊每月出版，有时每星期出版，在文学和科研信息之外还确定了联合的路线：为废除第175条而战、同性恋者融入社会的斗争、反对敲诈的斗争和要求免费的法律援助。《友谊报》是一份同性恋经典刊物，每周四出版，售价20芬尼。除了传统的医疗、社会、文艺文章，还可以找到许多政论文章。拉楚魏特经常将报刊作为讲坛，使他能够影响最大数量非积极分子的同性恋者。他希望借此使越来越多的“性倒错者”对政治斗争和争取社会承认的斗争产生兴趣。比如1932年11月刊，头版标题为《我们应否投票？》拉楚魏特着重指出投票的决定性一面和同性恋者应该起到的作用。如同其他同性恋组织，人权联盟向各政治组织发出问卷，询问它们对第175条的立场，潜移默化地鼓励读者投票给支持他们的事业的政党。然而，他也指出左派政党的暧昧态度。1932年11月10日，他揭露共产党报刊《柏林早晨》和《晚间世界》出版的一篇文章用“资产阶级恶习”来形容同性恋，将之与卖淫、受虐狂和兽交并列。

人权联盟成为德国同性恋群众最大的组织。DFV在1922年已有2500名会员，1924年人权联盟已聚集了12000名会员，1929年8月达到巅峰，有48000名会员，其中1500名为女性。几乎所有的德国城市中都能找到从属人权联盟的机构。通讯地址在团体的刊物上发布，通常是用邮政信箱指称。运动甚至发展了在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纽约、阿根廷和巴西的国外分部。人权联盟的每份刊物的月发行都超过10万份，《岛》售价30芬尼，取得发行超过15万份的纪录。人权联盟在政治上也同样活跃。比如1925年5月刊向陆军部长奥托·格斯勒抗议将同性恋士兵从国防军中开除。1926年8月，向兴登堡总统就开除同性恋公务员问题提出申诉。人权联盟还介入那些涉及第175条的诉讼，以便获得无罪释放或较轻判决。其成员可享受法律援助，经常是由著名律师瓦尔特·巴恩来辩护，他也参与同性恋运动。如同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和唯一者联盟，人权联盟也向司法部发出大量的信件、申诉、小册子和报告。1925年寄给司法部长弗伦肯的信中询问他对于同性恋的立场，不忘向他指出同性恋者代表着200万人，所以他们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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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4月20日，人权联盟送交国家司法部长及各州司法部长的一封信中重申同性恋的主要事业，强调同性恋者的正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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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8月27日，寄给司法部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小册子和一册《人权杂志》。1927年，所有议员都接到《第175条应当废除！要求德国国家议会废除此项文化耻辱申求书》的小册子。

虽然同WhK和唯一者联盟在行动委员会中共同斗争，人权联盟却站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理论的反面。同布兰德一样，拉楚魏特拒绝“第三性”理论，拒绝将同性恋者归入“女性化”一类。不过，他出版了一种专门针对易装癖的杂志《第三性》，其中主要对怎样穿着才不引人注意提出建议。刊物售价1马克，有丰富的插图。人权联盟还因对同性恋中少数群体的不宽容态度而与WhK有所区别。因为顾虑到正常性和社会融入，人权联盟对不属于此列的“性倒错者”有所歧视。这尤其将“女疯子”们排除在外，还有恋童癖和男妓。因而，人权联盟反对第175条的斗争比之希尔施费尔德更有局限性，很快便阻碍了任何可能的共同行动。比如1929年10月9日，拉楚魏特递交给普鲁士司法部长由人权联盟1929年9月20-23日全体会议通过的一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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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要求豁免成年人出于自愿的同性恋行为，要求将男子的性合法年龄定在18岁，另外要求对男子卖淫判罪。1928年由卡尔委员会起草的法律草案基本上是同样的内容，但草案遭到WhK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希望对同性恋行为整体免于判刑，只有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除外。再一次，因所采取的立场不同而危害同性恋的斗争，政府利用这些分歧，只允许部分改革。而人权联盟与唯一者联盟的关系也不妙，认为他们只是名流窝。另一方面，这些同性恋运动从未能将女同性恋者整合在他们的斗争中，因而加剧了分裂。



女同性恋者，处于同性恋运动的边缘



德国女同性恋者的斗争开始于20年代。在此之前，妇女在WhK内部仅仅被赋予微不足道的角色，而唯一者联盟是严格的男性组织。德国友谊俱乐部的增加使“女同性恋分部”得以产生。多数俱乐部接受男性和女性，但两性有各自的会议厅和自己的活动。通常，这些会所分日子对男性或女性开放。人权联盟依照相同框架组织，不仅向女性提供专门部门和丰富的活动，而且还有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女友》，成为20年代女同性恋的象征。

《女友》起先是一份月刊，后来成为周刊。最早时，杂志中夹有易装癖的副刊《变装》，后来被取消。第一期在1924年8月8日出版，最后一期在1933年3月8日出刊。杂志的宗旨在第3期中明确表达：“《女友》将保卫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女友》将通过发表女通讯员的文章对维系理想化的友谊有所贡献，我们请求所有认为自己有此能力的妇女寄给我们此类的文章和作品。”
 

〔206〕



 这本杂志投合了女同性恋读者的渴望，她们想要以独立的方式肯定自己，在同性恋运动的内部作为完全特别的群体得到承认。妇女在人权联盟内部自成体系，她们可以自己聚会，讨论自己的问题。不过，这些部门经常被排除在运动的主要斗争之外，如政治参与、法律斗争、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权联盟本身就是由男性领导的。《女友》是一份专门的女同性恋杂志，但不完全由女性撰稿。如同当时的多数同性恋刊物，杂志提供一揽子文章，主题多样。占主导地位的有记述女同性恋昔日辉煌（罗莎·包诺尔、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萨芙等）的历史性文章，有关于德国女同性恋者遭遇到的问题（外省女同性恋者的孤独、办公室里的问题、与警方的冲突……）的基础文章，有文化类的（同性恋者的团体、国外同性恋生活、图书综述，以及同性恋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戏剧或影片）。还有些科学或医学文章探究同性恋的起源，一些号召同性恋者团结起来的政论文章、一些同性恋者创作的小说和诗歌以及一些迷人的姑娘的照片。除了各类女同性恋会所和酒吧以及本周各类同性恋者活动的广告，其中还有一些个人广告页，这是这份期刊最吸引人的部分。这些启事不限于女同性恋者，有些启事是征求男同性恋伴侣，甚至还有异性恋的启事。这些启事立即获得成功，因为这符合女同性恋群体的真实期待。不是所有妇女都放心出入女同性恋会所，相对于积极斗争她们更愿意谨慎行事。从第8期开始，小启事占据了大半版。“柏林护士寻下午茶聊天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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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装者廉价出售完备的女性服装，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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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隆职业妇女，富生活情趣，喜欢游泳，寻女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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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夫妇，38-42岁，舒适住宅，寻柯尼希斯堡同类夫妇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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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女同性恋者的孤独是不断提起的话题。许多女同性恋者给杂志写信表达她们的焦虑和封闭。比如，1927年3月7日一个外省妇女伊丽莎白·S. 的来信：“我多么羡慕柏林的伙伴和朋友们！她们一定不难碰到有魅力的女孩子。有那么多约会地点、咖啡馆、俱乐部……我唯一的安慰是还有更多的妇女像我一样被抛弃了。我充满怀念地一直等待我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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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已婚妇女来信说明她的丈夫得知她是同性恋者后允许她与女友见面：“希望众多与我一样的已婚女性在丈夫那里得到对她们性倾向的同样的理解，因而和女友终身友爱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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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其他女性，《女友》被看作是救命稻草，使她们走出绝望：“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的天性，我离开了我的祖国和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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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友》是20年代女同性恋者明确的参照。“我们只有几个生丁。有时买些衣服，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我们有时能出去玩。只要有能力，我就买《女友》。里面有些小启事，说明将会有什么发生。因此我们去一个女同性恋联谊会的圣诞舞会玩了几个钟头。很大的厅里有一个舞台。还有合唱团。我们还去过一次比洛街一个同性恋会所。就一两个钟头。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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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的女同性恋读者是现代女性，有工作，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准备使之得到尊重。所以似乎有可能发动她们参与明确的事业，并使她们成为废除第175条的盟友，虽然这与她们不直接相关。人权联盟将杂志用作自己的广告，向友好的读者发表自身的主张，希望募集更多会员。在1928年第10期中，一篇题为《女同性恋者和选举》的文章试图引导女同性恋者投票左派政党。这些号召似乎在女同性恋读者中只引起非常有限的反响。政治讯息并不引起读者来信的回应，而社会和医学文章却引起论争。为了尝试动员女同性恋公众，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与柏林最著名的会所之一紫罗兰女同性恋俱乐部的领导人洛特·哈姆推出一个新的联合会理想友谊联盟，章程在《女友》1930年5月28日第22期中刊出。似乎这次倡议的目标是通过一个人的号召来激发女同性恋者的好奇心。不言而喻，娱乐只图一时之快，还应当想着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对杂志的重新控制说明了政治局势和女同性恋者的被动，一种困惑在增强。1930年7月刊中首次提及人权同盟大会时与警方发生的冲突事件。刊物反映了同性恋群体所感到的震惊，发表长文对侵犯行为表示抗议。1931年2月，一名年轻女子写信表明她的职业困扰。她留短发，穿男性服装，她的外形引起顾客的非议，而老板要求她改变自己的举止，否则解雇。她屈从了，重新恢复女性装束。1932年，小启事消失了，出版物的最初形式已不复存在。

然而，面对某些问题刊物找不出解决办法，因为担心引起部分女读者的不快和招来报复，他们拒绝采取立场。但1928年《女友》明确号召投票给社民党（SPD），逐渐否定了以同性恋为主的政治倾向。希特勒的阴影笼罩在人权联盟上方，拉楚魏特回避对国社党（NSDAP）改变态度。他的缺乏政治清醒表露无遗，1931年8月11日他决定发表《致希特勒一封信》，请求他表明对同性恋的态度。他提醒他纳粹曾经对同性恋者发表的言论（“当我们掌权后，他们将全部吊死或驱逐”），但仍以为希特勒对于同性恋行为不太了解。他的言辞采用了同性恋者的羞耻的辩护者的腔调。更严重的是，他卑躬屈膝地保证同性恋并不是“犹太人的创口”。他预期到希特勒可能掌权，如果他肯考虑同性恋者的利益，他准备支持希特勒。另外他强调同性恋者在纳粹党中的重要性，错误地以为这是有利的策略：“我认为，希特勒先生，您为了贵党利益也会接受这些请求。而我希望您在贵党纲领中放弃追究同性恋行为，在起草新刑法的质询会上，贵党议员能赞同废除第175条。几十万同性恋者将感谢您，尤其是众多贵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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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楚魏特未得到任何答复。但他却继续持同样看法直到1932年4月3日死去。1932年3月30日，他在最后的文章中指责左派利用罗姆的同性恋行为使他丧失威信。在拉楚魏特死后，《女友》并未改变编辑方针。1932年的几期证明了德国同性恋者状况明显恶化。不断宣布有同性恋者自杀，警方采取措施，会所关闭。1933年3月8日，在希特勒掌权一个多月后，《女友》停刊。

《女友》并非唯一的女同性恋刊物。《理想女性友谊杂志》（BiF）的特色在于它是唯一的完全由女子创作的女同性恋杂志。其他的女性杂志都是由男性同性恋运动发起，他们接受女性，但不把女同性恋的事业放在首位。许多文章由男性主笔，充满讥讽，负面证明了女同性恋群体极度缺乏组织。“BiF”的主编泽尔玛·恩格勒后来加入了《女友》的编辑部。1928年，重组后的“德国友谊联合会”也曾试图出版一份与《女友》竞争的刊物。《女子爱情和生活》的出版未获得很大成功。第1期将刊物宗旨定义为：“它应当是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的纽带，将以多样的方式对待科学、艺术、运动、时尚和个人事务，充当各种观点的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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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女子爱情与生活》的目标与《女友》不同，不是为了解放的女同性恋者或柏林的积极分子，而是针对现代女性，她们对女性话题，对实际的建议和圈子里的趣闻的兴趣高于对德国女同性恋状况的真实分析。刊物始终坚持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并重，以求建设宽容和理解的共同未来。刊物的排版没有特别之处，如同传统的女性杂志，时时装点些比较经典性的花絮，比如女同性恋名流的照片、女子诗歌、美容和星象专栏、保持体形的体操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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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关于女同性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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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几篇文章。《女子爱情》后来被另一份杂志《假小子》代替，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10月刊行，发行量1万份。《假小子》继续《女子爱情》的方针，针对解放的，同情妇女运动的，但不一定是同性恋者的中产阶级女性。

德国的运动，比如人权联盟，证明了20年代同性恋群体的渴望。虽然斗争活动对其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而言是本质性的，但这条道路不一定为所有会员和读者遵从。多数同性恋者首先希望发现一种同性恋的新的生活场景，受到教益，与朋友相识。参与分成几个程度：积极分子的圈子相对有限，主要运动的参与者和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名单可以证明。通常，同一批人活跃于两三份杂志，领导一些支部和俱乐部。各联合会的会员众多，仅人权联盟就有48000人，但却少于杂志的读者。但是尽管有其局限性，德国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证明了在20年代的欧洲一种独特的认同意识的觉醒。




受到影响的运动：德国模式的教导



德国的榜样虽然特殊，却在欧洲和世界上得到反响，这主要是因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他致力于组建世界性的组织，目的是传播有关性学和精神病学的新知，教育民众，使“性少数”的权利得到发展。运动的成果虽然有限，却使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意识觉醒，在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形成同性恋运动。但是，这些运动从未能影响群众，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世界性改革联盟：同性恋国际？



从1921年起，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起一系列世界性改革大会，最终组建了世界性改革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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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组织集合了科学家、医生还有致力传播新知的知识分子。同性恋问题归属于标志着20年代的性解放的潮流，这一潮流集中了关心更好的性卫生的医生，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同时还要求承认女性性生活、离婚权、传播避孕手段和堕胎自由，还有一些心理分析师、教育工作者和各类理论工作者。医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说明了医生对性问题新取得的话语优先权。联盟的第一次大会1921年在柏林召开。选择德国首都意味着德国的各运动在性问题上担任前卫的角色。联盟日常的总部和刊物出版地点设在希尔施费尔德的性学会（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haft）。联盟的领导掌握在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由主席和另外5人组成。国际委员会由加入联盟的各国代表组成（每个国家最多3名）。指定了3名荣誉主席：希尔施费尔德、哈夫洛克·埃利斯、奥古斯特·福雷尔，这从总体上说明了运动的主张。威廉·赖希认为联盟包含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性学家和性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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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的代表。的确，如果看一下1928年哥本哈根大会的国际委员会名单，会发现众多国家派出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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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许多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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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在科学基础上为性改革工作的人”和“追随同样目标的联合会”都可以成为联盟成员。每个协会由一名会员代表。在全盛时期，联盟有13万名会员，分散不同的附属协会。联盟采用的决议由多数票决定。每个人拥有1票，协会每500人有1票，但不能超过5票。会费每年5先令，但如有可能，鼓励会员多交会费。联盟的刊物《性改革报》售价12先令（会员价9先令）。
 

〔223〕





第一次柏林大会时，几个发言人涉及了同性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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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C. 洛格博士（荷兰）作了“施泰纳赫对于假性同性恋问题研究的意义”的讲演。C. 米勒博士（德国）建立了“心理分析和性改革”的联系，他主要解释了因何第175条是有害的：“条款在社会和道德法上视其为非法。而同性恋行为本身对社会无害。对社会有害的过分行为可以独立于有伤风化的认识而单独受到刑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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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几位发言人，特别是库尔特·希勒在其“法律和性少数”中谈到废除第175条。他的发言以这句话结束：“第175条是这个世纪的耻辱。”联盟第二次大会1928年在哥本哈根举行。委员会当时有30名成员。这次大会明确规定了联盟的目标，修订了章程。联盟的目标由1928年7月3日大会最后通过的总决议表达出来：“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性改革大会号召立法团体、报界和各国人民来协助建立一种对男性和女性性生活的新的社会和法律态度（其基础为从性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得到的知识）。目前，众多男性和女性的幸福牺牲于错误的性规范、无知和不宽容。所以，迫切的是对许多性问题（妇女地位、婚姻、离婚、避孕、优生、婚姻能力、单身母亲和非法子女、卖淫、性反常、性犯罪、性教育……）以理智和不带偏见观点予以重新考量，并进行科学的对待。”联盟主要要求“男女政治、经济和性的平等”，“将婚姻（特别是离婚）从教会和国家的专制中解放出来”，“控制受孕，使生殖只在自愿时以必须的责任感来对待”，“通过实行优生知识改善人种”，“保护单身母亲和非法子女”，“以理性的态度看待性反常者，特别是男女同性恋者”，“预防卖淫和性病”；“性本能的困扰应适当看作病理现象，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当作犯罪、邪恶或罪过”；“只有侵害他人性权利的性行为才能视为犯罪；有负责能力的成人间的共同认可的性行为应当视为属于私人领域”；最后，“系统的性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联盟的纲领是雄心勃勃的、详尽的和进步论的。这类似于一个立法大纲。性问题被看作一个专门领域，仅仅属于统治者、教会和公众舆论以外的科研人员的能力范围。普及和教育应该克服过时的行为、改变心理状态并开展立法的改变。同性恋问题在第6点里明确提及，隐约见于第9点。同性恋如果并不侵害他人的性权利，只属于私人空间，所以不能落入法律之手。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同性恋者被定义为反常的人，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害于改善其公众形象。在这种表述中无疑应该看到联盟中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倾向的一种妥协的结果。

世界性改革联盟并不满足于发出良好愿望、表述观点和介绍关于性问题所取得的医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为了保证各条纲领的实施，联盟开展了多种活动。联盟章程列举由其领导各类行动。联盟应当通过“在赞成其观点的各国的组织和个人间充当联系纽带”，“传播有关性问题的科学知识”，“向阻挡理性看待这些问题的所有势力和偏见开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出版和鼓励出版针对科学基础上的性改革的技术和普及性的科研著作”，“刊行一份《国际性改革报》”，“通过讲座进行宣传”，“收集各个国家有关性问题的法律和统计材料”，“起草法律，协助有关性问题的立法建设”。我们看出，联盟采取的主要行动仍大致属于宣传和教育领域。作为知识和科学组织，它倾向思考甚于真实的行动。虽然由于其成员的知名度而对政府有切实的影响，而且通过出版物和讲座也能对改变公众舆论有所贡献，但是联盟仍是不落实地的。对统治者并没有直接压力（请愿、游行、新闻攻势……）。联盟是一个改良派的组织，与赖希的《性政治》（Sexpol）大不相同。尤其是联盟不采取实际措施，比如在避孕领域。但应该明确指出，联盟由许多协会组成，这些协会有基本的实践，面对个人日常的问题。联盟负有国际使命，却不具备相关行动必须的手段和组织。它更像是一个合作组织，为各性改革协会规定一个共同政策。

联盟第三次大会1929年在伦敦举行。就与会人数来说是一次巨大成功，有350名代表参加，而1928年哥本哈根大会只有70名代表。葡萄牙是唯一没有派出代表的欧洲国家。有几个发言说明同性恋问题在联盟内部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多拉·罗素认为“与会发言几乎都是为了宣传和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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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B. 克尔谈到“独身者的性权利”的根本主题。H. F. 鲁宾斯坦的发言名为《英国的性、新闻审查和公众舆论》，谈到拉德克利夫·霍尔因为《孤独之井》（1928）而被提起诉讼。他对内务部长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爵士的言辞尤为严厉，他是判罚该书的起因：“在他的控制下，行政部门抱着明确的目的结起伙来拒绝对同性恋问题进行任何公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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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艾夫斯在《禁忌的态度》中也强调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报界所起的作用：“还有某些形式的刑事追究不被报纸报道，多数正经女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或宁愿不知道”，比如《晚报》就能证明这一点。拉德克利夫·霍尔诉讼案期间，《每日快讯》的观点如下：“在这世界上有些邪行，因为不能治疗而只好忍受，但要默默地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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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忌”的问题似乎特别现实，因为伯特兰·罗素也分析了《关于性知识的禁忌》。他指出“对《孤独之井》的判罚揭示了新闻审查的另一面目，也即是说在英国对同性恋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虚构创作都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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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H. S. 沙利文在《过时的性文化和精神分裂》中探讨了同性恋与精神分裂的联系。

当第四次大会1930年在维也纳召开时，委员会有2000名成员。同性恋问题被多次谈到。弗里茨·维特尔斯在《性苦闷》中将德国同性恋的增长解释为德国妇女太过强大的道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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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斯特·托勒的《拘禁和同性恋》论述两者关系，而埃尔加·克恩的讲演关于《女子监狱中的生活困难》。西多尼·菲尔斯特探讨《单身女性问题》，赫尔曼·弗里施豪夫谈到《关于年幼性犯罪者的几个心理分析经验》。最后一次大会本应当1932年在莫斯科召开，但被取消，最终在布尔诺召开。预期193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大会没有举行，因为纳粹在德国掌权对组织造成致命打击。联盟的目标曾是以性改革的理性来战胜政府，但当欧洲面临经济衰退，眼见到法西斯的威胁日盛，联盟的这些首要关注都不再有意义。联盟最终于1935年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死后由诺曼·海尔和伦巴赫博士解散。但是，联盟使新思想得以传播到许多国家，它成为一个论坛，人们在其中既可以讨论同性恋问题，也可以讨论避孕或离婚。联盟是改良主义的，却是进步论的，促进了精神状态的演进。联盟还表现出民族的首倡，使世界发现了德国运动的壮大。最主要的是联盟对英国同性恋运动起了决定性影响。



英国斗争的软弱



19世纪末，在英国有过几次边缘性的同性恋运动的尝试。1890年代，乔治·艾夫斯创建喀罗尼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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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以组织同性恋者“抵抗”和推进改革的同性恋秘密团体。与艾夫斯一起的有劳伦斯·豪斯曼，他是卡彭特和王尔德的朋友，有蒙塔古·萨默斯，他是未来的《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同性恋小组委员会秘书长，还有约翰·甘布里尔、BSSP的财务秘书弗朗西斯·尼科尔森以及A. E. 豪斯曼，他是劳伦斯的弟弟，是大学教师兼诗人。这一首创行动不了了之。英国20年代同性恋斗争的特色是极其谨慎。除了其领导人物爱德华·卡彭特，鲜有标志性的人物。唯一的同性恋运动团体BSSP甘做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英国分部，行事谨慎，只取得有限成果。



爱德华·卡彭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无疑是19世纪末至30年代英国同性恋斗争的主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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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彭特生于布莱顿一个富裕家庭。在其自传《我的生活和梦想》中，他自己将其一生分成四个部分。1844-1864年他生活在布莱顿，一个他“厌恶的，追求时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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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1874年在剑桥；1874-1881年在英国北部做讲演；从1881年起，他将自己完全贡献给工人阶级和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但他也承认：“我可以将我对激情的男性关系的渴望追溯到最初的童年。但这种欲望那时无法表达，也根本没有机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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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彭特的性改良主义从属于一个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更大背景。性问题在逻辑上从属于他的理性思辨：文明（由达到私人占有来定义）“将人类分化和腐败——将其从内部腐化，破坏其天性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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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必须恢复人类真正的天性，将对身体和性重新置于人类关切的中心。1880年代，卡彭特首先因其保卫女权和在设菲尔德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作用而引人注意。1890年起，因为个人原因（他和乔治·梅里尔的关系开始于1891年）和政治原因，性问题成为他的优先问题。他与印度智者“格纳尼”的相遇使他发现印度教对性问题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他想使人了解这些。1894年，他在曼彻斯特劳动出版社发表三篇杂文《性爱》、《女性》和《婚姻》。1896年出版了《爱的成年》，包括关于“中间的性别”一章。这本书受到王尔德案件的株连，停止销售。1902年，他出版了《伊奥拉乌斯：友谊文集》，收集关于同性爱的杂文；1908年《中间的性》；1912年《原始部落人中的中间性类型》。还可以加入几篇关于沃尔特·惠特曼和雪莱的杂文。

卡彭特在其理论建设上受到他的朋友哈夫洛克·埃利斯和性学家如奥托·魏宁格尔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著作的影响。从拉马克进化哲学、印度玄学和沃尔特·惠特曼诗歌中吸收的多种观念叠加在一起。虽然这些著作今天看来有时代局限，但应该看到在当时都是非常时新的。卡彭特是要求性风俗解放的第一人，他影响了几代读者。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的创意是将性与生殖区别开来。同样，感觉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对生理快感和性的平反对于把爱从羞耻中解放出来至关重要。他在《中间的性》中表述其同性恋理论。他利用了乌尔里希的命题（“女性的灵魂困于男性的肉体”），否定退化的看法。同其他人一样，他试图将同性恋分成几类。他分离出极端种类（“女疯子”、“假男人”），认为他们不代表“正常”的性倒错者，“正常”的在外表上无法辨认，而其特征为高度的敏感、情绪复杂化（男性）、爱好条理、组织意识（女性）。同性恋可能是各个级别的，但都是本能的、先天的、不可根除的。对他来说，“习得性”同性恋的仅有案例是因为好奇心驱使、淫乱和缺乏女性。但对他而言，双性恋将成为新社会的规范。他还努力证明同性恋者是民族的正面力量，他强调他们在某些行业中的作用，比如发明家、教师和艺术家。卡彭特显示出对女性性问题的局限性。他确信两性的分工是男女两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别造成的；较之男性，女性更原始，更感性，更本能，更接近自然。尽管如此，他为女性的社会和经济独立辩护，要求改革婚姻，进行生育控制。

如果他仅仅作为理论家，卡彭特的影响不会如此之大。他之所以成为如此多同性恋者的榜样、“先知”，是因为他实践了他所写的东西。实际上，他的私生活与他的著述有密切关系。对爱情关系的恒久追求使他得到完全满足，但在很多年中他苦于一种挫折感。经历了与一些手工艺人和社会主义者（乔治·哈金、乔治·亚当斯、鲍勃·缪尔海德和詹姆斯·布朗）的尝试之后，1890年在一节火车厢里他结识了乔治·梅里尔。他们再没有分开。梅里尔20岁，在设菲尔德的工人家庭中长大。他在性方面自信、解放，但他的举止和有些粗俗的语言让卡彭特的朋友们震惊。除了卡彭特有些家长作风，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真诚的感情之上。数年之后，梅里尔到梅尔索普的卡彭特的产业定居。两个同性恋者公开生活在一起的情景不大能被人接受，即使是他们的朋友，梅尔索普也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同性恋者的天堂。这处产业变成各类同性恋运动的朝圣地，工人、进步论者试图使卡彭特归顺他们的事业。他们一律热情接待，不论是名人如戈尔德斯沃希·洛斯·迪金森，一些政界朋友如伊迪斯·李斯和奥里夫·施赖纳，还是寻求指导的封闭的同性恋者。时时有丑闻的危险，卡彭特必须注意自己的名声。1909年，他受到自由和财产权保卫联盟成员清教徒M. D. 奥布赖恩的攻击，后者出版题为《社会主义和丑行：同性恋或伙伴爱的暴露：致社会主义先知的一封公开信》。他揭露存在着意图破坏道德基础的惠特曼党的国际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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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彭特的影响是可观的，因为传播甚广。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作品中可以找到痕迹，他们将个人关系置于关注中心，这体现在E. M. 福斯特的同性恋小说《莫里斯》的意旨中，甚至在D. H. 劳伦斯的作品里。罗伯特·格雷夫斯从卡尔特豪斯给卡彭特去信，坦承《伊奥拉乌斯》和《中间的性》使他明白了自己真正的天性。他的影响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对女权主义，甚至在国外都同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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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卡彭特于1914年被任命为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主席。



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羞怯的改良主义



卡彭特参加了20年代英国唯一的同性恋运动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是1914年由喀罗尼亚会的前会员组建的。劳伦斯·豪斯曼被任命为主席，爱德华·卡彭特被任命为终身名誉主席。中性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团体谨慎的愿望。BSSP没有作为同性恋协会而引人注目，而是力求隐蔽对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的隶属，甚至隐藏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对学会的发起占重要位置。1912年，他创立WhK在英国的分部，第二年来到在伦敦举行的第14届国际医学大会作演讲。他展示证明“中间性别”存在的多种男性和女性的挂图和照片。这次讲演对许多与会医生是一次启悟，因为性问题尤其同性恋问题那时很少得到研究。正是为了部分地弥补这种无知才创立了BSSP。

学会在一份出版物《政策和原则》中界定了其行动和目标。从中可以得知，学会的任务是“对于与性心理有关的问题从医学、法学和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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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对公众进行关于性问题的教育，因而为必须的改革打通道路。由三个工作组组成：第一组负责性教育，第二组负责性倒错，第三组负责异性恋问题。建立一个私立图书馆供学会会员使用，在图书馆内设一个分组委员会，尝试获得大英图书馆内“私人事务”目录，其中包括因为性问题被排除在普通阅览之外的图书清单。对广大公众开放的讨论在20年代每月进行，许多讲演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共17种）。谈论到不同的主题，但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同性恋研究。在第一本小册子中，同性恋问题已经明确提出，质疑了社会、政府和医学界采取的保守态度，他们在多数时间拒绝谈论这一主题。第二册宣布BSSP对同性恋问题的参与，还发表了希尔施费尔德的著名文章《人民对于第三性应该知道些什么？》的节略本。英文版叫做《性倒错的社会问题》，要求对于同性恋的社会和法律态度自由化：“流传的一个德国小册子要求修改法律和刑法第175条。我们不认为英国已经准备好提出同样要求，因为在法律修改之前，同性恋必须得到更好的理解。所以，我们的目标首先是讨论并阐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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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本小册子针对同性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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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特别分组委员会建立，有多位人士发表讲演。比如艾夫斯作了《希腊－罗马的青年观》和《少年的境况》的讲演。

BSSP有怎样的影响呢？1920年7月，学会有234名会员，这似乎是其平均人数。40-50人能够参加会议，小册子发行很广。但似乎学会成功地影响了广大公众，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知识界。萧伯纳、E. M. 福斯特、莫里斯·伊登和希德·保罗（“独立劳动党”和共产党内控制生育的捍卫者）、维维安·荷兰（奥斯卡·王尔德的儿子）、剧作家哈里·葛兰维尔－巴克是学会会员。拉德克里夫·霍尔、尤娜·特卢布里奇、伯特兰·罗素和多拉·罗素也与学会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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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与国外保持联系，除了与希尔施费尔德及其同事，还有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芝加哥的人权协会和法国性学会。俄国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科伦泰是20年代BSSP荣誉委员会成员。BSSP的成绩平平，其可贵之处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讨论同性恋问题，领导持续的行动，在这一领域对社会进行教育。但学会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果可以夸耀。BSSP倾向改良主义的言论胜于激进言论，因此而排除了斗争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同意杰弗里·威克斯的意见：“直到30年代初，学会是英国唯一关注同性恋问题的组织——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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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道路：个人主义走向末路



与德国和英国不同，法国同性恋运动不结成社团。这种对联合组织的保留态度应当是司法宽容造成的——没有镇压法令使得协调斗争成为必要，但也是因为法国同性恋者的个人主义。群体意识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国家比较典型，在法国却很匮乏。所以，同性恋的要求只是几个头面人物的事情，他们等同于同性恋事业。



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逝去时代的见证



这里不是要对普鲁斯特的性问题进行全面分析，而是指出他的作品对法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的影响。我们实际上可以将《索多姆和戈摩尔》当作法国关于同性恋问题论争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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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斯特没有直率揭示其作品的中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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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的影射散见于《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们身旁》和《盖尔芒特家那边》，但不大引人注意。《在斯万家那边》中可以轻易摘出樊特伊小姐和女友的萨芙之爱。只有威利在1914年6月18日的《微笑》中幸灾乐祸地影射了这一段：“小心别让姑娘们读到，如果您还认识纯真无邪的——什么都有可能，在这些篇幅里普鲁斯特向我们展示一个多愁善感的女施虐狂，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一位年纪较长的坏名声女友同室而居，拒绝关上房间的百叶窗，她们在房里游戏，念出一句混账的亚历山大体诗：‘好吧，让人看见我们才好呢’，最后得到女友的同意拿起钢琴上父亲照片向上面吐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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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少女们身旁》1919年7月出版，12月10日获得“龚古尔奖”。莱昂·都德在12月12日《法兰西行动》上将普鲁斯特与伟大的道德家相比。评论总体上是正面的。《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一卷1920年秋天出版。保罗·苏代在1920年11月4日《时代》中称之为“神经质的唯美主义者，有些病态，近乎女性气质”。虽然如此，很清楚的是直到那时还根本预见不到最后的反应。评论家更关注形式、风格和普鲁斯特布道的才能，而不是什么不道德的内容。要等到《索多姆和戈摩尔》出版才真相大白，通过夏吕斯男爵暴露出来，这个人物部分取材于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他是巴黎的纨绔子弟和著名同性恋者。但批评界对正面谈论这一话题仍有迟疑。《索多姆和戈摩尔》第一卷接着《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二卷出版，苏代1921年5月12日评论的十分之九都是谈第一部的。另外一些人更尖锐。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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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1年5月22日《戏剧》中发动攻击：“1910年我就对某些沙龙中生出的风尚感到厌恶，我想那位大人物会觉得很难过，他的儿子肩负的辉煌家世的重担。在这一点上，我已多次表达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洞察秋毫的才能的钦佩，如果这座丰碑冠以4卷研究性倒错的作品，我认为不合时宜，因为我们不再要假贵族（还是国际的）的迷狂来侵占我们的文学。我痛恨这些附庸风雅的家伙。”许多出版物认为提醒读者是适当的。《法兰西行动》8月6日刊写道：“我们最后提醒大家普鲁斯特书中最后几页是下一卷第一章。题目不堪引述，主题亦然。无所顾忌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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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评论整体上不是负面的。保罗·德·贝兰在7月1日《自由言论》中积极评价，但他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接受同性恋：“要遏制一种邪恶，必须有勇气揭露它，使之变得可憎。”只有罗杰·阿拉尔在9月1日《新法兰西杂志》（NRF）中指出主题的创新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史上记下一笔的日子”，“展现一种魅力，性倒错的审美魅力。”

《索多姆和戈摩尔》第二卷于1922年5月出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主题变得很难回避，实际应当指出对于作品没有什么“缄默协议”。但是，某些评论家采用委婉方式和间接影射，常诉诸读者的想象来评价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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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家赞扬普鲁斯特不描写下流的细节。苏代在1922年5月12日《时代》中评论说该书比其题目所启发的联想要谨慎：“普鲁斯特先生回避将不堪的景象展示在我们眼前。他并不直接描写这些迷途者的放纵，而是根据他们的丑行来研究他们的心理。这是大胆的，但其实没有多大价值，与其说是真正的丑闻倒不如说是毫无意义。而且，尽管题目惊人，普鲁斯特先生并不将七八百页文字专注于这种乏味而令人厌恶的研究，对于他和他的前驱们这只是点缀。这种研究只配这样，甚至连这样都多余。”实际上，苏代同其他人一样欣赏普鲁斯特，尽管他对所选择的主题根本没有兴趣，觉得震惊和厌恶，他只接受以间接的、影射的和道德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说通过对主人公的不幸的描写来谴责这种丑行。虽然有人对普鲁斯特的客观性有所疑惑，但却未对其私生活有丝毫影射。在这一时期，普鲁斯特的同性恋行为只限朋友圈子知道，很少人怀疑他是所涉及主题中的主角。对他性问题的谣言口耳相传，但到他死后才公开。

普鲁斯特于1922年11月18日去世，著作的剩余部分在死后出版。从这时起，攻击越来越激烈，既针对其作品也针对他个人。吕西安·迪拜克是1923年4月25日《思想与图书批评杂志》一篇最激烈文章的作者，他提问：“有人读马塞尔·普鲁斯特吗？”他本人并没有读过就将其写作归入色情，还从中看出了外国影响。《女囚》于1924年2月出版。某些评论是积极的，尤其是苏代的文章，但弗兰克－诺汉在《巴黎回声》将普鲁斯特视为“病态”和“色情”。《法兰西信使》的评论是独特的，拉斐尔·科尔在署名“贝尔格特”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对同性恋者给以宽容。无疑，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冲动是对于一部关于女同性恋者的作品，这一主题对于公众不如男性同性恋行为那样“让人震惊”。《失踪的阿尔贝蒂娜》（1926）引起了强烈不满，因为大家不能原谅普鲁斯特突然将圣－卢写成“性倒错”。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出最初一些关于阿尔贝蒂娜的“真正”性别和普鲁斯特的生活作风的传言。1926年也是同性恋文学受限制的一年，纪德出版了《伪币制造者》，招致苏代的痛击。《重现的时光》于1926年开始在《新法兰西杂志》上连载，但直至1927年11月才在书店出售。这本书被尊为一次伟大的文学事件。此时，大家已不再避忌直接谈论同性恋问题。论争的焦点集中在道德问题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虽然普鲁斯特的才能被广泛承认，但性倒错仍然成为问题。实际上，人们指责他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主题，他要为文学中的同性恋“时尚”负责。某些人仍然坚决反对，比如路易·雷诺在《我们文学的危机》（1929）中说：“普鲁斯特，我们重复这一点，是一个病态的人、知识分子中的堕落者。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病人、一个变态的人的感受，是心理学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病例，与其余的人们无关。”因此，对普鲁斯特作品在法国报界的接受情况的研究显示出《追忆似水年华》起着根本作用，由此作为出发点可以考究法国的同性恋问题。在他之前，这一主题很少争论。他的榜样解放了同性恋写作和话语。大规模的争论使这一主题公开，即便他的读者相对较少。只要提起他的名字或作品就足以在受过教育的公众当中唤起某些形象。应该通过同性恋问题来探询普鲁斯特思想的独特性和在法国同性恋民众中的影响。

的确，如果研究一下《追忆》中出现的对同性恋的描写，普鲁斯特像是一个逝去时代的见证，因为他的性倒错经历是19世纪末典型性的：性倒错已经被一些医学理论“阐明”，但仍承担着社会犯罪感的重负。乔治·佩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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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普鲁斯特可能到20岁才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对伙伴们的炙热友情与对女孩子们的柏拉图恋情交替出现。他与雷纳尔多·阿恩的关系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标志着一个决定性阶段。他明白了他的友情只是压抑着的欲望的升华，同时他也感到罪恶感，因为必须向母亲说谎，隐瞒可能对她致命的真相。所以在普鲁斯特作品中找不到对同性恋的认可，更没有作为同性恋者的骄傲。他的人物的成熟缓慢似乎是依据他个人痛苦的身份认同过程，与同性恋主题相异的不断地揭示似乎正是为否认事实的最后斗争，企图抓住理想的虚构的正常，这正是小说中叙述者的正常。普鲁斯特的性行为的演变表现了爱情幻梦的逐渐丧失和向肉体满足的退缩。同样，他对理想朋友的追寻逐渐转变成对性伴侣的追寻。他所崇拜的年轻贵族如安东尼·比贝斯戈被一些工人阶级的男孩代替，差不多是被包养者，比如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里，然后在最后几年里他找巴黎阿卡德街11号马里尼旅馆阿尔贝·勒·居其阿妓院中的那些职业男妓。这种缓慢的退化是普鲁斯特式同性恋的寓含：性倒错是一种缺陷，只能导致罪恶。想要用高贵和宽厚的情感来表达只是自欺欺人，其面目应该是粗暴的性、不洁的变态和卖淫。读者也越来越幻灭，而他所同情的人物却在罪恶和腐朽的深渊越陷越深。最后关于阿尔贝蒂娜的双重生活的揭示似乎标志着这种真相的考验的最后阶段，即便是最迷人的女同性恋者也证明对她们的诅咒，她们无邪的游戏让位给与夏吕斯相同的变态，她们的堕落在樊特伊小姐亵渎父亲照片的场景表现出来。同性恋者所犯的第一桩罪就是背叛父母，他不可能从这原罪中解脱。在这必然中有一种宿命：生于罪恶，性倒错者只能表现其罪恶。

所以，尽管普鲁斯特的作品如此创新，但就同性恋理论看来，他更能代表19世纪末而不是两次大战之间的观点。他选择将叙述者写成一个异性恋者，虽然从作品的角度看是合理的，却使作者的同性恋问题模糊了。普鲁斯特以小说的形式用感人的方式记述了那些敢于探讨同性恋问题的性学家惯常采用的途径。比如夏吕斯和于比安的相遇对叙述者是揭示性的，采用了一篇博物或动物学论文的形式。同性恋被归入“不治之症”，性倒错者总是被与犹太人相比，他们分担着黯淡的命运和坏名声。而且，普鲁斯特收罗了大量世纪初流行的偏见，比如叛国的指控和阴谋的主题。因为想对同性恋的乌合之众做详尽的描述，他通过事例使众人加强了提防。尤其他认可同性恋者人数众多混迹群众之中的看法，他对小说中一大部分人物的性取向的揭露加强了这种印象，这些人一直都是丝毫不让人生疑的：“这些大家同情的特别的人他们人数众多，正如将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他们抱怨自身人数太多而不是太少，理由会在结尾处告诉大家。”
 

〔250〕



 普鲁斯特提前考虑到对他的指责，他之所以不鼓励也不支持同性恋运动是因为他坚信他们会失败：“但在此不妨预言创建同性恋运动来重建索多姆城是不幸的错误，就如同去鼓励犹太人复国。因为还没有进城，索多姆人就会离开城市，假装不是那里的人，到其他的城市娶老婆，养情妇，在那里他们能找到所有合意的消遣。他们只在迫于无奈时才去索多姆城，因为那时他们的城市空了，饥饿使狼走出树林，就是说那时伦敦、柏林、罗马、彼德格勒和巴黎都一齐空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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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斯特的严峻导致了错误的欣赏。关于“索多姆”的这一章被人认为是“道德的”和“科学的”。雅克·里维埃本人还未了解作者的真正天性，他欣赏这部作品的语气：“我经常听周围的人歪曲爱情的概念，以至于听到一个像您一样健康稳重的人说话不能不让人感到是一种舒服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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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纪德对普鲁斯特的描写评价苛刻，他认为是宣扬罪恶、不受控制的激情和过分变态的想象：“我们那晚大概只谈了同性恋问题。他说对这种‘不决断’自责，因为这促使他为了丰富书中异性恋的部分而把自己同性恋记忆中觉得优美、温柔和诱惑的一切都移至‘少女们身旁’，以至于要写索多姆时只剩下了古怪和下流。但当我对他说似乎他想要贬斥同性恋行为时，他显得很激动。他矢口否认。我最终才明白那些我们看起来可耻的东西，那些耻笑和厌恶的对象并不让他觉得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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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德同样反感普鲁斯特引用柏拉图，把同性恋者当作原初的同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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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这种对真理的冒犯很可能让大家都满意，使异性恋者的偏见得到合理的解释，肯定他们的厌恶情绪，而其余的人因为与他的描述那些人不能对症也得到好处，洗脱嫌疑。简单地说，由于这种整体退缩，我不知道有什么作品能比普鲁斯特的《索多姆》更能让舆论深陷谬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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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虽然“阿姨”们让普鲁斯特着迷，但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悲惨命运，他们的神秘感和他们表现的变态。整齐划一、融入社会、没有区别的同性恋者是德国同性恋斗争的愿望，是融入社会斗争胜利的证明，但普鲁斯特对此毫无兴趣。他的作品的功绩在于第一次将同性恋生活的错杂，他们的暗号和陷阱，激情和戏剧化，他们的丑恶和美丽都原原本本地展示在读者眼前。普鲁斯特是感到羞耻的同性恋者，确信自己属于一个“被诅咒的种族”，他不可能传播一个同性恋的正面形象，更不能被当作同性恋斗争的先驱。据加斯东·伽利玛说，安德烈·纪德曾对普鲁斯特说：“您使这个问题倒退了五十年。”普鲁斯特回答说：“对我来说并没有问题，只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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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无可否认普鲁斯特作品对法国公众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使性倒错首次成为时尚话题，让大家讨论、评述、分析，尽管不一定用正面的词句。这中间有着一种奇妙的启示。



安德烈·纪德，斗争的同性恋者？



安德烈·纪德这个人物虽不断被法国同性恋者引为同类，但他是暧昧不明的。实际上，同普鲁斯特一样，安德烈·纪德对同性恋的看法建立在自身经历之上。纪德并非严格意义的同性恋斗士，他从未为同性恋者的权利斗争，他也没有创建运动和杂志。然而，因为他坦承自己的性生活，出版《哥利东》，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使他站在了法国同性恋者的发言人和代表的位置。这种局面并非其所愿，甚至是没有预见到的，这首先是因为缺少更具竞争性的人物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大批法国同性恋者认同纪德的思想，尽管他的思想是特殊性的，很难适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另外，他的思想把女同性恋者从思考范围内完全排除，因纪德根本不关心这些问题。普鲁斯特尚能使戈摩尔人时时浮现，纪德完全排斥她们。

同普鲁斯特一样，纪德也有一前和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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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哥利东》（Corydon）之前，纪德有严肃道德家的声名，因为他的清教徒出身和他对伦理问题的兴趣。《窄门》这本书甚至被认为是刻板的、冷峻的，因其无情的基督教道德而让人失望。《背德者》（1902）受到好评，年轻男孩对米歇尔的诱惑被谨慎地略过，只有拉希尔德在《法兰西信使》1902年7月刊多次巧妙提到纪德的性问题。《扫罗》1922年在“老鸽笼”剧院上演引起更激烈的反应。一些批评家指责纪德选择的主题不宜，但语气总体上是和缓的，因为情节出自《圣经》。《哥利东》（1924）将最终把纪德归入同性恋作家。从1895年起，纪德就开始建立一份叫做《狎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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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档案，里面收集了相关主题的所有信息，目的是撰写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著作。似乎是在1908年和盖昂、科波、施伦博格一起到巴尼奥勒和英国的一次旅行中，他写下了头两段对话。1911年5月22日，《哥利东》的第一版包含了头两段对话和第三段对话的一部分，在布鲁日用化名“CRDN”出版。只印了12本。1920年3月5日匿名出版了21本。直到1924年5月，《哥利东》才以定本形式出版。纪德在日记中解释说他，之所以等了很久才出版这本书，是因为不愿意让珍爱的人们伤心。从此以后，他更加成熟，思想更加坚定，准备好将之公开。同时，他意图回应《索多姆和戈摩尔》，因为他对这本书很生气，他还针对雷米·德·古尔蒙，他的书《爱情生理，论性本能》1903年出版，包含一章《性反常问题》。他主要受希尔施费尔德、莫尔、克拉夫特－埃宾、拉法洛维奇、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弗洛伊德的影响。他尤其渴望向世人揭示自己的真实天性，执意毁掉自己的声名：“我等不下去了。我必须顺从内心的必然，比一切都珍贵！理解我吧。我需要，需要，最终驱散这从少年、从童年时就躲藏其间的谎言的云雾。我在其中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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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包括四则对话，将哥利东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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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个天真的异性恋者相对立。头两则对话探讨天性中的同性恋问题，而后两则主要探询其社会后果。实际上，这部根本性的作品阐明了安德烈·纪德的个性和同性恋的法国模式。奥伊伦堡案件充当了哥利东医生和对话者见面的借口。他认识哥利东多年，但他的生活作风让他不愿相见。他决定询问他以便更好地了解同性恋。他的偏见从会见开始就表现出来，他因为公寓的装饰不够女气而觉得吃惊，却看到米开朗琪罗风格的照片和一幅沃尔特·惠特曼的肖像。纪德利用这个人物作为“正常性”的传达者。他本能地厌恶同性恋，不齿于承认某些论述的依据。虽然通过讨论他更好地理解了哥利东，尊重他，钦佩他的勇气，但他无法克服最初的反感。他学会宽容，但并不认可。在第一则对话中，哥利东向他表达想写作《男风的辩护》的愿望，他希望为自己的事业找到一位牺牲者，就是“某个去面对攻击的人，他不说大话，不虚张声势，承受谴责和侮辱，最好是一个因才华、正直和诚实而出名的人，让指责的人一开始还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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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中看出纪德自己的雄心。哥利东随后以戏剧化的方式回顾自己身份认同的揭示。因为爱上一个自己并无渴望的女孩，他拒绝了弟弟的爱，结果弟弟自杀。这一悲剧促使他对这一主题产生兴趣。纪德同其同时代的人一样，意图使读者产生兴趣以使其改变厌恶和蔑视的感情，他倾向于呼吁同情和怜悯。然而这种介入是欺骗性的，因为纪德——哥利东——并不置身于牺牲者的位置，他们为自己的性倾向骄傲，甚至坚信自己的优越。

哥利东立即对行动加以限制。他只想谈“正常的好男色者”，而不是像医生一样谈令人同情的病态的“羞愧的同性恋者”。从此，一部分同性恋者被判除在外。纪德的对话只与他自己的激情有关，即喜好男风。对于其他的个案，他统统加以异性恋的偏见。我们明白这种限制在对同性恋的法国式的界定中起着根基的作用。与德国不同，那里的斗争运动既有同性恋大众也有精英（“唯一者”），第一类人在法国找不到捍卫者。纪德确为精英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同性恋的斗士。他的模式是柏拉图式的，他的参照是古希腊。为了解释同性恋的源起，哥利东首先深入到自然史之中，采用医学著作的方式。他随后攻击了将同性恋归入“性反常”丑行的指责。异性恋只是因为“约定俗成”而不是天性，因为受到社会和教育中一切的鼓励。同性恋者之所以不顾相逆的鼓励而坚持自己的性取向，是因为激情由天性决定。第三则对话将同性恋重新置于文化的视角。纪德将人类“自然”和高等的美与女性做作的和“虚假”的吸引力相对立。他将美和艺术并举，将对雄性美的崇尚与辉煌的盛世联系在一起，把对女性的“柔美”赞扬与衰落的世纪相联系。最后，第四则对话谈论好男色者在社会中的位置。雄性的消耗要比生殖功能所必需的要多许多，他寻求欲望的排遣。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只有卖淫和通奸才能提供婚姻的替代。哥利东提出一种历史上健康和高贵的解决方法，就是古希腊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如同当时的同性恋捍卫者寻求通过列举英雄和名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纪德回顾了斯巴达灿烂的过去和底比斯人的神圣之战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选择古斯巴达人的例子并非偶然，因为这个城邦是斗士精神、勇气、雄性力量的化身，与民间赋予同性恋者的特点恰恰相反。纪德在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他与马克·阿莱格雷的关系是模仿希腊教导和训练的模式。第四则对话以这一范例结束。来访者未发一言就离开了，丝毫未被说服，却没有论据来反驳。

从这篇作品能得到什么结论？纪德并非一个狂热分子。他对同性恋的辩护是温和的。在他其他的书中他总在强调克制和节制，而不是本能的泛滥。但就作者的社会地位来看，这部作品是有勇气的。甚至可以说他陷入了虚张声势，一些孩子气地想要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灵魂深处。纪德努力为同性恋平反，隶属于德国由阿道夫·布兰德唯一者联盟群体和居斯塔夫·维内肯这样的教育家所代表的长期传统。他的杂文的主要论调透露出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同性恋者是知识分子、艺术家、美学家，他们懂得分辨真正的美，忠于灵魂甚过肉体。纪德的作品是否有独特之处？当然，对于法国是创新的，那时法国还没有真正为同性恋辩护的人，普鲁斯特的作品是遮遮掩掩的。但是，这类工作早在德国和英国广泛展开，相比希尔施费尔德、卡彭特和布兰德，纪德的新意只是采用对话这种考究和说教的形式，使解释更容易听从。我们要问这部作品写作是否与时代相符。纪德在世纪初就开始写作，准确地讲是在他的国外同行发表散文的同时期。1924年，《哥利东》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过时了。它的对象，渔猎男色，不是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问题的核心。相反，占首要位置的是无名的同性恋者对承认的需要，“性倒错”、“鸡奸”、“狎玩”不分种类和倾向。对于所有无名的同性恋者，《哥利东》也许是一种安慰，但几乎算不得一种希望。很少人能从这个有德行的乃至道德家同性恋者的形象中认出自己，他用艺术品味和教育关注来使自己的“丑行”合理化。

直到这本书出版，纪德都极其焦虑。他害怕公众的反应，期待着裁决：“因为《哥利东》，我自比阿贝尔·费弗尔的漫画，一个男人躺在铁路上，头枕铁轨，等着火车碾掉，他掏出怀表说：‘见鬼！这趟快车晚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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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担心伴随着一种明显的不耐烦和一种多少有意识的挑衅的愿望。1924年8月，他却为这本书缺乏宣传而难过：“《哥利东》在卖，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因为没有借助任何报界和书店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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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对《哥利东》接受是有限的。人们赞赏作者的勇气，但却回避评判他的理论。多数批评家自觉没有资格探讨这个问题。让·德·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1924年10月1日刊上表现得最辛辣，认为《哥利东》是“对鸡奸的辩护”，纪德写这本书是为了“引人谈论”。莱昂·皮埃尔－坎在《文学报》上指出“作品几乎完全过时”，“安德烈·纪德本想写学者著作，却写成让－巴蒂斯特·卢梭式的诗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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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利故意表示出藐视：“《哥利东》的这些对话散发着实验室和医院的怪味，不大能吊起同道们的胃口，而且虽然夹杂着几句天才评论，我们感到这位先生强烈的不宽容，作为该辱骂的少数一员，他觉得只有这少数才代表真、美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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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激烈的反应中，我们注意到弗朗索瓦·纳兹耶1924年出版的《反哥利东：论性倒错》。总体上是对纪德的《哥利东》的戏仿，因为同样是以对话开始，这次谈话者是萨芙和卡萨诺瓦。第欧根尼、亚西比德、吕西安·德·萨莫萨特、魏尔伦、拉伯雷轮流被请来发表意见。纳兹耶的目的是与纪德捣乱，他指责他缺乏独特性，特别是他斗士和说教的口气：“《哥利东》不过是一种古怪的传教狂热的显现，的确是光彩夺目，像一个胡言乱语的圣人拥有‘颠倒之爱’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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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利东》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年代末。马塞尔·雷亚的一篇题为《金龟们的反抗》的著名文章在1928年3月1日《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仍然直接影射那本书。这是反同性恋的论战文章，金龟（hanneton）被用作指称文学领域越来越多性倒错者。这种局面的主要负责人被明确指出：“哥利东或者说安德烈·纪德不顾任何廉耻宣称同性恋非但不是一种畸形和丑恶，反而是世上最正常不过、最值得称道的事情，试图用雄辩的理由向我们证明。我们要以礼貌却无情的方式打击安德烈·纪德。”同性恋者自身有时也是有保留接受《哥利东》。克劳斯·曼在日记中评论：“许多合理成分，没什么新意。整体上算得感人。”特别是：“将‘正常的同性恋’和‘性倒错’鲜明地分开是危险的，因为这界限是浮动的，超越个体本身（纪德本人就是证明）。所有区别在于程度的问题而非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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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利东》之后，纪德更多亲身参与同性恋诉求。他不顾朋友们劝他谨慎的建议，最终置身关于同性恋的论争中心。《伪币制造者》在1926年2月出版。该书描写了两个同性恋者，爱德华是一个好男色者，而罗贝尔·德·帕萨旺按照纪德的定义是“性倒错者”。两个男人争夺男孩奥利维耶·莫里尼埃的友谊，爱德华代表了纪德认为的所有同性恋者的品质，他亲切、谨慎，关心对心上人的教育和保护，他害怕被无忧无虑的渴求快感的少年抛弃。在他的追求中，他反倒受到孩子母亲的鼓励，她希望为儿子找一位可靠的引导者。男风在此取得最终的信任：“‘我明白了男孩们的纯洁是多么不定，然而看起来又保持得很好。而且，我不认为最贞洁男孩以后会是最好的丈夫。而且，唉，也不是最忠诚的’，她苦笑着补充说道。‘他们父亲的例子使我希望儿子们具有其他的品德。但我担心他们放纵或者有什么堕落关系。奥利维耶很容易被教唆。您必须用心拉住他。我认为您会为了他好。他只依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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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唯一一次提到爱德华和奥利维耶之间的性关系只是简化成两行，再次表现出某种清教徒的隐忍：“‘在你身边，我快乐得不想睡去。’他直到早晨都不让我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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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本书的评论更丰富，触动了发行量大的报刊。毁誉参半，著作的文学品质被注意到，但同性恋人物被认为太多。有些人开始怀疑性倒错是纪德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偏执。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本书是闷人的，很难有大的影响，但另一些人却担心读者的反应。保罗·苏代在《时代》（1926年2月4日）概括了这种整体感觉：“噢！书里的用词并不露骨。一切都很谨慎，经过掩饰，一个天真的读者可能根本不明白谈的是什么。但这太明显了。真的，这已经变得无可忍受了，尤其这种严肃的、干瘪的多愁善感。这种绕弯子多么可笑！我们别谈什么古人了吧！风俗已经改变！而且我们已经受够了，超过了限度。”这篇文章引起《边缘》杂志一次关于“文学中的同性恋”的调查，调查结果在1926年3月15日发表。杂志编委会制定一份文卷发给几个作家。主要向他们提问是否“对同性恋的关注在1914-1918年战争后发展起来”，是否同性恋人物在文学中的引入可能对风俗和艺术带来不良后果。多数作者同意同性恋文学从战后发展起来，尽管有些人如米歇尔·佩回忆起在世纪初女同性恋文学传播很广。对于一些人如热拉尔·博埃而言：“马塞尔·普鲁斯特就像是这个小部族的弥赛亚，利用一种天才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另一些人质疑心理分析。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文学只再现社会的演进。比如亨利·巴比塞就在同性恋文学的发展中看到社会退化的证明，将之归入“知识分子堕落群体”。他呼吁青年民众纯净自己的心灵。安德烈·比利声讨“因战争引起的神经衰竭，所有体育运动，所有当代艺术中的用脑过度”。夏尔·德雷纳从中只看到浅薄和“嬉闹”，甚至他认为对性倒错者判“鞭笞和强制劳动”。对于克莱芒·沃特尔这仅能“让布尔乔亚吃惊”。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危险不足道，他们满足于叹叹气或者嘲笑同行。让·卡苏对这个问题未表现任何兴趣，安德烈·比利和皮埃尔·博纳尔迪认为应该让人们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很谨慎，解释说自己既不反对也不宽容。安布鲁瓦兹·沃拉尔作为好天主徒不读这类作品，莱昂·韦尔特厌恶这一切，也选择弃权。但是存在一些狂热分子决意要铲除祸害，依靠审查制度，甚至是焚书，夏尔·德雷纳断言：“我未能注意到同性恋在文学中的发展，因为所有与此相关的书都立刻被我毁掉。”罗伯特·朗多也要求阻止同性恋者扩散“他们特殊文学的细菌”。另一些人，如夏尔－亨利·伊尔什主张医生和立法者联合起来扑灭“这种让人厌恶的变态”。卡米耶·莫克莱尔惊呼：“想象一下男人之间的性行为，试试别呕吐出来！”他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得出结论，无意中揭示出公众舆论在同性恋者与外国人、叛国和国家威胁间建立的联系：“我们已经忘记了德国佬，我们还会忘记这些鸡奸者。”乔治·莫尔维尔呼吁回归秩序和民族复兴：“当法国重新回到应该的样子——靠一个人和一根棍棒的统治，这些坏风俗会自己消失。”他补充说：“‘男人主法律，但女人主风俗’，拉布吕耶尔说过。有一天当健康而勇敢的法兰西妇女把招眼的娘娘腔和卖弄的兔儿爷从沙龙里驱逐，抽一耳光，风俗会立刻改变。而男人将会主法律。”讽刺杂志《奇想》1926年4月15日出版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了论战的新意。谴责仍然不可避免：“我们受够了屁精文学。”

纪德1926年10月出版《只要种子不死》，跨越了揭示自身同性恋的最后一步。他致信给批评家埃德蒙·戈斯为自己的态度辩解：“亲爱的朋友，我讨厌谎言。我无法赞同这种约定俗成的伪装，系统地乔装X的、Y的和其他人的作品。我写作这本书是为‘开个先例’，作一个坦承的榜样，启发一些人，安抚另一些，迫使舆论认识所不知的或者不顾对心理学、伦理、艺术和社会的损害而假装无知的东西。我之所以写作这本书是因为我甘愿被仇视也不愿因做我所不是的人而被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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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种子不死》构成可贵的见证。在这本书中，纪德坦承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他分析了自己的历程，对同性恋的觉醒。虽然纪德似乎有时会为自己缺陷抱歉，但另一些时候却为此自豪，以用艳史来震惊读者为乐。这部自传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他的历程，他在同性恋道路上缓慢的进展。他回顾了在中学时最初的情感骚动，他的特异性的突然显现：“我与其他人不同！我与其他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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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向母亲承认。但是他是在突尼斯与阿拉伯男孩阿里和阿特曼有了最早的鸡奸经历：“在这称为罪恶的门槛上，我可曾犹豫？没有，如果艳遇是以我的美德战胜结束我会很失望，我蔑视德行，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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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屈服于肉体的召唤，纪德偏离了清教徒的教育，放纵于异教价值。因为一心要说明同性恋不是一种负担，他用田园诗的方式展示他的艳遇。他的诱惑企图总获成功，尤其在北非，他的伴侣们的驯顺引人遐思。纪德的情节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梦幻世界里发展，他的同性恋欲望总被人领会、预见、满足，没有任何障碍拦路，除了自己的顾虑。报界对《只要种子不死》的反应是温和的。几位批评家赞扬纪德的勇气和真诚，但另一些人，如苏代和古尔蒙指责他袒露私生活。亨利·德·雷尼耶在《费加罗报》上的评论是不利的。对安德烈·纪德的攻击在弗朗索瓦·波尔谢的《不敢言明的爱情》（1927）出版后重新开始。皮埃尔·利埃夫尔在《诊疗床》1927年7-8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是导火线：“我们将纪德的作品归入这类因目的而败坏其整体乃至源头的东西。这是一种大家已不愿喝的饮料，因为它的回味恶劣。浪漫晚餐最后的犯罪警告使人忘记所有先前得到的享受，因为你们被下了毒，先生们。正是这种变态的乐趣，加上对儿童的贪恋——对此我们不用希腊语学名称呼，使他对败坏的男童、小偷、偷猎者、杀人犯、骗子、盗窃犯和其他伪币制造者充满宽容，他恭维他们的恶劣习性，这一诲淫的和腐朽的群体充斥他的作品像一个罪恶天使大合唱。”

虽然他的小说为同性恋辩解，而且《哥利东》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之书，但如果声言纪德从事斗争活动是错误的。他的言论是一个知识分子从一定高度为自己的特异辩护。他论证的最终目的是说明同性恋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宽容，而且同性恋者是独特个体，他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高于他人。当然，纪德有理由对当代人的缺乏勇气而愤怒，他们留下他在第一线孤身奋战：“X和T到处说他们已假装够了，他们今后决心坦率说话，无视公众舆论，破釜沉舟云云。但他们不破也不沉，他们都留着。他们吹嘘的勇气是廉价的，不破费他们的所有。而且，在他们给我们的新书中，他们注意自己的‘表白’的隐蔽，只有有心的读者才能读出含义。因而他们如果以后要重皈正道或竞选院士根本无需收回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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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自己从来未能消除犯罪感，在他向罗杰·马丁·迪·加尔的告白中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他向他坦承自己是世代清教徒的产儿，并总结说：“我为他们付出代价，我是对他们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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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倒错》，同性恋刊物的孤立企图



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没有形成任何同性恋运动。但是，一份同性恋刊物创办，昙花一现，它以德国为样本。这并非法国的首家同性恋刊物。1909年，马克－安德烈·拉法洛维奇和雅克·德·阿德尔斯瓦德－费森已经创办了《阿加德谟》（Akade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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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倒错》（Inversion）杂志是由居斯塔夫·贝利亚和加斯东·莱斯特拉德于1924年创办。贝利亚生于1896年，是独身的办公室职员。莱斯特拉德生于1898年，邮局职员，与一个织毯匠24岁的瑞士人阿道夫·察恩德一同生活。但首先应注意到，这是从边缘自发的，与巴黎的同性恋群体无关。杂志既没有文艺为依靠，也不传播医学。当然杂志也受时兴的理论的影响，但并非同性恋专门团体的机关报。实际上，这份唯一的法国同性恋刊物是无名者的作品，不享受任何外部的援助。杂志在布甘维尔街1号匿名出版。价格很高，1.5法郎，是豪华杂志，面向有限读者。杂志在报亭有售，但也可以订阅，用隐蔽信封接收。在被禁止前只出版了5期《性倒错》。首刊于1924年11月15日出版。《性倒错》宣言“不是作为一份同性恋的杂志，而是为了同性恋所享的杂志”，“我们想要向性倒错者呼喊他们是正常和健康的，他们有权利享受人生，对于异性恋者创造的约束他们的印象和感受、压制他们的欲望、克服他们激情的道德，他们毫无亏欠。”各位与同性恋者圈子接近的作者参与了杂志工作，比如同体论的“理论家”卡米耶·施皮斯和作家阿克西洛斯，但没有任何头牌人物助阵。《性倒错》直接从希腊榜样得到启发，如同德国的《唯一者》一样对古人多有引述。杂志求助于德国运动，传播希尔施费尔德和德国性学家的科学发现。同德国的同性恋杂志一样，提供关于同性恋的多种主题的全貌。在第一期中，有一篇关于奥斯卡·王尔德案件的文章，一些医学文章，一篇关于鸽子的性倒错的文章，新闻剪报和传统的不起眼的小启事。启事从第二期就消失了。这一期宣布下期更名，从第三期起，杂志本应取名《同性恋》（Urania），比较不引人注意。但这一改动未能实现，因为对其有伤风化的调查已经开始。在第四期中，德国的影响非常明显，发表了一篇努玛·普雷托里乌斯关于德国同性恋的文章。还有一份对读者的调查：“《性倒错》杂志伤害风化了吗？依您看反对这份杂志的公开宣传是否构成对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桎梏？您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看法如何？”几位名人回答，表达对同性恋宽容的看法，主要有苏珊·德·卡利亚斯（梅纳尔卡斯）、克罗德·卡安、亨利·马克斯、哈夫洛克·埃利斯、卡米耶·施皮斯和欧仁·阿尔芒的亲信乔治·皮奥什。杂志随后遭禁，但仍成功地以《友谊》为名出版了新的一期。其中主要可以读到阿道夫·布兰德和《唯一者》的合作者St Ch. 瓦尔德克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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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招致了竞争者的嘲讽。除了欧仁·阿尔芒的无政府主义刊物《界外》，其他报刊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幻梦》更是将《性倒错》当作靶子。以《让我们做法国人！妇女万岁，妈的！》，照例对“性倒错者”进行揭露，他们已经充斥各处。该杂志明确表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毒害”，要求回归法兰西的异性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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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笼》则从中看到了德国印记。
 

〔278〕



 所以《性倒错》停刊并未引起多少骚动。威利在《第三性》中嘲讽地说到这种法国的不幸：“我并不惋惜《性倒错》停刊，他们太傻。但不管怎样必须了解公共秩序的要求：要么大家都平安无事，要么把所有罪犯一视同仁都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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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性倒错》，我们找不到任何法国同性恋斗争的迹象。这种特异性当时已经有人觉察到，主要是德国的观察者。努玛·普雷托里乌斯（欧根·威廉的化名）在1922年《中间性别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法国的同性恋》中对这种特殊性作了长5页的论述。他推想法国的同性恋者少于德国，但他也强调了缺少反同性恋的法律和对女性的神化，他认为这是法国特色的。同样，威利在《第三性》中也注意到：“这一条款［第175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兔儿爷们觉醒并组织起来，作出牺牲的姿态，有所要求，甚至将不少异性恋争取到自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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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法国存在一种有组织的同性恋亚文化，但却没有斗争，法国同性恋者仍然是固执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由于社会环境比邻国更为有利，但也是由于某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围绕同性恋的争论仍局限于文学领域，被视为与政论写作和社会论战不同的领域。言路的稀少解释了为何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会被看作同性恋事业的使者。谈论同性恋已经是一种斗争行动。然而，法国的同性恋知识分子并没有统一战线。普鲁斯特和纪德捍卫互相对立的假设，法国同性恋生活的另一个标志人物让·科克托明确表示反对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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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但没有为法国的同性恋者带来进步，同性恋名人的显著性构成一种缺陷，加强了把同性恋看作局限于感觉错乱的知识界和资产阶级精英的恶习的观念，使无名者的自发行动陷入瘫痪。

*　　　　　　*　　　　　　*

20年代，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这一提法有其合理性。这一时期同性恋组织增加，德国的同性恋斗争到达顶峰。然而，成功应该相对地看。除了刊物和宣传册的丰富，议会的院外影响，他们仍然遭遇到主要领袖间的意见不一、误解和敌对，缺少共同的纲领，甚至是对同性恋一致的定义。排除了女同性恋者，她们在运动中的影响几乎没有，这是德国同性恋群体离心离德的又一证明。无疑应该能从这些分歧中找到斗争的政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在性解放的背景下同性恋亚文化繁荣，而对权利的争取看起来只是次要的、令人生厌的和流于形式的。这种轻疏在魏玛时期无关紧要，但到1933年后却具有悲剧意义。然而，也不可以贬低这些对同性恋的组织和肯定的尝试。作为先驱者，这些运动永远是勇敢的、有气魄和充满生气的。它们证明了群体的急迫渴求，他们在欧洲首次成型，但也表现出主张的多样性。身份认同的选择可以通过反对的斗争，如同在德国，可以是颠覆性的融入，如同在英国的情况，也可以是法国享乐的个人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男女同性恋的自明方式。




第三章





价值的翻覆：同性恋崇拜



就2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特色而言，斗争积极分子的组织无疑是最显著的一个侧面。但是，如果要解释同性恋运动的高峰、其文化影响、其在公众舆论中的反响，就必须转向一个不那么显著却更能代表这一时期特色的现象：在英国上层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中一种同性恋榜样的传播。

尽管与德国同性恋生活的繁荣关系紧密，“同性恋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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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国特殊的东西，特别对应的年份在1919-1933年间。替代对于同性恋传统的怀疑的是在某些社会范围内的一种宽容，很快便表现为一种肯定，继而成为一种崇拜。同性恋在公学（public school）、大学、知识分子圈子中传播。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品味、一些阶层和圈子里的一种认同手段。英国的同性恋崇拜充当同性恋在英国体系中进取的基础，入侵写作领域，不知不觉中塑造着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力量的胜利或者对同性恋群体的宽容。而且，这些只关系到少数的女同性恋者，在法国和德国的反响也非常有限。然而，尽管有其局限性，同性恋崇拜构成对传统制度体系颠覆的一个独特现象，要求肯定一种正面意义的差异。事实上，30年代中期的回退并不是完全的退步，因为至少有两代青年的教育被这种亲同性恋的气候扰乱。




被诱惑的少年：公学中的同性恋



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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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长久以来（至少延续到60年代男女同校的引入）都是罪恶的温床，在那里同性恋是司空见惯的。这并非英国的专利，寄宿学校、教会中学都有这样的坏名声，这通常与封闭的住所和大规模的群居相关。然而，英国的公学从多方看来都是独特的。首先，对于主要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公学是唯一的就学方式：与法国和德国不同，那里的儿童有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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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儿童在寄宿制中教养，只与伙伴们分享生活。他们与父母的联系很少，除了在假期。他们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与女孩子也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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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如同我们所见，等级和自治的作用使学生之间织起亲疏联系。总之，英国的公学通常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不同时期的学生可能会认为表现同性恋关系是最时髦的。而且，这一主题在英国文学中很普遍，虽然学校的领导者和教育当局对之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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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应该对这种大大超过简单的“特殊友谊”的现象进行探询，如果视其无关紧要将是轻率的。公学部分地决定了学生未来的人生，构成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个参照。由于把少年期的同性恋经验视为平常，助长了成人以后有较大的宽容。公学在精英中传播同性恋崇拜，为公开的同性恋行为打通道路。



公学，同性恋崇拜的摇篮



公学接纳年龄约10-18岁的少年。寄宿制度几乎影响到所有学生，他们在6年中每年大部分时间共同生活在一个纯粹男性的环境。在一个完全性觉醒的年纪，这样的生活状况对性和爱的发展不算有利。虽然假期是结识异性的有利环境，但男孩子并不总能把握。他们按照“公学”中严格的荣誉规则教养成人，他们有歧视女性的倾向，或者至少对她们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浪漫的和情爱的友谊在学校内部发展并不让人吃惊。

公学一直都是性放纵的场所。尤其是在伊顿，宿舍（“长房间”）里睡着52个学生，是著名的性凌虐和性嬉戏的场所。家长们被极力建议不要把孩子送到那里，如果他们的健康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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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18和19世纪，放纵和虐待在这些学校中司空见惯。二三十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但是，情爱的激动仍然笼罩着这些宿舍。分配单人房间由达廷顿和伊顿开始，却方便了性行为。在罗宾·毛姆的自传《逃离阴影》中描写了他1929年在“伊顿”的生活。他14岁时同一个同学有了第一次性经验：“——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疯狂地爱上你，德鲁说，疯狂地爱上。……——等到明晚，我迟疑地说。给我时间想想。但就在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了现在是我想要……这个男孩坐在我的脚头。他突然站起，我害怕他会离开。但他没走。他缓缓脱去睡衣，扔在一把椅子上，裸露着对着我。他的肩膀很丰满，皮肤光滑，腰和大腿那么细使性器显得粗大得下流。‘我求你了’他说。……我笑了，因为我很快乐。我知道我自身一部分所一直向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好吧。’他慢慢地、平静地钻上我的床，用胳膊抱住我的脖子。我抱紧他柔软的身体。他的胯很热很光滑。我真想留在这种奇妙的状态里，平静中混着我从未领略的至乐。但很快德鲁的身体开始动，他转过身去，我可以抚摸到他瘦削的脊背和丰满的肩膀。这时他拿起我的手，引导它，我们的身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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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是否时尚要根据学校和年代。只要在一届学生中有大比例的男孩达到性成熟就会使这些活动推广。昆廷·克里斯普记述，在他的公学中通常每学期最后一天都会是放纵之夜。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也回忆起“贝奥蒙德”的大宿舍里的气氛：“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想起一个画面，在我们运动后更衣的房间里一个稍大的男孩抵着一个较小的手淫，在一群崇拜者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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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西尔·比顿1918年1月进入哈罗，在那里呆到1922年，据他说每座房子情况不同。有些房子很少有性，另一些房子“明目张胆的恶行”占上风。比顿本人获得了坏名声，因为他英俊，大家为他假设了很多艳遇：“我在哈罗是平静的，弱小的，有些女性气质的。我从没玩过足球和这类运动。我穿得很好，我想穿得漂亮因为我喜欢，有些可怜的家伙认为因为我不可思议地漂亮和迷人，我一定是个小婊子，穿得漂亮是为了与人出去。这使我感到难受，我做的所有事都被理解成坏的意思……多数人惊人地放荡，与成堆的人睡，但我不。我只跟G（戈登·费尔－克拉克）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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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届学生之后可能接着一届比较克制的，甚至是反对同性恋的。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1919-1933年的特别之处在于同性恋似乎无所不在。那个时代的一名证人讲述：“我在学校很开心。我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在那时，同性恋是好事。几乎所有男生都与其他人有过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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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在昂多公学，当桑德斯顿校长问有谁向同学传小条，学校中一半人起立。黑尔斯伯里的一个老学生，当被问及他在1921-1926年间的学校生活，他解释说：“有很多的性，很多。我也有过，但我还想要更多。你递给某人一张纸条：‘你想跟我去高地散步么？’如果他同意，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同好。男生们喜欢通过别人传信，如果他们住在不同的房子。大家没有很多时间。要赶快。晚饭和自习之间是做爱的理想时间。可以和自己找到的人溜到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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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学中的同性恋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不排除极端暴力的。G. 洛斯·迪金森谈到在查特豪斯公学的野蛮行径。在威灵顿，30年代一些男生被强奸。同一时期在贝德福德，一个老学生承认他和一些同学定期对一个叫纽的同学手淫。有一天，他们发现天花板上两根裸露的电线。他们把纽举到电线的高度，用一把军号放在电线和男孩阴茎之间：“有一道可怕的闪电，他惨叫。我向你们发誓他的鸡巴变了颜色。我至今能听到他的叫声。”另一些手段没有这么危险。J. R. 阿克利如此描述了一个学生经典的性爱历程：“我那时是个有天使般举止、闪亮的大蓝眼睛的小男生。我的第一个外号叫‘小妞’，年长的男生很快就开始追求我。班长看起来像个男人而不像男孩，整个学期他都习惯晚间坐在我床上，一晚接一晚，求我让他做，对我嘀咕一些话吓得我流泪。我不记得自己何时开始手淫，但那是我首次恋爱。一个叫祖德的无耻而逗乐的男生，他上课时坐在我旁边，他拆掉了裤兜的缝线。这样他的手和他同好的手可以直达里面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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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知道有多大比例的男生之间有性关系。约翰·盖索恩－哈迪提出25％的学生定期做爱。可以肯定在情爱激情以外，同样建立起更“浪漫的友谊”（romantic friendships）。实际上，害怕被发现，加之害羞和按年纪分隔使性关系比较困难。约翰·贝杰曼讲述：“唯一让我坚持的事就是爱。我本来也许永远也不会碰一个人。那时我想我会进监狱或者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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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以比较自然的方式看，男生们仍然太年幼，太羞怯，太害怕，不敢付诸行动，即使是跟自己喜欢的男孩。作家兼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回忆了一次流产的经历：“我想，我向你提过，我的致命的挫折，我们最后的一夜在浴室里，当他想拥抱我时，我是那么羞怯和笨拙，当时他的腰上围着浴巾，他额上的棕发闪亮，他的胡桃形的眼睛非常温柔，他的小嘴唇半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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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的差异只反映性发展的一个不同阶段。在学校中，早熟、群居与最纯净的贞洁相伴，有时是由非常崇高的感情维系，是不玷污初生的爱情的愿望。其中一个男生应该是年轻、漂亮，如果可能的话是来自另一个社会阶层。他需要保护，某种程度扮演女孩的角色。首先，年幼男孩和大孩子之间的关系保持着纯净。欲望的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征服意中人所面对的众多困难。有时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起的关系也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待。T. C. 沃斯利在一所著名的公学（他未提供名字）做助教时注意到：“在那里，多数老师也程度不等地有明显的同性爱。”
 

〔296〕



 沃斯利本人是同性恋者，他清楚地描写出教师面对自己的爱恋和欲望的处境：“这是我的职位的缺陷，因为我不如更谨慎的同事那么能控制自己的表露，但也许尤其因为我对此有意识。并不是我真有犯错的理由，因为我对任何男孩都没有欲望，即使是对那些我最后‘爱上’的男孩。而我的同事们也是同样情况。我们最终发现其中只有一个行为丑恶。”
 

〔297〕



 似乎确实有相当比例的“公学”教师是同性恋者，多数从未实现他们对学生的倾向。沃斯利推想主要是因为那里一直占上风的同性爱的气氛：“我从运动场的仪式中发现的广义的同性之爱足以满足我的性倾向使我能将之保持‘纯洁’。”
 

〔298〕





在女子学校中，框架比较相似，虽然缓和些。主要是学校没有那么多，见证稀少，丑闻很少，而且更难下结论。性关系似乎比男生中少得多，虽然每所学校都有女同性恋的案例。但是没有任何见证提到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相似的放纵的场景。最普遍的现象似乎是种迷恋（crush），一种年幼女孩对一个稍大的女孩的单方的恋情。如同在男生中一样，这种浪漫友情是按照异性恋的构架铸成。年长的女生代表男生，但她也可能是一个女英雄的化身，或代表不在场的母亲的角色。年幼的女孩对她表示依恋，为她拿作业本、书籍，在她枕头下放糖果或为她铺床。无休止的讨论分析爱人的服装、言谈、动作，但每个女孩秘密保持一种效忠形式，是她个人对爱人崇拜的供奉。关系是十分纯真的，一个微笑，一句简单问候足以成为一星期的快乐。似乎性关系恰恰意味着爱恋过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对爱人的替代。年龄和威信的差异加强了欲望。15岁时，暗恋的对象更多是女教师，学生们争夺宠爱：“——西班牙语老师是朱莉小姐一伙的。——你们想得到么，另一个说，德语老师是个寡妇！——对，头一个又说。但这个是卡拉小姐一伙的！”
 

〔299〕





同男孩中间一样，教书似乎吸引了数目众多的女同性恋者。在英国，如同在法国和德国，教师必须单身。这些女性通常教书，因为她们未能结婚，她们的态度有时透露出一种对男性报复、恐惧和反感的感觉。但对于学生，她们代表着社会成功的范例，这增长了她们的威望。这部分解释了在“公学”中成长的女孩对同时代男人感到的常见的恐惧和厌恶。当她们离开学校，她们请求最喜欢的女教员写信给她们。老师很乐意，通常借此给她们提些建议使她们能够对付外面的世界，不会屈从它的诱惑。



体制的暧昧



公学中的性状况显示了制度的虚伪。虽然有清教的镇压性的言论，似乎某种放任占了优势。少年同性恋行为被看作无关紧要，几乎是性生活的必经之路。
 

〔300〕



 然而，后维多利亚朝言论的卫道狂热在这些机构中达到极点。比如查特豪斯公学的校长“对性丑行（手淫）做了含糊的、令人不安的评价”。
 

〔301〕



 对手淫的恐慌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对之有专门的布道文，男孩们祈祷能从中解脱，他们必须就这一主题忏悔。为了与诱惑斗争，学校有时会实行非常复杂的制度。比如在罗塞尔公学，教师无权与一个学生单独呆在房间里超过10分钟，而且必须开着房门。年长的学生必须远离年幼的，所有学生都在持续的监视之下。所有与性相关的都是无情镇压的对象。所有被看作是危险的著作都被禁止，比如D. H. 劳伦斯的作品。在昆斯伍德，一所女子学校，在30年代《飘》是被禁止的，学生通信要检查。T. C. 沃斯利在马尔伯勒的老师解释说：“你可能会看到一种白色物质从你们的隐秘处流出，沃斯利。不要担心。这只是一种病，就像麻疹。”
 

〔302〕



 校方处理他们认为是大规模犯错时通常表现得很严厉。在兰辛，汤姆·德莱伯格被小男生向校长揭发他晚上骚扰，被取消了“学长”（prefect）
 

〔303〕



 资格，学期的剩余时间被隔离起来。实际上，浪漫友情有着禁果的魅力，这种游戏使学校生活的常规被动摇。正因如此它不大可能被抛弃。昆廷·克里斯普就讲述了他的学校里一起同性恋丑闻的故事：一天晚上，一个男孩穿过整个房子去他朋友的宿舍。如克里斯普所述，两个男孩本来可以毫无危险地在白天找个偏僻地方会面，但这种挑战、面对危险的气氛激发了欲念。这个男孩被抓住。他在全校面前遭到责打。结果是在这个男孩周围发展起一个“崇拜者团体”，他被当作英雄而更令人向往。为了结束这一切校方把他开除了事。

在兰辛做学生时，伊夫林·沃企图讨论关于同性恋的话题。为此，他在校刊编者按上发表了虚构的一个来访者和一个像他一样的男孩的谈话。他想借此说明学生之间的激情友谊不一定是败坏和混乱之源，校方错误介入了一个与他们无关的领域。他的哥哥亚历克曾经在数年前通过其获得成功的小说《青春隐现》（The Loom of Youth）
 

〔304〕



 （1917）攻击公学。在一本不大有名的作品《公学生活：男孩、父母、老师》（1922）中，他仔细描写了公学中的同性恋，为浪漫友情辩护，揭发关于这一话题的虚伪态度。
 

〔305〕



 他认为“公学系统在这方面是违反自然的，应该可以料到会有违反自然的结果。”“公学”阶段标志着性发育的一个阶段。“多数学校中活跃的不道德行为发生在15-16岁的男生中间，而不是像常常想象的那样发生在小孩子和大孩子之间。”同性恋首先是一种从众行为：“一所公学中的一切都必须符合一个模式，有规则来很好地处置任何局面。友情如同个性都由一个模子来铸造。”正是围绕同性恋的无休止讨论维系了对它的兴趣，保证了这一现象的衍生。沃同样指出公学中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被忽视的一些侧面。首先，在一些18-19岁男生宿舍中只会营造一种有害气氛，因为在这个年纪性冲动必然更需要生理满足。再者，浪漫友情可能会对男孩造成有害后果。比如，一个小男孩成为一个大孩子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推到学校等级的顶端，他认识另外的大班男生，成为特权的对象，同班的男生忌妒他或憎恨他，他与现实失掉接触。当他的保护人离开学校，他将发现自己独自一人，一文不值。而且，爱与性的持久分离可能导致成人后的生活困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沃为男女同校辩护，他特别提出了对这些问题自由讨论，对公众进行宣传：“如此之多的无知需要驱除。母亲的无知，父亲的无知，他们自己没上过公学，学生们、校友和教师沉默的密谋。关于不道德主题的谈论太滥，却又不足。学校老师向我们保证这种现象的出现纯属偶然，但他们对之的态度是一个医生怀疑病人患了重症，不断观察他，为了探知症候。”

这些对同性恋进行讨论的企图并非孤立，也不仅仅来自学生。比如沃斯利作为助教曾试图借助几位年轻教师、“学长”、学生来与老教师的顽固精神斗争，他称他们为老卫队：“霍夫曼比任何人都坚持一种暗自的疑惑，认为只要有一线机会，性罪恶就会在学校蔓延。塔尔博伊用一句话来形容他：‘霍夫曼盯着每个男孩，就像在怀疑他们怀了孩子。’这真阴险，在空气中感觉得到，让人厌恶。这就是老卫队抵触所有自由进展的根源。”
 

〔306〕



 老卫队以抓有同性恋嫌疑的学生典型而著名。学校的气氛不仅恶劣，充满了报复和怀疑，而且还被告密、“性错误”批判、“召唤哭泣的家长”和“反恶行运动”后开除所毒化。沃斯利认识到这种持续暧昧的状况，他了解为学生辩护并不比竭力责难他们更好：“我准备以道德的愤慨来反对霍夫曼对性问题的态度，却没有发现我的宽容态度的理由可能是可疑的。”
 

〔307〕



 他的斗争首先是通过揭发教师对学生生活的无休止的审查和他们对学校的专制控制。当校委会讨论是否应该取消在学校内必须戴帽的规定时，老卫队坚决反对，沃斯利指出这些教师的执著是因为帽子上丝带的颜色因宿舍而不同，使他们能够借此很容易抓到与别的宿舍男孩交谈的人。戴帽子很快被废除，而且宣布学校中所有学生可以自由交谈。在另一个场合，一位性学家被请到学校发言：“因此造成的羞辱感是不可思议的。但使这个问题更加羞辱的是当这位性学家来的时候说自己是个女人！”
 

〔308〕





无论其形式，公学构成一个同性恋主要的传播、讨论和理解的场所。对同性恋的担忧如此深重以至于校方希望即使学生离校仍然影响他们。当西里尔·康诺利离开“圣西普里安”后仍然受到神甫和校长惯常的“播种善因劝诫”：“我们前往一个诱惑的世界。我们必须举报任何企图上我们床的男孩，决不与同校男生一同走路，绝不同比自己大一岁半的男生做朋友（或者更小的），特别是不要玩弄自己。”
 

〔309〕



 面对这种想在公学中保持高度道德水平的愿望，同性恋的大规模传播是引人思索的。在伊顿，威廉·科里赞成对美的崇拜，尤其是个人对漂亮男孩的崇拜。他自己与某些学生有着浪漫友情。某些学校，不仅是公学，可能成为同性恋的家园。瓦伦丁·阿克兰转到一所职业学校——伊斯特本的“家政训练学校”，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女同性恋的世界。校长是一个“男人”，其他的女教师鼓励“迷恋”（crush）和“热恋”（pash）。
 

〔310〕



 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要能避免丑闻，学生的性关系是被默许的，甚至得到赞同，对于领导者来说，最主要的是培养“绅士”，尊崇传统、效忠国家的英国公民。这种敬意从公学就学会的，由于老学生对学校的依恋和成年后形成的“老校友网”（old boy network），一种类似大学中共济会的东西使老学生得以重聚，在社会中互相找到或者是在职业生涯和社会晋身中互相提携。这种友谊和忠诚关系以简捷的方式凝铸了学生未来对他们祖国英国的忠诚。男孩们被号召以后共同领导国家或者至少为学校中灌输的理想而工作，他们之间的同性恋的、强烈爱意和生理激情的关系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组织。

以社会凝聚为名义默许同性恋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新生配学长”（fag and prefect）
 

〔311〕



 制度。本来是用来保护年幼学生免于年长学生欺负，很快就成为一种奴役，不排除性奴役。这使得公学越发由“学长”自治，教师和主任不再直接插手关系和纪律问题，这有时会导致过分行为。男孩们互相非常依赖，学习着去领导，获得责任感，但仍被广泛的情爱感情联系在一起，正如直率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证词所指出的：“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两个新生做打扫。两个新生叫贝里和达令。每次我在走廊里叫‘贝里，达令’或‘达令，贝里’都让朋友们觉得好笑。我和多数同学一样不善领导，与另一些比就更不行了。开始时本着友好的意图，很快我变得不稳定，为一些臆想的叛变征兆不满。我的情绪好与坏的交替使我的两个手下狼狈不堪，我通常的表现就像任何一个部门的小头头那样。我们学校中办公室的执掌者可以打他们的手下，我们甚至被鼓励行使这一特权。”
 

〔312〕



 总的说来，领导者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似乎特别虚伪。性作为所有禁令的对象变得尤其让人向往。公学男生为性所困，由此反映出“后维多利亚朝”体系核心中的基本矛盾：“任何人不得手淫，而所有人都做。所以所有人都变成白痴，没有人能免。同性恋的引诱是一种罪，然而却在肆虐，无法抵御，哪怕是优秀的教师。”
 

〔313〕





1919-1939年间在公学中进行的同性恋是否造成学生形成同性恋倾向？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确实一些有过深度同性恋关系老学生后来结了婚，并坚决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一个黑尔斯伯里的毕业生这样回忆说：“噢，对，有大量的性。这会让你成为同性恋，当然不会。我那时认识的最积极的人变成了出色的泡妞老手。”
 

〔314〕



 同样，亚历克·沃在《快乐》（1921）中描述了一桩走向终结的浪漫友谊。步入成年和社会是通过婚姻和异性关系。谁要是不明白学校只是插曲那他就完蛋了：“他应该对他说出将会发生的事。他将会忘记梅里克，爱上一个姑娘，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序幕。”
 

〔315〕



 但那些因求学经历而揭示未来的同性恋行为的人的名单也很长，单一的同性恋或者成年后保持双性恋。
 

〔316〕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公学不生产同性恋，却可能使男孩们了解自己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因而使许多男孩确定了自己的性认同。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对同性恋的谴责。一旦成为社会活跃的一员，毕业生们可能难以承认他们有时认为是年轻时的错误的东西。比如西里尔·康诺利在致伊顿旧友诺埃尔·布莱基斯顿的信中意图向他证明他们的关系从来是正常的，他们从未曾是同性恋者。当西里尔·康诺利在36岁结婚时，他承认：“当然，问题是我在感情上仍然是同性恋者。”
 

〔317〕



 所以，极大的不理解存在于两性之间，这部分解释了经常性的婚姻失败和资产阶级中的性的不满足。男孩们的遗憾之上还要加上女孩恐惧和遗憾。马莎·维奇努斯认为：“许多妇女似乎是在少年期找到了比她们对男子的爱更完整的爱情。”
 

〔318〕





体制对少年同性恋的暧昧有着双重后果：因为接受特定年纪的同性恋行为，以后要打击就变得困难；另外，有了经验的学生有在未来继续的倾向，至少用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英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在各方面都是同性恋的，除了在他们的性生活中。”
 

〔319〕



 这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揭示的，集体去俱乐部，去狩猎，去城里，他们生活在单一男性的环境，努力重建公学里的气氛。之所以20年代同性恋成为时尚，同性恋者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那首先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与之秘密联系在一起。



失乐园：英国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崇拜的根源在于英国的教育体制，在事实上宽容了同性恋行为。其传播首要通过对少年之爱的褒扬，由公学文学和老学生们的回忆所神化。这是英国的特殊性。确实，虽然法国和德国的寄宿学校也有同性恋行为的多种见证，但少年之爱并不造成同样的迷恋，同性恋从好处讲被看作一个必经阶段，从坏处讲是败坏的教育体制造成的恶果。为了理解英国模式的特殊性，研究其在邻近国家的反响看起来是有益的。

在法国和德国如同在英国，中学被教育当局看作是一个危险场所，助长同性恋的滋长。在德国，学校中展开过一些调查以确定同性恋行为的比例。1928年“国家教育、文化、科学部”发表一份总结题目为《中学校中的猥亵行为和纪律处分》。调查在1921-1925年展开，针对552名学生，467名男生，85名女生。调查统计出总共36名男生有同性恋行为，而没有一个女生。这是一个很少的结果，应该将未被发现的案例考虑在内。调查的作者区分出两组，年长的男生，他们是主动的，与处于被动的年幼男生交往。通常没有性行为，仅仅是相互的激情，亲吻、抚摸。还有一组是“受成人诱惑的牺牲者”，他们被礼物吸引（戏票、烧酒等等）。这些结论在1936年格哈德·赖因哈德·里特尔的《德国民众教育中的性问题》中被重新提起。他强调在他看来中学中的同性恋行为的比例很高，但他认为只是习得性的同性恋。事实上，很难确定法国和德国学校中的同性恋比例，因为毕业生对这一问题的见证很少。某些经验似乎可以当作参考。比如戈洛·曼在其回忆录《德国的青春》中非常自然地谈到他少年期的恋情：“一天，在学校或是在院子里，我看见埃利卡和克劳斯同一个男生在一起，我喜欢他，但不知为什么。但打那以后，我恋爱了，没有理由也无法言传。这是我对那些课间休息院子里的大男生的第一次恋情，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这是我旧习中的又一个因素。”
 

〔320〕



 在沙乐姆学校，尽管这是由库尔特·哈恩领导的男女混合学校，但校方对任何同性恋威胁都表现出恐惧。因为库尔特·哈恩本人就是一个抑制型同性恋者，他对他称为“群居”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当一个学生的手搭在另一个学生的肩上“群居”便开始了。1925年春，一个新生到了寄宿部，戈洛对他有了朦胧爱意。寄宿部主任觉得事有可疑，禁止他们与他前往五旬斋的自行车郊游。

虽然戈洛·曼毫无问题也不曾被怀疑地度过少年时期，这像是一个正常的、过渡的时期，但另一些人却相反，他们被中学的经历持久地打上印记。小说家恩斯特·埃里希·诺特就曾处于施特格利茨中学一场悲剧的中心。1927年6月27日，京特·舍勒用手枪打死见习厨师汉斯·斯特凡，然后自杀。舍勒想要报复他得到一个富有保护人更多恩宠，这个人因为邀请他的被保护人去巴黎旅行而著名。诺特本人也曾经利用过自己的魅力：“我那时看着像是个漂亮男孩，也许我真的是。老头的抚爱不总是那么规矩，但他很衰弱，确实，使他不能给我更具体的恩宠。”
 

〔321〕



 对于诺特来说，同性恋是平常事，可以从中获利：“然而，虽然公众舆论非常‘假正经’，狎玩儿童在当时的德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一些同学，全是良家子弟，他们定期去拜访一些无耻的柏林佬来赚些零花钱。”
 

〔322〕



 此类见证虽然极端，但却证明同性恋经验在德国学校中相对普及。

法国学生也不例外。在《白皮书》（1928）中，让·科克托描绘了巴黎孔多塞中学颇有启示的一幕：“感观不受控制地觉醒，像杂草一样生长。只有破洞的口袋和脏手帕。”然而他指出：“但孔多塞是一所走读学校。这些行为不会达到爱恋。几乎不超过私下游戏的范围。”
 

〔323〕



 在《调皮的孩子们》（1925）中，他回忆了中学中对一个神化了的学生形象的热情：“苍白的学生绕过人群，穿过弹雨杀出一条通路。他在寻找达尔热罗。他爱他。这爱意摧毁他，超过此前对爱的认识。这是种模糊的痛，强烈，对它无药可救，没有性也没有目标的一种贞洁的欲望。达尔热罗是学校里的雄鸡。他喜欢那些顶撞或追随他的人。每当苍白的孩子见到剃光的头发，受伤的膝盖，暗兜的上衣，他就会发狂。”
 

〔324〕





同样，莫里斯·萨克斯在《巫魔夜会》中讲述自己在一所英国制中学受的教育（1919年于吕扎学校）。萨克斯与他的队长经历过一次“贞洁的激情”，后来被一个同学开了窍。另有一个同学送网球拍讨好他。整体的气氛让人联想到英国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s）和小班学校：“一股感性的浪潮席卷了这所中学。淫乱在各班泛滥，不夸张地讲100个学生里超过50人与同学做爱。只有最小的孩子幸免，还有一些品行坚定的男孩自发地排斥这些游戏。年纪大的孩子追求年纪小的。有时在课间休息，我们七八人滚在一团，在仓库的草堆里互相拥抱。”
 

〔325〕



 像别处一样，放纵被熟视无睹，甚至一段时期内受到校方纵容。然后突然重建健康的环境
 

〔326〕



 ：“让人吃惊的是校方竟看不见这些。某一天他们看到一些事情，就进行大规模清洗。如大家所想，我有幸名列开除学生名单，幸亏他们对我们家长很客气，他们并没有知道。我认为这种宽容的理由应该是不少老师，尤其是我们的英国老师都有问题。”
 

〔327〕





因此，同性恋在法国和德国的中学中并非没有。但若要谈到其中有同性恋崇拜却是不恰当的。确实，比较三国的教育体制，有一个重大差别：在法国和德国，寄宿制也存在，但虽然全无男女同校，
 

〔328〕



 寄宿制却不是独一的就学方式。其后果，学生之间的关系较少，受到家庭接续的影响，保持同社会的接触。虽然特殊的友谊可能存在，但发展成一种“同性恋崇拜”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这要求建立一个微型社会，部分独立于成人，并由学生协同形成的一套规则体系来管理，不从者予以排斥。我们可以假定走读制解除了群体权威对学生的影响，只能允许形成“不可避免的”同性恋友谊，也就是说这些男孩不论在怎样环境下都会成为同性恋者。男孩子们在寄宿学校出于模仿、社会压力、简单好奇或信任尝试同性恋，在更自由的学校体系中却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或欲望。因此，同性恋大规模发展和持久影响一代人的机会较少。这就解释了作为个人的不牵涉群体的同性恋结果，“法国同性恋个人主义”与“英国同性恋崇拜”的对立，那是集体同性恋的文化和过往的果实。

对文学的考察在这方面特别有说服力。公学小说几乎是英国文学中一个完整的单独门类，除了直接针对少年的作品，还有这对怀旧的成年人的故事。通过表现团队精神、“光明正大”（fair play）和一个单性社会里潜在的同性之爱，作者使认同变得容易。读者将同性恋经验归整为一种必经之路，一种证明社会融入的决定性考验。非常惊人的是法国文学连同德国文学从来只把同性恋经历看作与团体性的断裂，是对本我的肯定，是特异化的意愿。读者即使从小说中认出自己，却重见弃舍的境遇，可能是极端化的，也可能是隐蔽的（对秘密的爱好、暗语、口信等等）。同性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构成成人社会的一个共同参照。同性恋是沉默的，作为独特经历来体验。一组事例可以使我们验证这个假设。在德国，恩斯特·冯·萨洛曼的小说《士官生》（1933）将与英国在性方面最解放的公学中相同的词汇、约定、规则照搬到一所普鲁士军校
 

〔329〕



 ：“6号宿舍进了新麻包。埃米尔·蒂利希是伙里最小的家伙，但他的肢体柔软，眼中充满生气，他长得不坏。‘一只可爱的兔子’，格勒肯说，我为此恨他。这是我头一次为这样的评论不高兴。我嘟囔说：‘你，你总是立刻就想到那些事情。’他只是表达了一种普遍观点。麻包蒂利希引起所有人好感。”
 

〔330〕



 漂亮新人的到来引起同学们行为的转变：敌对加剧，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与他呆更长的时间：“在游泳池，戈斯拉尔设法把麻包加到他的学生中间。他甚至拒绝表演跳水，这是他平素所擅长的。他真是太卖弄自己游泳教师的身份，通常并没有几个爱好者。”
 

〔331〕



 叙述者施密特爱上了蒂利希，但他担心戈斯拉尔已经得手。他很快便发现他一无所获：“在一次校外散步中，他一下拉住我的手。这先是吓我一跳。他动作很冷静，我先是以为他没有多余的想法。然后到了草地旁边的石板路，由一条神圣约定规定那里只属于高班学生。因为蒂利希走到哪里，所有人都明白我对他动手了。他肯定不是不知道。”
 

〔332〕



 从此，两个男孩体验一种完全古典的浪漫友情。在学生的荣誉规则中，非正式地建立了一套体系等同于英国“新生配学长”制：“他戴着我的友情印记。如果有人伤害他，就是在伤害我。当然，我们之间没有秘密，除了有关感情的那些，一种微妙的羞耻心阻止我们表达。虽然他必须擦亮我的纽扣，整理我的物品，在课间休息时把他最大的黄油面包片给我，这只是既定的传统。但是，作为交换，当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总会在那里。”
 

〔333〕



 施密特像很多公学男生一样，想防止自己的爱恋有任何性的诱惑和任何道德败落的危险。戈斯拉尔这个人物使得贞洁的愿望和学校内的性压力之间的反差显现出来：“当然，仍有可能互相亲吻。但在欲望和实现之间竖起一堵墙。戈斯拉尔那方面似乎受此类抑制。我觉得他的行为粗鲁、低下、‘普罗’，就像我们通常说的。他对蒂利希保持一种喧闹的快乐，在锻炼时粗暴地掐他的屁股，在工作时间，走过他椅子时从来不会忘记亲切地拍拍他的脸。”
 

〔334〕



 这种境况以幻梦结束。施密特发现了蒂利希从一开始就同戈斯拉尔欺骗他，他通过侮辱他来报复。系统却继续运作。如同格勒肯在书中指出的：“一只真正的兔子害怕任何持久的关系。”
 

〔335〕



 小男生在学校的同性恋微型社会中，如果他漂亮，如果他有幸讨人喜欢，他就对同学们有相当的左右。他远非制度的牺牲品，他往往是主要受益者，当他长大后保留拥有自己的“兔子”的权利。
 

〔336〕



 那些浪漫的男生，如同施密特，他们最终对周围的玩世不恭更加感到痛苦。

另一部德国作品更能表现寄宿学校中同性恋的传播，这就是克里斯塔·温斯洛的《曼努埃拉或穿制服的女孩》（1934）
 

〔337〕



 。作品因为改编为戏剧而得到很大知名度，随后被改编为电影。克里斯塔·温斯洛的灵感显然来自个人经历，因为她少年时被送入德国北部一所贵族女校。书中以一种简约风格描写了年轻的曼努埃拉因为一起丑闻被送到一所军事管理的女校，因为她被认为与一个青年男子相恋，而实际上她是爱上了此人的母亲。寄宿学校中的气氛隐藏着浓重爱意，学生们在制服上佩戴一个徽章，背面一个被射穿的心中刻着一位老师名字的首字母。同时在学生中间爱慕友谊在发展，她们互送礼品，交换情书。校中最受欢迎的老师是伊丽莎白·冯·伯恩博格小姐，她28岁，而曼努埃拉痴迷地爱上她。她向她承认自己想做一个男人：“为了永远与您在一起，小姐。”女教师本人并非对这些感情流露无动于衷，但却小心地掩藏着。情势的结局悲惨，在一次化装戏中，曼努埃拉成功易装为男人。酒醉后，她向整个寄宿学校坦承她爱冯·伯恩博格小姐，而且这爱情是相互的。丑闻是巨大的。校长称之为“变态感情”。她提醒这位教师：“您知道我们的社会对这类妇女怎么想？”曼努埃拉被与同学们和她的老师隔离，绝望中她从窗口跳出。她倒卧在地面上，冯·伯恩博格小姐最后一次把她搂在怀里。

确实，关于学校中同性恋爱的德国作品比之英国作品其特点是更加强调这些机构中的病态的、虐待狂的气氛。男孩之间的关系明确地用力量和敌对来表述，对纯洁和绝对的渴望在幻梦中被有系统地销蚀。在女子学校中，无情的规章阻止任何个人的表露，否定学生们对柔情和放任的权利。这种对教学机构状况的消沉的、负面的表现解释了为何同性恋崇拜未能得到发展，那些可能会在这些书中找回童年记忆的读者并不被鼓励以正面方式来理解。这种情况在法国没有这么严重，那里的多数同性恋者回忆的少年时期是在区别于寄宿制的环境，避免了压力和秘密。而且，教育制度特别强调智力的成绩，而不是体育的表现。身体暴力、粗鲁的游戏也不是男孩间关系的基础。总之，关于中学同性恋的文学通常不是那些试图重新找回过去爱情的幸福的同性恋者的作品，相反是同性恋的反对者的作品，他们企图贬低某种教育形式。

法国最著名的作品是《克洛蒂娜在学校》（1900），早于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但却保留了其影响力。与其他法国作家不同，柯莱特并不以道德和病态的方式处理这一主题。克洛蒂娜和朋友们的经历被表现得正常、有趣，属于少年之爱的准许范围内，是更持久的依恋——对男人的依恋的前奏。唯有艾梅和塞尔让小姐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隐晦，正是因为校长已经不是小女孩，她将艾梅置于一个变态的，在社会意义上不可接受的境地。与英国小说不同，此书目的首先是愉悦读者，此目的之外加以对萨芙之爱的间指。
 

〔338〕



 最接近英国式同性恋崇拜的见证是亨利·德·蒙泰朗，如同他在其《男儿们》一书中用非常小说化的手法表现的。蒙泰朗从中讲述他在讷伊圣十字中学的少年时期，从1911年1月入学到1912年3月被开除。这一短暂的插曲对他造成持久影响，他此后对之不断回顾。他在《王子童年的城市》中首次回忆这一段，这个剧本写于1929年，但直到1951年才出版。
 

〔339〕



 他对这一时期保留的回忆让人联想到英国的见证：“爱意使学校变得神奇。”
 

〔340〕



 在《男儿们》中，蒙泰朗发展了两个主题：少年恋情及其对成人的吸引。作品的核心是阿尔邦·德·布里古尔和塞尔日·苏普里耶的关系，安置于一个极端精确和规则化的框架中。园中圣母院学校的男生按美丑标准和性觉醒程度分成群体。“他们称作团队的小团体成员都在马甲外打领带，作为归顺标志。但卢沙尔不属于小团体，他也开始把领带打在马甲外面。于是团伙里所有人都收回了领带。”
 

〔341〕



 “被保护人”名单流传，甚至被老师知道，他们维持这种同性之爱的气氛：“比内对萨兰说：‘要布吕拉做被保护人，怎么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选他，看他的大耳朵！选被保护人的时候要选脸蛋漂亮的。’我问他：‘那您呢，先生，像您这把年纪还找一个小伙计？’他回答说：‘噢！我有成堆的！’”
 

〔342〕



 实行的这套体制是传统的：“一大配一小，也许吧。但也有大孩子之间的！是反叛的，或者不如说是不可想象。”
 

〔343〕



 爱慕通常以“肉刑”的形式出现：大孩子折磨小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关心。整个学校似乎都以爱恋关系为中心：“自习后（或之前），园中圣母院唯一的事由也是唯一关心的就是特殊的友情。”
 

〔344〕



 气氛富于性意味，整个日常生活都是情爱性的：“‘瞧园中这些词汇！贴、粘、一路走、把一个马子等等。大家还以为自己是在红磨坊的走廊里。你就不能换种说法？’——‘这里所有人都这么说，修士和老师还有其他人，你知道。’”
 

〔345〕



 阿尔邦和塞尔日之间的友谊是以比较传统的方式开始：崇拜、亲吻、抚摸，大家叫他们“理想的一对”。在这一封闭的少年世界，复杂性来自接触到的极少成年人，阿尔邦的母亲起着混乱的作用，值得仔细分析。纵容她的儿子，渴望了解他的秘密，她明显在享受这种不健康状况和这个纯粹男性的世界，保留独一无二的女人的地位，获得不同的情色感受。但只有那些修士维系着这种有害气氛。虽然他们宽容特殊的友情，但他们不允许这干扰到他们的权威，也不愿助长年幼学生的解放。如同阿尔邦的母亲，他们享受这种旁观者的状况，男孩们的情感骚动引起他们的回应，深深地困扰他们。少年同性恋行为只有在揭露出成人同性恋时才最终成为过错：普拉特修士爱上了苏普里耶，因为自己无法接受而找尽理由。他说服阿尔邦认为自己的爱并非纯洁，必须注意小男孩的道德观。很快便见到了形式的逆转：“时尚转向美德。”最后，阿尔邦和苏普里耶被发现关在一起，机构发动起来：普拉特获准开除阿尔邦，但上级觉察到普拉特的倾向，也将苏普里耶开除。作品的结尾是说教性的，因为它极好地总结了同性恋崇拜。机构的丑闻被揭露，修士们被驱除，换成了一些不知名的人。园中新一代将不再知道保护制度。阿尔邦发现了女孩子，他的“场景性同性恋”很快成为过去。少年期是个封闭的世界，他最终不可能回去：“当谈到某一天再找到苏普里耶，普拉特修士对院长说：‘太迟了。’然后对阿尔邦说：‘孩子们，这很快会过去。’所以，一切都是年龄的问题。”
 

〔346〕



 尽管如此，蒙泰朗并不将少年同性恋问题作为一种过渡经历排除在外，他有意或无意地指出这将决定未来的人生：“德·普拉特撕掉了塞尔日的照片。为了不经过他的房子，阿尔邦绕开走。林堡更喜欢不与孩子们见面。”后来，他们所有人都把孩子送入园中，就像那些英国父亲把孩子送到自己上过的公学。

教会学校中的同性恋问题是一个相对典型的主题。达尼埃尔·盖兰在“波舒埃”学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发现了，因为我迟钝的不谨慎，他们互相拥抱时很用力，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靠近礼拜堂，一些修士和他们宠爱的学生。”
 

〔347〕



 在《灰色本子》（1922）中，罗歇·马丁·迪·加尔以朦胧的方式回顾雅克·蒂博和达尼埃尔·丰塔南之间的浪漫友情，这里绝无寄宿制中淫秽的气氛。男孩们正派，有热情，他们交流永久忠诚的感情和激情的诗篇。他们甚至对自己的过错毫无疑虑。修士发现了本子，将这种关系斥为一种罪过：“这些信件的语气、内容，唉，使这种友谊的内容再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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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庸的通俗小说利用教会中学里的特殊友情做文章，言下之意这些场所本身要对变态行为负责。这种论调是由长久以来的反教会传统造成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举出让·罗德的《少年们：中学风俗》（1904）、阿梅代·吉亚尔的《安东纳·拉蒙》（1914）、阿尔贝·诺塔尔和夏尔－埃蒂安的《激情少年》（1927）、勒内·埃蒂安布勒的《唱诗班的孩子》（1937）。罗德在前言中宣称不愿意只批判教会教育，而是要批判整个学校体系和风气的根本。他的小说以加斯科涅的圣－樊尚·德·艾格拉腊克中学为背景，是耶稣会办的“英国味”的中学。由于“变态的教育”和“经院哲学的男性退化”，特殊友情从中发展。人物是漫画化的，比如乔治有一副“邪恶女子的面孔”，是“十足罪恶的化身”。恋爱的把戏的观察者是一个贞洁的学生，他严厉地批判这种制度，留下一封信给校长后离开学校。对他而言，这种风气源于“这种主导圣－樊尚的奇怪教义，根据这种教义，女性的亲吻是不可去除的耻辱，是比同性的荒唐更严重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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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唱诗班的孩子》里，我们可以找到同样论调。主人公安德烈·斯坦岱尔是莫里斯的朋友，同他一样是个新生。他们的浪漫友谊受到老生的嘲笑：“啊！啊！这可真是的！已经玩兔儿爷了。你们也行动太快了。这家伙没规矩……。一个认不得面孔的家伙阴阳怪气地喊。只有大孩子才有权找兔儿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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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他们就被整体气氛感染。安德烈成了一个大孩子的“兔儿爷”，而“莫里斯，被环境战胜，在圣诞前，拆掉了左边的裤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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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和莫里斯一起成为唱诗班的歌童，他们在教堂圣器室里做爱。一些比赛举行，评比“地图作业”，选床单上最漂亮的“地图”。安德烈经常得第一，他的眼圈发黑，脸庞消瘦，他的脸看着像死人。没有人注意到的他的情况，因为“所有学生都一个样子”。1924年，气氛有所转变：新生不再被强奸，放纵的情况减轻。作者的意思是同性恋的时期是风气涣散的生活方式和战争后家长丧失权威造成的。随着时间情况会恢复正常。在《安东纳·拉蒙》中，学校的名字叫“圣弗朗索瓦·德·布尔格”，主人公安东纳·拉蒙13岁，被同学起绰号“妮耐特”，他爱上一个保护他的大孩子乔治·莫雷尔。经过一系列的误会，某些同学的恶意捣乱，再加上乔治父母的反对，他失去了他的朋友。他接受种种妥协。小说以他的意外死亡结束，像是对他所犯罪行的正义惩罚。阿尔贝·诺塔尔和夏尔－埃蒂安的作品是反对教会教育的一枚炸弹。前言中就定下基调：“友谊关系的平静比忏悔隔间里的平静更可取，忏悔室里教士的口臭、阴险的提问能够产生火灾一样蔓延的罪恶，挑起淫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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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主人公是圣阿莱中学的学生，学校是由神甫们办的，他们的故事编排也是漫画式的。罗贝尔·埃利17岁，“身体柔弱，被发育迟缓困扰”；费尔南·帕日，“13岁的纤细身材，金色头发下脸庞牛奶一样白皙，散发这一种不无危险的魅力”；还有“暗淡苍白的费拉里，他的黑眼睛中的惆怅，娇柔而野性的优雅与同班同学们青春迸发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争夺让－路易·马西亚斯，“一个可怕的媚惑者，拥有毁灭性的肉感。”在自习室中，“淫乱的思想同样在蓬勃，粗暴、短促，以便很快逃逸，因罪恶而羞耻。”小说对男生中复杂的情爱关系津津乐道。埃利长得丑，满足于看看美男照片。帕日绰号“宝贝”、“兔儿”、“耶稣”，受马西亚斯控制。他们的关系以交换情书开始，而通常“这类结合的开端是拳头暴打或者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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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是激烈的：“贝戈亲了我的脖子，巴耶想拽我去小便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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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气败坏，帕日和马西亚斯一起睡，但从假期回校后帕日被费拉里代替。马西亚斯另一方面还暗恋他的表弟。费尔南沉沦于性爱和群交，他的体貌发生恶化，目光呆滞、面色铁青、两腿发软。在一次拷问中，他强奸了一个体弱的同学。在这次丑闻之后，我们的几位主人公被开除。马西亚斯没有通过中学会考，虽然他是最有天赋的。当他向表弟坦承自己的爱意，表弟用这样的话来谴责他：“我生来正常，这是种运气，而不是例外。所有中学生不一定都坏。”他在父亲的书房里读到一些医学著作，理解马西亚斯忍受着怎样的“病痛”。他想带他去找一位医生，但马西亚斯向他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引述奥斯卡·王尔德、让·洛林、皮埃尔·路易、拉希尔德、普鲁斯特、纪德和哈夫洛克·埃利斯！在一夜沉醉中，他与表弟一起睡。在一些旁支的波折之后，小说以马西亚斯自杀结束。再一次，少年同性恋似乎是腐朽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在学校内部维系一种不健康的气氛。学生们只可能有两种命运：在邪恶中自弃并沦落到卖淫或者是自杀。

因此，法国和德国的中学生活是以破除幻想为标志的。少年恋情留下背叛、放纵和负疚的回味。那些公然的同性恋者后来都不愿唤起这些回忆。至于那些成年后转向女性的，他们宁愿忘记这些迷途。在英国则相反，文学致力称颂少年年华，将同性恋崇拜最终与公学崇拜联系在一起。公学代表着少时年华，纯洁而自由，一种友谊的理想一去不返。在学校里结成的激情关系之后，成年的恋情总是显得缺乏少年时光的自发和热情。公学的崇拜同样在女子中发展。从1902年起，“罗丹”的校友就每周末回学校，她们重新穿上自己的旧校服，把头发扎起来，就像什么也没有改变过。其他的公学也举行类似的聚会，大家唱校歌，交流回忆。从中也有一种文学发展形成，虽然规模较小。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发表了十多本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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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杰拉·布拉奇尔（Angela Brazil）的系列小说尤其成功，颂扬女孩们在公学的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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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关于少年学生间的友谊故事，有时也包括教师在内，带着某种天真来表现亲吻、拥抱、嫉妒。很难知道女读者们是否投入名叫莱斯比亚·费拉尔或莱斯比亚·卡林顿的女主人公一边，她的绰号“薰衣草女士”和“可怕的假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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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吉利恩·弗里曼说，安杰拉·布拉奇尔的写作来自少年的回忆和既往的经历，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小说的性内涵。但对于读者来说，学校的气氛似乎富含情色和感伤。数以千计的女读者从某些描写中找到自己，这说明不管在性的方面的真实状况如何，女性之爱是怀着很大的激情在日常中体验的。这些作品颠覆性的一面不容忽视，这些小说很不讨好女校校长们。1936年，伦敦圣保罗学校的一个新生受到校长埃塞尔·斯塔德维克的严厉斥责，她在早祷后宣布收走并烧掉所有安杰拉·布拉奇尔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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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学成为神话，与之内在相关的同性恋从中找到一种合法性和荣耀。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确切地描写出这种成年期产生的理想化的进程：“逐渐地，在最绝对的隐秘中，我在开始发展一种公学的崇拜。当然，假装自己的求学生活毫无浪漫、英勇、危险、传奇是毫无意义的，那并无必要。我建筑起一个英雄的求学历程的梦境，梦中的主角是想象中的自我，是一位古板的年轻教师，意外地被要求去领导一所‘坏学校’，他被蔑视的批评和公开的敌意环绕，与精神的放任和腐败开战，严厉地镇压着自己对一个小男孩的浪漫情感，最终展示一切阻碍，成功通过考验，终于成为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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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理想化在衣修午德和他的朋友爱德华·厄普沃德的想象中达到顶点，还有此后和W. H. 奥登的关系。对于后者，他想象出一些英雄传奇，其中的主人公都是他们学校的校友。对于奥登和衣修午德，少年的性爱是参照、理想，同时是一种他们力图尽可能长久保持的不成熟状态的标志：“他们的友情根植学生时的回忆，他们性爱的性质是少年期的。他们一起睡过，没有浪漫但在最后十年中有许多快乐，只要每次一有机会，就像他们现在做的这样。他们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像从前一样，但是性带给他们的友谊一种附加的维度。他们对此有意识，这也让他们有些为难，实际上，复杂的成年人因为学校中的性伴侣而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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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对于西里尔·康诺利，公学代表了他的爱情生活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永远定型了他未来的情爱氛围，当他30岁时这样回忆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青春时光：“在圣沃尔夫里克（圣西普里安）最后三年里，我所爱的男孩叫托尼·沃森（特里·维尔森）。他矮个子、棕发，有活力，体育好。整个一生这个家伙定期会来找我，给我找麻烦。12岁时，我喜欢的四个家伙出现了。牧神、红毛、黄毛和棕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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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男孩们在18岁分开时，他们交换了各自地址，许诺永不相忘。这是无用的担忧，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当西里尔·康诺利数年后同一个朋友去剧场，他突然发现一个红脸男人，白色胡须，他盯着他看了很久。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突然痛哭失声，最终说道：“在学校他身上有橘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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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逝去的青春、逃逸的爱、隐去的梦想的象征，同性恋因此成为一代人的理想。公学对神话的产生有很大的贡献。




两代同性恋知识分子



同性恋在英国由许多知识分子传播，他们多数人自身有公学经历。他们升入大学，英国同性恋的胜地，这只会加强他们的倾向。他们的许多见证，以小说或自传的形式使得将20年代看作同性恋解放年代的神话观念得以传播，就像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独一无二的时代。



同性恋的第一代人：先驱者



第一代同性恋者成长于剑桥，随后聚集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知识分子的聚合注重人文的联系，打击维多利亚朝精神，他们在一战中以和平斗争和政治、经济和道德的自由主义而出名。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1880年代，在英国对待同性恋的看法转变中起到中心作用。1919年，他们成为新一代的榜样。



剑桥和“使徒”



对于第一代来说，剑桥是同性恋崇拜的象征。多数教授鼓励男性之爱，他们自身也多少会公开奉行。A. E. 豪斯曼是著名的颂扬恋童之爱的诗人。他的诗作《致施罗普希尔·拉德》（1896）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是同性恋圈子里的通行令。哲学家C. G. 布罗德表现出明显的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偏好。同样知名的还有维多利亚朝历史教授D. A. 温斯坦利、中世纪专家盖拉尔·拉普斯利、H. O. 伊文尼特、F. A. 辛普森、安德鲁·格鲁、经济学家A. C. 庇古（他常带着最漂亮的学生去游览阿尔卑斯山）、图书馆员A. F. 斯科菲尔德、古代史教授F. E. 阿德科克，最后还有校长J. T. 谢泼德本人。最著名的人物还是奥斯卡·布朗宁，他是历史教授，E. M. 福斯特的导师，曾经任伊顿公学的校长，但在一桩巨大的同性恋丑闻之后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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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这方面，倾向同样明显。可以说大约1895-1910年间剑桥对于同性恋者是一个田园诗的环境，一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牛津：“在剑桥，我觉得，鉴于事情的性质，这种天性的人（同性恋）的数目非比寻常，虽然他们不一定意识到。我毫不怀疑，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和有同好的教授的私交是剑桥可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364〕



 在牛津是同性恋审美的胜利和把同性恋作为一种荣耀的肯定，然而剑桥的特点是谨慎的宽容，是善意的，无声无息的。学生们，如果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把这种偏好当作一种几近智性的选择，通常将他们的性事纳入一种刻板而贞洁的环境。他们要求将对男孩的爱意作为从古希腊衍生来的哲学理想，把它理想化，以至去除了所有感性和具体的性含义。这些观念持久地影响着第一代同性恋者，他们可以借助这些前提将同性恋作为一种高尚活动、纯洁的理想来维护，是对异性恋的淫乱和无耻地追求快感的弃绝。同时，这种态度不利于风俗的解放，想法上被宽容，但行动必须隐蔽。

对同性恋问题的最初思索主要是由后来成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阐发出来，他们当时是“使徒”（Apostles）的内部成员，这是一个创立于1820年的秘密社团。成员中有一些如今有名的人物，主要有伯特兰·罗素、德斯蒙德·麦卡锡、伦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E. M. 福斯特、H. O. 梅瑞狄思、克莱夫·贝尔、索比·斯蒂芬和J. M. 凯恩斯。出于智性的关注，多数“使徒”有相同的对男孩的口味。在凯恩斯入选“使徒”之后，在学生中的选拔更偏重美貌和魅力（亚瑟·李·霍布豪斯）而不是智慧（鲁珀特·布鲁克两者兼备）。伯特兰·罗素记述，同性恋成为共同的东西，而在此前还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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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新倾向伴随着对同性恋爱情的理论化，在同性恋崇拜的建立中是决定性的。男孩的恋情被定义为人们所能体验的爱情最高形式（高等的男性爱），妇女在精神和肉体方面都较低等：E. M. 福斯特在《莫里斯》中写道：“我对于你体验到的是同皮帕对她的未婚夫感受到的相同的东西，在许多方面更高贵、更深沉、更绝对，没有感性也没有脱离肉体的‘中世纪风格’，而是身体和灵魂的特殊的和谐，我认为是女性所不能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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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中发现了柏拉图恋爱的重现，一种对男性关系的辩白，将同性恋定义为智性和唯美的终极阶段，有品味男人的必然选择。“使徒”们的理论总是带有歧视女性的色彩，这使得弗吉尼亚·伍尔夫极为恼火。虽然他们的影响是解放性的，为同性恋者开脱，但他们的行动根植于根本上保守的父权和男性背景。这种对同性恋的观感逐渐改变，在战后，新一代完全接纳了这个模式，对于要求将同性恋行为作为一种积极标记不再迟疑。

缺少女性的陪伴，普遍生活在封闭的空间，剑桥的学生围绕男性友谊组织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保存了一部分童年，把自己与一个他们认为是敌对的世界隔离开：“在中学，情感和欲望几乎唯有指向男性。这并不意味着有许多的‘性’，实际性事在那些出于羞怯或德行的人看来是要否定的，但也不无羡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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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的友情占据首位，同性恋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一个神话，第一代人绝非性放纵的一代。中学时光仍然极具同性恋想象的内涵，《莫里斯》的最后一章在这方面是具代表性的，是一种不能逝去的怀恋：“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克莱夫从没有确定莫里斯离开的确切时刻，随着时光流逝，他开始疑惑他从没有离开。蓝屋子闪着柔和的光，蕨草起伏，在远方剑桥的深处，他以为见到他的朋友对他做手势，罩着太阳的光环，在混杂的喧闹和春季的芳香之中。”
 

〔368〕







布卢姆斯伯里



1905年3月可被接受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的成立时间，因为是在这个时期瓦内莎、索比、阿德里安和维吉尼亚·斯蒂芬发起了他们在伦敦戈登广场46号的星期四晚会。很难确定圈子解散的确切时间，但大概是在1931年（利顿·斯特雷奇逝世）到1934年间（罗杰·弗莱死亡）。要列出团体的成员名册也是复杂的，因为有些人这整个时期都只保持松散的联系，或者相反，只在有些时间内积极参加活动。不过我们可以举出主要积极成员：伦纳德和弗吉尼亚（斯蒂芬）·伍尔夫、瓦内莎（姐姐斯蒂芬）·贝尔和克莱夫·贝尔（瓦内莎的丈夫）、阿德里安·斯蒂芬（他们的兄弟）、利顿·斯特雷奇、詹姆斯和马乔里·斯特雷奇、E. M. 福斯特、大卫·加尼特、德斯蒙德和莫利·麦卡锡、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萨克森·悉尼－特纳、J. M. 凯恩斯和弗朗西斯·比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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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聚会不拘形式，充当了朋友重逢的借口，谈论绘画、文学和普通的生活。男人和女人聚会来自由讨论问题已经是很前卫的了。但在布卢姆斯伯里同时发展出一套性学理论和私人关系，质疑了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基础。可以从中见到“新异教徒”的影响，其信徒与他们是同一学院的学生。弗吉尼亚·伍尔夫与鲁珀特·布鲁克在剑桥的一个池塘一同沐浴，并在没有女伴陪同的情况下同他外出宿营，这是震动人心的事情。爱德华·卡彭特的影响同样是明显的。E. M. 福斯特在米尔索普遇到卡彭特和梅里尔。据福斯特说，卡彭特施与他“磁石般的影响”，而梅里尔触摸他后背，让他感受一种新的情色感观，持久地影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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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性理论对他们也并非陌生，哈夫洛克·埃利斯被利顿·斯特雷奇、弗吉尼亚·伍尔夫、瓦内莎和克莱夫·贝尔阅读和讨论。所有人都受到G. E. 穆尔的影响，他的著作《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将成为他们的思想基石。对于穆尔来说，“精神状态”（states of mind）比行动或实现优先。在积极的精神状态中爱情占主导地位，等同于“成功的人生”（a good life）。穆尔哲学的创新之处在于区分了人性观点的“好”和道德观点的“善”。这一区分被布卢姆斯伯里采用，始终将人性优先于道德。因此，小圈子当作虚伪的象征同时排斥了布尔乔亚的性政治和性习俗，否定物质的成就而光大艺术，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论，捍卫和平事业。

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里多数男性是同性恋者，至少有一个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同性恋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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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必然成为优先讨论的问题。布卢姆斯伯里的特色首先是关于性问题的完全的言谈自由，不计较性别和廉耻：“大家可以毫不皱眉地谈论亲吻、肛交、口交和爱抚”，瓦内莎·贝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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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强调：“性事渗透在我们的谈话中。‘男色’这个词不断在我们口中出现。我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和自由来谈论交媾与谈论善良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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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谈话也可能只是些闲话，弗吉尼亚·伍尔夫常抱怨某些聚会的浅薄，男人们乐于描述他们的艳遇格格笑着说：“我走进一个小便公厕。”这种言语的自由是革命性的。通过对同性恋的平常化，重新赋予一种个人性而不是社会性，布卢姆斯伯里否定了变态的危险和对“性倒错”隔离的必要。下一代人将把这一教诲牢记在心。“在戈登广场46号，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是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也许同性恋并非一个动人的话题，也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至少如果你不是同好的话。但是人们可以公开谈论的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人再有兴趣去私下议论。还有，很多的约定俗成和坚信都得到了修正。确实，布卢姆斯伯里后来证明了对于性问题这个主题人们可能有多种角度，其结果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父亲迟疑之后才喊出一个他看来合适的词来包容一个同性恋和一个通奸男子，这就是：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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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布卢姆斯伯里宽容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尽管这个圈子并不是由性的无政府主义者构成，它至少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和双性恋是那里的标准，但却伴随着情人和伴侣的不断的交换。感情的坦诚胜过嫉妒心。圈子里多数成员都体验过极端主动和动荡的性生活，他们互相探讨其中波折。比如凯恩斯，他在中学有过多次经历（主要是同迪尔文·诺克斯、伯纳德·斯威辛班克和A. L. 霍布豪斯），随后他又热恋邓肯·格兰特。邓肯最先是利顿·斯特雷奇的情人（他自己则觊觎霍布豪斯）。邓肯·格兰特随后离开凯恩斯跟了霍布豪斯，随后又跟了大卫·加尼特。同时大卫·加尼特与凯恩斯有过一度，而凯恩斯当时与弗朗西斯·圣乔治·纳尔逊（17岁）和弗朗西斯·比勒尔保持关系。多拉·卡林顿喜欢利顿·斯特雷奇，她却嫁给拉尔夫·帕特里奇，而斯特雷奇也喜欢他，他们三人生活在一起。要建立团体成员间的不同关系的详尽图表是无益的，也不可能。但是很明显，这种反从众主义影响到年轻成员，如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他们常到布卢姆斯伯里拜访。那些生活并不如此动荡的成员同样表现出他们的倾向。E. M. 福斯特在中学时喜欢H. O. 梅瑞狄思，在印度与穆罕默德·埃尔－阿德体验第一次性经验，那是一个有轨电车司机。随后，他有过几次艳遇，主要在亚历山大城。在伦敦，他和一个警察鲍勃·白金汉一同生活数年。福斯特的事例说明了布卢姆斯伯里现象的另一个侧面。同性恋解放并不能够限于放纵的性生活，同性恋感情的纯洁性也应该肯定。在《莫里斯》中，福斯特表达了数以千计的男孩们所感受过却不敢承认的事情：“他隐约见到一个面孔，听到一个模糊的声音说：‘这是你的朋友’，他眩晕迷乱着从柔情中醒来。他可以为了这样的朋友死去，他会接受这样的朋友为自己死去，他们互相可以奉献一切而不担心外界和死亡，什么都不能将他们分离，哪怕距离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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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这个原因，《莫里斯》可以被看作是一代人的宣言。这本书写作于1914年，在福斯特1970年去世后才发表。但这部书在同性恋者中间流传，将被承认为他们对自由表达爱意的渴望的表述。首次，男性同性恋被不加羞耻和悔恨地描写，在路的尽头也没有惩罚或分离。“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挑战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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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新的感情诞生了，即骄傲。在小说的结尾，莫里斯和亚历克为了完全体验他们的爱情放弃了布尔乔亚的生活，放弃了前途和社会晋身的希望。这种幸福的结局充满了希望，却将读者置于不确定的境地。《莫里斯》并不保证莫里斯和亚历克爱情的成功，但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这种爱情将成为可能。所以，布卢姆斯伯里留给同性恋者的讯息尽管沉重却充满希望。他们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人性的关系的神圣。“只有联系”，福斯特写道，必须重建身体与精神的联系，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将其中断。通过颂扬身体的智慧和爱情的再生力量，布卢姆斯伯里开辟了坚决斗争的道路。同性恋成为一代人的象征。



第二代同性恋者：顶峰



将二三十年代这一代总结为三个人名是大胆的做法。但选择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斯蒂芬·斯彭德作为团体的见证并非独断。他们代表了不仅是彼时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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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社会中层和高层多数同性恋者的一种共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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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小说（衣修午德）、诗歌（奥登）、自传（奥登、衣修午德、斯彭德）中描写了自己的经验和观点。可能被引证用来反对他们的代表性的隐匿和篡改的部分（即使是非自愿的）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时代、渴望和恐惧的揭示。在此意义上，这是不可替代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生于1909年，W. H. 奥登生于1907年，斯蒂芬·斯彭德生于1909年。1919-1939年间是他们的青年时期、他们最初的性关系时期，至少到1933年是他们对德国的发现时期，德国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在性方面的反从众是与对维多利亚朝社会的弃绝密切联系的。新的一代没有这个参照坐标，因而将在新的价值基础上建筑其同性恋观念。



新的一代



新的一代首先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特别是E. M. 福斯特的继承者，衣修午德于1932年与他相遇。他后来说：“我的英国是爱德华·摩根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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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修午德读过《莫里斯》。虽然对有些规避的用词感到不自在（比如用“分享”来指“做爱”），但他受到触动，感到从先于他的斗争中受益颇多：“这本小说的神奇在于它写作的年代，奇迹来自福斯特本人，他受困于战前的偏见的丛林，他成功地用言语表达了这些不能坦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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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福斯特谦逊地询问他一个30年代的成员可能对《莫里斯》的想法，是否他觉得小说过时了，衣修午德回答他说：“怎么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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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这本书宣告了同性恋爱情的可能的幸福结局，此后所需的只是去证明。

新一代的区别在于对同性恋问题采取的立场更为前进。他们的立场不仅鲜明，而且要求自己同性恋的权利：“有谁愿意被女人纠缠？她们很无趣。她们只想着自己。我们最后的时光不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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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非是四处张扬一种在英国仍被当作犯罪的行为，而是使之成为神秘的事情。奥登和衣修午德的朋友亲人了解他们的倾向。当他们最早的作品发表时，一部分警醒的读者也觉察到了。
 

〔383〕



 新一代的成员并不满足于接受自己的同性恋，他们渴望着改变社会。在《下去看看》中，其中一个人物这样描写了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建立的“王国”：“恐怕我们开始时不可能使异性恋合法——有太多的抗议。至少要经过二十来年这些反感才能消除。这期间，当然了，如果是私下做我们就闭上眼睛。我认为甚至可以准许在大城市的某些街区开几间酒吧给这些感染不良倾向的人。应该明确地做标记，警察在门口警告外国人他们光顾的地点的性质——这样才不会有人误入其间而看到使他们震惊的事情。自然，有时神经不大坚强的旅游者会因受到惊吓被送进医院。我们将安排一位心理学家向他解释有这样的人存在，这并非他们的过错，我们应该对他们感到同情并试着找到科学手段来矫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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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者从此有了唯一的斗争，为他们自己的斗争。所有拒绝帮助他们的人都被看作是敌人：“让我们看看这几乎所有人。女孩子是国家、教会、法律、新闻界和医学界肯定并要求我去渴望的。我母亲也肯定她们。她默默地、粗暴地请求我结婚，给她抱孙子。她的愿望是几乎所有人的愿望，而他们的愿望意味着让我去死。我的愿望是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找到一个可以做我自己的地方。但我必须承认，即使我的天性使我与他们相同，我仍要以某种方式打击他们。如果男孩子并不存在，我也会把他们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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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同性恋者成了社会对少数施以的压迫的象征。同性恋的解放、风俗的解放是一个更广阔的计划的一部分，即质疑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战争之后，同性恋成为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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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道德被认为是父权的、保守的和专断的道德，它的一个最先被质疑的基础就是家庭。奥登和衣修午德已经同他们的母亲关系紧张。之后，他们不断地表示出对家庭的蔑视，为此，他们使用了一种他们最偏爱的武器，即用嘲讽对抗资产阶级看重的体面。他们采用虚假的婚姻形式，仅为了符合政治的需要。奥登娶埃利卡·曼（托马斯·曼之女）为妻以便使她能取得护照离开德国，大卫·加斯科因同样也娶了一个叫英格丽德的德国女子，约翰·汉普森娶了埃利卡·曼的女友演员特蕾泽·吉泽。

但是，对家庭价值的最大触动是他们的性放纵。虽然感性的激情并不缺乏，但以寻找性伴侣为单一目的变得更加普遍，而且得到特别的提倡。奥登在这种意义上的行为是典型性的：在牛津，他花整晚的时间在城里找不同的伴儿，回校后向又惊奇又羡慕的朋友们做诊疗意味的报告。他之所以讲述性戏的细节（主要是口交，是他最喜欢的性形式），是为了解放他的听众，向他们展示人们可以战胜负罪感。通过奥登的事例，新一代为性的快感平反，这仍是系于同性恋的最大禁忌。然而，从几个世纪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是困难的，虽然在态度上是自由的，但新的一代仍必须与怀疑作斗争。奥登面对同性恋的立场也不总是明确的。1922年，他爱上一个同学罗伯特·梅德利。他15岁，在他的学校格雷沙姆公学，“荣誉规则”对这个问题是很严厉的，而且很可能在那个时期他对自己的感情还不完全确定。此后，他的超脱甚至是玩世不恭与悔恨和怀疑的阶段交替。1927年，他写道：“在我的精神中仍残余着认为在彼此的同性恋关系中有某些下流东西的想法。”同样，在1933年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坏习惯，就像吮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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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这些消沉阶段，他的焦虑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朋友们把他看成是他们解放的使徒：“奥登对他的性偏好丝毫不感到羞耻和负疚。他只在一些场合感到负罪，那时他认为自己表现得没有心肠、残酷或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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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后来在70年代成为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最积极的成员，似乎这种心理倾注是他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态度的负疚感造成的。衣修午德非常遗憾在早先的自传和小说中没有更加明确表白，没有公开显示自己是同性恋者。定居圣莫尼卡后，他体验了旧金山同性恋团体的繁荣，他利用这种缓和的环境来修正自己年轻时的错误，分析那时的同性恋经历。另外一些新一代成员从未能真正认清他们的处境，甚至于对此厌弃。斯蒂芬·斯彭德后来抱怨“窒息于这个同性恋的世界”，他最终于1939年结婚，当时同性恋崇拜已经过时。



牛津



“在那个时期牛津所有人都是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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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种普及是夸大了的，但肯定牛津（超过剑桥）在两次大战之间经历了一个极大的亲同性恋时期。从奥斯卡·王尔德以后，这所大学一直流行女子气的男生，穿着上世纪的时装，在堆满蓝瓷瓶的房间摆姿势。在19世纪，牛津各剧社有一种特别的闹剧，里面出现一些年轻人化装成女性。但是在大战之后，诺埃尔·安南指出“同性恋变成正常”。伊夫林·沃是这种当时风靡牛津的同性恋时尚最动人的例子。以赛亚·柏林记得曾见到他在虚伪者俱乐部的长沙发上与一个同学拥抱，克里斯托弗·霍利斯至少知道他两次成年同性恋关系，一次和理查德·佩尔斯，另一次和阿拉斯泰尔·格雷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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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伊夫林·沃在毕业后结婚，而且随后声称憎恨同性恋者。尽管如此，他无法否认卷入大学里的这类同性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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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然英国法律仍然惩处同性恋，但同性恋却突然成为受过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异性恋诗人路易·麦克·尼斯这样回忆他的求学时期：“我发现在牛津，同性恋和智力，异性恋和肌肉是并行的。我呆在边缘，并开始酗酒。”

如同在公学中，同性恋得益于大学生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在大学里度过大部分的时间。但必须强调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时尚”的概念，因为学生们可以到城里，有些人还和女仆保持关系，而且还有附属牛津的女校，这方便了异性联系。之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异性恋的内涵是负面的，被蔑视为庸俗和可耻：“追求女色会把你不可挽回地打入另册。校外和假期中的浪漫爱情，甚至谨慎的生理体验——最后是毁灭性的——都可以宽容，甚至为你赢得某种尊重。但只要提及当时已经在大学内发展的女校就可能使你变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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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牛津的同性恋崇拜不能脱离一种无所不在的妇女歧视，对妇女的蔑视产生于无知和恐惧。这种从男性到男性的丝毫不与女性世界接触的教育保证了精英的凝聚力，他们由共同的经历和目标聚集在一起。自从他们进入公学，学生们就被鼓励摆脱可能制约教育进程的唯一高尚的女性影响，即母亲的影响。公学用大孩子的保护来替代母亲的保护，不论是否伴有性条件，以某种方式将同性恋制度化。进入大学后，男孩们没有面对女性世界的愿望，那是与他们的仪轨和童年神话完全陌生的。公学的过去通常在牛津学生的性趋向上有深刻影响，还要加上一种隐秘但持久的鼓励。比如，格雷厄姆·格林从伯坎斯泰德一所走读学校（day school）进入牛津，不具备同学们的同性恋文化，他继续远离这些圈子，却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状况：“也许这正是我的天真。这从来没有吸引我。伊夫林·沃勾引我。他声称我因为没有经历一个同性恋阶段而失去了很多。”
 

〔393〕



 如同在公学中，同性恋受到一些教师的鼓励，在牛津，F. F. 厄克特和莫里斯·鲍勒教授以他们牵线搭桥的才能闻名。比如鲍勒，当他得知西里尔·康诺利对博比·朗登的兴趣，他表示首肯，还向他指出他的朋友与一些下流的圈子交往，建议他带朋友去牛津的某个荒僻处。对于安东尼·鲍威尔，校方“对同性恋置之不理，反而不赞成对异性的兴趣。”
 

〔394〕





同性恋对新一代的吸引也可以理解为对父辈曾经宣判王尔德而随后对这类主题保持沉默的反抗。约翰·贝杰曼与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通信被父亲发现，遭到如下训斥：“他说：‘你收到了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来信。’我不能否认。‘你知道他是怎样一种男人？他是同性恋。你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同性恋就是两个男人互相极度仰慕，而其中一个将他的小便地方放进另一个的屁眼。你对此怎么想？’”
 

〔395〕



 尤其是，同性恋与文学和艺术相同，可以借以区分一种前卫、超前的年轻人了解现代的最新动向。艾伦·普赖斯－琼斯这样总结了这种状况：“同性恋是时髦，就像了解一些十二音体系或杜尚的《裸男走下楼梯》一样时髦。”
 

〔396〕



 牛津的同性恋实际上不仅是一种实践，也是将学院分成两个互相厌恶的帮派的一种风格：异性恋的竞技者（hearties）和同性恋的唯美派（aesthetes）。斯蒂芬·斯彭德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局面：“对于他们，我对诗歌、绘画和音乐感兴趣，对运动缺乏兴趣，我服装的怪异和我的外貌都是颓废的标记。”
 

〔397〕



 实际上，唯美派乐于加强服装的特异，喜欢摆姿势，对抗他们认为是四肢发达者的笨拙和粗鲁。在这种角色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性恋身份认同的产生和对否定从众的布尔乔亚社会的变相的肯定。斯蒂芬·斯彭德继续说道：“我受到感染，戴一条红领带，在学院外发展友谊，变成不爱国的人，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天才。我在墙上挂起高更、凡高和保罗·克利画作的复制品。只要天气好，我就习惯地坐在院子里一个垫子上读诗。”
 

〔398〕



 竞技者一方对他们认为是退化的人作了讽刺和尖刻的描绘：“我记得曾经遇到一个家伙，我问他姓名，他回答说：‘弗朗索瓦·卡佩勒。’实际上他叫弗兰克·柯蒂斯。他穿一件粉红上衣、一件燕尾服马甲和一条紫色裤子，这可是不大寻常的，即使是在那个时代。当我问他是哪个学院的，他对我说：‘亲爱的，我记不得了，真的。’”
 

〔399〕



 美学和同性恋活跃的中心是“虚伪者俱乐部”，在那里男生们不管禁令在一起跳舞。伊夫林·沃解释说俱乐部成员“不仅以酗酒闻名，还有他们服装和举止的张扬，在某些情况下是同性恋的表示。”
 

〔400〕



 “乔治餐馆”同样是两次大战之间牛津同性恋聚会的中心。牛津最招摇的同性恋由两个唯美派代表，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赖恩·霍华德1918-1922年在伊顿时就在一起了。他们的同性恋行为是进攻性的、自负的，主要建立在风格、姿态、效果的基础上。同样，他们的“审美”是人生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立场，不仅仅是服装类型。阿克顿和霍华德是牛津唯美派的前卫，他们欲与现代社会接触，不愿封闭在落满尘土的世纪末崇拜里。与那些认为不出房门并只同经过精选的几个人交往就能培养特立独行的同学不同，他们结识许多人，显现自己的社交才能、报刊文章和诗歌写作，组织对他们“运动”的宣传。马丁·格林将他们描写成“太阳之子”，他们拒绝在战后长大，代表了牛津同性恋神话内核中所有的少年的狂妄。
 

〔401〕



 伊夫林·沃将布赖恩·霍华德看成“不可改正的同性恋者”，霍华德一点没有负疚感让他吃惊。唯美派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但让竞技者们恨他们的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的做作和艺术上的优越感。虽然这种敌意经常导致有些醉意的竞技者们洗劫唯美派的房间，但这更像是对湮没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性方式的抵抗手段，而不是有组织的对“贱民”的驱逐。虽然同性恋仍然被打击，但却已经得到承认。

但是，这种放纵的气氛多次将这所大学置于困境。丑闻和因有伤风化开除学生引起全国报界的反感，他们将牛津形容为“浪荡鬼和娘娘腔的老巢”，传言多数学生都是“画了眉目的扭捏作态的真正的小妇人”。
 

〔402〕



 大约1930-1933年间，关于牛津的作品突然大量增加，有些作品用严厉的笔调描绘了以懒惰、酗酒和淫乱为特征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另一些则通常采用辩护的方式，衷心维护这所被虚伪中伤的可贵的“学堂”（varsity）。第一类作品，我们可以举出P. H. 克劳弗·史密斯的《坩埚中的牛津》和T. E. 哈里森的《致牛津的信》。第一本小册子没有提到所谓的学生同性恋，但却强调大学颓废的空气和他们缺乏阳刚的行为：“让我重复指出，牛津的整个气氛是与劳作和学习陌路的。空气是不健康的，浮浅，饱含性的内容。”
 

〔403〕



 哈里森则把他所景仰的牛津这个地方同乐于败坏这个圣地的学生明确地区分出来。在他叫做“牛性”（oxsex）的一章中，他特别强调了同性恋问题，描绘了学生性生活的一幅惊人图景。“手淫占主导。变态滋长。”
 

〔404〕



 他正确地将此现象与公学联系起来：“当我们说哈罗公学就是在说变态。这是公学的一个主要副产品，有些人受的影响之深使他们永远不能从一种性的恐水症中恢复过来。牛津充满了变态者——我认为至少有20％。这自然还排除了那些手淫者，他们是合乎英国规矩的。有些最显眼的变态者是在牛津学会他们的调调的。”
 

〔405〕



 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同性恋的斗争掺杂着一种更宽泛的反对现代性和文化精英的斗争：“变态者的晚会是这所大学的一个特色。细节不宜刊印，但我希望不久后能发表。男女同性恋者在‘高级知识分子’内特别繁荣。”
 

〔406〕





面对攻击，牛津校友试图为他们的大学开脱。一些人不触及引起争议的话题，满足于做热烈的颂扬，比如爱德华·托马斯在《牛津》中说：“在牛津做学生是多么难以置信的事情！除了做大诗人和金融家，对于一个男人没有什么比那里所给予的更绝对！”
 

〔407〕



 另一些人则反过来利用他们所有的才能来为牛津进行的同性恋活动辩护。特伦斯·格里尼奇在1930年的《败坏牛津？》中竭力将一种生活方式和根本性同性恋的感情作为年轻人生命中的一种独特和丰富的经验而加以合理化。他揭露报界在寻求丑闻：“我们已经指出竞技者是被通俗报刊认可的学生类型。而且不止如此，这是杂志文章作者偏爱的角色。”
 

〔408〕



 相反，唯美派被形容为“颓废”和“腐朽”。尽管格里尼奇倾向于同性恋，但他将牛津中同性恋的规模加以相对化，同时还指出超越柏拉图恋情的男性之间的关系受到法律制裁：“不管怎样，牛津的罗曼史在不与我们的刑律冲突时通常不被追究，理由很简单，学生还不够成熟，看不到柏拉图情感的价值。在那些从过分解放的公学中来的人中间偶然可能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读过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书，学会了平淡而清楚地看待性事。”
 

〔409〕



 然而，他拒绝说同性恋，而偏爱“浪漫”这个词：“男人对男人的吸引，我称之为浪漫。用一个词比两个词要好——‘浪漫友情’的说法有些沉重，而我不赞成用‘同性恋’。因为它似乎太阴险，暗示比相关问题更多的东西。”
 

〔410〕



 格里尼奇为牛津的浪漫找到三个解释：男孩们很英俊，牛津是如此独特的城镇，“与寻常女子的寻常的轻浮在这里行不通”，
 

〔411〕



 而且校方对两性维持隔离：“邀请学院内的女生喝茶总的来说太难了。而且要面对繁琐的陪伴规则，因此要么请一群女孩，要么一个不请。”
 

〔412〕



 “至于城里的女孩，与她们之中随便一个发展任何程度的关系都太危险。审查官似乎有一份牛津镇所有涉嫌放荡的女士的详细名册。你要被看到与其中之一交谈，那你的大学生涯就危险了。”
 

〔413〕



 格里尼奇还描写了在牛津多少能觉察到的同性恋文化。他注意到学院的刊物上常登载给学生的情诗。同所有人一样，他回忆起唯美派被竞技者攻击，他们喊着“你们，肮脏的唯美派，你们喜欢男人”，
 

〔414〕



 但他准确地指出了这种关系的暧昧。实际上，经常是唯美派爱上竞技者而竞技者爱上唯美派。这样互补性的友谊可能是会有所结果的。同性恋则充当不同人格和思维方式之间的黏合剂。同性恋维系学院的统一，某种方式上是精神性的统一：“学生只要不乏个人魅力——那样的人很少——不在意与一个崇拜者吃午饭，和另一个崇拜者在下午去乡间远足，与第三个崇拜者去大学里某个舒服的俱乐部用晚餐，而且可能陪第四个崇拜者对着一瓶威士忌结束这一天。”
 

〔415〕



 事实上，格里尼奇不知采取何种立场。他的书想要针对那些有关变态的指责来为牛津辩护，但他又不能否认事实。而且，他努力使读者接受牛津生活的这种特殊性的积极方面而不激起反感。这导致了他走入某些自相矛盾和妥协。因此，他支持男女同校，认为只要如此才能克服“浪漫”，但他又对“浪漫”大加赞颂。在他书中最后几行里，他的挣扎表现得最明显，这些句子使人联想到《莫里斯》的结尾，再次显示出那些带有同性恋色彩的大学时光给这一代人留下的印记：“当我审视离开牛津之后度过的这乏味的几年，独自住在这老旧烦闷的布卢姆斯伯里，试图成为一个重要演员却不甚成功，我再受不了永远演西拉诺·德·贝热拉克的角色，我再受不了永远地感叹‘我的朋友死去而我的幸福不再’。”
 

〔416〕





在20年代，牛津也成为一个神话，是同性恋在英国胜利的象征。已成为作家的校友致力于描写他们青春的幸福。在他们之中，我们可以举出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狮子和阴影》，斯蒂芬·斯彭德的《世界中的世界》，尤其是伊夫林·沃的《重访布莱德斯黑德》。这本书无疑是将牛津同性恋天堂的神话形象传播最广的。沃捕获了牛津的本质，浪漫的激情（查尔斯·赖德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之间），放纵的唯美主义和张扬的同性恋（安东尼·布兰奇），对少年期的怀恋（化身为塞巴斯蒂安不肯离开的毛绒熊阿洛伊休斯）。除了对整个一代人都在寻求追回的地方做了田园诗般的描绘，他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些年代同性恋生活的生动描写。爱情在其中占首要地位，
 

〔417〕



 竞技者和唯美派的斗争的描述带着幽默，
 

〔418〕



 尤其是同性恋的骄傲通过夸耀、嘲讽和淫乱宣扬出来。安东尼·布兰奇这个人物
 

〔419〕



 做作而怪诞，伊夫林·沃夸张地描写出“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中肆虐的同性恋崇拜：“在15岁时，为了打赌，安东尼·布兰奇让人把他扮成女孩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骑师俱乐部的大赌桌前。他有机会同普鲁斯特和纪德一起吃晚餐，与科克托和迪亚格西莱夫
 

〔420〕



 。弗班克寄小说给他，题有热烈的献词。他在加普里引起三起不可平息的仇杀，在希腊凯法利尼亚施行魔法。他吸毒，在加利福尼亚接受戒毒治疗，在维也纳治好了俄狄浦斯情结。”
 

〔421〕



 这一段话总结了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在文学界和上流社会的所有参照。同性恋对于精英阶层不止于一种性行为，还是一种风格、一种生活方式。在与竞技者冲突的一个场景中，安东尼·布兰奇表现出完全没有羞耻心、缺少任何的复杂性、对自己的同性恋的确信，最终使对手们落败：“我看到二十来个最没品味的年轻人，您知道他们唱什么？安东尼，我们要安东尼·布兰奇，像是一种祈祷文。什么时候见过这样当众宣布的方式？亲爱的朋友们，我对他们说，你们像是一群没规矩的跟班。这时他们中的一个，说真的是个漂亮家伙，指责我逆反自然的淫行。亲爱的，我对他说，可能我是一个性倒错者，但我并非不知餍足。哪天你一个人的时候回来找我。”
 

〔422〕





通过安东尼·布兰奇这个人物体现了同性恋崇拜。
 

〔423〕



 面对社会的敌意或困惑，“性倒错者”从此露出不加掩饰的面目。又一次，与邻国的反差是强烈的。比如在法国，没有任何学校像牛津或剑桥那样维系这种同性恋者智力优越的神话。
 

〔424〕



 当然能找到一些大学同性恋经历的见证，但都是个人行为，不能与一种真正的社会现象相提并论。比如达尼埃尔·盖兰，他是圣西尔军校的住校生，与他的邻屋结成友谊：“我的邻屋是一个吸引人的二年级生，他在同一栋楼里租了一个房间，当我们喝起啤酒就丧失了对我们各自军人处境的任何概念，我们像疯子，用靠垫或长枕头互相击打，进行自由搏击，在地板上滚做一团，做这一切的时候带着一种满足，对我而言是出于堕落的需要的刺激。”
 

〔425〕



 师范学校是有强烈同性恋意味的机构，有时被认为是真正的女同性恋之家。比如在《克洛蒂娜在巴黎》（1902）中，大阿娜伊斯继续她爱情的斩获：“没什么特别，她‘跟’了一个三年级生。你知道，在师范宿舍是两排对门的开放隔间，中间由一条巡视走廊隔开。晚上，她们拉上隔间的红棉布帘子。好了，阿娜伊斯几乎每晚都有办法找沙勒里耶，她们还不曾互相掐过。”
 

〔426〕



 同样，塞弗勒的高等师范被认为助长同性恋友谊的滋长。几部塞弗勒毕业生的小说以比较朦胧的方式发展了这一主题。加布丽埃勒·雷瓦尔的《塞弗勒女生》（1900）就属于此类，还有让娜·加尔奇的《温室里的姑娘》（1934）。同一作者的《空手的女启蒙老师》（1929）强调一位年轻教师在求学生活结束后所感到的感情空虚。塞弗勒的岁月成为魔力时光，那时还可以有任何憧憬。安托万·普罗斯特回忆起这些女孩的状况并不容易，年纪轻轻取得教师资格到一个外省城市，那里没有任何人迎接她们。她们不定的地位使她们置身民众之外，人们因为她们的独立和文化而怀疑她们。只有个性强的才能渡过难关，不会陷入忧郁症。西蒙娜·德·波伏瓦被任命到卢昂，对众多学生施加了强大的吸引，尤其是对奥尔加·科萨基维奇，一个17岁的白俄女孩，她后来也成为萨特的情人。1936年在巴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奥尔加在女子酒吧招摇，做出女同性恋的姿态，尽管她们否认其中的情色成分。
 

〔427〕



 但这只是特殊案例，不大能够普遍化。大学岁月不足以构成身份认同进程的决定时刻，对在青年中传播一种同性恋崇拜也没有助益。相反，对于许多英国大学生，牛津提供了一种同性恋自由的环境，伊夫林·沃说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个同性恋极端阶段，在一个短暂时期，在情感和生理上毫无束缚。”
 

〔428〕



 老校友即使已经循规蹈矩，仍保留着青年经历的痕迹。西里尔·康诺利如此描写了英国的新精英的心态：“是少年型的，来着学生气，做作，懦弱，伤感，归结起来是同性恋的。”
 

〔429〕



 但是，那些“真正”的同性恋者走出校园后很快明白他们在英国仍没有自己的位置。为了追求新的快乐和自由，他们寻找一个接纳他们的地方。由度假的朋友的转告或通过阅读丑闻报纸使他们认为幸福在德国。一直到1933年，此后的英国的同性恋史都将是德国样板的模仿。



出游德国




对于克里斯托弗，柏林就是男孩子们。
 

〔430〕







关于性，德国是唯一的地方。英国不值一提。
 

〔431〕






在同性恋神话谱中，异域始终是一个着迷的对象。异国他乡为那些通常在故园被看作贱民的人们提供了逃亡或重生的可能。很简单，在国外更容易体验性生活的满足，而社会道德的压力似乎离得更远。19世纪末的殖民地就有过大的风潮。起因却是真正军事性的，非洲军在法国有同性恋的名声，在高层以利奥泰元帅为代表。同样，英国殖民地军队的一些帝国督军结婚很迟，比如米尔纳、莱亚德、巴登－鲍威尔，另一些则不然，如罗兹、戈登、基奇纳。他们多数人都在自己周围维持一个宠臣圈子。同样，一些探险家如斯坦利和爱德华·艾尔也选择年轻小伙子作为每次远征的伙伴。而且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军中。异国情调的吸引和关于殖民地土著同类爱好的传言使得殖民地被当作保守而谨慎的同性恋者的乐园。一本法文著作，安娜·德·科尔内的《殖民地的爱情》（1932）特别强调了某些地方同性关系的便捷。首先是一些亚洲国家：“男色在欧洲是特别举动，却是中国人风俗的一部分，与卖淫和吸鸦片同样对待，而且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同样。”为了解释这种特殊性，书中搬弄一些种族理论。比如，安南人是“古老的文明人，将所有的怪癖与精致的头脑和谐起来。”此类的辩解预见到对欧洲人利用其在亚洲的统治来进行性旅游的所有责难。亚洲并不对同性恋独占，而“阿拉伯人是天生的屁精”。
 

〔432〕



 此类言论在某些同性恋者中间有所反响，发展了异域欢迎同性恋的神话。通常，在殖民地的逗留显得是一种真正的揭示。J. R. 阿克利1923年赴孟买任职，发现土邦宫廷是同性纵欲的环境。这些发现使他开始批判自己的国家和那里性的虚伪：“我乐于看到男人和男孩们拉着手散步，或者胳膊搭在对方的肩上。我在埃及和其他地中海国家也见到过这些。但英国人却认为这样‘不够阳刚’，甚至更糟！噢，这些英国人！这些英国人！更糟的还有那些苏格兰人！”
 

〔433〕



 殖民地帝国经常充当那些在本国因丑闻失势的名人的退路。比如罗伯特·艾顿曾是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公学的校长，在一次重大丑闻后于1900年流亡昆士兰。
 

〔434〕



 在马来西亚，30年代到任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同性恋者。在揭露了一名华人男妓之后，几位本地人物受到怪罪。接下来有几人被流放，两人自杀。
 

〔435〕



 丹吉尔在30年代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波希米亚和同性恋的知识分子。斯蒂芬·坦南特将这座城市的迷恋解释为它象征了异国情调和离乡背井：“很奇怪，但这里如此靠近西班牙，仅30英里，海水却更热，阳光更炙热。非洲的精神，大家呼吸得到，闪耀在街道上，铺开泥土和人行道，让我觉得异常的舒适。”
 

〔436〕



 除了常驻者，还找得到与殖民地相关的一种真正的同性恋旅游的痕迹。在国外，一切都似乎更便捷，被人认出的恐惧消失了，司法也同样不过分追究。当地的异国情调掺加了形式中的情色。纪德颂扬了这种便捷和有益的关系。到处都只是一些棕皮肤的花季少年，极其合作，随时奉候，免除偏见和禁忌：“一到那里，在倾斜的沙坡上，阿里卸去头巾和大衣，他自动躺下，交叉双臂，开始笑着看我。我没有土到不明白他的邀请，但我没有立刻回应。我坐下来，在他不远处，但也不是太近，轮到我紧盯着他，我等待，很好奇他将会做什么。”
 

〔437〕



 男孩们被交换，从一人手中转到另一人手中。在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的陪伴下，纪德发现男孩们的交易是有组织的，满足过往的外国人。人们不禁疑问他是否真的没有意识到这类关系变相卖淫的特征，他坚持认为，人家向他提供的东西是男孩子们的自发行为。
 

〔438〕



 在《只要种子不死》和《埃及手记》中，所有金钱的问题都被回避。但给小费是平常的，狎童与金钱特权直接相关。殖民者由于其金钱优势确定自己能够得到满足。结果，他竭力证明金钱在他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作用。读者自己也失去判断能力，纪德成为共谋，因为他竭力表现自己的软弱、匮乏、犹豫。但虽然他对自己的性生活进行深究，他从不对他的伴侣的选择提出疑问。同纪德一样，蒙泰朗作为性冒险的持续的源泉回忆了在阿尔及尔的生活。他游荡于“埃塞花园”、巴布－埃尔－瓦德、电影院，寻觅阿拉伯少年，他随意命名为“布理达刺玫瑰”、“贝尔古茉莉”、“美狄亚染料”、“开启天门者”。对于蒙泰朗，北非的殖民者来到阿尔及尔满足自己的幻想。“或者是法国梦：约简、统治、开放，或者是艺术梦：舞女、茉莉、男童，或者是‘人文’梦：皈化、公正、博爱。”
 

〔439〕



 在殖民经验之外，还有地中海国家的一种普遍吸引。再一次，地域被理想化、神化。意大利特别受到称颂，主要是E. M. 福斯特。他的某些小说，比如《看得到风景的房间》将充满阳光、对爱情开放的意大利与清教徒、伤感和昏暗的英国对立起来。但小说背景仍然是严格异性恋的。在他的中篇小说中（许多是死后发表的），福斯特发展了意大利是同性恋天堂的认识。
 

〔440〕



 如同那些殖民地，在本国经历多种丑闻之后意大利可以充当新的祖国。诺曼·道格拉斯是J. R. 阿克利的朋友，在被判对一个小于16岁的未成年少年犯有风化罪之后，他流亡到佛罗伦萨，在那里他能够任意满足他的所有偏好。他的建议使J. R. 阿克利还未登船离开英国就已经着迷，在一个年轻侍者面前如下表现：“他完全没有胡须，乔。深入他就像刀子插进黄油。你什么时候与我们会合？”
 

〔441〕



 在诺曼·道格拉斯的朋友意大利导游吉乌塞佩·“皮诺”·奥里奥利的陪同下，J. R. 阿克利游览了佛罗伦萨。奥里奥利声言佛罗伦萨人穿着华达呢长裤的目的是展示自己的性本钱，他最喜爱的一个游戏就是从下到上地打量一个年轻人，从裤子到脸孔，以便自己能勃起。但是，虽然男孩们通常也有同好，他们并不希望建立正式关系。奥里奥利与他的情人度夜，情人发誓永远忠诚，随后他跟踪发现他进了一家妓院。殖民地和地中海国家的爱情更直接地关系到第一代同性恋者，王尔德、纪德、福斯特一代人。
 

〔442〕



 其中保留着很多维多利亚朝的内容，尤其是在性方面的特点，欲望的对象是一个少年，甚至是儿童。而且，关系总是金钱交易，游客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不断得到肯定。在德国，第二代同性恋者接受与第二自我交锋，面对一个同龄的男子，不带有异国情调，没有很大的差异。年轻的情人不再是一个“下等人”，尽管金钱继续起一些作用，因为情人们通常是男妓或工人家庭的男孩暗地接受包养。更重要的是，年轻的德国人代表着曾经的敌人。所以性解放与社会挑衅混同。在这个意义上，出游德国在同性恋确信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在英国同性恋者看来，德国像是个天堂。艺术的创新搀杂着阳光、勾搭和性的快乐。至少一直到1933年，柏林引起非凡的迷恋，成为一个时髦的地方。夏洛特·沃尔夫是医生和女同性恋者，她如下记述：“柏林有欧洲最开放城市的名声，成为同性恋者的天堂。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尤以英国为甚，他们享受一种他们祖国不给予他们的自由。”
 

〔443〕



 20年代末有众多知识分子、同性恋作家和艺术家在那里居留，其中有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布赖恩·霍华德、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米切尔和汉弗莱·斯彭德、T. C. 沃斯利、弗朗西斯·培根、温德姆·刘易斯和约翰·莱曼。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1929-1933年间不间断地生活在那里。斯蒂芬·斯彭德在1930-1933年间每年去德国生活6个月。汉堡和慕尼黑同样是同性恋聚会的地方。德国罩上神秘的光环，很快就超越了特别的圈子。衣修午德的第二本书《可回忆的》（1932）的宣传广告就利用了这种可疑的声名：“在1928年柏林的小心封杀的世界中，一个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在他德国情人的坚实怀抱中找到了爱情。”
 

〔444〕





对于英国同性恋者来说德国是一次决定性的经历：“克里斯托弗对柏林的第一次访问很短暂，一个星期，六天，但这足够了。我现在承认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决定性事件。”
 

〔445〕



 他们发现自己并不孤立，而是属于一个捍卫自己权益的世界性群体。参观希尔施费尔德的学院对衣修午德是一次启示。他首次面对自己的“部族”。直到那之前，他都以为同性恋是自己和朋友们发现的一种私密的生活方式。他出身特权阶层，直到此前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发现了希尔施费尔德为废除第175条的斗争、他对那些无法承受自己的性倾向的人提供的帮助和纳粹党对他的敌意。衣修午德克服了最初的反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参与了初生的同性恋运动事业。
 

〔446〕



 但德国不仅是投入斗争的土地，它首先是快乐的地方。当战后的英国仍难以摆脱维多利亚朝的偏见，德国已为身体平反。斯蒂芬·斯彭德那时发现了太阳、裸体、卫生、没有羞耻地暴露的宗教。他认为太阳是当时德国一个首要社会力量。“裸体是新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
 

〔447〕



 那个时代的英雄是裸体的阳光肤色的少年，他们在公共泳池旁或沿着河流和湖泊进行日光浴。阳光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身体的美好和脆弱。罪过似乎随着1923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消退，此后的唯一目的就是苟且度日和利用免费的东西：阳光、水、友谊和身体。但对于英国人，免除偏见地融入这个世界并不容易。斯彭德特别指出，最初他是那么神经质，生理上那么畏缩和抑制，那些德国男孩与他在一起时不能表现得跟平时一样。但是，融入很轻易：“只要脱了衣服就行。”
 

〔448〕





在德国，英国同性恋者同时找到了平和和兴奋。在一个同性恋被自然看待的国家，他们不再需要掩饰或相反表现出挑衅。在提供给他们的多种娱乐场所，他们得知一种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存在，是为了男性快乐独特设计的。他们发现了便捷的性和白日里体验的恋情。价值观完全混乱，一切都不具真正意义。男孩似乎是女性的，女孩有男性的举止，对伴侣的性别无所谓：“我被人揽腰、搂脖子，被亲吻、被拥抱、搔痒、脱得半裸，我和女孩、和男孩、和两三人一起跳舞。”
 

〔449〕



 在衣修午德和海因茨、斯彭德和约阿希姆、奥登和皮普斯、布赖恩·霍华德和托尼之间更为持久的激情产生了。英国人被这些男孩的美丽、力量、灿烂的健康和他们的无拘无束迷住。在他们的小说和自传中，他们试图表达受男孩们启发的崇拜和欲望：“宅子里满是有匀称的棕色身体的漂亮男孩，他们涂抹油脂，在阳光下晒几个小时。他们吃东西像狼，在桌上用餐的方式让亚瑟难过。多数人都说最土的柏林话。他们在沙滩上搏斗拳击，从最高的跳板用最危险的动作跳入湖中。男爵陪伴他们参加各类活动，经常被欺负。他们的粗暴没有恶意，他们跟他开玩笑打碎他的备用眼睛，差点把他的脖子折断。他带着英雄的微笑忍受这一切。”
 

〔450〕



 德国男孩有着同性恋梦幻的外表，通常十六七岁，晒黑的皮肤，浅色头发比较长。他有痞气，危险让人投降，纯真的外表掩盖了丰富的经验。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骄傲，不停做各种肌肉锻炼，他乐于在友谊的打斗中展示。英国男孩被这种身体的力量吞没，从中发掘一种自己缺乏的能量。在这些身体的对抗中，是两个民族相遇，在一个短暂的阶段里互相理解：“在他与奥托的竞赛中，似乎他仅凭借着一种巨大的、疯狂的意念力量在坚持。是彼得的意志在与奥托的身体较量。奥托只是一具身躯，彼得只是一个头脑。奥托流畅地运动，毫不费力。他的动作具有一只高贵而残忍的动物的野蛮的无意识的优雅。彼得被迫着动作，用无情的意志之鞭来催打粗笨而僵硬的身体。”
 

〔451〕





但德国不仅限于阳光和水的游戏，柏林的名声是提供游客一些不像这些度假乐趣那么单纯的感官刺激：“柏林对于狎童者是一个觉醒着的梦。那里有受警方控制的170家男妓院。我可以好好说说我的伙伴，他是橄榄球员和约瑟芬·贝克的混合体。我们把D. H. 劳伦斯当作一个唱诗班歌童。我是浑身青紫。”
 

〔452〕



 这些英国小伙子有时很难认识到是在与男妓打交道，他们还以为在经历一种共谋和友谊的关系：“要么是海因茨活干得好，要么就是他真诚地爱我。我们共同度过幸福的十天来游览城市和出去到附近的湖边远足——噢，德国的郊游！”
 

〔453〕



 关系确实非常简单。“我喜欢性而皮普斯喜欢钱，这是一桩好交易”，W. H. 奥登后来很简要地说道。危险的因素并非不存在，使得这种形式的性快乐更加刺激：“维斯坦有些喜欢被虐待。在我的房间里有过一次。以枕头仗开始，但却以拳打脚踢接受，然后他们做爱。维斯坦不大喜欢别人这样看着他。”
 

〔454〕



 对于沃斯利，如同对于其他在本国从未或几乎从未有过性关系的英国同性恋者，德国男妓是一种解放和一种揭示：“当一个了解我的倾向的同事告诉我在德国比如慕尼黑有些地方男孩子们很少价钱就提供服务时，从我表现的吃惊、怀疑可以判断出我缺乏经验。一些拉客的家伙！这真的存在吗？我设法下一次度假去了德国。”
 

〔455〕





距离加上德国男孩的自由和手法使他们得以超越自己的禁忌。英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性的游猎入门，比如W. H. 奥登开始在日记中开列一些暗示性的名单。
 

〔456〕



 而当希特勒在1933年终结了自由无虑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之时，英国同性恋者带回性的实践和经验，他们决定在自己的国家继续下去：“经过了柏林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就好比是我发现了什么。我立刻开始左右搜罗一些人。”
 

〔457〕



 同时，他们无力与自己的祖国和解，成为一些游客和难民。衣修午德、霍华德、斯彭德、约翰·莱曼、奥登永远成为背井离乡者，从一个国家流徙到另一个国家，为了保留一种从此在他们第二故乡也消亡了的自由。当衣修午德的情人海因茨1933年被纳粹逮捕并因性变态行为被判刑，他们指控他与他的朋友在包括德国在内的14个国家犯下可指责的行为。

英国同性恋者未来的斗争在德国的坩埚里铸就，是通过一代冒险青年的经历，幸福的时光正因其被镇压与战争中断才更加可贵。德国因此加入定义1919-1933年间同性恋崇拜的内容。它将把自由的快乐的体验加入神话范畴，证明同性恋并非注定要在秘密中或受到挫折。德国在同性恋意识中的作用无疑更本能地通过W. H. 奥登所献的6首诗得到理解。尽管他的德语水平平平，他仍用这种语言写诗。在诗中他回顾了柏林的咖啡馆，一夜的恋情，带着情色和柔情的阳光假日：


苏格兰的土地上雨淋在我身上



那里我们永远不曾在一起



这里人们在周末谈论艺术



我是在自己家里。我已不在柏林。



这类事情总是这样



我们将永无再见，平静些：



你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必做什么



变得越来越美，而只要



当你在车站遇到朋友，噢，那么



当周日的公共汽车准备出发



而你想上去，那就看看



它们之间经过的列车。



再不然，当一位老先生拥抱你



你跟他走吧；我不需付钱。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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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罗纳德你认识，他像多数英国人，



本能地是个鸡奸者



但他害怕知道



所以他发泄在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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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崇拜是一个独特和复杂的现象，首先与英国男性精英有关。妇女们不了解这个特殊的时期，在法国和德国也谈不上同性恋崇拜，即使是存在一些制度化的同性恋活动的痕迹。很难分析这一现象。它首先表明性的自由主义在一次大战之后开始出现。成千的年轻人死于战场刺激了年轻一代，他们竭力颂扬同窗的美丽，充分体验少年期的神圣时光。布卢姆斯伯里知识分子以及第二代奥登一代的作品使关于性问题的讨论更加公开。同性恋不再是一个禁忌，在社会的某些范围内可能被毫无羞耻和悔恨地表达出来。同性恋崇拜使众多同性恋者得以更自由地体验自己的性生活，不畏惧被谴责和排斥。它使整整一代人熟悉了这种性实践，他们将更加宽容和理解。少年时强烈的体验使成年期的与无知和恐惧关联的偏见退位。尽管如此，宽容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在有限的和受保护的圈子之外，英国同性恋者即使出身精英仍任由社会舆论裁判，这解释了他们往德国的逃亡。所以应该将作用于英国社会的转变相对化。虽然同性恋崇拜显示出更大的性自由，但它同样是英国青年认同危机的征兆，他们意图否定制造战争的维多利亚朝一代人并建立新的价值。男孩们生活在封闭的、男性的环境，这构成他们唯一的参照系。女性是未知的存在，几乎是社会道德所强加的敌人。同性恋作为颠覆性的性行为而得到重视，一种代替父权模式的性行为。这是一种博爱的性行为，保护内部成员并产生不可解的联系。这同样是反叛和毁灭的少年期的性行为。它根植于边缘并以之为荣，不能真正对英国风俗持久性的转变有所助益，却秘密地破坏其基础。尽管同性恋崇拜应在性的维度内被看作对所肩负的差异性的骄傲的确信，但还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弃绝社会的象征，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行为。对传统上被资产阶级所接受的道德价值的颠覆宣告了一些更彻底的颠覆，比如某些同性恋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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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一个见证来总结同性恋自由的岁月，这一见证交叉了经验，显示了各个模式间的互动。美国作家朱利安·格林常年生活在法国，他同时具备了盎格鲁－撒克逊和拉丁的经验。他曾在一所美国大学见识过与同性恋崇拜相当的事情，总的来说是自由同性恋模式的传播。他的文学活动使他与法国同性恋经验遭遇，而他到德国的旅行使他体验了与英国同性恋者相似的经历。他的双重文化使他置身一种暧昧的状况，使他无法自我认同于一个具体的圈子。他自己不断重新诠释他在天主教背景中所亲历的经验。通过这个事例，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者的所有希望和幻梦都显现出来。克劳斯·曼也在日记中总结了这种错综人格：“很吃惊地发现他在自己书里不透露任何私生活。他进行一种严格的隔离：‘一个另外的我在写作。’为了恢复平静，他每天写一些同性恋的文字。他的报告令人难以相信地激荡，同时对于性又很冷静。他向我展示切里切夫（Tchelitchev）的色情作品，罪恶的英雄史诗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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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柏林的同性恋者》（Les Homosexuels de Berlin），p. 72。





〔95〕

 　《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Klaus Mann: Journal. Les années brunes, 1931-1936, 1996, pp. 32, 37, 42, 47-48。





〔96〕

 　《柏林的女同性恋者》，Ruth Margarete Röllig: Les Lesbienne de Berlin（1928），Cahiers Gai-Kitsch-Camp, n°16, 1992, p. 53。





〔97〕

 　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1887-1969）是一位通俗作家，她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小说和连载；另外她在几家女同性恋报刊当记者，比如《女友》（Die Freundin）和《假小子》（Garçonne）。她在家中接待一些戏剧演员、变装客、男女同性恋者进行一些歌唱晚会或者玄学讨论。





〔98〕

 　路易－夏尔·鲁瓦耶：《爱在德国》，1936，p. 14。





〔99〕

 　夏洛特·沃尔夫：《事后明白》，pp. 76-77。





〔100〕

 　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1929年1月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见路易丝·德·萨尔沃和米切尔·A. 李斯卡编：《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1984，p. 366。





〔101〕

 　路易－夏尔·鲁瓦耶：《爱在德国》，p. 68。





〔102〕

 　从1920年到1923年，德国货币迅速贬值，由战争赔偿、全球危机和鲁尔区的占领造成。1922年1月一个金马克兑46马克纸币，1923年7月兑84000，9月兑2400万，10月兑60亿，12月兑1万亿。工人尤其受失业和购买力缩减的影响，因为工资增长赶不上贬值的节奏。1923年柏林有21万失业者。





〔103〕

 　理查德·林泽特，共产党活动家和WhK成员，对100名柏林男妓作调查，使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社会背景。他的结论见1929年发表的《男性之间的淫乱》（Unzucht zwischen Männern），297节。见第2章。





〔104〕

 　1920年柏林大区共380万居民；1939年，430万。





〔105〕

 　外省同性恋生活见《男性的“勾引”：第三帝国时期科隆的同性恋者的生活》，Cornelia Limpricht, Jürgen Müller和Nina Oxenius著：“Verführte”Männer, das Leben der Kölner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1991）。德国比英法有更多同性恋酒吧、专门会所和协会。“德国友谊协会”（Deutsche Freundschaftsbund）遍布德国全境。在布伦斯维齐的施洛斯街3号设办公室。卡尔斯鲁厄的西尔什街20号的“威廉王子”。在埃森纳赫、魏玛、法兰克福、克雷费尔德、莱比锡、扎勒布鲁克、多特蒙德有通讯处。布雷斯劳的“射手”，开姆尼茨的“我们”，卡塞尔的“好运”俱乐部接待同性恋者。杜塞尔多夫的名人俱乐部在“新世界”饭馆聚会，在法兰克福是“帝国”咖啡馆。





〔106〕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28。





〔107〕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 p. 403。





〔108〕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46。





〔10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26。





〔110〕

 　1921年笔记，见《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 Ackerley, 1989，p. 40。





〔111〕

 　被包养男童的细节见《幕间》中约翰和贝尔纳的证言，pp. 137-143, 117-124；职业男妓的情况见托尼的证言，pp. 117-150。





〔112〕

 　引文见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20年代的同性恋者”，《同性恋新闻》，30期，p. 9。





〔113〕

 　见第7章。





〔114〕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96。





〔115〕

 　引文见《诺埃尔·科沃德传》，Philip Hoare: Noel Coward: ABiography, p. 158。





〔116〕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herley, p. 114。





〔117〕

 　《诺埃尔·科沃德传》，Philip Hoare: Noel Coward: A Biography, 1995，p. 81。





〔118〕

 　对伦敦和外省同性恋生活的描述根据《幕间》中罗伊、萨姆、贝尔纳、巴里和约翰的见证；《浴室鸡尾酒》中吉福德·斯金纳的见证；《30年代同性恋》中伽利略见证见《同性恋新闻》54期，pp. 11-12；乔治·马洛里：《20年代的同性恋者》。





〔119〕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herley, p. 212.





〔120〕

 　《短诗选》，W. H. 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 1966, p. 98。





〔121〕

 　关于两次大战之间巴黎同性恋约会地点的严肃研究见《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1981），和《30年代的秘密巴黎》Brassaï：Le Paris secret des années trente（1976）。我将采用他们的部分结论。为了丰富内容，我借助了威利的见证（《第三性》），夏尔－埃蒂安的见证（《莱斯博斯圣母院》，1919，和《疯女人的舞会》，1930），米歇尔·迪·考格雷的见证（《在坏孩子中间》）。一个会所的寿命很少超过一年，主要因为警方的控制，频繁的丑闻败坏俱乐部的名声，而且顾客总有新的要求。





〔122〕

 　《第三性》中威利的见证，pp. 173-174。





〔123〕

 　同上，pp. 177-178。





〔124〕

 　《你将孤独》，Alain Rox: Tu seras seul, 1936，p. 258。





〔125〕

 　夏尔－埃蒂安（Charles-Etienne）：《疯女人的舞会》（La Bal des folles），p. 153。





〔126〕

 　同上，p. 154。





〔127〕

 　同上，p. 155。





〔128〕

 　夏尔－埃蒂安：《莱斯博斯圣母院》，出处同前，p. 62。





〔129〕

 　同上，p. 67。





〔130〕

 　达尼埃尔·盖兰：《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1972，p. 169。





〔131〕

 　《第三性》，威利的见证，pp. 162-163。





〔132〕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





〔133〕

 　见《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134〕

 　莫里斯·萨克斯：《巫魔夜会》，Maurice Sacks: Le Sabbat, 1960，p. 194。





〔135〕

 　《第三性》，威利见证，p. 181。





〔136〕

 　《你将孤独》，Alain Rox: Tu seras seul, p. 282。





〔137〕

 　对这个圈子最好描述见弗朗索瓦·卡里耶（François Carlier）：《反生理卖淫》（1887）：巴黎警局风化组组长1850-1870年间将男妓和顾客分门别类。以及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 Carco）的《鹌鹑耶稣》（1914），夏尔·埃蒂安的《性别异常》（1924），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1938）。





〔138〕

 　弗朗西斯·卡尔科：《鹌鹑耶稣》（Jésus-la-Caille），p. 76。





〔139〕

 　同上，p. 151。





〔140〕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中“小路易”证言，p. 39。





〔141〕

 　同上，p. 239。





〔142〕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中“小路易”证言，p. 134。





〔143〕

 　弗朗西斯·卡尔科：《鹌鹑耶稣》，p. 104。





〔144〕

 　同上，p. 65。





〔145〕

 　同上，pp. 9-10。





〔146〕

 　《巴黎生活》1934年一篇文章显示，某些男妓红很长时间。在蒙马特的一家同性恋夜总会，一个男孩穿水手服，戴贝雷帽，是会所的招牌。他的语言孩子气，惊惶的大眼睛让顾客满意。警察的一次搜捕结束了他的生涯。警察要他的证件，他一边掏出军人证一边说：“我是老战士，这里写着1914-1916年的参加的战役。”“老先生们差点晕倒，必须面对现实，这孩子40岁了！”





〔147〕

 　安德烈·纪德：《日记1889-1939》，1951，“1932年10月24日”，pp. 1144-1145。





〔148〕

 　德国的工业生产从1929年就开始下跌。1930年春，危机打击英国。法国在1931年秋才被触及。





〔149〕

 　勒内·克勒维尔：《我的身体和我》，1926，pp. 54-55。





〔150〕

 　同上，pp. 57-58。





〔151〕

 　勒内·克勒维尔：《我的身体和我》，1926，pp. 161-162。





〔152〕

 　参见第七章。





〔153〕

 　让·科克托：《白皮书》，1983（1928），p. 56。





〔154〕

 　安德烈·纪德：《日记》，“1930年9月3日”。





〔155〕

 　威利（Willy）：《第三性》，p. 185。





〔156〕

 　《同性恋的30年代》，Galileo，“The Gay Thirties”。





〔157〕

 　见第三章。





〔158〕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生平见《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一位犹太人兼同性恋者兼社会主义者的性学家的生平与工作》，Manfred Herzer, Magnus Hirschfeld: Leben und Werk eines jüdischen, schwulen und sozialistischen Sexologen, 1992。





〔159〕

 　在委员会内部，一个大约70人的学院讨论和做重要决定。他们中选7人构成执行机构，一人任主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任主席直到1929年。另外设一两名秘书，是唯一领薪水的成员。





〔160〕

 　引文见《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1975, p. 31。





〔161〕

 　《中间性别年鉴》，n°VI, 1904。





〔162〕

 　有3000份问卷发给夏洛滕堡的大学生，5721份给钢铁工人。1696名大学生和1912名钢铁工人回答问卷。1901年，学医的荷兰学生吕西安·冯·勒默尔曾对阿姆斯特丹595名大学生做过同类调查，结果相近：1.9％为同性恋者，3.9％为双性恋者。见《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nfred Herzer: Magnus Hirschfeld, p. 63。某些作者如理查德·普兰特谈到有6611份问卷，结果相同。





〔163〕

 　引文见《早期同性恋权利运动》，John Lauritsen和David Thorstad: The Early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1864-1935）, 1974, p. 22。





〔164〕

 　已不可能知道WhK对同性恋者的投票有何影响。虽然一部分同性恋者已经感到强烈的认同并投了票，但很可能他们中多数不是很积极投入，他们根据其他的因素来投票。





〔165〕

 　对性问题的科学研究扩展到4个领域：生物学、病理学、社会学和人种学。接待中心同样分为4个部门叫做“婚姻与职业咨询”、“精神病理状态和精神疾病”、“心理性性苦痛”和“生理性性苦痛”。医学小组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神经病学家阿图尔·克龙费尔德、皮肤病学家弗里德里希·韦特海姆和放射科专家奥古斯特·贝松格领导。





〔166〕

 　《中间性别年鉴》，1919年1-6月刊，p. 51。





〔167〕

 　在《WhK通讯》第19期（1929年1月）中，希尔施费尔德提到一个莱比锡人不得不首先支付600马克，随后又付了200马克。但他又被要求支付额外的264马克时，受害者报警受到敲诈，敲诈者被定罪。一个判3年监禁和剥夺3年公民权，另一个被判9个月监禁，第三人被判6个月监禁。此类案件是稀有的，因为受害人通常不愿提出指控，害怕自己因第175条被定罪以及不可避免的社会歧视。





〔168〕

 　1914年对10000名同性恋者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中四分之一的人曾试图自杀。51％的人的自杀企图是由于害怕受审，2％因为与妻子的性困扰。这些自杀中18％与同性恋伴侣有关。3％的人自杀成功。





〔169〕

 　所有关于影片的资料都来自《中间性别年鉴》1919年1-6月刊，pp. 1-51。其中有一份特别完备的报刊综述。





〔170〕

 　参见第1章。





〔171〕

 　BAB, R22/FB 21764.





〔172〕

 　同上。1921年7月21日给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1923年4月29日给总理威廉·库诺；1925年9月25日给赫格斯特。1929年10月16日，第175条从新的刑法草案中消失的同一天，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寄给司法部长一封新的请愿信，要求撤销与第175条有关的暂停审理的案件。





〔173〕

 　引文见《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p. 82。





〔174〕

 　1925年1月19日开幕式出席的有德国保卫母亲联盟、性改革协会、性教育协会、婚姻法改革联盟、WhK和性学会的性改革部。随后，德国人权联盟加入。WhK是唯一参加刑法改革联盟的同性恋组织。





〔175〕

 　起草委员会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库尔特·希勒、费利克斯·哈勒、阿图尔·克龙费尔德、理查德·林泽特、海因茨·施塔贝尔、海伦尼·施特克尔、费利克斯·A. 泰哈勃、西格弗里德·魏因贝格和约翰娜·韦特豪尔组成。





〔176〕

 　WhK在《WhK通讯》10、11和13期上发表45篇关于反提案的各报刊文章。





〔177〕

 　见第7章及附录。





〔178〕

 　1929年失业率为8.5％，1930年达到14％，1931年21.9％，1932年29.9％，即560万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很可能有多于100万人未登记。从政治角度看，1930年3月是联盟的结束。海因里希·布吕宁上台后扶植反议会的总统政府。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时，国社党获得18％的选票。魏玛政权的最后几年的标志是体系的瘫痪。见《魏玛共和国》，Detlev J. K. Peukert: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1995。





〔179〕

 　《中间性别年鉴》，1922年1-6月刊，pp. 5-15。





〔180〕

 　《前进》、《星期一世界》、《晚间世界》发表了正面的文章，还有《萨克森人民报》、《开姆尼茨人民之声》、《柏林人民》、《柏林交易所信报》、《新柏林12点日报》和《新纪元》。





〔181〕

 　引文见《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性研究和启蒙》，Joachim S. Hohmann: Sexualforschung und aufklä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5, p. 36。





〔182〕

 　引文见《中间性别年鉴》，1920，7-10月刊，pp. 105-142。





〔183〕

 　威利：《第三性》，1927，p. 47。





〔184〕

 　勒内·克勒维尔：《你们疯了吗？》（Êtes-vous fous?）, 1929，pp. 141-142。





〔185〕

 　见《纳粹之前德国的同性恋和男性联合》，Harry Oosterhuis和Hubert Kennedy主编：Homosexuality and Male Bonding in Pre-Nazi Germany, 1991。





〔186〕

 　《唯一者及其特性》，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参见第6章。





〔187〕

 　《尼采和青年》，Hansfried Hossendorf：“Nietzsche und der Jugend”，载《唯一者》，n°XI/2, 1926, pp. 34-35。





〔188〕

 　BAB, R 22/FB 21764．





〔189〕

 　阿道夫·布兰德：“裸体文化和同性恋”，《唯一者》，n°VII/1, 1919。





〔190〕

 　阿道夫·布兰德：《领袖与民众之间友情的重要性》，1923，p. 5。





〔191〕

 　由阿道夫的《唯一者》在柏林出版。最初是1925年1月27日对“唯一者联盟”的演讲。





〔192〕

 　布兰德因此是“丑闻出局”（Outing）的先驱者之一。





〔193〕

 　《唯一者》，n°VII/1, 1919。





〔194〕

 　曼弗雷德·赫策：“唯一者联盟”，《性运动一百年》, 1997。





〔195〕

 　在此前1924年和1925年的几期中，他成为瓦伦丁·舒德尔的《书籍与人类》（《唯一者》，n°VII/8, 1924）、《友爱和同性恋》（n°VIII/9, 1925）的攻击对象，有关“犹太委员会”正使“德国爱神”处于险境。





〔196〕

 　《唯一者》，n°XIII/8, 1928。





〔197〕

 　阿道夫·布兰德：《政治流氓：一个词来形容罗姆倒台》，《爱神》，n°2, 1931, pp. 1-3。





〔198〕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性运动一百年》。





〔199〕

 　詹姆斯·D. 斯特克利曾尝试列出这些期刊的名单：Agathon, Die Blätter für ideale Frauenfreundschaften, Blätter für Menschenrecht, Das dritte Geschlecht, Die Ehelosen, Der Eigene, Eros, Extrapost, Die Fanfare, Frauenliebe, Die freie Presse, Der Freund, Die Freundin, Die Freundschaft, Freundschaft und Freiheit, Das Freundschaftblatt, Der Führer, Garçonne, Geissel und Rute, Der Hellasbote, Die Insel, 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Ledige Frauen, Der Merkur, Mitteilungen des WhK, Monatsberichte des WhK, Mundbrief, Phoebus-Bilderschau, Die Sonne, Der Strom, Die Tante, Uranos。一些杂志发行量数十万册，有一些只出过几期。





〔200〕

 　WhK1921年6月2日记入同一文件。





〔201〕

 　安布鲁瓦兹·戈：《赤裸的德国》，1923，p. 103。引文同样可见阿兰·罗克斯：《你将孤独》，1936，p. 269。





〔202〕

 　马克斯·H. 丹尼尔森在1928年也创办了《新友谊》，他试图重组DFV。杂志只维持了1年，因为受到揭发，似乎是被拉楚魏特，列入“色情与污染”名单。丹尼尔森1928年5月4日召开的会议在“亚历山大宫”聚集大约200人，在阿道夫·布兰德的演讲后在一片迷惑中结束。最初发言题目为《第175条与选举》，但他在其中指责拉楚魏特向当局揭发这本杂志（BAB, R 22/FB 21764）。DFV面对人权联盟和拉楚魏特未能确立地位。





〔203〕

 　BAB, R 22/FB 21764。提交部长9个问题。1．部长对同性恋怎样看，认为它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2．是否知道德国有200万同性恋者？3．部长是否认为同性恋使公共道德处于险境？4．是否认为200万德国人应该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感到羞耻？5．是否相信通过第175条能够将同性恋消灭？6．是否准备在新的法律草案中维持这一条款？7．是否记得有众多名人1910-1911年宣布支持废除这一条款？8．部长怎样认为？9．对请愿书上数千签名怎样看？





〔204〕

 　BAB, R 22/FB 21764.





〔205〕

 　GstA, I. HA, Rep. 84a, 8101.





〔206〕

 　《女友》，n°3, 1924。





〔207〕

 　《女友》，n°8, 1924。





〔208〕

 　同上，n°13, 1927。





〔209〕

 　同上。





〔210〕

 　同上，n°22, 1929。





〔211〕

 　同上，n°4, 1927。





〔212〕

 　同上，n°6, 1927, 1927年4月4日信。





〔213〕

 　同上，n°7, 1927, 1927年4月18日信。





〔214〕

 　格尔达·M（1904-1984）的见证，她30年代与当时失业的女友在柏林生活。引文见Kristine von Soden和Maruta Schmidt主编：《新女性：20年代》（Neue Frauen, die zwanziger Jahre）, 1988，p. 162。





〔215〕

 　《女友》，n°32, 1931年8月1日信。





〔216〕

 　《女子爱情与生活》（Frauenliebe und Leben）, n°1, 1928。





〔217〕

 　阿格内斯·谢尔特博士：《女同性恋者户内体操》，出处同上，n°2, 1928。





〔218〕

 　欧根·居尔斯特博士：《变装与女性解放》，出处同上。





〔219〕

 　报告可以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发表。联盟名称用三国语言分别表述为：Weltliga für Sexualreform, World League for Sex Reform, Ligue mondiale pour la réforme sexuelle。





〔220〕

 　引文见《性、政治和社会》，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9, p. 185。





〔221〕

 　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俄国、奥地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挪威、瑞典、丹麦、冰岛、立陶宛、埃及、利比里亚、阿根廷、智利、英属印度和马来西亚。





〔222〕

 　英国的诺曼·海尔和多拉·拉塞尔，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德国的马克斯·霍丹海伦尼·施特克尔，法国的维克多·玛格丽特，俄国的亚历山德拉·科隆泰。





〔223〕

 　关于联盟信息参考《世界性改革联盟章程》，见《性改革大会，第二次大会议程，哥本哈根，1928年1月1-5日》，1929。





〔224〕

 　这些发言都收录在A. Weil主编《性改革与性科学：柏林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改革和性科学大会上的发言》，Sexualreform und Sexualwissenschaft, Vorträge gehalten auf der erste internationale Tagung für Sexualreform auf sexualwissenschaftlicher Grundlage in Berlin, 1922。





〔225〕

 　同上，p. 144。





〔226〕

 　多拉·罗素：《红柳树，我对自由和爱情的追寻》，1975，p. 218。





〔227〕

 　WLSR：《性改革大会》，伦敦1929年9月8-14日，1930，pp. 308-309。





〔228〕

 　《晚间新闻》1920年11月12日刊，《每日快报》1928年9月5日刊。乔治·艾夫斯还引述了《每日新闻》1927年8月25日刊，《蓓尔美尔街》1921年7月16日刊，《星报》1927年8月7日刊，《每日快报》1927年9月8日刊。





〔229〕

 　同上，p. 401。





〔230〕

 　WLSR：《性改革大会》，维也纳1930年9月16-23日，1930，p. 45。





〔231〕

 　关于艾夫斯和喀罗尼亚会（Chaeronea），参见《初现峥嵘：19世纪末到当前英国同性恋政策》，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

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1979, pp. 118-127。





〔232〕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很长时间被忘却，由于同性恋史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被重新发现。1944年在他百年诞辰时举行了纪念活动，一些文章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观众》、《听众》、《新政治家》。他的著作《走向民主》被再版。E. M. 福斯特1944年9月25日在BBC发言。这些平反的尝试直到60年代末之前都没有效果。





〔233〕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68。





〔234〕

 　《文选》第一卷《性》，Edward Carpenter: Selected Writings, vol. I, Sex, 1984, p. 83。





〔235〕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71。





〔236〕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81。一份警方案卷显示曾对卡彭特进行调查，许多证人对梅里尔对他们的追求提供了大量证据。一个在卡彭特家住过几星期的年轻人披露卡彭特3次试图与他发生性关系，为同性恋辩解。面对这些证据，检察官作出如下结论：“爱德华·卡彭特是一个政治性秘密社团的领导人，其成员之间靠同性恋来维系”；“该秘密犯罪社团的领导人们的目的是摧毁文明”；他们之间靠暗号识别，“手放在大腿上，对这部分身体进行按压”。除了此处表现得很可笑的对同性恋密谋的趣谈性的一面，警方没有行动。可能是卡彭特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导致了对他真实目的的迷惑。没有对他以猥亵罪逮捕，检察官可能希望证明更严重的包含叛国内容的罪行。卡彭特的著作《同质性的爱》被停止出售，但处罚并没有扩展到作者（HO 144/1043/183473）。





〔237〕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p. 80-82。《日久生情》（Love's Coming of Age）的出版导致在意大利组成一个叫“青年联盟”的团体，讨论和思考性问题。





〔238〕

 　《政策与原则》（Policy and Principles），BSSP, n°1，p. 3。关于BSSP参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p. 128-143。





〔239〕

 　《性倒错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Problem of Sexual Inversion），BSSP, n°2，1915，p. 3。





〔240〕

 　《同伴感情的联系》Lawrence Housman: The Relation of Fellow-Feeling, BSSP, n°4；《病态、反常与人格》Harold Picton: The Morbid, the Abnormal and the Personal, BSSP, n°12；《惠特曼的一些朋友们》Edward Carpenter: Some Friends of Walt Whitman, BSSP, n°13；《性与中间性》F. A. E. Crews: Sexuality and Intersexuality, BSSP, n°14；《同性爱慕与性倒错的心理学原因》H. D. Jennings Whit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Homoeroticism and Inversion, BSSP, n°15。





〔241〕

 　伊迪斯·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拒绝支持并宣称：“我从不认为任何人需要受到鼓励，我们自己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去培养新的”（引文见《严肃的快乐》，P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en Tennant, 1992, p. 151）。





〔242〕

 　《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137。





〔243〕

 　有关对《追忆》的接受，我依据《危机中的廉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接受的一个侧面1913-1930》，Eva Ahlstedt: La Pudeur en crise. Un aspect de l'accueil d'《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de Marcel Proust, 1913-1930, 1985。





〔244〕

 　他1912年致信编辑告知他们这是一本“不体面”的书，有一些“好男色”的人物。但是，他坚持对书籍的这一方面保密直到最后的揭露。





〔245〕

 　引文见《危机中的廉耻》，Eva Ahlstedt: La Pudeur en crise, p. 30。





〔246〕

 　比内－瓦尔迈（Binet-Valmer）是小说家和记者，他本人发表过一部同性恋小说《吕西安》，获得很大成功。他还是一个激烈的爱国者，在战争中得到勋章，是一个老兵组织“分队长联盟”的副主席，后任主席。





〔247〕

 　署名“Orion”，是Eugène Marsan和Lucien Dubech的联合笔名。





〔248〕

 　只有比内－瓦尔迈在《戏剧》（Coemedia）、罗杰·阿拉尔在《新法兰西杂志》、安德烈·热尔曼在《新作品》上用了“性倒错”这个词。





〔249〕

 　《马塞尔·普鲁斯特》，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 1985（1959）, vol。





〔250〕

 　《索多姆和戈摩尔》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Sodome et Gomorrhe I, 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88, t. III, p. 32。





〔251〕

 　同上，p. 33。





〔252〕

 　引文见《马塞尔·普鲁斯特》，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 p. 388。





〔253〕

 　纪德《日记，1887-1925》，André Gide: Journal, 1887-1925, 1996, 1921年5月日记，p. 1126。





〔254〕

 　androgyne，雌雄或雌雌或雄雄同体，被神分开后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译注





〔255〕

 　同上，1921年12月2日日记，p. 1143。





〔256〕

 　引文见《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Erman: Marcel Proust, 1994，p. 227。





〔257〕

 　我此处参照《安德烈·纪德与关于同性恋的辩论》，Eva Ahlstedt: André Gide et le Débat sur l'homosexualité, 1994。





〔258〕

 　Pédérastie指对男性狎玩，通常是对少年。——译注





〔259〕

 　引文见《关于安德烈·纪德的记述，1913-1951》，Roger Martin du Gard: Notes sur André Gide（1913-1951），收入《全集》，1983, t. II, p. 1375。





〔260〕

 　哥利东（Corydon）是维吉尔作品中一个牧童的名字，他爱上另一个牧童。





〔261〕

 　《哥利东》，André Gide: Corydon，（1924）1991，p. 20。





〔262〕

 　纪德1923年12月26日致多萝西·伯西的信，见《纪德、多萝西·布西通信，1925年1月至1936年11月》，Correspondance André Gide/Dorothy Bussy, janvier 1925-novembre 1936, 1981, t. II, p. 448。





〔263〕

 　“1924年8月4日”，同上，p. 476。





〔264〕

 　《文学报》（Journal littéraire），n°12，1924年7月12日，p. 12。





〔265〕

 　威利：《第三性》，p. 109。





〔266〕

 　《反哥利东：论性倒错》，François Nazier: L'Anti-Corydon, essai sur l'inversion sexuelle, 1924, p. 11。





〔267〕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1996，1932年7月10日和12日，p. 76。《哥利东》1932年译成德文出版。但在英国直到战后才出版。





〔268〕

 　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1926，p. 398。这位母亲的态度使人联想到亨利·德·蒙泰朗小说《男孩》中德·布里古勒夫人，她宁愿儿子跟班上同学有关系也不愿他与轻佻的女孩来往。





〔269〕

 　同上，p. 403。





〔270〕

 　1927年1月16日，引文见《安德烈·纪德》，Eva Ahlstedt: André Gide。





〔271〕

 　安德烈·纪德：《只要种子不死》，1986，p. 133。





〔272〕

 　同上，p. 299。





〔273〕

 　André Gide: Journal, 1889-1939, 1991, p. 660，1929年12月8日日记。





〔274〕

 　Roger Martin du Gard: Notes sur André Gide, p. 1373。





〔275〕

 　法国在前几个世纪中有过同性恋组织的企图，特别是17世纪的“袖筒会”和18世纪的“好家伙”。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叫“埃米尔会”的组织在格勒内勒区的一栋房子里聚会。见《同性恋者和其他人》，Claude Courouve: Les Homosexuels et les Autres, 1977。





〔276〕

 　吉勒·巴伯代特和米歇尔·卡拉苏在他们的著作《巴黎同性恋1925》（1981）提到《性倒错》杂志的存在。请参阅档案AN, BB 18 6174/44 BL 303和第7章。





〔277〕

 　《幻梦》（Fantasio），n°427，1924年11月15日刊。





〔278〕

 　《灯笼》（La Lanterne），1924年11月19日刊。





〔279〕

 　威利：《第三性》，p. 108。





〔280〕

 　威利：《第三性》，pp. 58-59。





〔281〕

 　由围绕马克·阿莱格雷的争论所引起的同性恋者的敌对同样反映于同时代的几部作品，科克托的《神圣的怪兽》（1919）和纪德的《伪币制造者》（1926）。





〔282〕

 　诺埃尔·安南在他的书《我们的时代：两次大战间英国知识分子群像》（Our Age: 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A Group Portrait, 1991）中使用了这一表述。他认为这一表达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精神状态，至少是在英国上层阶级和知识界。





〔283〕

 　公学（public schools）体系包括两个级别。9所最大的面对“上层阶级”，培养民族未来的精英。7所是寄宿制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 1382年建立）、伊顿（Eton, 1440）、西斯敏寺（Westminster, 1560）、查特豪斯（Charterhouse, 1611）、哈罗（Harrow, 1571）、鲁格比（Rugby, 1567）、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 1552）。2所是走读的：圣保罗（1509）和麦钱特泰勒斯（Merchant Taylors, 1561）。多数公学是晚近建立的，它们面向中等阶层的少年，培养商业、行政和自由职业的国家高级人才。最著名的有切尔顿汉姆（Cheltenham, 1841）、马尔伯勒（Marlborough, 1842）、罗塞尔（Rossall, 1844）、拉德利（Radley, 1847）、兰辛（Lancing, 1848）、艾普松（Epsom, 1853）、克利夫顿（Clifton, 1862）、黑利伯里（Haileybury, 1862）、马尔温（Malvern, 1865）。为了了解公学影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1937年，张伯伦内阁21个部长中有19个出身公学。公学是少数人的特权，托尼（Tawney）在1939年估计有3％的家庭。见François Bédarida: La Société anglaise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nos jours, 1990。





〔284〕

 　安托万·普罗斯特指出19世纪末寄宿制在私立学校中占多数——但并不绝对，在公立学校中占少数。而且，寄宿制涉及的乡下学生多于城市。富裕家庭有可能请家庭教师。见《法国教育史1800-1967》，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800-1967，1968。





〔285〕

 　我此处主要研究男孩中同性恋，但同样涉及女校中的这个问题。问题几乎是同样的。我的研究依据《工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597-1977, 1977。





〔286〕

 　“人们说同性恋行为在英国和英国公学中很普及，虽然就我来说我非常怀疑”（《研究男性气概，男孩们健康的性态》，Rennie Macandrew: Approaching Manhood, Healthy Sex for Boys, 1939, p. 67）。





〔287〕

 　雪莱在公学被凌虐，终生留下生理和心理的后遗症。见《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597-1977。





〔288〕

 　《从阴影中逃亡》，Robin Maugham: Escape from the Shadow，（1940）1991。





〔289〕

 　《迪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1973, p. 53。





〔290〕

 　引文见《塞西尔·比顿》，Hugo Vickers: Cecil Beaton, 1985，p. 23。





〔291〕

 　达德利·凯夫证言，见《午夜后的漫步：同性恋男性生活故事》，Walking after Midnight. Gay Men's Life Stories, 1989。





〔292〕

 　引文见《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p. 163-164。下面一则同样（p. 164）。





〔293〕

 　J. R. 阿克利：《我的父亲和我自己》（My father and Myself），（1968）1971，pp. 70-71。





〔294〕

 　《公学现象》，John Gathorn-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166。





〔295〕

 　《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伊夫林·沃和他的朋友们》，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Evelyn Waugh and His Friends, 1989, p. 23。





〔296〕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1967, p. 74。





〔297〕

 　同上，p. 75。





〔298〕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1967, p. 89。





〔299〕

 　见《奥莉维亚》（Olivia），1949，p. 26。作者奥莉维亚，是多萝西·伯西的笔名，她是利顿·斯特雷西的妹妹和安德烈·纪德的朋友。





〔300〕

 　见第5章。





〔301〕

 　《迪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p. 54。





〔302〕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Worsley: Flannelled Fool, p. 47。





〔303〕

 　负责纪律的高年级学生。见以下。





〔304〕

 　Loom的意思是“编织”，但也有“幻影”的意思，在旧英语中有“阴茎”的意思。





〔305〕

 　《公学生活：男孩、父母、老师》Alec Waugh: Public-School Life. Boys, Parents, Masters, 1922.





〔306〕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Worsley: Flannelled Fool, p. 101。





〔307〕

 　同上，p. 107。





〔308〕

 　同上，p. 132。





〔309〕

 　《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 2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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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巴黎，1996，p. 132，1933年3月27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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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恐惧和欲望：矛盾的言论和典型的形象





——同性恋者，两次大战之间的类型化







公众场所的私密面孔　

比私密场所的公众面孔

更明智更亲切。　　　





——W. H. 奥登：《短诗选，1927-1957》




第四章





意识的觉醒：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艰难建构



在二三十年代，有关同性恋的言论不断增加。这些言论是科学的、文学的、道德的和趣闻性的，证明了同性恋作用于当时的群体想象的吸引力。同性恋者自己树立的代表形象与公众舆论中流行的通常是漫画性的形象相反。认同的过程已经启动。在社会的注视之外，男女同性恋者正意图确立自身的特殊性。

同性恋认同与同性恋行为不同，它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现世性的，不是神启的而是建构的，所以它表明一种环境的产生和一种特别的意识使得同性恋者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群体。
 

〔1〕



 这种同性恋认同不易区分。从哪个时刻开始我们能够说一个人自己承认是同性恋者？仅仅是当他接受了自己的性倾向，还是当他自己认为是同性恋的、或者必须当他在政治上要求归属一个同性恋群体？甚至很难确切定义同性恋认同的产生。实际上，这个时间因国家、地区（同性恋认同在首都的出现早于外省）、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更容易自己定义为同性恋者，因为他能够接触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争论和医学著作）而不同。由于采用的角度不同，同性恋的理论家们对于同性恋认同确定的时间大不相同。
 

〔2〕



 对于一些人，服饰、语言、约会场所中出现的同性恋“信号”已足以让人接受一种同性恋认同的存在。
 

〔3〕



 如此一来，同性恋认同存在于任何时代，因为我们可以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找到或多或少隐蔽的同性恋暗语。
 

〔4〕



 对于另一些人则相反，同性恋认同只是最近时期才形成，随同70年代的同性恋斗争的开始。
 

〔5〕



 但多数同性恋史研究者同意将同性恋认同的产生界定在19世纪末，当时“同性恋”这个词的采用正在普及，医生明确地定义同性恋，判罚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最终在欧洲各国建立。
 

〔6〕



 这一假设虽然坚实但却值得细分，要考虑到风格和各代人的多样性。第一代同性恋者受到医学理论和世界初的丑闻的深刻影响。他们被社会的排斥凝聚在一起，这一代仍然依赖外界的注视，对主动的自我确信感到困难。实际上只有男性精英在真正要求一种同性恋认同。与之相比，第二代同性恋者更容易自我认同。他们更好地融入同性恋生活，同时对社会的裁判也更加超脱。女同性恋者的认同出现了，主要是依赖一定数量的女性榜样。结果，一个同性恋群体形成，由共同的参照和文化统一起来，却并不一定引起一种团结一致的感情。




医学模式的传播：由外界强加的身份
 


〔7〕








同性恋身份围绕着对同性恋不同的定义构成，部分来自19世纪末大量的医学著述。医学理论对同性恋认同的影响难以界定，这显然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医生介入一个至此之前属于法官的领地无疑是有决定性的。通过介入“变态”
 

〔8〕



 的“新”领地，精神病学创立了一些“类型”，而“同性恋”就是其中之一。对于他人是产生，同性恋对于自身也是产生，因为个人被约简为一种性态的特殊性，经常被表现为一种“疾病”或者是“退化”的一种证明。从此出发，医学模糊了已经存在的“同性恋者”其他认同特征，比如由于光顾相同场所产生的社会联系、某些暗语的知识、所佩戴的一些标记。即使这些特征幸免于医学的“冲击”，但在所谓普遍性的新定义的关照下，它们不免一时成为“附属品”。然而，所提出的定义异乎寻常的多样，它们所揭示的自相矛盾更不必说词汇的极端混乱，这有助于将线索模糊而留给同性恋者以个人的方式相对独立地建构自己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医学的介入



性变态的领域直到19世纪末都属于法院的特权。法律惩治诸如鸡奸的行为，但并不承认罪犯有特别条款。19世纪末，精神病医生开始对性变态感兴趣。自此罪犯由其性变态形式定义，是同性恋、恋童癖、虐待狂、恋物癖。他也是受害者（由于遗传、基因、教育），这使他不负有责任。他的位置不再是在法庭面前，而是在医生的诊所。

直到19世纪中叶，庭审报告和司法记录提供了关于同性恋的“科学”知识的主要内容。
 

〔9〕



 然而，法律并未建立对变态和变态者的定义，他们使用了一些模糊的有侮辱性的词汇，这必然让读者意识到行为的恐怖，但又不能确切地在想象中再现。法律无法定义同性恋并建立一套镇压的策略，同性恋研究因此产生。当时最著名的著作是克拉夫特－埃宾的《性精神变态》（Psychopathia Sexualis, 1885），副标题为：“医学－法律研究供医生和司法界使用。”克拉夫特－埃宾同时担任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和法庭法医。同样，在法国，先驱者塔尔迪厄的著作《男色》（Pédérastie, 1857）见证了对于同性恋的新兴趣，预告了试图对同性恋罪犯的面目加以定义的其他著作，如弗朗索瓦·卡利耶的《逆反生理的卖淫》（1887）。塔尔迪厄将其结论建立在他为了寻找“鸡奸的特征”
 

〔10〕



 而以怪僻的细致检查过的205个个案的基础上。他的研究在法医的范围内进行，使对盗窃、卖淫和敲诈的同性恋群体的监控更为有效。继塔尔迪厄之后，许多医生对同性恋发生兴趣，尽管它首先是被当作歇斯底里症的特殊表现来研究，但很快就超越精神病态的范围而形成自己的范畴，带有自己的特殊性、自己的内部分类、自己的症候。新的研究者在前言中回顾前驱者的著作，他们虽然不满足于综述从前的分析，但他们仍经常将已经研究过的同性恋特征作为思考的基础。比如哈夫洛克·埃利斯记述他认识的许多医生从未遇见一桩性变态的个例。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虽然在19世纪末有了可观的飞跃，但仍然依靠微薄的基础。模糊仍旧存在于前所未见的成堆的书籍和文章中间。

首要的决定性的影响来自“退化论”理论家。虽然他们通过强调“先天”性而否定了同性恋的“犯罪”基础，但他们同样提供了以“变态”和“退化”概念为核心的非常负面的认同模式，深刻地影响到第一代同性恋者。比如在德国，年轻的柏林神经科医生、首先以科学为基础研究变态的精神病学家卡尔·韦斯特法尔与约翰·路德维希·卡斯珀一起断言，同性恋是一种先天疾病而不是一种淫行。对于阿图尔·叔本华而言，男性同性恋是由自然当作生育调节手段而预先确定的。神经科医生阿尔贝特·莫尔较为谨慎，在其大作《逆反的性情感》（1891）中，他明确将先天性同性恋与习得性同性恋分开，然而他认为后一种是特例。
 

〔11〕



 冯·施伦克－诺青男爵在1892年引起注意，他宣传用催眠术治愈同性恋。同性恋权威专家无疑要属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这是众人公认的。在其《性精神变态》中，他把同性恋个性形成分为四个阶段，从性本能的简单变态直到变性信仰。同样，他将同性恋分为四阶段：保留一些异性恋本能的痕迹性心理两性畸形、同性恋、女性化和两性畸形。只有卡尔·海因里希·乌尔里希斯有所不同，他自己是同性恋者，是“同体性”（uranisme，“男性躯体中女性的灵魂”）的发明者。他为同性恋免于刑罚而斗争，首先化名努玛·努曼蒂乌斯，随后用真名支持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简单的性多样性，并不比头发的颜色带来更多后果。
 

〔12〕



 他试图借助一套复杂的多名称的分类体系将同性恋者定义为“第三性别”，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被希尔施费尔德采用。在法国，同性恋的研究者有布鲁阿代尔、拉卡萨涅、舍瓦利耶和拉法洛维奇，后者于1896年出版一部力作《同性恋与生物单性》。尽管如此，让·马丁·沙尔科（1825-1893）和维克多·马尼昂（1835-1916）却是最早偏离同性恋犯罪模式并代之以医学和病理模式的人。他们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早著作《生殖意义的变态和其他性变态》的作者，最先是在《神经病学文献》1882年第7期和第12期上发表。两次大战之间，他们的理论仍有反响。
 

〔13〕



 法国精神病医生对性变态的兴趣最初是间接的，他们首要关心的是歇斯底里症，对同性恋只研究其与神经官能症的关系，这使他们的结论导向变态意义和病理意义。同性恋只是“退化”这种整体混乱的孤立症候。然而，这种言论要比看起来更创新，沙尔科的依据是他对一个详细描述的个案的研究，病人是一个31岁男子，从童年起就受到男孩的吸引，他手淫直到22岁，喜欢穿女装。沙尔科注意到他没有丝毫女性气质，他“高大、匀称”，而且“有些军人姿态”。尽管如此，他之所以求诊不是因为受同性恋之苦，而是因为从15岁起他就犯有歇斯底里症。
 

〔14〕



 对于沙尔科，这是一例“非常特别的性反常”，但并非“更深层的精神变态的明显表征”。他建立了当时一套经典性的治疗（与妇女接触、生理和精神卫生、冷水浴、溴化盐疗法），但这只对歇斯底里症无效。于是，由于同性恋是被当作先天的，主体没有责任，作为精神疾病，它不被看作犯罪。

女性同性恋只引起数目有限的医生的关注。实际上提供给女性同性恋的医学样板数目非常有限，这也许部分解释了其身份认同的滞后。另外分析的贫弱也让人吃惊，这是医生和公众舆论缺乏兴趣的结果（女同性恋不被法律制裁），也是因为观察到的案例数量少。克拉夫特－埃宾首先在其《性的精神变态》中区分出四类异常：在外表和精神特征不表露反常但却对男性外表的女性接近有反应的女子、喜欢穿着男装的女子、假装男人的女子、最后是“退化性同性恋的最终阶段，此类女子仅仅性器官为女性，思想、感觉、行动、外貌都属男性”。
 

〔15〕



 根据这一分析，“真正”的女同性恋者是最像男人的那些，而任何着装和行为上的男性向往都是女同性恋的症候。这类断言直到战后仍有人支持，比如玛蒂尔德·德·肯尼茨的《情色的重生》（1919）、克菲农医生的《性变态》（1932）、安德烈·比内的《妇女的性生活》（1932），后者宣称“妇女中完全的变态很少，在其身上多观察到双性恋”。
 

〔16〕



 同样，阿尔贝·沙波坦在描述女同性恋者“面部线条生硬，乳房男性化但乳晕更大、乳突更突出，大腿男性化，嗓音女低音”之后，他断言：“人们婉称的轻度变态者在女性中常见，明显发展的变态比较稀少”。
 

〔17〕



 埃里希·施特恩于1920年、朱莉·本德尔于1921年、詹姆斯·布罗赫于1929年仍然认为在《性学期刊》上发表证明女同性恋存在的文章是有益的。
 

〔18〕





面对先天论的理论家，对立的是体质性同性恋的支持者，同性恋被描绘成一种“后天发育畸形”，所以可以“治愈”。这种假设总体上是少数派的，在30年代重新引起兴趣，很大程度上被纳粹政权利用和鼓励。施泰纳赫是体质性同性恋的主要支持者，他从他的老鼠试验推断出可能通过睾丸外科手术治愈同性恋。他的研究阶段性地在德国医生中有所反响，比如约瑟夫·基希霍夫博士在《性反常》（1921）中持同样论点，还有海因茨·施迈德勒的《当代风化史，性的危机》（1932）。在《论同性恋问题》（1921）中，奥托·埃姆斯曼博士总结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医学理论，强调了施泰纳赫和施伦克－诺青的研究。同性恋可以治愈，通过植入健康的性腺、移植健康睾丸或者通过催眠术。尽管如此，最严重的病案无法治疗，患者的意愿对于疗法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在世界性改革联盟第一次大会上，罗格和哈格博士就《施泰纳赫研究对于假性同性恋问题的意义》的主题作了发言。假性同性恋的解释在于一个个体有两性性腺。精神病派同器官派的斗争是讨论的中心。同一次大会期间，魏尔博士在《由内分泌表现的身体比例和中间性别形式》中断言，同性恋首先是体质性的，如同施瓦茨博士一样支持同性恋可以由注射荷尔蒙来改变。



医学为同性恋者“服务”



与精神病学相逆，一些医生由于他们分析的新异和进步的立场，不仅在公众舆论中而且在同性恋者圈子里，获得非凡的声名。他们中最著名的显然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我们不再重述他的论点，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论及，但应当强调他的“第三性别”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同性恋认同建构的轴心，因为同性恋认同的建构正是通过某种方式赞同和反对他。实际上他的理论只适用同性恋群众中的一部分，他们觉得自己是“女性”，“男性身体中女性的灵魂”。比如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在一封致朋友弗雷德里克·席勒的信中，用了十几页纸，根据第三性的理论分析自己的同性恋：“有一个女性的灵魂困于男性的身体是一件奇怪的事，但似乎这正是我的情况。然而，这种生理冲动从来不能解答我与男性的关系，因为在精神层面上，我有一种更强烈的需要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尊，我实际上需要给予的和需要接受的同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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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性”理论却为一种自主的、有要求的强势同性恋认同奠定了基础，因为作为社会内部的边缘群体，同性恋者必须团结起来肯定自己的权益，让世界承认他们的差别。另外，如同我们见到的，这种观点受到好男色者的严厉批判，他们将同性恋归入希腊传统，激烈反对任何“女性化”。他们歧视女性，将同性恋纳入历史和文化视角，但也有政治的视角。这种观点在德国的支持者是阿道夫·布兰德或汉斯·布吕厄，在法国则有安德烈·纪德。希尔施费尔德的理论的影响可由图书销售的成功证明，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还有为了方便大众接受而出版的简写本。然而，另一个人物也同样对同性恋认同建构和公众舆论的演进有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在英国。

哈夫洛克·埃利斯（H. Ellis, 1859-1939）是两次大战之间最具影响的性学家。因为与1880年代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接近，他与新左派的领导人物如H. M. 海因德曼、埃利诺·马克斯、爱德华·埃夫林以及最初的费边社交往。他熟悉希尔施费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反对弗洛伊德，主要否定性是所有人类行为基础的看法：“有些心理分析师，当他们认出一些同性恋特征，他们会像多数人那样将其认作同性恋特征。但当他们看到相反情况甚至是强烈的反感，他们同样将其作为一种同性恋特征。似乎他们在说：‘正面，我赢了。背面，你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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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偏爱个性的医学研究，从来信人和来访者自发的见证着手。与其他医生不同，埃利斯非常熟悉同性恋。他与知名的同性恋者如J. A. 西蒙兹和爱德华·卡彭特有深厚的友谊，卡彭特为他获取几部同性恋者自传，其中就有他自己的。他的夫人伊迪斯·利斯是女同性恋者，她离开他去同女人们生活。他的传记作者文森特·布罗姆怀疑埃利斯本人是否是一个抑制的同性恋者。他与男性没有任何性关系，但他生活中的所有女性都抱怨他缺乏阳刚和他性欲低下。他的力作《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 1897）是受到西蒙兹的启发。

《性倒错》无疑是20年代同性恋者的最主要参照，他比其同时代人更正面地表现同性恋，强调其先天性，拒绝将之看作一种“疾病”。在绪论中，埃利斯为他的计划辩解：“我意识到，在英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法律和公众舆论合起来对一种本能的表现压上沉重的刑罚包袱和严厉的社会谴责，而这种本能对于具有它的人而言，通常显得是自然和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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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式上，这部著作不大新异，在回顾一些从前的著作和一系列有同性恋表现的动物、国家和文明的名单之后，埃利斯提出了许多同性恋案例，新的事实是他们没有“神经官能症”。他的一些局限却显露出来，对性行为很少有文献依据，虽然鸡奸有几个事例，但被回避，无疑这是由于所涉及的是英国法律认定的罪行。而出于为同性恋在公众舆论中平反的良好愿望，埃利斯力图将一些类型边缘化（鸡奸、易装、“女疯子”），这些类型难于融入初生的同性恋群体。同样，他对女同性恋的分析也显得不大对题，也许是由于他个人对他妻子的反感，也是由于对女性案例的研究不多。他建立了“萨芙恋情”的梯级，自激情友谊起至“主动的倒错”终。而且对于他，“倒错的主要特征是某种程度的男性化”。埃利斯按照异性恋的模式建构女同性恋“夫妇”。“假性女同性恋者”实际是异性恋的，她们被真正的同性恋者“勾引”：“这些女人与普通的正常女性不同之处，在于她们不反感和拒绝同性的追求。她们的相貌丑陋和没有姿色，但往往身材很好，对于易装者，这一点比容貌美丽更重要。她们是感情用事的，是女性气质的。可以说她们属于被普通男性拒绝的妇女的精英。无疑这是她们接受同性恋者追求的原因之一，但我并不认为是唯一原因。她们似乎具有对女性有甚于男性的天然的倾向，虽然不确切是性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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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描述远非积极的。然而，这是分离“真正”和“假性”女同性恋的基础，这两种模式作用持久，而且对认同过程有深刻的影响。

《性倒错》1896年于德国出版，但英文版遇到一些困难。在奥斯卡·王尔德案件的风波中，1897年版不得已经过修订，西蒙兹的名字也被隐去。第二版立刻被撤下，著作被起诉。诉讼的进行没有丑闻，但书籍被列为淫秽。但是当时该书在美国出版。案件期间围绕该书的广告有些积极的结果。几百名同性恋者致信埃利斯告知他们的经历。他此后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做自己的研究。另外，该书成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绝对参照。比如希尔施费尔德记述：“《性倒错》在德国对于同性恋问题非常重要。著作的精神如此崇高和科学，我们觉得比莫尔的《逆反的性情感》更好。从此，哈夫洛克·埃利斯的名字在德国变得深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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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埃利斯的影响超过弗洛伊德，而且他对同性恋的专注和同情的治疗法使他感染了一些本来对纯粹医学研究不感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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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的冲击



心理分析给概念、研究和对同性恋的思考方式带来很大转变，因其方法和结论而产生了一次冲击，在身份认同进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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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弗洛伊德并不全盘推翻前人的著作，在《性力三论》（1905）中他向克拉夫特－埃宾、莫尔、冯·施伦克－诺青、勒文费尔德、奥伊伦堡、布罗赫和希尔施费尔德致敬，他使用他们案例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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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的结论却非常不同，他以习得论来反对先天论，以童年“诱惑”假设来替代生物学的解释。同性恋者不再是一个罪犯或先天病人，而是一个神经官能症者：对女性没有阴茎的发现是男性同性恋发展的预先可能。如果他不能将阴茎作为性器拒绝，就会更加回避女性，因为她缺少主要的情欲刺激器官。女性甚至可能代表一种威胁，如果缺少阴茎被看作是切除的结果（阉割焦虑）。弗洛伊德在其分析中走得更远，他在神经官能症与变态之间建立平行关系：“可以说神经官能症是变态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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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在官能症者的无意识生活中可以找到变态的症候（尤其是歇斯底里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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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神经官能症是变态倾向的压抑的产物。这套理论不幸为许多错误的结论开启门户，因为弗洛伊德的读者立刻将神经官能症与变态合为一体。关于女子同性恋，最初弗洛伊德很少思考，随后由几个案例的心理分析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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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同性恋的产生与男性同性恋对称，阉割的焦虑也起着主要作用，因为如果女孩不接受缺少阴茎，她将会要求自己成为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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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强调几乎不可能“治愈”同性恋者，似乎他认为治愈是没希望的。他还注意到多数来找他问诊的人通常都由于社会目的。妇女通常是被家人带来，他们想让她结婚或者害怕丑闻。他认为：“心理分析不是用来解决同性恋问题。分析满足于揭示心理机制，机制导致决定对象选择，遵从由机制导向冲动合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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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对同性恋问题的贡献是什么？我们首先看到其方法的重要性，所有的结论都从对患者的倾听得出，这个手段已经被其他医生使用，被分析的实践加以系统化和改造。弗洛伊德随后否定了旧有的退化概念以及同性恋先天论和心理的雌雄同体。他强调“最完备的心理上的阳刚可以同变态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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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倒错者在童年经过了对母亲强烈依恋的阶段，他们随后通过将自己作为性对象而把自己与母亲认同（他们以少年自恋的方式寻求与自己相像者并像母亲一样去爱他们）。弗洛伊德指出所有男性都有选择同性恋的可能，选择表述于潜意识中。异性恋选择同样依恋一套复杂过程，所以也并非天然的。他认为在异性恋者中存在可观的潜在的同性恋比例。他区分出绝对倒错者，其性对象只是同性，“双基”（amphigenes）倒错者，意思说实际是双性恋者，还有偶发倒错者，他们因为环境因素的原因没有同性关系。实际上，弗洛伊德偏重人类本源上是双性恋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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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此质疑父权社会的确信，为各种少数群体的运动开辟道路。确实，如果说存在着性吸引的梯级，而且每个人都可能被一个同性吸引，那单方面地责难同性恋者就变得困难。

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很多门徒重新提出，他们并不对老师的结论原文照搬。不论弗洛伊德的分析对同性恋的有效性如何，其优点是不责难“性倒错者”，重新质疑了“异性恋＝正常”的公式。他的普及者们经常忘记这个细节，比如萨沙·纳赫特断言“倒错者是一个在成为同性恋者之前面对女性阳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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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论同性恋问题》（1930）中以传播“灾祸”质疑女权运动，断言“同性恋，一种改变天性和不被理解的权宜办法”，是由于男人难以接受女性的独立。
 

〔35〕



 同样，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发展出对于同性恋问题的一些分歧的理论。对于威廉·赖希，同性恋是“纯粹社会现象，一个教育和性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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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有在男性和女性间正常关系变得不可能或困难时才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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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避免它的最佳手段是男女同校和在自己愿意的时刻发生性关系。但赖希请求对同性恋免予制裁，因为这涉及一种疾病，他认为这会造成个体深深的痛苦，但是不可能按照一种适宜的精神治疗手段将其治愈。赖希是唯一从社会维度来看待同性恋问题的心理分析者，一切对于他都具有政治含义：“许多年轻的无产者因为穷苦导致委身于富有阶层中的同性恋者。同性恋不论在政治上反动的阶层中，在民族主义的大学生中，还是在军官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这些阶层的道德和性的禁忌的强烈影响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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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对同性恋问题没有很大兴趣。如同弗洛伊德，他解释说同性恋对应性生活的一个儿童阶段，荣格称它是人类原始阶段的重现。它揭示了心理的不成熟，所以是一种行为的扰乱。心理分析应该可以使同性恋者心理成长，从个体主义走向社会融入。

弗洛伊德在法国遇到特别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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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反感他的诱引说，加上对任何德国和犹太来源的思想的根本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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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法国的精神病医师为自己的发现骄傲，并不倾向于承认他们以外的另一个权威。所以法国精神分析的先驱们把最初诱引的作用相对化，而偏重想象的作用。在法国心理分析学会成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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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杰罗·埃纳尔对同性恋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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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很大程度上重复弗洛伊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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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拥有更多样化的参照，医学的（哈夫洛克·埃利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和文学的（他列举了普鲁斯特、玛格丽特、比内－瓦尔迈、米奥芒德、卡尔科、纪德、波尔谢）。他的研究仍然是传统的，他以习惯的社会意义甚于科学意义的讲解和描述的语气对立于弗洛伊德的严格分析，与其他同时代的著作相同（除了弗洛伊德），他的论述开始是对所有时代的同性恋的历史回顾。虽然大体上他遵从弗洛伊德理论，但他有几点差别，比如他认为同性恋者是“对性反感”，是一个被女性性爱激怒的“贞洁者”。他认为同性恋者身上柔情和感官享受永久分离，“同性恋者极少获得完全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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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断言的基础是对性问题从异性恋意义作出的单方面诠释：“缺少完全满足——只有正常的两性关系能够提供，是唯一符合两性器官生理的——一直发展到不满足的性需求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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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女子同性恋他有所创新，提出女子有同性恋先天条件的观点：“从心理发生意义看，女子从本源上是同性恋的。正常的成年女子是战胜了最初的同性恋的个体，她要达到异性恋的、合于规律的成熟的性生活要比男性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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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建立女子同性恋与性冷淡的简单平行关系作为总结，女子同性恋实际只寻求非生殖器的简单的身体接近，可能有虐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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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弗洛伊德影响在同性恋认同建构中是矛盾性的。弗洛伊德主要通过他的普及者们得到了解，他们经常歪曲他的思想，特别是在法国。一些国家如英国只受到非常有限的弗洛伊德影响，因为生物学理论占主导地位。从30年代中期起，心理分析运动在德国就已分裂。而且，心理分析并不解放同性恋者，相反强加给他们一套外在于他们的处境的解释，一个他们对之毫无作为的强制的模式，因为他们的任何反对都可以被潜意识的概念扫荡。同性恋作为“困于童年阶段”而归类很难被认可。然而，因为弗洛伊德学生埃夫杰尼亚·索科尔尼卡的影响，心理分析在两次大战期间很风靡，尤其在法国知识界。索科尔尼卡属于《新法兰西文学杂志》的团体，在那里她遇到了保罗·布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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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纪德在日记中记述弗洛伊德的揭示在他看来与他自己对同性恋的概念是如此完美契合：“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主义……十年，十五年来，我在做着同样的事却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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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分析自己的案例，他使用了一套典型医学术语：“不，我绝不相信我的特别嗜好是遗传的，这是习得的特性，不可遗传。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本能因为教育和环境而受到了阻抑。我所想象的，你们看，是我本应从遗传中接受一种极为夸张的性生活，但受到阻抑，被前几辈苦行者自觉压制，而我某种意义上必须承载超负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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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他读了《心理分析引论》，与埃夫杰尼亚·索科尔尼卡举办了六场心理分析讲演，后者1921年秋天在巴黎开了沙龙，已经接待了很多巴黎知识分子，其中有罗歇·马丁·迪·加尔、于勒·罗曼和于勒·施伦贝格尔。在日记中，纪德对这些讲演做了逗人发笑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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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分析在同性恋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影响的最佳范例要到英国去找，就在布卢姆斯伯里圈子里。詹姆斯和阿利克斯·斯特雷奇是弗洛伊德作品英文版的翻译者，他们对英国了解弗洛伊德颇有贡献。他们两人都有同性恋的既往，阿利克斯闺名萨金特－弗洛伦斯，有神经官能障碍，她是鲁珀特·布鲁克的朋友，曾在比代尔斯读书，后来到剑桥。她与数位女性结成友谊，但并不付诸行动。一种神经质的抑郁使她来到维也纳接受弗洛伊德分析，随后到柏林接受卡尔·亚伯拉罕治疗。詹姆斯·斯特雷奇是利顿的弟弟。他在剑桥读书时与其他人一样爱慕布鲁克，他成为“使徒”成员，迎合当时的同性恋时尚。随后，他否定了自己的青年时光和性经验：“我们花时间鸡奸校长的儿子或者听被唐纳德·托维糟蹋掉的‘热情’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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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爱上了阿利克斯，他如下解释自己的选择：“女人们讨厌，但一位比代尔斯的小姐除外，她像一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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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斯特雷奇是世家子弟的完美范例，但他与文艺界交往，虽然无力面对女性但他仍然放弃了同性恋。所以他选择的妻子本身就是双性恋，她同样无法弄清自己的性认同。有趣的是，由这两个他们的时代和环境的产儿肩负起在英国宣传弗洛伊德著作的重任。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关系，他们使得心理分析深入英国最辉煌最特异的知识阶层。他们因而促进这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对这些新方法的吸纳。

医学理论在认同进程中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同性恋文学中找到很多痕迹。比如拉德克里夫·霍尔依据克拉夫特－埃宾和哈夫洛克·埃利斯的理论来创作了《孤独之井》。普鲁斯特的整部作品是对流行医学理论的出色浓缩，普鲁斯特读过一些最主要的著作，以让不警醒的读者难以觉察的方式合成进一系列宣示同性恋的特别讯号。虽然他在《追忆》一书中看重卡尔·海因里希·乌尔里希斯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第三性”的假设，但他同样提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学的阐释、卡彭特的理论、沃尔特·惠特曼的同性爱以及希腊传统。由于吸收了医学知识，许多同性恋者意图通过最新的发现来解释自己的个案。医学独占了对同性恋的解释权，通过讨论医学理论，同性恋者获得部分的身份认同。

从此，同性恋者将自己视作一个案例。他对认同的寻求是通过科学的理解。认同为同性恋者引起许多问题，只能在专业书籍中才能找到答案：“唯一大量存在的东西就是医学书籍。大家找来希尔施费尔德的书，但最终将阅读局限于一些病案的治疗。为了得到这些书我自称是医生，我把它们藏在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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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同性恋的一种假设的治疗的想法是空中楼阁，同性恋者互相讨论这种可能性。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记述当她与E. M. 福斯特讨论时，他说黑德博士能够纠正鸡奸者。“您想矫正吗？”伦纳德·伍尔夫问。“不，当然不，”福斯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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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通常患者与医生的会见是让人失望的。同性恋者以为能在医生那里得到救助，却遭遇歧视和不理解：“医生没有读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著作。在他做住院医生的时候还不存在这些书，之后出版的书是德文的，所以是可疑的。他本性反对这些风气，他遵从社会的谴责，也就是说他的谴责是宗教意义的。他认为倾向鸡奸一定是反常的，而当有一个道德和生理都健康的人向他坦承这种倾向，他自然地断言：‘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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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指出医学和精神病学是最方便涉及性领域并将之据为自己领地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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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病学声言掌握了性知识的关键，能够诊断，甚至可以治疗。法官只需对付那些犯罪者，而医生则声称能适合所有反常者。如同让·达内指出的，“法律和精神病学显然在为了使自己对变态者的监控形式上占上风而互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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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医学的言论具有解放同性恋者的性质，但也是一种毁灭因素。同性恋者未将医生看作服务于统治权力的一个外在因素，而是将之视为联盟者、共谋，甚至拯救者。他们不以正义和权利平等的名义要求废除反同性恋的法律，而是为无负责能力辩护。不知不觉中，同性恋者为医学服务，并使之获胜。




成为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要求



同性恋认同不能简化为一系列医学的套话。在缓慢的认同进程中，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不论是社会环境、与同性恋生活的接触、个人的经验。成为同性恋者，首先是自己这样定义，承认自己的特殊并试图接受它。因情况而异，认同可能很快便确定，或者可能是痛苦历程的结果。有多少个体无疑就有多少认同的建构，但对见证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除了命运的偶然性之外还有恒常的框架类型。

同性恋者的自述数量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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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以辩解的方式，以出版为目的的回忆录、私人信函或日记，作者首先试图解释自己的不同。异性恋个体无疑认为向读者交待自己性取向的秘密是无用的。同性恋者则害怕对其倾向的错误解释。讲述自己对同性恋的觉悟可以使他强调自己性取向的先天特征，去除任何对变态的怀疑。积极斗争的同性恋者更为稀少，他们的见证是为了推动事业前进，他们为了挑衅而毫不犹豫地添加些内容。这些见证使我们能衡量每个个体的接受程度，这当然是根据个性和教育而大不相同的。然而，年龄起主要作用，虽然很少发现第一代同性恋者（1870-1890年间出生）平静地体验自己的倾向，但我们注意到下一代（1900-1910年间出生）却越来越不同。虽然要考虑到这些建构是人为的，但这些见证对于了解同性恋者想要赋予自己的形象是有益的。



早熟的揭示



对于很多同性恋者，同性恋的揭示很早，通常是在童年。比如莫里斯·萨克斯：“我热切地希望自己是女孩，我无视男性尊严而假装蹲着小便。还有更过分的！如果保姆苏不对我发誓说我醒来后性别会改变我就拒绝睡觉。这发生在大约4岁时，必须相信我从很小时就有导致同性恋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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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可能由早期的性经验揭示，有时是早熟的经验。通常，男孩由一个更大些的男孩引导入门。马塞尔·茹昂多在8岁时与一个19岁的职员有了第一次性经验，那人给他看自己的性器。10岁时他与一个替他手淫的同学第一次体验快感。随后，许多次明悟发生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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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作者乐于袒露年少时的冒险。这种将同性恋归入遥远的几乎难以界定的过去的愿望反映了个体要将性生活与更深层的自我结合的需要，同样与医学的决定性影响吻合，特别是心理分析对认同感形成的影响。当变态被定义为先天的或者是控制不好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同性恋者便竭力将个人经验纳入一个普遍性框架。这个入门阶段以及同类的承认是根本性的。



同性恋者的苦恼



然而最初的觉醒很少是正面意义的。多数见证人承认了他们的苦恼。一些人们以为没有心理情结的公认的同性恋者承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倾向斗争。比如摄影师塞西尔·比顿承认：“我与男性的友情比与女性的更美好。我从没爱过女人，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像爱男人那样爱一个女人。我真正是一个可怕的同性恋主义者，而我竭力不成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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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亨尼·雅恩1908年14岁时在圣保利中学遇到他的挚爱戈特利布·哈姆斯。一直到1913年他都在同自己的性取向斗争。1913年7月，他们在“新婚”之后仍不能协调肉体欲望和精神渴望：“我们相互交谈。他对我说睡在一起让他发疯。我的男人，他当我是性欲变态的妓女。他对我的身体和灵魂感到反感。现在我是肮脏的罪人，他也同样。而我们不能够净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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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默塞特·毛姆一生都生活在忧虑中，害怕自己的同性恋公布于众。他总是使传记作者们泄气，他坚持在其死后烧毁所有信件。在剑桥毕业之后，他遇到约翰·布鲁克斯，于1895年即奥斯卡·王尔德案件那一年发现了卡普里岛（Capri）。丑闻使他动摇，他那时明白了不可能兼顾同性恋和职业生涯：“我当时试图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而只有四分之一是同性恋——而实际上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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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努力继续异性恋关系，但他的男性友情总占上风。比如，当他在1917年娶西莉·伯纳多为妻，他却与秘书弗雷德里克·杰拉尔德·哈克斯顿一起生活，他是于1915年在佛兰德遇到他的。婚姻是一次失败，毛姆认为西莉应该负责。从1920年起，毛姆是单一的同性恋者，他与访问他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保持多种关系，比如戈弗雷·温、贝弗利·尼克尔斯和艾伦·弗兰克·塞尔。然而在他招待朋友的摩尔庄园中，同性恋仍然是隐蔽的。

对于一些人，承认自己的同性恋或者至少是双性恋还是可能的。比如D. H. 劳伦斯在对同性恋行为的强烈反感（他特地表现出对布卢姆斯伯里的蔑视）和男性友情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恋爱中的女人》）之间犹豫。警醒的人不会弄错，比如瓦奥莱特·特里富西斯说：“大家不难从‘伯金’和‘杰拉尔德’的关系猜出劳伦斯先生是怎样的人。他随时在暴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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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似乎是战争唤醒了劳伦斯害怕成为同性恋者的恐惧。他被战争的影像、强奸的想法困扰。他承认强烈憎恨鸡奸，并抱怨关于这一主题的噩梦。但是与一个女子肛交并不让他反感。在他与伯特兰·罗素讨论时对他说无法忍受剑桥的气味，他将之与腐败和堕落联系起来。他向大卫·加内特解释：“我只是不能忍受男子间的性爱。那真糟糕，就像从内部的污泥中出来——一种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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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似乎他成功地与一个农夫威廉·亨利·霍金发生了这种关系，可以在《袋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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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找到这种关系的余响。劳伦斯对同性恋持暧昧观点，对于他，如同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圈子，这是爱情的一种“高级”形式，超越简单的性爱，应该达到两个伴侣完全的神秘的交融，但同时两个男人间的性关系让他觉得不洁、变态、逆反天性，女性的身体“自然”比男性更美。这两种倾向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不断对立，阻碍了任何完全的满足。

T. E. 劳伦斯同样是一个不适应性生活现实的绝好例子。他被男人吸引，却从未逾越柏拉图式的热情，抑制了他认为不健康的欲望。他在牛津时面对一些同性恋者的追求，他假装不理解。他的朋友维维安·理查兹苦涩地回想起这段往事：“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类型的肉体和感观，他就是不明白。他接受我的感情，我的牺牲，最终我的完全附庸，就好像理所当然。他从来不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他明白我的动机或猜到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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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生最痛苦的往事是被土耳其人俘获强奸，这加重了他羞耻感和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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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于性的反感不断确立，从未得到解决。在1937年致朋友的信中，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贞洁的单身汉”。他不否认有处境的限制，但他说相对“可以轻易转变为性变态”的友谊他宁愿如此。军营生活因其情欲气氛让他觉得丑恶，他对于肉体本能的庸俗感到愤怒。但是在另一些时候，他坚决否认军队内部存在同性恋关系，那里的男人都太脏，在体貌上太接近，不会互相吸引，而且他们渴望保持身体健康。RAF（皇家空军）的年轻飞行员对他的吸引似乎在生理上实现。

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困难因人而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些人能够克服恐惧和焦虑，有时是因为外部的帮助。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就是这种情况，直到26岁他没有任何性关系，对任何的生理关系表示出极大反感。他的朋友W. H. 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非常开放，他们用一些好心的建议来骚扰他，但没有什么效果。在他写于1936年3月的诗作《垂柳荫下》，奥登提到了布里顿的生理反感，鼓励他卷入一场爱恋关系。似乎1937年母亲去世对于布里顿构成了真正的解放，摆脱了母亲的裁判，他从此可以为自己生活。他1937年遇到比他年长三岁的男高音彼得·皮尔斯。在兰辛公学，随后在牛津，皮尔斯有过几次冒险经历，是在传统的框架之内，他对于承担自己的同性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很长时间才成熟，皮尔斯最终在1939年6月在美国旅行时在大急流城勾引了布里顿。从此，他们互相的依恋牢不可破。他们的典型关系与公学的少年模式相符，皮尔斯是主导性的、百无禁忌的、生理性的情人，而布里顿更加依赖、焦虑和浪漫。

J. R. 阿克利以另一种方式通过他对“理想朋友”的追寻表现出不满足感。虽然过着完全放纵的性生活，总共有200到300次征服，阿克利仍然对绝对的爱情心存浪漫信仰，他总结如下：“因为似乎无法在爱情中找到性的满足，我开始通过性爱进行长久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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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当时的许多其他同性恋者，他认为其他同性恋者并非真正的男人，而他们因此并不令人渴望。异性恋者却相反，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征服。阿克利倾向于相信接受与他睡觉的男人一定爱他，然而对他们来说这往往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艳遇，比对情妇更容易控制。福斯特和戴利一直尝试引导他注意这种矛盾，但并不成功：“当你想跟一个正常的年轻男子长长地接吻（喔！），同他无休止地对永久的爱情发表浪漫言论（你和我在绿篱下，噢，我的爱人等等）之时，必须了解在酒吧里同意为10先令被你玩弄的士兵都不大可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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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利的显明的自传似乎部分是为了面对这些问题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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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性恋的弃绝可能会更激烈。比如，马塞尔·茹昂多就不能协调自己的精神渴望和性生活。他的《下流》一书是自我否定的可怕见证：“腐烂！我只是肉。难道仅仅为了这个做出那么多那么高贵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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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肮脏感和挫折感之上还要加上对破碎的人生和前程的意识。同性恋在此处是决定整个生活的最大罪过。



自我的肯定



同性恋不一定被看作是一种负担。比如，哈罗德·尼科尔森似乎对自己同性恋生活没有很大困难。他成功地在平静中并行传统的家庭生活、外交生涯和同性恋关系。与他的许多朋友不同，他从未表现出受到工人阶级男孩的吸引，偏爱与自己社会出身相同的知识青年的陪伴。对于他来讲，同性恋只是他个性的一个侧面，生活的一部分，有趣、散漫，不应该当真，也不必要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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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完全接受自己的性生活和生活方式并敢于要求的同性恋者很少。据达尼埃尔·盖兰的《青年自传》（1972），他有很多没有心灵感受也没有浪漫幻想的艳遇：“对于裸体的接触，教会和我所接受的教育都大惊小怪，但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生理形式，就像喝水和吃饭。至多，我敢于摩擦的皮肤是属于一个禁止的性别。禁忌被击败。自由胜利了。我品尝到纯态的快乐，不掺杂感性、智性、自尊。我不再困扰于对我已成为次要的东西（崇高的嘈杂和吹嘘），我追求的是本质。本质就是干净床单里一个年轻的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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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廷·克里斯普（Quentin Crisp）是张扬的同性恋的最佳代表，他在二三十年代英国的历程是独特的。在其自传《裸体公仆》（1968）中他重新勾画出自己的青年时期，文官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放肆而滑稽。他在书中对那个时代的同性恋关系显示出批评态度，是因为他很难正面地认识自己：“我注视着所有的异性恋者，即使是最卑贱的，也认为比任何同性恋者哪怕是最高贵的同性恋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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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廷·克里斯普对同性恋的评价并不是单方面的。虽然他个人不可抑制地感到一种自卑，他并不认为其他人尤其是异性恋者会有同样想法。比如，他面对一个朋友被窃时说：“我不反对这些罪行因为他们是对抗法律的。我的生活本身就不合法。他们的狭隘让我困扰，愤怒，因为如果我被认为跟他们有染，我开始不断树立的同性恋者的清白形象会被玷污。”
 

〔77〕



 确实，昆廷·克里斯普以教育对同性恋的公众舆论为己任。他并不试图屈从于主导模式，他决心通过公开的表达来加强自己的特殊性：“我不仅成为清醒的同性恋者，而且是一个醒目的同性恋者。也就是说我不仅将我的情况交付与认识我的人，还要交付与陌生人。这并不难做。我化浓妆，在那个年代即使女人涂眼影都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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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在世人的眼前肯定自己的愿望促使他在任何场合都表现自己的差异，去面对各种挑战：“我想从正当职业中获得的是某种能使我对付异性恋世界的东西，即最终被作为同性恋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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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同样的理由，昆廷·克里斯普喜欢在街头表现。必须认识到在20年代要让街上的人接受张扬的同性恋他所肩负的是自杀使命：“压低了声音，警察恳求众人快点走。我对群众感到兴奋、疲惫、厌烦，但既然他们没有把我撕碎，我就不害怕。因为我相信可以教育他们，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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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并未将认同建立在单一经验上。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找出循环论证，昆廷·克里斯普如下总结：“我很快心里便觉得在这个时代几乎所有论据都可以被提出来反对迫害同性恋者。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情不自禁，而且虽然从司法的观点看是并非不可辩驳，但我们已经忍受了许多了。某些鼓吹者不但为我们的罪过辩解甚至引以为荣，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一个源泉。从莎士比亚以来的历史上的伟大名字被一个个当作念珠上的珠子拨来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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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同性恋者主要是在这些自我辩解中在两次大战之间建立了共同的认同。这是一场根本的颠覆。昆廷·克里斯普如下总结：“由于这一进程我成功地将同性恋从负担转变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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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认同的建立所依靠的是同意其他人或者反对他们。但是，第一代的倒错者通常把同性恋作为秘密甚至耻辱，不总能达到性满足，而二三十年代的20岁的同性恋者享有医学的进步、更好的社会形象、更多的性机会和为事业积极斗争者的榜样，两代人在认识上有很大差距。



一代人的榜样：托马斯·曼和克劳斯·曼



托马斯·曼和克劳斯·曼的事例使我们得以平行研究一个第一代成员和一个第二代成员。两人都是同性恋者，他们性生活体验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将他们激荡的叙述当作20世纪上半叶同性恋认同建构的隐喻来阅读。

托马斯·曼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难于接受，他总在试图克制自己的同性恋本能，或者通过禁欲，或者通过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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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5岁时，他爱上了保罗·艾伦贝格，这位年轻画家让他联想起当初他对同班同学阿明·马滕斯的迷恋，后者成为《托尼奥·克勒格尔》中的汉斯·汉森。艾伦贝格是一个吸引女人的男人，他并不回应托马斯·曼的期待，托马斯一直以来都被一些可以满足他的男人吸引，他们正是他的反面。这是些蓝眼睛金发的异性恋的少年，他们有艺术天赋。通过对他们的欲望，他渴望成为与他们一样，与“正常”的世界会合。四年以后的1905年，他娶了卡佳·普林斯海姆，她让他着迷。但是，他1918-1921年间的日记显示他很难克服自己的同性恋欲望。比如1911年5月和6月，他与妻子和弟弟海因里希到威尼斯小住，在那里他遇到一家波兰人和那家的美少年，他们为《魂断威尼斯》提供了原型。托马斯·曼被华沙的莫斯男爵的儿子迷住，少年名叫弗拉迪斯劳，昵称阿德齐奥。托马斯·曼不掩饰自己的热情：“看见他让我丈夫很触动。他立刻对这个少年着了迷，非常喜欢他，不断在沙滩上盯着他和他的伙伴们。他没有跟着他走遍威尼斯，这倒没有，但这少年迷住了他，他经常想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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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曼出版了这部小说，他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他的人物塔德齐奥同样显示了他在性方面的演变，这不是一个成年男人，而是一个少年。自此，托马斯·曼通过对未发育的男孩的口味标志对自己性取向的重新掌握，他勾引他们，控制他们。

托马斯·曼的日记使我们能更加接近他的心理演变，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软弱、错乱、欲望。他想使自己的婚姻成功，但对自己的缺陷过于清醒：“靠近卡佳。我不太清楚我对这方面的状态。无疑不是真的阳痿，而更像是困惑和我‘性生活’的惯常的不可预见。不容置疑，存在一种缺陷，可能因为向另一方向的欲望而加剧。如果我‘手里’有一个少年会怎样？任由自己因一个错误而消沉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的，错误的原因在我已经不新了。无忧无虑、好情绪、无所谓、自信心是适宜的行为，不正是因为它们是最好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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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扰随着他的儿子克劳斯进入青春期而加剧，兼具两性的美貌使他变得让人渴望。在日记中，托马斯越来越多提到孩子暧昧的魅力：“这些天爱上了克劳斯。一种新型‘父与子’的元素。”（1920年7月5日）“被埃希（克劳斯）迷住，他漂亮得让人害怕，在洗澡的时候。……埃希正在床上看书，他晒黑的上身赤裸着，这让我慌乱。”（1920年7月25日）“我昨天读了埃希的小说，带有忧郁的痛苦的印记，我在床头一边批评他一边抚摸他，这让他高兴，我觉得。”（1920年7月27日）“我听到男孩子们的房间有动静，发现埃希全裸着在戈洛床前正在做傻事。对他光亮的身体印象强烈，几乎已经是男人了，惊慌。”（1920年10月17日）父亲对儿子的感情非常暧昧，曼家族的传记作者格哈德·黑勒和玛丽安娜·克吕尔认为父亲的欲望对儿子造成毁灭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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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曼意识到父亲受到他的吸引，但他必须掩饰。他自己已经体验到同性恋的感情，但在父亲的态度中只见到隐藏和困窘。这种虚假状况大大影响到他自身的同性恋认同历程。他将会选择相反的道路，具有挑衅性、有所作为的道路。因此他在1926年准备迎娶帕梅拉·韦德金德，她确定无疑是他姐姐的情人，而她的姐姐则在同时嫁给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一个同性恋演员。他们1929年就离婚了。这些虚构婚姻计划是刻意追求怪异，像是对父亲的榜样、他虚假的规矩生活、他对正常性的让步的一种揭露。婚姻没有任何意义，并不表现存在的真实，而这使婚姻完全变得可笑。因此，父亲所缄默的一切，克劳斯以夸张的大肆宣扬的方式公开表达，结果招致父亲的反感。托马斯·曼发现了自己的翻版，他淫荡放纵，是他自己一直以节制和社会习俗的名义拒绝承认的个性的一部分。

克劳斯·曼的同性恋意识很早就形成了，从1921年起，他爱上班上几个同学。他遇到乌托·加特曼时16岁：“我不敢弄清楚自己命运的警告和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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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读王尔德、惠特曼、韩波、魏尔伦、斯蒂芬·格奥尔格。虽然他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毫不迟疑地在作品中多次涉及这个问题，与当时的所有同性恋知识分子交往，科克托、萨克斯、格林、纪德、克勒维尔、奥登、斯彭德、衣修午德、福斯特，但他宁愿不对这个主题当众讨论，在与亲近的人的通信中也避而不谈。尽管如此，他的同性恋行为迅速为大众所知，同他的姐姐一样他不断造成丑闻。他们一同陷进柏林违法者的漩涡，克劳斯很快就在两种倾向间挣扎：对与同性恋快感相联的自由的向往和与其布尔乔亚教育相关的罪恶感。20年代柏林风俗的大解放没有使他喜悦却使他失去平衡。当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允许的时候，去抨击什么，要求什么？“我们不能偏离道德标准，但没有任何这类的标准。布尔乔亚年代的道德老调、富裕社会对返祖的禁忌同时被因其引起的神经官能症的抑制在战争和革命的年月里失去了权威和说服力——完全地失去，像我们当时以为的。这种清教徒和布尔乔亚的性生活在我们看来已经彻底被清算，完全成为‘过去’，甚至让我们觉得不值得成为我们论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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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目标的空缺解释了他为何没有投身德国同性恋运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主席很客气地邀请我在他的‘学院’就情色在现代文学中的作用发表演讲。《唯一者》以最使我名誉受损的方式向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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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特殊处境似乎在一段时间内使他失去判断，他意识不到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享受与他相同的自由。比如他在发表《感情的迷惑》之后寄给斯特凡·茨威格的信中说：“谢天谢地，像教授如此可怕的命运如今已不可能——或者至少不再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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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他的朋友编辑弗里茨·兰兹霍夫，这种态度不仅因为一种自我的无意识，而且因为一种对同性恋者得到接受的过分确信：“同性恋者的权利平等对于他是如此显而易见，他不认为应该将其列入斗争‘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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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3年起这种态度彻底改变，克劳斯·曼意识到同性恋者属于纳粹的第一批靶子。

价值观的解体伴随着对情爱行为和性选择的习以为常。克劳斯·曼完全清醒与柏林的解放相关联的颓废的分量。他的浪漫渴望在交换伴侣的“轮舞”和对身体的麻木中无从表达：“所有人都很配，这没有意义。这个姑娘跟这个小伙子比跟另一个更配，而如果这位小姐扭捏作态（她也可能跟她的马或者厨娘关系特别），那两个小伙子——呵呵！——他们没有姑娘照样可以很好很快活地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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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小说《虔诚的舞蹈》（1925）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公开的同性恋小说，刻画了失控的德国青年一代压抑的画面，他们在性爱、毒品和艺术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多数人物同巴巴拉小姐一样是同性恋者，她“强壮而阳刚”，“明目张胆地跟一个面色苍白的舞女作伴，经常同她度夜”，而小保罗绝望地爱上主人公安德里亚斯，而安德里亚斯却徒劳地爱慕面首尼尔斯。爱情的失意以自杀或缓慢地衰弱结束，如同安德里亚斯在一家夜总会懒洋洋地唱的歌里所回顾的：


现在我们拉客



脖子上红色的披肩，



我们我们拉客，



而这些，我们不在乎！







很快，我们会死，



就像，这不会长久，



我们会完蛋会毁灭。







然后，最后的审判将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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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演完一场，就有布尔乔亚的先生们来敲化妆间的门，对他“可疑的美貌”满怀着欲望。

托马斯·曼对他儿子的公开坦白难以接受，但在当时他正沉沦于与一个17岁男孩克劳斯·霍伊泽尔的关系，向克劳斯和埃利卡显现出自己的情感。奇怪的是，他警告克劳斯－埃希不要插手，他不愿他的关系为人所知，另一方面他似乎为自己同样能屈服激情而得意，似乎克劳斯的榜样说服他投身生活的漩涡。人们的印象是父子互相影响，却从来不能达到共识：“请求埃希自觉地不要张扬，别打扰我的客人。我已经老迈而且有名气，难道因此有过错了？生活中秘密的、几乎是缄默的冒险更加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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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曼对克劳斯·霍伊泽尔的爱情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这是他终生渴望的最终实现和经历，是对他最深层本能的唯一一次放纵：“这个经验是我一生眷恋的不期而至的实现，是载于人类之书的‘幸福’，即使不是通常的意义，因为对它的回忆意味着‘我也曾’。”

最后，完全实现自己的同性恋的唯一手段对于克劳斯·曼和他父亲来说都是写作。在《堕落儿童的休养所》中，是两个女孩有同性恋的关系。在《逃向北方》中，同性恋被以女性的观点来看待，女主人公约翰娜是“一个像男孩一样的姑娘”，是克劳斯·曼的翻版。克罗斯·曼在文中回忆了1932年的芬兰之行，他在那里爱上一个年轻地主汉斯·阿米诺夫。在《悲怆交响曲》中，他向柴可夫斯基表示敬意，意味深长的是他改变了他的死亡：柴可夫斯基没有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身亡。事实上，在他的多数小说中，同性恋总是被阴郁地表现，死亡或自杀似乎在窥伺着主人公。比如在《火山》中，马丁·科雷拉是克劳斯·曼的隐身自画像，他与基久保持关系，却无法挽救他的衰颓。他周围的许多同性恋朋友自杀，尤其是里基·哈勒加滕和勒内·克勒韦尔。
 

〔95〕



 托马斯·曼不曾帮助过儿子接受自己的性态，而他儿子却多少自觉接受许多敌视同性恋的偏见。比如，他在日记中回忆起一个极有揭示意义的梦：“我在海水浴场被警察追捕，因为多种动机：羟二氢可待因酮（eukodal，违禁麻醉品——译注）、同性恋……但他们希望因为我的同性恋关系获取一些关于奥地利军队位置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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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克劳斯·曼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阻抑和怀疑，他维系着一种完全解放和有担当的性行为的神话。他与父亲的关系纠缠着他，在日记中他比较每一代人的同性恋认同：“今夜，读瓦格纳的时候记下‘色诱’的主题是魔术师（托马斯·曼）的特征－与我正相反。诱惑的主题：浪漫主义－音乐－瓦格纳－威尼斯－死亡－‘与深渊的亲切’－狎童。对狎童的压抑是这个主题的原因（于尼采那里是对‘色诱’的超越；还有瓦格纳）。跟我不同。最初影响：韦德金德－乔治。‘罪过’的概念——未体验过。原因：完整地生活。狎童。沉醉（包括死亡的沉醉），总是被作为对生命的颂扬而绝非‘色诱’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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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根据这种解释，对于第一代人，同性恋是一种“色诱”，是一种外界影响，对之可以抵抗，可以与之斗争。同性恋与一些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死亡、堕落。故而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至少向世人掩饰。相反，对于第二代人，同性恋不是一种罪过，也不是外部的引诱，而是自身存在的组成原则，必须对之屈服，应该对之承担。然而，死亡的想法仍在，与吸毒和自杀相关联。被父亲的否定、情感的挫折、朋友们的不幸结局困扰，克劳斯·曼渐渐消沉。纳粹的镇压正面触动同性恋者和他少年时柏林的生活，加重了他的苦涩和恐惧。他旅行、斗争、写作，但注定失败。在几次自杀企图之后，他最终于1949年5月21日死去。认同的长路在一条死胡同里结束：克劳斯·曼是柏林黄金时代的象征，他的自杀说明了被承认的、积极斗争、正面的同性恋的梦想的失败，同性恋退缩到私密空间，如同他的父亲的生活。




怎样界定女同性恋者？一种正在建构中的认同



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是成问题的：是同性恋认同的一个简单变种，还是特别的认同？有人也可能问：女同性恋存在否？这是因为女同性恋者在20年代以前从未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群体。虽然19世纪存在一些女同性恋的特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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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特征为某种若有若无（没有性关系，强烈的感性却没有对欲望性质的认识……）或者强烈的边缘性：贵族和财富的边缘性，比如纳塔莉·巴内的圈子，社会的边缘，比如妓女间的萨芙之爱，经历的边缘性，比如《兰戈伦的女士们》中女同性恋夫妇的范例充当了下一代的榜样，并维系一种女同性恋可能而且可以接受的想法。

从20年代始，由于柏林环境的建立，由于对女同性恋模式的确信通过名人传播和妇女生活状况的改变，一种女同性恋认同得以问世。与男性一样，女性同性恋者可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体验自己的性态。同样，第二代女同性恋者比生于上世纪末的一代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满足。然而，女同性恋的现实不能与男性混为一谈，多数情况下她们与之毫无瓜葛。当然，她们同样构成一个少数群体，但却享有司法的宽容，即使在两次大战之间发展起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对女同性恋的论调。而且，她们更容易融入社会正常标准，因为她们常常被归入“老姑娘”。所以，这种相对的没有危险，未能促进形成一个团结互助的积极斗争的女同性恋群体。与同性恋认同一样，女同性恋认同在两次大战之间正在形成。



主导模式和反模式



战后的萨芙之爱是边缘的，因其定义而局限于一种特别类型的女性，即“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butch, mannisch）。在女性气质的男同性恋易装模式被同性恋者否定的同时，男性化的女同性恋模式却被当作标志，不仅是被公众而且是被女同性恋者自身在多年中将其归为值得怜悯的医学案例。这种对女同性恋的有限的表现是医学言论的直接后果，但也是因为一些知名女同性恋者的影响，尤其是拉德克里夫·霍尔。然而，这种女同性恋者的形象并不被完全接受，某些妇女成功发展出一种从外表上和从女同性恋体验上都不同的模式。



拉德克利夫·霍尔



两次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无疑是玛格丽特·拉德克利夫·霍尔（Marguerite Radclyffe Hall），人称“约翰”（188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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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女诗人和小说家，拉德克利夫·霍尔同斯蒂芬·戈登这个人物，使小说《孤独之井》（1928）的主人公成为公众眼中女同性恋者形象的化身。虽然她的生活和做派让规矩的英国社会震惊，但人们却不能说“约翰”过着一种骇人听闻的生活。从少年时，她就与两个表妹发展浪漫友情，但是与梅布尔·巴滕即“莱迪”的相遇是决定性的，这是一个异常美貌、成熟的已婚女子。“约翰”当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衣着简朴但仍然是女性化的，有长长的灰黄头发。莱迪使她发现了女同性恋世界的存在，特别是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维纳莱塔·辛格的沙龙。1915年，约翰遇到尤纳·特鲁布里奇，她也是已婚的，她将与她一起度过余生。尤纳比约翰女性化，她不穿男装。两位女子是女同性恋夫妇的典型化身，如同当时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多数性学家定义的那样：一个“真正的”女同性恋者，拉德克利夫·霍尔，她认同为男人，和一个“被引诱的”女性气质的女同性恋者，尤纳·特鲁布里奇，担当传统的女性角色。这种生活终究是规矩的，因为拉德克利夫·霍尔与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事例不同，并不是不断地征服。只有在30年代末期，艾夫盖尼亚·苏林扰乱约翰和尤纳的和谐。

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名字之所以同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形象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她完全代表了“新女性”，而她的书《孤独之井》吸引了英国社会对萨芙之爱的注意，为许多无知的人揭示了女同性恋者的存在。从1920年起，拉德克利夫·霍尔开始穿着越来越男性化的服装：剪裁刻板，戴领带，她还加上了男人穿的带袢的短袜、平跟的沉重的皮鞋、半截护腿、烟斗或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从1930年起，她开始尝试男裤。最后，她将头发剪到很短。她与时髦的女同性恋社群交往，纳塔莉·巴内、罗曼·布鲁克斯、雷纳塔·伯加蒂、咪咪·弗兰盖蒂、玛盖沙·卡萨蒂，但还有莱城的埃迪·克雷格的比较隐蔽的圈子。

拉德克利夫·霍尔早期的诗作和小说只是隐约谈到女同性恋主题。自传体的影响很大，比如《许多天之后》参照她与莱迪和尤纳的关系。小说《奥格尔维小姐找到自我》和《未点燃的灯》特别有揭示意义。但是，其力作仍然是《孤独之井》，约翰在书中重新回顾了一个年轻女性倒错者的痛苦的命运，从童年就与其他女孩不同，直到她孤独的成年。由于该书在女同性恋者和公众舆论中的反响，应该将这本小说当作“新女性”的最佳代表来研究。斯蒂芬·戈登是一个榜样，多亏了她——或者说全因为她——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想使自己男性化。该书的源头似乎是阅读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变态》，约翰在她对性倒错的描述中认出了自己。她对女主人公斯蒂芬·戈登的形象的描写是对她个人经验的模仿：“因为她绝对确信一本这样的书只能由一个女性倒错者来写，只有她因为她的个人知识和经验才有资格以不被理解的、被人误解的少数的名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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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德克利夫·霍尔同样阅读过许多论述过同性恋问题的作者的著作，比如克莱门斯·戴恩、罗沙蒙德·莱曼、纳塔莉·巴内、柯莱特、利亚纳·德·普吉、威利、普鲁斯特。但她并不模仿他们，因为她想表现自己对女子同性恋的观点。所以她拒绝写少年的恋情，这更容易被社会原谅，她写成年的同性恋。拉德克利夫·霍尔借助良好的意图，想使公众舆论了解“女性倒错者”的悲惨命运。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加重色彩，画了一幅启示录式的图景，生活仅由痛苦、挫折和牺牲构成。

拉德克利夫·霍尔按照一系列医学程式总结了女主人公的童年。她的父母渴望一个男孩，他们为她取了男孩的名字。孩提时代，斯蒂芬不喜欢裙子也不喜欢长发，她爱上了保姆。她母亲不爱她，父亲怀疑事实真相，花时间读医学著作，其中有乌尔里希斯和克拉夫特－埃宾的书。成年后，她有些与村镇群体格格不入，她拒绝一个求婚者，随后爱上一个已婚女子，她先是接受她的追求，但随后因为害怕女孩的激情，向丈夫坦白了一切。丑闻爆发，斯蒂芬被从家中逐出，她动身去法国。在那里，她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并且瓦莱里·塞穆尔（纳塔莉·巴内的化名）领她发现了巴黎女同性恋者群体。当战争爆发，她投身救护车队并表现出色。她遇到并爱上一个年轻女孩玛丽。她们一起定居巴黎，在数年中和谐生活，但玛丽最终爱上一个男人，斯蒂芬为了她的幸福牺牲了自己。

除了情节的戏剧化，要强调几点。首先，先天性倒错者有男人长相：“这一夜她在镜子里看自己，就是从那一刻她讨厌自己的身体，坚实的肩膀、纤巧的乳房、运动员般瘦削的胯。她一生都必须拖着这副躯壳，像是强加于精神的难看的镣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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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差别是明显的，一下子强加于整体：“这是我的脸，我的脸有些什么不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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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芬认为没有希望融入，她因为自己的身体，然后还有她的性态被排除在外。唯一的解决是放逐，这样生活更容易，但也郁闷和屈辱。跟女伴外出，女同性恋酒吧只是偏门，因为公开的生活是被禁止的。爱恋本身是隐蔽的，斯蒂芬忍受着不能娶玛丽，不能提供她安全和公众承认。她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她知道只有男人能够保证她在社会眼中的荣誉。通过这一点，拉德克利夫·霍尔认可了分离，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即女同性恋男方的命运是惨淡的，而假性女同性恋即女同性恋女方是浪漫的，总能够重新融入传统的框架。两个曾经与她共同生活的女人都是已婚的。我们可以推测她可能感到自己直接与男人竞争，在她女友们的心中超过男人构成一种重要的报复和她深层的男性气质的证明。女同性恋男方在一对中必须迎接挑战和面对外部世界。这种对伴侣的传统的概念仿照异性恋模式，表现出拉德克利夫·霍尔集成了外部世界的偏见，延续男性统治地位。她的女同性恋并非女权主义。实际上，约翰自认为是困囿于女性身体的男人，她遗憾不能得到真实天性应有的对待。所以她的奇装异服和行为应该把她的真正的认同揭示于世人眼中。而如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在社会上完全承担自己同性恋，对有羞耻感的女同性恋仅表达出蔑视。这种确信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拉德克利夫·霍尔很容易便接受了自己的性态。她的小说中潜藏的宿命是强烈的自卑和负疚的后果，由于她对天主教的依恋而加剧。对于约翰来说，“变态”必定不是一种自然的事情，这是一种病态，一种命运的印记，使她成为边缘的人。

通过如此描写斯蒂芬·戈登，显现她适应社会的困难，拉德克利夫·霍尔自觉将女同性恋者置于边缘。因为采用男性化女同性恋者的立场，拉德克利夫·霍尔不仅认可了性学家们的分类，而且给“假性女同性恋者”提出一个残酷的选择：她们从此必须夸大自己的特征以便被接受为女同性恋者，所以必须接受流言和排斥，或者保持浪漫友情的温存而永远不知道自己更接近怎样的女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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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女同性恋的看法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的基础，因为它基于差异和排斥。通过使女同性恋者成为独特女性，她加强了她们之间的联系，并号召一种命运的团结互助。拉德克利夫·霍尔使成千的年轻女性发现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并形成一个参照体系，甚至直到她死后很久。然而，虽然《孤独之井》被当作一代女同性恋者的旗帜，还存在另外一些模式否定男性化女同性恋的假设。



纳塔莉·巴内和柯莱特



首先是巴黎的女同性恋者驳斥“新女性”的观点。她们代表者贵族和知识阶层的萨芙之爱，将希腊的参照与法国的情爱传统混合。纳塔莉·巴内是这种倾向的最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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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勒内·维维安一起，在雅各布街22号建立自己的女同性恋沙龙之前，她试图在米蒂利尼（译按：在希腊莱斯博斯岛，女同性恋者“lesbienne”一词就来源于此。）建立一个颂扬萨芙的诗园，起名叫“友谊殿”。对萨芙的重新发现在女同性恋认同的形成中起了主要作用，她被看作古代的榜样，那个时代的同性恋者不断引证希腊事例为自己的生活辩护。纳塔利·巴内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甚至开始学希腊语以便更好理解这位女诗人。作为“美好时代”（Belle Epoque）的圣地，纳塔莉·巴内的避难所在两次大战之间继续指引着女同性恋的世界。富有的、美貌的、著名的女同性恋者蜂拥而至，维系着一种可贵的、世界化的气氛。马修·约瑟夫森回忆说：“年轻女子们在文学和香槟酒的催动下互相搂着像疯子一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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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妮特·弗兰纳是一位常客，她解释说这些聚会无非是“介绍、交谈、喝茶、很好的黄瓜三明治和贝尔特做的神奇的小点心，但结果成了互相爱慕的或是仅仅想再次见面的女子的一个新的约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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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塔莉·巴内的沙龙因而建立了一种文化和一种尽管有限却是女同性恋者特别的认同。访客们的爱情是谈话的中心，性的自由很大，同性恋不再是禁忌。当有人问及纳塔莉·巴内她的一次新征服，她回答：“是否我爱她？老天，不，我们做爱，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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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塔莉对信仰的表述被看作未来女同性恋斗争的基础：“我丝毫不感到羞耻，人们不指责白化病人有红眼睛、白头发，为什么责备我是女同性恋者？这是一个天性的问题，我的同性恋并非罪恶，不是故意的，不侵害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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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塔莉·巴内的功绩无疑是她拒绝任何社会强加的，尤其是医学界对女同性恋的定义。她反对第三性的理论和半个男人的女人的看法，她拒绝怜悯和牺牲者的地位。同样，她避开拉德克利夫·霍尔式的女同性恋，拒绝挑衅和排斥的策略。对于她，对女同性恋者的接纳是通过她们与社会其他人的融合，而不是通过组成分离团体。尽管如此，她的沙龙的精英主义气氛、她的只凭兴趣、她将同性恋看作爱情游戏的方式鼓励私通和易装，这使她成为1900年代的遗老，而不是现代性的代表。1919年，纳塔莉·巴内43岁，不太像一个女斗士。但她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有主要影响。

她的《女骑士的新思想》极好地说明了她对女性爱情的观念和她对淫荡、放纵、对男人完全脱离的女人的口味，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她坦白说：“他们举着滚烫的手来到我们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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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塔莉以贵族女性的极端精致来反对男性化：“我像一篮覆盆子一样经不得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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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向更为男性化转变让纳塔莉·巴内受不了。她自己长久以来的做派是宁芙式的，自由披散的长发和古代式样的长袍。她认为不应该把思想上的激进与外表的激进混为一谈，后者只是前者苍白的表层。她认为，男性化女子只是时尚现象，属于社会对雌雄同体的渴望而非真正的女同性恋运动，她们甚至助长风格的标准化和男性价值的胜利。因而，这种女同性恋理论附加了女权主义的思索。纳塔莉·巴内是首先肯定女同性恋是一种妇女解放的人，保留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不再畏惧遭受异性恋行为和分娩的暴力。虽然这个反模式的优点是不将女同性恋约简为医学的病态，但仍旧在要求权利或肯定差异上很少收获。作为个人主义的甚至独立主义的模式，这是那些在社会上和金钱上已经自由的女性的特权。相反，似乎它对女同性恋群众没有影响，她们对希腊事例无所谓，甚至很少人会强加给周围人一种丑闻的、奢华的生活方式。

柯莱特是纳塔莉·巴内沙龙的常客，但她却懂得超越萨芙的神话去建立一种女性的现代形象。她因而代表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女同性恋模式，不仅通过她广泛发行的小说，还通过造成丑闻的个人生活。柯莱特1905年与威利分居去跟一个女人“米西”生活，即玛蒂尔德·德·莫尔尼。同性恋的丑闻被两位女子的举止加剧。“米西”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她当时42岁。柯莱特32岁。她同米西一起发现女同性恋的夜间场所如布朗什广场的“帕尔米尔”。她在纳塔莉·巴内家演出，裸体跳“马塔·哈里”。1907年1月3日在“红磨坊”，她与米西演出哑剧《埃及之梦》，柯莱特赤裸身体，米西拥吻她，丑闻巨大。1929和1930年还有其他许多年，她在柏林，在那里她可以衡量巴黎女同性恋者与德国的积极斗争的差距。1932年，她为了在法国上映的影片《穿制服的女孩》撰写字幕。

在《孤独之井》出版后，柯莱特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对女同性恋的立场。同其他许多人一样，阅读《孤独之井》使她反感，她致信尤纳·特鲁布里奇解释自己的立场：“一个变态者不论男女都绝不应该有变态的感受，而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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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是为了回应拉德克利夫·霍尔才出版了《纯与不纯》。写作这部书使她受了很多苦，她向露西·德拉吕－马尔德吕宣布：“我对它呕吐，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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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在小说中以游戏的形式涉及的萨芙之爱，在这里以残酷的角度表现出来。她揭露那些“唐璜”、“吸血鬼”、贪婪征服和快感的女同性恋者，她们无法平静，不能拥有真实的情感：“对这些露水姻缘的萨芙，在饭馆、跳舞场、蓝色火车和人行道，她挑衅，她不哭反笑，对她们怎样责难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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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女人只造成破坏，因而“积极的部分由那些可怜的姑娘、跳窗自尽的女子、破碎的家庭、有时血淋淋的冲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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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对女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责难必须重新置于语境之中，巴黎在两次大战之间非常自由的环境，社会的一小部分可以对批判置之不理。此处的柯莱特是其阶层的直接见证者。她的指责不限于性勾引和放浪。威胁女同性恋的主要首要危险是男性化，在这一点上她追随纳塔莉·巴内：“你明白，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她什么也不缺，即使是同‘女伴’在一起。但如果她想成为一个男人，她是古怪的。有什么比一个假男人更可笑、更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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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这种蔑视，柯莱特仍会佩服那些超群的人物。因而她为“女骑士”画了动人的肖像，一个决断的有影响力的女同性恋者，完美地承担其男性的一面而不向时尚妥协。而女骑士过着孤独的生活，在时代之外，情爱的经验空白，因为她的渴望距离新时尚的追求太遥远。两代人之间缺乏一致性说明女同性恋社群的脆弱。柯莱特不屑地指出，这些对自己如此确信的女人，如此有见地，但一旦她们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却突然变得谨慎、规矩起来。爱恋关系只在私下承认，“只有一个敢于说‘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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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丑闻的趣味很快会发现界限，“并非我遮掩，X子爵夫人简短地解释，是因为我不喜欢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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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与不纯》一书以其宽容和真诚著称，无疑是一本深层次女同性恋的书，一本妇女之爱的书。但也是对巴黎的小圈子和新近女同性恋者的轻浮的一种批判，有时宽容，但常常是严厉的，她们不懂得利用她们的地位来推动妇女整体的前进。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无疑，与拉德克利夫·霍尔对立的最现代最契合的中心模式由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代表。两人有保留地接受《孤独之井》，她们认为该书不仅形式上平庸，而且内容危险。实际上，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生活和恋情倾向于证明可以存在一种既不同于性学家声称的也不同于积极斗争的女同性恋模式，而且它是有效的。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女权主义史学掩盖了，因为它与从相对于男性做到自给自足出发而提出的女同性恋认同的严格定义并不相容，那种自足往往是通过对男性完全否定。弗吉尼亚·伍尔夫、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是已婚妇女。她们的约会、通信常常充满激情，她们的性关系是谨慎地、有保留地进行的，更接近被那些默默无闻的女同性恋者采用和梦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咄咄逼人。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肯定不符合“斯蒂芬·戈登”的类型。当然，她也是从柔弱的童年就梦想做男孩，但这主要通过她非凡的活力、混合了独断的热情来体现。虽然她偏好男装，这更方便，但比之拉德克利夫·霍尔的燕尾服她更喜欢马裤和护腿。虽然她遗憾不能成为男人，但这首先是因为她不能继承家庭财产“诺尔城堡”。在任何情况下，维塔都不将自己男性的一面当作“性倒错”的症候。在其爱恋关系中，她表现出诱惑者的热情，一种使她的战利品屈服自己的任性的磁力。维塔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深层的天性，她勾引了童年的伙伴维奥莱特·凯佩尔。在当时的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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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一种自由和本能的缺乏罪恶感详细地描写了她的征服。1918年11月11日，两位女子出发去巴黎旅行，在那里，维塔让人称呼她朱利安，穿成男人。在日间观光后，在到达摩纳哥之前她们都在旅馆过夜。据维塔记述，“这太有趣了，尤其是因为我们可能被人发现”。对于她，同性恋和异性恋没有差别，尤其与道德无涉。她完全接受自己的激情和性需求：“我把她带到房间，粗暴地对待她。我跟她做爱，占有她，笑话她，我只是想伤害德尼斯（特里富西斯，当时与维奥莱特订婚），即使他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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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1919年3月15日维塔同意与丈夫哈罗德·尼克尔斯会合参加和平大会。1919年6月16日，维奥莱特嫁给德尼斯·特里富西斯，当夜维塔冲进旅馆抢走维奥莱特。此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在法国度蜜月时，德尼斯和维奥莱特分房而居。回到英国后，维奥莱特与维塔恢复关系，在10-11月间重新组织逃亡摩纳哥。在2月与德尼斯又一次闹剧后，家人聚集起来结束丑闻，将维奥莱特与维塔分开。维塔自己重新与哈罗德出发。两位女子的关系从此疏远，主要因为维塔的兴趣减淡，她知道维奥莱特与丈夫睡过了。两人在小说里对故事各有不同陈述。当她们一起逃亡巴黎和摩纳哥时，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开始写作《挑战》（法文本《岛人》，1924）。她在书中以朱利安的面目出现，维奥莱特作为夏娃。英文版题目《挑战》很好总结了维塔想赋予作品的意义，这既是一种自我辩解，自己对维奥莱特的爱情的幻想，也是对痛苦的陈述。同样，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在《英国刺绣》（1935）中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该书以法文写成，未被翻译成英文。维奥莱特选择另一种切入，通过亚历克萨这个人物引入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维塔的另一挚爱。维塔，作为肖恩爵士以男性面目出现。维奥莱特作为安娜，他的表妹和初恋。维奥莱特没有重述爱情故事，她试图洞悉自己失败的原因和与此有关的人性。事实上，这些女子的经历即使未能到头，仍然是榜样性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历程不同。她经历了痛苦的童年，失去母亲朱莉亚，随后在13岁时失去姐姐斯特拉。在最初一次精神错乱后，她受到异父兄弟乔治·达克沃思的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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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爱上过两个女人，马奇·沃汉姆和维奥莱特·迪金森，但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是她的激情之恋。当她第一次遇到维塔时，她已经40多岁，而且从1913年就与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对性事非常反感，而她之所以喜欢女人是因为她将柔情与男性的粗暴对立，她写道：“模糊而不真实的世界，没有爱情，没有心，没有激情，没有性，这是适合我并让我感兴趣的世界。”
 

〔121〕



 即便她对丈夫有深深的柔情，但他不能引起她任何生理欲望。但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清楚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当她在1922年遇到维塔，她为这个年轻女子的高贵和坚定所倾倒。“我爱她，我喜欢同她在一起，在她的光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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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眼中代表着女性，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维塔眼中是一个作家，她们的关系围绕着这些她们给予对方的形象。在给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的信中，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透露她对维吉尼亚感到“温柔的感情中掺杂着爱护”。尽管如此，她挣扎着不陷入肉体关系，她害怕会对维吉尼亚的精神健康造成影响。不过，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一起有过几次肉体经验，但她们关系中最主要的是把她们联系起来的那种共谋关系。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很快就重新开始勾引许多年轻姑娘，但继续与维吉尼亚见面，并爱着她。维吉尼亚为维塔写了一本书《奥兰多》（1928），一种维塔所梦想的自传和女同性恋的赞歌。奥兰多是一位年轻贵族，经历了多次冒险，一天醒来后变成女性。从这一刻起，时间被破除，“他－她”跨越了世纪，交替地爱上男人和女人。《奥兰多》散布一种与《孤独之井》完全不同的信息。对于宿命和两性隔阂，弗吉尼亚·伍尔夫以雌雄同体的荣耀、性的融化、对类别的否定来代替：“因为奥兰多只爱过女人，而人的天性总是在适应新的习俗之前被揪着耳朵走，尽管他变成女人，她爱的是女人，如果说属于同性的意识对她有何影响，那就是使她昔日男性的感情更热烈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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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是对性学家们精确建构的嘲讽，同时也是对抵抗所有时代和文明的习俗的美与性的颂扬。当权力坍塌，王朝灭亡，国家毁灭的时候，奥兰多永远活着，永远美丽和被人热爱。弗吉尼亚·伍尔夫借此肯定女同性恋者的历史使命，这并非20年代的发明，而是女性多重面目之一种，是她对压迫权力的轻蔑和带着差异在社会中平静生活的雄心。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像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指出的，萨芙之爱不是负担而是幸运，一个生活和爱的附加理由：“她肯定因此有双份收成，生活的快乐对于她是增加了，她的经验更丰富了。她交换长裤的刻板和短裙的诱惑，领略被两性同样爱慕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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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想要证明对男同性恋者适用的同样适合女同性恋者。她们自由地体验她们的倒错，谨慎但没有恐惧。她们证明了萨芙之爱可以融入社会，因为女同性恋者跟其他女人一样。但《奥兰多》并非两次大战之间女同性恋的招牌著作，尽管有些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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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选择了拉德克利夫·霍尔作为代言人，大多数女同性恋者将自己置于反社会的位置。她们从中得到一种认同，但也失去所有融入的机会。



个人的回答



阅读生活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的见证，我们吃惊于她们多数人生活在无知的状态。约会场所的稀少并不说明一切。女同性恋者如同其他女性对性的知识匮乏。许多见证确认了无可怀疑的同性恋倾向的存在，而且有时有性的实现，但与之并行的是一种对这类行为意义的完全无知和对正常夫妻生活的追求。



无知



同许多其他人一样，雷切尔·平尼在30年代通过阅读《孤独之井》发现了什么是女同性恋者。但她却在18岁上布里斯托尔大学时曾与一个女子有过一次经验，但这并没有特别影响她。她因为随俗而结婚，直到战争初期才明白自己是同性恋者。同样，一位德国犹太姑娘夏洛特·沃尔夫成为医生和妇女性学专家，她承认自己长时期对性的无知，她认为这是一种幸运。由于对自己的差别没有意识，她自由体验自己的性态：“伊达（她的朋友）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词，我们对同性之间的情爱也一无所知。我们对我们的关系不感到害怕和偏见，我们做爱也没有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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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常常是一个抽象概念，女孩们并不将其与自己日常经验联系起来。比如：“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同性恋者？我很迟才了解这个概念。我该怎样过就怎样过，并不对自己说‘我是同性恋者’。这类问题我不曾遇到。我有一些女友，我受女人吸引，我觉得我从很小就这样了。当时似乎很重大的东西我都毫无困难地体验了，因为我没意识到，我不给自己提问题，我这样过因为这是我的喜好，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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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B强调自己完全无意识：“我一直喜欢街上裁缝店的其他女学徒。是我母亲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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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詹姆斯回忆她13岁时对自己的偏好没有意识：“我根本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我不感到不同，我甚至不去想。不管怎样我对男孩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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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性的不了解尤其影响到第一代女同性恋者，她们出生于19世纪中叶。没有能力自我界定为女同性恋者并不局限于未受教育的女性。英国作家弗农·李（维奥莱特·佩吉特，1856-1935）一生与女性有关系但却从未有结果，她困在维多利亚朝的良好教养和否定身体的茧子里：“弗农是同性恋者，但她从未能够面对性的现实。她完全纯洁。我认为她接受的话会更好。她经历一系列对女性的激情，但都是很规矩的。她避免肉体接触。她被完全压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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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英国女诗人夏洛特·缪生于1869年，有数次糟糕的爱情经历，她为一个年轻女子倾倒，试图支持她，向她示爱，但却不知怎样做，她最终被女友抛弃，她拒绝考虑一种完整的情爱关系。这一模式不断重复，没有解决。
 

〔131〕



 薇拉·布里顿和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的关系则更复杂，更具揭示性。两人1919年于萨莫维尔学院相遇，这是牛津的一所女子学院。她们学业完成后分租一套公寓。在薇拉·布里顿与乔治·卡特林结婚后，威尼弗雷德继续与夫妇二人共住。她们的友谊直到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死去才停止。但是，两位女子都不接受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同性恋。著名女权主义者薇拉·布里顿的回忆录相反很小心地否认了这种猜测的根据。她甚至费心地把通信中所有倾向性的影射删去。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在写作中较少保留。她反对拉德克利夫·霍尔对女同性恋的定义，她拒绝将其视为病理性的。而且，她拒绝在独身与压抑之间建立等同。薇拉却相反采用了对性关系的传统看法，婚姻是必不可少的，独身对于妇女是神经质的源头。薇拉·布里顿的立场同时表明女权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的冲突，女权主义斗争一直被认为是首要的。

伊迪斯·西特维尔的事例更加让人尴尬，她的外貌不吸引男人，她从未有过性经历。另一方面，她的生活被同性恋者围绕，主要是她的弟弟奥斯伯特，她爱上了俄国画家帕维尔·切里却夫，他也是同性恋者。当时的观察家认为她是同性恋者，尽管她从未跟女性有关系。温德姆·刘易斯在《上帝的人猿》（1930）中为她画的漫画和诺埃尔·科沃德将她作为女同性恋画肖像都遭到她的反对。很难断定这里涉及一种从未能接受的同性恋或者仅仅是无法面对寻常意义的性，这是困难的童年和生理的情结造成的。



一种被接受的认同感



但如果认为多数女同性恋者仅仅经历柏拉图恋爱，不敢在肉体上表达性态，这也是错误的。纳塔莉·巴内不断征服，人们认为她有40名情人，还不算偶然的艳遇。许多女同性恋者完全接受自己受女性身体的吸引和做爱的快乐。吉尤娜·巴尔纳据真实故事写的《女士的年历》（1928）是女性快感的赞歌和对巴黎女同性恋小世界妖魔化的嘲讽。女主人公埃旺热利娜·缪塞（纳塔莉·巴内）是一个充满健康活力而渴望征服的女人。吉尤娜·巴尔纳1919年和女友美国雕塑家塞尔马·伍德来到巴黎。她是女权主义者，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她回答奥托林娜·莫雷尔的影射：“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爱塞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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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同样以极大的自由体验自己的同性恋。在30年代，她过着一种放纵的生活，不断地征服，直到她1937年遇到美国大学教师格雷斯·弗里克，她随后便与之一同生活。她在巴黎出入于女同性恋场所，蒙－塔波尔街的哥伦布茶室和里沃利街208号的瓦格朗，充分享受夜生活。

最值得一提的事例无疑是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我们已经看到她的非凡活力。维塔的生活以一些丑闻事件为标志，比如她与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逃亡，她后来被认为要为几桩婚姻的破裂负责，比如多萝西·维尔斯利的婚姻。其他一些关系因为丈夫的默许而继续，比如她同玛丽·坎贝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关系。她是真正的女中唐璜，维塔不断地征服而能完全无忧无虑。我们还可以把罗沙蒙德·格罗夫纳、玛格丽特·沃伊特、希尔达·马西森、伊夫林·艾恩斯、克里斯托弗·圣约翰、格温·圣奥宾，还有其他人加入她的战表中。她与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婚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上流社会完全是失仪行为。他们两人都是同性恋者，他们各自分别追寻艳遇，心中没有计较却彼此保持深深的依恋。维塔对于自己的长子本是同性恋的新闻表示欢迎。她给他写去长长的信，信中她将对性倒错的辩护和对婚姻的辩解调和起来：“但是爸爸做错了一点，而这并不会让我烦恼。我烦恼的是你认为这会禁止你拥有你称为‘全部幸福和婚姻的快乐’的东西。立刻把这些从脑袋里去除。我所知道的两对最幸福的夫妇，我因为谨慎而不讲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夫妻都是同性恋者。因为你肯定知道同性恋在女人和男人中都存在。再者，看看邓肯（格兰特）和瓦内莎（贝尔），他们并不是真的结婚，但却多年共同生活，结果是一样的。他们相爱就像爸爸和我，虽然邓肯是完全的同性恋者。所以你看这不一定是对我们这类幸福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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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写给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信件揭示了她热烈的个性、情感的自由和对性欲的完全放任。她身上毫无人们以为有教养的女孩会有的矜持。在她的信中，维奥莱特经常用一个男人名字来称呼维塔，朱利安、迪米特里或米佳，她毫不犹豫地对她进行骇人的表白。我们发现是维塔在使关系和缓，试图将她保持在体面的限度内，而维奥莱特在爱情的狂热中无疑会同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噢，我的上帝，米佳，魔鬼的力量在我身上爆发，我这个大傻瓜！在你有时间做任何事之前我就想占有你，你竟然对如此明显的事情视而不见。有一天，风暴来临，你将同所有一切被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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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奥莱特的爱情很清楚是肉体上的，她以身体爱维塔，不断发出恳求的邀请和情色的挑逗。她身上没有羞愧和廉耻。性是自然的事，爱是合理的：“我的白昼消耗在一种不能自已的欲望中，夜晚被无可忍受的梦境纠缠。我贪婪地、谵狂地、热烈地想要你。如果你想知道，我会因渴望你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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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日记揭示一个良家女子在远离性的实际的地方教养成人，她能够完全地体验对性的发现，没有顾忌也没有悔恨：“前一夜，我让她抱在怀中——而今夜我恨她——这解释起来就是我爱她：我躺在床上无法不感到她肉体的魔力。与她在一起我感到比跟任何男人在一起都更深刻地感受到所谓的性冲动。而现在她来了——我抱着她，抓着她的手，她的脸与我的脸贴在一起，我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女人，超过一半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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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样不同寻常的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发展起的替代生活方式质疑了父权社会的基础。有始有终的女同性恋生活经历的最佳事例是由伊迪斯·克雷格30年代创办的“社团”，她是女演员埃伦·特里的女儿。伊迪直到她1947年去世都与克里斯托弗·圣约翰生活，这是克里斯特贝尔·马歇尔的化名。克里斯托弗将自己定义为先天女同性恋者，而伊迪是双性恋者。她到英国乡间的斯莫尔海斯定居与克里斯托弗和克莱尔·阿特伍德（托尼）三人行，她们使自己的家成为女同性恋偏爱的一个约会场所。1931年7月，她邀请邻居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们当时住莱城）来观看她在家里“巴恩剧社”组织的演出。当时所有人都穿男装。1932年，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被邀请朗读诗作《土地》，同被邀请的还有她的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维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斯蒂芬·斯彭德、雷蒙德·莫蒂默和威廉·普洛美尔，英国的同性恋精英。1933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加入进来。她们之中性关系很自由，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同克里斯托弗过夜。然而，乡邻似乎并没有被这种生活方式吓到。三人行被认为奇怪而使人惊讶，但并不引发反感，对此类活动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就常常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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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样的经验仍然是稀有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不管著名或无名，她们选择过传统夫妇的生活，与多数异性恋者的夫妇生活很少差别。此类情况是最常见的，但相关的见证却稀少，因为她们并不引起注意。

西尔维亚·比奇对阿德里安娜·莫尼埃的爱情正是根植于这个模式中。这个年轻害羞的美国女子1917年在她的书店里遇到阿德里安娜。她们在1937年关系破裂前都是相好。多亏了阿德里安娜的帮助和建议，西尔维亚创办“莎士比亚书店”。两人过着规矩的生活，没有什么故事。为了消遣，她们常拜访纳塔莉·巴内，因而与巴黎女同性恋群体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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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两人对她们的关系都没有多谈，似乎是一种平衡的模式，她们不模仿异性恋的角色，而是各自接受自己的认同，没有男性作参照，她们不将自己封闭在冲突和毁灭的关系之中。同样，女记者珍妮特·弗兰纳（热内）虽然不否认自己的性态，但她反对任何公开表现，相对于她的一些朋友的张扬她更倾向谨慎。珍妮特·弗兰纳来自美国，属于巴黎左岸松散的女同性恋群体，女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于纳塔莉·巴内周围。她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了更自由的生活、不受公众舆论持续的压制而离开美国。她与作家索利塔·索拉诺的关系没有什么枝节，两人都确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正常和自然的。所以借此制造丑闻和惊恐是无益的。

许多被访问的无名的女同性恋者同样强调她们关系的自然。“我么，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正常。但觉得正常的同时，我很高兴有差别。因为，从根本上我与家庭决裂，然而所有人都有家。我与婚姻决裂，而所有女人都结婚。我从根本上是同性恋者，而多数女人喜欢男人……我很高兴自己不一样，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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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与父母的关系是复杂的。比如西尔维亚的见证：“在那个时代人们不谈论性，但从11岁起我开始爱上女孩子。当这变得更严重时，我母亲开始嘲笑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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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许多女同性恋者并不一定受到周围人的压力。因为与另一个女孩的爱恋关系如果是谨慎的，那不像跟男孩调情那样容易招致丑闻。比如B的见证：“我母亲任我自由。因为她只害怕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未婚先孕。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这个却不行，她常说。对于她来说成为‘未婚妈妈’是某种丑恶的事情。当她看到男孩子不吸引我，她对自己说这样她就不会有孩子！于是她给我比我姐姐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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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同性恋的肯定也不一定造成与父母的决裂：“我的女友被家里接纳，一天在她走后，我母亲和我争吵，我母亲对我说这种态度无法形容，我过一种这样的生活，她不明白等等。我回答：‘好啊，妈，既然这样，我走好了。’我父亲通常不参与，其实他是个善良有理的人，他对我说：‘说定了，你明天走，走之前你休息一下，我们再谈。’实际上，我们根本没再谈。事情就这样被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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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与自己的女伴生活了40年，她被家人视作另一个成员。两人被邻里接纳，在她们随后定居的村镇也一样：“问题对我们不存在。几十年时间，我们生活，我们是朋友，我们是‘25号的小两口’，如果你愿意，应该说就我们的情况我们从未有过麻烦。我么，我保持安静，不打扰这些先生，我不强加于人什么。人们可能在我们背后笑，我根本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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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洛特·沃尔夫出身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她同样享有很大宽容：“中层犹太人对诸如非正统的性这样的问题通常是无知的，但我父母和他们的家族并非如此。我很得意地吃了一惊当我姑姑贝尔塔一次提起：‘我想你是爱上了X太太。’我回答：‘不是爱，是很着迷。’她笑了。”夏洛特·沃尔夫指出：“我在我的私人和职业圈子里被作为我自己接受，我想我天真地以为全世界都会同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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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父母的关系并非总是容易。比如，对于瓦伦丁·阿克兰来说，少年时期构成她人生的重大转折。相反是她父母向她揭示出她的特别，导致她走向激进。1922年她16岁，爱上比她年长3岁的劳拉。她们完全天真无邪，互相亲吻，互赠礼物，写一些热烈的信，这些信很快被发现。父亲和女儿在互相的不理解中对立起来：“我完全不明白他想发现什么。我对他说我们相爱。我真切地记得他脸上厌恶的表情。他立刻变得狂怒——以前我从未看到他如此愤怒。他问我是否知道自己做了怎样卑劣的事情。这是某种奇怪的事，但没什么不好。我认为我们中一些人生来就有问题。他愤怒地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劳拉本应是个男人。我认为劳拉前世会是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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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父亲争吵后，他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嘲弄，瓦伦丁必须面对母亲的责难，“任何男人如果知道了这个都绝不愿娶你”；“这是件恶心的事情，不可原谅。”虽然瓦伦丁不为所动，但劳拉却被说服：“她母亲对她说不能结婚她会成老姑娘，名誉受损、穷苦潦倒、被人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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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尊严作论据在一个由别人的目光控制的社会里是强有力的。当这还不够，医学的恐怖会来帮忙：瓦伦丁因而得知如果她继续“逆反自然”的行为，她会变盲变疯。正是通过与父母作对，渐渐发现他们对她隐藏的真相，瓦伦丁将形成自己的认同。在一次未能圆房的婚姻之后，她决定独立生活。她自己剪了短发，发展与女性的友谊。1926年，她遇到西尔维亚·汤森·沃纳。从1930年起，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写诗，在多塞特郡定居。她们在政治上很投入，打击法西斯主义，是赴西班牙救护队的志愿者。在四十年间，她们过着独立的生活，成功的让人接受她们的同性恋认同，并无反复。



对自我的拒绝



如果认为所有女同性恋者都能做到接受自己的认同和充分体验同性恋就错了。许多妇女不能接受自己的差异或者放弃其中最极端的侧面。风气的自由和服装的挑衅可能与某种从众心理和认同的不适共存。画家罗曼·布鲁克斯是这种精神分裂的绝佳例子。同其他人一样，罗曼·布鲁克斯逐渐树立自己的认同，既是对母亲抛弃的反应，也因为随后她在卡普里和巴黎与国际化的同性恋群体的交往。很长时间中，罗曼在性方面仍是纯真的，虽然她在少年时期爱上过几个同学。她将自己界定为“被人丢石块的有罪女人”，这表明她很难接受自己的性态和差异。同性恋对于她远非一种正面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在她看来是一种宿命和缺陷。这种感情因多次关系的失败加强。她与约翰·布鲁克斯的相遇是决定性的。如同其他许多英国同性恋者，布鲁克斯在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后立刻从英国到卡普里岛定居，在那里他与E. F. 本森和萨默塞特·毛姆住同一所房子。他遇见罗曼，她母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一笔巨额财产，她应他求婚嫁给他，两人都不爱对方。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因为布鲁克斯贪图体面，无法面对妻子的转变，她剪短了头发，并开始穿男装。她当时与波利尼亚克女王公、埃达·鲁宾施坦、雷纳塔·伯加蒂、邓南遮、孟德斯鸠、科克托、惠斯勒交好。她1912年遇到纳塔莉·巴内，是她平生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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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罗曼仍然未获得平静，纳塔莉不断征服，对她的忠诚并不看重。

罗曼·布鲁克斯对女同性恋团体的态度是暧昧的。她是完全独立的成员、巴黎同性恋名人，被康普顿·麦肯齐写进《非凡的妇女们》（1928）
 

〔148〕



 ，但在她的作品中为她画的一幅肖像却是冷酷残忍的。她的两个最偏爱的镖靶是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厌恶她们的做作和牺牲者的姿态。但是，她一直同她们交往，而她自己也只穿男装。她为尤纳·特鲁布里奇画的肖像是她一幅最著名的画，是对“新女性”的漫画，对女同性恋的一种老套的责难：“生硬的眼神，左眼被单片眼睛撑大，紧闭着嘴，头发短而平贴，几何图样的刘海。衣着也不见得更好：折角高领的白衬衣上系宽领结勒着脖子，黑上装搭配灰黑格短裙，这可是极度夸张的穿着，这类着装助长了对女同性恋者的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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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曼·布鲁克斯无法超越这些矛盾。根据她的传记作者弗朗索瓦茨·维尔纳，她“钟情传统价值，不能幻想她成为伟大的反叛者、反习俗的人，她陶醉于靠着外表来保持她的女性社会”。
 

〔150〕



 她无力接受自己为同性恋者影响到她的社会态度，她蔑视与自己过分相像的妇女。这种爱恨关系导致她采取极右派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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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差异的道路因为过于受痛苦的影响、过于孤独而不能走到尽头。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是克劳斯和埃利卡·曼的朋友，1908年生于一个苏黎世极端保守的富有实业家庭，他们后来投靠了纳粹。她的母亲勒内·施瓦岑巴赫是体面的大资产者、将军的女儿，却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她的侵略性的人格窒息她的女儿，她禁止她提及自己的同性恋，然而却鼓励她的男性倾向和对女人的兴趣。她自己与女歌手埃米·克吕格尔有关系，与她同住一所房子。1928年，安娜玛丽逃出家到巴黎，随后到柏林。所经之处，她让人着迷的绝望的美貌触发激情，埃利卡·曼、卡森·麦卡勒斯、埃拉·马亚尔、巴巴拉·汉密尔顿和玛尔戈·冯·奥佩尔男爵夫人。她的一生只是在毒品、旅行和写作中逃亡。在《抒情小说》（1933）中，她安排自己以男性面目出场，是夜总会歌手西比拉的神经衰弱的恋人。同性恋爱的不可能性在这里体现为一个有外交前程的年轻资产者与一个柏林夜间的女爱神之间的对立。为了找到某种表面的稳定，她1935年嫁给克罗德·克拉拉克，他是法国驻波斯使馆的二秘，本身也是同性恋者。尽管如此，她沉沦于吗啡之中，34岁时在有过数次自身企图后从自行车上摔下死亡。

女同性恋的认同在20年代出现，但仍然是有争议的。按照拉德克利夫·霍尔的描写，多数女同性恋者根据女同性恋男方的模式界定自己。《孤独之井》中的瓦莱里·塞穆尔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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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更喜欢大家都是殉道者的时代！”然而，这个模式不是唯一的，不应忘记某些女同性恋者成功散播了乐观的理想和一种在自我接受和社会融入基础上的认同框架。




一个同性恋社群的诞生？



可否说20年代有同性恋社群？这种表述假定存在协调一致的同性恋团体，有共同的参照，有同样的渴望，而且无疑有着相同的目标（斗争、公众宣传、同性恋互助……）。还应该了解能否谈及广义的同性恋社群（男女同性恋者），或者应该将两者分别对待。根据我们此前所见，似乎排除了一个想象的男女同性恋社群。两个社群独立地生存，互相很少交往，甚至根本不交往，他们没有共同的参照，也肯定没有同样的目标，因为女同性恋在三个国家都不受法律制裁。第一点是微妙的。实际上，一个同性恋社群的最佳征兆——就欧洲来说——是参照系社群。英国、法国和德国同性恋者有一些“著名的先辈”，他们阅读某些作家的书，看某些戏，欣赏某些画家。这一现实存在着并比斗争运动更有效地黏合同性恋群众，运动只触及少数人。反过来说，同性恋社群仍然不大协调一致，虽然在精英层运转良好，但似乎仍然不太有能力融入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同性恋类别。



一种共同文化的赞同



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社群通过共同参照系的建立而形成。文学提供了同性恋文化的主要内容。某些名字不断被引用，显示出存在一种共同的“同性恋文学”基础。古典作者比如柏拉图对大学生们起着决定作用，当文字没有被删去时他们间接通过暗示发现了希腊之爱的神秘：“康沃利斯先生打断了正在‘弄清’文字的学生，指出一条中间道路：‘您可以跳过这一行，这影射希腊人的难以形容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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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文字享有邪异的名声，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马娄的戏剧、更近的沃尔特·佩特和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的作品。甚至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字意味着罪恶，就像勒内·维维安的名字在法国：“我有所有初版的勒内·维维安的作品，恰好我的女伴知道了我对勒内·维维安的迷恋，只要她能够，她就会在‘勒迈尔’旧书店买一本这样小书，有插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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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同性恋诗歌受到同性恋群体的一定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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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诗人都与“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有联系。A. E. 豪斯曼的《什罗普郡少年》（1896）就是被整一代人崇拜的诗作。阅读最多的是当代人的作品，他们被引用的最多，因为他们符合同性恋者们的个人经验，他们从中找到自己的历程、怀疑、苦痛，有时还有自己的斗争和骄傲。第一代中，爱德华·卡彭特和J. A. 西蒙兹在英国很流行，还有罗纳德·弗班克，西格弗里德·萨松和塞西尔·比顿曾会合斯蒂芬·坦南特一同阅读他的作品。在小说家和诗人中，英国最知名的作者无疑是D. H. 劳伦斯、康普顿·麦肯齐、沃尔特·惠特曼、E. M. 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鲁珀特·布鲁克和稍迟些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书无疑也构成了两次大战之间女同性恋者的最经常的参照。当妇女们被问到她们受到的重要影响时不断地提到这部书。埃利诺在16岁是读到这本书：“我们全都想不计代价地得到《孤独之井》，甚至当书被禁后我们还互相传看。这本书完全卷边了。我们只是觉得这很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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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的影响不限于英国，比如两位法国女子就这一阶段的见证解释了这部著作在她们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可是件大事，是整整一个时代，我并没有完全经历，当然……但总之，当我们开始阅读，在法国传播这本在英国很火爆的书，显然这在女同性恋者中创造了一种穿衣的时尚。我一直想念‘叙尔卡’的领带，领带是通过拉德克利夫·霍尔传来的。总之，确实不同凡响，我们很高兴……显然，现在人们可能更喜欢其他东西，虽然这是不太复杂的文学，但却让人愉悦，‘温暖女同性恋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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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托马斯·曼的作品充斥同性恋的暗示，被小心地掩藏起来。他的儿子克劳斯很快获得同性恋作家的声名，主要是因为出版《虔诚的舞蹈》，非常鲜明。同性之爱的伟大布道者是斯特凡·格奥尔格，他的玄秘诗颂扬少年的美丽，但局限于有限的精英。热莱娜·纳格罗兹卡娅的小说《青铜之门》（1911）取得很大成功。该书在德国五次再版，被翻译成数种语言。A. E. 魏劳赫的一千页小说《蝎子》构成女同性恋读者的主要参照。希尔德·拉杜希曾为德国共产党的市委委员，她指出：“对于我，这本书是一次启示，我从中认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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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女友》杂志将其描写为“所有女性小说中最美的”。但是这部作品仍然是古典的，属于同性恋“成长小说”的范畴，有其强加的阶段。但它在许多点上接近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小说《未点燃的灯》（1924）。在法国，大家当然读魏尔伦和韩波，还有世纪初的风流作家如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和让·洛兰，后者的《德弗卡斯先生》（1901）讲述一个男人被他一个在11岁时去世的同学困扰。普鲁斯特的影响尤其不可否认，即使那些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知道他的暧昧。《索多姆和戈摩尔》被同性恋精英阅读，但并不总受欢迎。对于男性同性恋的内容，反对主要针对普鲁斯特隐藏自己的同性恋，尤其是他借用阿尔贝蒂娜作替身：“比如普鲁斯特将阿尔贝写成阿尔贝蒂娜，这使我怀疑整个作品。这种欺诈破坏了我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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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女同性恋者严厉地评价他对她们的风气的描写，反对她们认为是男性的、父权的、可耻的看法：“但他是误解还是无知？当他将难以捉摸的败坏的女孩子聚成戈摩尔，他透露出一种谅解、一个集体已经失去我们通过索多姆所见的真相的支援，尽管普鲁斯特先生异想天开或者犯了错误，但并没有戈摩尔。青春期？孤独、禁闭、错乱、时髦……贫瘠的苗圃不足以滋生众多的、扎根的罪恶，其一致性是必不可少的。完整无缺的、巨大的、永恒的索多姆高高在上地审视着自己的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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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普鲁斯特的阅读仍然掺杂着挑衅，乐于见到这个主题终于被谈及，能够搬弄这部作品却并不要真正知道为什么。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1926年写道：“其余的时间，我读普鲁斯特。因为船上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鲁斯特，但法语水平却足以翻译书名，人们对我另眼相看多是因为甲板上摊着多卷《索多姆和戈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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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主要是纪德构成了法国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终极坐标。纪德不只被男性阅读，女同性恋者似乎也在书中找到特别的收益：“安德烈·纪德，是在我上师范学校的时候，那么我当时19岁（1936）。在《只要种子不死》中是一个男人的同性恋，但我想这是同样的问题。《哥利东》我也读过……这是我的老好人，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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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主导影响是明显的，对于一些同性恋者，纪德是一个启示：“在一个特定时刻，在读了纪德之后，《家人我恨你们》、《纳塔那埃尔》，我一切都不在乎了。我离开师范学校，我离开家庭，我离开一切，我来到巴黎（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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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性恋文化并不局限于文学秘密的快乐。在城市里完全可能出去看同性恋的表演。在许多同性恋会所可以找到传统的易装夜总会的演出，这是德国的专长，此后有了在完全传统的场所看同性恋表演的可能。在英国，文学和艺术批判是公开“亲同性恋”的。《新国民》和《旁听者》分别因为T. C. 沃斯利和J. R. 阿克利的关系而捍卫同性恋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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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迪亚格西莱夫和俄国芭蕾舞在战前就使同性恋的舞台表现为人熟知。迪亚格西莱夫的同性恋是众人皆知的，还有他同尼金斯基的关系。俄国芭蕾舞在同性恋知识分子中获得巨大成功，普鲁斯特、科克托、利顿·斯特雷奇为之着迷。1919年后，舞蹈家艾弗·诺韦洛和戏剧演员诺埃尔·科沃德在演艺圈内维系着同性恋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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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沃德一生都比较谨慎，他不公开宣扬自己的同性恋，虽然与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的喜好，他的剧作态度暧昧，观众经常仍然不明白其中深意。尽管如此，他的贡献是在20年代英国舞台上散播了时髦而颓废的同性恋形象。在《年轻的想法》（1923）中，两位主人公肖尔托和格尔达代表同性恋的极端，女气的男孩和完全女性化。在《旋风》中，尼基·兰卡斯特吸毒，这被批评家们解释为对同性恋的替代。1929年，他上演了《苦苦的甜》，是关于奥斯卡·王尔德那一代人的同性恋的音乐剧，他仍然巧妙地绕开了20年代。我们从中找到明显的暗示：“因为我们，90年代是同性恋的。”最后，在《生活设计》（1930）中，他涉及了双性恋的主题。

当时最著名的英国演员，约翰·吉尔古德、马克斯·阿德里安、盖尔斯·艾沙姆、亨利·肯德尔、查尔斯·劳顿、恩斯特·米尔顿、埃斯米·珀西、埃里克·波特曼、厄恩斯特·塞西杰和弗兰克·沃斯珀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在德国，演员如威廉·本多、马克斯·汉森、阿道夫·沃尔布吕克、胡贝特·冯·迈林克、汉斯·海因里希·冯·特瓦尔多夫斯基也不掩饰他们的同性恋。在法国，让·马雷是最著名的人物。在女性中，马琳·黛德丽、扎拉·利安德、葛丽泰·嘉宝是双性恋者。在与时尚和艺术相关的圈子里，我们同样找到许多同性恋者，尤其在英国有室内装潢师约翰·福勒、舞台美术奥利弗·梅塞尔、服装设计师诺曼·哈特内尔和摄影师塞西尔·比顿。

在德国，我们发现一次同性恋戏剧的尝试，爱神剧社1921年7月6日在柏林－施特格利茨由布鲁诺·马图塞克创立。这是一个流动剧团，在私人家里和公馆演出。剧团上演同性恋主题的剧作比如恺撒龙的《讽刺与悲剧》，关于一个性倒错者的生活。同性恋报刊在广告里发表剧团节目单。比如《光明信使报》1923年5月26日刊预告6月4日演出赖因霍尔德·克卢格斯的一部剧作叫《谁之罪？》我们对此次实验了解很少。似乎尽管马图塞克有良好意愿，但他缺少戏剧才能。在更加传统的环境中，有几部同性恋主题的剧作在两次大战之间上演。在德国，克劳斯的剧作《安雅和埃斯特》直接受到曼家族孩子的少年期的启发。在舞台上，埃利卡和克劳斯扮演自己的角色，埃斯特由帕梅拉·韦德金德扮演，雅各布由古斯塔夫·格林格根斯扮演。角色分配本身就是骇人听闻的，因为帕梅拉是埃利卡的情人，而克劳斯和古斯塔夫也是同性恋者。1925年10月，剧作同时在慕尼黑和汉堡上演，但并不受欢迎。1926年进行巡回演出，角色安排也不同，取得了许多成功，尤其在柏林和维也纳。另一部针对同性恋的剧作费迪南德·布鲁克纳的《少年之痛》（1925）同样将柏林一所寄宿学校的少年搬上舞台。性支配着行为：因为对一个男孩的爱，一个女孩开始卖淫，另一个因为喜欢她的女伴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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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J. R. 阿克利的《战俘》（1925）被宣布为“同性恋新剧”，是首部以当代方式处理这个主题的剧作。评论界是善意的，同性恋知识分子很振奋：斯蒂芬·斯彭德、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T. E. 劳伦斯、西格弗里德·萨松都恭贺他成功。同一时期，阿克利与艾弗·诺韦洛交往。1933年1月25日莫当特·谢普的《绿湾树》在伦敦圣马丁剧院首演，由劳伦斯·奥利维尔扮演被一个老年同性恋者勾引的少年。在法国，罗歇·马丁·迪·加尔的《寡语者》1931年在路易－茹韦剧院上演。剧作非常阴郁，其中以激烈方式涉及同性恋问题。两次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同性恋主题的剧作无疑是爱德华·布尔代的《女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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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首演是1926年3月6日在费米纳剧院，也曾在英国和德国上演。是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文化的必然参照，不断被作为女同性恋再度流行的例证来引用。女主人公伊雷娜受一个已婚女子的左右。在父亲的压力下，她最终同意嫁给儿时的朋友雅克。后者受到他妻子女友的丈夫的警告：“你要明白，她们跟我们不一样。必须躲开她们！随她们去！在友谊的掩护下，一个女人可在她愿意的任何时候进入一个家庭，她败坏那里的一切，她破坏一切，而那被人摧毁家园的男人却根本不知发生什么。当他发现时就太晚了，他孤独一人！独自面对两个人默契的联合，因为她们相近，因为她们同样性别，与他来自不同的星球，而他是陌生人，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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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克不听从他的劝告，很快夫妇便分开。这部剧作饱含病态，其中对女同性恋的肤浅的反对和众多偏见让人吃惊。奇怪的是，剧作的完全成功被归功于其现代性和大胆，被很多人认为是骇人听闻的和揭露时弊的。作为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文化的标志，该剧发起一种时尚：剪裁刻板、领带和剪“女囚”式发型。与《女囚》同年在双面具剧院上演《错乱的女人》，这部剧作同样给予女同性恋最坏的形象，将两位犯罪的同性恋女教师搬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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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性恋电影文化在两次大战之间还很有限，但我们发现某些有趣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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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同性恋主题被隐藏起来或者一带而过。在1927年一部德国喜剧片理查德·艾希贝格的《帕彭海姆亲王》中，库尔特·博伊斯扮演一个歌舞剧场演员作易装表演。电影被纳粹利用，将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在1929年出品的威廉·迪特勒的《锁链》中，一个服刑犯发现了监狱中的同性恋。他出狱后，他的情人敲诈他，他被逼自杀。这些事例显示在电影中同性恋仍然以简化框架来处理。同性恋者要么是一个成为喜剧笑料和误解来源的易装癖，要么是一个悲剧人物注定名誉扫地和死亡。唯一完全同性恋的影片《与众不同》（Anders als Andern, 1919）已经按照悲剧的模式来处理同性恋主题。至少，它传达了一种希望和斗争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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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电影，卡尔·特奥多尔·德赖尔的《米克尔》（1924）也以悲观的方式对待同性恋。一个画家爱上自己的模特米克尔，但他只对他的钱感兴趣，为了一个女人离开画家。临死，画家使米克尔成为自己所有财产的遗赠受益人。1929年《教养院的反抗》和1931年卡尔·安东的《雷德尔上校》同样将一些同性恋人物搬上舞台。1933年让·维果的《操行0分》走出这个框架，将同性恋用作反叛、拒绝既有秩序的象征。这里，同性恋具有政治的、无政府主义的维度。电影的颠覆性影响导致直到1945年都被禁演。

女同性恋在电影中通常被放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看待，比如1937年S. 德·波利尼亚克的《克洛蒂娜在学校》，尤其是1931年上演的根据克里斯塔·温斯洛小说改编的莱昂蒂娜·萨冈的《穿制服的女孩》。这是一部两次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女同性恋电影，同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书籍一样影响一代女同性恋者。“我要说一部电影影响了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穿制服的女孩》。我甚至对我祖母说：‘我必须去看这部电影。’这部影片上演的时候我有十四五岁大。我看到海报，这促使我对祖母说：‘你知道，你必须给我钱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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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的力量在于忠实反映了一所德国寄宿学校里败坏的环境。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场景是宿舍里所有女孩等待着她们所钟情的老师冯·伯恩博格给她们带来晚安之吻。女孩们跪在床上，低着头。女主人公玛纽埃拉在一种痴迷中全身投入这一吻。在小说中，剧情以玛纽埃拉自杀结束。在电影中，当她要跳楼时被同学们拉住并被当作英雄举起，整个学校起来反抗校长，因为实际上所有学生都同玛纽埃拉一样经历过与同学或老师的恋情。这个完全不真实的胜利的结局说明一种打破同性恋宿命框架的愿望，代替必然灭亡的是意识觉醒和反抗。这部影片因而可以看作发起女同性恋运动的一个号召，要求自己的权利，并骄傲地肯定自己的认同。在当时，影片主要被解释为对普鲁士专制的批判，同性恋被分析为政治反对派的标志。另一部涉及女同性恋的重要影片是格奥尔格·威廉·帕布斯特的《露露》（1929），由路易斯·布鲁克斯担任主演。格施维茨伯爵夫人爱上露露，露露挑逗她的欲望，却从不满足她。这种关系中的暧昧无法逃脱新闻审查。在几个国家，尤其是英国，与伯爵夫人一起的场景被剪掉了。该片无法获得与《穿制服的女孩》同样强烈的女同性恋认同，因为同性恋只是作品中的一个小主题，尤其是露露这个人物是轻浮的女人、不祥的女人，采用了女同性恋者一定是堕落的女人、随时准备体验任何新的感官刺激的老套。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电影仍然受到偏见和习俗的影响，但对于许多同性恋者来说，电影已经构成一种有力的揭露。他们可以认同自己为同性的主人公，有些人物因而成为“品味”的偶像，比如马琳·黛德丽和扎拉·利安德。

通俗歌曲也能够构成一种同性恋参照。一些法国女同性恋者提及苏西·索利多尔，她是女歌手，一家女同性恋夜总会的经理，1932年她推出一张限量发行的唱片《女同性恋的巴黎》。女歌手达米亚是双性恋者，也很受欢迎：“我一直听达米亚。我记得：‘什么也别说，我想要／让，让你的眼睛／在我许多亲吻下闭合……’这可以同样适用两个女人和一男一女，而我们认为是为我们写的。许多事情并非是为了女同性恋做的，但我们将其转变，不用男性口吻，把它们变成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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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巴尔贝特，他是让群众着迷的易装空中飞人，而莫里斯·萨克斯1926年看他表演后说：“或许我没有看到过比这个穿着羽毛衣服的女孩更优美的，她勇敢地从吊架上荡起，做危险的跳跃，飞行中用脚重新勾住吊架，然后过来向大家致意，拿去卷曲的假发，显露出她是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个子美国人在音乐杂耍剧场以巴尔贝特的名字出场，我曾见到他全裸地躺在床上，脸上糊着一层厚厚的黑药膏——在舞台上两个性别而在家里两个颜色。他的床头柜上只有三本书：《尤利西斯》、《大偏移》和哈夫洛克·埃利斯的《单独的和两人的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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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群体还认同某些艺术家，他们在作品中侧重同性之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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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男性同性恋往往只是通过暗示表达。同性恋出现于唯美和颓废运动的某些作品，在古典和中世纪的背景中，通过懒散的和女性化的年轻男子的形式，比如在前拉斐尔派画家伯恩－琼斯的绘画中。自学成才画家、“唯一者联盟”成员埃利沙·冯·库普费尔的媚俗画作表现一些易装少年的性别模糊的形象，他们被送进一个同性恋的天堂。更具暗示性的是冯·格勒登男爵、古格利尔莫·普吕朔和科尔沃男爵的摄影作品，表现裸体的西西里少年，他们的同性恋动机不难觉察。奥布里·比尔兹利的色情画，用木雕和漫画表现比例超大的阴茎，明确肯定了它们的导向，还有德国人莫里斯·贝诺（马库斯·贝默）的作品，他是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成员，他绘制了奥斯卡·王尔德《莎乐美》的插图，在《简约》和《岛屿》上发表。

20年代可以见到男女同性恋主题以更加张扬的方式表现出来。尤其在德国，许多画家和插图作者效力同性恋刊物，或者与同性恋运动有所关联。许多同性恋书籍包含插图。有数家出版社出版这类作品，主要有海因里希·伯梅出版社、茨维曼出版社和保罗·施特格曼出版社。艺术品商人和出版者弗里茨·古立特和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是柏林此类作品的主要发行者。艺术家不再表现双性少年的理想形象、习惯上转移到古代，而是描绘柏林的生活场景，酒吧、舞会、公开的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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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领导者也被作为模特：1921年4月《简约》中有爱德华·特尼斯为希尔施费尔德画的漫画，埃里希·哥达尔也为他画过两幅肖像。鲁道夫·施利西特将他和朋友们画在一起，而彼得·马丁·兰佩尔则画了理查德·林泽特，他在1928年曾担任WhK的秘书长。阿诺尔德·西格弗里德1924年为阿道夫·布兰德作肖像。奥托·朔夫（1884-1938）创作了许多同性恋绘画，主要是为皮埃尔·路易和奥古斯特·冯·普拉滕的书籍作插图。他还画了很多关于柏林同性恋亚文化的画稿，比如克里斯蒂安·沙德、居伊·德·劳伦斯（埃里希·哥达尔）、勒内·辛特尼斯、格奥尔格·埃尔利希、马特尔·施维希滕贝格、马吉特·加尔、保罗·卡姆和卡尔·阿诺尔德的画像。多数画稿只表现少年，对成年人的表现仍属禁忌。画家和教育家彼德·马丁·兰佩尔与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和“唯一者联盟”接近，他专门为德国大城市里走入歧途的少年画肖像。他最初是“突击队”的成员，拥护社会主义，为青年的教育积极活动。他试图帮助由经济危机造成的年轻失业者和卖淫者。他在其著作《困苦中的少年》（1928）中描述了这一代青年，随后上演剧作《教养院的反抗》，后来被拍成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电影。他的大多数画作如今已经亡佚。

在法国和英国，同样有许多同性恋艺术的事例，但它们并不明显属于同性恋亚文化，虽然在30年代，科克托的绘画彰显士兵和水手的雄壮形体，是当时纯粹的同性恋幻想的创作。斯蒂芬·坦南特为《印度水手》作的插图体现出同样的灵感。布卢姆斯伯里圈子成员邓肯·格兰特的画作有时表现出他的双性恋，尤其在《洗浴》（1911）中一个赤裸的男人肌肉发达，他跳水、游水，然后登船。塞西尔·比顿的摄影作品，如同德国的霍斯特·P. 霍斯特和赫伯特·利斯特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同性之爱的内涵。在英国，专擅同性恋艺术的人中有H. S. 图克（1858-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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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画作表现赤裸的少年从事水上运动，在同性恋者圈子里掀起潮流。与T. C. 沃斯利同一公学的一位教师就在房间墙上挂了一幅图克的画《夏日的梦境》，一个少年赤裸躺在草丛里。

女同性恋艺术在20年代经历一次特别的飞跃，发展出自己的参照，从男性同性恋作品同时也从传统的萨芙之爱的表现中摆脱出来。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艺术家中，可以举出格鲁克（汉娜·格鲁克施泰因）、多拉·卡林顿，还有罗曼·布鲁克斯，她的肖像作品细致入微地突显模特们被扭曲的人性。她的裸体画表现了对超性别的女性身体的理想化，苍白，纤细，童稚的乳房，没有阴毛。《交叉》（1911）表现的埃达·鲁宾施坦是黑色背景上白色的线条，这是她的最佳代表作品。究娜·巴尔纳的女伴美国人塞尔马·伍德通过花卉构图表现女性器官，而定居巴黎的阿根廷移民利奥诺·菲尼接近超现实主义，她表现女神般的女性，具有神秘的能力，长长的头发掩着白得透明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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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让娜·玛门也许是最为著名的，她在《简约》上发表柏林女同性恋生活场景的漫画，在人们记忆中确定坚毅线条、细长眼睛、平头、叼着香烟、穿着男装互相抵着胸跳舞的假小子形象。让娜·玛门同时为《时尚》杂志工作，为许多同性恋杂志绘制插图，设计书籍封面。她的作品大部不幸在战争中被毁，而大多数杂志被纳粹焚毁。所以，同性恋文化在两次大战之间特别繁荣，公众舆论也看清了这点，呼之为丑闻和侵略。这种新景象通过文学和视觉“类型”的产生加强了同性恋认同，为之提供了共同参照的积累。



一致性和排异性



一个同性恋的小集团完全自成一体，由一些规则和识别信号来协调，这种看法是反同性恋思想的一个重要论点。同性恋者因而建立起“一种罪恶的共济会，四处有分支，不要见面就可以互相识别，不要说话就能够互相达意，而且当有人从异乡来到陌生地方，他们会负责介绍同好，张臂欢迎他加入，或者为得到他青睐，在他没有生活来源时为他获得生活手段。这就是他们的互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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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幻想的看法包含一部分真相，如同所有被迫害的少数群体，同性恋者倾向于隐蔽生活、发展只有知内情者才明白的暗语。昆廷·克里斯普就曾指出：“我们生活其间的持续的危险气氛将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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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者常被指控在社会内部形成一个以性为联系、秘密帮助同类的独立群体。米歇尔·迪·科格利就说过“国家鸡奸共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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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索瓦·波尔谢同样想象出一个分支众多的秘密社团：“从此，同性恋将首先成为一个有共同习气的个体的集合，而第二步将是世界性的，包括哲学、伦理、美学，甚至政治，有自己的共济会、卡片、报刊杂志、附属沙龙、展览、新闻战、发布会、诡计、秘密协议、支持和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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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性恋者因为缺少独特标志而区别于其他少数群体。比如，犹太族群数个世纪间凝固和运作靠一种家族和社会的团结互助，而同性恋者仍然是一个个体。其同性恋通常是在少年期才显露，所有差异的发现较迟。年轻的同性恋者不能求助家庭和惯有的关系。同性恋者的团结一致和积极活动是永远的重新开始：没有家庭或社会的传承。生于一个社会宽容时期的年轻同性恋者对压制会回归的假设并不在意。通常，同性恋者的一致性只是虚幻的，同性恋者并不感觉被他们的性态联系起来。所以应该发问在多大程度上有条理的同性恋群体可能是一个协调一致的结构，既保留其成员的利益又在对敌中统一。

这个时期最独特的现象无疑是“同性恋国际”。实际上，由英国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同性恋崇拜引导他们在社会内部形成一个独特群体，仅仅由性的因素统一起来。在精英中形成一个同性恋群体促使加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和嫉妒感，人们指责他们形成一个小集体，是在英国社会中分裂的一极。这种敌对具体反映在西里尔·康诺利——他本人是同性恋者——对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戏称同性恋国际（Homi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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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游戏意味深长。如同共产国际（Komintern），这些同性恋者成为国内密谋的外国势力的标志，他们试图吸引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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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 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一对儿从中学就是情人，他们代表了这种性与知的博爱。诗人和小说家构成同性恋国际的核心，因为他们公开的同性恋和同情左派。实际上，同性恋国际的运作像共济会，成员不为公众所知，但互相可识别并捍卫他们共同的利益。团体团结通过其成员互相对私密事件的了解和使用个人信号来进行同性恋暗示。在福斯特的《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中，这位作家的同性恋被掩盖，但这部传记却成为奥登、萨松和衣修午德崇拜的书，他们熟悉事实，从字里行间读出对爱德华·卡彭特、杰拉尔德·赫德、乔·阿克利和迪金森自己的暗示。他们的题赠系统也显示出集体内部的相互作用。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斯蒂芬·斯彭德互相题赠他们的著作，斯彭德将几部书题赠T. A.R. 海因德曼，他的秘书兼情人。福斯特题赠《阿宾杰·哈维斯特》给威廉·普洛美尔、乔·阿克利、鲍勃·白金汉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四人均为同性恋者。一个附庸集体以同样方式，在莱昂内尔·查尔顿周围形成，他在一战中曾任将军，随后任中东旅将军。他同一个皇家空军老兵汤姆·惠切罗一起隐退。他撰写自传，题赠给惠切罗、福斯特和J. R. 阿克利，随后为青少年写了些冒险小说，表现爱好体验的少年迷上飞行。在他周围团结一些人物如雷蒙德·莫蒂默、邓肯·格兰特和一些演员如约翰·吉尔古德。他们聚集在伦敦，新康普顿街的杰纳罗馅饼店，那里以其漂亮侍者著名，他们都是此间主人到意大利度假时挑选的。

这些同性恋知识分子团体通常对外部人士开放，主要是对漂亮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是牛津的大学生，也是出身寒微的男孩，主要看他们的长相来募集。比如，福斯特在1930年J. R. 阿克利组织的一个晚会上遇到鲍勃·白金汉，他是一个警员，后来成为他的情人。白金汉在那里是作为阿克利的情人哈里·戴利的朋友。人们指责同性恋国际的是他们成功地非正式地建立了一个旨在帮助年轻同性恋者社会晋身的影响网络。杰基·休伊特这样描写30年代的同性恋世界：“您要明白当时的同性恋世界有一种今天没有的格调。有一种你们如今根本不了解的共济会。这就像奥运会旗上五环。每个圈里一个人在另一个圈里认识另一个人，这样大家就聚在一起。一些像我一样的人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我不是婊子。不道德也许，但不是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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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帕德尼是奥登的老情人，他当时在BBC工作，为奥登和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获得了一次在有关哈德良长城的节目中合作的机会。斯蒂芬·斯彭德为他的情人海因德曼在《左派评论》找到一份半工工作，随后请求衣修午德也参与进来。同性恋出版商约翰·莱曼同样为自己的朋友出版著作，其中有威廉·普洛美尔、福斯特、衣修午德、斯彭德和约翰·汉普森。据E. M. 福斯特说，乔·阿克利“总是帮助朋友们”，作为《听众》杂志的文学艺术主编，他支持许多年轻情人的事业。对阿克利本人作品的评论则是由衣修午德和福斯特撰写。因为一位同性恋朋友莱昂内尔·费尔登的帮助阿克利1928年进入BBC。从此，他利用自己的影响给许多熟人工作，E. M. 福斯特成为BBC常客，G. 洛斯·迪金森谈论柏拉图，莱昂内尔·查尔顿谈和平主义。利顿·斯特雷奇被邀请，但他的嗓音很糟。接下来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德斯蒙德·麦卡锡和哈罗德·尼科尔森。1929年3月，他邀请自己的一个情人哈里·戴利在广播里讲述一个警员的日常生活。同样的方式，希尔达·马西森邀请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休·沃波尔在BBC讨论现代女性。温德姆·刘易斯称这些行动为“非法团体的高度智力”。其中并没有真正同性恋特有的东西，这些知识分子互相帮助首先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上学，出身同样的社会阶层，与相同的家族交往，有同样的朋友。但最吸引外界观察者的是性的特殊性和招募中有时带倾向性的特征，不能确定是否始终根据职业的标准。最让同时代人震惊的无疑是利维斯夫人，她发表一篇报复文章：“这就是这些高雅的失业者如何渗透进报界的最高层，甚至于大学，看他们的声名是怎样建立的。只要去找到你认识的和别人介绍的合适的人，人家就会写你最好的事情发表在最佳位置。那些被康诺利先生宠坏的可恶的孩子和许多位作家的一些童年的朋友们涌进大学，成为自负愚蠢的青年，又以同样方式进入文学界来替代一些同类的位子。康诺利先生和他的团体希望接替鲁珀特·布鲁克，目前正努力使文坛成为他们被保护人的狩猎保留地。一些明显不称职的评论家何以能占据我们的文学杂志，那些惯于疑问的人们不必再费神了。他们曾是‘学校最漂亮的男孩’，或者拥有猫的柔媚、性感的嘴和长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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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傲慢，加之他们建立在性的基础上的精英主义，对保守派的回潮有不少助益，因为英国正焦虑地看到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展出颠覆性的一极。但是，斯蒂芬·斯彭德对这个时代的解释无疑更接近被其多数诽谤者称为“同性恋国际”的本质：“我从未失去这种对友爱的需要，那种同一个与我同样追求的男人分享我的智性冒险的欲望。”
 

〔187〕





但是除去这些事例，同性恋者的团结互助似乎是相对的。当然，德国同性恋运动为了共同目的斗争，但他们也互相争斗。精英是互助的，但往往一些同性恋以外的原因却成了不和与敌意的源泉，比如要同时属于纪德的圈子和科克托的圈子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同性恋者并不构成统一阵线，个人争吵常常阻碍共同斗争。克劳斯·曼就回忆了同性恋的这种缺乏团结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新法兰西杂志》上有一篇安德烈·热尔曼令人厌恶的文章：《克劳斯·曼，臭水坑的自恋》，这是可能从一个‘阿姨’处得来的最恶毒的东西。我很乐意能狠揍这只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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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严重的是一些同性恋互相揭发的典型场面，似乎是一种自我惩罚的形式。自卑的同性恋者将自己的犯罪感转嫁给同类，对待他特别严厉，与他自己的自我贬低相匹配。比如，当德国政治局势恶化，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请求他的朋友海因茨来英国同他会合。海因茨不幸在边界被移民局阻拦，询问他旅行的目的。移民官拒绝相信海因茨会是衣修午德的仆人而将他送回德国。当克里斯托弗吃惊于这一决定，奥登对他解释：“打从我看到他小老鼠一样亮的眼睛，我就知道我们完了。他一眼就明白了形势，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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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社会的愿望是更加严重的不公正的源头。作为被打上烙印的团体，同性恋社群自己却又在模仿它所遭到的排斥。随着同性恋社群确立合法性和获得一定承认（比如开办同性恋俱乐部），他们却发展出一些更为保守的规矩，强加一种对同性恋的一致看法，融入、谨慎、得体。昆廷·克里斯普的斗争、他坚持扮演“女疯子”的角色使他因而成为被同性恋排斥的牺牲品：“在我最乐观的那些日子里，我去两三家俱乐部，我发现他们每年都变得更体面，或者只是更昏暗。即使是开始还比较寒酸的时候，我在那里也感到不自在。经理们害怕我的出没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我明白，但我不解地发现，即使是在顾客中我的到来也造成沉默和非议。我开始遇到更多也更多样的同性恋者，我不得不面对事实，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不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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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在同性恋社群内部的排斥现象对于其遭受者是一种扰乱的经历。克里斯普记述：“发现同性恋者不喜欢我，这比正常人的敌意更难以忍受。”

同样，巴黎男女同性恋的圈子也首要看重谨慎。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的沙龙几乎完全由两性的同性恋者组成。当有人向她解释可能的新成员，她只简单地问：“您是同性恋者不是吗？当然……那么，很好，我们谈些音乐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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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巴黎不同的同性恋沙龙间的竞争是激烈的，女王公的沙龙不接纳与纳塔莉·巴内或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沙龙同样的人，对立是严重的。拉希尔德的朋友玛丽斯·舒瓦西被指责为不忠：“我出席了两次纳塔莉·巴内的鸡尾酒会。当我要去雅各布街的时候，拉希尔德同我吵得那么激烈，我只好放弃——纳塔莉和柯莱特两人的名声都很坏，我不想你跟柯莱特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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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露特·勒利格1928年发表《柏林的女同性恋者》以女性缺乏团结一致来解释女同性恋运动的贫弱：“但是，如我们所知，妇女无一例外地没有任何团队精神，即使是女同性恋者也不脱离这个规律。因为这个原因，根本谈不上形成一个共同阵线，这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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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共同的目标是对男女同性恋之间缺少团结一致的另一种解释。女同性恋者总是置身同性恋运动之外，因为她们自身并不受警方镇压。另一方面，同性恋群体对妇女存有男性的偏见，不亚于异性恋者的大男子主义。许多男性同性恋者围绕阴茎崇拜、对雄性友爱的颂扬、否定妇女来建立自身的认同。歧视女性在一些小说中是非常明显的。在《莫里斯》中，妇女们没有能力有真正的感情，被描写成小白痴；在伊夫林·沃的《一抔土》（1937）中，女人是主人公毁灭的原因，而在衣修午德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女性，除了萨莉·鲍尔斯这个人物。同样，一些女同性恋者对男性同性恋者有深深的反感。在寄给海明威的一封信中，格特鲁德·斯泰因惊人地堆砌了一些偏见：“男性同性恋者的作为是丑恶的和恶心的，而且他们彼此厌恶。他们为了补偿而酗酒和吸毒，但他们讨厌这种行为，他们不断换伴侣，不能真正地幸福。女性不做任何她们厌恶的事，而她们是幸福的，她们能够一起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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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同性恋者团结一致的问题是存疑的。虽然存在一些团结互助的明显事例，但并不妨碍按照性以外的标准形成小集团：社会出身、职业、经济情况、个人的意气相投、赞同的方针。故而应当对20年代慎重使用同性恋群体的概念。这是一个新想象，仍在进行之中，它不能企图囊括相关国家的同性恋群众的整体。

*　　　　　　*　　　　　　*

同性恋的认同围绕两个轴心形成：自我的发现和他人的注视。同性恋者利用20年代相对的宽容建立一种个人意义的界定。向着自我肯定方向缓慢的进程在战前开始，通过医学理论的传播和德国积极斗争的开展。但是这些努力仍然只是涉及一些边缘的群体。在20年代，同性恋认同成为现实，因为它通过最有力的媒体得到传播——主要是文化的——而且同性恋生活场景对一些无名的同性恋者来说充当了坐标。女同性恋认同不大确定而且更具争议性，因为时间较晚而且不具有有组织的结构。再者，女同性恋者没有明确的斗争需要进行。同性恋者也通过他人来定义自己。虽然他们试图自我肯定，但他们并不能超脱外界强加的概念。缺少团结一致部分由于对起始定义感到不满足。许多人不愿意与“第三性”的信徒或者先天性的性倒错联系在一起，他们对自己不信服的论点没有什么支持，他们怀疑这会服务于相反的利益。




第五章





打破的沉默：公众舆论中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在20年代是一个时髦的主题。直至20世纪初这还是一个禁忌话题，我们看到大战之后在文学和艺术中同性恋主题的一次真正爆发。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广大社会范围内，尤其在青少年中，出现了一种同性之爱的形象。崇尚运动使有浓厚情色成分、举止超越性别的裸体形象得以传播，而非男女合校的群体出于卫生和教育目的的运动，不断增长维系一种同性恋的神秘感。公众舆论对在众人看来前所未见的、现代的、战后典型的而且不断增长的现象中的这种倾向，表现出一种掺杂着焦虑的兴趣。在20年代还没有人拉响警报，高呼堕落。同性恋的形象形成，很奇怪地掺杂着旧有的偏见、新的医学定义和一些视觉上的典型。

公众舆论的概念非常难以界定，我们此处所用的意义是面对一种特殊现象的集体的表达，但也是“在一个社会群体内部的一种主导立场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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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公众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而是根据事件、外部压力和自身的发展屈从于无穷的多样性、断裂、反复。公众舆论作为集体现象很难约简为一些大的实体，比如新闻、议会、社团或者任何以舆论自居的表现。同样，舆论并不机械地依照阶层、社会出身和教派及政治上的隶属。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塑造和影响舆论都有作用。所以应当谨慎，特别是涉及像同性恋这样有争议的研究课题，它在集体想象中有重大反响，承载着旧有的责难的负担。研究公众舆论隶属于社会想象的领域，不能使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真相，但却可以反映其恐惧和幻想。




偏见的负担



关键的问题是宽容，我不仅将其定义为对一个现象的许可，而且是对其接受。舆论积重的倾向显示了对于同性恋者维持不利的偏见，透过主要的机构和相关的新闻，尽管我们看到相对于战前有所进步。某些主题比如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的联系、青少年保护和对外国人的恐惧充当了反同性恋幻想的扩音器。



传统道德的卫道士



制度的话语使我们得以界定一种对同性恋的典型态度。作为政治表述，它享有历史和政治的合法性。由于通过主要的媒体传递，制度话语充当了众多私人话语的参照。出于不决断、无所谓或简单的从众，许多人采用官方言论作为个人见解，将自己的见解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见解基础上。出于教派、社会或团体的考量，他们将本身团体的偏见合成进去。



教会



二三十年代间，教会在相关三国的影响仍然很强，虽然有人谈到与城市化、国家冲突和经济危机相联系的宗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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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首先依据宗教话语。鸡奸作为“无用”、“逆反自然”的行为，同避孕、在月经期、孕期、哺乳期的性交、手淫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宗教的谴责是一个最常被引用为歧视同性恋辩护的理由。但是，约翰·博斯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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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宗教通常只是一个为个人偏见辩解的借口。

天主教会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两次大战之间很少改变。教会从此时承认了性教育的合法性，性教育由家庭和基督教婚姻协会合力承担，而且教会承认婚姻有双重目的：生殖和“夫妇主体的满足”，对关闭妓院开展讨论，但同性恋仍然遭到谴责，同样受责难的还有避孕，虽然自1934年起奥基诺避孕法开始传播。这种态度根植于更普遍的对追求肉体满足的责难，认为这分散人类的精神追求而使道德处于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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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以彰显的方式代表这没有目的和束缚的性。新教教会和英国圣公会对这一主题也未表现更多的宽容，虽然圣公会在1930年承认了节制生育的合法性。

许多抨击风俗败坏和同性恋的传播论战小册子由天主教、圣公会和新教的宗教组织出版。克罗岱尔1924年得知纪德是同性恋后的愤怒，揭示了大多数天主教徒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同样还有贝尔纳诺在《新文学》1926年4月17日刊登的文章，指责普鲁斯特的作品缺少精神追求和宗教伦理追求。医学理论虽然也被考虑在内，但并不决定有意义的改变，比如一部新教著作的一节：“同性恋者表现的对异性的反感清楚地将他们分类为病人，而且是危险病人，因为他们追求新的伙伴——尤其是女性在儿童中寻找伙伴，他们使众多伴侣也变得反常，但是性倒错者们道德上的苦难值得我们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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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著作出版供教士使用，构成对同性恋的封锁，传播一种特别落后的性观念。教堂司铎彼得·格林在其著作《正确行为的问题》（1931）中，支持同性恋应当像其他不健康状况一样得到治疗（他列举了杀人狂和偷窃癖），并受到法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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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教团采用一种更为极端的态度，向同性恋的“传播”宣战，认为从战争结束以来是令人担忧的。德国由赖因哈德·穆姆领导的福音教派委员会既是如此，还联合了其他一些世俗和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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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姆还是国民议会议员和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成员，该党集合了保守和极右势力。他领导“反色情和污秽”（Gegen Schund und Schmutz）的运动，致力于保护青少年、反流产、性病、卖淫和同性恋。这种宣传的目的是竭力避免在更自由的意义上修改刑法。所采用的论调是极其悲观的：“人类从未比今天如此接近一场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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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姆的一种出版物《打击淫秽报》在封面上表现圣乔治降龙。象征意义是明确的。

同性恋问题广泛吸引这些团体的注意，虽然只代表它们首要关注的一部分。施勒斯维希－荷尔斯泰因联盟纪要（1920年7-9月）提到同性恋团体，主要是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和他们的一些活动，比如电影《与众不同》。报告对文化部长黑尼施1920年3月1日访问希尔施费尔德的学院感到愤怒，访问历时四个小时。报告特别指出《友谊》杂志胆敢发表一篇题为《我们之中的基督徒》的文章。穆姆和一些不同团体发起一份称为《声明！德国人民的前途危险》的抗议书。抗议主要针对“新女性”及其通过服装和发型男性化，要求政府立法“反对色情和污秽”，为了保护青少年而更严格地执行第184条（关于淫秽出版），对剧院立法，禁止“萨克斯管、黑人舞、裸体剧”，镇压毒品、吗啡和可卡因。出于同样想法，教会团体联盟1928年3月14日要求禁止几份同性恋刊物，《友谊报》、《人权报》和《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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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下流作品”斗争胜利。1928年6月19日，大多数同性恋刊物列入“淫秽作品”清单。1928和1929年，《女友》被禁达12个月，1931年《假小子》同样被禁。

反同性恋运动的斗争在各条战线展开。1921年3月《基督教民权》杂志中，我们见到小学教育督学埃伯哈德的名为《性倒错潮》的文章。1922年2月，德意志福音教派委员会重申对废除第175条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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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小册子《第175条必须保留》由德国天主教公众道德中心工作委员会出版。同样，由玛尔塔·布劳尔领导的德意志妇女斗争联盟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份激烈的论战册子，揭露同性恋杂志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个众所周知的反常的男人不能在性伦理领域为健康人提建议。”攻击同样针对左派政党，他们因此成为保守派方便的靶子：“人们应当特别关注这场色情革命多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的保护而传播。”保护妇女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女性角色被限定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由著名的“三K”来代表（Kirche教堂，Küche厨房，Kinder孩子）。1924-1925年围绕将第175条扩展到女性而发起了一场运动。

德国福音教会的斗争仍然是相对孤立的，通常，这个主题在论战册子和性教育课本以外很少提及。但是，我们发现以孤立的方式存在一些独特的、甚至离经叛道的态度，指出即使在教会内部同性恋问题仍然是有争议的、模棱两可的。比如白十字联盟依附英国教会，1929-1930年就曾帮助伦敦卖淫的男孩。这一组织此前曾支持卖淫妇女，想借此来面对与经济危机相关的非职业卖淫的上升。联盟委员会选择将相关男孩安置在收容中心，试图为他们找到工作以便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在英国圣公会各级别中找出同性恋崇拜的痕迹。牛津运动尤其被指责为亲同性恋的，其领导人约翰·亨利·纽曼以其与男孩们保持浪漫友谊而著名。同样，一些教会人士也做到将职能与个人倾向相协调，比如E. E. 布拉德福德教士就是著名的恋童癖诗人。牛津的大学生由约翰·贝杰曼领导来向他致敬，而他在治疗过程中去世。布拉德福德认为“他对男孩的懒懒的柔情／来自基督而非苏格拉底”，尽管如此，他的诗作仍然明显与教会原则冲突。这些事例都属于例外。



公众权力



政府、议会、行政和司法关于同性恋的公众权力话语是典型的官方话语。是制度的代表，并不能代表公众舆论整体，虽然是来自公众舆论并对其有影响。这种话语根据个体的人格和环境，但超越了个人立场而成为国家的观点。通常，二三十年代公众权力以道德和出生率为名，并不有利于同性恋。男性同性恋还被指责质疑了传统的等级，资产者和工人在寻找伴侣时混杂在一起。女性同性恋通常享有较大的宽容，因为没有威胁社会建构，妇女在父亲、丈夫和社会压力的权威之下，可能被迫重新融入规范。

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同性恋的仇视投入增长。随后，英国政治权力对男性同性恋保持严厉的方针，而反对女同性恋的斗争规模很小。同性恋比控制生育和离婚权利更容易招致非议，因此构成了国家显示其在道德方面的行动的理想主题。而且，一些在反同性恋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与道德和清教徒运动联盟保持紧密联系。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在1922-1936年间曾多次担任皇家法律顾问，他是福音会的激进成员。检察长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曾经是国民警戒会成员。特别是1924-1929年间担任内务部长的是极端清教徒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Jix”），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独之井》就是因为他被禁，他参与或建议了对同性恋者的许多诉讼。对同性恋的恐惧主要与对帝国衰落的恐惧相关，因为爱德华·吉本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一种错误的倾向性分析的推演：“罗马衰亡了，其他民族衰亡，如果轮到英国衰落，这将是由于这种罪恶，因为它不信上帝，而这将是它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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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同性恋的压力并不放过领导层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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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自由派下院议员刘易斯·哈特考特子爵因为害怕自己的同性恋被公之于众而自杀。他曾不懈地追求一个名叫爱德华·詹姆斯的伊顿学生，他曾在母亲陪同下到议员在纽汉姆·考特尼领地住过几天。1931年，嘉德勋团骑士比彻姆伯爵，时任“五港”总督和自由党领袖，他突然辞去所有职务并离开国土。他的内弟威斯敏斯特公爵威胁他向公众揭露他与许多少年及其在沃尔默堡领地农庄内的侍从之间的关系。他在五年后儿子葬礼时，得到保证不被逮捕才回到英国。乔治五世在风闻丑闻后，作了简短评论：“我以为他们头脑发热。”同性恋还有可能被用于一些激进目的。在法国，1933年10月末奥斯卡·迪弗雷纳被杀，他是宫殿音乐杂耍戏院老板、巴黎第10区市政委员、同性恋者，他的死引发了政治丑闻。一名雇员看到他跟一个海员关在他的办公室里。人们找到他的裸体，颅骨破裂。罪犯始终没有找到。在马尔维宣读了他的悼词之后，《秩序》报发表激烈的文章：“奥斯卡·迪弗雷纳生前死后提供给我们的演出是有象征意义的，他揭露了我们民主的腐朽。”莱昂·都德也写道：“谋杀者是一个水手，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侄子，他的男性器官部分受损，正在纳伊的一家诊所接受治疗。”在德国，同性恋指控被左派政党广泛使用，特别是用于反对“国社党”（NS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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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



通过对报刊的研究能够更明确认清对同性恋的宽容。新闻反映舆论，但也是新潮流的主要载体，在思想上打上自己的印记。20年代的标志正是新闻手段的惊人发展。新闻取得重大进步，广播和电影作为通俗媒体确立地位。英国、德国和法国大发行量的报纸大发展，靠着惊人的资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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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报章和党派大报很少探讨同性恋问题。比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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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每年发两三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同样，《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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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有一两篇短文，有些年这个问题根本未被提及。德国报界发言较多，主要是因为围绕刑法改革的辩论针对废除第175条，还由于同性恋运动的积极活动，他们作讲座、发请愿书。同性恋可能通过四类专栏提及：文学戏剧批评、司法专栏、议会辩论报告、关于风俗发展的论战文章。还表现为第五类，但属于例外：论战目的的政论，主要是将对手作为同性恋来揭发。这些不同可能性并不被所有报刊以同样方式运用。

在《时代》中，同性恋通常不出现于司法专栏。例如该报没有报道玛尔特·阿诺或奥斯卡·迪弗雷纳的同性恋。1928年12月16日的一篇短讯让人联想到一桩同性恋事件。银行职员雷蒙·贝尔纳连续三星期每日拜访赫尔曼·戈德施密特。当15日早晨他来到时，侍从照常引他进入还未起床的主人的房间。一段时间后，他听到东西落地的声音。贝尔纳开了三枪。他被仆从抓住，但他自杀身亡。17日，我们读到：“一个富有的荷兰寓公被他的年轻朋友雷蒙·贝尔纳打伤，在悲剧发生后几小时死亡。”事件的场景，还有“他的年轻朋友”的说法，让人联想到一个同性恋者和一个男妓间的争吵。同性恋问题同样也不在议会辩论中出现，甚至也不见于关于妇女和现代青少年的论战文章。政治专栏并不提及，除了一些有关希特勒德国的文章。

所以主要是文学和戏剧评论充当有关同性恋的辩论论坛。第一篇富有暗示性的文章有关普鲁斯特的《索多姆和戈摩尔》（一），小说继《盖尔芒特家那边》（二）之后发表。保罗·苏代写道：“我也补充说，在最后一章故事走到一个很难卒读的方向。据圣西门说，甚至皇家也有类似普鲁斯特先生的夏吕斯男爵的人物，但《回忆录》的作者（圣西门）的描述更为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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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文章恰好在一年之后发表，正当《索多姆和戈摩尔》（二）1922年5月12日出版。第三篇发表于同年8月17日。这是一篇罗歇·马丁·迪·加尔的《灰本子》的书评。保罗·苏代建立对待同性恋问题的新方式，即以普鲁斯特为参照。由于同性恋不能直接表述，所以通过暗示一个参照性的同性恋者使读者得知：“老师们曾以为这属于马塞尔·普雷沃斯特（译按：原文如此）先生的小说中德·夏吕斯先生进行的那些可恶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只是纯真的友情，被一种表面上可疑的词汇夸大和神秘化，使纯真的孩子们不明白其含义。”1924年2月21日，阿贝尔·埃尔芒的“切尔西爵士”系列的出版使得暗示得到更新：“所以切尔西爵士是英国的夏吕斯或奥斯卡·王尔德，跟王尔德一样是唯美派，但同夏吕斯男爵一样是简单的大贵族，而不是文人。”愤怒已经表现出来：“可怜的家伙。难道他们不能默默服罪而免得公开自辱吗？美德和罪恶都同样适宜保持谦逊。”1926年2月4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批评文章，保罗·苏代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戏剧批评家皮埃尔·布里松接续他在1926年3月8日批评了在费米纳剧院上演的《女囚》。剧作赤裸上演，是关于一个“出奇地大胆而淫秽主题”的一部“极其值得注意的作品”。所谓主题从未言明，是因为“如果说出则可能赋予它粗陋的外表，而布尔代先生费尽心机想避免这样”。在第二幕，“争论将扩大，具有人性意义和严肃性。但不幸正是这一时刻让人很难意识到”。保罗·苏代1926年12月23日重新出场评论《只要种子不死》。“其中难堪远多于乐趣。”不能误导读者，他们已经对《索多姆和戈摩尔》习以为常：“这跟夏吕斯的艳遇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同好们不能比，他们至少还有些可鉴赏处。人们不会调查安德烈·纪德先生的私生活，让他安然无事。他有何需要展示他生活中最无可救的疯狂？”1927年11月17日，保罗·苏代评论《重现的时光》。小说的后半部尤其让他不满：“具有了丑闻小说的所有手段。”1931年9月25日，安德烈·泰里夫在文学专栏取代了保罗·苏代，他对莱昂·勒莫尼耶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传记写了几行评论。他没有明确暗示到他的同性恋。他谈到“他承受的几乎是天真无邪的天谴”、“残酷的细节”和一种“道德方面过分的自由主义”。1931年10月23日泰里夫在恩斯特·塞埃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拉蒙·费尔南德斯的《安德烈·纪德》两部作品发表之际才大段论及普鲁斯特和纪德的同性恋，但他仍然未使用明晰的名词。“自然，我谈到一种更深层的缺陷，可以借此解释这位作家的几乎所有不可解之处。”否定占主导，特别是在下一段将纪德与普鲁斯特作比较：“对一个虽然关键却如此难堪的主题，我们不多赘言。只要知道普鲁斯特的悲观与纪德先生尼采式的乐观相对立就够了，普鲁斯特在其同好们身上看到不祥的宿命，而他的追随者（指纪德）却倾向认为他们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我让大家来决定哪个才是最有害的宣传。是第二种无疑了。”同性恋的命题虽然被避免，但仍是分析的对象。

实际上，涉及同性恋问题的文章在30年代初不断增加。戏剧创作对其有利。比如，1931年11月2日香榭丽舍剧院上演罗歇·马丁·迪·加尔的《寡语者》。皮埃尔·布里松将之描写为一部“最淫秽的剧作”，但“作者最出色的巧智正是避免了争论的实质”。1932年1月11日，布鲁克纳的《青春之痛》在马莱剧院上演；1932年6月20日，《穿制服的女孩》在巴黎电影场上演；1932年10月10日，爱德华·布尔代的《豌豆花》在米绍迪埃尔剧院上演。这个日期是重要的，因为“性倒错”和“同性恋”的名词第一次在《时代》上采用。但是剧作让布里松失望：“我不指责布尔代先生，他写了一部剧作将一些反常的人搬上舞台，却避免表达一种谴责。我不仅不指责他，我还恭喜他有勇气。卫道倾向的戏剧、所谓“正统”戏剧在我看来在原则上是完全不可取、效果平淡而且过时已久。我责备他的是将一个如此危险的主题简化为一场闲聊的乐趣。”1932年3月24日，安德烈·泰里夫对柯莱特的《这些乐趣》作了正面的评论，虽然他强调该书“对弱者是危险的”，但“对强者有益”。局面已经形成，1935年2月25日，莫里斯·罗斯唐的剧作《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在艺术剧院上演。虽然都是些委婉的说法，但皮埃尔·布里松这回用了“同性爱”的说法，道连·格雷被描写为“索多姆的主保圣人，是他信仰的使徒、义士和牺牲者”。但是这是在1939年前发表的关于同性恋主题的戏剧和小说的最后一篇评论。这种突然的停顿需要与公众舆论对同性恋的兴趣骤降联系起来。媒体的首要关注转向危机、外部紧张和人口减少的威胁。

《泰晤士报》保持中立。同性恋通常只在司法专栏中涉及。事实的描述尽量简短。比如1919年1月11日刊：“中央刑事法庭，1月10日。伦图尔法官庭前，38岁园丁威廉·弗雷德里克·甘蒙被认为犯有严重妨害风化行为，二次裁定判处12个月监禁。”此类边角新闻仍属罕见，与每年判刑数量不对应。除了这些专栏，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长的文章是拉德克里夫·霍尔《孤独之井》一书的庭审报告。该报对此仍然保守严格的中立，仅限于原文转述法庭辩论。最后，在谈到希特勒德国时也涉及同性恋问题，适值罗姆被除去，同性恋酒吧被袭击。“同性恋”一词从未被使用过。罗姆的性倾向被说成“不幸的倾向”，而同性恋酒吧有一种“特殊的名声”。所以我们看到大报刊很少使读者熟悉同性恋。与之比较，讽刺性报刊对谈论同性恋问题较少保留，而且三国之间也有明显区别。

对德国《简约》周刊的研究揭示出在德国讽刺报刊中同性恋问题真实可见。战前的《简约》在奥伊伦堡案件时期以及与人道科学委员会相关已经发表许多同性恋漫画。随后停止，在战后渐渐恢复。我计算过，1919-1939年间有15幅同性恋漫画。多数是在1924-1929年间发表，与柏林同性恋亚文化的高峰期相符。在1919年没有，而1933年后也没有。最后一幅发表于1932年5月15日。漫画大多数表现女同性恋和柏林同性恋生活。比如，1924年9月24日刊，一个Bubikopf短发女孩四肢伸展躺在沙发上，她母亲对她说：“怎么对你说呢，我的孩子，你现在到岁数了，保拉，跟男人我们……——打住，妈妈，我变态。”1928年2月20日发表一幅让娜·玛门的著名画像《她表现》。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年轻女子说：“爸爸是律师而妈妈在地方法院就座。我是全家唯一有私生活的人。”但我们也发现一些男同性恋的漫画。1921年4月1日的一幅漫画影射希尔施费尔德，题目为《希尔施费尔迪亚娜》，我们在画中看到同性恋领导人同他的年轻的非常女性化的秘书在一起：“请您写信吧，小姐。在我们重建经济生活的时刻、在全面萧条中，时下必须做的是强烈要求立刻废除第175条。”1927年9月12日一幅叫《感情的混淆》，直接针对斯特凡·茨威格的书。我们看到两个妓女，一个水手靠近她们。一个妓女对另一个说：“告诉我，贝拉，这个水手，你觉得是一个顾客还是同我们竞争的？”1929年1月28日的一幅漫画表现一个同性恋舞会，在中央一个化装成天使的男孩是所有注意的对象。解释文字是一首小诗：


化装成爱神的马克斯大获成功



他置最勇敢的男人于险地



有人讲，在另一营地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本人也在场。



纳格尔大妈保护马克斯——作为希腊女性



一位非常细心的“舞会妈妈”



因此没有一个畜生胆敢靠近他



就像人们说的：即使是希尔施费尔德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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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的漫画并不反映对同性恋者真正反感。他们被嘲笑，就像其他许多人被嘲笑一样。我们见到希尔施费尔德的斗争被夸大和搞笑，一些假小子，但最终一切都是战后的标志，有现代性的趣味。与其说是一种对同性恋真正的仇视，不如说报刊的嘲弄反映公众舆论面对同性恋的现身所感到的无措。

与之相比，《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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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更有敌意。该刊上的同性恋漫画也很多。多数是关于女同性恋，时间上对应1922-1928年间。《幻梦》对同性恋的暗示同样散见于花边新闻和社论。比如1922年12月1日发表一篇报复文章，题为《情感异类，这些女士先生》。1923年5月1日的一幅画表现一些女孩一起跳舞，题为《舞场的花朵，但男人们什么也不会知道》。1923年10月1日，阿贝尔·埃尔芒被画成穿院士服正在涂脂抹粉，题目《圣西门内特》。1924年3月1日的一幅画表现一些头发越来越短的女子，说明文字：“小心，女士们！如果你们过多改动头发，你们有朝一日会像是老先生一样。”1925年9月15日发表一幅《简约》杂志风格的漫画。两个女孩一同跳舞，文字指出：


睡吧，老歌，



曾让人舞蹈，无拘无束，



女孩和男孩！



在这些宰客的时髦酒吧



以放纵的身姿



只有……假小子！


1926年5月1日，安德烈·纪德被画成漫画，题目《男性之花》。弗朗索瓦·波尔谢的《不敢命名的爱情》发表时，有一篇激烈文章和一幅漫画：“是否该是我们抗议的时候？因为他们开始有些过分了，这些‘亲爱的朋友’！他们可以自顾自地找乐，玩门口的玩艺或者是后门。但他们如此大张旗鼓，宣扬他们特别的风气，应该作出反应了。我们谈到的这本书是否讲发出信号？在人们谈论清洁巴黎之时，也许大家应该扫一扫一些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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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4月1日是一则阴郁的新闻，署名梅丽塔，题目《莱斯博斯》：“她们不漂亮，这些女囚，眉毛剃得太浅，眼睛看着像牛犊，她们的面色在灯罩的黄布下显得暗淡无光，羸瘦臂膀从睡衣里伸出。”同样主题，我们在1938年6月11日《巴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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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找到一幅叫《小滑头》的漫画，表现一个男人和两个女子，其中一个是瘦削的假小子，叼着香烟。注解文字：“我打赌，侯爵夫人，您将在古希腊的一个岛上度假。”《幻梦》自命“法兰西精神”的使者，在此做出高卢精神的保卫者的姿态。所以杂志的商业基础就是利用最通行的偏见。同性恋生活的新的显现和同性恋文学的大发展加强这种基本倾向，成为所谓受到威胁的异性恋进行再度争夺的借口。《简约》将同性恋展现为一种现代现象，而《幻梦》则将之看作颓废的讯号。

对《潘趣》的研究如同此前对《泰晤士》报的研究，显示英国报界极端的谨慎。1919-1939年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同性恋漫画，唯一影射性的图画是一些短头发的女孩，但始终未归入女同性恋者，主要是一种表现时尚发展的漫画。先看到一个长头发姑娘，随后是贞德短发，随后是假小子，然后是平头，漫画接下来表现已被避免的光头和逐渐向中等长度回归。
 

〔216〕



 另一幅表现男性同性恋者：1922年2月1日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招待会画面前景是两个年轻女子，在后景上是两个非常女性化的男子。画中有文字，女招待：“真烦人，亲爱的，我们缺一个男人。”女客人：“您别着急，我带来两个‘宝贝’。”还需要研究其他杂志和报纸才能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尽管如此，作出英国社会对这个主题有少许宽容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

最终，对德国派系报纸的研究使我们得以分辨因政治所属不同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的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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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德国报刊首先是在议会范围内涉及同性恋问题。某些同性恋丑闻引发报刊中大量文章。尤其是罗姆在1931年的一些信件。最后，在谈论战后风化的论战文章中也提到同性恋。《德意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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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机关报，代表容克贵族和极端保守派商人的利益。人民党敌视魏玛共和国而且反犹太人。它的目标是复辟君主制。从1925年起该党参加政府。《德意志日报》在这个阶段激烈反对同性恋者，甚至将性别平等和和平主义的青年、堕胎的“摩登”女性和性解放一并指责为苏俄和犹太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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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全力支持由人民党党员赖因哈德·穆姆领导的“反色情和污秽”的斗争。1920年11月12日，该报提到“变态医生”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1921年3月25日以《同性恋冠军》为题，揭露淫秽文字的传播，特别是《唯一者》杂志。对于新的医学理论的兴趣见于许多文章，但是该报刻意选择最不利于同性恋者的那些。比如，1924年2月10日发表一篇题为《性生活与遗传缺陷》的文章，支持异性恋是先天的，而同性恋如同受虐和施虐是变态的。1928年5月10日发表的一篇警世文章题目为《种族的自杀》，揭露“妇女男性化、男性女性化以及自然对立的减弱”。这种非常负面的态度与民主派报刊《柏林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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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立场相反。该报在1919年9月4日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性学会”刊登一则启事以及学会纲领和举办的主要讲座的主题。消息得到了客观对待。

我们可以更好地比较两份报纸就刑法改革委员会1929年10月16日废除第175条的决定所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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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人日报》从10月8日起发表委员会报告。10月17日文章名称为《文化的进步：第175条陷落》。该报对这一决定感到欣慰，并特别向威廉·卡尔致敬，他已年过八旬，任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民党（DVP）
 

〔222〕



 成员，他反对本党决定投票支持废除，他的影响使投票改观：“如果他所有的朋友都同他一样年轻，事情会变得更好。”与之相反，《德意志日报》几日以来将“同性恋免于刑罚”归入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文章题为《人民罪人的胜利：犯第175条免于刑罚》。从中可以读到：“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先生及其门徒目前要获胜了。只能期望关于这一条款最后的讨论和决定能在另一次议会搁浅，目前的议会取得明显多数，但也从道德角度决定了德国人民的毁灭。”该报同样攻击卡尔，指控他叛卖。1929年10月25日，卡尔在《孚日报》上回应这些指责，为自己的立场辩白，他采用这样的立场不是出于对同性恋的宽容，他认为这是一种恶行和不名誉，他是出于实际的理由，因为镇压有利于敲诈，尤其有利同性恋宣传的发展和在社会上的传播。所以我们于此看到德国对同性恋的态度可能因政治立场而异。这对于《德意志日报》是德国衰落的一个新证明，但民主派却相反解释为一个历史进步。在希特勒掌权后，不再可能进行这样的区分。比如，对罗姆的清洗在《德意志日报》和《柏林人日报》上都以同样方式处理，犹太和自由派编委已经被“清洗”。它们在1934年7月1日的文章满足于忠实传达官方版本，按照戈林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述。

作为结论，我们根据所研究的事例发现报界在不同国家起到的作用不同。在德国，问题被公开辩论，而“同性恋”、“性倒错”这些词及其变体被寻常使用，因为它们享有科学的保证。在英国，报界顺从仍有生命力的沉默法则，没有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同性恋。在法国，报界说话较多，但仍然极其谨慎。虽然一些丑闻报刊使用同性恋作为一个卖点，但它们冒着查禁的风险。1935年7月，《侦探》的主编马里于斯·拉里克被判三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1000法郎罚金，经理夏尔·杜邦判一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500法郎罚金，但记者马塞尔·卡里埃被免予起诉。该报发表了在不详情况下被勒死的一个年轻同性恋者尸体的照片。他的裸尸在一个长沙发上找到。报刊所给的题目为《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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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宽容？



民众对同性恋的反应有多重原因。其形成根据家庭出身、教育、宗教、个人偏见、舆论的总体倾向。在缺乏民意调查和对民众的其他形式调查的情况下，很难分析关于这个问题的心态的发展。尽管如此，通过收集见证和对资料的评判，我们可以建立起民众对同性恋的反应的总体和细分的图形。

同性恋者可能因他们属于不同阶层而在日常面对非常不同的情况。一个自由的同性恋者生活在一个欧洲都市，他只是偶然遇到敌意。比如女同性恋者B在30年代过着艺术家的生活：“当时像我那样自由地体验自己的同性恋并不容易，因为我是在艺术圈里，那里是很平常的，艺术家们不在乎，甚至相反，这带来某种独特性。”女同性恋者N与无政府主义圈子交往，她同样被她的环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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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一个无名的生活在外省的同性恋者如果他的特殊性被人得知，他可能会面对真正的粗暴打击：“时代已经习惯了妇女出现在从前男性的场所，习惯了香烟、粗话、当众大笑。但在大城市以外，人们认为我们这些解放派狂妄、粗俗和危险。是一些家长认为应该防止女孩子效仿的坏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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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农民埃利诺：“而且这是个不同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同男人穿着一样。尤其是马裤，因为这是在农场工作唯一能穿的东西。我任何时候都穿着。当然我必须穿，我的女伴同我生活，但我认为农场主对此不会有什么想法。他们不谈这些。我不认为他们对此操心，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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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的反应也有较大差别。在柏林，如同在其他都市，宽容度比外省大得多，甚至确切地说是漠不关心。相反，德国的其他地区以仇视同性恋著称，巴伐利亚尤甚。同样，青年运动的同性恋理论家汉斯·布吕厄到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尔市的系列讲座也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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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3月19日，内政部长接到该地区主席的一封信，据说他收到威斯特法伦州各街区协会的27封抗议信，反对公开的不道德行为，有教师和教士团体、天主教青年会、福音教会和许多协会，抗议信递交警察部门，警告说将以各种手段阻止布吕厄进城，甚至在必要时通过暴力手段。类似的事件已经在慕尼黑发生过，“屁精主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差点丧命。

多数民众虽然反对同性恋，却避免谈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谈论同性恋。甚至没有暗示。我认为当时对我而言这并不明显，我刚18岁或20岁。在这个年纪，我意识不到那是什么含义。我仅仅是做一个同性恋者。但我认为结婚本身是应当做的事情，即使我已经有过不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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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昆廷·克里斯普解释为何他没有向一个女友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她不会相信我，因为在那时，同性恋者绝非你真正认识的某人，很少会是你见过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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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同性恋本身，人们知道得很少。克里斯普如下总结了当时流行的套话：“人们认为这源自希腊，不如社会主义传播得广，但更加危险——尤其是对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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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代同性恋者比较显眼，却不一定意味着被更多人接受。许多人对这种“堕落”感到愤怒，但采取一种比较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特别的咖啡馆对公众开放。对他们的风气的评论见于音乐杂耍剧社的歌曲、报刊反应、日常谈话。但不该使这种和善成为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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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时，昆廷·克里斯普发起了同性恋教育的圣战：“我意识到在伦敦西区被承认是同性恋者并没有什么结果，这里罪恶肆虐，索霍酒馆里清一色是各类违法者，但英国的其他地方却确实是应该传教的土地。那里人口稠密的土著根本未听说过同性恋，当他们第一次发现，他们恐惧而愤怒。我要去改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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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反应从惊呆的好奇（他引起众多围观）发展成多数有敌意的嘲笑，直至针对性的攻击。昆廷·克里斯普指出：“在所有局面中最神秘的事情不是那些外国人攻击我，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神秘的是他们不杀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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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事件并不少见，同性恋者总是被“揍屁精”的人殴打，他们成群攻击。克劳斯·曼在土伦有过惨痛经历，幸亏有警察救助：“一个小个子年轻人立刻找我搭讪，急不可待而且毫无魅力。我同他去了保留区，去了几间酒吧，跟一个海员争论等等。小个子突然把我拉到僻静处。那里有另一个人在等着。（真是让人不解的傻事，竟然完全没有看到！）有叫声：‘我杀了你！’。我挨了几下，落荒而逃，他们又抓住我，继续打我，拿走了我全部东西——钱（130法郎）、大衣、钱包等等。我流着血，气喘吁吁地来到最近的警局，一个警察陪我去了医院，那里有人给我包扎。我在警局报案，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乘出租车回了家。这是一起糟糕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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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虽然有所进展，但并不普遍。教育程度之外，一个阶层对于某种社会裁断的依赖也解释了这些态度的差别。在大学、文学艺术界，思想的开放很明显。大资产者和中层阶级受性学著作传播的影响。在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中，类型化的东西仍然有生命力，虽然达尼埃尔·盖兰确信，同性恋在工人阶层中比资产者阶层中更好得到承认：“我曾住第20区，晚上在小饭馆里看到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都是单身，如果有人对他们表现出性的欲望，他们绝不恼怒。对于性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他们仍处在生理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被道德价值污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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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20年代很普遍的非职业同性卖淫多出于工人阶层。中小资产阶级保持着建立在家庭价值上的清教道德理想，他们对同性恋者最为保守。由于缺乏对农民的态度的了解，难以作出判断。而且这类普遍化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掩盖了起作用因素的复杂性。为了得出严肃的结论，必须深入研究以村镇为单位的民众的行为，比如他们对一起同性恋丑闻的反应。可惜似乎如今很难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敏感话题



在一些辩论中可显出宽容的限度。确实，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容忍，但当他又成为外来人时就会被否定。我们发现，某些话题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是敏感的，引起反感和非理性的恐慌。有三个主题在整个时期不断反复：将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保护青少年的必要性和外族的危险。



女权主义者的过错



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问题被直接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女权主义不断被公众舆论揭露为女同性恋的“特洛伊木马”，特别是英国和德国，说她们借此招募和引诱新的信徒，致力败坏年轻女性，将她们从家庭和丈夫身边支离。这些指责不断壮大，在德国纳粹时期达到顶峰。女权主义者还被认为对所谓男性同性恋的进展负有部分责任，由于她们因为自己的要求和独立意愿会使男性讨厌女人。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的女权运动多数与女同性恋隔绝，虽然并不明白地敌对。在两者之间非但没有沟通，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的缺乏团结和她们努力与之保持距离让人吃惊，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后者没有组织。

英国女权运动由希拉·杰弗里斯在其《老处女和她的敌人》中做了很好的研究。运动19世纪末由出身富裕中等阶层的几位女子创立，她们受过较高教育，她们的主要领导人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约瑟芬·巴特勒结婚，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和米利森特·福西特守寡，弗朗西丝·科布和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未婚。她们的斗争主要是政治性的，她们要求投票权、行使自由职业的权利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对家庭发出的批评并不针对这种制度的有效性，而是在财产和税收方面的妇女权利，比如丈夫对妻子的法权。对于这些妇女参政运动者，怀孕不应该是强加的，这包括控制生育、预防性病和揭露男性的性癖好。她们建议的解决办法主要是完全的贞洁、禁欲期或者避孕。实际上，女权主义者首先要求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她们将男性看成对这种自由的威胁，要求男性从此服从妇女“更崇高”的道德规范。战前的口号是：“妇女投票，男人贞洁。”

二三十年代女性阉割者神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她们恨男人，想强行建立一个母系社会，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面对女权主义的激化，占主导的男性社会倾向于将所有现代妇女的要求归为一种对其优势的威胁。战争非但没有使思想平和，反而加重了男性的恐惧和仇恨。某些男性将大屠杀分析为将男孩献祭来保全妇女，她们留在后方的安全之中，借机解放自己。女权主义被认为对这种内部反叛直接负责。很快，批评便针对“新女性”，她们具有所有恶行，是本世纪的退化标志。报界聚焦独身妇女的问题，要求将无用的妇女迁移出国以便有助于殖民地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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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视角的完全颠覆，老姑娘曾经是英国传统风景的一部分，突然间却成为对社会的一种危险，在每个独身者身上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女同性恋。为了提出谨慎的建议和警告，关于女性性学的著作不断增多，特别是在30年代，这表明了由危机造成的道德强化。J. M. 霍泰普在其《爱情和幸福，现代女性私密问题》（1938）中解释说，同性恋是“女巫伎俩”，将男孩的外貌变为女性或者相反，但如果一开始就打击她则可以驱除。T. 米勒·尼特拜在《青年与纯洁》（1937）中指出：“战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同性恋尤其是妇女同性恋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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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时开始，妇女们“团结在一种广泛而危险的亲近中，在工作中、在闲暇时，在家中”。克服同性恋的唯一手段是一种“完全的、立即的禁欲”，父母和监护人应当注意立即终止所有太强烈的友谊。在其《接近妇女世界，女孩子们健康的性》（1939）中，伦尼·麦克安德鲁写道：“从不对异性而只对同性感兴趣的女性是女同性恋的迟到阶段。无疑，这部分地由1914-1918年战争前的女性参政运动造成。运动的某些领导人仇视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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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完全的著作是劳拉·赫顿1937年发表的《单身女性及其情感问题》。作者区分了“首倡者”的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她们男性化，从童年就发现有假小子的趣味，而被勾引的女性并非同性恋者，她们因为单纯的无知和性挫折而落入前者的圈套。对后者危险的是向“教唆”让步而再也无法戒除这些反天性的抚慰。她有成为神经症的危险，因为她从来不能达到完全的快乐，也不能通过生育达到自然的满足。而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则有可能沉沦酒精或毒品，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不构成被征服者的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尽管如此，鉴于男性短缺，劳拉·赫顿思考是否放任这些女子在一起是更明智的，因为并没有更好的可以提供给她们。

将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联系起来的最强烈的攻击主要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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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35.6％的妇女工作而1907年是31.2％。女孩同样在教育中获得一席之地，1931-1932年女大学生比例达到16％。女性还成功获得一定政治影响，1919-1932年间112名女子被选举进国会。她们在地方机构中也有代表。但女权运动是分裂的。存在一种政治女权主义，要求权利平等，以克拉拉·蔡特金和海伦娜·施特克尔这些人物为代表。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往往失望，因为她们几乎得不到自己的政治伙伴支持。那些极端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的赞同避孕、堕胎、离婚改革的斗争仍然是孤立的，因为多数妇女组织害怕妇女男性化，并且宣扬忠诚、隐忍，将主要的美德作为妇女理想。然而，20年代发展出一种警告性话语，指责女性停止生育并要她们对家庭价值塌陷负责。某些著者在现代女性身上看到一种阉割者，她们剥夺男性的工作。德国妇女协会联盟（BDF）聚集了80个协会的50万会员，虽然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妇女教育，但却接受对女性角色的传统看法。某些妇女组织甚至是反女权主义的，比如女新教徒联盟（近200万会员）、红十字女志愿者（75万会员）和路易斯王后联盟的13万会员。

反女权主义在某些作者的笔下有可能采用仇视同性恋的攻击的形式。当时没有任何运动支持女同性恋者的事业，女权主义被指责为大举的同性恋诱惑充当掩护。安东·许克在其《妇女运动的精神病理学》（1931）中系统地攻击现代女性。据他认为，女权领导人符合一个特殊类型，即“男性化的女性”，宽肩、声音低沉、嘴唇上汗毛重。她们还有易装的倾向。解放斗争依靠各种因素：社会困境、临时的妇女过剩、“精神病态和神经官能反应机制的激活”。女同性恋者从女权运动诞生就投身其间以便实现她们的个人目的，通过将“广大正常女性的建议”转变为妇女事业的大军。女权运动“不仅加速了家庭文化核心的塌陷，而且助长这种塌陷，但至今未能建立更好的东西来代替。所以女权运动助长了性别特征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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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最重要著作是E. F.W. 埃伯哈特的《妇女解放及其情色基础》（1924），其中一章60页关于“女同性恋和妇女解放”。埃伯哈特认为，多数女权主义者是“雄壮的女子”，属于“中间性别”，表现“许多男性特征”，她们不是“真正的女人”。所以，女权运动实际是隐藏的女同性恋运动。当然，大多数会员是异性恋者，但运动领导人是女同性恋者，她们力图满足自己的支配幻想，利用自己的吸引力来奴役其他女性。通过她们的影响，传播女子同性恋，而且此后比男同性恋更普遍。作为结论，埃伯哈特要求法律惩处女同性恋以遏止国家的道德衰退。

在法国，虽然这个主题不大轰动，但也并非没有争论。早在1908年，泰奥多尔·若罗就混淆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一开始是对平等的偏执，变成了为自由的本能辩护。它散发着淫荡的暧昧气息。我们的女权主义者中最无耻的一位，某位勒内·维维安不是在一本蹩脚诗集里认为女人在那些迷狂时刻有诗歌的韵律，自命‘女同性恋爱情’的现代女诗人？这位萨芙不断在其‘抒情’中掺进女权主义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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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逆潮，应该转向女权主义者本身找原因，将她们在现实中所采取的立场与她们引起的幻想做比照。在英国，女同性恋问题在战前并不为女权主义者提及，之后被极为谨慎地审视，虽然对单身女性的不断增多的攻击促使她们做出激烈反应。1913年，“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中63％是单身，还有其他许多是寡妇。她们中有几位宣扬创立一个新的单身阶层的必要，其政治影响会改善妇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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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雷－巴特立特走得更远，她确信现代女性本能地喜爱其他女性、她的姐妹甚于喜欢男子。西塞莉·汉密尔顿抛弃了义务婚姻的想法，但是虽然她有过对女性依恋的经历，她在自传中却从来没有提到。实际在战前，没有女权主义者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这种坦承可能会有损政治斗争。况且，这些妇女并不自认为是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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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女权主义运动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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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女权主义者从此成为体面的女性，她们放弃暴力的表现和张扬的宣扬，在议会内部形成压力集团。性改革的火炬交给了两位女性，斯特拉·布朗和玛丽·斯托普斯。这两位先驱者对女同性恋的事业毫无助益。玛丽·斯托普斯是《婚姻的爱情》（1918）的作者，这本畅销书宣传优生，就性问题提供建议。斯特拉·布朗是英国性心理学研究会成员，这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从1914年直到30年代中期为了控制生育和堕胎而奋斗。两人都有一种异性恋的理想，通过对女同性恋者的谴责来表达。对于玛丽·斯托普斯，萨芙之爱是一种威胁，因为有同性恋关系经验的女性偏爱这种性形式而抛弃她们的家庭：“如果一个已婚妇女做出这样反常的行为，她将会对她的丈夫越来越失望，他将失去扮演传统角色的所有力量。任何重视家庭安宁和丈夫的爱情的女性都不应该向同性恋行为妥协，无论是怎样的诱惑。”
 

〔245〕



 同样对于斯特拉·布朗，妇女对男子有一种生理需要，她在1924年在英国性心理研究会发表题为《女性性倒错研究》的论文中肯定：“既无丈夫也无情夫、没有丧失活力也没有性缺陷的女子感到精神和生理的痛苦——通常并不知道为何受苦。她们神经质、易怒、贫血、总是疲劳或为小事烦恼。如若不然，她必有其他的安慰，使她所谓的‘贞洁’成为一种不健康的虚伪。”
 

〔246〕



 在这篇论文中，她描写了5例萨芙之爱。然而，有些案例并没有性关系，也不自认为是同性恋者。布朗根据比较奇怪的标准把她们定义为女同性恋，其标准独立于对女性的任何生理或情感吸引。因此，通过夸大她们的数量和诱惑能力，女权主义者将女同性恋者当作对家庭尤其是对年轻女孩的切实威胁。通过将女同性恋男方和假性同性恋严格分离，她们摧毁了女同性恋者逐渐融入社会的希望。为了保留浪漫友情的纯洁，她们否定“真正”的女同性恋者爱和被爱的权利，最终将她们归入异常的类别。

在法国，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同样明显。主要是围绕易装的问题。“假小子”风格只吸引少数女权主义者，是最极端的那部分。而且论据首先是实际的：废除胸衣是健康卫生的，太长的裙子造成事故；而且男装打消那些色狼和其他讨厌的人，直接质疑了传统的社会分工。易装甚至可能作为政治举动出现，马德莱娜·佩尔蒂埃的表现即是如此。这个举动并不一定被看好，即使是在左派之中。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为了不招致批评而穿裙子留长发。在法国，易装癖有些追随者，主要是乔治·桑和罗莎·博纳尔，但她们仍属例外。拉希尔德偶然变装，但这并没有与同性恋倾向联系起来。20年代，她甚至在论战册子《为什么我不是女权主义者》（1928）中对假小子做例行的攻击。甚至在运动内部，积极分子也反感易装。奥运会女冠军维奥莱特·莫尔尼取得过汽车赛金奖，创造铁饼和铅球的世界纪录，她1928年被法国体育协会除名，因为她表现的举止太男性化。她当时留短发，穿西服上衣系领带。流言说她为了方便开车而接受乳房摘除。她对协会提出控告，但是败诉。但协会的两位女律师伊冯娜·内特和朱莉叶·韦莱是知名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本身认为维奥莱特·莫尔尼构成一个对运动女性的坏榜样。这里很清楚的是，原告假设中的同性恋（虽然这个词从未说出）构成开除她的主要理由，比她的运动表现更有分量。
 

〔247〕





马德莱娜·佩尔蒂埃（Madeleine Pelletier, 1874-1939）是属于无政府团体的共产主义者，自命“雄壮女性”理论家，是众人批评的中心。作为法国首位女性精神病治疗师，她被看作“有特别的趣味，在她交往的圈子被说成是同性恋者。”
 

〔248〕



 她被女权主义者责难，被迫保持沉默。但似乎她的男性外表更多地表现了对性的总体厌恶而非一种同性恋倾向。她很少提及萨芙之爱，而在她的乌托邦小说《新生活》（1932）中，她甚至想象同性恋消亡。在她的思想中，同性恋显然只是旁门左道，虽然比隶属于男人要可取，但远非是令人满意的。她对同性恋者的描写附会医学偏见和时代的陈词滥调。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最终对法国女权主义者深深失望，她们露着胸背，太过女性化而不合她的口味：“归根到底，女权运动充斥着半妓女。”
 

〔249〕



 在阿里亚·利（约瑟芬·戈登的化名）的经历中，我们发现一些相似之处。她发展了处女女权主义的想法；性关系玷污女性，所以应该避免与男人的任何接触。她对性的反感源于极端的清教教育。她对男性的弃绝并未将她推向女性。1911年，她向一个记者提出决斗，因为他指责她是同性恋者。似乎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曾对她有过同性恋感情，但很快压抑下去。她给她写信：“附上我的肖像，穿男装，千万别爱上了，是我们在莱斯博斯岛照的。莱斯博斯之旅并不比去基西拉岛（译按：爱神阿芙洛蒂忒之岛）更吸引我。”
 

〔250〕



 马德莱娜·佩尔蒂埃谈到她时采用男性文体，如同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寻求一种新语言，将自己从性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在各种文章中，她将自己的男性化加以理论化：“我的服装告诉男人：我与你是平等的。”还有，“留短发、戴假领的男人享有所有自由、所有权力。好啊！我也要留短发、戴假领”。
 

〔251〕



 她写信给阿里亚·利：“如果我有年金，我会取得男性身份，投身科学或政治。”但她仍然明白自己的局限：“我矮小、肥胖，必须掩藏、假装我的嗓音。在街上我走得很快为了不被人看到。”
 

〔25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因为堕胎而受审。她被宣布不负法律责任，在一所精神病休养所去世。

与她相对，法国女权主义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折中。比如法国妇女投票权联盟（NFSF）成员是共和派，她们首先要表明自己是好公民，与右派天主教的和社会主义的妇女团体都不同。她们为废除卖淫和尊重女性发动清教徒的圣战。她们执著性别差异，担心体面，着意不因为挑衅性的奇装异服来加强反女权的潮流。与之比较，女同性恋的阶层看起来较庸俗。当城郊俱乐部组织关于《莱斯博斯圣母院》的辩论时，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盖佩揭露“这些个被坏环境扭曲、败坏的女人”。
 

〔253〕



 实际上，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并非前卫，唯一涉及的性主题是避孕和性病预防。极端女权主义者如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和阿里亚·利自我封闭在贞洁的保卫之中，拒绝给女同性恋者任何帮助，因为害怕被归入她们一类。女权主义者置身批评女同性恋者的前沿，她们想借此避免公众舆论将对女同性恋的责难转加于女权的危险。通过将女同性恋者从女权运动中排除，拒绝给她们完全的妇女地位，甚至将她们表现为女性的敌人，女权主义者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且给所有的污蔑指定了负责者。



青少年保护



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课本，尤其是针对男孩的著作特别能够代表“制度话语”的发展。虽然存在一些针对女孩的课本，但数量有限而且很少涉及同性恋问题，无疑是因为这些书针对孩子，但也针对家长，他们很少关心灌输给女孩同性恋关系的想法：“女孩的自然本能使其倾向贞洁，性教育的任务只是将她保持在这种自然的贞洁中。过分的道德约束反而有刺激好奇心的危险，导致女孩对这种自然本能的反叛。”
 

〔254〕





医学理论的传播和战后表现出的对性问题的新兴趣通过性教育课本数量突然增长反映出来。这些课本通常20来页，也可能采用一两百页的真正书籍的形式。作者有的是医生，但通常是神甫、预科学校或公学的校长和清教团体的领导人。这些书籍针对10-15岁男孩，目的是向他们提供适应学校生活的必要的性知识，预防可能的同性恋热情。但其中有一些，比如T. 米勒·尼特拜的《青年与纯洁》是针对年纪更大的15-30岁间的读者，这表明卫道的忧患扩展到人们可能认为已经解放的年龄段。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课本并不以同样方式构成。英国课本的特点是其落后、危言耸听、带有偏见。关于手淫的问题无所不在，引出最可笑的论述。少年同性恋明确地受到揭露。法国的书籍很少涉及这个问题。警告首要相关的是妓女、性病和普遍意义的放纵。至于德国课本，更倾向于采用厚厚的医学论著形式，要为家长和教育者提供依据。同性恋问题频繁被提到，但是以科学的文体。从1933年起，这一主题消失，而性教育则为“德意志种族”服务。

有一定数量的论题循环往复地出现。在大多数著作中，尤其是英国的著作中，我们首先看到一些对盥洗、饮食、睡眠的实用建议，一个“健康快乐”的男孩应该做的所有一切。他们强调卫生问题和规律地从事运动。建议间杂（作为分隔）一些道德或宗教箴言，要在年轻的思想中加强肉体纯洁和精神纯洁的联系。德国著作也给予卫生建议很大位置，道德纯洁与生理纯洁相伴：“肉体的防范包括节制饮食、睡硬床、冷水浴、锻炼、食品蛋白质含量少、穿白色衣服。”
 

〔255〕



 另外，通常会有一章作性功能的描写，这些解释可能会很详细，充满技术术语，所以对于年幼无知的孩子是很不清楚的。F. H. 舒史密斯的两部著作《生命的火炬，性知识初阶》（1935）和《青少年可以知道的》（1935）特别能代表这种倾向，第一部包含20章，19章是关于花和动物，最后一章很简略地谈到人类的性行为。第二部包括4章，头两章是关于植物和动物，第三章关于“青春期和少年”，而第四章是一则布道！

与同性恋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手淫问题。手淫被所有著作通篇贬斥，很难确定什么时候是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什么时候是用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广义，因为在著者的思想中，独自的手淫会导致互相的手淫。手淫本身已经是强烈谴责的对象，而指称此行为的侮辱性词语更多到难以统计，书中只谈“可耻堕落的恶行”、“亵渎的癖好”必然导致“早衰”。
 

〔256〕



 在这一领域，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著作众口一词，不大能找出明显差异。但是，英国书籍的特色是禁令的明确。比如，他们普遍建议左侧卧睡眠，因为仰卧睡眠容易梦遗，而俯卧会因摩擦导致勃起；手要放在被子外面。
 

〔257〕



 盥洗服从明确的规则，必须全部符合一条命令：“除了洗澡，你们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手持你们的性器。”
 

〔258〕



 每个动作都被描写，为了尽量减少接触；主要批评了手叉兜的坏习惯。
 

〔259〕



 在德国，像希尔施费尔德这样知名的自由派竟要求把口袋移到衣服后面以避免手淫。一个清教团体荣誉联盟列出爱好这种恶行的男孩的所有坏毛病：“触摸器官或者只是有肮脏的想法触发扩展到全身包括大脑的神经冲击。这种兴奋是危险的，因为它导致全身的乏力和松懈。男孩变得委靡和羞怯，学习成绩下降。神经系统变得非常脆弱，健康恶化以致不能康复。心脏变弱，嗓音变低，血液循环困难，手潮湿，面色苍白，肌肉松软，视力下降。”
 

〔260〕



 在法国，让·普伊博士告诉我们诸如手淫可能是结核病的原因、导致体重下降、头脑愚钝。他认为一些十五六岁的男孩因为这种恶习死亡。
 

〔261〕



 然而在30年代很少有著者支持手淫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比如荣誉联盟的T. 米勒·尼特拜新著《私事，致男孩子们》于1934年在《健康的少年期》后出版，承认手淫不引起疾病；但手淫被谴责为一种使孩子变得“自我中心”的“坏习惯”。但是也不乏宗教的论据，劝阻下流孩子的最佳方式仍是以天谴的诅咒相威胁：“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本身并非罪恶。但这种行为经常引起欲念，是在婚姻之外，是罪过，所以因其提供罪过的可能而被禁止。”
 

〔262〕



 一些意想不到的爱国的和社会的理由也被当作论据。“孤独的快乐”威胁社会的统一，而手淫者实际是一个有力的反叛者：“自私、伤感而孤独的手淫者的社会素质衰退。”
 

〔263〕



 性教育者的言论绝非无谓，于性教育之外更大的目的是使孩子成为一个能够融入社会而不消解其主导价值的男人：“对性功能的早熟的练习常使少年成为一个不完善的成人。”
 

〔264〕



 所以，手淫的孩子必须面对四重谴责：宗教的、医学的、道德的和社会的。有同性恋行为的少年将承受同样的裁判，但是以更严重的方式。

在英国的课本中，同性恋的诱惑是显而易见的：“手淫当然是一种反常的性形式，所以是一种变态，但下一种最普遍的变态是同性恋，近几年来有很大增长。”
 

〔265〕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感到有同性恋冲动的人都堕落到反常的恶行。”
 

〔266〕



 但是，同性恋几乎从未被明确提及，男孩很可能在阅读书籍后仍然不知道所涉及的是什么问题。男孩们被告诫不要同比自己大的男孩混在一起，也不要与有恶习的男孩交往（那些谈论和做“脏事”的）。
 

〔267〕



 所有著者都同意特别禁止一个男孩与另一个男人同睡一张床，即使是因为设施的原因：“绝不要与另一个人同睡，无论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孩。与另一个人同睡在被子里散发令人不适的热量，影响性器官。热量使血液涌到那里，导致这些敏感器官内部的吸引的感觉。其表现通常是最终的勃起——并非自然的，因为热量而不是因为要清空那两个充满的小袋子。而且，许多男孩会被引诱互相玩弄。男孩们也许开始时还无知而纯真，但最终他们会互相手淫。”
 

〔268〕



 与手淫的联系被不断提及：“最后是关于友谊，但男孩的生活中首先是对自己的兴趣，而手淫的发展前面已经讨论。随后而来的是通过英雄崇拜的对同性的兴趣，英雄也许是一种真正的帮助和启发。如果沉沦于任何生理形式的不健康的感伤和情绪化，他有很大危险不能过渡到异性恋阶段。”
 

〔269〕



 玛丽·斯托普是这一时期性教育的先驱，她总结了当时的各种倾向。她首先否定了频繁的手淫，她将之比作“吸收毒药或毒品”，
 

〔270〕



 她在这两种“恶行”间建立联系：“相互手淫者许多方面比独自手淫者更危险，因为用手手淫相对简单，当几个人一起会使恶行更大更恶劣。我在本书中不想提及，但是提出反对的警告并不多余，在如今同性恋行为几乎成了一种崇拜。”
 

〔271〕





从30年代起，习惯上的警告经常让位给关于同性恋的一套医学话语的建立。比如格拉迪斯·M. 考克斯承认不了解这是内分泌的问题还是一种性发展的停顿。莱斯利·D. 韦瑟黑德在其《通过心理学和宗教来控制性》（1931）中区分习得性同性恋和先天性同性恋，探讨自恋和催眠疗法。许多其他著者援引哈夫洛克·埃利斯或弗洛伊德作为参照，少年期有一个自我同性恋阶段的假设也被提出，但有时是有保留的：“少年同性恋标志一个发展阶段，但这个阶段是反常的，而且仅少数男孩有此经验。”
 

〔272〕



 这一假设被英国著者们热情采用，因为它解释了公学中风行的同性恋，使家长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放心：“作为对同性恋行为是否坏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应将13-15岁男孩和12-14岁女孩的同性恋包括在内。在这个年纪，性本能尚未定位在性器官，以这个问题对于成人的严重性来对待儿童间的这类行为是不公正的。”
 

〔273〕



 哈夫洛克·埃利斯关于性教育的著作
 

〔274〕



 以其视界开阔引人注意：埃利斯强调儿童的性表现的早熟，他维护不加审查的阅读和裸体，他认为这是卫生的。然而，同德国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样，他对于治疗手淫和同性恋的论述让人失望。甚至同性恋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而在附录提供的四个少年的见证中，第二例关于一个经常手淫的男孩。他从5岁时就与一些同学有过一些性经验（口交），在少年期与众多男孩相恋，而当时在25岁时，他正致力成为一位牧师！对于一些著者，同性恋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记者、小说家、轻松戏剧作者被揭露为不道德分子，连同这一时期的新事物有声电影一起，都被正统人士视为怪物。对同性恋的谴责不再只是卫道士们的作为：R. H. 英尼斯在其论战册子《从青年的立场谈性》（1933）中宣传赞成自由恋爱和控制生育，强烈地谴责少年同性恋。成年同性恋者被以离奇的方式描写为贪恋青春的怪物，躲藏于所有的门户和面孔之后，他们代表人类的卑劣和败坏的顶点：“存在一些穿长裤的被叫做男人的东西，他们如此卑鄙地躲藏着等待纯真的男孩。这些东西通常高雅、斯文，实际上是太斯文了，被人当作绅士。但这是一些黄鼠狼和响尾蛇。他们流连于一些有家庭居住的度假旅店、出租房屋和民宿。你们不要跟这些家伙散步，因为整个过程他们只想着教你们手淫和其他更肮脏的事情。只要一有反常的话语和举动，你们就揍他，狠狠揍他，让他留下终身的伤痕。你们不要害怕，这些黄鼠狼都是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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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作的警告主要围绕阅读色情杂志、卖淫、离婚、“放纵潮流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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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气整肃、贞洁被称赞，因为“被延长的童年即获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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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些著者并未忽略生殖的功能，这是他们研究的唯一相关内容。对于他们来说，“个体首先是种子载体”，而“单身和无子女婚姻是反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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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两部书提到同性恋。第一部是亨利·德鲁安博士的《给青年的建议》（1926），有两页是关于“性本能的迷途”。他认为同性恋不如人们说的普遍，而“真正的性倒错”是一种反常而不是一种变态。第二部是勒内·阿朗第博士和埃拉·洛布斯坦的《学校中的性问题》（1938），更像是一篇对儿童和少年性问题的论文而非一部性教育课本，虽然书中提出的许多建议使之归入课本类。书中给予同性恋一整章（165-181页），放置在学校友谊的传统背景之中。虽然阿朗第反对那些反动著作（他主要揭露的《爱神维纳斯和她的危险》），不断引用弗洛伊德，甚至希尔施费尔德和埃利斯，但他的结论不够明确。对于他，少年同性恋是一个关键问题：“排在手淫之后的学校性问题是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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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性恋在他看来并非早熟的性行为的产物，而更像是性的天真、误解的结果：“有多少小男孩为了某天在学校门口遇到的一个漂亮先生的糖果变成了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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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性的恐惧将导致一些男孩在妇女面前严重害羞和或多或少的阳痿，如果不是导致同性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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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是一种心理外倾的证明（手淫代表着内倾），一种把握真实世界、将自己感情外化的方式。他以此得出惊人结论：“只要孩子不固定在这种儿童满足方式，同性恋行为可能比手淫更可取，手淫将儿童导向一种病态幻想或类精神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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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早熟异性恋关系不被鼓励的社会中，同性恋被赋予一种社会角色。男孩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得以方便地满足性冲动，没有受谴责（去妓院）和退化（手淫）的危险。在社会中有一种长久以来的虚伪，揭露同性恋却在它可能避免更多危险时准备宽容它，维系着“有身份”的同性恋圈子却谴责男女同校和自由恋爱。

德国著作的建议明确属于战后的背景：“当代的性困扰很大，也许比以往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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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髦的词是“败坏”（Verwahrlogung），即失去参照和道德价值的青少年的堕落。这些宣传册的题目往往是提示性的：《性困扰中的青春》、《我们的青少年的性危险》、《青少年堕落以及如何进行打击》。大城市让人失去稳定的影响、战争造成的家庭的秩序混乱、经济危机之外再加上女权运动、精神分析、性解放的支持者和同性恋理论家的责任。其中汉斯·布吕厄尤其使少年同性恋是积极力量的论题得到普及。与英国和法国不同，以批评为目的，责任由少年和社会分担。杂志被轻易定为色情，小说、戏剧、现代舞还有解放身体并以不体面方式展现形体的服装时尚不断被指责。蒂阿莫·托特在《纯洁的青春期》中鼓励青年“打击毒龙”，归咎于现代文明。如同在英国，手淫和同性恋被密切联系起来：“这并非单纯手淫，而是过度手淫或由其他人和对其他人手淫，是真正的绊脚石，必须受到负责的教育组织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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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因里希·汉泽尔曼《儿童性教育》（1931）中有几页是关于这一主题。通常，“真正”的同性恋与少年同性恋区别开。后者是正常的和暂时的；男孩感到不明确的性张力，需要一个“对象”来表达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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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专家却确信现代的青年比前辈较少对女性感兴趣；在单纯男性的群体中，在学校和少年团体同性恋的危险尤其大。特别重要的是保护男孩们不被“真正”的同性恋者利用这一不确定阶段来施加他们的影响和腐蚀青少年：“这是因为成年同性恋者接近少年的最初手段是并无大碍的，可能通过小礼品和效劳来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依恋。他们因此而力图进入提供指导青少年的可能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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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激烈的著作如埃里希·扎哈里亚斯的《我们的青少年的性危险》（1929），明确地怪罪同性恋运动。这一德国的特殊性可由这些团体的公开性来解释，它们构成反对者和卫道者的首选目标。某些教育者将同性恋运动归入力图通过吸收新的牺牲品来毁灭德国青少年的宣传和腐蚀组织：“所谓倒错的学说只不过是对我们的青少年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和有预谋的感染，他们在青春期特别接受此类影响。学说本身就有同性恋毒害的危险，即有预谋地使我们的青少年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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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注意到与传染和中毒有关的医学词汇被不断使用。E. 德德丁在《防止我们的青少年性犯罪！》（1929）中则要求阉割强奸儿童者。德国自由派性学家们虽然广泛论述性教育问题，但奇怪地忽略了同性恋问题。比如希尔施费尔德在其关于青少年的著作《性教育》（1930）中并没有涉及这个主题。

最重要的一场争论与教育体系相关：传统教育的支持者与模仿希腊模式的泛同性爱教学的支持者相互对立。德国是唯一对有同性恋成分的教育有明确要求的国家。比如库尔特·蔡德勒在《教育的爱神》（1919）中、西格弗里德·普拉切特在《友谊和性爱》（1927）中研究了情爱关系在教育中的作用。蔡德勒依据汉斯·布吕厄和斯特凡·格奥尔格，对德国社会进行严厉批评，他认为社会不能够估计到性倒错的教学潜力。占主导的道德强加给教育者的束缚实际对他们的教学行为有害，因为如果正确地使用，他们的媚惑能力可能会实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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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性恋关系应该保持一种完全精神的表达：抚摸头发、按一下手、一个拥抱、一个微笑应该是老师对学生的感情的最终表达。普拉切特将此总结为一个让人震惊的口号：“教学法是男色的特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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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同性恋教师能够向学生解释其感受的性质来避免许多性迷误。但是少年期一过，男孩必须转向女性。同样，他提醒家长提防危险的同性恋者，这些“诱惑者”忘记了他们对孩子的义务，利用他们的职位来满足自己的本能。同性恋教育的捍卫者着重于少年恋情的文化和美学侧面，男孩们在性方面被禁止，因社会道德的责难受到压抑，这些支持者力图建立一种成人与少年之间柏拉图恋情的理想模式。他们的言论既腼腆又张扬，吸引了审查者和学生家长的注意，引发许多涉及教师的丑闻。

德国最著名的改革者无疑是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 1875-1964），他是维克斯多夫实验学校的创始人和爱情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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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克斯多夫自由教学团体1906年9月1日由维内肯和保罗·格希布开幕，接纳男孩和女孩。女孩们集中在单独的校舍。晚上9点以后，男孩和女孩不再能见面。领导是共同的和分权的，但维内肯是主要负责人。学校有精英主义的方针，要培养在对身体和精神的尊重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教学将哲学（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尼采）、音乐（巴赫和布鲁克纳）、宗教、静思和数学与体育、舞蹈、形体表达和戏剧结合起来。从1910年起，维内肯受到告发，认为维克斯多夫学校对孩子施加一种恶劣的宗教影响。维内肯不得不隐退，但他1919年又回来。六个月后一桩新的事件爆发，他被指控猥亵两个男孩。他被判处一年监禁，不得不放弃对学校的领导。

维克斯多夫学校的组织是独特的：学生被编成“伙”，每伙都有“伙长”。伙长是全体的中心。他必须照顾每个学生，陪同他们的培训，但也要维系团体的联系，创造一种团队精神。学生通常非常依恋他们的伙长，对他尊敬和崇拜。感情关系（eros）被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使学校关系人性化，使听课更专心、团体成员之间更好理解：“我所能见到的最严肃和最牢固的友谊总是在学生和老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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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内肯很清楚地区分同性恋与男色或情爱（eros）。对于他，男色（pederastie）定义为结合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男童的情爱联系。他强烈批评将同性恋医学化：爱情不能约简为分泌问题。在其论文《爱神》（1924）中，维内肯对老师和学生或学生之间的情爱关系做了很长辩解，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深刻情感、一种纯洁高贵吸引的自然表露：“男孩之间的爱更加严肃、更加强烈。男人和女人是对立的，两者互相不完全理解。男人生活在等同于男孩的精神世界里。多数女人永远不会明白的事情，一个高尚而聪明的男孩却可能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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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内肯与“候鸟运动”有联系，曾仔细研究过领袖和崇拜者之间的错综关系。他完全清楚自己的教育体系带来的革命性冲击。除了他的同性爱理论，他的意愿是将儿童同家庭环境及其传统影响隔离，这解释了他为何受到司法当局和时代道德的迫害：“这就是我们称为青年文化（Jugendkultur）的东西，这样的青年文化明显不能通过对青年的真正的隔离来实现，脱离了家庭、阶层和党派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和世情的不诚实。”
 

〔293〕



 维内肯意图解除青年的奴役，将之组织成自治、自由、无政府的群体：“朝向青春的冲动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灵魂，的确青春本身就是革命和未来。”作为尼采的信徒，他理解青春代表着力量和更新。他的思想是精英主义的、反布尔乔亚的、反教会的，但维内肯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曾对以军国主义目的操纵青年和以权威的目的获得特殊的、同性爱的联系表示焦虑。他的立场使他特别孤立，他的精英主义和同性恋使他与左翼圈子有部分的分歧，而右派却否定他极端自由的、和平主义的模式。

因此，少年同性恋问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构成一个持续忧虑的主题，特别是在英国。幻想的成分不可忽视，代替医学信息的通常是道德宗教论调的言论，重复迷信，宣传性问题的一种虚假形象。但是，这种言论也并非没有暧昧之处，有些人毫不犹豫地认为浪漫友情比与女性过早的关系或者接受老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更可取，这种关系如同在古希腊时代那样会引导少年的充分发展。



我们之中的外人



同性恋持续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最后一个恐惧症的主题是将同性恋者与外国人联系起来。对于舆论来说，同性恋者始终是一个他者。从奥伊伦堡事件开始，同性恋在法国就被说成“德国病”，而德国人则把它当作“法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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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都捍卫自己国家的道德性：“同性恋在法国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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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自己国家存在同性恋者就是怀疑整个民族。相反，在这一领域攻击邻国是获得民族主义的一丝快意的方便手段。国外的事例充当着陪衬，可以提醒本国民众提防此类堕落。英国的同性恋在让·维奥莱的《世界的放纵》（1927）中占有18页篇幅，还有《幻梦》杂志中的辛辣文章。1927年8月1日刊确言四分之一的英国人是同性恋者。但主要是德国充当了靶子：“德国的放纵比在我们这里造成更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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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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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1月15日一篇文章的有意味的题目《柏林生活》似乎是暗示电影《与众不同》，意图揭露这个战败国中肆虐的不道德行为：“电影为所有的错乱效劳。为两性的易装癖的可减罪情节辩护，而国会对这些不健康行为长篇争论，似乎就不能禁止。”1922年11月1日《幻梦》指出：“虽然在巴黎不幸地有太多可疑的‘夜总会’，奇怪的‘假小子’和雌雄不辨的‘娘娘腔’在那里出没，但根本没法同柏林比，在那里感情的异端满不在乎地肆虐。”德国同性恋系列杀手哈尔曼的案例引起《时代》一篇反日耳曼色彩的长文：“人们想将他比作朗德吕（译按：1921年朗德吕案，10名妇女和一名男童被杀）。荒谬。他们的动机、方法、作案后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出色的会计’、微笑、迷人、真正的高级退化者，另一个是血腥的疯子、萨克逊森林的土著。完全是塞纳河与莱纳河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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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法国所有的是一些出色的杀人犯。实际上，不计其数的文章将柏林和索多姆（译按：圣经中同性恋之城）联系起来。威利的著作《第三性》（1927）以阐述德国事例开篇：“如何能谈论同性恋而不立刻想到德国，那里‘恶行’的非凡组织的泛滥甚于欧洲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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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代表这种倾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举出奥斯卡·梅泰尼耶的《德国的美德和恶行》（1904年初版）、安布鲁瓦兹·戈的《赤裸的德国》（1923）、加布里埃尔·戈布龙的《与德国青年一代的接触》（1930）、路易－夏尔·鲁瓦耶的《爱在德国》（1936）。以伪科学的兴趣为掩盖，作者们乐于能够加诸往日的敌人以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的堕落、退化和怯懦的指责。

希特勒掌权并未改变法国报刊的说法。比如1933年2月15日仍然是揭羞的时刻，《幻梦》发表的一篇题为《漂亮的阿道夫》的文章是安德烈·内吉斯的一篇假采访，希特勒被表现为一个没救的娘娘腔。《巴黎生活》1934年7月在罗姆被清洗后不久的文章也是同样风格：“罗什舒阿尔大道一家面包店橱窗上贴着许多小广告，有一则出人意料：‘带家具房间只租给两个男性。’在下面，广告者用大字补充：‘女士不必登门。’业主大概是爱好希特勒德国的某些风尚。”
 

〔300〕



 同年，该杂志发表了关于柏林同性恋者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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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伊·德·泰拉蒙的文章继续像魏玛时代一样描写柏林同性恋亚文化，这与现实情况有很大差别，从1933年起整个同性恋生活环境就被摧毁。1937年9月，《小臼炮》仍发表《性生活的现代观念》，其中有一些柏林易装者的照片。

“长刀之夜”是法国反同性恋运动的契机，矛头指向德国。虽然法国报刊重复德国的用词，但是以个人的评述扩大了批评。比如，1934年7月2日《时代》（Le Temps）欢迎希特勒的介入：“这些命令暗示的是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坦白和语调的坚定都是值得注意的。对刑法第175条（有关同性恋）的任何违犯都将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首先予以开除出冲锋队和纳粹党。”罗姆的同性恋被大肆揭露。《民众报》最为谨慎。该报在这一举动中看出一种“大杂烩”。认为纳粹德国是同性恋天堂的想法奇怪地根植于法国记者的思想中。很难了解这是无知还是挑衅。丑化纳粹政权的愿望和希特勒的野心似乎共同维系这个笑谈，在如今看来特别不合时宜。比较而言，《泰晤士报》的判断很谨慎。这份英国报纸指出行动的首要目的是清算“二次革命”，其余的都是借口。同性恋并不是首要关注，《时代》中对罗姆的丑行没有任何暗示。与《时代》不同，《泰晤士报》多次发表对同性恋酒吧的大搜捕报告。

同性恋者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的外国人，通常被比作一个渗透进社会的人。他隐藏在社会核心，他懂得隐身，但他会突然行动，破坏国民道德。这种偏执幻想狂的看法最为危险，它为过激行为辩解，在社会内部维持一种偏执。这也是最难以解除的，因为这个想法有时也被同性恋者本身相信。普鲁斯特在《追忆》中就围绕阿尔贝蒂娜这个人物阐发外来人的主题，当叙述者发现她与其他女子有关系，他从她身上看到“另一个人，一个同她们一样的人，说同样的语言，这使她成为她们的同胞，让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外国人”。她长久保守的秘密使她成为“奸细”，甚至更糟，“因为奸细只欺瞒国籍，而阿尔贝蒂娜欺瞒自己最深层的人性，她不属于普遍人性，她是混入、隐藏其中却永不相容的另一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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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的敌人的主题在德国最获成功，随后被纳粹不断重复。汉斯约格·毛雷尔的论战册子《第175条，对同性恋问题的批评思考》（1921）预示了纳粹关于种族拯救和同性恋在德国文明中消解能力的论点：“同性恋的捍卫者想要的只是尽力模糊、误导和腐蚀德意志种族的道德观念。他们想破坏道德，这恰恰意味着种族的毁灭！而他们将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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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他混合了反犹主义和同性恋仇视：“可怕的危险盘踞于此，这些外族的犹太教师和同性恋的流浪预言家有权以科学为名，将死尸变身来毁灭和粉碎我们德意志同胞的灵魂和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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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时尚现象



在20年代，同性恋是时尚。这是作家、艺术家、漫画家们偏爱的主题，他们创作的男女同性恋者乖张、颓废、享乐，是“疯狂年代”的标志。虽然这个现象使许多人作出否定的回应和产生不道德行为增多的印象，但也有助于一种更大的宽容。同性恋的形象因频繁出现而规范化、平凡化，较少让人震惊，而体育、裸体主义、青年运动有益于将性别模糊的形象作为现代形象来传播，因而不自觉地在社会中传播了同性之爱的主题。



民众的恐惧和幻想：文学表现中的男女同性恋者



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潮流的最显著的侧面是这一主题在文学中的传播。虽然这并非一种新现象，却按照新的规模发展，特别是在法国。



男女同性恋的类型化



对易装癖的表现在两次大战之间很少变化。青少年腐蚀者、潜在的色鬼或罪犯的同性恋神话却是新的流行，这与德国爆发的几桩性丑闻有关。首先是弗里茨·哈尔曼（1876-1924），他从精神病院脱逃，不断对一些少年施以虐待狂的罪行。案件很轰动，使国际舆论激愤。特奥多尔·莱辛1925年以《哈尔曼——狼人故事》为题复述了他的故事。1918-1924年间在汉诺威有多人不明失踪，主要是一些14-18岁的男孩。人们在穿过城市的莱纳河中找到至少22名男孩的残肢（骨头、头颅……）。1924年6月23日弗里茨·哈尔曼被捕。他有同性恋前科，曾多次被判刑，从1918年起为警方做报信人。他还以买卖旧货和倒卖肉食闻名。案件在德国和国外造成轰动，168份报纸进行报道。当时发行量100万份的《小巴黎人》报特别派出一名记者欧仁·坎什到汉诺威旁听诉讼。他随后出版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一本书，题目为《哈尔曼，汉诺威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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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书中描写了庭审的火爆气氛、追求刺激的记者对证人和哈尔曼的邻居们的追逐、公众对这个人物的着迷。同时，这份报道说明了舆论中隐含的一些反同性恋的偏见在这样的契机得以自由表达。数年之后，一桩相似案件披露一个流浪汉和宗教狂阿道夫·泽费尔德（1871-1936）毒死了十多个少年。他在1936年被处决。我们不难想见此类案件可能对舆论造成的不幸后果。妖魔化的变态者的漫画形象因之加强，关于青少年面临危险的已然强烈的偏执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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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形象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我们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型。颓废文学和象征主义绘画创造的“病态”女同性恋者形象仍被某些作者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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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通常混同于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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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时的一个类型，想象着整日向男人出卖肉体的女性私下里希望品味没有那么粗鲁而且更细致的抚慰。“硬领女郎”在对卖淫内幕的表现中是一个常项。女同性恋者通常被看作一个高超的情人、一个折服妇女为自己取乐的唐璜。这些表现将女同性恋者与妓女直接联系起来，妓女是唯一能够要求完全自由的性生活的女性。女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成为教导者，让女性准备男人的进攻，教会她讨好丈夫的技巧。从同样的角度，女囚犯也被归入女同性恋者。在《女子监狱内幕》中，罗伯特·布卡尔解释说每个新人都被整个监室强奸，每个监室拥有一位“女王”，每个女王都有“妃子”。在《女子监狱》中，弗朗西斯·卡尔科写了几页内容关于萨芙之爱。女囚犯建立一套真正的女同性恋仪式，按照异性恋模式结成夫妇，情感激烈：“在克莱蒙，我见过有五人因为同伴侣分开而死亡。我可以告诉你们名字，如果你们想要。你们想想吧。在教养院里满是小家庭。分成男女。我那时是男方。我在裙子下摆别上别针就成了裤子，我的便鞋上绣着一颗心和一把匕首。所有男方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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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一个避难所：“疯子安德烈声称如果我们不被关起来，我们会落入男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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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拉扎尔，女同性恋占主导，女看守也无可奈何：“在房顶、禁闭室，大大的被箭穿透的心旁佩上三个字母PLV，意思是终生（pour la vie），或者ALM，至死不渝（A la mort）。此处是沙罗纳的玛尔特爱巴士底的洛洛特，彼处是贝尔特要报复伊尔玛抢走若尔热特，更远处是玛塞尔和加比互相交出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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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关系仍然是谨慎的，任何确切的证据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在雷恩中心，交换情书要受三个月禁闭：“开始我常收到台头‘我亲爱的小女人’的这类情书。好吧，我立刻制止了她们的把戏。她们不再冒险了。她们只是在晚上有些恼人的举动，我们不能阻止，这是天性，但如果一个在押犯恋上另一个、制造对立、争吵、殴斗，那就要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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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有文学抱负的女同性恋者同样维持着这一形象，比如利亚纳·德·普吉在《萨芙牧歌》中以阿尼纳·德·利斯的名义表现自己与纳塔莉·巴内（弗洛西·唐普勒）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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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堕落”的女同性恋者一样，克洛蒂娜代表着法国女同性恋的一个类型。这个人物诞生在战前，在20年代享有很大知名度。在舞台上由波莱尔扮演，她创造一个时尚现象，许多妇女力图模仿。但是，虽然将许多暧昧的情状用游戏和玩世不恭的风格处理对于舆论解释女同性恋有所助益，但这也标志着此类表现的局限。在《克洛蒂娜在巴黎》中，克洛蒂娜与雷诺的婚姻将克洛蒂娜的同性恋倾向做了新解释，克洛蒂娜不是现代意义的女同性恋者，她甚至不是一个自由女性：“我的自由使我难过，我的独立让我厌烦。我数月来——很久以来——不自觉地在追寻的是一个主人。自由女性不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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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克洛蒂娜表现为同性恋者只是一个情色的借口：“因为我的短发和我对他们的冷淡，男人们暗忖：‘她是喜欢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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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洛蒂娜代表的并非女同性恋者，而是两次大战之间对女同性恋者的认识，在一些时尚阶层流行解放的和玩世的姿态。法国的精英不会容忍积极进取的女同性恋者，却很适应一些不超越私密而且刺激想象的性幻想，这不会质疑男性的优越：“这与男子同性恋不是一回事。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你们其他人。这是迷人的，无关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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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克洛蒂娜和雷奇的关系被置于丈夫共谋的和温情的庇护之下，他方便她们相会，甚至提供一套公寓给她们使用，良好的愿望中透露着他的放荡。对女同性恋关系本身的认识即是如此，像是一种可行的爱与性的替代，但这却被粗糙的结局抹去：雷奇投入了雷诺的怀抱。归根结底，克洛蒂娜为对女同性恋者的表现有何贡献？拉希尔德在《法兰西信使》（1900年5月）上对《克洛蒂娜在学校》的评论中指出，这是第一次有人敢于“像自然的异教一般谈论反天性的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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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文学处理的轻率的根源在于威利的最初愿望，“少许叙事，加上少许土话、淘气和女同性恋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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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使克洛蒂娜成为解放的、无悔承担自己的爱情趣味的女同性恋的典型。

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女同性恋者也属于克洛蒂娜类型，阿尔贝蒂娜和她的朋友罗斯蒙德、安德烈和整群的花季少女、同性恋女歌剧演员，她们放荡的“女人／孩子”的童真幻想。她们分享共谋的秘密，品味着迷乱的快感，以取乐和嘲弄男人。在这些女孩的游戏中有一种天真和变态的混合非常接近克洛蒂娜的迷恋，对男性的表现则让人联系到雷诺的悲观。马塞尔为阿尔贝蒂娜的离去和不忠感到痛苦，但正是因为她的秘密、她的毫无顾忌使得她独特和珍贵。如果阿尔贝蒂娜不“追女人”，她肯定不会令他感兴趣。在其对女同性恋者的处理中，普鲁斯特最终与堕落说的传统合流，将自己置于未知世界的窥伺和探险者的地位。叙述者发现樊特伊小姐和阿尔贝蒂娜的女同性恋虐待的场景就是幻想的和类型化的。夏吕斯及其同类的迷误被以一种医学的精确进行分析，但女同性恋的世界仍然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普鲁斯特描写的女同性恋者最终被公众熟悉：迷失的女人、被诅咒的女人，她们天然地放纵自己的本能，使男人觉得可爱。一旦满足，她们就被悔恨折磨，正是对她们享乐的惩罚。实际上，在男性的想象中，她们只是渴望被一个她们喜爱的男人拯救。最终阿尔贝蒂娜与克洛蒂娜会合，女同性恋者并不存在：“但阿尔贝蒂娜事后非常悔恨。她希望您会拯救她，您会娶她。其实，她感觉那是一种犯罪的疯狂，我常有疑问是否是在经历这种事情之后、造成了家人的自杀她才杀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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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型是两次大战之间特有的。这就是“女同性恋男方”、“新女性”的类型，由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她描写的女主人公斯蒂芬·戈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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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公众很难不将之混同于假小子一类。这在很多小说中都有表现，如果作者是赞同的，她就是有先天性倒错的特征，是命运的牺牲品；如果作者不赞同，那她就是致命的、恶魔般的女人，勾引她的牺牲品，随后毫无顾忌的抛弃她们。繁荣的小说创作大大帮助了这些典型在舆论中的传播。



大量的小说



将同性恋问题当作一个现代主题的小说似乎在法国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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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同性恋主题的法国小说喜欢冠以提示性的副标题：“现代小说”、“当代风俗小说”等等。虽然这些作品中一部分是同性恋者的创作，但许多是异性恋者写的。

实际上，把男性同性恋作为主题的兴趣从世纪之初就在一些小说中有所表现，比如让·洛兰的《弗卡斯先生》，属于对离奇和迷误的性行为的堕落的热情。男性同性恋与虐待狂、易装癖、吸毒并列，共同改变着贪图新感受和人为刺激的人的人格。英国同样有通过美学运动对同性恋的迷恋，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肖像》是这一派的最佳范例，还有罗纳德·弗班克的作品。两次大战之间，我们可以找到E. F. 本森对男性同性恋的自嘲和典雅表现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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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描写的老去的“女疯子”和出身望族的“倒错者”一边喝着茶一边做编织，更像是对英国刻板道学的上流社会的怪僻的漫画和揶揄，而不是回味在鸦片鬼的硬木棺盖上洒落白色百合的那个时代。

这些文学手法在20年代似乎是做作和过时的。新的潮流由吕西安·都德的《死路：当代小说》（1908）在法国开创。主人公阿兰·马尔索尔了解到一个青年“倒错者”的悲惨命运，他先是一个富有的资产者的被保护人，随后当他人老色衰时被遗弃，最后在与他的老“朋友”争吵后被有轨电车碾死。同性恋的和社会的戏剧问世，而且前景美好。一年以后，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写作《吕西安》，这本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对它的阅读尤其影响了普鲁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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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是典型性的，在整个这一事情有多种翻版，叙述了一个“性倒错者”的生平，尽可能用医生们定义的所有特征来装点他，让他经历同性恋者的必由之路，不论他做什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自己道德的拷问。通过强调同性恋者的边缘性，小说将社会重新围拢于共同价值，使之得以确信其虚构的同一性。阿诺尔特·布龙宁的实验小说《九月故事》非常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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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于1923年出版，回顾了胡贝尔的悲剧。他是一个已婚男子、一个孩子的父亲，爱上男孩弗朗茨。爱情完全解放了他，他发现了快乐、狂热，忘记了所有谨慎。最终他的妻子杀死男孩然后自杀，胡贝尔也自杀身亡。阿兰·罗克斯的《你将孤独》（1936）标志着一个阶梯，因为他表现了一个完全融入巴黎同性恋生活的青年罗兰·泰里耶。威利和梅纳尔卡的同性恋系列小说《爱情的代用品》（1923）和《溺水者》（1924）以另外一种风格巧妙地绕开小说的俗套，他们对同性恋圈子有很好的了解，不带偏见，有示范的意愿。但这并非积极斗争的作品，也不无矛盾之处。比如《爱情的代用品》刻意科学化（引用弗洛伊德、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克拉夫特－埃宾），但是作者特意表明他们认为“女人优于代用品”，而此后的故事是受他们的一个朋友启发。威利在他的每部小说中都懂得依附时代色彩，投合他的读者们惯常的期待而采用一些低级主题。这个大战前后的故事表现一个年轻法国人马克·雷纳瓦尔，他1913年在德国同一个年轻军官卡尔·冯·鲁多夫领略了同性恋。在宣战的时刻，卡尔因为同性恋的忠诚而做了逃兵，而他的朋友却在前线阵亡。《溺水者》重历了卡尔在1918年的生活。作为同性恋运动分子，他继续想念他的情人，不知道他已死去。在一次到法国旅行时他得知了消息，他在凡尔登朋友的墓前自杀。

总的来讲，法国创作的特点是对名声不佳的酒吧、流落的妓女、没有未来的吸毒者进行龌龊描写的趣味。同性恋只是承载的主题，刺激读者的情绪。感官的处理手法维持着兴趣，而保守的道德将读者保持在作为正常人的舒适感受中。在夏尔－艾蒂安的作品《性退化者：风俗小说》（1924）中，主人公桑德罗“漂亮得像个女人”，有音乐天赋，在童年就与一个同学有过性的最初体验，随后被学校的一个学监腐蚀：“这个知识分子绝不会承认身体是一座无人有权亵渎的神殿，所有感官的戏仿会永久毁伤大脑，而干扰一个人的平衡是一种与谋杀同样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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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罗随后越来越堕落，成为男妓，混迹“人行道上焦虑的众人”、小便池、鸦片鬼、白粉客。他在故乡的一个女友来到巴黎，她也沉沦于卖淫，因她曾被人引入萨芙之爱。在40岁左右，他们两人决定结婚，但很快重新堕入歧途。收养一个小女孩本来可能为他们带来救赎，但她同样被引诱卖身给一个老鸨。桑德罗杀死她的供养人，在精神病院度过残生。他的妻子去世，他的女儿卖淫。关于同性恋堕落和通过婚姻来救赎的困难的主题还有弗朗西斯·德·米奥芒德创作的《这些小先生》（1922）和亨利·马克斯的《里尔斯：非法的爱情》（1923）。更可笑的还有让·德·谢尔韦的《变装爱情》，只是对男变女主题的胡言乱语。同一主题的莫里斯·罗斯唐的《他身体里的女性》（1937）稍好一些。福蒂内·帕约的《情夫还是情妇？让人困惑的雌雄同体》（1922）表现了一名阴阳人，而亨利·德贝尔利的《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1928）表现两名船难者，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妻子”，随后被杀。

同性恋并不总是构成小说的主要命题。许多作者满足于装点他们的作品，随便加进一些同性恋内容。引入同性恋足以提升平淡的通奸故事。比如保罗·勒布的《年轻情人》（1928）表现年轻寡妇艾莱娜·茹桑在狂欢日的舞会上遇到马塞尔·塔尔热，一名年轻的同性恋演员。如果故事不限于少年期，那么中学的调情可以使主人公重归更符合常规的趣味。在恩斯特·格莱泽的《22班》（1929）中，少年同性恋被归咎于战争、父亲不在身边、无能的母亲们的纵容。同样，约瑟夫·布雷特巴赫的《男女对手》（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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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战争充当了普遍腐败的背景。有时只是题目与此相关，但在小说中却找不到任何对同性恋的暗示。比如让·戈尔的《索多姆和柏林》（1929），其中只有一段话能说明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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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尔·乔治－米歇尔的小说《威尼斯节日》（1923）意图反映威尼斯堕落的群体，将同性恋者的问题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面。我们的印象是同性恋者对任何稍许大胆的小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如同通奸的女人、白粉客和黑人舞女。

同性恋主题并非总是如此明白地出现。通常，有品质的文学创作回避丑闻。斯特凡·茨威格在《情感告白》（1926）中在字里行间散落一些同性恋的暗示，能够让人明白而不需要明言他的人物是一个“性倒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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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小说的中心是爱恋关系而非同性恋。托马斯·曼的作品同样富于同性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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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魂断威尼斯》（1912）很大程度上是自传体，表现一个中年作家爱上兼具两性之美的少年塔德齐奥，对青春和纯艺术的迷狂追寻导致了他的死亡。在《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中，通过少年期的友谊暗示了性倒错，但同性恋已经充当了表达差异和排斥、质询艺术家的命运的隐喻。在《魔山》（1924）中，托马斯·曼规避真正地描写同性恋，汉斯·卡斯托普的同性恋吸引在少年期后只隐蔽地表现；他喜欢的女人符合与他上学时爱上的男孩同样的相貌理想，她重复同样的勾引步骤。我们发现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同性恋的实现，这使卡斯托普不必质询自己的性认同。托马斯·曼将同性恋重新纳入私人领域。同时，他对主题的畏缩反映了他自己无力承担自己的同性恋。

女同性恋在两次大战之间相当风靡，尤其在法国和英国。女同性恋有时与假小子不作区分，是一个理想的现代主题。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却与男同性恋大有不同。首先，主题更有情色成分，因为女同性恋身后有很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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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男性文学中的幻想人物，她总是在轻浮小说中充当情色的调味品。人们认为男性同性恋的做爱场景会使读者厌恶，与之不同的是人们可以无限丰富萨芙之爱的亲吻和抚慰，富有暗示而没有危险。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的作品《睡在沙上》（1929）是这种新风格的绝佳典范。故事梗概无关紧要，只是充当表现淫秽的爱恋关系的背景，书中一名美国女同性恋者梅布尔·韦伯莱特漂亮、富有、男性化，她竭力勾引一名兼两性之美的年轻法国女子马蒂娜。结局彰显某种道德获胜的观念，败坏的女孩被还给母亲，母亲回归家庭责任，而女同性恋者在当一个雄壮的男人获得她时令人奇怪地摆脱了病态倾向。属于此类观念的，我们可以举出马塞尔·巴里埃的《新危险关系》（1925）和马塞尔·普雷沃斯特的《女唐璜》（1936），隐约地提到女同性恋跳舞场的环境。埃里希·克斯特纳的《法比安》（1931）更为动人，描写两次大战之间柏林女同性恋。这本悲观的小说反映一个垂死的世界，利用最后的时刻沉溺于集体纵淫。这种论调被一些哗众取宠的法国作家采用，比如梅纳尔卡，她本名苏珊·德·卡利亚斯，是威利的一位女友，她在1932年出版《埃尔纳，柏林女孩》。作品意图浓缩柏林的现代性。埃尔纳短发、苗条，做记者工作，与一些“代表性”的颓废圈子交往：柏林的“黄金时代”、巴黎的“市郊俱乐部”、维也纳的心理分析圈子。她遇到众多两性的同性恋者，记述了其中一位相识：“他有一天宣布自己不再喜欢男人了。如今，这意味着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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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埃尔纳结束自己的事业，嫁给一个极右派青年，他强迫她此后呆在家里。小说的起落是独特的，似乎宣示着在1932年这个最后时刻同性恋神话即将坍塌和道德回归的邻近。夏尔－艾蒂安的小说《莱斯博斯圣母院》（1914）非常著名，确立了纪实性女同性恋小说的风格。“不可能的爱情”的老套只是表现时尚的女同性恋场所和评述女子同性恋的借口。小说中女性的名字都是代码，对应一些著名的女同性恋者。

更巧妙的是女同性恋小说有时采用时兴小说的形式，被认为反映了风俗的发展。当涉及对“新女性”的描写时仍让人感到是时尚现象，强调那些花哨和挑衅的侧面。在《假小子》（1922）中，维克多·玛格丽特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时髦的女主人公不恭的画像：双性恋、艳遇和猎获不断，吸鸦片、海洛因、可卡因，但总不满足。假小子正像其名称所指，她渴望成为男人，特别是在情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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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认为玛格丽特称赞妇女的解放将是错误的，“假小子”走向灭亡：“想到她的两重性，一种骄傲的快乐让她振作。男人！她笑了，不屑。因为想要成为男人，她在生理和精神上变得与他们一样。但她不能不承认在自己报复的渴望中有一种不得抒发的感情……孤独？乏味？她尚未明确地感到。但在水果堂皇表面下虫子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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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此又见到了占主导的男性精神，认为解除了妻子和母亲功能的妇女是不完整的和不幸的。小说的结局标志着一种回归：假小子爱上一个拯救她的生命的男人并嫁给他。这部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丑闻成功的小说可以解读为对妇女状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同性恋妇女状况的发展的一种隐喻：对所谓“自然秩序”的回归是通过所有“迷途”者重新融入同一的、没有差异的社会肌体。小说1923年拍成电影，但被禁映，因为电影审查委员会认为该作品是“对法国少女的特点的拙劣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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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2月26日，剧作在阿尔邦布拉·德·里尔剧院上演引起骚乱，两名警察受伤，四名大学生被捕，派出一个宪兵队才恢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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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更为明确地反对女性同性恋，选择以嘲笑和丑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主题。最著名的两部作品是康普顿·麦肯齐的小说《灶神之火》（1927）和《非凡的妇女们》（1928），以定居卡普里岛
 

〔336〕



 （小说中为塞壬）的同性恋特别是女同性恋群体为背景。这个颓废而肤浅的世界在1927年已经过时，但麦肯齐却使之成为英国式的时尚而附庸风雅的同性恋的象征。《灶神之火》大为阐发了男性同性恋关系。主人公马萨克极尽放纵，他追逐岛上的牧童，吸鸦片，写诗，甚至写了一部小说。他的缺陷得到谅解，因为他曾在牛津求学：“十年前他还是大学生时，他曾是牛津颓废派最热的小团体的一员主将。他曾是一个叫作烂豌豆的俱乐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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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塞壬岛，古典趣味占主导。马萨克出版一份合法命名为《宴会》的文学杂志，封面上是一张穿紧身泳装的男孩照片，浓密的头发在额头形成刘海，中心被剪开形成一个心形。这个世界是属于战前的，无忧无虑、唯美，似乎是直接出自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或奥布里·比尔兹利的木刻。在《非凡的妇女们》中，卡普里经历了战争和20年代的变迁。岛屿首先变成了女同性恋者的天堂。小说只是在同居和嫉妒背景中接连的艳遇、节日、争吵和重归于好。麦肯齐认为女同性恋之爱脱离现实，只是无所事事的上流社会年轻女性和堕落艺术家的消遣，一旦遇到男人就会结束：“他整个夏天都宣称这些可怜的女人之所以互相追逐只是因为男人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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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提到的女人可能的智慧在他看来似乎是可疑的：“噢，你应该读读安德烈·纪德。我为安德烈·纪德着迷。我对他说的一个字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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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个人物都仿照某个著名的女同性恋者，小说在讽刺之外仍忠实再现了时代的倾向。肤浅主宰着情感关系，对美貌的崇拜无所不在：“确实，亲爱的，我觉得你有太多美男子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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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女同性恋者迎合男性时尚，通常为自己取男人的名字，“罗里”不带她的斗牛犬就绝不外出、穿男礼服赴晚宴。仿照纳塔莉·巴内，奥林匹亚·利拒绝采用新规矩：“我喜欢女人就是纯粹的女人。是她们的女性气质吸引我。真的，某种方式上，我喜欢一个女性化的男人甚于一个男性化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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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严厉批评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否定女性价值本身：“可怜的弗里曼特尔显然属于此类夸大性倾向的女人，从她幼年就注定对男人造成恶劣印象。她的自然倾向，我肯定，绝对是正常的，但因为发现男人同她跳舞时无动于衷，她就否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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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是女性化的奥林匹亚·利代表女同性恋的积极斗争，以最极端的方式拒绝男性：“她想象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同性恋种族由于重复的、无谓的性活动造成退化而消灭了性行为的生理表达。崇高的本能将再现，最终将获得一个创造精神完全控制肉体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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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部小说之外还可加上两部纯粹戏仿的、受英国现实启发的作品，阿德拉·魁北克的《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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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伊根·贝雷斯福德的《孤独的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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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尖刻的论战册子指向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她的《孤独之井》，配有一系列颓废风格的讽刺漫画，将女同性恋者表现为一些色情狂。论战册并非卫道作品，相反嘲笑所有对拉德克利夫·霍尔的著作感到愤怒的人，主要针对希克斯提起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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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文学之外，还有一些作者决意以比较严肃的方式对待同性恋问题，忽略低级趣味，以医学为依据写作个体女同性恋者的小说。这类作品倾向同情，甚至表示好感，乐于以柔和和怜惜的文风写作，其中的女同性恋者是一种自己不曾选择的倾向和社会的抛弃的牺牲者，背负着自己的命运直到死亡。在雅克·德·拉克雷泰勒的《博尼法》（1925）中，女主人公玛丽·博尼法丑陋而男性化。她少年期的恋情是不幸的。20岁时她成为外省小城的富有孤儿，她拒绝结婚造成坏名声。很快，她对克莱尔的恋情引起流言。当她的女友死于痨病后，玛丽的行为激化，她吸烟、骑马，着装变成“典型”的女同性恋：“人们见到她冬天穿一件宽袖长外套，类似公务员的大衣，戴一顶漆布礼帽，是她从圣－卡达莱带回来的，她的鞋子仿照男人靴子样式，她绝少不拿着手杖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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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达到顶点，人们寄辱骂的信给她、打碎她的玻璃、在她的墙上写骂人话、在她身边喊叫：“淹死她，女吸血鬼！”战争提供了救赎。玛丽的组织能力和勇气出类拔萃，她挽救了城市。战争结束时，她的事迹传遍法国，“韦尔蒙女英雄”得到勋章。但她仍然悲伤和孤独。玛丽的命运已有定数，她不能体验幸福，幸福不会给予她这类女性。拉克雷泰勒不是乐观主义者，他提供的解决方式是合理地利用女同性恋者的社会素质。为了让人宽恕自己的“恶行”，她必须完全献身社会，将通常对自己不利的男性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尽管如此，这种社会承认的代价很明显是放弃任何性满足和与一个女性共同生活的想法。

罗莎蒙德·莱曼的小说《含混的回答》（1927）获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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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浪漫友情与成人同性恋对立。女主人公朱迪思从童年时就喜欢一个男孩罗迪，她在剑桥受到女伴詹尼弗的吸引。宿舍中的气氛败坏，詹尼弗的美貌和人缘使其他女孩与朱迪思对立。罗迪也在剑桥，经历同样状况，因为他与同学托尼特别要好。詹尼弗很快被一个年纪稍长的女人杰拉尔丁勾引，她是一名确定的女同性恋者，她的特征按照惯常的类型化来描绘，“她像男人一样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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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外貌男性化而且追求感官享受，“宽而胖的脸庞，粗脖子，这些粗糙的男性线条，暗淡的皮肤，詹尼弗真没有品味！噢不，这不是真的。尽管如此，她还是漂亮的，她整个人引起一种令人不安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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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尼弗离开朱迪思转向可想而知的与杰拉尔丁的完全的和贪婪的性关系。她失去的女伴，她不理解这种吸引，离开大学后自然地转向男性。

实际上，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文学有很多女同性恋人物，倾向对萨芙之爱进行“黑色”处理。女同性恋者通常被表现为一个强硬、专断的女人，但她有令人不安的魅力，窥伺着年轻女孩和纯真的主妇，要将她们从社会中夺走并置于自己的专制之下。
 

〔351〕



 通常，被勾引的女孩被拯救而“真正”的女同性恋者罪有应得，被众人抛弃。在弗朗西丝·布雷特·扬的《白色女士》（1935）中，17岁少女阿拉贝拉迷上女教师卡什小姐，这是一个充满仇恨、自我中心的同性恋者。她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离开女友爱上一个男孩。内奥米·罗伊德－史密斯写作了两部极为消沉的女性同性恋小说。在《玳瑁色的猫》（1925）中，一位年轻女教师（惯常的老套）爱上一个女邻居，漂亮的黑发女人维多利亚·范德莱登，在朋友们中绰号维克多。维多利亚与众多女子关系混乱，她还勾引男人让他们自杀来取乐。年轻女子及时发现了女伴的“真正”本性并离开她。《岛屿，爱情故事》（1930）更加强化了这些特征。不修边幅的红发女郎古西讨厌男人，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他们。她爱上同龄的女孩弗洛西（人称阿尔蒙德），她卖弄风情、女性化、让人着迷。在阿尔蒙德结婚后，古西成为时装设计师，在洛克矛斯岛定居。她拒绝一次求婚，眼见自己的名声因为自己的怪癖受损。阿尔蒙德离开丈夫归来，这只是引起更多人恶意。两个女子共同生活数年，但是不断的争吵和嫉妒终结了她们的友谊。阿尔蒙德最终再婚，而古西被众人歧视，成为半疯的老姑娘，孤独地谢世。在多萝西·塞耶斯《非自然死亡》（法译《尸检无结果》，1927）中，女同性恋者成为不折不扣的罪犯。以警探故事为掩护，这部作品散播仇视同性恋的偏见。老姑娘克林普森小姐与温塞先生一同调查，充当道德的见证人，使现代女性的堕落与传统英国妇女的正直相对立，而不会谴责所有的英国单身者。但信息是明确的：必须学会区分老姑娘与她的恶魔姊妹女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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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的和精神变态的女同性恋者在两次大战之间很有读者。这一主题最著名的作品是作家兼神经病学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投毒》（1924），是根据当时一则著名的社会新闻写作的。文笔纯净，故事确立了两个神经症的妇女形象，她们不太聪明，完全被相互的激情主宰以至忘记所有基本准则。女同性恋者被当作畸形的个体，因为其性态而处于罪行和反常的临界线上。两位女主人公埃利·林克和玛格丽特·本德是两个年轻的柏林姑娘，嫁给她们不爱的丈夫。她们互相吸引，开始通信，随后互相献身。她们的关系属于异性恋的模式，埃利是男方。除了她们的爱情，将她们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对丈夫的仇恨：“两位女子以对丈夫不断增长的恨意来助长她们的爱情。因为头脑中的仇恨，她们试图为自己认为有罪的恋情开脱和掩盖其受到责难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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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的关系在悲剧中结束。埃利用砒霜毒杀丈夫。死后，尸检显示是谋杀。她与女友被逮捕。在审理时，医学专家出庭作证。一名专家指出她们智力迟钝，另一个专家则直接归咎同性恋：“对于这种深深的仇恨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来自这两个女人的同性恋倾向，她们因此难以忍受丈夫的要求，她们渴望在一起，像林克所说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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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利·林克被判处4年监禁，玛格丽特被判18个月。

时尚现象、类型小说的传播之外还要加上大量同性恋者创作和寄宿学校恋情的小说，这有着决定性影响。按悲剧或悲情剧方式来处理同性恋问题，会鼓励读者以怜悯和理解的名义给予更大的宽容。但时尚的概念本身可能鼓励短暂的迷恋，使人疑心社会心态发生深层的改变。



同性恋者，现代性的象征



在20年代，同性恋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主要是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巴黎生活》这样描述“现代女郎”：“她读过《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她知道怎样生孩子和怎样不生孩子。没有什么自然史是她不了解的，也没有什么名人逸事、各种畜牲和人的做爱姿势是她不知道的。她见过下流图画和照片，对实际情形也一清二楚。她通过科学了解，但很大程度上是凭经验。她睡过，而在亲爱的女伴身边不能入眠。她们的金发和棕发搅在一起，湿润的唇相互品尝，不纯洁的手失落在阴暗的角落。一声呻吟的喘息充满了玫瑰死去的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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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这个词通常用来指称一种很大的风俗自由。比如一个青年乔瓦尼·孔福尔蒂在被土伦警方逮捕时反驳说，自己是“喜欢两个性别的现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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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抛弃社会”约定俗成的同义语，同性恋对于艺术家是一种表达他们否定传统、资产阶级价值、1914年前世界的手段。它与叛逆、生命力、纯洁的性联系在一起，但也同智性主义、放纵、在快感陶醉中忘记战争恐惧联在一起。众多战前的异性恋画家在20年代有兴趣表现同性恋生活场景。鲁道夫·施利西特擅长表现偶像崇拜。同性恋酒吧也没有被遗忘，格奥尔格·格罗斯画小茅屋酒吧，1927年奥托·迪克斯画黄金时代夜总会。刺眼的颜色表现浓妆艳抹的易装者。迪克斯对波希米亚的超常人物和社会的边缘人感兴趣。他1923年为同性恋珠宝匠卡尔·克拉尔画像，以暧昧的方式来表现，他穿礼服、手扶胯、束腰、胸部很女性化地隆起。嘲弄有时占主导，比如1922年一幅水彩画《理发师之神》中，一个赤裸的青年男子很女性化，头发和胡须很做作，他在理发器具中间的地上飘舞。对于格罗斯，柏林的放纵、犯罪是战争恐怖的延伸。他的画作也是他投身革命的反映。在其《这就是人》（1923）系列中，他揭露布尔乔亚的性偏执，画出失控的世界的惨景。克里斯蒂安·沙德擅长风俗场景。他主要为库尔特·莫雷克的《放荡柏林指南》作插图以及为许多同性恋酒吧画石版画，比如《阿多尼斯酒馆》（1930）和《比格尔赌场》（1930）。在以《圣－热那亚·德·阿诺古伯爵》命名的画中，伯爵被安置在一个易装者和一名妇女之间，似乎在害怕闯入者的竞争，而伯爵隐藏的同性恋通过背景人物隐约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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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女性”不断被表现，就像是现代性的形象本身。克里斯蒂安·沙德1928年的肖像画《索尼亚》是其中的典范：模特穿黑衣、短发、手持烟嘴独自坐在饭馆桌旁。《洛特》（1927-1928）重复同样的元素。阴郁的年轻女性，黑眼圈、皮肤苍白、留短发、白衬衣、深色短礼服。她独自在一间酒吧和夜总会，灯光映照在后景的一面镜子里。同样，奥托·迪克斯画的女记者西尔维亚·冯·哈登的讽刺肖像（1926）表现了模特很强的个性，但却是用血腥的笔调。同样是香烟、单片眼镜、鸡尾酒，强调妇女的独立。克里斯蒂安·沙德的《两位女友》（1928），她们巨大的眼睛、短发、懒洋洋的神气，互相手淫，表明“新女性”沦落为女同性恋。

在文学领域，汉斯·亨尼·雅恩在《贝鲁甲》（1929）中的实验，依靠一种双性恋论调和对消除性别的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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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的颠覆性很快被批评界察觉。1923年6月9日《民众观察》撰文《医生，是男孩是女孩》，谈到犹太复国和变态：“这一剧作所表现的很不幸是对拐骗儿童、狎童、离婚、鸡奸、乱伦、虐待狂和谋杀的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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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鲁甲》引起强烈的反应，被描述为“病态大脑的恶心的挥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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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的象征作用很早就为托马斯·曼看到，他在《论结婚》中为艺术和美学潜质的性倒错辩解：“我们满可以以情色美学来形容同性恋。这是‘自由’的爱情，其内容包括不生育，没有前途，没有后果和责任。因为没有结果，也不会建立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在美学层面可能是一种非常骄傲和自由的态度，但无疑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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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就是为艺术而艺术，托马斯·曼的这一说法概括了这一现象的实际，同性恋是现代的，与拉夫加迪奥的谋杀和库尔特·施威特斯的“无意义”（Merz）诗同样，都是无动机的行为。被战争谋害的整整一代人在这种无谓、无责任和无生育的行为中重新发现自己。这种将同性恋当作现代性的阐释主要是一种德国现象。并非所有前卫派都给予同性恋这种首选地位。比如，超现实主义运动对这一主题的表现特别负面。超现实主义运动从1928年1月到1932年8月分12次举办的“性学研究”活动，参加者多样，但对这一主题是说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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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一些仇视同性恋的最糟糕的偏见，捍卫“男色”的声音稀少。我们注意到勒内·克勒韦尔没有出席，他在辩论中无疑会特别孤立。1928年1月27日从会议一开始，同性恋就被粗暴地责难。只有雷蒙·格诺和普雷维尔表示宽容。皮埃尔·于尼克说：“从生理角度看，鸡奸让我感到对粪便的厌恶，而从道德角度我对之谴责。”布勒东忿言：“我谴责这些鸡奸者向人类的宽容提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缺陷，倾向于建成体系并使我所尊崇的所有事业瘫痪。”许多超现实主义者比如布勒东甚至不能容忍谈论这个话题：“我坚决反对继续讨论这个主题。如果讨论转向鸡奸的要求，我立刻放弃。”因为本能的和臆想的反应，辩论无法进行。对好男色者的恨意以辱骂的方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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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之唯恐不及：“我对这些人只感到根本性的、器质性的反感。在这些人与我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的道德关注”（马塞尔·诺尔）。萨芙之爱并不引起同样的骚动。安德烈·布勒东在他的男性正统不受威胁时就重新找回了平衡：“女同性恋者在我看来是有趣的。”伊夫·唐吉在被问及这一主题时以“无所谓”作答。阿尔贝·瓦朗坦说：“我赞成女人之间的关系。我喜欢旁观，甚至是看我喜欢的女人。鸡奸是世上最让我厌恶的。”我们在此重新看到传统的男性态度，只要提到鸡奸就是对男子气概的攻击，但对妇女的关系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当他可以作为窥淫者介入的时候。但是，他们反对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因为她会与他们在同一地盘竞争。保罗·艾吕雅说：“对女同性恋男方最恨，对其女方最爱。”尽管布勒东和艾吕雅颂扬所谓女性崇拜，超现实主义者的性态首先是男性性态，首要关注男性欲望和快感。妇女对辩论的介入较迟。卡佳·蒂里翁是非常传统的：“两个男人之间，这种念头让我恶心。我不去想象这种关系。两个女人之间，我原则上能够接受，但我从来没有过。”西蒙娜·维翁表现出很大的性自由：“这绝不让我讨厌，我有很好的朋友是鸡奸者，这种想法不会让我难堪。任何表现。我坚决拒绝了几个女人，因为我不想要她们，但很快会有的。”唯有莱纳夫人承认有确实的同性恋倾向：“对于男人之间，我接受，觉得这种想法很刺激。两个男人互相抚摸，但不要肛交。我很想看。对于女人我也接受，我赞成这种关系。我有过16个女人。”但我们仍然吃惊于这些女性的顺从，她们并不试图肯定对一种自主的性态的权利，也不质疑她们的对话者的男子主义的神话。总之，超现实主义对同性恋的立场显得传统、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典型布尔乔亚的、遵从习俗和充满偏见。艺术的前卫并不一定是性的前卫。



同性之爱的传播：青少年与性别消除



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与青少年主题不可分割，同性恋的情爱理想就是理想中的少年、公学同学、德国朋友，有健康的和肌肉感的身体，无忧无虑，没有犯罪感。同性恋的性爱在20年代经常被表现为一种少年的、不负责任的、没有禁忌的性爱，萨克斯总结说：“少年的爱情吸引我的可能是感官之外的这种近乎孩子气的共谋气氛，我觉得这比完全施展雄性力量更加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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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的青年运动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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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运动中，与自然的接触受到重视，是因为一种卫生的考虑。男孩们按年龄段分组，穿短裤和开领口的衬衣。他们远离成人学习自治、责任。营地是一所领袖的学校，传播一种父权的意识形态。同时发展起一些青年旅舍，由马克·桑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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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法国，他是“犁沟”（Sillon）的创始人，是对德国的模仿。德国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en）大发展，其中“候鸟”（Wandervogel）是最著名的典范。1926年，900万青少年中的430万是青少年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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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这一数字中，学联运动（“候鸟”发起）只有51000会员，但在社会中的影响特别显著，虽然德特勒夫·J. K. 波伊克特怀疑其对青少年日常生活是否有切实影响。“候鸟”1895年由卡尔·菲舍尔和路德维希·古立特创立，最初由高中学生和关注改革的教育家组成。战后，其民族主义围绕领袖原则得到加强，发展了青少年作为德意志民族再生力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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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助长了这一神话的发展，尤其通过瓦尔特·福莱克斯的有强烈同性爱内涵的小说《两个世界间的漫游者》（Der Wanderer zwischen beiden Welten）得到推广。该书1917年出版，不到两年时间就有29版，达到25万册。福莱克斯1915年春天在东部前线遇到恩斯特·伍施，但伍施8月便阵亡，留下绝望的福莱克斯，他把他看作德国未来的拯救者。他写作该书以作纪念，表现了朋友的理想化形象，是为德国捐躯的爱国青年的象征。这与同期在英国发展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神话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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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置身属于国家专政的成人世界的对立面，颁布自己的法则、自己的价值等级和自己的生活方式。青年通常被视作一种危险，舆论中蕴涵少年犯罪的主题。许多政治和宗教组织的目的是将青少年重新纳入一个严格框架。而“候鸟”则是支持实验新的生活风尚，置身性改革的前列。他们在男性至上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同性之爱的意识形态。在魏玛时期不存在女孩独立的课余组织，虽然她们也被一些青年运动接受，但她们多数时候被禁锢在家庭范围，没有机会发展自主性的联系。同性之爱的理论家汉斯·布吕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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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作为情爱现象的候鸟运动》（1912）中，肯定同性恋是确保运动的凝聚力和成功的纽带。布吕厄认为青年运动私下由情爱关系支配，通常是团队领导和少年之间的升华的关系。在青年运动内部，同性恋者起特殊作用，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献身于青年的人。布吕厄的书反响巨大。他使同性恋成为少年叛逆布尔乔亚和家庭伦理的象征以及对于清教社会中不可能自由体验完整的异性恋性生活的一种回答。1908-1909年，在奥伊伦堡事件后，反同性恋的狂热同样打击了青年运动。几位领导人同威廉·扬森（1866-1943）一样是“唯一者同盟”成员，他们被迫辞职，“候鸟”分裂为两个不同组织。1910年，“小候鸟”成立，与“大候鸟”相对。新的运动更加极端，主张友谊，布吕厄将其定义为一个奠基原则，虽然另一名创立者奥托·皮珀指出该团体的同性恋者并不比其他组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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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同性恋与青年团体的联系不涉及回归自然运动、体育组织和后来的极右运动。1922年，库尔特·邦迪在其《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中，就青年工人运动中的“性倒错”问题写了一章内容。虽然与布吕厄相对立，但他不否认同性恋存在于无产阶级运动之中，而是强调此类依恋的少年特性。而且他将青年运动中的同性爱恋分析为资产阶级道德压力灌输给青年对妇女的恐惧和歧视而造成的后果。邦迪总结指出，在资产阶级党团和无产阶级党团之间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无产阶级党团要努力不使“性倒错”在自己组织内发展。

在青年运动中，同性之爱采取热烈友谊的形式：“手拉着手，我和汉斯回到宿舍。在我们的身体里，心在歌唱和颤抖，而我们相拥在昏暗的门洞里，我们的东西挂在那里，他靠着墙捧起我的头，长久地注视我，最终他吻了我。然后我们吃饭，他唱歌。我把他送回火车，然后跑着回家，为了宣泄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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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是保留这份纯洁的友谊，但生理吸引和纯洁的向往之间的斗争折磨着这些少年，他们不知如何面对这些矛盾的要求：“我们寻找朋友而我们找到了，我们为亲吻和拥抱而羞耻地颤抖，我们是梦想家——有见识的少年。我们有一天注意到我们不再是孩子，我们摄于青春的魅力！我们到处都嗅到和看到性，和叔本华一样，我们已经把性器握在热乎乎的手里！而性让我们害怕，在我们看来是恶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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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尔弗里德·戈伊特深入研究过青年运动的性问题，他指出，在“候鸟”中生殖器是禁忌。运动刊物如少年报刊对性关系小心缄默，特别是任何少年与领导和同龄男孩之间的关系。他推测这里的同性恋与德国学校中的同性恋比例相同。与中高等学校相同，青年运动发展一种同性之爱的神话而不是赞成完整的同性恋关系。但是，“候鸟”虽然不是专门的同性恋团体，但是帮助了在舆论中传播一种性别不明、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暧昧的青年形象。

身体崇拜是标志两次大战之间阶段的一个主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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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的参照混合了阳光、水和裸体，裸露的、肌肉感的、年轻的、性别淡化的身体代表着现代的、健康和体育的美。对身体和青春的崇拜虽然在法国和英国也很显著，但尤其在德国得到实现。20年代，裸体仍然与自由思潮、与魏玛共和国相关的享乐潮已经在柏林兴起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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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表现中的情色价值特别是同性情色价值是强烈的。画家菲杜斯（胡戈·赫普纳）以其在慕尼黑《青年》周刊上的插图闻名，他表现裸体青年作为太阳崇拜。摄影提供越来越多的裸体形象，不是在摄影棚拍摄，而是外景拍摄。在法国有联谊团体创办的图片联盟，通过身体解放来表达人民阵线的生活的快乐。塞西尔·比顿、赫伯特·利斯特和霍斯特·P. 霍斯特的摄影图解了男性身体的胜利，带有强烈的同性情爱色彩。纳粹德国则将“完美”的身体作为种族价值的说明。

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美貌主要是兼具雌雄之美。在魏玛时期和后来的第三帝国，金发、古铜皮肤、纤长的流线型四肢、涂油的伏贴头发代表着永恒的、几乎消除了性别的理想。托马斯·曼已经注意到青年的非性别化的新潮流，他们意图创造超脱性别典型的一种新类型的美貌：“我曾经谈过采用浪漫派在两性友爱中尊崇的一些消除性别的想法，两性在人性的层面是等同的。无疑，新的可能性与心理分析发现的人类天生的自然的双性恋并非巧合。如果说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恭喜他们！——对待性问题持一种比前辈更加平和的态度，而且这一领域似乎去除了可怕的禁忌，这一切都因为或至少伴随着同性恋现象获得新青年的更超脱和熟悉的宽容，就像布吕厄所做的。我们的意识在这一元素和‘候鸟’青年运动的活动间建立起一种心理联系。无疑，同性恋作为男人之间的爱情联系、性的友爱，在今天由于时代气氛而获得某种赞同，在有教养的头脑中不再仅仅是以医学的怪异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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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超性别之美承载着强烈的同性恋冲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二三十年代对身体表现的发展，我们会看到两种矛盾而互补的运动：女性的“男性化”与新一代男性中一部分人的“女性化”相对。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美国化的淡漠政治的青年中，他们渴望晋身有闲阶级，借此与将世界引向战争的那一代人决裂。这一类型仅仅出现在20年代，主要在1928-1929年间，在危机之前。

超性别的主题不仅是外部表现，还被当作一个新社会的基础、对人类整体危机的回应来严肃地讨论。这一主题主要由卡米耶·施皮斯阐发，他现在已被人忘却，但在当时却因为他的许多出版物而引起兴趣。他的事例非常明确地揭示出在性别混同概念背后所发展的哲学、政治、性和种族的幻想，这个概念远非中性，可能承载着一些危险和反对的观念。施皮斯1878年出生于日内瓦，曾经学医，是动物学专家。他是戈比诺（译按：Gobineau，日耳曼人种理论家）的门徒，也是尼采的妹妹弗斯特夫人的朋友。他利用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在他的作品中称为天才），但这些参照往往是多重的和矛盾的，他引用柏拉图、施蒂纳、歌德、惠特曼、弗洛伊德和卡彭特。他强烈反对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极力否认他的“第三性别”理论。这一切之外还要加上一些杂乱的玄学，包括阅读印度《奥义书》、犹太神秘哲学、一些神智学著作、老子思想、莱布尼茨、雅各布·伯姆、让－保罗、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乃至占星术和宣告“宝瓶座”新纪元。“宝瓶座”新纪元则是典型的性别混同。他的政治取向很难界定。他在界外出版社（En-dehors）出版《性倒错》，这家出版社通常出版无政府主义作品。他激烈反对法兰西行动，否定其民族主义立场。他认为真正的祖国不是国家而是种族。1932年，他撰写一封致罗曼·罗兰的公开信，其中揭露“当代理想主义的贫血的人道主义”。总之，他可以被确定为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不确定但属于复仇性多言癖，试图通过当时的一些基本命题——种族、性、权力——来建立一个个人模型，他夸大其词地命名为“心理综合”。

施皮斯的作品的特点首先是他的玄奥、偏执和狂热的文风。他的整个思考围绕作为人类前途和人类高级形式的超性别崇拜：“必须在自身中发展肉体和精神的男女两种能力，从童年和少年起，来建立我们的解放，这种解放是情色的复兴，是人类心中不可磨灭的童年，产生于人类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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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皮斯认为，人的原型是雌雄同体的（他此处依据柏拉图的神话），是完美的形式，他渴望重新成为雌雄同体。超性别的问题与消灭“不纯”种族来进行种族改良的问题会合。对于施皮斯，超性别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超性别代表神性的、酒神精神的和超基督的人，与以色列的、杂种的、割伤性器的堕落的人相对立。同样，对超性别的颂扬伴随对女性的歧视，女性被看作人类低级形式。他认为改良人种只能从男性入手。

施皮斯把超性别的雌雄同体与少年期联系起来，这并非他独创。但是，他建立一套非常复杂的理论来证明人的生命历程经过所有的性别（gender）：男人最初变成女性（身体、童年）、然后是一个男子（灵魂、少年期），然后二者兼有。他从中得出结论，男人可能变成一个女性（倒错）、一个男子（倒转）或一个天才即超性别（排斥）。对于施皮斯而言，天才是好男色者，而倒错者是同性恋的和退化的。好男色者的理想是男性身体，但他的高层精神渴望禁止他有性行为。夸张的文风显示出同性恋被作为低级人类形式受到谴责：“复兴，无性别的双性是诗意的、恋童的或单性的，是天才性，源自超性别的单一的和柏拉图恋爱，是正常人的，完整的，理智的。这不是生殖，失去平衡者的异性恋，也不是退化，偏执的失去平衡者的同性恋——一些屁精、王八和退化者。总而言之，恋童并非同性恋，恋童者不是同性恋者也绝不会是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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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变成天才，男性必须在青春期使自己的大脑再生。不再有性行为，也不再与他人接触。男人自我生殖。在大篇幅颂扬情色和酒神力量的同时，施皮斯表现对性行为的整体弃置。他意图培养一个天才种族，去除所有不纯净元素（女人、同性恋者、犹太人），自我生殖并以其高等智力统治世界。

超性别理论中有众多种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狂热，建立在对社会的悲观分析和通过排斥来复兴的愿望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神秘主义优生学，因为不现实而显得没有危险。此类胡言乱语在极端主义者群体中得到反响，能够很轻易与传统的种族理论结合，比如戈比诺理论和所有的反民主和反现代主义的批评：“心理综合的伟大功绩是预见到恶，种族的、性的或犹太的衰退，其名称就表现出不可治愈的特性。另外他消除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力必多和仇恨的学说，我们生活的不健康（金钱、利益、愚蠢、宗教）就来源于此，因为人类心中的自我和爱情中的卖淫是造成仇恨、战争和死亡的犹太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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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皮斯的著作被当时各类著作引述和分析，证明其理论有一定影响。特别是路易·埃斯泰夫在《雌雄同体的谜题》中为这种学说辩解：“我们只需等到汉·里纳的未来制造者们采用性选择原则的日子，使卡米耶·施皮斯的理论得以实行，通过普遍的超性别在地球上建立天才统治——文化、智慧和人性的黎明，是世界末日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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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斯泰夫从杂乱的玄学中找出政治和社会的终极性，与此前研究过的汉斯·布吕厄的理论比较接近。超性别是新人类，被召唤创立一个完美的、男性的、好斗的、胜利的世界，与战后出生的人正好相对立。超性别是一个乌托邦的遗传计划，以种族纯化的标准、力的幻想和一种从人性中消除女性的愿望为基础。

这种对超性别的反复颂扬显示围绕这一概念的含混性。超性别最初是青年对传统价值的一种反动，但是也充当了极右派理论的基础。超性别既代表一种情色理想——健美身体的理想，人们以之为典范，也是性角色深刻颠覆的讯号，某些人认为是颓废的症候。在30年代，这种得到传播的同性之爱不再有表现，但继续变相存在，通过“男性同盟”的美学、穿着制服游行的雄壮男人群体、对运动会的鼓励和所有的纳粹神话。实际上，男性危机横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其首要特征是男性面对妇女价值（本身为男性经验所改变）的退缩，随后的形式是一种对阳刚的过分投入，最终重归传统的坐标。两种态度标志着两次大战之间社会想象中男性身体的主要地位，其起源是战时的某种情色化。同性情色孕育于社会内部，说明男女同性恋者的形象为何混入30年代的风潮之中。他们同时是欲望和恐惧的对象，映照民众的幻想，但民众并未准备好承认自己的两面性。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标志是性行为的变迁。公众舆论受到矛盾潮流的激荡，在道德反对和自由改革之间难以选择。整个时期的同性恋仇视仍然非常明显，因为它由主要的机构教会、公众权力、媒体来传载。作为新的事实，同性恋成为一个必须谈论、分析、演义（romancer）的时尚主题。文学对这一主题的创作是前所未闻的。

尽管如此，宽容的进步仍然非常有限。两次大战之间构成一个交接时期，民众的恐惧和否定、科学进步与同性恋自身的要求相对立。虽然20年代中期人们可能认为进步力量取得长久胜利，但1931-1933年就明显表现出初现雏形的运动既不受一种真切的改变愿望的支持，也没有一种现代价值的广泛承认。




第六章





同性恋者，政治的筹码




任性的时间，裁决一切，



宣示爱情，而不是朋友们的死亡。



苍穹下，竞技者的阳光，



他们三人赤裸身体：古铜色的新德意志人，



共产主义者小职员和我这个英国人。
 

〔381〕






对于居伊·奥康让而言，同性恋是政治，它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同性恋关系承载着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萌芽，质疑其基础：家庭、权威、男权。作为消解、侵蚀力量，同性恋正中垓心。它破坏了道德的确信，创造新的超越于社会等级的联系。在二三十年代，这些潜质为当时的政治力量觉察。尽管他们宽容或羞辱同性恋者，但所有人都惧怕这股无政府力量，它几乎无法容纳于任何党派的纲领之内。但是，同性恋者是一个筹码，他们积极斗争，他们的支持总是求之不得的，但却没有足够分量让人接受他们的要求。作为敌人、反对者，他们则是理想的靶子、完美的替罪羊，吸引了辱骂而能保证公众的支持。




积极介入：政治角逐中的同性恋者



可否假设在性行为和派性选择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回答此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我们资料匮乏的时候。实际上，各政党关于党员出身的统计并不涉及性行为的特殊性。同样，同性恋组织也并不分析其成员的政治倾向。德国的运动组织较好，但表现得不问政治，虽然我们看到他们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接近，至少是在领导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会员都投票给左派，虽然运动的口号号召他们这样做。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据知名人士的见证来分析同性恋者与政治的关系，因为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中上层阶级。我们观察到当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多数同性恋知识分子投身左派政党、社会党，特别是共产党。当然，政治参与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性行为只是其中一个变量。尽管如此，这些知识分子特别强调自己的同性恋在政治介入的选择中所起的作用。



工人阶级的幻想



对工人阶级的幻想是当时许多同性恋者的一个主要论题，这不仅是二三十年代同性恋情色想象的一个主要侧面，而且也是许多同性恋者政治觉醒的原因。这种现象在英国特别普遍，但在德国和法国也有表现。斯蒂芬·斯彭德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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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之间有一种奇特的联系，而这无疑是英国特有的，虽然可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其形式为受到工人阶层青年的一种深深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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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看法得到所有人的证实，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无名的同性恋者：“当时的同性恋者以一种社会其他阶层所未见的从容穿透社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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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偶像的崇拜，工人阶级或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年承载着强烈的情色内涵。这是让人吃惊的，比如马塞尔·茹昂多的《回忆录四，学徒与男孩》回顾他少年时与父亲店里的年轻屠夫和学徒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骚动。同样，“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受到禁止，这在当时社会上层的同性恋者中并不罕见。他不能与他自己阶级或自己国家的一员一同解脱。他需要一名出身工人阶级的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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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两种不同的确信：首先是确信只有工人阶级能够为同性恋者的生理和情感需要提供解决；其次是确信同性恋者因为他们的性态而摆脱了他们的阶级，与各种出身的男孩进行接触。这种理想化在两次大战之间颇为典型，当时的工人子弟似乎属于一种特殊性：“在那个遥远的时期，郊区的年轻人有着金子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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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接受这种中上阶级对工人阶级少年的迷恋，这几近神话，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达尼埃尔·盖兰在其《青春自传》中得意地描写他与青年工人的多次约会：“对话在他简陋的学徒宿舍结束，他全无恶意也无需请求，就让我遍尝疯狂的爱抚，将他稚嫩的、渴望爱情的身体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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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这些段落，人们的印象是工人阶级完全自由，是性革命的典范，不计利益（不涉及服务的酬劳），非政治化（工人与望族的少年睡觉并没有异议），没有任何偏见和禁忌。这种对工人阶级的理想化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让人以为工人阶级对同性恋有很大宽容，这是难以证实的，因为出身贫寒的同性恋者的见证很少。但许多记述反映工人对同性恋相对淡漠：“同性恋如果是为了钱才做不被看作是不名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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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在伦敦东区完全被接受。我年轻时，我们定期去东区一间酒吧，我们的父母习惯去那里。他们用工作时的名字叫那些侍者，你好洛拉，亲爱的。好吗宝贝？你给我们唱一首？东区房屋密集的小巷里聚集一些家庭，在这家或那家，纵容并接受他们的儿子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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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作为取乐对象的主题在19世纪末已经普遍，滋养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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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王尔德描写过与“黑人作乐”的乐趣，而爱德华·卡彭特与他工人出身的情人乔治·梅里尔定居米尔所普，深刻地影响到布卢姆斯伯里圈子。但是，维多利亚朝的趣味是年轻的男孩，甚至是恋童癖，属于一种交易，而二三十年代将工人主题发展为“理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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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顾世俗歧视与之生活的伙伴——可能是终身。这种理想当然需要相对地看，多数同性恋者的许多经历是与偶遇的男孩，虽然他们也同两三个人维持有规律的关系。阿克利记述一生中有过200到300名情人，而盖兰则描写了他无耻的感官追求：“我只想增加、堆积、收集，掐着指头计算此类艳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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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年轻工人在发现自己只是一种可爱的休闲时，感到强烈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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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与一个工人朋友保持稳定关系的神话被小心地维系着。E. M. 福斯特的小说《莫里斯》表现了最彻底的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同性恋者可以独立于道德压制和社会差异而自由地生活。莫里斯在守林人亚力克身上找到了自己一直渴望的朋友，他宣称为了保全这份爱情准备接受社会的放逐。但是虽然《莫里斯》中两个少年成功找到了幸福而不再分离（人们不知他们此后如何生存），真实的状况却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通常很难理清这些缺少金钱、准备向有钱的绅士的引诱让步的年轻人是真诚的爱情还是隐蔽的利用。尽管如此，似乎信心占主导，带有很多天真成分，因为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将自己想象为皮格马利翁（译按：Pygmalion，希腊雕塑家，爱上了自己的作品），教育他们的被保护人，重塑他们的人生，通过自己的恋情将他们提升到本身社会状况之上。阿克利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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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排斥教育，但我不渴望教育，我可以自己补救。”有时，他们甚至设想一种真正的超越社会阶级的平等，仅仅通过同性恋的奇迹：“男子没有称他先生，这忽略让他得意。‘您好，先生’可能是对一个成年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富有的顾客最自然的问候。但是这有活力的声音却喊了‘你好，多好的天儿’，就像他们是平等的。”
 

〔395〕



 当盖兰记述他与青年工人的关系时，同样是对一种际遇的平等的信念让他激动：“我们成为真正的‘哥们儿’。”
 

〔396〕



 他认为一种真正的共谋关系将他与这些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个会使他遇到“意大利广场的另一些装饰”，而另一个又会“告诉他可以交往或应该回避的家伙”。虽然肯定有一种利益群体，但离建立在相互信任和理解上的真正的友谊还很遥远。

但是必须尝试着澄清二三十年代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性质。J. R. 阿克利对这个现象发表自己如下看法：“之所以我的寻觅引导我走出自己的阶级，朝向工人阶级即这种我从未能在本阶层内达到的纯真，是为了摆脱自己对社会低层的性行为所感到的负罪感。”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认识。上层的同性恋者往往接受一种清教徒教育，教育谴责性快感，当然还有各类性异常。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因为性而被人瞧不起，而在工人阶级中，性是自然的，没有束缚和偏见。此处必须辨清这个神秘概念：同性恋知识分子并未发现工人在性方面更自由，而是想当然的认为如此。理想化实际通过对他们发展的新环境的误解：“好奇多于贪欲，我冲向这些放纵的家伙，再没有黑暗的阻隔将我们分开。他们极度简单的生活方式、他们别致的男性着装、他们有时让我觉得玄奥的脏话、他们因户外生活晒黑的脸孔、他们肌肉的活力、他们坦率而自然的反常是当时任何人为禁忌、任何小资产者的偏见（他们比今天更不讨姑娘喜欢）都不能阻止和磨灭的。这一切让我吃惊，让我变形，让我着迷。”
 

〔397〕



 这种感情在奥登、斯彭德和衣修午德那里特别显著，地点的异国情调加上阶级差别。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同这些少年一起时感到一种美妙的自由。他过去只用英语做一些隐约的暗示，现在他可以用德语直接要求他想要的东西。他有限的语言知识迫使他直截了当，用外语说性词汇不会让他难堪，这与他在英国的生活没有联系”。
 

〔398〕



 因此，对于衣修午德，英国代表异性恋和情色禁忌，他不断地想着国外。摄影师汉弗莱·斯彭德是斯蒂芬·斯彭德的弟弟，他发现衣修午德失业工人出身的年轻德国情人海因茨是“他一生的决定性因素——是他在国与国间的所有漫游的原因”。
 

〔399〕





在同性恋者对工人阶级的态度中似乎有一种自卑感，也可能是一种负罪感。他们对使自己得以供养男孩的物质优裕感到羞耻，力图接近他们、否定障碍。这种关系可能属于一种施虐／受虐形式。马塞尔·茹昂多喜欢想象一些夸张的情节，他在其中被年轻工人羞辱：他邀请一些工人、一些罪犯到他的房间，请求给他们修指甲或者用石膏给脚打绷带。奥登与他的几位德国伙伴的关系发展为拳打脚踢。虽然威胁是潜在的，但我们仍然惊异众多英国同性恋者渴望与警察交往，这原本应该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人。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对此种对秩序力量的矛盾的激情感到吃惊，她发现普洛美尔、沃波尔、斯彭德、福斯特、奥登和阿克利皆是如此。
 

〔400〕





然而，关系要复杂得多。男孩不仅仅是一种性的解脱，还是一种同性恋理想的化身。在这个为身体平反的时期，在对身体和生理价值的歧视中长大的中上层阶级的同性恋者怀有强壮而健康的工人幻象。他们通常体形瘦小（E. M. 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布赖恩·霍华德），追求因为劳作而身体强健的体力劳动者：“我很快找到理想的伙伴。这是个海员，一个强壮的水手，一个工人阶级子弟，简单、正常、没受过教育。他在海员圈里是著名的轻量级拳手。他的皮肤像丝绸，肌肉发达，完美的身体像克里特岛的美男子，看着就是种享受。他棕色的眼睛、微微猴相的脸、丰满的鼻子和厚嘴唇立刻吸引了我。”
 

〔401〕



 往往会是一个青年工人，他因为别人的崇拜而自豪，他一般肌肉发达，为引人注意的美貌而自恋。吸引力是双方的。同性恋者崇拜工人，而工人在不断恭维下自己也有所意识，有时会失去他们魅力中的朴实：“莫里斯代表我最喜欢的类型。他的肩背像运动员，轮廓坚毅，脸长得像波旁王族。他擅长游泳和水球。他不华贵，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本身已足够，不需要衣装。衣服是瘦弱者的伪装，对强壮者纯属多余。他有健美运动员的自恋。他喜欢展示肌肉，他漂亮的肌肉是他的骄傲和本钱，他知道这对他的男女追求者的魔力，甚至他自己对此也觉得得意。他颤动、隆起他的肌肉，对它们说话就像是对陌生人。‘我漂亮的壳’，他小声对自己说，在镜子前面摆出古典拳击手或掷铁饼者的造型。”
 

〔402〕



 阳刚的象征、身体的优越、强弱的对立之下的这种关系常常转为肉搏，成为男孩们做爱行为中的角力：“转变为性行为的打斗对这些德国男孩来说似乎是非常自然的，让他们幸福。也许是因为这是不能同女孩做的事情，或至少不能在生理平等基础上，某种他们喜欢的存在于两个男子之间的攻击－吸引的感情表述。也许这种略带虐待的游戏是德国的性爱特征。他们中许多人喜欢被人用腰带打，不是很重。”
 

〔403〕



 身体施展着一种魅力，其力量是无限的。在E. M. 福斯特的《伍拉科特大夫》中，一个残疾者以为在他的情人一个农场男孩的怀抱中重新找回了力量：“他向他张开手臂，克力桑特接受了邀请。克力桑特常为自己的病骄傲，但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体自豪。他从没想到自己会招人喜欢。突然的意识让他迷乱，他名誉扫地，但他并不孤独，他有个人可以依靠，肩膀宽阔，皮肤晒黑的胸膛，双唇在亲他时微微张开。”
 

〔404〕



 青年工人似乎居住在一个神话世界，那里的价值相反，所有的禁忌都得到许可，而幸福是可及的：“来我这里，你将像我一样快乐、强壮。”
 

〔405〕



 两个阶级之间产生一种磁力现象，但从未达成平衡，因为他们因财富、社会地位和文化的隐形障碍隔开。所以幸福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特别是因为青年工人的吸引中附加着要占有“正常”的、异性恋男孩的愿望。奥登苦涩地描写了调和两种渴望的不可能性：“有两个世界，不能同时属于两者。如果你属于第二个世界（讲究的知识分子），你将永远不幸，因为人们总是爱上第一个世界（身强体壮者的，而非知识分子的世界），虽然人们同时看不起它。另一边的第一个世界不会返还你的爱，因为它天性只爱自己。”
 

〔406〕





对工人的迷恋很快掺杂了一种对中上层阶级的厌恶，似乎在一个被认为过于体面和卫道的阶级内部，性不可能是自发的和自然的：“我觉得上层阶级的男孩有些娇气，不够强健。我们全都装得一本正经，多少有些拘谨。这一切都需要放松。”
 

〔407〕



 这种身体崇拜同时成为一种对知识分子价值的贬低。首先，工人文化作为一个纯洁、保存完好的新世界引人入胜：“工人阶级男孩较少保留，较少想法，他们的友谊向我展开生命中有趣的领域，是我从前未知的。”
 

〔408〕



 但是这种摆脱自身阶级的愿望很快成为职业知识阶层中一种不合时宜的积极反智主义。同性恋者为了向朋友证明他从此与他“一边”，不再满足于分担其忧虑，他愿意否定自己的文化和自己过去的所有印记：“有一种阶级的原始本能，一种叛逆者的苦涩。对于他，我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一个资产者，他通过我来报复。因为他缺钱，他让我卖掉一部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少女们身旁》的珍版，有作者大量手迹。我毫不犹豫地作了牺牲，乐于向他作出这样爱的证明，但他通过鼓励我这样做而感到一种反知识分子的乐趣。”
 

〔409〕



 福斯特的小说《安塞尔》表现为这种阶级冲突的一种比喻。爱德华是一个可能成为大学教师的年轻人，他隐居乡下写毕业论文。在那里他重逢儿时的伙伴园丁安塞尔，
 

〔410〕



 他羡慕他的力量和思想自由。但是在路上他的车翻了，博士论文写作所必需的所有书籍和笔记都落入河里，他只能抢救一两本。因为这次命运的改变，爱德华明白真正的生活在自然中，在安塞尔身旁，他放弃了求知的抱负。这个例子特别能反映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认同过程。他们首先受到工人阶级子弟的性吸引，进而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缺乏教养、他们的自由。智慧因而成为压抑和禁忌的同义语。

这种认同很快成为对他们自身阶级的弃绝。鲁珀特·布鲁克斯首先宣布：“我恨上层阶级！”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解释说，自己受此类男孩吸引的原因是他对资产阶级的反感，这导致他自觉追求的不仅是其反面，而且是最能震惊资产阶级道德的东西。
 

〔411〕



 W. H. 奥登在德国时表达了相同的感情：“德国无产阶级是善意的，但我不喜欢其他人，所以我多数时间都跟少年犯们在一起度过。”
 

〔412〕



 斯蒂芬·斯彭德走得更远，他解释说：“我对家族的态度的叛逆使我同样反叛道德、工作和纪律。我暗自对违法者、最被人看不起的人、堕落者、懒汉、迷途者着迷，我渴望给予他们所有被体面的人们否定的爱。”
 

〔413〕



 有趣的是，我们在法国的达尼埃尔·盖兰那里找到了同样的词句和辩解：“我对下层子弟的兴趣中一部分是对既定秩序的叛逆，对我家庭的反叛。如果我很清楚是生我的人传给我他的趣味，这就会不再是我独有的，不再是叛逆的。”
 

〔414〕



 因此两代同性恋知识分子有时对民众阶级体验到一种真正的移情作用。跟着这些被渴望的男孩，同性恋者学会观察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因为他们爱其子弟，他们就会爱其家庭，很快就爱上他们的环境：“吉米和我之间的阶级和兴趣的差异，肯定提供了一些相当于性别差异的神秘元素。我实际上爱上了他的出身、他的士兵职业、他的工人家庭。”
 

〔415〕



 因为熟悉了他们情人的经济和家庭困难，富裕阶层的同性恋者发现了受到英国危机打击的工人们的消沉和德国无产者的贫困。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想发生转变：“多亏了瓦尔特，我想象出遗弃、道德沦丧、失业的打击。我觉得自己想象到了某种在思想中叫做‘革命’的东西将改变他的命运，我感到自己作为富裕阶级的成员对他欠了债。如果他偷窃，我理解他所能偷窃的永远不及社会剥夺他而给予我的多，因为我属于一个阶级，它的金钱使我能够自动从这些偷窃的制度中获利，自动接受体面的伪装。所以我明白了有两个盗窃阶级：社会的和反社会的。”
 

〔416〕



 同性恋的本质是平等。通过性行为，两个性伴侣忘记了他们的最后差别——出身、阶级、种族——而只看到同样命运联结的两个情人，“因为在这种浪漫的、反时代的生活中，大使和苦役犯做朋友”。
 

〔417〕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性恋者约会的奇迹是两次大战之间特有的。这是两个被社会排斥、不被接纳、受到歧视的群体的会合，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低下的。“我可以同犯法者交谈，因为我自己也是犯法者”，斯蒂芬·斯彭德承认。
 

〔418〕



 除了社会差异，是共同的斗争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同性恋者和左翼政党的联盟虽然是矛盾的，但这是一种解释。



投身左翼的同性恋者



在20年代，“同性恋成为动摇体面的见解和动摇制度的一种手段。有什么比拜访同性恋者更好的方式来宣布自己反对社会正统道德？同性恋像如今的毒品一样引起犯罪的兴奋和确保能够羞辱老一辈。”
 

〔419〕



 不要以为这种态度局限于英国，在那里同性恋受到法律镇压。在法国，自称是同性恋者对于一个良家子弟来说也是一个政治行动，有时我们不清楚是否同性恋卷入政治还是情况相反。“当我进入社会斗争，我觉得自己是同性恋者，也是革命者，不能区分智性成分（阅读、思考）和感性成分（对工人阶级的肉体吸引、反叛、抛弃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环境）。”
 

〔420〕



 作为“反常的”性态，同性恋解释了反潮流的立场：“接纳马塞尔时，我的言论不仅是感情层面的，其中已经有一种超越社会的趣味。我挑战自己的阶级。”
 

〔421〕



 做同性恋者，就是在边缘。选择一种极端的政治斗争就是将排斥逻辑推向极致，践行正统社会认为同性恋者是潜在危险和叛徒的指责。“同性恋者不论他知道和愿意与否，都潜在地是一个反社会者，所以是一个潜在的颠覆者。”
 

〔422〕



 最后，通过投身革命政党，同性恋者希望能够推动自己的事业。对工人阶级的热情、苏维埃立法所引起的希望，维系着同性恋与革命之间有一种自然投契的想法。米歇尔·迪·科格利提到某些同性恋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天真热情。在蒙马特的一间咖啡厅他遇见“一个年轻的制图员，大鼻子，宣称自己对希尔施费尔德和莫斯科的信心，他竟然以为莫斯科是同性恋自由和民主自由的福地。”
 

〔423〕



 关于工人阶级同情同性恋者的神话解释了对一种平均主义的、对少数群体宽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仇视同性恋的丑陋偏见不能仅仅通过我称为改良的手段来对抗，通过说服、通过向异性恋对手让步，只有通过一种反权威的社会革命才能将之从意识中最终去除，就像对种族偏见。”
 

〔424〕



 达尼埃尔·盖兰如此确言。正是在20年代，同性恋者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可能是一种政治筹码。



和平主义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已经因为采取和平主义立场而与众不同。第二代同性恋者在30年代接过了火炬。众多前列的英国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青年、特别是德国青年的友谊，被视作对正统社会的一种挑衅。在战后拥有一位德国情人，这是叛卖所有死于堑壕战的人们，是抛弃祖国，是以快乐和变态的名义来整体弃绝构成苦难中成长的这一代的凝固力的东西。这是自我表明是罪犯，正式站在敌人一边：“公众的仇恨产生私密的爱情。爱你的敌人！我的上帝！我爱这些英国的敌人！”
 

〔425〕



 这种与敌人的友爱部分地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作战所感到的异常的负罪感：“如同我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我纠缠于一种恐怖情结和与‘战争’的想法相联系的欲望。‘战争’在它纯粹神经症意识上意味着考验。考验你的勇气、成熟、性的果敢。‘你是真正的男人吗？’我在无意识中相信我渴望这种考验，但我也害怕失败。我如此害怕失败——实际上我如此确信自己会失败，因而我有意识地否定自己被考验的欲望。我否定自己对‘战争’的想法的病态的强烈兴趣。我自称无所谓。我说战争是下流的，甚至不刺激，一种麻木，一种难堪。”
 

〔426〕



 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和平主义是这种掺杂着仇恨的迷恋的产物。菲利普·托因比承认
 

〔427〕



 ：“在我们30年代初的和平主义高峰时期，我们实际上几乎爱上了我们所揭露的恐怖。”斯蒂芬·斯彭德儿时便遗憾缺少自己可以为之战斗的事业。在牛津，与未经验战争的同代人一样，他承认嫉妒那些一次大战的战士，就像是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的可能和胜利的光荣被剥夺了。但是在中学时，他同奥登及其朋友一样是激烈的和平主义者，仇恨教导团（Officer Training Corps），当时在公学中仍实行强制军训。战争的神话、战壕的恐怖、武装的荣誉和厌恶混合在一起，这一代人没有可以吹嘘的过去，他们对错过的事件有深刻的意识。所以二三十年代的同性恋生活往往是通过对制服的热情、对战争的戏仿，包括国民卫队士兵、水手、警察。E. M. 福斯特指出，不论是什么制服都好，哪怕是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司机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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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战争、与德国工人阶级男孩的关系的政治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最真诚承认自己的政治动摇：“要嘲笑这种同性恋浪漫是很容易的。但那些法西斯国家的领导人并不笑——他们明白而且利用这些幻想和欲望。我自问，如果一位足够聪明的英国法西斯领导人以一种隐蔽的、友好的方式向我传信，我那时会如何应对？我想他只要半个钟头就能让我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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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他们与德国工人阶级的特别关系，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学会了爱德国，某些人此后也绝不会与之战斗，比如奥登和衣修午德1939年离开英国前往美国。但是，和平主义的选择已经被奥登和斯彭德超越，他们支持过西班牙国际纵队。但是他们虽然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接待政治难民，参加拒服兵役者活动，他们做不到拿起武器与德国作战。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在《克里斯托弗及其同类》中解释说，当他的朋友海因茨作为同性恋者而成为纳粹的镖靶，他对他们感到一种无条件的仇恨。但是海因茨很快便被迫穿上军装，加入德国军队。衣修午德当时的心理说明了同性恋作为一种包容意识所能起到的作用：“让我们假设，克里斯托弗现在对自己说纳粹军队是受我支配的。我可以一按按钮就摧毁它。这支军队以酷刑和杀害平民著称——除了一个人，海因茨。我会按下按钮吗？不。等等，让我们假设，我知道海因茨参与了罪行。那么，我会按下按钮吗？克里斯托弗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这是一种纯粹情绪化的反应。现在让我们假设军队进攻并遭遇了唯一的损失——海因茨本人。现在我会按下按钮摧毁这些罪犯吗？这一次没有情绪化反应，而是一个明确的回答，无法逃避：一旦我因为海因茨而拒绝按下按钮，我永远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支军队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某个人的海因茨，而我没有权力偏袒。于是克里斯托弗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和平主义者——虽然这是他只能带着反感来接受的自己思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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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产主义和极左派



同性恋使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接触，在他们的政治立场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达尼埃尔·盖兰在自传中在工人阶级男孩的吸引和自己的政治参与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他出身资产阶级，正是他与工人男孩的亲密关系开启了他的社会良知。他发现了贫困和隐蔽卖淫。他给男孩们的金钱是一种弥补形式，赎买他对自己出生于有利环境所感到的负罪感：“我对于所谓卖淫不感到任何不快。我的伙伴们充其量只是一些被过度盘剥的或失业的工人、报酬微薄的军人，我补偿他们社会和军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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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兰后来一句代表性的话说明这种独特的情境：“通过阴茎崇拜我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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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对同性恋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思考。他如下描述自己的政治历程：“我朝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是客体性、智性层面的，而是主体性的、生理性的、出于感觉和心灵的。这不是书里写的，是在我自身，首先是通过那些性压抑的时光。通过接触这些被压迫的青年我学会了仇恨既定的社会秩序。肉体的追求使我跳跃了社会的障碍。除了肉体诱惑以外，我因努力而坚强，我寻找友爱。我想在社会主义中寻求的正是加倍的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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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革命道路就是以某种方式被工人阶级接纳。当盖兰谈到“这种我自己的生活所排斥的民众子弟的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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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带着伤感和遗憾。盖兰发现自己的社会出身和性取向始终是政治融入的一个障碍：“某个同志为了唤起我的宽容和把我与真正的无产者区分开而将我轻蔑地当作理想主义者。另一个同志当他风闻我的性差异时辱骂我。我总是这里或那里不合他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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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的是，同性恋作为政治参与的动机被认为是可疑的。很难认真对待一个似乎感情用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与情色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相关联。对于同性恋者，他的性态已经有“叛逆”性，是一种政治行为，而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其中混合着一些偏见和不相容性。盖兰对此有充分认识：“我决心利用自己的特殊情爱形式——至今为止是失控的、浪费的、相对反社会的——而使其服从更崇高的目的：全体的解放同时是我自己的解放。通过不同途径加入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无疑很难理解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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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团体内部对同性恋下意识的不宽容以亨利·巴比塞在《边缘》杂志（1926年3月15日）的文章为代表：“我认为这种自然本能的变态同其他的变态一样，是当前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社会和道德堕落的征兆。颓废知识分子的好意只会加强健康而年轻的民众力量对这些病态和做作学说的代表所感到的蔑视，而我认为，这一切将加速愤怒与复兴的时刻。”直至1968年盖兰都试图掩盖自己的同性恋：“我同类的人这段时间最难忍受的是一直恐惧我们的同志，一旦现场抓获，我们的同性恋倾向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引起他们的蔑视甚至反感。必须不惜一切地沉默、隐藏，在必要的时候说谎，为了保留革命的‘体面’，其代价是如果露出面目便有堕入污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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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的参与可能采用更极端的形式。最著名的事例是苏联特工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伦特和唐纳德·麦克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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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吉斯是伊顿毕业生，1930年进入剑桥，在那里他的魅力和怪异引人注意。他是活跃的同性恋者，与安东尼·布伦特交好，布伦特曾在马尔伯勒公学学习，那里同性恋崇拜风行。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样属于唯美派，发展一些同性恋关系，但是比伯吉斯行事谨慎。正是布伦特在“使徒”内部配合伯吉斯。伯吉斯当时引起彭布罗克学院经济学教授莫里斯·多布的注意，他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大学教师之一。他将他介绍给金·菲尔比。伯吉斯与其他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一样受工人阶级子弟的吸引，喜欢同他们讨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和政治危机。他在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艳遇，对卡车司机、工人、大学生和退休教师一视同仁。从1933年到1934年，他开始写博士论文《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布伦特加入共产党是受到伯吉斯的影响，他对他狂热迷恋。伯吉斯以同样方式说服唐纳德·麦克莱恩，当时他在性和政治方面都不确定。1934年进程加快。菲尔比到剑桥的一次访问是决定性的。伯吉斯充满热情，菲尔比招募他进入苏联间谍部门。于是伯吉斯1934年夏天去德国完成政治培训，随后与安东尼·布伦特去了苏联。1935年，他成为一名极右同性恋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的助手，他是盎格鲁－日耳曼会成员，这个组织集聚了纳粹的同情者。伯吉斯获取麦克纳马拉信任，他们两人一同组织了到国外主要是德国的性旅游，在那里麦克纳马拉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有些关系。伯吉斯成功地与许多同性恋高层人物结交，比如爱德华·普费弗，此人是爱德华·达拉第的秘书长、战争部长、法国情报二处和英国军情六处特工。麦克纳马拉和伯吉斯多次被要求参加普费弗家和巴黎一些夜总会的聚会。有趣的是，伯吉斯的同性恋在他加入共产党和间谍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伯吉斯有20年代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公学、剑桥、工人子弟的吸引。但是，他也是30年代的产物，他对工人阶级的发现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投身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在“红色”牛津不断增长的倾向。在谍报方面，他的同性恋本来可能是一种缺陷。菲尔比将性倒错看作是一种病态，并不与伯吉斯谈这个话题。同样，伯吉斯的苏联联络人尤里·伊万诺维奇·莫丁也不反对：“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但我认为这以某种方式方便了我们的关系。”
 

〔439〕



 这种默许的原因似乎在于同性恋网络的有效性，即著名的“同性恋国际”：伯吉斯的同性恋为他打开了多扇大门，使他得以接触国家机密，与政治各界交往。同性恋的团结起了充分作用。伯吉斯是巧妙的诱惑者，能够迷惑他的情报人或完全欺骗他们。剑桥间谍的成功在战后重新掀起以叛国和内部敌人为主题的仇视同性恋运动。

投身共产主义并不总是采用如此极端的形式。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斯蒂芬·斯彭德在整个时期都与马克思主义接近。斯蒂芬·斯彭德最终于1936年在赴西班牙之前加入共产党。他的情人海因德曼稍后也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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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立场并不容易。斯彭德回忆当他们在剑桥的一个朋友宣布入党时他们极为震惊：“我们将此视为非同一般的行为。共产主义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极端事业，几乎是反天性的，而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任何一位朋友会是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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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彭德的加入很大程度是情绪化。他支持德国工人阶级，否定自己的出身：他被一种与自己社会阶层、文化、优越境况相关的深深的负罪感困扰。对于斯彭德，同性恋和政治始终相联。在他1935年的诗作《维也纳》中，面对多尔福斯清除维也纳社会主义者，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同时他回顾自己与“吉米”的爱恋关系：“我想要说明，两种经验虽有差异但却有联系。因为两者皆强烈、情绪化和个人化，虽然其一是公共的，另一个是私密的。两者互为依靠，因为在一个人性被公然践踏的世界，私人感情也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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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战争将揭示斯彭德的政治参与基础中的矛盾。1936年，他不仅加入英国共产党，还出版了一本政治思考的著作《超越自由主义》，被选为左翼读书俱乐部当月读物。而且他离开海因德曼并结婚，这种突然转变使他措手不及。当海因德曼入党并随后加入国际纵队时，他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很快海因德曼便后悔自己的参与。斯彭德于是接受《工人日报》的建议，他们请求他报道苏联海军舰艇被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击沉。他找到海因德曼，后者请求他帮助自己从国际纵队脱身。斯彭德获准让他不再作战，但海因德曼做了逃兵。当他试图为他辩护时，他的问题暴露，英国共产党明确表现出对同性恋的仇视。“我觉得很清楚您为什么单单不承认这位同志没有价值”，这是对他的驳斥，而下面的意见听着像是警告：“您认识太多男孩对您没有好处。”最终，海因德曼获救并被遣送回英国。斯彭德于1937年夏天回到西班牙，作为在马德里召开的“作家大会”代表。大会让他十分失望。他没有再返回西班牙。奥登也曾受到与“青少年犯罪”群体交往的深刻影响，他在他们中间遇到几位德国共产党党员。在加布里埃尔·卡里特和爱德华·厄普沃德的影响下，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增长。1932年8月，他发表诗作《被人当作共产主义者》，以呼语“同志们！”开头。很快，他在1932年9月接着发表《英俊的剪影》。1933年4月，他在《信使》报发表文章《怎样成为机器的主人》，宣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仍然是浪漫性的，从1932年秋天起他就曾致信鲁珀特·多纳：“不。我是一个资产者。我不会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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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于1934年宣布同性恋为犯罪后不久，对共产主义的好感也消失。纪德的事例是启示性的。纪德以一部彰显享受和自由的著作奠定自己的作家声誉。他的《地粮》（1897）曾为一代人的指引。他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从众的揭露、他的同性恋要求促使他同样质疑20年代法国政治。在《刚果之行》（1927）和《乍得归来》（1928）中，他揭露殖民主义。从1932年起，共产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解放人类的学说，使人类远离资本主义的虚伪而得以完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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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法兰西杂志》上，他说出自己渴望看到“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一个没有隔阂的社会能够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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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德的认可首先是精神性的，他厌恶任何积极参与。希特勒掌权使他决定站在共产党一边。他成为一名“同路人”，参加多种斗争行动：他名列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刊物《公社》的编委会，主持集会，与马尔罗一同赴柏林为国会纵火案后入狱的季米特洛夫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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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他主持巴黎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开幕式。他的热情很快低落。他1936年的苏联之行是一次大幻灭，虽然他受到隆重的接待。苏联的实际与他所希望的非常不同，在那里人们并不比别处更超脱习俗。对同性恋的镇压同样在他的否定中起了作用。在《苏联归来》中，纪德只在一个注解中谈及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反堕胎法是否说得通？它回应一些非常可悲的滥用。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何看待更早些的反同性恋的法律呢，将他们归入反革命（因为性问题中的不合规矩也要受到追究），对他们判处五年流放，如果流放改造不好还可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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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也讲述了他如何同朋友们一同试图缩小这则消息的影响，引述在英美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此类法律。但社会主义的神话受到动摇，因为假设中的由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新社会如果排斥同性恋者就不可能比其他社会更好：“因为如果共产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制度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这是否会使他们对同性恋者的不公正更加不可原谅，而他们的虚伪更加卑劣？克里斯托弗明白自己现在必须与共产主义者脱离，即使是作为同路人。他可能在某些场合接纳他们为同盟，但是他绝不可能将他们视为同志。他绝不会重新陷入迷惑，绝不否定自己种族的权力，绝不为它的存在抱歉，绝不想以受虐的方式在虚假的集权主义上帝、最大多数的最伟大的神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只有那些祭司拥有决定什么是‘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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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的认同从此明确。虽然曾经在政治选择上举足轻重，虽然能够改变阶级行为，但是认同首先确立的是自身的存亡。希特勒1933年掌权和苏联实行斯大林主义是强加于同性恋者的两个主要威胁，结束了他们对国际解放的希望。1933年，选择已做出，同性恋事业从此优先于其他政治、社会和智性的归属：“作为同性恋者，克里斯托弗曾在难堪与怀疑之间游移。当他感觉自己正在一个以集体行动为重的时刻表达一种有利于个人权利的自私请求时，他变得很为难。当他以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来考量政府和党派，他变得怀疑起来。他对他们的挑战是：‘好吧，你们在谈言论自由。这是否包括我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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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的迷恋？



并非所有同性恋知识分子都投身左翼。有些人为法西斯模式着迷，它符合某些同性恋圈子中流行的美学和政治理想。法西斯的诱惑很少通过积极加入来实现，诱惑仍属于好感、接近的范围。它在巴黎女同性恋群体中奇怪地得到了特别的反响。所以了解同性恋对法西斯的参与也是重要的，虽然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性，比如社会立场。尽管如此，应该探究这种从原则上反对同性恋者的政治运动的吸引力。



精英和贵族的同性恋



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一部分主张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男性联盟的理论家汉斯·布吕厄认为，一个男性国家是理想的政治形式，他对之衷心地呼唤。他还是阿道夫·布兰德的运动唯一者联盟的成员，其意识形态是贵族的、反女权的和反平均的，直接与接近社会主义的人道科学委员会对立。布兰德和布吕厄没有加入纳粹，但他们在30年代并不担心，虽然他们曾是德国同性恋群体的著名人物。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曾围绕16岁夭折的少年马克西敏的崇拜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诗歌和贵族团体，他也曾与纳粹接近，但拒绝厕身其间，他流亡瑞士时去世。所以必须谨慎对待这个问题，德国同性恋的精英主义倾向受到一个浪漫的怀古模式的启发，接近民粹主义多于法西斯倾向。虽然他们的思想可能使他们接近纳粹，但他们没有投身国社党。似乎是因为纳粹的民众构成而不是对同性恋的态度阻碍了他们加入。对于许多“贵族”同性恋者，纳粹党是粗汉和边缘人的乌合之众，并不能使德国社会复兴。

我们同样看到二三十年代许多女同性恋者采取接近法西斯的政治立场。这个问题震动了聚集巴黎的女同性恋知识分子群体，她们分成鲜明的两个阵营。一些人如究娜·巴恩斯、西尔维亚·比奇、柯莱特、希尔达·杜立特尔、珍妮特·弗兰纳、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选择了自由派阵营。然而，罗曼·布鲁克斯、拉德克利夫·霍尔、露西·德勒吕－马尔德吕、利亚纳·德·普吉、艾丽斯·托克拉斯、尤纳·特鲁布里奇、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纳塔莉·巴内与法西斯接近。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种矛盾选择：后者的特征不仅是其多数成员的可观财产，还有其反犹主义。这些妇女矛盾地模拟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通过与法西斯分子接近，她们希望自己是歧视女性的、仇视同性恋的，她们将对他人的仇恨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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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非但不起而反对这种只想压迫她们的意识形态，反而认同反动力量。她们默默追随敌视她们的法西斯纲领，以为她们的经济特权、她们的社会阶层甚至她们的宗教会保护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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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以为未来的战争将结束她们所熟悉的西方文明，而她们随后可以在她们以为法西斯主义将要建立的贵族和文化制度下恢复以前的社会方式。

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事例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她致力于建立的女同性恋模式很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价值。拉德克利夫·霍尔自己认同为男性，所以实际上认同男性事业。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她对妇女命运发展的看法是悲观的和让人不快的。少数妇女将能获得独立和占据一些责任岗位，而多数妇女始终情愿束缚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性问题以外的所有领域，拉德克利夫·霍尔代表着英国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保守价值。作为富有的女性，她忠于保守党，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机构。在她的诉讼中，她震惊地看到她的著作只受到工党维护。30年代末，她定居佛罗伦萨，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颇有敬意。比如在与一个想诈骗的商贩争吵之后，她求助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在类似情况下，党真是一种安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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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形势的恶化在她看来是凡尔赛和约和犹太影响的直接后果。在与她的朋友俄国流亡者艾芙哥尼亚·苏林接触后，她的反犹和反共加剧：“犹太人。是的，我开始真正害怕他们。当然我害怕的不是在英国的几位亲爱的犹太朋友，而是普遍意义的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恨我们，他们想引起欧洲战争，然后是世界革命，为了将我们全部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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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格特鲁德·斯泰因投身右翼只是她反女权和反犹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她与艾丽斯·B. 托克拉斯结成的一对“夫妇”几近漫画，建立在严格的角色分工之上，艾丽斯局限于“女性”工作，只有格特鲁德接受“知识分子”的赞誉：“异性恋社会很少受到一种在文化上如此确定的关系的威胁。斯泰因写作和睡觉，而托克拉斯在做饭、刺绣和打字。她不是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她是反犹的犹太人、歧视妇女的女同性恋者、对经济无知而且反对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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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人经历中的盲目让人吃惊。邓南遮的女友罗曼·布鲁克斯在佛罗伦萨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墨索里尼充满信心。1943年7月25日，当人们宣布逮捕她的时候，她在日记中写道：“随着墨索里尼入狱，一个统一欧洲的梦想也破灭了，这是法西斯党人说的。随着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不断进展，噩梦加剧了。”纳塔莉·巴内也在佛罗伦萨定居，她在那里建立一个小圈子，对所发生的事件全不了解。格特鲁德·斯泰因留在法国，为维希政府翻译英文文件。柯莱特的态度同样暧昧，她的某些作品在《格兰瓜尔》上连载，特别是在1936年9月的《美景》上连载。在一期《格兰瓜尔》上，她揭发莱昂·布卢姆并非祖籍法国，指责萨朗格罗，报道纽伦堡年会将希特勒称为“法国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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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她1938年3月在左右翼作家宣言上签名，号召法国人团结于阿拉贡、马尔罗、马里坦、莫里亚克和蒙泰朗一边，但她在战争期间继续在卖国报刊如《小巴黎人》上发表不问政治的文章。《朱莉·德·卡耐扬》在1941年的《格兰瓜尔》上发表。1942年11月，她卖给《花束》报一篇关于勃艮第的文章，她的传记作者赫伯特·罗特曼指出，该报当时把勃艮第说成是一个旧德国省份，将柯莱特的文字变成宣传。还需要了解是否她受到操纵。但不管怎样，作家在这方面是失之轻率，她从未对政治问题采取明确立场。她的出版物通常远离意识形态和战争问题，证明她并不明白其中利害。另一些作家只是选择了默许的合作。比如在德国，畅销的女同性恋小说《蝎子》的作者A. E. 魏劳赫在第三帝国时期继续出书。她没有加入国社党，但她成为纳粹作家组织国家写作协会的成员。

许多女同性恋者被自己的特权迷惑，关心保全自身的小集团，她们仍然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分析充耳不闻，她在《三畿尼》中确言女权主义与建立在社会父权观念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对立的。逃亡巴黎的女同性恋者之所以可能自由体验她们的性生活，是因为她们的社会和经济的优越。她们因为这些特权而与同样压迫她们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因此，她们并不试图反对一种符合她们内心确信的意识形态。



情色和美学的吸引



纳粹施与某些同性恋者的情色和美学吸引更加难以辨清。在《袋鼠》中，D. H. 劳伦斯将群众的说服力与潜在的同性恋联系起来。比如袋鼠，他是澳大利亚迷人的政党领袖，同时通过自身强烈的媚惑力和政治理念来吸引门徒。主人公理查德·埃文斯虽同情社会主义，但一段时间也受到袋鼠的一种近乎肉体的引诱。政治斗争、工人友爱以一种男性联盟的方式结合，将同志友爱作为直接行动的基础。

对于其他同性恋者，法西斯的吸引带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追求。因为认同了社会的偏见，他们竭力证明自己的“卑劣”。自卑、恶行、叛卖形成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灭亡之路上的几站。莫里斯·萨克斯的立场在这方面是典型性的。萨克斯生于1906年，原名埃廷豪森，是犹太人，但拒绝承认。他在儿时就想成为一个女孩。他在一所仿照英国模式的学生自治的学校就学。萨克斯后来被几个学生凌虐，可能被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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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中有许多体育活动，男孩间结成特殊友谊，他的小说《巫神夜会》记述这一段的放纵。最终1920年许多学生被开除。随后，萨克斯出入时尚场所，与著名的同性恋者结交，如阿贝尔·赫尔曼、让·科克托。他遇到阿尔贝·勒屈奇亚，是普鲁斯特笔下朱利安的原型。1926年，他进入阿萨街的加尔默罗修院团体，但他爱上一个15岁的美国少年汤姆·平克顿。丑闻结束了他的宗教生涯。他随后继续过一种混乱的生活。1936年，虽然此前他一直对斯大林主义怀有戒心，他仍签约写作《莫里斯·多列士与共产主义的胜利》。同一时期，纪德从苏联归来，萨克斯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落伍。1940年后，他继续自己的边缘生活。他走私，与战争的获利者交往，肩负一些肮脏使命，但他与德国人没有关系。1942年，他突然离开自己的公寓，行踪变得诡秘。1942年他在汉堡，虽然他是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而且不说德语。有可能从1942年起，他在法国加入盖世太保。在德国，他在一个俘虏营做义工。他遇到一个反纳粹的同性恋医生，晚上为他翻译伦敦的广播。随后，他结识另一名同性恋医生，但他是纳粹分子，任命他为另一个营地的法国领班。1943年4月末，他想结束这种活动，但希望继续为德国效劳。1943年11月16日，他和朋友们因为同性恋违反第175条被逮捕。他被关押在汉堡北部的富尔斯比特尔监狱。他死于1945年4月，在英军到来前一天被同牢房的伙伴打死。他是绝对的边缘人，同热内一样曾将反忠诚作为生活方式。他信仰尼采，受到纪德及其无动机行为理论的影响，他安排自己堕入地狱作为对一种永远待赎的罪行的必要惩罚。




误解或者叛卖：清教思想与机会主义之间的左派



在20年代，许多同性恋者相信左派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世纪末以来就对同性恋者的事业表示出兴趣。俄国革命确立了左派支持性少数的想法，因为左派决意使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利战胜虚伪保守的资产阶级道德。但是，左派的态度在30年代的绝对化之前是暧昧的和不稳定的。



对苏联的幻想



对于英国和德国同性恋者，苏联在20年代代表着参照的一极。1918年，布尔什维克俄国对同性恋免于刑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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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苏联置身20年代性改革的前列，为之赢得欧洲同性恋者的感激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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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同性恋免罪，布尔什维克代表进步力量。他们似乎带来一种新的性道德，不是建立在虚假的体面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身体平反和性交流平等的基础上。但是在1934年，同性恋作为“法西斯的变态”在苏联重新成为罪行。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对同性恋的立场从未明确。关于这个问题的基础文本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分工在其中未受到质疑，异性恋被认为是自然倾向。同性恋主题在其中只是在谈到古希腊时附带地提及，是以最否定性的方式：“但是与妇女的堕落相对的是男性的堕落，腐蚀他们直至沉沦于进行鸡奸并通过以甘尼米（译按：宙斯的侍酒少年）的神话污损他们的神来污损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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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恩格斯以厌恶同性恋著称，他称“鸡奸的可耻行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反天性恶行”，是性挫折和妇女堕落的征兆。比如，在卡尔·马克斯1869年6月寄给他一份卡尔·乌尔里希斯的宣传册之后，恩格斯回信：“你给我寄来的是一名非常奇怪的‘同性恋者’的东西。这真是反天性的暴露。鸡奸者开始清点自己，而且发现他们在国家内部代表一股力量。他们只是缺乏组织，但在这篇文章之后，似乎组织已经存在了。幸好我们已经太老了，不必害怕在这个党派胜利的时刻我们必须用身体向胜利者进贡。但你可以料到，一旦德国北方刑法立法采纳‘肛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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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大不一样了。对于我们这些用前面家伙的可怜人、受到女人的幼稚引诱的人，这会变得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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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源头对同性恋没有任何宽容。对智性主义的指责使纯真的工人阶级的神话加强，工人阶级“天然地”向善，不受任何性变态的影响。从同性恋的角度，这突出了“法西斯变态”的概念：一种“走入歧途”的性行为只能是腐朽阶级的产物，工人同性恋者显然是受了资产者腐蚀。同样，一个女同性恋者是一个不积极的女人，企图逃避烦恼。一个革命女性不可能是同性恋者，她甚至不可能是女权主义者：“我不相信这些女性斗争的团结和持久，她们的个人罗曼史与政治活动纠结在一起。我也不相信这些好色的、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哄骗的男人。不，不，这一切与革命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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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也未幸免：“青年运动也不脱这种病态，即对‘摩登’的关心和过分强调性问题。如同许多人向我汇报的，性问题也是青年组织偏爱的主题。这很容易导致某些人性放纵、健康和力量的损害。”
 

〔463〕



 最终，性与革命似乎是不协调的：“革命不容许性放纵，就像邓南遮的堕落的男女主人公认为正常的东西。性生活的混乱是资产阶级的，是一种颓废的表现。”
 

〔464〕





但某些文字却维系着苏联在同性恋问题上自由的神话。莫斯科社会卫生学院领导人格里高利·巴特吉斯的宣传册子《俄国的性革命》（1923）于1925年在德国出版。他在书中确言苏维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介入性问题，只要没有对人施暴或损害。在1930年《苏维埃百科全书》初版第17卷中发表的“同性恋”词条同样是有启示性的。词条参照希尔施费尔德和弗洛伊德为免罪辩解，指出虽然同性恋者不是罪犯，但以苏维埃法律来看仍然是一个病人。因此，虽然法律的改变有利于同性恋者的发展，但并不保证心态的转变。当然，在同性恋合法的时期没有迫害。1921、1928、1929和1930年苏联派代表参加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世界性改革联盟大会。希尔施费尔德甚至在1926年驻留苏联时受到欢迎。他还得到通知，联盟第五次大会将在莫斯科举行，但最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尽管如此，西蒙·卡林斯基指出，如果比较法律镇压的沙皇时期和所谓自由革命时期，人们发现在沙皇时期有更大的默许的宽容。苏联同性恋作家如米哈伊·库兹明在苏联报界不被提及。他们从未因性取向，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出身受到批评。许多艺术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前程而结婚。西欧对苏联同性恋状况感到迷惑的一个最鲜明事例是谢尔盖·艾森斯坦。在苏联，他曾经试图压抑自己的同性恋。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受到党的路线影响，他向批评家谢尔盖·特加科夫透露：“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和弗洛伊德，我会成为一个新的奥斯卡·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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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终在一次驻留柏林和巴黎期间摆脱了自己的恐惧。与此矛盾的是当时德国和法国同性恋者视苏联为典范。在墨西哥的一次丑闻之后，艾森斯坦在苏联政府威胁下不得已坦白了自己私生活，他再不能够拍摄电影，回国并同意结婚。

但是对同性恋的敌意在报刊和政府内部不断增长，直至1934年颁布新法。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宣称这些措施保证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胜利”，同性恋合法化是法西斯所为。
 

〔466〕



 他还创造惊人的口号：“根除同性恋，法西斯就会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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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界发起反同性恋运动，将同性恋归入一种“法西斯资产阶级的退化”。这不仅是一桩反道德罪行，还是反国家、“反社会”的，与抢劫、反革命行为、破坏、间谍等同列。情节轻微的可判处三至五年监禁，如果其中一个由另一个供养（154a和121条）则判五至八年监禁。威廉·赖希认为同性恋案件归属国家安全局。1934年1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有多起对同性恋者的逮捕，其中许多是艺术家。同性恋被归入反对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工人阶级任何成员都不可能是同性恋者。虽然同性恋者受到严厉的和歧视的看待，但他们没有受到有系统的迫害。如果他们保持谨慎，如果他们结婚，他们通常不被打扰。所以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对苏联榜样的热情主要建立在误解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性问题持清教徒言论，与风俗解放相去甚远。同性恋受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否定，同性恋者在苏联也很少得到宽容。对同性恋免罪的根本进步也不过是临时的让步。



无政府主义的支持



在两次大战之间，某些无政府主义潮流表现出对同性恋者事业的最大支持。但是，因为他们人数少而且缺乏组织，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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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性问题感兴趣。欧仁·阿尔芒对个人主义作了界定：“所有想强加给个人和集体一种经济、智性、伦理或其他的生活单边概念的单位或组织，都不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个体无政府主义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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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受到了马克斯·施蒂纳及其弟子约翰·亨利·麦凯的哲学的启发。

施蒂纳的个人主义充当了为同性恋辩护的基础。他的哲学发展个体超脱社会束缚的观点使“性少数”得以发展，肯定了个人的特殊性。施蒂纳质疑了直接源出统治阶级的道德：“‘罪行’和‘疾病’是两种非自我的看法，即并非出自自我的、来自他者的判断，不论所损害的是普遍概念的‘权利’还是个人（病人）和团体（社会）的健康。‘罪行’受到无情对待，‘疾病’待之以一种‘慈悲的温情’、加以怜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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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可以适用于同性恋，根据不同的角度，同性恋同时被看作罪行和疾病，受到严厉的或者怜悯的裁判。施蒂纳还指出，普遍感情支配道德思考。同性恋者如同所有“个体”，即为自己着想和捍卫自己“独一无二”权利的人，只是一只使群氓团结于共同的斗争的替罪羊：“民众狂怒地发动警察扑向所有他们觉得不道德的人或只是不得体的人，这种民众的道德狂热比政府更能够保卫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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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蒂纳的继承者们对同性恋者表现出很大宽容。与立场游移暧昧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同，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坚定并明确地维护同性恋者。在法国，在欧仁·阿尔芒的主持下，界外出版社出版的几部著作明确表明他们对同性恋者的善意：“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对同性恋的态度不含偏见，不偏不倚，将科学观点和对个人自由的绝对尊重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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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自由主义可见于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几部著作，也表现在对同性恋刊物《性倒错》的友情支持。但是并不能普遍化，无政府主义领袖表明的这种宽容并不总是被基层赞同。《性倒错》更是界外出版社的读者间争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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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我们看到两个赞同同性恋的论据。首先是其挑衅和质疑既有价值、现存权力的作用。同性恋从内部破坏父权社会。阿尔芒回想起无政府主义者艾萨克·戈德堡的一句格言：“性变态之于爱情就像无政府之于资产阶级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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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同性恋源出个人主义，为所有秩序中的少数斗争。同性恋者就像自由联盟分子，有权生存和表达自己的差异。“从纯粹自由的角度看，显然不能拒绝个体随意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若非如此，禁止将从同性恋扩展到手淫和卖淫，不需太远就会导致独断和前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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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宽容绝不可理解为热忱的宣扬。阿尔芒是明确的异性恋者，他不希望同性恋占主导，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高级的爱情形式。这解释了他为何批评《哥利东》和那些区分“性倒错者”和“好男色者”的人。简言之，每个人都有权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应该加以裁断：“每个人都有自由做爱的自由，但不要把我们的床帷敞开！希望那些同性恋的幻想者只是说：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并不想让自己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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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的论据将维护同性恋置于少数权利的背景中，但同样依据对同性恋群体和积极斗争者所遇到的问题的了解，比如阿尔芒引用卡彭特、乌尔里希斯、埃利斯、克拉夫特－埃宾、费雷、莫尔。他调查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对同性恋的司法状况。他熟悉德国斗争者的刊物《唯一者》和《友谊》。但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虽然是自由派的，但却是间接的。他们没有以个人主义和质疑社会偏见为核心来重视维护同性恋，他们宁愿基于民众教育的传统并借助医学论据将同性恋者表现为受害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维持坚定和积极的立场：“先天性倒错的情况只与同性恋者本身有关。真正有病的人，如果得到证明，属于病理性而不是纪律处罚的范围。个体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同性恋者有权结社和出版报刊、杂志、书籍来表达、捍卫他们的事业以及将无知的同性恋者团结到自己的群体。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倒错者均无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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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代表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对维护同性恋的影响的是J. H. 麦凯（1864-1933），他是施蒂纳的弟子并为他写过传记，是接近阿道夫·布兰德的唯一者联盟的同性恋者。他以笔名“萨吉塔”作为同性恋积极斗争者为人所知。对于麦凯而言，保卫同性恋是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压迫的总体斗争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拒绝为同性恋辩解，他将自己置于极端处境，不适应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他的行动虽然值得称道，但不会使同性恋者的解放和舆论的宣传有决定性进步。彻底的个体哲学更像是浪漫理想而不是政治行动。读他的小说《小玩偶》（1926）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小说复述一个15岁少年京特的遭遇。他出身乡下，来到柏林找工作，沉沦于卖淫。小说对柏林罪恶的描写和对同性恋关系独特的见解都很有趣，摆脱了任何对医学的参照和辩解企图。他首先揭露了一个金钱主导的系统，符合那些富裕家庭的家长的要求，他们希望不为人知和不受惩罚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尼采哲学的影响同样充当了道德批判和为同性恋平反的基础。尼古劳斯·松巴特记述了一个全慕尼黑闻名的特别的同性恋者路德维希·克拉格斯，他为平民子弟授课，他对尼采无限崇拜，想“通过向他展现少年的迷人舞蹈”来使尼采复生。除了轶事以外，他在尼采哲学中找到为性反常辩解的论据。对于他而言，道德只是保存一个半残缺或者完全缺陷的物种的必要条件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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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责教会通过“阉割”来打击激情。“然而从根本上打击激情就是从根本上打击生命，教会所为正是反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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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反自然”的正是这种道德，“即几乎所有至今被传授、教诲和宣扬的道德，与生命本能对立，是对这些本能或明或暗的粗暴谴责。人们至今所了解的道德——像叔本华最后表述的‘生存愿望的否定’——是强加于人的堕落本能，它对人说：‘去堕落吧！’这是由被谴责者作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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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论断质疑整个传统社会的基础，将角色翻覆，使“不道德者”成为生命的持有者，他们关心的是理解和赞同。以尼采哲学为起点，某些同性恋者建立起精英主义的同性恋理论，并从中推导出同性恋者是贵族，是上层阶级成员，蔑视共同的法律，将自己的差别作为一种光荣。我们尤其在阿道夫·布兰德、古斯塔夫·维内肯和汉斯·布吕厄身上找到这些思想的印记。



德国左翼的混乱路线



德国左翼与德国关于同性恋的辩论紧密相联。所以，左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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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法国和英国政党不需要在任何辩论中对这个问题表态，所以很难得出结论。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同性恋运动的盟友



德国社会主义者对同性恋者权利的兴趣上溯到19世纪末。虽然党对这个问题仍然极为含混，某些个人却宣布支持同性恋者，比如费迪南·拉萨尔、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魏玛时代，德国社会党（SPD）是德国第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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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该党似乎始终支持同性恋斗争，但并不公然站在斗争者一边。但是，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签署人道科学委员会的抗议书，如财政部长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鲁道夫·希法亭、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国会议长勒贝和赫尔曼·米勒，米勒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社会民主党多次宣布反对镇压同性恋。比如在1927年基尔大会上，该党采纳一项决议，要求废除反离婚和同性恋的法律。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在20年代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显露出斗争性，甚至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比战前退步。

德国共产党（KPD）1919年1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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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立刻关注同性恋事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定期发表，尤其是在《柏林早报》和威利·明岑贝格的《晚间世界》上。尽管如此，在人道科学委员会的抗议信上并没有知名的共产党人签名。但德国共产党和人道科学委员会关系紧密，因为理查德·林泽特既是党员又是委员会秘书长。同样，社民党法学专家费利克斯·哈勒曾参与起草人道科学委员会的反提案。他还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世界性改革联盟1928年在哥本哈根的大会。社民党对同性恋的立场明确见于哈勒著作《性生活与刑法》（1931）：“有阶级认识的无产阶级摆脱了私有制意识形态，并从教会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对社会结构的整体了解，不含偏见地对待性生活问题和同性恋问题。与现代科学的深入相对应，无产阶级将这些关系看作性满足的一种特殊形式，为这些形式的性生活要求与两性关系同样的自由和约束，即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攻击、控制自己的身体及尊重未包含在此的各方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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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勒发表几篇文章力图引起共产主义读者对性问题的注意。比如，他在1926年11月1日《国际》上发表一篇《刑法的性改革和无产阶级》，表述了自己的理论。统治阶级使用刑法来满足自身虐待狂本能，它的利益在于控制民众阶层的性生活并借此掌握无产阶级。哈勒认为，在这个成百万年轻失业者被抛弃街头的时代，谴责同性恋卖淫是可笑的。最后，他提及在苏联同性恋不受法律制裁。所以，我们在此看到为同性恋事业辩护的一种独特看法：无产阶级必须同同性恋者团结一致，因为彼此都是那些想要确保对个体的控制以便使之成为低廉的驯服劳动力的统治阶级的牺牲品。同性恋与社会状况相关。男妓不一定放荡，而是因为必要。通过将同性恋与工人阶级相联系，哈勒重复了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论题，但他与已知的观念相反，因为长久以来同性恋被看作是富人和堕落贵族的恶行。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需要在各种关于刑法改革的辩论中表明自身的立场。社会党此后作为执政党宣称准备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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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11月任司法部长，曾宣布支持免罪，但他的废除第175条的法案未被采纳。1929年，社民党投票支持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免罪，但它与除了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一致同意镇压涉及依附人、未成年人和男妓在内的同性恋者。与社民党不同，德共不愿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所以德共是国会中最可能支持同性恋者的政党。德共要求同性恋不受到法律有别于异性恋的特殊对待，这意味着对同性恋卖淫不予判罚、没有“性多数”的优越、不将猥亵概念扩展到羞耻感。这些目标与人道科学委员会恰好相合。因而德共确立为同性恋事业的最佳捍卫者，而它与斗争运动的关系也加强。1924年6月，德共在国会宣布支持废除第175条，支持对所有被判刑和正在审理中的人特赦。1927年，在讨论政府法律草案的全体会议上，共产党议员克伦发言要求废除这一条款。他的论据主要基于南德各州的例证，直到1871年这些州都不判罚同性恋。1929年，共产党是唯一无条件投票支持同性恋免罪的。10月8日是刑法改革委员会展开辩论的日期，共产党议员亚历山大表态支持全面废除刑法第21则，关于同性恋以及乱伦、兽交、强奸、与未成年人性关系和淫秽写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在1932年国会讨论时，共产党议员又一次表现了他们对同性恋事业的支持。议员马斯洛夫斯基强调了立法的前后矛盾，支持女同性恋和手淫都未被定罪。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参与，社民党和德共都未表明自己是同性恋事业的盟友。



党派斗争中的同性恋



社会民主党和德共对同性恋问题采用一种两面政策。一方面，它们支持同性恋运动，要求废除第175条，另一方面，它们利用同性恋丑闻来质疑资产阶级和它们的政治对手，毫不迟疑地发起反同性恋运动。比如在1902年，《前进》发表一篇文章揭露富有的军火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他加普里的别墅里供养着一些少年。丑闻导致克虏伯自杀。奥伊伦堡案件同样被社民党用于政客目的。1924年7月，哈尔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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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一场运动的借口。共产党报纸《红旗》1924年7月17日刊将哈尔曼描写为“一个重罪犯、警方和法庭闻名的虐待狂同性恋者”。共产党报刊从此将警方的粗暴行为称为“哈尔曼方式”，要求“去除警察内的虐待狂、同性恋、刑事犯、王权和法西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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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滥用导致人权联盟在《人权报》1924年第24号发表一份抗议书，表达了同性恋组织的困惑和失望。

但是，最严重的是1931年和1932年爆发的关于恩斯特·罗姆的丑闻。第一阶段开始于1931年。事实上，在这一年中罗姆处于一个重大丑闻的核心。
 

〔488〕



 第一次起诉针对他和他的几位朋友，6月6日在慕尼黑开庭。侍者弗里茨·赖夫指控罗姆。1930年圣诞节前夕，他曾被一个朋友旅店雇员彼得·克洛宁格引进巴勒街一间出租房。在那里一个叫恩斯特的男子赤裸躺在床上，克洛宁格几天后告诉他这个人是恩斯特·罗姆。恩斯特脱了他的衣服以后，亲吻他并替他手淫。随后他转向已经脱光的克洛宁格并替他手淫，之后克洛宁格为他口交。克洛宁格向赖夫保证为服务付钱，但时间过去报酬仍没有收到，赖夫传信威胁，如果没有立刻收到25马克他将向警察告发。他只通过克洛宁格收到8马克。克洛宁格和罗姆否认整个事件。克洛宁格认识罗姆已经两年，他们之间从未有性关系。而罗姆一方则承认“从性的角度而言是不正常的”。他将自己描写为双性恋者，承认曾经与一些年轻“家伙”打过交道，曾经与其中一个在巴勒街房间里手淫。他曾给他10或15马克。他从未违犯与第175条相关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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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交给警方一个叫施佩克的工人1931年3月26日敲诈他的信件。1931年7月，克洛宁格与罗姆撤销以前的话。罗姆否认曾经与任何少年在巴勒街手淫。克洛宁格则否认曾经见过罗姆。起诉因证据不足而撤销。

但是，1931年4月14日，社会党报纸《慕尼黑邮报》发表一封前纳粹党员的匿名信，指控罗姆是同性恋者。6月，该报发表的几封信重复同样的证明。6月22日刊的题目是轰动性的：《棕房子里的热烈友情：第三帝国的性生活》。1931年6月24日，纳粹机关报《民众观察》否认了指责，并指责该报伪造文件。事件在1932年重新开始。1932年3月7日，正值大选之中，《慕尼黑邮报》发表日期为1928年和1929年的罗姆写给朋友海姆塞特医生的信件。罗姆当时在玻利维亚，他遗憾自己不能与朋友们见面，他想念柏林的少年。为了描述罗姆的同性恋，社会党报纸所采用的是通常民族主义报纸让人震惊的、歇斯底里的语气。德国的青少年正掌握在可怕的变态者手中，他们在纳粹党内部占据重要位置。1931年6月22日，《慕尼黑邮报》谈及“第175条意义上的奸淫让人头发直立”。1932年3月10日，《前进》的标题为《罗姆先生魔爪下的冲锋队青年》。共产党更进一步，在1932年3月11日《红旗》上称：“希特勒党是暗探和间谍、领导人之间钩心斗角和最可怕的腐败的巢穴！”《晚间世界》标题《纳粹总部的棕色腐败泥沼》、《黑德曼街关于第175条的密谋和性的虚伪》、《罗姆上尉蹂躏青年失业工人》。运动揭露纳粹的虚伪，该党声言要恢复德国人民的美德并将同性恋贬斥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瘟疫。左派政党希望让投身纳粹运动的孩子父母猛醒。

运动对舆论造成灾难性后果，因为将同性恋、腐败和法西斯归结在一起。人道科学委员会极度担忧，寄给社民党总部一封长信，要求对所采取的策略进行解释，对该党支持同性恋运动提出疑问：“我们认为，通过众多社民党出版物可以看出，反对国社党领导人所代表双重道德标准的合法斗争渐渐被一种舆论超过，认为同性恋本身就是缺乏性格、有一定程度的道德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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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民党作出正面回答：“社民党没有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社民党报纸利用罗姆案件只是因为国社党员赞成镇压同性恋，因为想通过此案表明该党的虚伪，他们想给同性恋者打上罪犯的标记却任由一名同性恋者占据高位。社民党并不想侮辱同性恋者，也不是要辱骂他们。我们会与党派报刊代表适时讨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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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社民党领导人看来，运动是很好的政策，但是仍然与该党对同性恋的态度相矛盾。而且，该党使用了与他们想要击败的对手相同的手段。作家库尔特·图赫尔斯基是《世界舞台》记者、共产主义同路人，他猛烈攻击左派对同性恋者的随便态度：“一段时间以来，极端左派报纸对希特勒党成员罗姆上尉施以指责、玩笑和中伤。罗姆如大家所知是同性恋者。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下流的。首先，不应该到对手的床下去窥伺他们。唯一可以允许的事情如下所示：着重指出纳粹对‘东方恶行’和战后时期的看法，认为同性恋之类的事情是俄国的发明，渗透到高贵、纯洁和无邪的德国人民内部；如果有纳粹这样说，那就可以告诉他：你们自己党内有同性恋者承认自己的性倾向，甚至为此自豪，那么请住嘴！我们打击丑恶的第175条，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不应附和那些因为某人是同性恋者就将他从社会中放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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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共产党内部对于对待同性恋的方式也存在分歧。某些言论将同性恋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比如《红旗》1927年10月28日发表的文章，将同性恋描写为“非无产阶级的”。从1934年起，同性恋被明确指称为一种“法西斯变态”。共产主义与性问题的微妙联系可以通过威廉·赖希在德国遇到的困难加以说明。赖希最早在1927年是奥地利社民党党员，193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说服德共将个性改革运动合并为一个组织德国无产阶级性政治联合会（Sexpol），主要要求废除第175条。赖希意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论，对他而言，社会革命不可能排除性革命。1932年末，他与党的关系恶化，1933年2月被开除。同年，他离开德国前往丹麦，随后于1939年移民美国。

所以德国左翼与同性恋运动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社民党和德共是人道科学委员会废除第175条的最佳盟友，它们也利用同性恋者作为政治筹码。所以，不论人道科学委员会、唯一者联盟还是人权同盟，多数同性恋领导人都支持左翼，他们对盟友态度失望也不足为奇。虽然说叛卖似乎言过其实，我们可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轻率和机会主义。




罪行的族谱：同性恋，一种“法西斯变态”？



集权和同性恋是一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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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从1934年后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法西斯变态”。另一方面，有些作者多次提及纳粹主义与泛同性爱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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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1933年起，对同性恋的镇压表明纳粹从根本上敌视同性恋。所以必须阐明纳粹对这个问题的立场。长久以来，同性恋在纳粹党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没有任何措施针对纳粹中的同性恋者。实际上，两个系统一直有冲突：一方是汉斯·布吕厄捍卫的男性联盟，另一方是希姆莱代表的对同性恋的疯狂仇视。希特勒在长时间内以实用主义对待这个问题，不表明立场。他之所以最终倾向镇压，是因为这是种族和人口论政策背景下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



男性联盟（Männerbund）的神话



汉斯·布吕厄（1874-1945）是世纪初德国两部获得巨大反响的著作的作者，《作为情色现象的德国候鸟运动》发表于1912年，《男性群体中的情色作用》分两卷于1917和1919年出版。汉斯·布吕厄与突击队和某些冲锋队团体接近，他是唯一者联盟成员。第一部著作使布吕厄成名，他肯定了青年运动中的同性情色成分。在他的基础论著《男性群体中的情色作用》中，布吕厄走得更远，试图以协会为基础，组织一套男性国家的总体理论。

布吕厄向柏拉图借用了移情概念，这个词同样被古斯塔夫·维内肯利用，代表对一个对象（一个人）的独立于其价值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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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吕厄所理解的国家并非城邦，而是世纪初专断的、陷于危机的群体社会。他所列举的历史上的男性联盟具有启示性：圣殿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和见习骑士学校。每个都是实行军事纪律的严格等级团体。斯巴达比雅典更有参照性。布吕厄向弗洛伊德借用了双性恋、压抑和升华的概念。但他拒绝同性恋是一种定型，不可能改变欲望对象的想法，因为这一假设与理想的、必要的和可取的性爱相反。事实上，布吕厄属于阿道夫·布兰德的同性恋运动唯一者联盟的路线。瓦尔德克就曾经在《唯一者》上发表一篇文章《男性联盟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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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男性联盟被描写为一种组织的最高级形式、一种国家的反权力，将民族精英集合于一场永无止境的解放斗争。男性联盟的目的不是弱者所希望的平等，而是强者渴望的自由。布吕厄则想要建立一个精英、贵族的社会，一个聚集优秀青年的文明国家，他们由看不见的爱情纽带团结在一起：“少年摆脱了母亲和最初与妇女的联系之后，爱上了一个年纪稍长的男子。”那些不是注定统治别人的人应该服从，这就是经过一种情爱和文化等级重新定义的民众的作用。男性联盟的敌人被明确指定：女性、家庭（男性国家应该“打破家庭原则”）、学校、将成人与少年分开的年龄段。男性联盟是初始结构，最终会普遍化。国家应该是一种全球的男性联盟，建立一个同性友爱的社会。“男性社会是倒错者用来避免社会死亡的一种社会学方法。”布吕厄对完全的性关系很反感，只有升华的同性恋者能够到达国家的最高层。布吕厄的男性联盟理论意图代替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布吕厄思想对纳粹的影响如何？希特勒读过他的书，在《桌上言谈》中引用过他。他的男性联盟思想尤其在冲锋队和突击队分支机构中得到实行。它充当了纳粹上台的意识形态基础。纳粹被认为代表德意志精英、注定将统治麻木群众的政治贵族。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在《20世纪的神话》中重复了这种思想：“条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共济会、耶稣会、犹太教长团、英国俱乐部、德国学生会、1918年后的德国突击队、冲锋队、国社党等等都是鲜明事例，无可否认地证明，一个政治类型不论是世俗或宗教的，不论在形式上怎样不同，几乎都能上溯到一个男性社会及其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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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吕厄的理论引发许多极端化注解，成为关于少年团体组织的思考基础，揭示了团队领袖权力起源的同性爱成分。确实，如同尼古劳斯·松巴特所解释的，男性的、精英主义的、贵族的和文化的团体的出现是对自由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式的取代。它在战后不断增多的极端主义小派别中有许多信徒。这些党派发展一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意识形态，拒绝共和，称之为灾难的和叛卖的后果。松巴特本人属于一个青年团体，受到突击队和男性联盟神话的启发。他将之描写为“一种阳刚、友爱和忠诚的崇拜，这个群体的关系框架通过约定，其秘密是男性情爱，不加掩饰地说，其基层成员保持同性恋关系，由上天指定的男性英雄指引，即Männerheld［男儿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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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神话属于同样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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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吸收了左派的形象，裸露的、自由的、健美的身体，将之转变为强直粗暴的意义，战斗、斗争和毁灭的意义。其中散发的魅力始终是强烈同性爱的，但是又有魏玛形象中所没有的虐待成分。如同克劳斯·曼事后指出的：“在这个时期，当然，在这个政治纯真和情色彰显的时代，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性神话中危险的潜力和侧面。我们看不出我们建立在‘身体意义’上的哲学有时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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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党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同性爱的形象。希特勒很明确地将美与“雅利安种族”、丑与“犹太种族”联系起来。美是识别健康人的不变标准，所以必须将之作为根本价值、一个要达到的目标。该制度的“艺术家”如阿尔诺·布雷克尔和约瑟夫·托拉克代表德国理想、种族优越的化身。他们美貌的理想来自古典模式，但是被约简为几个典型——肌肉感、纪念碑式、男性至上。男性的身体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身体象征。他的雄壮力量和争胜愿望宣告社会的复兴，而民主与腐烂的尸体联系在一起，就像在“退化艺术”中所表达的。这种非常自恋的表现压抑异常、不健康、缺陷，将之作为一种可能坏疽整个躯体的危险和疾病。与身体崇拜和争胜愿望相关的同性爱内涵同样非常明确地出现在汉斯·祖伦的体育论著中，他是一名纳粹军官，宣扬体育为一种拯救种族纯洁和颂扬德意志民族伟大的手段。在他的一部著作《德国体育，种族意识的自我教育》（1935）中，体育练习的大量图解是作者的裸体的、肌肉发达的照片，身上涂着油。运动员的姿态也具有暗示性，意图引起读者对如此表现的完美身体的羡慕。崇拜和羡慕掺杂着一些更为混乱的感情，突出表现为对雄性友爱的呼唤。国社党英雄的理想有强烈的同性爱内涵，在第三帝国的电影制作中也很明显。动作片如《希特勒少年奎茨》、《小骑士》、《D3 88》和《多拉班组》，利用英雄主义、雄性之美和同志友谊的吸引来激励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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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尼·里芬施塔尔的宣传纪录片《运动场之神》同样使用同性爱美学为体育和歌颂制度服务。他同样利用身体解放于保守目的。纳粹主义依靠作为民族复兴力量的青年，他颂扬青年的独立和热情。对他而言，热情的青年是用以建立国家的柱石：“青年构成一个单独的国家，以一种团结阵线与成人对立，这是完全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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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神话同样依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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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想使自己成为战壕友爱的延续，维持对战死者的回忆以激发青年的热情。在《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Lied）中，冲锋队的队列中伴随着前线战死的爱国者无形的存在。在纽伦堡庆典时对为党服务的死者进行点名，每个死者都有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员答到。虽然纳粹无可否认地部分依靠同性爱审美，但是不应该以此推断它是亲同性恋的党派。虽然纳粹同其他党派一样吸引同性恋者，尤其是在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中，但这仍然是边缘现象，不属于主流话语。可能国社党内部的同性恋者与其他党派一样多。但是，很快国社党就以对同性恋强烈仇视而有所不同。



狂热的同性恋仇视



纳粹与同性恋根本敌对的原则在希姆莱1937年2月18日对党卫军将领的讲话中明确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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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列举了纳粹仇视同性恋的主要理由。

希姆莱讲话是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同性恋的典型言论。他没有什么独特之处，重复了已被多次引用的命题和论据。希姆莱将自己当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专家：“没有任何部门比德国盖世太保在同性恋、堕胎等领域积累同样多的经验。”他认为同性恋者首先构成一种人口的危险。据估计，同性恋团体聚集200-400万会员，但他个人认为只有100-200万：“并非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都真正是同性恋者。”这一假设与许多医生的见解相符，他们区分“性倒错”即“真正”的同性恋者与“假性同性恋者”即被勾引的并能够回归异性恋的人。但是，“如果形势不改变，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会被这种传染病消灭”。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我们已经看到这在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堕落的谈论中是常见的，希姆莱在传染病与国家肌体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不是他们的私生活：性领域可能意味一个民族的生死，可以让我们称霸世界或者使我们的重要性缩小成瑞士一样。”德意志民族必须人口众多才能征服生存空间。与同性恋相关的第二个威胁是同性恋者在国家内部秘密组织的危险：“只要你们发现任何岗位的人有这种倾向，而且这个人有决定权，你们肯定会在他周围遇到3个、4个、8个、10个或者更多的人有这种倾向。”对于希姆莱来说，同性恋者实行团结互助。如果部长顾问X是同性恋者，他不会选择一个有才干的人联合，而会选择一个同他一样的同性恋者。同性恋领导人在职业领域不再服从理智而是追随本能。不可能信任一个同性恋者，他是病人、懦夫、说谎者，不负责任、不忠实。这是一个“理想的施压对象”，被“不厌烦的表白需要”控制。我们看到对同性恋的最平常的偏见在此汇集成集中火力，用来证明同性恋者在国家内部的存在是极端危险的。

在各种警告之后，希姆莱触及问题的核心：党卫军内部的同性恋。对于希姆莱而言，这是一种根本矛盾。党卫军是民族精英，注定要复兴国家，它不可包庇变态者和懦夫。希姆莱维系一个原始的、北方的、纯净的和粗暴的德国神话，它不会有同性恋（同性恋是种族混合的后果）。他在德国乡村找到了这个德国的影子，他认为那里幸免于难。为了复兴种族，必须作出让步。希姆莱的清教主义配合了一些奇怪的妥协。比如，他宣称支持卖淫，“因为人们不能一方面希望青年不沉沦同性恋，另一方面又封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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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宣称支持早婚，容许非婚生育。城市青年受到大城市堕落气氛的腐蚀，将通过纪律、秩序、体育、工作和集中营使他们回归正常。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同性恋宣传的危险，希姆莱准备不顾资产阶级的传统和道德深刻地改变国家的运作。他想停止女孩因背包行军训练而“男性化”，废除男性团体的特权。男孩不得以喜爱女孩为羞耻，停止过分看重男性友谊。而且希姆莱攻击布吕厄，指责他传播同性恋思想。德国青年应该做骑士，“一些为女人而战的男人”。为了使自己的两性友爱和性自由的想法合法化，希姆莱不得不摆脱基督教道德。1937年，一场揭发天主教神甫和修士的大浪潮开始：“我们将证明教会从领导到神甫中的多数构成一个男性情色团体，压抑人类至今达1800年之久，强求人类大规模牺牲，教会的过去证明它是虐待狂和变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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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清教徒和理想主义论调掩盖下，希姆莱的理想是一个异教酒神精神的社会：“让15-16岁少年在舞会、晚会和一些场合和女孩相会，我认为是必要的。在15-16岁时——这是一个经验证明的事实——男孩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中。如果他在跳舞时有女伴或者早恋，他就得救了，他远离了危险。在德国，我们不需要操心是否我们让男孩过早与女孩接触和是否我们促使他们有了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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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姆莱的言论集合了几种影响。依据一系列的典型话语，对同性恋的传统的歧视同时见于民众和领导层。另一种是种族主义的、异教的、北方国家的影响，揭露人口减少和退化，宣扬毁灭内部敌人和通过生殖和狂欢来更新种族。最后是希姆莱的个人影响，这是一种狂热的同性恋仇视、一种恐惧和非理性厌恶，使同性恋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首要关注的主题。他的清教思想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窥淫癖和组织并约束他人性生活的真正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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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偏见的这种结合，解释了他的言论的影响。作为镇压的组织者，他不断将纯洁幻想推向极致。比较之下，纳粹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显得滞后或反复，不论是1935年5月22日《黑色军团》上题为《逆反自然的恶行应当判死刑》的文章的作者，纳粹法学家卡尔－奥古斯特·埃卡特，还是在《泥沼》和《20世纪神话》中猛烈攻击男女同性恋者为“文明堕落和欧洲毁灭的象征”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但是，萨芙之爱通常被纳粹理论家认为没有男同性恋严重。女同性恋被认为较不普遍，人们认为“假性女同性恋”比“真正的女同性恋”多。尤其是纳粹理论家将女性性生活仅仅看作“被动的”和“受主导的”。关于这一点，他们也没有什么独特性。



实用主义和替罪羊



按照希特勒的界定，纳粹对同性恋的政策首先是实用主义的。希特勒并非男性联盟支持者，虽然他意识到党派内部运作中的同性爱倾向。他不是狂热的同性恋仇视者，他懂得在有用的时候宽容本党内部的同性恋。他的性政策由唯一的因素指引，即种族存亡的必要性。



种族主义与性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阐发他的性批判的主要论点。性与种族之间的联系始终得到肯定：“反血缘与种族的罪行是这个世界的原罪，标志着沉湎其间的人类的终结。”
 

〔509〕



 威胁种族的危险主要是梅毒和犹太人，犹太人代表着个人的退化。对于他，如同对于教会，性行为的唯一目的是生殖。这一主要忧患促使他否定可能影响性行为的所有束缚，所以他否定基督教和资产阶级道德：婚姻本身不是目的，通奸、单身母亲与其他人一样为终极目标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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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重要的是性能量不被错误分散。英国教育家鼓励从事体育来节制性热情，同样德国青年要服从军事纪律，使他们变得坚强，使他们在性方面疲惫以促使他们贞洁。健康的、生殖的、对国家有用的性生活与堕落、淫荡、变态的性生活之间的差别被一再申明。所以被认为有罪的是那些在生理和精神上不健康的人，他们不具有社会价值，还有那些拒绝为社会生孩子的人。真正的罪过是不育、身体残疾、智力优于体力。照此同性恋属于有罪的一类，即使他们没有被直接提到。

1934年9月8日在纽伦堡，“元首”界定了妇女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内的作用。妇女解放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发明的说法”。如果说“男人的世界是国家”，那么“女人的世界较小，实际她的世界就是丈夫、家庭、孩子和房子”，“她每生一个孩子就是为民族打胜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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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约瑟夫·戈培尔在1933年3月18日妇女展览会开幕讲话时不是将妇女描写为“较劣等”而是“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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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样强调了出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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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条件下，婚姻不再是私人事务，而是一种政治责任。抚养孩子成为一种民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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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的形象是“家庭的天使”、爱与和平的保护者，不具有政治观点。所以，重要的是她要有“女性”的举止。在其《女子教育的转折》（1937）中，弗兰克·卡德强调德国青年女性的生理侧面：“最近反映在裸体的涂鸦小玩偶上有小乳房和纤小上半身的‘理想的美貌’现在正在动摇。人们重新追求强壮、丰满、充满健康的女性形态，这是德国妇女的典型，其骄人的精神和生理的美丽代表着神圣的多产和德意志人民生存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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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将希特勒的性理论看作他私生活的反映？这个问题已经多次被人提出。许多希特勒的传记作者谈到过他的性挫折和对女性的歧视。而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他在女性中间大获成功。总的来说，他的性生活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知，相信那些将他说成是虐待狂或同性恋者的言论是危险的。这些指责是由一些报纸以及此后的一些德国移民和共产党提出的，属于一种以同性恋仇视为基础以使其名誉扫地的策略。实际上，关于希特勒性行为的争论无助于对他的性政策的理解。希特勒很少担心同性恋者。当他们有用时他允许这些同性恋者在自己周围。他歧视女性，他将纳粹国家建成男性联盟，有很强同性爱内涵。但他的强权和征服政策依靠高出生率，根据这个标准，同性恋是反社会的。国社党的反对很早就已公开。1921年在慕尼黑对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袭击是民族主义报刊欢天喜地的时刻。随后，报复文章不断增加，而国社党在国会中对刑法改革的立场也毫不含混。1927年9月15日，国社党的国会议员弗里克博士表达了该党对废除第175条的看法：“相反，我们赞成对这些第175条的人，即男性间反常的性行为给予全力打击，因为这类丑行定会将德国人民引向灭亡。自然是犹太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及其族类在此作指引和教唆，值此时刻，犹太道德正在侵害德国人民。”1928年5月14日在慕尼黑，国社党公开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你们和我的生存不要紧，但德国人民必须生存。而只有有斗志才能生存，因为生存是一场战斗。而只有表现得像个男人才能战斗。向往同性恋者爱情的人是我们的敌人！最强者有理，而最强者总是与最弱者对立。今天，我们是最弱者，但我们要重新成为最强者！我们只能通过践行美德才能做到。我们弃绝所有恶行，首先是男子同性恋，因为它剥夺了将我们的人民从今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最后可能。”1929年法律草案针对的刑法改革引起民族主义报刊的愤怒。1930年8月3日《人民观察家报》特别具有威胁性：“我们恭喜卡尔先生和希尔施费尔德先生获得成功！但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德国人在掌权以后会让这个法律生效一天。”纳粹的同性恋仇视从该党初期就很明确，但只在很晚才被察觉。该党内部存在的同性爱倾向尤其误导某些同性恋团体，他们直到最后都情愿相信能与希特勒达成谅解。在立法选举时期，德国同性恋团体人道科学委员会、唯一者联盟、人权同盟多次向各党派发出问卷，询问他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直至1932年，国社党根本没有答复过。而最终该党表明了完全的、毫无疑义的反对：“对你们本月（10月）14日信答复如下，你们关心的主题，明白地说，让我们极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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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案件



我们已经谈到的罗姆案件特别能揭示希特勒对同性恋的态度。恩斯特·罗姆1887年出生于慕尼黑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童年是平静的。他在18岁时参军，1914年他热情地迎接战争。他在战争中表现出组织才能，但在战斗中破相。1919年，他遇到希特勒，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希特勒欣赏他组织冲锋队的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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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视所有对他同性恋的影射。罗姆在1924年才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他很少担心自己的名声，不掩饰自己的偏好，甚至还是人权同盟成员。他与同性恋圈子频繁交往，与柏林男妓卖淫系统联系紧密。1925年，希特勒与罗姆之间爆发一场与同性恋无关的争吵，罗姆辞职。他卷入一场跟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官司，这名柏林男妓掌握一些有伤名誉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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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离开德国，接受在玻利维亚军队内的一份工作。正是在拉巴斯，他写信给医生和同性恋星象家卡尔·海姆塞特，信件后来被《慕尼黑邮报》披露。1930年，瓦尔特·施滕纳上尉领导的哗变几乎摧毁冲锋队，1931年希特勒召回罗姆，任命他为冲锋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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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方便组织，赋予冲锋队军事职能的想法被维持，但不知道它能够采用何种形式。在危机的影响下，冲锋队人员并没有停止增长，1932年达到70万人。虽然对罗姆性生活的谴责越来越多，但希特勒仍然无动于衷。1931年2月3日，他在一份通报中维护罗姆：“冲锋队不是一所良家少女的宗教教育机构，而是一个强悍战士的组织。冲锋队成员的私生活只在表现出与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和责任相违时才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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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33年，希特勒都需要罗姆来实现自己掌权，虽然他的信件引起多次丑闻，但并没有失去希特勒的信任。1933年11月，罗姆被任命为政府成员。

除了时过境迁的原因，怎样理解对罗姆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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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长久以来将冲锋队看作一种平衡党内新旧力量的手段。但是在1934年，冲锋队合并了钢盔团（Stahlhelm），该组织有150万会员，多数出身无产者。冲锋队一直进行革命运动：在“民族”革命之后，必须完成“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或“二次革命”。而且，罗姆希望将冲锋队改造为常规军，代替国防军。这种企图与军人的政治野心直接冲突，军方得到共和国总统兴登堡的支持，他是军队的最高首领。希特勒一方则反对任何可能引起与作为政权基础的常备军冲突或对立的行动。另外，罗姆的敌人众多。海因里希·希姆莱1929年1月6日被任命为党卫军首领，他讨厌自己的上级罗姆，因为党卫军隶属于冲锋队。自从1930年哗变之后，党卫军受命监视冲锋队。但建立于1923年的党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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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2年只有50000名成员。冲锋队的权势构成对希姆莱野心的阻碍。希姆莱得到安全部门首脑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和普鲁士部长主席、盖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秘密警察）头子赫尔曼·戈林的支持，他在希特勒思想中维持一种罗姆政变的想法，因而加剧了国社党内部的紧张。反对“二次革命”的警告不断增加。1924年2月28日，希特勒宣布军队仍然是唯一合法军事力量。罗姆表现出极度失望，造成有人风传他有阴谋。2月4日，希特勒和罗姆最后一次会见。在此期间，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戈林收集伪证，旨在使人相信关于密谋的说法。

“蜂鸟”行动展开。6月29日，希特勒由其亲信和几名党卫军军官陪同赶到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阿道夫·瓦格纳被委托武装本地的党卫军。国防军在维尔纳·冯·弗里奇的命令下秘密提供武器、弹药和运输工具。希姆莱、戈林和海德里希负责柏林的局势。罗姆的继任者已经找到，是冲锋队头目维克多·卢泽。罗姆和朋友们正在慕尼黑附近威瑟的泰根湖边汉瑟鲍尔旅馆度假。他与希特勒约好7月1日会面。29-30日夜，希特勒到达慕尼黑。他命人逮捕了几名冲锋队少尉，然后到达旅馆，“手里拿着马鞭，以便混入‘叛徒’们中间”。
 

〔523〕



 党卫军占领旅店。埃德蒙·海纳斯大队长被人发现跟司机在床上。一部分冲锋队被就地处决，其他人被送进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在柏林，希姆莱和戈林领导镇压，扩大出冲锋队范围。将近300人被杀，其中有“左派阴谋”的组织者格雷戈尔和前首相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有保守反对派的代表如“天主教行动”的首领克劳泽纳博士，有巴本的合作者以及希特勒从前的对手如冯·卡尔，他在1923年挫败啤酒馆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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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姆没有立刻被处决。7月1日，党卫军达豪第一集中营长官特奥多尔·艾克走进罗姆的牢房，递给他一把手枪。罗姆拒绝自杀，因为这等于承认有罪。他被艾克击毙。

在任何时刻，罗姆的同性恋在对他的清洗中都没有起过作用。但是，这却是向公众解释这场屠杀的最主要理由，另一个理由是企图暴动。首先想让人相信这个版本的是戈林对报界的通报，被国内和国际报刊采用。他特别强调了冲锋队的风化和旅店的场景：“在与罗姆隔壁的房间，元首看到布莱斯劳警察局长和西里西亚冲锋队长海纳斯由一名男妓陪伴。”罗姆被表现为一个病态、被自己的同性恋困扰而且有影响力的人：“罗姆由于其不幸的倾向被人扯进一个对他致命的地域。无疑是由于这种倾向的推动，他的总部聚集一些使他感到他是整个德国的强者的男人。正是因此才形成了由这些病态的个人建立政权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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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这种说法广为传播。戈培尔的报告更为明确：“他们让我们冲锋队的荣誉和威信扫地。因为他们无比堕落的生活、奢靡的铺张、大吃大喝，他们损害了我们党的个人简朴和清洁的原则。他们在这一点上招致对党的整体领导的可耻的和令人厌恶的性反常的怀疑。我党数百万党员、冲锋队和党卫军为这次清洗风暴感到欣喜。整个民族因为摆脱了噩梦而能重新呼吸。一旦问题涉及得体、简朴和公共卫生的原则，我们的民族再一次看到元首坚决无情的行动，当问题涉及高层人物时惩罚尤其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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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3日，希特勒本人在前克洛歌剧院召开的国会发表演讲，在全德国广播，解释这次“清洗”行动：“在冲锋队中开始形成一些派系，形成反对一个健康民族的正常概念和国家安全的密谋中心。我们发觉一些人在冲锋队内晋升只是因为他们属于特别倾向的圈子。我已经命令枪决了这一叛变的主要罪犯，烙平我们内部和国外毒害的脓疮直至烧到鲜活的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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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罗姆的朋友们被清洗。1934年10月10日慕尼黑中级法庭开庭起诉彼得·格兰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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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几名罗姆的亲信，多数是年轻的同性恋者，其中两名未成年。
 

〔529〕





对罗姆的清洗以反对不道德的圣战为掩护。元首亲手剪除叛徒和堕落者的形象在民众想象中加强，使人相信一种有德行的、捍卫家庭和道德的政权的想法。但是，罗姆的同性恋只是一个借口，从未构成真正的关键。

*　　　　　　*　　　　　　*

纳粹从未对同性恋表达统一认识。男性联盟分子颂扬雄性友谊，使之成为国家的一个基础，但是同性恋从未被政权视为基础。相反，某些领导人如希姆莱阐发一套狂热的反同性恋的说辞，充当了镇压的基础。在纳粹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中，世界分为一些互不相容的群体：种族必须分离，性别不应混同。同性恋者逾越了这些界限，抹杀了差别。同性恋者是不可容忍的闯入者。

20年代对于同性恋者而言是政治幻灭的年代。虽然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投身左翼政党，但他们的努力只获得微小成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是同性恋的最佳捍卫者，但它们毫不犹豫地维持反同性恋的偏见，在公众舆论中固定了虐待狂的、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法西斯的同性恋者形象。对于纳粹，同性恋者是魏玛和左翼政党腐败的一个标志。同性恋始终是政客斗争中的一种工具。



注释






〔1〕

 　同性恋认同问题是同性恋史的核心，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在此和此后的注解中指出一些对这一问题提供线索的著作：《同性恋的过去：历史杂文选》，Salvotore J. Licata和Robert P. Petersen: The Gay Past: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Essays, 1985; 《同性恋概念的建构》，David F. Greenberg: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1988。





〔2〕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见《同性恋分类：对同性恋区分定义的想法中的研究问题》Kenneth Plummer: “Homosexual Categories: Some Research Problems in the Labelling Perspective of Homosexuality”，载于《现代同性恋者的打造》（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1981, pp. 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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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男孩们交心聊天》，William Lee Howard: Confidential Chats with Boys, 1928；《男孩们的性教育》，F. V. Smith: The Sex Education of Boys, 1931; 《健康的少年期》，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1924。





〔258〕

 　《健康的少年期》，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p. 19。





〔259〕

 　Edwin Wall: To the Early Teens or Friendly Counsels to Boys, 1931. 裁掉口袋内部以便偷偷手淫是当时学校里一种平常的做法。





〔260〕

 　《健康的少年期》，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p. 19。





〔261〕

 　见《给青年的有关性教育的建议》（Conseils
 
 la jeunesse sur l'éducation sexuelle）。





〔262〕

 　基督教婚姻协会出版《教会和性教育》，1929。





〔263〕

 　《爱神维纳斯和她的危险》，Laignel-Lavastine: Vénus et ses dangers, 1925, p. 10。





〔264〕

 　《为爱情效劳》，Jean Carnot: Au service de l'amour, 1939, p. 26。





〔265〕

 　《纯洁的问题》，Violet Firth: The Problem of Purity, 1928, p. 107。





〔266〕

 　《纯洁的问题》，Violet Firth: The Problem of Purity, 1928，p. 108。





〔267〕

 　《健康的少年期》，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p. 33。





〔268〕

 　《与男孩们交心聊天》，William Lee Howard: Confidential Chats with Boys, p. 94。





〔269〕

 　《我要让你们了解》，Reginald Churchill: I Commit to Your Intelligence, 1936, p. 14。





〔270〕

 　《性与青年》，Marie Stopes: Sex and the Young, 1926, pp. 41-43。





〔271〕

 　同上，p. 44。





〔272〕

 　《性心理与性教育》，Oswald Schwarz: The Psychology of Sex and Sex Education, p. 18。





〔273〕

 　《通过心理学和宗教来控制性》，Leslie D. Weatherhead: The Mastery of Sex through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1931, p. 153。





〔274〕

 　《性心理学研究》卷7《性教育》，Havelock Ellis: Etudes de psychologie sexuelle, t. VII, L'Education sexuelle, 1927。





〔275〕

 　《与男孩们交心聊天》，William Lee Howard: Confidential Chats with Boys, p. 95。





〔276〕

 　《给青年的有关性教育的建议》Jean Pouÿ: Conseils
 
 la jeunesse sur l'éducation sexuelle, p. 25。





〔277〕

 　《必要的引导》，S.-J. de Ganay, Henri Abrand, Jean Viollet: Les Initiations nécessaires, 1938, p. 4。





〔278〕

 　《为了种族的拯救：性教育》，Sicard de Plauzoles: Pour le salut de la race：éducation sexuelle, 1931, p. 37。





〔279〕

 　《学校中的性问题》，René Allendy, Hella Lobstein: Le Problème sexuel
 
 l'école, 1938, p. 165。





〔280〕

 　同上，p. 54。





〔281〕

 　《学校中的性问题》，René Allendy, Hella Lobstein: Le Problème sexuel
 
 l'école, 1938，p. 130。





〔282〕

 　同上，p. 176。





〔283〕

 　《当前的性教育问题》，Klaus Steigleder：“Die sexualpädagogische Frage der Gegenwart”，见《性教育问题》，J. p. Steffes: Sexualpädagogische Probleme, 1931, p. 177。





〔284〕

 　《关于高中的道德和教育》，Heinrich Schulte-Hubbert: Um Sittlichkeit und Erziehung an höheren Schulen, 1929。





〔285〕

 　《性与人格》，Oswald Schwarz: Sexualität und Persönlichkeit, 1934, p. 73。





〔286〕

 　《青春期性过错的危险与预防措施》Wilhelm Hausen：“Die Gefahren sexueller Verirrungen in der Pubertätszeit und ihre prophylaktische Behandlung”，见《性教育问题》，J. P.Steffes: Sexualpädagogische Probleme, 1931, p. 105。





〔287〕

 　《保护青少年的方法和斗争》，Heinrich Többen: Die Jugendverwahrlosung und ihre Bekämpfung, 1922。





〔288〕

 　《论爱的教育》，Kurt Zeidler: Vom erziehenden Eros, 1919, p. 18。





〔289〕

 　《友谊与性》，Siegfried Placzek: Freundschaft und Sexualität, 1927, p. 66。





〔290〕

 　维内肯曾在赫尔曼·利茨的实验学校任教。他还是当时影响欧洲的教学法改革运动成员，如英国的塞西尔·雷迪和法国的埃德蒙·德穆兰。1919年，他在社民党政府的文化部短期任职。





〔291〕

 　《维克斯多夫》，Gustav Wyneken: Wickersdorf, 1922, p. 58。





〔292〕

 　《爱神》，Gustav Wyneken: Eros, 1924, p. 46。





〔293〕

 　《革命与学校》（Revolution und Schule）, 1921, p. 13。





〔294〕

 　在16和17世纪人们说是意大利的恶习，在18世纪是法国和英国恶习，从斐特烈二世后成了德国的毛病，在19世纪成了阿拉伯风气。





〔295〕

 　《性倒错与同性恋者：心理学的主题》，G. Saint-Paul: Invertis et homosexuels, thèmes psychologiques（1895），1930, p. 142. 由埃米尔·左拉作序。





〔296〕

 　《赤裸的德国》，Ambroise Got: L'Allemagne
 
 nu, 1923, p. 94。





〔297〕

 　这一期是因为印刷业罢工巴黎几个刊物合作的，其中有《时代》。





〔298〕

 　《时代》，1924年10月2日。





〔299〕

 　《第三性》，Willy: Le Troisième Sexe, 1927, p. 39。





〔300〕

 　《巴黎生活》，1934，p. 1019。





〔301〕

 　同上，p. 1733。





〔302〕

 　《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1989, t. IV, pp. 107-108。





〔303〕

 　《第175条，对同性恋问题的一种批评看法》，Hansjörg Maurer: §175, eine kritische Betrachtung des Problems der Homosexualität, 1921, pp. 41-42。





〔304〕

 　同上，p. 43。





〔305〕

 　《哈尔曼，汉诺威屠夫》，Eugène Quinche: Haarmann, le boucher de Hanovre, 1925。





〔306〕

 　1938年5月的《小臼炮》上发表一篇《犯罪与本能变态》，其中说同性恋在罪犯中特别普遍。





〔307〕

 　《地中海人的形象：“被诅咒的女性”》，Jean Desthieux: Figures méditerranéennes：“Femmes damnées”, 1937。





〔308〕

 　Alexandre Parent-Duchâtelet: La Prostitution
 
 Paris au XIXe siècle（《19世纪巴黎卖淫业》）中有一段关于女同性恋。





〔309〕

 　《女子监狱》，Francis Carco: Prisons de femmes, 1933, pp. 5-6。





〔310〕

 　同上，p. 7。





〔311〕

 　同上，p. 31。





〔312〕

 　《女子监狱》，Francis Carco: Prisons de femmes, 1933，p. 145。





〔313〕

 　《萨芙牧歌》，Liane de Pougy: Idylle saphique,（1901）1979。





〔314〕

 　柯莱特《全集》，Colette: Oeuvre Complètes, 1984, t. I, p. 364。





〔315〕

 　同上，p. 447。





〔316〕

 　同上，p. 453。雷诺在谈到他儿子的同性恋时喊道：“这些故事让我厌恶。”克洛蒂娜自己对马塞尔说：“这些小玩艺儿被孩子们叫‘寄宿生的游戏’，但如果是个17岁男生那就差不多是一种病了”（同上，p. 253）。





〔317〕

 　《柯莱特》，Herbert Lottman: Colette, 1990, p. 69。





〔318〕

 　同上，p. 67。





〔319〕

 　《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p. 180-181.





〔320〕

 　见第四章。





〔321〕

 　以下提到的篇目并不完全。选择是根据案例价值而非文学性。





〔322〕

 　比如《附庸风雅的人们》，E. F. Benson: Snobs, 1994。还有他的马普和露西亚系列。





〔323〕

 　J. E. 里弗斯：《普鲁斯特和爱的艺术》，p. 25。





〔324〕

 　《九月故事》，Arnolt Bronnen: September novelle，（1923）1989。





〔325〕

 　《性退化者》，Charles-Etienne: Les Désexués, 1924, p. 46。





〔326〕

 　法译本题目用德文原文：《苏姗娜·达塞尔多夫的转变》（Die Wandlung der Suzanne Dasseldorf）。





〔327〕

 　“索多姆和戈摩尔在柏林复现。人们公然承认自己对毒品的口味，宣扬神秘的魅力，不顾第175条表现同性恋倾向”（《索多姆和柏林》，Jean Goll: Sodome et Berlin, 1929, p. 139-140）。





〔328〕

 　教师有一尊甘尼米胸像（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侍酒童子）和一尊圣塞巴斯蒂安，他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惠特曼的诗作，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最热烈的段落献给了马娄。





〔329〕

 　对于托马斯·曼的同性恋的全面研究，参见《女性化：克劳斯和托马斯·曼的性态》，Gerhard Härle: Männerweiblichkeit, zur Homosexualität bei Klaus und Thomas Mann, 1988；《自我迷恋与强求之间：托马斯·曼和同性恋的烙印》，Karl Werner Böhm: Zwischen Selbstsucht und Verlangen, Thomas Mann und das Stigma Homosexualität, 1991。另请参见第四章。





〔330〕

 　比如狄德罗的《修女》、波德莱尔所写的“被诅咒的女人”和众多颓废小说，如夏尔·蒙福尔的《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小说》、阿德里安娜·圣阿让的《女情人》等等。





〔331〕

 　《埃尔娜，柏林姑娘》，Ménalkas: Erna, jeune fille de Berlin, 1932。





〔332〕

 　《假小子》，Victor Margueritte: La Garçonne, 1978。





〔333〕

 　同上，p. 135。





〔334〕

 　引自《假小子》，Georges Bernier：“La Garçonne”，见《两次大战之间》，Olivier Barrot, Pascal Ory: Entre-deux-guerres, 1990, p. 161。





〔335〕

 　《时代》，1927年2月27日。





〔336〕

 　在世纪初，卡普里成为同性恋者喜爱的乡间度假地。一些人为躲避丑闻和自由体验性爱在王尔德案件后在那里定居。著名的有阿德尔斯瓦尔德－费尔森男爵（小说中马萨克）、萨默塞特·毛姆、E. F. 本森、J. E. 布鲁克斯和妻子罗曼·布鲁克斯、纳塔莉·巴内、高尔基、斯科特·菲兹杰拉德、D. H. 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威利这样描写卡普里岛：“这是小型的同性恋首都、性倒错的麦加城、未来的同性恋国际主义的日内瓦或莫斯科。”（《第三性》，pp. 67-68）。





〔337〕

 　《灶神之火》，Compton Mackenzie: Vestal Fire,（1927）1986, p. 92。





〔338〕

 　《非凡的妇女们》，Extraordinairy Women,（1928）1986, p. 298。





〔339〕

 　同上，p. 261。





〔340〕

 　同上，p. 28。





〔341〕

 　同上，p. 251。





〔342〕

 　同上，p. 252。





〔343〕

 　同上，p. 231。





〔344〕

 　见第3章。





〔345〕

 　《孤独的沉没》，Egan Beresford: The Sink of Solitude, 1928，系列漫画作品。





〔346〕

 　他以一首长诗结束，对事件进行总结：“唱吧，社交的缪斯，拉德克利夫·霍尔／她写了怎样的一段故事，落在／一些狭隘的心灵像成吨的砖头／压垮詹姆斯·道格拉斯和乔因森·希克斯爵士／萨芙燃烧的希腊岛屿／我们通过弗洛伊德和荣格来对它们分析／虽然萨芙烧起一团特别的火／上帝理解她，我们也应该同样做／对此类怪异的事情说／真的遗憾，她生来如此”。





〔347〕

 　《博尼法》，Jacques de Lacretelle: La Bonifas,（1925）1979, p. 201。





〔348〕

 　维奥莱特·勒迪克在《私生女》中回顾阅读该书时的激动：“两个少女相爱，有个女人竟敢写这个。詹尼弗，这个名字让我着迷。您喜欢詹尼弗吗？最喜欢詹尼弗？您不觉得她太大胆，詹尼弗？啊，不！野蛮？您觉得詹尼弗太野蛮？那可不是詹尼弗”（La Bâtarde, 1964, p. 159）。





〔349〕

 　《含混的回答》，Rosamund Lehmann: Dusty Answer,（1927）1978, p. 188。





〔350〕

 　同上，p. 197。





〔351〕

 　腐蚀和控制学生和教师的小学校长的另一个例子见《妇女军团》，Clemence Dane: Regiment of Women（1917）1978。





〔352〕

 　《尸检无结果》，Dorothy Sayers: L'autopsie n'a rien donné, 1947。





〔353〕

 　《投毒》，Alfred Döblin: L'Empoisonnement, 1988, p. 50。





〔354〕

 　同上，p. 89。





〔355〕

 　《摩登女郎》，Eryximaque：“La jeune fille moderne”，见1934年《巴黎生活》。





〔356〕

 　AN, F7 13960（2），“土伦，1932年9月14日”。





〔357〕

 　《新的客观性》，Sergiusz Michalski: Nouvelle objectivité, 1994, p. 47。





〔358〕

 　《贝鲁甲》，Hans Henny Jahnn: Perrudja，（1929）1995, p. 234。





〔359〕

 　《汉斯·亨尼·雅恩与男性之间的爱情》，Friedhelm Krey: Hans Henny Jahnn und die mannmännliche Liebe, 1987, p. 14。





〔360〕

 　Paul Fechter: Die neue Literatur, 1931年1月，出处同上，p. 15。





〔361〕

 　Thomas Mann: Sur le mariage,（1925）1970, pp. 55-57.





〔362〕

 　超现实主义的档案《性学研究》（Recherches sur la sexualité），1990。





〔363〕

 　安德烈·布勒东纠正伊莱亚·艾伦堡等人，因为他们曾说过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种男色行为。





〔364〕

 　《巫魔夜会》，Maurice Sachs: Le Sabbat, 1960, p. 167。





〔365〕

 　在英国，童子军的人数从1913年的152000人发展到1938年的438000人，巴登－鲍威尔是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在法国，童子军运动在一战初期出现，首先是在新教徒中。保守的天主教徒在1920年建立童子军，1923年成立“向导”。法国1933年有超过5万童子军（Scout），12000名童子军联盟成员，6000名童子军（éclaireurs）。





〔366〕

 　桑尼耶是1929-1930年法国青年会联盟创始人。1933年为左派青年成立法国青年会世俗中心。





〔367〕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男孩和略低于二分之一的女孩。总共160万青少年加入运动协会，120人属于宗教团体。工人青年运动有368000会员（未计算大约1000名共产主义青年）。见《魏玛共和国》，Detlev J. K.Peukert: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p. 98。





〔368〕

 　关于青年神话，见《同我们一起，新时代在召唤》，载《青年神话》，Thomas Koebner, Rolf-Peter Janz, Frank Trommler：“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Der Mythos Jugend, 1985。





〔369〕

 　《1914的一代》，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1980。





〔370〕

 　见第六章。1912年，布吕厄24岁，他本人是“候鸟运动”成员。





〔371〕

 　《德国青年运动中的同性恋》，Ulfried Geuter: Homosexualität in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1994。





〔372〕

 　选自一个无名男孩1917草稿本，引文出处同上，p. 125。





〔373〕

 　鲁道夫·B1920年致阿尔福雷德·库雷拉信，同上，p. 130。





〔374〕

 　《民族主义与性，现代欧洲的尊重得体与性反常》，George L. Mosse: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Respect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 1985。





〔375〕

 　比如社会党之歌：“兄弟们，朝向太阳，朝向自由”。





〔376〕

 　《论婚姻》，Thomas Mann: Sur le mariage, pp. 53-55。





〔377〕

 　《爱神，或人类生理学史》，Camille Spiess: Eros ou l'Histoire physiologique de l'homme, 1932, p. 36。





〔378〕

 　《男性狎玩与同性恋》，Pédérastie et homosexualité, 1917, p. 36。





〔379〕

 　《爱神》，Eros, p. 88。





〔380〕

 　Louis Estève: L'Enigme de l'androgyne, 1927, p. 32.





〔381〕

 　《寺庙》，Stephen Spender: Le Temple, 1989, p. 310。





〔382〕

 　《牛津，1919-1939》，François du Sorbier: Oxford 1919-1939, 1991。





〔383〕

 　同上，p. 51。





〔384〕

 　乔治·马洛里语，见《幕间》，Between the Acts. Lives of Homosexual Men, 1885-1967, 1990。





〔385〕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 10。





〔386〕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1972, p. 165。





〔387〕

 　同上，pp. 164-165。





〔388〕

 　乔治·马洛里语，见《幕间》。





〔389〕

 　约翰是工人子弟，被包养，同上。





〔390〕

 　这个问题需要同那些大户人家的男人与女仆、绣花工、裁缝、卖花女和其他工人阶层女子的异性恋关系进行比较。





〔391〕

 　《我父亲和我自己》，J. R. Ackerley: My Father and Myself,（1968）1971, pp. 109-110。





〔392〕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66。





〔393〕

 　比如伊万·阿尔德曼，他15岁在里士满公园遇到阿克利。他疯狂爱上他，对于他这是有魅力的王子、一个富有的同性恋者，很漂亮，有教养，开跑车，到他的街区带他去一些名人出没的晚会。六十年后，他在回忆中仍然把这当作一生最重要的恋情。他逐渐发现他认为的最终的关系只是阿克利爱情生活的一个阶段。见《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 Ackerley, 1989, pp. 94-95。





〔394〕

 　《我父亲和我自己》，出处同前，p. 109。





〔395〕

 　福斯特：《阿瑟·斯耐齐福德》，载于《永恒之一瞬》，巴黎，1988。





〔396〕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65。





〔397〕

 　同上，p. 167。





〔398〕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110。





〔399〕

 　《去国外，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修学旅行》，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ers between the Wars, 1983。





〔400〕

 　见弗吉尼亚·伍尔夫1933年12月21日致昆廷·贝尔信。





〔401〕

 　《我父亲和我自己》，J. R.Ackerley: My Father and Myself, p. 10。





〔402〕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72。





〔403〕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30。





〔404〕

 　E. M. 福斯特的《伍拉科特大夫》，见《永恒之一瞬》，p. 136。





〔405〕

 　同上，p. 134。





〔406〕

 　《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 Auden, a Biography, 1981, p. 260。





〔407〕

 　克里斯托福·衣修午德在Gay News, n°126上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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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编






假意的宽容：30年代的镇压和回潮





——同性恋者，罪犯和牺牲者







既然，我心所爱，我们不能飞　

往土星，抑或水星　　　　　　

我们必须遵从，只要我们能够，

这异域的法度，由神与人制定。





——A. E. 豪斯曼：《最后的诗篇》




第七章





法律面前的罪人



同性恋崇拜、同性恋组织的激进言论、那些“快乐”（gaies也指同性恋者——译注）城市的张扬、文学中的同性恋“时尚”不应使人忘记反同性恋镇压的现实。男子同性恋在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和德国是一种罪行。这一事实是本质性的，虽然在社会某些部分，宽容在增加，但作为同性恋者始终要面对羞耻和社会排斥。但是在法国，同性恋不被法律追究。法国状况的独特性有决定意义，这部分地解释了法国缺乏积极斗争的同性恋团体和法国的同性恋个人主义。同样，在三个相关国家，女子同性恋不构成犯罪，女同性恋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男同性恋者丧失一致性，她们没有同样的忧患。
 

〔1〕



 但是，反对势力在这一时期始终存在。它们依靠传统的制度，国家、教会、报界，并依靠舆论中潜在的同性恋仇视。它们维持着一种阴郁的恐惧气氛，即使是在解放的同性恋者中间。




英国的反对（1919-1939）




我不知道这种仇视同性恋的偏见是否有一天会被经验、知识和理性克服。这是纯粹非理性社会的最后一个堡垒。而英国就是其守护人和中心。
 

〔2〕






20年代英国社会处于十字路口。“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享乐主义受到卫道士的谴责，时新的随便做派和对旧的“体面”规则的抛弃引起他们的反对。同性恋是一桩受到法律制裁的罪行和一种社会错误，受到歧视和贬低。同性恋者的危险是立法者和法官们偏爱的一个论题，警方对之实行特殊手段来克服。同性恋的行动仍然是边缘的和无效率的。



司法状况



对同性恋立法在英国经历几个阶段。自从1533年亨利八世法典，鸡奸（buggery）行为被定义为“性反常的罪过”，根据基督教传统，男女之间、男性和动物以及男性之间的肛交都是禁忌。对于这种“卑劣恶行”的裁决是死刑，直到1861年才替代死刑为从十年到无期的监禁。这条法律针对性行为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不是针对一类人，虽然执行中的多数情况与同性恋者有关。法律的目的首先是保护种族的繁殖避免将男性精子散播于非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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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85年拉布谢尔《刑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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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形势发生变化：“所有公开和私下违犯和参与违犯的男性、提供方便和试图提供方便给一个男性对另一个男性进行猥亵行为的犯有罪行。一旦确定有罪可处两年以内监禁，还可处以苦役。”修正案的表述非常不准确，可以随意进行严厉的解释。虽然新法令没有旧法严厉，大大减少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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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从此判罚任何男性之间的性行为。首次，鸡奸者不再是一个宗教罪过者，而是一名罪犯。同性恋不再以性行为定义，而是以寻找同性伙伴来定义。同性恋者被看作一个与民众分离的群体，应该特别对待。女同性恋者仍然不受法律治辖。对隐私行为的制裁助长了敲诈。英国成为唯一判决男性之间手淫的欧洲国家。而且，1861年法令刚实行不久，拉布谢尔修正案引起对同性恋的注意，这表现为判决数量明显增加。王尔德是法令的首批也是最著名的受害者。1898年，《流浪罪法》强化了法令，将之扩展到非道德目的的拉客，只适用于同性恋者。1912年《刑法修正案》明确了《流浪罪法》对拉客处以六个月监禁，并对重犯者处于笞刑。这类犯罪由轻罪裁判所裁定。



镇压的组织



在司法状况之外，应该看看这些条文在日常现实中如何执行。对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研究警事的和司法的判决和行动。



对同性恋判决的演变



研究这一时期对同性恋处刑的变化是有益的，能够揭示出镇压的真实倾向。我们首先注意到，在这一时期造册的案例持续增长。警方的统计显示罪案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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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这一倾向并不意味着有了更多的同性恋者，而是说明镇压和侦察手段强化了。性反常犯罪（U代表unnatural offences）的数量在1919-1938年间增长了185％，最大值在1938年达到134例。所以由警方统计的罪案增加了185％。猥亵（I代表indecency）的数量在1919-1938年间增长155％。数量最多的是“性反常行为企图”，这种比较模糊的称呼似乎与大多数警方突击发现的同性恋案例对应，但都是没有完成性行为的。人们似乎情愿将同性恋者归入这一类而不是前两类，因为这类案例所必需的证据较少。而我们确实看到统计案例增长了902％，1919年有92例而1938年有822例，达到最大值！所以这一时期持续加强的镇压在1931-1932年间突然得到确认。我们从中看出警方加强镇压的明确意愿，这明白地表现于数字及其起伏之中。但是似乎逮捕的增加没有立刻表现于审判。比如在1919年，81％的因性反常罪行被捕人员被审判，而在1938年只有55％。对于猥亵罪，从1919年的88％降到1936年40％的可笑数字。对于性反常行为企图，审判率从1919年的81％跌落到1938年的50％。在1937年只有41％。两个理由可能解释了这种突然的下滑。司法机构并不希望加强对同性恋的制裁，这意味着只有警方才是镇压增加的原因。这似乎是不大可信的。更可能是警员越来越忽略收集将嫌犯治罪的足够证据。警方的镇压依靠恐吓多于惩罚。通过加强突击、搅扰集会、逮捕众多嫌犯，警察维持一种恐慌气氛，促使同性恋者退缩于匿名和私人空间之中。这很可能被警方看作足够的成功，因为公共空间从此符合主导道德。其反面是多种同性恋“罪行”相对地免于制裁。

我们同样发现审判数目的增长也并不平均（罪行增长94％，企图增长409％，猥亵增长81％）。性反常罪行的大多数继续由重罪法庭审理，然而大多数的企图不合常规地被轻罪法庭审理。比如，在1919年只有49％案例被轻罪法庭审理，在1938年有75％。我们的印象是，法官们想加速诉讼程序，增加减刑判决，指控也越来越轻。这类审理程序同样见于现场抓获的案例。因拉客被逮捕的男性也同样被以轻罪审理。关于这一类案情我们只拥有1919-1935年数字，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并不规律。但数字是稳定的（平均45例），而且出奇的低，所以可能多数男性卖淫案是以其他罪名对待而不是特殊对待。

逐年的精细研究使我们得以发现几大倾向。判决的数量在1919年到1938年之间明显上升。以1919、1933和1937年为参照，1919年被以性反常罪行审理的人中78％被判刑，但1933年为90％，1937年为87.5％。对于犯罪企图，从1919年的76％升到1933年80％，到1937年为87％。因此，我们注意到，由警察工作加速和缺少证据引起的审理数目的下降被法官的严厉程度的增加抵消。到达庭审的案件被无情判决。宣判的性质和刑期是很好的说明，从战争结束到1923年性反常罪行被处以可达10年的苦役，从1924年到1930年只有监禁的判决，从1931年起，苦役重新得到严厉的施行。被判刑者的年龄同样是一个有趣的信号，从1919年到1929年，被判刑者在30-60岁之间，从1929年起尤其是1931年，被判刑者年龄通常在16-21岁之间。这可能同样是一个非职业卖淫增多的信号，如我们所见，这与失业青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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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似乎此后对所有年龄段都同样施刑严厉，对青少年没有特别宽容。但上诉的数目却是非常稳定的，数目非常有限，几乎被悉数驳回。轻罪审理的结果显示与重罪审理相似的倾向。判决的数目明显增加，从1919年的74％到1933年和1937年的87％。按照地区对审理结果进行研究同样有启示性，对于三个参照年份，首都行政区警局（伦敦）排在首位，1919年有62例逮捕，1933年149例，1937年185例。这似乎是正常的，因为伦敦是英国同性恋生活的中心。尽管如此，还应该谨慎，在德国的统计中，柏林并非排在逮捕的首位。在英国首都的镇压特别猛烈，这是案例研究所证实的。在这一时期实行有力镇压的其他地区有兰开夏郡、南安普敦和约克郡（西区）。某些地区的判决激增，这意味着针对同性恋执行的特别政策。




柴郡就是这种情况，1930年有10起判决，1933年13起，1937年105起。德文郡1919年9起，1933年65起，1937年53起。肯特郡1919年2起，1933年20起，1937年83起。有些地区则完全没有，也许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同性恋者特别谨慎，或者是警方对这种现象不感兴趣。难以判断。但是在乡村地区，比如多塞特郡（1919年0例，1933年3例，1937年2例），同性恋者很可能在非常隐蔽地生活。总的来说，我们看到从1933年起罪案分布到广大地区。罪案的激增触及大城市和工业化地区，但是触及的地区数目不断增加，使我们推测对同性恋的刑侦运动遍及全国。

我们从对统计的研究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虽然20年代是风俗解放的年代，但并非是司法纵容的年代。但我们同意，直到1930-1931年间存在一种司法的宽松。惩罚较轻，司法系统在审理中遏止了逮捕的影响。但是，刑罚即使很轻（罚金、缓期徒刑），甚至仅仅是诉讼拘留，都可能破坏前程、毁灭家庭或者意味着社会屈辱。从1931年起，镇压的强化是明显的。我们将看到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精心组织的。



警事手段



虽然不可能画出警方所采用方法、被逮捕者的社会成分和对他们的控状的详尽图表，但我们拥有足够多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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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近卫团士兵卖淫、伦敦公园中拉客、对公厕的监视、警方的逮捕手段、法官对同性恋罪案的处理和领导层处理同性恋的政策提供详细情况。

两次大战之间英国警方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其特征是歧视和某种随便。性罪犯不是一种有趣的猎物，警察偏爱其他案件。20年代，同性恋仍然是一种相对附带的问题，警察满足于借机威吓男妓和顾客，驱逐那些“假女人”。目的更多是让他们害怕，使他们离开辖区，而不是进行大规模逮捕：“穿制服的警察从前并未被看作食人者。我从前没有丝毫的法规概念，但他们并不追捕我们，只是让我们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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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0年代，警方加强了手段，同性恋群体整体上成为镖靶。在这一时期，同性恋者被警方看作一种特别卑劣类型的罪犯。一位当时的警员回顾对同性恋逮捕的气氛：“屁精被当作没有知觉的无生命对象。警察为了收集化妆的证据用手纸擦他们的脸，开玩笑嘲笑他们，就像他们不在场，总是在他们的口袋里发现凡士林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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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逮捕介乎违法的边缘，特别是拉客的案件。男孩因为面色、服装和化妆被逮捕。提供拉客的证据成为次要条件：“法律的态度是任意性的——近于满不在乎。因为拉客被逮捕的男孩在没有开口前就被宣布有罪。如果他们有办法说些什么，他们说话的结果只会让庭长加重判决。我认为男孩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因为自己女性化而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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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默史密斯的警局里，有一组人“专门抓捕同性恋者。他们几乎不谈别的，在共谋的公众面前发出疯狂野兽的笑声，公众由于害怕别人以为自己对所谈论的事有兴趣而发出骂声——这些流氓！他们通常穿便衣，隐藏在帕特尼小道附近的树林和公厕，每两星期就胜利地带回一对互相手淫的老绅士。而他们下面一个月都会一边回顾细节一边跟朋友们神经质地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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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态度似乎很平常。伦敦首都地区警局的警探被指定到重要监视地点，主要是一些公园和公厕。这些警员两人一组最多工作两个月。对于海德公园的大理石拱门和海德公园角的男厕（两处同性恋勾搭的胜地），地区派出所要求“整周派出两名便衣警官。我们不会让同一组人长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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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同组警察太长时间值勤反映了两个担忧：害怕他们被男厕的常客认出而变得无用，但同样是因为感到让年轻警员暴露于此类卑劣恶行有可能干扰他们的心理，甚至使他们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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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厕的监视是警方的官方行动。这直接属于镇压同性恋的范围。首次提到这种监视是在1872年。警员指示手册（instruction books）中直到1923年都包含一条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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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可能不恰当的目的出入男厕的人应当以逮捕加以威胁，如果他们继续他们的行为而且有证据进行传讯，他们应当被传讯和治罪。”1923年指示手册修改了这一条。第140条：“以看起来不恰当的目的出入男厕的人应当以逮捕加以威胁。如果他们继续并且违犯，他们应当被逮捕。”第141条：“每当一个男人因公开拉客被传讯，应尽一切努力保证证据确凿。被勾引的人必须提供姓名和住址并出庭。如果他们拒绝出庭，警员必须在袖珍手册（pocket book）上记录并作为证据提出。”我们从中见到警事行为的演变中明确的镇压意义。同时，我们注意到加强了一种保证行动结果的意图。为了尽量避免失败，1937年8月明确了任何没有经验的警员不得安排于“这种微妙情境”。实际上，外部的见证难以收集，在针对同性恋者的斗争中，警察似乎始终未获得民众的支持。所以要获得判决的结果是很难的。比如约翰·亨利·洛文达尔案件，他67岁，住在伦敦郊区的哈默史密斯，1938年1月被判猥亵。他1937年12月24日在北富勒姆警局落案。有人发现他在富勒姆北路的王冠通道当着路人手淫。两名便衣巡逻的警员12点半进入王冠酒吧旁的一个男厕。洛文达尔当时正在中间的便池手淫。目击的警员召唤同事与他一起见证事件。洛文达尔从12点半到55分留在男厕。当他离开时，两名警员逮捕了他。在此期间，25人进入男厕，没有人同意留下姓名和住址作证。虽然有些人肯定是不愿意协助逮捕洛文达尔，但更有可能的是多数人害怕自己名声有损。这一场所已经与同性恋行为分不开。进入男厕，一个著名的同性恋勾搭场所，不是已经是赞同同性恋吗？

男厕与公共道路拉客的问题是警方的棘手问题，他们多次试图加强镇压机制。曾有多次指示手册的修改提议，比如1937年的提议：“如果发现有人以看起来不恰当的目的出入男厕而没有足够证据进行逮捕，对事件必须立刻汇报以便在必要情况下采取特别措施解决问题。”相当于其他罪行，虽然对同性恋者的监控可能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发现警察很在意这方面的工作。继1937年8月就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后，皮尔·豪斯警局高级督察F. 史密斯披露，在警校中他们详细分析“以可疑的方式游荡”和“频繁”的准确意思，以便学生们能够准确界定自己的行动。但是，他认为警告嫌犯很少运用，因为不是很有效用而且相对危险。所以我们从此看出，这一时期英国警察内部对镇压同性恋进行了真正的思考。对同性恋的镇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便衣警察问题。使用便衣警察是一种有争议的手段，因为许多敲诈者通过装作警察来从同性恋者那里诈取钱财。在1919-1939年间，曾有多次提议处理同性恋问题的警员恢复穿制服，皇家警察权力和规程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Police Powers and Procedure）的一条建议要求不再利用便衣警察逮捕同性恋者，要公开逮捕以便避免敲诈的危险。1929年6月17日，内务部长发出的一份保密级备忘录同样要求禁用便衣警察。尽管如此，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几个事例见证了使用便衣警察造成的困难。1933年9月26日在一个男厕对同性恋者的逮捕遭到质疑：“我们接到投诉一个男厕被鸡奸者使用，并记入事件报告。随后，便衣巡逻人员注意到这一场所，却没有给他们任何行动指示。结果是几个人因风化问题落案。法官不满警察所提供证据的性质——这并不让我吃惊。很明显，如果警方以这种方式行事，可能让人推测警方在某种意义上诱导违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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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则1933年8月的记录报告一起相似案件。一名警员通过诱捕手段在一个男厕逮捕四人，他在男厕中游荡等着路人搭讪。被逮捕的人进行无罪辩解，法官谴责了所采用的手段，只建议从轻处罚：3-15个月监禁和少量罚金（5镑）。这类手段肯定会失去作用。著名的同性恋者昆廷·克里斯普与男妓群体接近，他指出职业男妓很快就能够认出值勤警官，即使警官穿便衣。那些被逮捕的是一些偶然出入男厕的同性恋者，但也有一些是被警察的把戏欺骗的：“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性恋，但他们完全自然的好奇心受到别人奇怪行为的刺激，他们因为警察手段而处于险境。我们可以确定，即使仅仅在某个好天气的日子跟侦探谈谈天气就可能被逮捕，而在一个恶劣的晚上只要朝他的方向看一眼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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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通常发生在男厕出口和伦敦的公园，特别是海德公园，那里是著名的男妓和妓女卖淫场所。罪名很少是“性反常罪行”，多是猥亵和有损廉耻。这后两条包括了从简单的接吻到相互手淫。一些职业男妓和近卫团士兵因拉客而被逮捕。伦敦警察似乎对公园内的高犯罪率感到特别烦恼。两名因在海德公园猥亵被捕的青年威廉·理查生和查尔斯·普理查德的案件被警方报告如下描述：“这是一起奇怪案件，一件此类奇怪事情的补充案例，在公园里发生，从道德角度看真难以置信。一个看来非常体面的年轻人在冬天夜间11点从海德公园找到一个社会状况比自己低下的青年，邀他散步。他们坐下来，很快他就跟陌生人行为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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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许多平民因此被捕，但当局似乎主要关注近卫团士兵。这些士兵确实为了增加收入而在城内公园从事隐蔽卖淫。一个责任问题被提出，因为这些卫队士兵隶属军方。但是在打击同性恋的背景下，民事和军事当局准备合作：“军方希望尽可能帮助警方消灭这些性反常案件。军方了解一些下流案件发生在公园，但军方认为这些平民比军人更坏，因为他们请军人喝酒，随后把他们带到公园并在那里与他们犯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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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平民作为军人卖淫的主要责任者是当时通例。军方还要求宪兵有权逮捕被发现有士兵陪伴的平民。军方特别提出军官作为个人能够抓捕平民，将其交给警方并作证。这些提议并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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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是军官严重关切的问题，因为对卫队士兵不断的指责触及军队荣誉，质疑了军队作为国家保卫者的角色。之所以平民也没有受宽待，是因为同性恋对于各类权威都代表着一种危险。同性恋在惯常的等级结构的边缘发展，这种等级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始终很明显。所以在堕落和变态的通常指责之下隐藏着更严重的谴责，同性恋者被认为是一种特别危险的罪犯，因为他触及国家安全，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和道德的基础。



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理解对英国同性恋者采用的手段及其相关情况，参考现存的庭审报告是有益的。第一例由莱昂内尔·珀西瓦尔案件提供，这个21岁的青年被指控在1925年4月1日在海德公园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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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他的警员在庭审时作证：“他微笑着盯着街上穿着体面的先生们的脸。”他来回走动的细节也被报告法庭。珀西瓦尔进入“大理石拱门”的一个男厕，他占了一位体面绅士旁边的位置并对他笑。他没有使用小便池，很快便走出去。他回到海德公园同一个男子交谈，随后他走入一条小径并不时回头看，似乎等着男人跟上他。该男子稍后同他会合，两人一同走向公园的僻静处，警察在那里跟丢了他。他最终在稍迟时候又发现嫌犯在此前相同地点正在做同样的把戏。犯人在被捕时说：“我今晚什么也没做。让我走吧。我以后再也不做了，再也不到这里来了。”这一见证代表了对拉客场所的男子的传唤程序。警员观察形迹可疑的人，从他们的行踪推断他们的活动，但不一定等到在犯罪现场抓捕。在本案中，莱昂内尔·珀西瓦尔被无罪释放，因为一名警员的见证不足以作为定罪证据。

下一个例子很有趣，因为它质疑了警事手段。56岁寄宿学校教师弗兰克·香潘案件载入1927年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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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克·香潘因性骚扰和拉客被捕，1927年8月10日至23日在鲍街警事法庭由查尔斯·拜伦法官审理。他被判处3个月苦役，他9月21日上诉，判刑被撤消。他的无罪释放直接与警事手段有关，因为最后加入卷宗的文件似乎可以证明被捕者有罪。当香潘被捕时，他已经流连于两个男厕，一个在“阿德尔菲拱门”，他进去过三次，另一个在约克广场。但是，逮捕的情况却是可争议的。香潘当时被25岁警员汉福德监视。在18个月间，汉福德已经传唤了12名同性恋者，其中8人他为同事作见证，4人由他主管。他熟悉工作辖区。对他有两项职责，他能轻易联络到附近工作的同事但他却单独行动，而且他的表现像“诱捕”。最后一点是主要的，汉福德在香潘第一次进入男厕时跟踪他并站在他旁边，香潘递给他一支香烟，他拒绝了。汉福德还曾跟踪进入约克广场的男厕。在审判时法官提出几点，汉福德的见证不充足，他的口述与香潘不符，而香潘是一名体面的教师。汉福德见证的不准确对他不利。香潘坚持说在他个人物品中找到的一盒油膏是他必须的，因为他有皮肤问题，他出具医疗证明说明水疱使他必须频繁上厕所。他特别强调请陌生人吸烟是普通的礼貌举动，而且看到自己被一个男人跟踪一个小时会引起误会。法官接受了这些论据并将香潘无罪开释。新闻界在整个诉讼期间都支持被告，这是极为少见的现象。这一事件使人认为所有公民的通行自由受到质疑。我们读到：“那类事件不会发生在像香潘这样体格强健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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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邮报》（1927年9月21日）报道：“这个人因为给便衣警察一根香烟而被送上法庭并判刑。”加入卷宗的某位J. 切斯特1927年9月27日的信函反映出舆论对于任意逮捕的厌倦，即使见证也许说明倾向：“我向上帝祈祷，赶紧通过一条法律，明确只要没有公众成员投诉并提供性骚扰证据，就不能进行逮捕。你们不要误会，我对于从事卖淫的堕落青年的真实事例没有任何好感，但我坚持认为很多无辜的青年现在狱中，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金钱。我认为我应当尽我所能，直至人们能够重新自由地呼吸，可以午夜后在伦敦西区散步。”

与警察逮捕时的行为相关的问题似乎很频繁。1937年11月G. H. 白金汉案件显示在这一时期没有取得任何真实的进步。白金汉50岁，单身，因骚扰被判一个月苦役。一个男孩在电影院前同他搭讪要他陪同去看一部禁止没有陪伴的儿童观看的电影。在电影院里，白金汉抓住男孩的手放在自己的性器上并要求他从上到下地进行按压。男孩亚瑟·弗莱彻9岁，他以上厕所为理由脱身并提出控诉。众多警方和司法的错误导致审判无效，而警方不得不支付一笔赔偿。孩子的证言是可信的（有证人见到白金汉裤子前一个扣子是打开的），但是警方所使用的手段再一次被诟病。下一个案例是休·A. 查普曼案件，他是海员，34岁，被怀疑“精神缺陷”。
 

〔24〕



 他在1934年因猥亵落案。案件的价值在于它说明了医学理论在警方对同性恋者的处理上的影响。在布里克斯顿监狱为查普曼做检查的医生认为，他神经质、非常单纯。医生认为他的性变态是习得性的，很可能是在出海时染上的。他没有发现任何不健康和精神缺陷的迹象。在此证言之后，控状修改为侵犯。他被判处两个月苦役。1935年3月，查普曼再次被捕。大马尔伯勒街派出所警员约翰·沃尔什的警事报告叙述了这起新案件。沃尔什看到查普曼于20点45分同一名男子在三王场的男厕便池前交谈。男子推开他，然后走开。查普曼回到小便池，在那里停留5分钟，对一个进来的男子笑。随后他到了福佑庭的男厕，在进去之前跟一个男子搭话。他呆在门口，手握自己的性器，说话并向几个男子微笑。他们中的一个推开他，抬起手臂似乎要打他。查普曼在三王场和天道院之间往返。21点40分，他到达牛津街，警察逮捕了他，查普曼毫无反抗地跟他回去。他因为拉客被判处6个月苦役，上诉被驳回。在警事报告中我们发现查普曼是惯犯，因为他在1931年10月9日已经因骚扰被判6个月苦役。嫌犯的名声在对他的处理中起主要作用。查普曼，海员、惯犯、智力低下，是理想的同性恋罪犯，因为他集合了一整套的类型化的东西。但是，米特福德·布赖斯的事例说明偏见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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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赖斯46岁，1936年9月因猥亵被判刑。他勾引了15岁少年H. G. 奥尔德顿，然后把手放在少年的性器上。他必须偿付10镑罚金。我们在他的卷宗里发现一条记录说明，这是一个为当局和猎犬俱乐部熟知的人，他曾被前任国王授权撰写一部关于皇家猎犬队的著作。布赖斯是一名绅士，他专注于一些典型的英国活动，熟悉上层社会。所以对他提出的指责是可疑的和不大可能的。在警察记录中成为同性恋者，这首先是表现一个性罪错者的典型形象，这种“丑行”不可能涉及社会精英。

最后一个案例来自《泰晤士报》司法年鉴，使我们得以看到司法机器可能存在严重疏漏。一桩特别严重的案件1926年3月26日被提交沃辛法庭。莱斯利·布坎南·格林耶35岁，被指控在1923年7月至1924年8月间对5名男童猥亵。格林耶教授游泳课和组织马球比赛。在假期，他邀请一些男孩到他的公寓，警方在那里找到一些淫秽照片。这些男孩作证，报告了相似的经历。一名从前的杂役作证说，曾听到被告对一个男孩发表一些淫秽见解。一名警员证言被告在被捕时脸色苍白并且说：“这意味着彻底完了是吗？”7月14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案件的后续部分。格林耶和他的两名担保人没有出席审判。法官宣称这属于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他不明白被告怎样被取保释放，询问曾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阻止他离开。我们不了解这一事件如何解决。



1931年5月7日关于同性恋犯罪的大会



1919-1939年间，同性恋成为警方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反“灾祸”斗争的强化和逮捕的增加印证了许多同性恋者的抱怨，他们认为从1931年，特别是从1933年起，同性恋崇拜开始在上层社会减淡，而经济危机的后果和国际法西斯的威胁给性改革运动带来致命一击。似乎在1931年，同性恋问题首次在英国成为一个威胁性的问题，一次关于同性恋犯罪的大会在伦敦里士满台场1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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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旨在正式确定一套行动和协调相关各方力量的策略。出席的有B. A. 蒙哥马利·马辛伯德将军、迪兹将军（主管人事）、科克伦将军、H. D.F. 麦盖上校、诺曼·肯德尔、首都警局警长J. 怀特黑德、检察长及其助手N. S. 彭斯。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改善警方刑侦手段、军中纪律措施、在军团产生一种反同性恋思潮的可能性、保护士兵不沾染此类犯罪以及地方当局和军方的合作。

有几点内容从一开会就被提出。检察长指出，只有当涉及鸡奸和猥亵时此类罪行才与他的工作有关。多数涉及士兵的案件属于《反流浪法》（Vagrancy Act），只作简单审理。所以他只能在有敲诈的情况下介入。新闻界处于讨论的中心。许多文章指称近卫团是男妓卖淫中心，（此前提到的）香潘案件造成许多谬误，而此后警方确实屡成攻击对象，人们怀疑警方头脑发热、作伪证，负责监视约会场所的警员特别不受欢迎。最终，司法追诉越来越少。首都警局的两位代表表达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卷入同性恋案件的卫队士兵比例被分析出来。在1930年的127宗拉客案件中，只有7宗与卫队有关。所调用的警员绝对值得信任，他们隔月执勤。警方不认为同性恋罪犯构成一个有组织团体，虽然许多人似乎彼此相识。年轻士兵可能会落入这类人手中并被腐蚀。至于反复争论的将海德公园列为士兵“禁地”的问题，N. 肯德尔认为这不会使形势改观。他还表态不愿意进行“太强的攻势”，总之不要比目前更强。军事当局要求在公众舆论中发起运动及警方采取附加行动，用以说明这类罪行不能被容忍。通过一名叫埃文斯的卫队士兵的揭发，建立了一份疑犯黑名单。他承认其他士兵教唆他做这些事，他可以列出相关士兵姓名以及每个人的标价。军方保证要以一切代价保护年轻士兵免于军队外部和内部的任何人的“传染”。所有被卫队开除的人要接受一个特别委员会的审查。科克伦将军补充说，希望在军内发展一种强烈的反同性恋情绪。年轻士兵将在入伍时被告知性犯罪的威胁。麦盖上校指出如此“强大的攻势”只有得到警方同类攻势的支持才能奏效。真正的责任者是出钱的平民。检察长建议年轻士兵旁听关于同性恋罪行的大会以便了解这些罪行的实际情况。人们将警告他们，哪类人会接近他们、给他们钱以及此类行为的恶劣后果。最后，科克伦将军指出，每年许多被怀疑的卫队士兵被开除，他恐怕他们会成为中间人。

因此，反同性恋犯罪的斗争此后协调了各级警察、军队和司法当局。风俗解放进程从30年代初起在很大程度上被遏止。



女同性恋的困扰：镇压的企图



从英国法律来看，女子同性恋是不存在的。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假设，想象一种女性同性恋，一个女人被另一个女人“腐蚀”，这就面对了一种女性独立于男性的自主的性生活的可能，因此也是一种女性拥有权力的可能。这在18和19世纪立法时的背景中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英国历史上也没有过先例。两次大战之间，女性的地位以全新的方式提出。在社会中形成的结构性的“老姑娘”阶层提出了妇女经济和法律独立的微妙问题，虽然人们讳言潜在的性问题。对于一种通过“腐蚀”传染的同性恋的假设，促使立法当局采取措施反对女同性恋者，尤其是因为独立女性的增加使人以为这个现象正在蔓延。



1921年法案



因臆测中的英国女同性恋行为蔓延引起的忧虑导致了1921年第一次镇压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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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保守派议员弗雷德里克·麦奎斯顿、恩斯特·怀尔德爵士和霍华德·格里滕要求在《刑法修正案》增加一条，将预期对男性同性恋的刑罚扩展到女同性恋者。这个条款叫做“女性之间的猥亵”，规定：“任何女子之间的猥亵行为是犯罪行为，应该受到1885年《刑罚修正案》第11款对男子相同行为的同样方式的惩罚。”为了证明请求的合理，麦奎斯顿指出这种措施“早就应该加入本国刑法”，他竭力强调女同性恋罪行的蔓延和危险，他质问众议院议员有谁不了解这种“可怕的堕落和罪恶的地下浪潮”威胁着现代社会？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被一个这样的无耻女人追求，结果她们的诡计使他破产。他接下来提到此类堕落使大英帝国面临危险，他指出“当这些道德缺陷在一个国家普及，国家的衰亡就邻近了”，所以条款针对的是“挫败一个能够破坏最高文明的基础的恶魔”。恩斯特·怀尔德支持他清除罪恶，为“这些卑劣的细节污染下议院”感到遗憾。他指出这一祸患的紧迫的危险，“否认我们社会中许多人是有罪的是愚蠢的”，这就像“当罪恶的存在被证明时不去惩罚它”。怀尔德随后忧虑到女同性恋者在社会中的影响：“首先，她们遏制了出生率，因为众所周知，进行这种恶行的女性不再愿意与异性交往。她们腐蚀少女，导致她们神经衰弱和疯狂。”女同性恋被控诉为现代的和紧迫的危险。对于海军准将R. 霍尔爵士，这显然是“一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斗”。面对这番论证，很少有反对修正案的声音。工党议员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指出，这一措施将为所有的敲诈者敞开大门，而且他恐怕采纳修正案会促使这种行为传播，不然这种行为是大多数人所未知的，他指出：“我认为，许多工党成员并不了解这一条款的内容。”J. T.C. 穆尔－布拉巴宗上校是唯一的另一个提出保留的议员。他认为对惩罚的畏惧从来没有成功地消除同性恋，只存在三种彻底消灭的方式：处决同性恋者、把他们像疯子一样关起来或者“让他们单独相处”。麦奎斯顿的修正案只会在纯真的人们的思想中引入淫秽的想法：“她们是极端文化的范例，但她们会自己消亡，所以她们不会蔓延，也不会对社会整体造成损害。采用这类条款会造成错误，在人们纯真的头脑中引进最叛逆的想法。”1921年8月4日，修正案以148票对53票被下院通过。但上院将此事终结。从辩论开始，玛姆斯伯里伯爵宣称这一条款未经过足够的研究。他得到检察长德萨特爵士的支持，他指出一个如此重要的修正案应该由政府提出，而不是由一个议员提出。诉讼增长的威胁和敲诈的危险在他看来比对女同性恋的指控更重要，他怀疑其真实影响：“我们了解少女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所感到的所有这些几乎歇斯底里的浪漫友情。让我们设想一个年轻女子在某个场合听说这则法律时会想：‘提出指控多么容易。也许他们不了解法律所指的是什么。’你们以为一个会损失社会声誉的女子将敢于面对这样的指控？这不是这个女子为自己辩护的问题，问题是她将面对指控，被带到陪审团面前回答这样性质的控状。我认为敲诈是肯定的，而且一定成功。”司法大臣伯金黑德爵士随后强调使女性得知存在此类怪癖的危险。他认为1000个女人中999个从来没有听说过此类行为。坎特伯雷主教带来致命一击，他表态说确信此法律无用。上院站在他一边，修正案因而被放弃。

1921年法案是英国首次企图使女同性恋非法。这说明了妇女作为独立社会角色的兴起。女同性恋的困扰反映男性统治阶级面对自身性特权和社会特权动摇所感到的恐惧。恩斯特·怀尔德爵士声言：“一个女人坏，她就是一个坏女人，她会把你拖进地狱。”他在自编的诗中描写了理想女性，“女性化、任性和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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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女同性恋者的胜利，恰恰相反。用来反对法案的论据是法案对反对罪恶无效，敲诈的威胁，特别是害怕女同性恋更大的传播。没有任何声音为同性之爱辩护。矛盾的是，议会通过放弃法案加强了对女同性恋的歧视，她们的行为不值得人们对她们施加与男性同性恋同样的惩罚。



拉德克利夫·霍尔案件



虽然法律草案失败，但反对女同性恋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止。它只是采取了变通手段。拉德克利夫·霍尔因此成为危险的女同性恋者的象征，她的案件是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反女同性恋狂热的一个标志。案件说明了两个要点：文学作为同性恋宣传方式的影响的增长和对女同性恋的隐蔽的镇压。

作为“先天性倒错”的象征，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名字因她已经出版的诗作和小说为公众所知。她的男性举止、刻板的服装使她成为上流社会的名人。关于她的丑闻最初是在1920年，乔治－福克斯·皮特爵士指责她不道德和破坏海军上将恩斯特·特鲁布里奇的婚姻。确实，尤纳在遇到拉德克利夫·霍尔之后抛弃了自己的丈夫，随后要求离婚。拉德克利夫·霍尔起诉福克斯·皮特毁谤，判决对她有利。在出版《未点燃的灯》之后，拉德克利夫·霍尔进行了一项自己很重视的计划，写作一部关于“性倒错者”命运的书《孤独之井》。这部500页的小说写作于1926年6月至1928年4月之间，随后交给三个出版商都遭到拒绝，乔纳森·凯普最终同意出版，1928年7月27日首版1500册。书籍装帧简单，售价高昂。最初的评论是简短的，有的是有利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赞作家的气魄，但否认该书的文学价值，这是伦纳德·伍尔夫和薇拉·布里顿笔下常见的批评，他们两人多少是支持同性恋者的。8月发行第二版3000册。1928年8月19日《周日快报》头条为《一部应该禁止的书》。文章署名为总编詹姆斯·道格拉斯，配有一张拉德克利夫·霍尔的照片，表现她最男性化的姿态。对于道格拉斯，《孤独之井》是“一部不可容忍的著作，在英国小说年鉴此类书籍中排第一”，它的发行只能是有害的，因为任何年纪的人都可能读到。他总结说：“我宁愿交给一个男孩或女孩一瓶氢氰酸，也不给他们这部小说。毒药杀死身体，但道德毒药杀死灵魂。”“文学和道德处于危险中”，这本书应该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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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新闻》和《人民报》追随《周日快报》。争论在全国报刊展开。工党报刊《每日信使》得到《晚间旗帜》支持，提出文艺审查问题，指责道格拉斯想通过煽动丑闻来制造卖点。所有报刊都刊发了拉德克利夫·霍尔的照片，配有对她奇异外貌的注解。面对这种失控局面，乔纳森·凯普选择将书籍寄送内务部以获得他们对书籍淫秽与否的意见。8月21日，内务大臣威廉－乔因森·希克斯（“Jix吉克斯”）本人回复他，命令他如果不想因诲淫被起诉，就立刻停止出版此书。同日，西里尔·康诺利在《新政治家》上发表对该书的批评，他认为是长篇大论、令人厌烦、缺乏幽默，是一次对倒错者的、与从不同者的福祉和尊重天性的布道。

面对这些攻击，防守组织起来。许多读者对反对该书的罪名感到震惊，认为是可笑的。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事件发生时正在波茨坦，她感到了自由的德国和清教的英国之间的差别：“《孤独之井》事件引起我的强烈反应。完全不是由于你所说的我的癖好，也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本好书，而是真诚地出于原则（我准备写信给吉克斯建议他禁止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读《新政治家》上的文章让我差点爆发。我个人为了有所表示情愿放弃我的国籍，但我并不希望成为德国人，虽然在我昨天看的杂志里有两个动人的年轻女士唱萨芙的对偶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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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德克利夫·霍尔受到作家和批评家支持，有阿诺德·贝内特、E. M. 福斯特、伍尔夫夫妇。E. M. 福斯特建议写一封公开抗议信，由众多知识分子签名。拉德克利夫·霍尔最初对此有热情，但她破坏了计划，因为她要求这封信附一则对作品的质量和道德正统的明确称赞。

该书在巴黎继续流通，飞马出版社将这部书在全世界发行，其中包括英国。书籍在海关被扣留，书店被警方搜查，没收存货。乔纳森·凯普和飞马在伦敦的代理被传到鲍街法庭共同出庭，以决定这些书是否应该销毁。辩方律师试图召集有利的证人。很快就明确了很少有著名作家愿意为此书的文学性辩护，而且接受作证的作家本身就是些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笔会”（Pen-Club）主席约翰·高尔斯华绥是同性恋者，但他拒绝为这本书辩护，还有“笔会”的秘书长赫蒙·乌尔德，他也是同性恋者。伊夫林·沃不愿谈及此事。哈夫洛克·埃利斯也拒绝作证，理由是从前对他的著作《性倒错》诲淫的指责使他成为不恰当的证人，相反会使形势加剧。阿诺德·贝内特声称反对为这本合法禁止的书平反，萧伯纳自称太不道德而无法作为可信的证人出席辩护。最终召集了40名证人，其中有E. M. 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休·沃波尔、A. P. 赫伯特、朱利安·赫克斯利、奥利弗·鲍德温议员、《周日评论》主编德斯蒙德·麦卡锡、性学家诺曼·海尔博士、英国性心理学会的劳伦斯·豪斯曼、演员克利福德·巴克斯，还有女小说家罗斯·麦考利、斯托姆·詹姆森、希拉·凯－史密斯。许多人是勉强同意作证。斯托姆·詹姆斯找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告诉她对必须支持《孤独之井》是艺术作品感到不安，弗吉尼亚·伍尔夫向她保证这不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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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也有疑虑，她这样回顾了审判前的令人眩晕的气氛：“伦纳德和内莎（瓦内莎·贝尔）说我不该去，这会对布鲁姆斯伯里带来阴影。伦敦上层感到不安。我的多数朋友因为一些人们不愿猜测的理由逃避作证。他们通常借口父亲心脏不好或者一个表亲刚生了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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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于11月9日开始。大部分辩论在《泰晤士报》转载。法官查尔斯·拜伦爵士事前对此书很反感。总监察约翰·普罗瑟罗曾督导对书店的搜查，他确信“此书是淫秽的，因为主题是淫秽的”。乔纳森·凯普的律师诺曼·伯基特宣称，许多名人支持此书并非诲淫。他认为该书谈论的并非变态，而是医学术语称为倒错的一种“缺陷”，其受害者并没有责任，而是因之痛苦。当拜伦询问他是否确信该书不涉及性反常罪行，伯基特回答：“我确信。在任何部分都无法找到淫秽词语和段落。”他提供第一名证人德斯蒙德·麦卡锡，他否认该书有淫秽性质。伯基特宣布他还有39名同样出色的证人，但拜伦法官宣布将他们全部否决。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这本书是否诲淫。诉讼已经提前失败。11月16日，拜伦宣判。他认为该书“涉及性反常行为和最可怕、最让人厌恶的诲淫”，他拒绝“对淫秽很好地描写就不再是淫秽”的“荒唐见解”。他总结道：“我毫不迟疑地说，这是诲淫文字。所以我命令销毁该书。”11月22日，由45名知识分子集体签署的一封抗议信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但没有下文，其中有阿诺德·贝内特、萧伯纳和T. S. 艾略特。12月14日的上诉中，总检察长托马斯·英克里普确认了判决。他宣布只知道文学中两处对此类女子的暗示，一处在圣保罗致罗马人书的第一章，另一处在《朱维纳里斯》第六编。他认为此书是“有史以来最巧妙地毁伤腐蚀道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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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孤独之井》虽然在英国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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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美国继续流通，在那里成为畅销书，在拉德克利夫·霍尔生前卖出100万册。尽管如此，丑闻对作家造成一定打击，她在1929年决定离开英国。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她的女友尤纳·特鲁布里奇此后不停地在国外旅行，她们在巴黎久驻时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甚至小说改编的戏剧在1928年9月2日由维莱特·克肖在巴黎闲话剧场上演，但是未经作者同意，她否定了这部剧作。书籍发行量大为增加。但是这本书的命运是矛盾的。对它的判决标志着一战后激荡英国社会的反女同性恋的高峰。但是指向该书的攻击并不直接针对作者，她的男性服装和激进的同性恋使她成为伦敦的知名人物。《孤独之井》对于女同性恋性行为的描写相当谨慎，书中最直露的句子是：“那一夜，她们没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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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康普顿·麦肯齐在同一时期出版《奥兰多》和《非凡的妇女们》，并没有遇到困扰。对这部书的主要指责是它从未提出对同性恋的谴责。而司法和道德当局不愿被人提出一种独立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平行生活的可能性。要想了解司法当局对女性同性恋的立场，将《孤独之井》与《非凡的妇女们》的命运相比较是有益的。后者不曾被追究，虽然也曾有被追究的可能。



《非凡的妇女们》



康普顿·麦肯齐的《非凡的妇女们》于1928年8月出版，恰好与《孤独之井》在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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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主题小说对一次大战期间卡普里岛的女同性恋圈子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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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相对未被人注意，但受到《周日评论》1928年9月8日文章的好评。左派报刊《新政治家》的主编也是同性恋者，他1928年8月25日也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这本书不是因为文学性受到称赞，而是因为它说明了现代社会的灾祸女同性恋。该报简要总结了舆论对女同性恋者的立场：“二十年前，这样的主题对于小说是冒犯和不可接受的，但是在战后充斥女性化男孩和男性化女孩的世界里不可能对之沉默。从前这是心理病态的问题，说得越少越好。现在这是一个相对普及的社会现象，其根源无疑是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女性参政运动和她对男人的憎恨，还有与战争及其后果有关的更广泛的原因。人们今后不能再期待小说家对这一现代生活的侧面视而不见。尽管在1913年，《非凡的妇女们》可能会被看作某个丑闻发掘者的无聊作品，而且可能同《彩虹》一样会被禁止，但我们如今会自问，康普顿·麦肯齐先生是否对公众有所贡献。”总之，“对这本书我们应该鼓掌而不是抱怨。不管怎样，他有勇气对现代社会的病态进行忠实的描述，某种意义上说是轻度的病态、一种神经衰弱、一种被当作我们社会时尚的伪装的激情，因为多数情况下做作多于事实，只要真正的男人到来就会消散”。文章这样总结：“这本书让人厌烦。但这厌烦来自女同性恋生活内在的单调。它多少暗示了爱上其他女性的女人不可能健康和得体。”

这篇文章反映出令女同性恋困扰的、反复出现的三个主题。首先是将女同性恋归入女权运动。其次，将女同性恋者表现为生活在悲伤和苦涩中的病态和变态的个体，这一形象与假设的生活在家庭中的女性的充分发展形成有益的对比。最后，矛盾的是女同性恋的存在被否认，因为萨芙之爱被归咎于男性的无用和缺离。尽管这些批评是有利的，内务部、上议院和检察长收到一些个人来信，将这本书与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书类比，要求予以禁止。希克斯部长与拜伦法官当时的通信尤其有意义，因为他们是禁止《孤独之井》的两大负责人。反对禁止此书的主要论据属于司法和道德范畴。查尔斯·拜伦爵士指出此书只是讽刺，其中人物的生活和幸福被打碎。《孤独之井》“寻求为那些堕落于罪恶者开脱，《非凡的妇女们》却揭露这些行为的不堪及其所引起的堕落”。部长认为此书“恶心”，为英国社会沉沦其中的道德腐败而愤慨：“很讨厌见到这些书分别独立写成，两本书主题相同说明反常性关系发展的广度，霍尔小姐知道这点，麦克·昆奇对此亦有所见。这两本书不是内务部唯一所知的，内务部对此态度鲜明。这类书的危险在于一些没有强大的家庭健康环境的妇女对这一让人厌恶的主题感兴趣，她们因为好奇而付诸行动。”但是道格拉斯爵士在一封给希克斯的信中指出：“人物让人厌恶并不使书籍受到刑法追究。”因此事件被平息，没有任何追究。需要强调两个因素：我们首先注意到，当局宽容淫秽的但属于打消对同性恋同情性质的书籍，然而另一本并不明显诲淫却支持女同性恋者的书被禁；再者，在寄给内务部要求禁书的信件中，有两封是以同性恋者的名义写的。这些信的作者认为麦肯齐的书毁谤，将对同性恋者形象的偏见带给读者。他们指出，《孤独之井》因为定价高而只限于有限的、有教养的读者，而《非凡的妇女们》面对大众。这些论据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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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时期的德国，纵容与镇压之间（1919-1933）



魏玛德国的情况有特别意义。确实，魏玛德国集成了20年代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一方面是镇压力量，另一方面是解放力量。在德国，同性恋不仅是一个隐私现象，而且是一种政治参与。存在一些积极斗争的组织呼唤同性恋的权力。因此制度也必须面对一种寻求废除镇压法律的真正的反对力量。



司法状况



关于古日耳曼法对同性恋的镇压我们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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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秽行者”要被活埋。《西哥特法》（Lex Visigothorum）和《萨克森镜鉴第三卷第24条评注》（Glosse zum Sachsenspiegel Buch III Art. 24）以阉割来威胁。对鸡奸的刑罚也见于中世纪。在舒阿布从1328年起犯鸡奸的男子被处绞刑。1532年，《加罗林刑法》第116条对鸡奸处以火刑。但“鸡奸”（Sodomie）这个词的准确含义难以确定，可以指男女之间、男人之间、人兽之间、鬼交、异端等等。在启蒙世纪，人们终止了野蛮的处决。18世纪和19世纪的法学家想建立“自然法权”，尊重人的天性。鸡奸不再是一种罪恶，它成为一种“性反常”行为，因为它与生殖相对立。因此，1794年普鲁士刑法惩罚“鸡奸以及其他性反常罪恶，因其丑恶在此不能列举”，处以苦役并加以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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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采用了拿破仑法典以后，德国一些州开始修改刑法。巴伐利亚州1751年仍然对鸡奸者斩首后火刑，1813年废除，法律判处成人自愿的同性恋行为。符滕堡州在1839年，不伦瑞克和汉诺威在1840年也同样修改了法律。在巴登州只处罚公开行为，在萨克森、奥尔登堡和图林根，最大刑罚为一年监禁。但是这一演变并无下文。实际上，在统一后非常保守的普鲁士法律充当了德国刑法的基础。在1851年4月24日颁布的普鲁士刑法中，第143条与同性恋行为有关，判罚两名男子、男子与兽之间的性反常性行为。法律扩展到1867年并入的汉诺威，随后是1869年的德意志北部联邦（成为第152条）。最终，1872年这些内容由国家刑法第175条重申：“所犯的性反常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和人兽之间均可判监禁，同样将宣布免去公民权利。”尽管条款的陈述模糊，但司法选择以最狭义的方式解释。可由法律惩处的性反常行为是“类似性交的行为”。表述不是非常清楚，同样会引起争议。法学家们讨论这是否意味着参与者为裸体，精液被纳入。在诉讼时，希望一位医学专家介入以便证明同性恋行为。只有数量有限的同性恋者受到法律制裁，但同性恋因为助长敲诈，被当作一种持久的危险。



制度的犹豫：法案的反复



德国刑法改革拖延了数年。每次预案都提出第175条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多次的反复，预案中对这条法令的加强与废除相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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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缺乏延续性反映了矛盾的力量在德国社会内部起作用，加强镇压的意愿与自由主义的渴望势均力敌。矛盾同样反映在国会内部，各党派以两个阵营对立，一方要求废除条款，另一方或赞成维持或赞成加重。

在一战前已经提出两项法案。1909年草案的背景为奥伊伦堡事件，准备加强法律，特别是对卖淫和通过权势和影响取得的关系，而且扩展到女性同性恋。1911年草案却相反，准备对同性恋免予刑责，在1913年被放弃。1919年法案几乎与1913年法案相同，1925年法案标志着镇压的转折。在此时，魏玛联盟（社民党、中央党、德国民主党）被一个更为保守的政府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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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由内阁官僚组成的受保守影响的小组起草法案。其中领导人布姆克曾参与起草1909年草案。虽然1925年草案没有重新提出女同性恋问题，但草案要求在“特别严重的情节下”判处5年监禁，所有性反常行为受到法律制裁。法案重复1909年草案同样的表述来揭露同性恋的危险：“另外以此促使德国舆论将男性之间性关系视为一种以变换个性和毁伤道德情感为特征的错乱。如果这种错乱蔓延，将会导致种族的退化和它势力的衰落。”为了回应一些同性恋运动围绕先天性“倒错”进行的斗争，法学家们回答说，大部分同性恋者是被勾引或者传染的。“如果第175条被废除，危险在于这些勾引和宣称的企图将以比如今更公开的方式进行，尤其因为年轻人不仅受到直接勾引，而且受到话语和文字影响的引诱。而同性恋行为将在目前一些因禁令而幸免的范围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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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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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投票委员会得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以15票对13票决定废除第175条。在这15票中有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民党员、有影响的私人顾问卡尔，民主党2票，社民党9票，共产党3票。投反对票的是德意志人民民族党（DNVP）5名成员，德国人民党（DVP）2名，国民党1名，中央党3名，经济党2名。但是次日，卡尔与集合了社民党、各民主党、中央党和德国民族党的议员联盟以“第297条，男性间严重猥亵”为名通过一项反同性恋的新法，但是不追究出于自愿的成人间非金钱交易的关系。只有3名社民党议员投反对票，由此显示了同性恋者运动所获支持的脆弱。第297条判罚男性卖淫、与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和由权势获得逼迫性的勾引、对处于依附状态的人施加影响和威胁。但这套新法并未实行，因为经济危机改变了关注的次序。1933年法案重新采纳1925年原文。因此我们看到对同性恋进行刑罚的法案远未取得多数票。只有1911年和1929年法案考虑对出于自愿的成人间的行为免予刑事处罚。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总的路线是对同性恋行为予以刑罚，甚至是加重刑罚。



真实的镇压



通过研究判刑的演变、警方的态度和数起对同性恋的判决，我们将试图从实际操作中考察魏玛共和国所执行的政策。






定罪的演变



1919-1934年间对同性恋定罪的演变并不规律。但是在此期间的平均逮捕数字高于世纪初，对此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20年代德国同性恋群体更加凸显，但是也可能反映了警方镇压的强化。1902-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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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平均逮捕380起。1919-1934年间平均为704起。在英国同期平均逮捕数字只为574起（1919-1939年间为70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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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德国的数字特别高，我们可以由此否认德国制度方面对这个问题有任何松懈。

某些年份镇压明显加强。对逮捕记录的最大值在1925年和1926年，1925年1226例，1926年1126例，即在1924-1925年间增长32.4％。这一过程从1924年开始，记录的逮捕与1923年相比升高了69％！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突然增长与政治局势相关联，因为在1924年魏玛联盟分裂。从1928年起，逮捕数字稳定于600-750，这是一个平均数字，但是比这一时期之初的500例左右要高。1919年被判刑的比率为71％。1925年逮捕数字最高，83％的人被判刑。1933年为86％。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司法宽容较少。被逮捕的人被释放或在审判之后宣判无罪的机会越来越少。另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被判刑者是惯犯（1920年为20％，1933年为40％）。多数人被判处监禁。最轻微的案件受到训斥或轻微处罚。类似剥夺公民权的处罚可能与监禁配合。剥夺公民权只涉及有限比率的人，在整个时期平均为2.5％。然而在这一时期之初（1925年以前）轻微处罚较为普遍，涉及约30％的案件。在1933年，只有12％多的人。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轻微处罚被监禁代替，因为在1919年多于97％的被判刑者受到监禁，而1933年为85％。更有可能的是附加刑渐渐被放弃。另外，我们看到刑期并没有增加。

只有9％的被判监禁者须服刑1年以上，在1933年为5.2％。1919年被监禁者中23％的人刑期在3个月到1年之间，1933年为29％。所以多数人被判处少于3个月的监禁：1919年为68％，1933年为65％。各州（Länder）提供的统计使我们得以列出镇压最重的州的等级。1925年普鲁士以730例高居首位，随后是巴伐利亚（207例）、萨克森（139例）、符滕堡（69例）、汉堡地区（48例）、巴登地区（46例）、图林根和黑森（28例）、梅克伦堡（21例）、不伦瑞克（9例）、奥尔登堡（8例）。定罪的比率同样显示了司法镇压中的差异。汉堡地区只有75％，普鲁士和符滕堡78％，梅克伦堡80％，但是奥尔登堡为87％，萨克森88％，黑森89％，巴伐利亚90％、巴登98％，图林根和不伦瑞克100％。1930年进行了分城市统计，数字很有启示性。我们看到定罪数字与人口和存在的同性恋群体不成比例。德累斯顿有98例居首位，随后是慕尼黑（75例），这反映慕尼黑人极度仇视同性恋的说法和国社党的强大影响。随后是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及柏林、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很有意思地看到国际同性恋之都柏林仅统计41例，而知名的男妓卖淫的港口城市汉堡为24例！这解释了柏林同性恋相对不受惩罚的感觉，以及外省的同性恋者为何逃往首都。

从1928年的年龄分布中可看出涉及最多的年龄段是18-21岁。多数被捕者年龄在18-50岁之间。1928年的职业分布非常有意义。多数案例涉及产业工人和工匠（804人中占306人），随后是在商业和运输部门工作的工人（146人），再后是农业工人（134人）。所以相对于业主、监工、自由职业来说，工人阶层占多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民众阶层更经常当街拉客，而中上层有更谨慎的约会手段。也有可能是某些人的面子或影响对他们有利，使他们不必担心。

司法统计与已有的想法相反。从制度的角度看，德国对于同性恋者并未奉行比英国更自由的政策。观点的差异主要来自两个现象：英国警察存在的不断加强在英国同性恋群体中维持一种紧张气氛；德国警方默许一些流行的同性恋现象（舞会、俱乐部、酒吧等），却严厉镇压同性恋行为（拉客、在男厕勾搭、鸡奸等）的暧昧态度。



警方的暧昧



如同在英国一样，便衣警察被派岗在一些战略地点（男厕、车站、公园等）监视，负责分辨可疑的人。尽管如此，出入这些同性恋约会场所是被允许的，即使警方实行谨慎的监控，特别是假面舞会举行时。两个同性别的人跳舞得到默许。虽然男女同性恋酒吧有时受到盘查，但此类行动的目的是可怀疑的：“我们认为‘突击’是一大玩笑，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总的来讲没有什么大不了。警方登记在场的人的姓名，向我们警告，然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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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指出：“柏林警方‘宽容’酒吧。如果只是因为他在酒吧里，没有顾客有被捕的危险。当酒吧是突击搜查对象的时候——这不常见，只是那些年轻人要出示证件。当警察到来时，那些没有证件或者正被追捕的冲向后边的门或者窗户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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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些突击搜查的目的似乎是甄别可疑的人，而不是逮捕同性恋者。1919年11月14日和1920年1月23日的《柏林日报》报道，对同性恋酒吧（报刊并未明确这种特殊性）的突然搜查，主要是针对蒙比茹和多米诺。在这一时期，赫尔曼警长进行一场反赌博俱乐部行动，突击几乎每日进行，获得一定成功，因为负责监视街道和警告赌博者的密探随后分散到邻近的酒吧。1919年11月14日，800人被搜查！这类行动的目标不是同性恋者，而是男妓和非法交易者。实际上，自从19世纪末柏林警长利奥波德·冯·梅尔沙伊特－许勒瑟姆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之间达成谅解，在柏林警方与同性恋运动之间建立了宽容的传统。随后，汉斯·冯·特雷施科也同样与人道科学委员会（WhK）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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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性恋档案（粉卡片）存在着，主要是冯·梅尔沙伊特－许勒瑟姆建立的，包括许多名人在内。档案使警方得以保持对同性恋群体的压力，但是很难作为大规模镇压的依据。希尔施费尔德指出：“如果警方——鉴于梅尔沙伊特－许勒建立的同性恋名单包括成千姓名——想象对平常罪犯一样对付同性恋者，其后果将是现行刑法很快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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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名单却造成悲剧后果，因为在纳粹掌权后名单充当了甄别同性恋者的依据。

某些城市在对待同性恋违法上有所不同。比如1930年逮捕数量居首位的德累斯顿市的警察局曾采取一些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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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以下违犯行为处以3天监禁：“在男用公共小便池和这类场所附近无故逗留”、“在此类场所逗留以便准备或寻求与同性恋者发生亲密关系或者与男性有可疑行为”、“为同性恋者提供住宿，特别是与此类人过夜”、“无目的和无住所的漫游，特别是在老市场、邮政广场、维也纳广场、车站附近无故游荡以及在这些场所和公共场所无故暴露自己”、“勾搭男人”。德累斯顿警察配备了专门传唤同性恋者和男妓的表格。人道科学委员会也在1930年3月的《人道科学委员会通报》上对慕尼黑警方态度表示不满：“德国其他城市警方谨慎注视当地同性恋者，以便能够控制敲诈者和其他反社会者，而慕尼黑警方以警察不断突击和盘问来骚扰这些场所的顾客。”《通报》描述了1930年1月9日和10日的一次突击搜查。50名警察列队出现。他们喊道：“任何人都不要动，呆在自己座位上！”他们向每个人要证件。没有证件的人被逮捕并带回警局。另一些人离开酒吧，有的还没付酒钱。许多人被粗暴对待，一名男子被打。他们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释放。因此德国警察的态度似乎有两面性。在许多城市，特别在柏林，奉行的是宽容。在另一些城市则相反，警察的行为或者因为地区政治走向或者因为舆论压力，可能具有更大的镇压性。



案例研究



对于研究魏玛时期对同性恋的镇压，我们拥有几卷非常完整的特赦文件可以参考。文件双面书写，是以归纳的形式，其中有关于原告的所有信息、事件报告、主要判决的陈述，以及授权上诉合法性作出决定的几个人的理由陈述通告。这些通告如果内容详细，就是一个珍贵的资料来源，使我们得以考量法官对同性恋行为的宽容度。

让我们来看看提尔西特地方法庭1931年6月19日为本诺·扎美尔特赦上诉所准备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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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美尔生于1905年12月9日，是商店店员，单身，没有财产。他已经被判过刑。同他一起被判刑的库尔特·塞德勒48岁，单身，退休职员，还有海因里希·杜马特20岁，糕点店学徒。扎美尔被描述为“同性恋倾向”，他在1928年遇到有同样倾向的塞德勒。两人维持性关系直到1930年，“他们一个将另一个的性器含在嘴里直至射精”。杜马特与塞德勒有同样的关系。另外，扎美尔从塞德勒处接受“可观的钱款”，这加重了他的案情。1931年3月15日到5月15日的诉讼结束时，扎美尔被判3个月监禁，塞德勒被判300马克罚款或以两个月监禁代替，杜马特被判50马克罚款或者10天监禁。扎美尔还没有服满刑期，他请求特赦上诉，但未加讨论就被驳回，因为这是一个“心态不良”的人。这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案例，几个出于自愿的成人间的性关系，没有鸡奸。但是有一个加重情节，被告多少出售了自己的爱情。3个月监禁已经代表着很高的刑罚（60％的判刑者被判处3个月以下监禁）。另外两名犯罪人所判刑期短得多，这明显是加重情节的作用。对杜马特判刑最轻显示持续时间和关系的次数也在量刑的考量之内。

另一个例子是弗朗茨·巴特尔的特赦上诉，1931年交与普伦茨劳地方法庭。上诉同样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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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特尔1897年4月23日生于滕普林，他做安装炉灶的工作，单身，没有收入。1930年6月2日，他在一个旅店遇到同案人林登贝格。在喝酒和赌骰子之后，林登贝格陪着已经喝醉的同伴到了他的公寓。在路上，巴特尔曾试图握住他的性器。林登贝格立刻入睡。在他睡着时，巴特尔“曾试图将性器插进林登贝格的肛门”，巴特尔在1930年9月25日到1931年1月15日普伦茨劳举行的诉讼中被判处3个星期监禁。林登贝格被免予起诉。似乎酒醉状态在此案中未成为减刑的理由，无疑是因为陪审团认为，一个健康人即使在酒醉状态也不会导致这类行为。而仅具有企图这个事实无疑解释了量刑相对较轻。

海因里希·基弗的特赦上诉报告有更为严重的案情，1929年9月14日上交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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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弗在事件发生时26岁，单身，无工作，生活来源可疑。1928年2月，基弗在一间旅店任厨师长助手。他在这一时期对一个见习厨师施以猥亵，他握住他的性器，摩擦直至射精，随后他曾试图鸡奸他。他未能成功，他将阴茎插入男孩两腿之间，“因而进行了类似性交的行为”。学徒在这些行动的时候试图推开基弗，未能成功。基弗还到男孩的房间同他会合，再次抓住他的性器。4月7日，学徒向警察控告基弗的行为，但基弗在对质时否认有任何责任。同日，男孩卧轨，留给母亲一封信解释了这个男人让他丧失荣誉，他不能再同他一起工作。基弗被杜塞尔多夫法院判处10个月监禁，在报告之日尚未服满。刑罚固然重，但本来可能更重，因为曾有重复的暴力。特赦上诉被驳回。公诉人和附带民事律师两人均对这一请求不满。民事律师更是写了一份无情的公诉状反对基弗。即使男孩没有自杀，他也会被“这个禽兽罪犯腐蚀和毒害精神生活，即使他有力量和意愿来抵抗道德的攻击，这名罪犯的腐臭气息在他周围仍会很浓烈！”

1923年2月13日上呈柯尼希斯贝格地方法院特赦上诉是一份很厚的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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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关于一个惯犯。莱奥·罗曼诺夫斯基是内科医生，34岁，被指控犯有一系列猥亵。他的案例是有启示性的，有极为详尽的描述。1921年圣诞节，16岁的恩斯特·席拉斯基、14岁的埃里希·孔特尔、16岁的弗里茨·孔特尔和12岁的埃里希·普法伊费尔逗留柯尼希斯贝格的罗斯格特市场。他们背圣诞树到买主家里来挣些零花钱。被告在这群男孩周围逡巡，甚至用肘碰弗里茨·孔特尔。孩子们嘲笑他的举动，他问他们为什么。他向他们提供香烟，随后进入谈话。他问埃里希·孔特尔能否给他找个姑娘。孩子们随后不再理他，他重新走开。次日，罗曼诺夫斯基再次与孔特尔和席拉斯基在离市场不远的军营街交谈。他对席拉斯基说：“你的嗓音像女孩一样响亮，你是个两性人，有一天我会找你。”他请席拉斯基跟他到一个角落，在那里他抓住男孩的性器，男孩推开了他。罗曼诺夫斯基掏出自己的阴茎来摩擦，他还试图将孔特尔的性器从裤子里掏出。男孩推开了他。被告给了席拉斯基10马克。1922年4月13日17时左右，罗曼诺夫斯基在车站旁的旧城墙附近遇到孔特尔和普法伊费尔。他给了他们香烟和4马克，随后试图把他们的性器从裤子里掏出。他同时自己手淫并对孔特尔说：“你的家伙真大。”并对普法伊费尔说：“你的还小。”然后再次对孔特尔说：“把它擦亮的话将得到5马克。”次日，他到了同一地点。他再次找到两个男孩。孔特尔以买面包为借口找来了马车夫格罗瑙和福拉特。他们走向罗曼诺夫斯基，但他朝罗斯格特有轨电车站逃去并跳上一辆正在开动的车。两名车夫也上了车并将他抓获。罗曼诺夫斯基被判处1年零9个月监禁，量刑特别重。这可由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和他多次犯罪来解释。罗曼诺夫斯基不仅诱惑男孩，在1922年4月22日他已经因性暴露（对一个女孩）而被判处300马克罚金。特赦请求是很有理由的。被告有12个兄弟姐妹，10名在世，全部“正常”。他则“极度神经衰弱”、“本性中有变态倾向”而且“明显是一个手淫者”。他已经服刑1年，剩余刑期在1923年4月11日决定缓期3年执行。这一决议在1928年4月11日取消，是因为1928年12月1日到9日在柯尼希斯贝格进行的新诉讼。1927年夏天，罗曼诺夫斯基遇到15岁学生埃里希·戈尔茨，据被告称，少年本身有同性恋倾向。戈尔茨已经与一个女同学有过性关系，随后还与一名美国男子有过关系。他同罗曼诺夫斯基去了一家同性恋会所，随后去了他的公寓。两人在几日中有性关系。戈尔茨随后被赶出家门，等待柯尼希斯贝格少年法庭审理。罗曼诺夫斯基此次被判处6个月监禁。这第三次判刑较重，但是很明显这一次有一些可减罪情节对被告有利，因为他没有“勾引”未成年人，戈尔茨已经有过同性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司法而言，“少年”本身的定义就是“正常”的。首次同性恋行为不论自愿与否一律视作勾引和暴力。但是，如果此后少年进行同性恋行为，他将被看作同性恋者。对于特赦上诉，意见书没有异议，司法援助要求量刑考虑已经服过的刑期。上诉提及被告曾试图与自己的天性斗争，他甚至尝试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不成功。他甚至考虑结婚。而且，罗曼诺夫斯基在通货膨胀时破产，他无力前往不判罚同性恋的国家。他的兄弟姐妹无法帮助他。被告有减罪情节，因为“受害人”本身是同性恋者。刑期是无益的，因为无法治愈被告。相反，判刑会使他失去工作。而且，人们当时可能以为新刑法实行后将不再判罚同性恋。但共和国检察长和法院表示反对重新量刑。特赦不被准许。

另一个案例是奥托·格尔波特提交的特赦上诉。他37岁，单身，是内科医生，1929年4月12日上交托尔高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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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同案的见习收款员瓦尔特·门策尔是1911年2月4日出生，店员学徒卡尔·施佩希特1911年5月7日出生，七年级学生奥托·格布勒1909年3月31日出生，学音乐的大学生维利·哈巴赫1909年4月2日出生，店员赖因哈德·温克勒1910年2月3日出生，店员伯恩哈特·克雷奇曼1909年12月18日出生。在1927年，格尔波特与他们每个人都有过“性反常行为”。他被判处一年半监禁和剥夺两年公民权。判决很重，监禁期也不同寻常，而剥夺公民权则少见。定罪严厉是因为男孩们年纪小和犯过次数多。格尔波特被视作“勾引者”、人们想象中同性恋者的典型。特赦被否决，因为被告已多次显示自己对青少年是种危险。他服刑的良好表现并不说明他将来的态度。1929年11月19日再次递交特赦上诉。律师增加了有利于被告的理由。在德累斯顿有一个位置在等着他，他可以重开诊所。他身家良好，曾经认真钻研学业。在战时，他曾在海军做军医。从1925年起，他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开始了不稳定的生活。因此律师建议将剩余刑期减为缓期。直到1933年3月31日提议才得到准许。1930年1月9日曾递交新的上诉以恢复公民权和减刑。但是事情变得更糟。律师承认被告的行为已经改变，他没有任何悔恨，他对过去的行为无所谓。因此上诉被驳回。1932年4月的另一次上诉也遭失败。

另一个“勾引者”的案例是恩斯特·多姆沙伊特1930年6月17日提交柯尼希斯贝格地方法院的上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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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姆沙伊特38岁，已婚，有两个孩子分别7岁和12岁。他每星期都接受国家的经济援助。他曾在一战中作战，得到勋章，保留着“一名中尉的个性”。他的名声很好，他顾家而且循规蹈矩。但是，1928年7月他的妻子和孩子去度假时他独自留在公寓，他对朋友的儿子13岁的学生维尔纳·布罗施科施加猥亵。他在摸过他的性器之后，脱光他的衣服，把他带到卧室，将自己的性器在他两腿间摩擦直至射精。在另外几次来访时，他也施加了猥亵。在新年前夜，他以替自己掌灯为借口将男孩堵在地窖，再次将自己性器在其两腿间摩擦至射精。他被判处8个月监禁，量刑较重，虽然比格尔波特轻，因为只涉及一名儿童。上诉请求企图将刑期改为缓期并处100马克罚款。多姆沙伊特的名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对他有利。上诉被驳回。他递交了新的请求。律师解释多姆沙伊特不是一个堕落者，诉讼已经毁了他，不必再增加他的痛苦。卷宗附加了一封案犯妻子埃尔莎·多姆沙伊特致普鲁士司法部长的信件。她请求部长考虑自己悲惨的家庭状况。孩子们吃不饱，在冬天没有衣服穿，她自己每日哭泣。几天以后，多姆沙伊特本人也提出请求。无效。第三次审理在1931年1月12日进行，这一次特赦被批准，1934年1月31日准予缓期，被告必须支付100马克。

最后让我们看看雅各布·米勒1931年6月30日递交威斯巴登地方法院的特赦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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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复杂，因为涉及外侨和大人物。案情的好处则在于它展现了警察手段。两名案犯分别是裁缝雅各布·米勒，奥地利人，生于1903年，和捷克斯洛伐克驻法兰克福领事泽旦耐克·拉库沙姆，生于1887年。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要求共和国检察长、新闻界不作影射。拉库沙姆回国，没有出庭，他持有外交护照，也不大可能要求引渡。位于威斯巴登圣博尼法斯教堂附近的男厕是一个同性恋者偏爱的约会场所，警方也对那里保持监控。1931年6月29日下午，警方协理员席廷格尔注意到两名男子反常地在小便处逗留，“像是同性恋者要进行联系”。席廷格尔观察了5分钟，他看到——遮挡小便池的墙下可以看到他们的脚——两名男子换了位置，有另一些人在这时进去。一个从厕所出来的人对他做下流手势，意思是里面两个人在进行猥亵行为。席廷格尔走进男厕，两名男子立刻分开，而米勒试图遮住自己的性器。两名男子被逮捕。米勒声言自己进厕所是为了撒尿，当他将要尿完时一个不认识的男子进来，抓住他的性器和他“玩”，然后放进嘴里吮吸。在他射精之前席廷格尔就进来了。米勒保证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他开始时对男子的行为没说什么，但随后他曾试图推开他，但没有成功。法庭认为这种说法不真实，因为如果米勒曾经想拒绝，他可以轻易做到，通过挣扎或者求救。拉库沙姆声明自己是同性恋者，他进厕所是为了方便，在他要出去的时候遇到另一名男子，于是他回到厕所，站在他旁边，抓住他的阴茎直至勃起，然后为他口交。米勒被判处30天监禁并罚款120马克。特赦未被准许。刑期中等，但相对案件性质手淫和口交而言，量刑较重。加重他的案情的是行为发生在见证人面前，涉及扰乱公共秩序和引起丑闻。

我们可以从这些报告中得出几个要点。首先，报告总是非常准确，性行为描写得很详细。法官们对同性恋行为的定罪不统一。刑期和判刑的性质总是依据行为：隔着裤子摸到性器与相互手淫或鸡奸的定罪不同。行为的次数以及对象的年龄同样在对违法和罪行（德国法官明确将这两种指控分开，虽然被告往往既违法又犯罪）估量中起重要作用。多数判决同英国一样，是因为警方对可疑场所的监控。一些警员被派到公厕和其他同性恋者光顾的战略地点。他们尽可能现场抓获或至少拥有一名证人以避免可能免予起诉。另一部分逮捕是由于告发，主要来自成为成人暴力受害者的青少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更重，但惩罚更多依据被害者的年龄和“纯洁”程度，而不是案情。比如见习厨师和维尔纳·布罗施科的案件涉及强奸，但却没有导致与格尔波特案件同样重的判决，格尔波特勾引的几个少年明显是自愿的。还有罗曼诺夫斯基案件，他固然是惯犯，但他仅仅是手淫和暴露。逮捕还有可能是因为事外证人的告发。还有，我们看到多数上诉都不成功。我们区分出几类对在押者有利的论据：某些传统的论据比如表现良好、好名声、无前科；其他的特别论据如被告精力充沛、曾参战或者相反是病人、先天性倒错曾尝试治疗无效，判刑并不能治愈。这一论据通常是起反作用的，共和国检察长认为人犯不能自己控制才更危险。接下来援引的是经济状况，危机的灾难后果常被强调。同样还有家庭状况。30年代初则更独特，他们有时以法律草案为借口，指出不久以后同性恋将不再被判刑。多数时间，特赦以道德名义被拒绝。被告被描述为一个败坏的人，对青少年尤其危险。特赦往往是一种考验——部分刑期被转为缓期，有时为罚款，如果被告不履行义务，特赦可能被取消。



审查制度



研究德国反同性恋镇压的最后手段是对审查制度的研究。有一点要首先明确，普鲁士警方保留的审查案卷充满了淫秽的插图、文字和表演，大多数卷宗不涉及同性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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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同性恋审查事件是禁止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电影《与众不同》。几种同性恋期刊也受到审查，《友谊》在1921年受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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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同性恋出版物《理想女性友谊》在1924年出现在警方的淫秽出版物名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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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两起审查的研究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判罚中是什么在起作用。1928年，同性恋刊物《岛屿》12月刊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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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晨报》报道了事件，解释说刊物被禁是因为出版了彼得·马丁·兰佩尔《困境中的少年》（1928）的片段。兰佩尔对由社会扶助的儿童的生活做了很有反响的调查，他在一章中提到了他们的同性恋关系。《岛屿》刊载的正是这一段。总检察长在1929年2月26日一封信中解释为何该杂志列入“色情与污秽”名单。他认为该刊物登载的兰佩尔的段落旨在刺激读者的性本能和满足一些性偏执。总检察长没有质疑兰佩尔的著作，该书未受审查，因为他认为同性恋的段落只是资料性的。然而，同样的段落脱离了上下文，发表在一份同性恋杂志上的目的，只能是满足读者的情色冲动。而且，因为刊物是自由售卖的，它可能落入不解内情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手中。

1926年8月31日，同性恋编辑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寄给普鲁士司法部长一封抗议信，他对《友谊报》的小广告受到追究表示不满，他认为这些小广告总是被警方作负面解释。他要求一次听证以便澄清同性恋者的立场。总检察长答复司法部长的通告，解释说这份同性恋刊物只因为第7期上发表的一则广告被判罚过一次：“士兵，因同性恋倾向被开除，寻求各类工作。邮政信箱波茨坦HR24。”1926年6月25日该报被判处100马克罚款。判罚的理由也得到解释：一则这样的广告只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淫秽想法，因为该刊物只探讨性问题。如同《岛屿》的案例，是刊物的同性恋性质使得文章和广告变得可疑。

警方有时也得到一些个人的揭发。普鲁士司法部长1931年接到一封佛罗伦萨德国侨民马丁·福格尔的来信。后者控诉在书店的摊位找到一些他认为淫秽的书。他列举了几个题目，其中有一些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著作。于是一次调查展开。总检察长的答复非常明确。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主编的《性与犯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冒犯一个正常人的廉耻和道德感情，因为著作的科学性质被放在首位。一部这样的书以其历史全局的观点旨在丰富对性与犯罪之间关系的了解，在如今具有特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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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审查既不系统也不盲目。法官并非主观地审查所有同性恋出版物，而是追究扰乱公共秩序的刊物。因为同性恋行为存在“严重性”的细微划分，所以淫秽也存在着等级。




在自由中被监控的法国同性恋者（1919-1939）




在法国，由于康巴塞雷斯风尚和《拿破仑法典》的长寿，这种恶行不会导致苦役。但我不承认人们对我宽容。这伤害了我对爱情和自由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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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这一研究中构成一个特例，因为这是唯一不判罚同性恋的国家。但是，我们发现，在这种理论上的不受处罚背后发展了对同性恋的监控，其根源在于司法和警方对同性恋的某种仇视。虽然法国警方对同性恋者采用同英国和德国警方一样的手段，但由于法律的缺乏，法国的法官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面对同性恋问题。



法国，同性恋的宽容之地？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群体中，法国享有盛名，特别是在国外。女同性恋者尤其选择巴黎作为国际都会，称赞这里风气的自由：“巴黎对于我始终是唯一能够自由表达和生活的城市。尽管有国外造成的不利影响，巴黎继续尊重甚至鼓励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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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曼如下回顾自己的巴黎生活：“鲜花商人逗两位买主。‘啊，两个人闲逛呢！’她们快乐地喊叫，笑得长出皱纹，挥着红色、黄色和蓝色的花。其中一个特别喜欢捉弄人，提出一个调皮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和他的男朋友？’然后笑成一团。甚至盛气凌人地站在篮子旁边的警察也和善地说：‘啊，大家在我们巴黎找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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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除了这些抒情的描写，必须探询关于法国的宽容的实际情形。



不被法国法律所知的同性恋



从1791年革命和1810年刑法以来，同性恋不再受到法国法律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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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朝，所涉及的不是同性恋，而是鸡奸。这个词指称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类人，但其宽泛定义也可以包括“异端”的概念，并没有性含义。王法和教权将两者都处以火刑。法国法律以革命原则为依据，只在有受害人时进行处罚。结果性“变态”虽然被允许，但是不进入法律领域。还有，《民法》的主要制定者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是同性恋者，有些人则由此推断法国法律对同性恋特别宽容。



同性恋问题使法官们感兴趣



如果因为在法国法律中未提及同性恋是罪行而因此认为法官们对这个问题完全沉默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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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世纪开始，司法制度开始形成一套关于同性恋的话语，因此超越了其纯粹的镇压职能。其特征为滥用一些贬斥的形容词（“不道德行为”、“有罪的放纵”、“可耻的激情”等等）而拒绝对变态行为给予定义。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才建立准确的定义。当时司法非常依赖医学理论，医学在法律之前对变态行为进行定义和分类。同性恋问题也可能涉及妨害风化和猥亵，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塞纳河省轻罪法庭的一项裁决判处一个叫贝尔纳的人教唆未成年人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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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11月8日，贝尔纳将18岁少年普雷沃斯特和热斯兰带到沙朗东街旅馆的房间。他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对他们施以淫秽行为，并要求他们互相进行此类行为。他付给每人25法郎报酬，还付给两人一笔20法郎的晚餐和香烟钱。次日，在旅馆另一个房间，贝尔纳对少年普雷沃斯特一个人重复同样行为。”1930年10月11日，巴黎上诉法院取消判决，因为两个少年的前科与控告明显不符：“鉴于本案中普雷沃斯特和热斯兰在巴士底－凯尔麦斯大街认识贝尔纳之前在理查德－勒努瓦大街拉客，贝尔纳不是他们的中间人，也没有腐蚀他们。他们是性倒错者，一段时间以来利用他们的恶行赚钱。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上的教唆未成年人淫乱不适用于贝尔纳。”我们从中看到司法语言的操作以获得判刑为目的。虽然上诉法院否定了事实陈述，但并不排除追究的可能。因为贝尔纳不是第一个顾客，他才被认为无罪。同样，未成年人只要不被看作腐蚀教唆者的受害人，也是有罪的。我们从中看出与德国法官同样的区分。另一起案件涉及一个未成年人。约瑟夫·吉勒，18岁，“1931年11月10日在巴黎被发现在公共通道流浪，住在出租房屋，靠卖淫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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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勒因流浪而被捕，被监管在梅特雷监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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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个可信任的人巴泰勒米先生负责。他的“勾引者”皮埃尔·莫尔博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200法郎罚款。

同男性同性恋一样，女性同性恋也不被法国法律判罚。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未见特别的打击女同性恋的意图。法官只是在一些未成年人案件中涉及这个问题，只有未成年人才与法律有关。帕里尼案件的案情是一名妇女被指控腐蚀少女。艾克斯上诉法庭的判决（1934年12月6日）回顾了事件：“被告人在1932年和1933年曾多次引诱多名少女回家，尤其是年幼的加利亚诺和阿尔班，两人均为17岁。在夜间，她让她们睡在自己床上，轮流与她们进行淫秽行为。她用手接触让娜·加利亚诺的性器，让娜第一次时感到强烈疼痛。西蒙娜·阿尔班宣称自己有‘强烈的感受’。虽然刑法第334条（334-1）原则上不涉及个人和直接的勾引行为、异性间的自然生理反应，但条文在本案中适用，因为涉及性反常行为，应被视为变态、败坏和唆使堕落的行为。这些行为使行为人成为一名腐蚀者。”《司法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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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述这项判决与最高法院的法理不符。克莱尔·帕里尼被艾克斯法庭判处3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25法郎罚款。1937年1月30日，最高法院的判决撤销艾克斯法院判决：“无论有怎样的放纵行为，第334条第1款规定的刑罚只适用那些做中间人来满足别人欲念的人。被否决的判决中只提到克莱尔·帕里尼将年轻的工作伙伴引到家里，对她们进行无耻行为，而这些场面并不因此展现于她的女伴之外的人面前。这些陈述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被告试图在这些行为中满足自己以外的他人的欲望。因此第334条第1款的适用不能得到解释，判决缺乏法律基础。”总的来说，法官对于同性恋者的镇压权力非常有限。但是，应该看到司法权力只从不利的方面适用法律。所以不能得出结论说法国的司法对同性恋完全不关心。



审查制度



在法律缺乏的情况下，仍可能通过判罚色情淫秽杂志的途径涉及同性恋问题。被指控的主要杂志有《裙边》和《假小子》，这些刊物纸页薄，以轻佻的小广告著称。在关于这些杂志的案卷中没有找到对同性恋问题的明确指示，但是下塞纳河省总委员会在1925年第二次会议上提及败坏风化的出版物增多和质疑社会传统组织的“学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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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针对同性恋、风俗解放、离婚和避孕措施。一些出版物并不淫秽，但是传播了有可能被追随的颠覆思想。典型的事例是同性恋刊物《性倒错》。这份杂志我们已经提到过，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立刻因妨害风化被追究。但是，没有什么合法的解释说明对它的判罚和禁止。所以这次事件特别能够揭示法国对同性恋问题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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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正式的和匿名的投诉的积累吸引了司法部门对这份杂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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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倒错》首期在1924年11月15日出版，立刻成为抗议的对象。议员普雷韦1924年11月5日递交议会书面质询第1359号，他询问司法部长是否法律准许一份名称为《性倒错》的同性恋刊物通过报刊广告来宣布其出版。他得到答复说，塞纳省检查机关已经召开对刊物经理败坏风化的听证会。另外，司法部长1924年11月26日收到老战士作家协会副主席德·福尔热先生的信函，他对于该杂志“公然宣告其可耻纲领”感到愤怒。德·福尔热强调，他仅作为一家之长来写这封信：“如果明天我的儿子被这一显著的题目吸引，买了杂志并变坏，你们将负有怎样的责任？德国警方查禁《自由》［可能是《友谊》］，那是同类的下流杂志，偷偷摸摸地售卖［实际是在报亭合法出售］。《性倒错》却在大街上出售，公开地址，刊登广告。”在第二期杂志出版后，不满增多了。内务部在1924年12月30日转给司法部长一份《法兰西信使》12月15日刊的剪报，其中有《性倒错》的广告。这份文件由战时伤残的退休上校路易·科凯寄出。我们看到是法国的“道德力量”在呼吁禁止这份杂志。禁止是成问题的。巴黎最高法院总检察长12月23日告知司法部长市郊俱乐部和一些报纸特别是《新纪元》，宣布将举行一次关于同性恋的大会，主要是关于安德烈·纪德的《哥利东》和纳杰博士的《反哥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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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长的结论简单而且有典型性：“大胆和惊人的主题本身并不违法。”但是他仍然报告了司法部长调查的情况。已经与出版商马泽尔先生联系，他在杂志出版期间外出，不了解出版物的性质。他现在打算终止合同。杂志的地址布干维尔街1号实际上是他们接收邮件的布干维尔旅店的地址。邮件由加斯东·莱斯特拉德领取，他23岁，在旅店里有一个小房间，“出于经济原因”，他与一个织毯工人同住。贝里亚自己的住址在科利塞街26号。检察官的最终报告让人吃惊。他本人读过了《性倒错》，他认为是唯美的和有质量的：“我从中没有找到任何肮脏的表达和淫秽的词语。”他回顾最高法院对1882、1898和1908年关于败坏风化的法律解释，从1911年3月25日起如果淫秽未被证明则不能追究。检察官书信的结尾突然转向卫道：“需要考虑舆论表现出对猥亵的镇压和防止青少年堕落的支持。这一出版物虽然不涉及淫秽，但原则上与风化对立，是丑闻性的，是危险的。”所以他同意以妨害风化进行追究。

吉尔·巴伯代特和米歇尔·卡拉松在他们的著作《1925年巴黎同性恋》中研究了事件的后续部分。塞纳省初级法院第12轻罪法庭1926年3月20日给予第一次判决，宣布贝里亚有伤风化，莱斯特拉德为同谋。贝里亚被判处10个月监禁并处200法郎罚款，莱斯特拉德被判6个月监禁和200法郎罚款。在被判刑之后，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提出上诉，案件于1926年10月13日被提交巴黎最高法院。代理检察长要求闭庭审理。10月27日作出判决，判处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3个月监禁和100法郎罚款。但是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刑事庭的听审于1927年3月31日进行。诉讼的关键在于对妨害风化的定义。高法首先提出：“这一出版物从开始就告诉读者刊物的精神和追寻的目的：‘《性倒错》不是一本同性恋的刊物，而是为同性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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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的理由不容辩驳：“鉴于刊物的文体在形式上没有问题，而且没有找到任何猥亵的词语，如果没有淫秽表述，则在原则上不能认定应受法律制裁，不考虑诉讼本身因素。”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出版物为同性恋辩解，这是加重的和决定性的因素：“1882年8月2日，法律在它得到通过的时代足以压制当时的放纵行为，但如今却使风化和公众道德对于新的色情形式没有防护。新形式巧妙地钻法律空子，善于想象。”《性倒错》因为其广泛意义的“明显的不道德性”而受到法律制裁。法庭举出杂志构成妨害风化的许多段落并总结说：“法庭认为这一出版物的每一页都构成了对一种同性恋的玩世不恭的辩解、一种对同性恋激情的召唤和对不健康好奇心的唆使。而且尽管杂志小心遵守形式上的正确，这类文章构成妨害道德和一种能够因其新马尔萨斯主义倾向而危及种族未来的宣传，而且即使不是因为文字，也因其所探讨问题和整体风格而属于淫秽出版。”其中社会问题占主导地位，对社会普遍败坏的恐惧加上对同性恋者旨在从内部摧毁社会基础的更严重的担忧。法庭列举一名柏林的《友谊》读者在法国征寻通信人的小广告：“虽然措词隐蔽，但内容明确，该杂志充当各国同性恋者联络的机关报，负责对同性恋的积极宣传。这种淫秽教唆，对最可耻的淫性的阴险唆使，构成对风化的最严重和最危险妨害。”所以法庭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法庭确认了判决，只承认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未参与杂志撰稿，只是接收文章、印行、发售，为减刑情节。因此，他们被判处3个月监禁和100法郎罚款。



监控之下的同性恋者



既然同性恋者不被看作罪犯，为何警方要监视他们？我们可以在司法部有关性病预防法的预案找到初步答案：“无疑，在现行的风化警察的制度中，行政当局确实命令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行政性的逮捕和拘留。但这是一些法律忽视的行为。法律上的准许和这些行为的意图一定会引起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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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对同性恋者的监控在法律中找不到合理解释。然而，行政当局特别是警察局，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确实，法国法律在精神上是超前的。所以司法和警方的变通似乎是一些个人想要实行隐蔽的镇压政策的结果。



普通犯罪的同性恋者



通常，虽然同性恋本身在法国法律中不能被作为罪行，但是被看作刑事案件中的加刑因素。一名因与风化无关的罪行被追捕的疑犯，会发现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在警务报告中被提到。比如爱德华·里盖因贩卖毒品被追捕，他与许多同性恋者有来往。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不良交往对他不利，可能在诉讼中被看作加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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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同样方式但是不同类型，巴黎伯爵第六子、波旁家族蒙庞西耶公爵费迪南在1915-1931年间被登记为“顽固的生活放荡者”、喜欢吗啡和年轻的同性恋者。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作为同性恋者还是吸毒者被警方监视：“费迪南·德·波旁长期使用麻醉品，而且喜好男风，他在圣莱莫的好景别墅一直是集体放纵的场所。”本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被登记在册，关于他们的主要弱点的情报被记录在案。比如德·布里侯爵，他是厄尔省议员，“不幸染有恶习，使他受制于一伙不规矩的年轻人。他的所谓秘书梅桑，人称‘梅莎琳娜’，与他在巴黎和城堡同住。此人得到他的特别青睐，目前是他无耻放纵的组织者，以此为目的寻找一些青少年”。梅桑的亲密合作者于盖特·德普雷嗜好可卡因和吗啡。1916年，她曾经被关进圣安娜医院：“她与两个性别的人、男女同性恋者进行不可想象的滥交。”某些同性恋者有时成为敲诈的受害者：“我被召去照顾的A. S. 小姐在2月底成为两名性倒错者的猎物。他们住在特吕代纳大街17号，其中帕拉（人称克莱雷）是《小红帽》主编，勒伊尔（乔治）据说是《小报》的编辑。这两人经营一家鸦片馆。”将毒品与同性恋相联系是经典性的。这些人首先是因使用麻醉品而被登记，但是发现有同性恋行为只会加强警方的兴趣。比我们研究时段较早的一起案件，可用来研究在警方思想中将同性恋与普通犯罪联系起来的机制。1916年4月19日，一封寄给安全部门的揭发信吸引了警方对中学教师马塞尔·塞拉的注意：“请注意一个叫塞拉的，他与一些年轻人有不道德行为，并向蒙马特所有妇女出售可卡因。署名：厌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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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开始了。警长在1916年8月22日致内务部的一封信中说明，马塞尔·塞拉“出入蒙马特的会所”，特别是“克利希大街76号的莱昂啤酒馆”。他在那里经常与毒贩和同性恋者碰头。“而且他有同性恋者的举止，所以他可能与他们有同样的作风。”但是，他是“毒贩和同性恋特别档案中所未知”的，他被描述为“一个羞怯的、女性化的男子，品行良好，在普亚克享有良好名声”。这使我们看到对同性恋的监视是一种传统措施。他们的约会地点、他们的习惯为人所知。我们特别注意到存在一些集中了同性恋者的特别档案，虽然很难确定是否是一种有系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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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的附加部分说明了马塞尔·塞拉个人的一些新情况。“马塞尔·塞拉曾与歌手马约尔共同生活过几年。马塞尔·塞拉介绍他与许多生理反常者相识，这是他的主要工作。稍后，当马约尔自己开音乐厅时，塞拉成为他的主要检票员，但在三个月后的一次冲突后，马约尔把他赶出门去。”另外一些信息描述他“经常接待一些少年的来访”。“他以喜欢狎童而闻名，出入一些有这种爱好的人和皮条客聚集的场所。他在塞尔加音乐厅任职，但因为他的特别习气和他招引的特别顾客而被开除。”所有这些情况似乎都没有予以追究。

对男同性恋者适用的对女同性恋者同样也适用。比如格里涅特，人称阿尔巴诺，给交际花埃米莉安娜·达朗松提供鸦片，后者在案卷中被认为是同性恋者。警方文件中此类记录是少见的。同样，画家玛丽·勒萨热夫人是女同性恋者（在警务报告中着重指出），是让·吉特里的女友，出入于皮加勒街的“椎棒”酒吧，在那里消费吗啡、可卡因和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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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1917年2月22日的一份报告对她如下描述：“关于她的情报不佳：堕落者、假斯文、女同性恋者，有众多情人，出入一些约会场所。”我们仍然迷惑不解，“女同性恋”这个词是否有真实含义？性的定义似乎不大明确，在警务报告中被形容为女同性恋者足以证明放荡和堕落。同样，女银行家玛尔特·阿诺的名声也在她的诉讼中对她不利。她以行为怪诞和男性举止（衣着刻板、短发、烟嘴）闻名，她与女伴约瑟夫在一些最典型的场所如“屋顶公牛”和“单片眼镜”招摇。她是犹太人、无神论者、离婚、女同性恋者，在1928年经济丑闻爆发时成为法官的理想目标。她在1930年被审判，1935年7月才从圣拉扎尔女子监狱出来。但是，我们缺乏研究的材料。似乎疑犯的同性恋行为通常会记录在警务报告中，被作为加重情节，尽管这并非是警察感兴趣的最初原因。



同性恋与卖淫：军方的监控



同性恋与卖淫之间的联系难以分析，因为很少找到警方监控的痕迹。妇女卖淫构成了案卷中的绝大多数，无疑是因为妇女卖淫有组织而且容易监控。男妓们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在街上工作。所以对他们难以甄别，尤其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非职业的，只偶然卖淫。但我们找到几份男性卖淫的零散资料。比如，1914年2月10日内务部长寄给各警察局长一份通告，“禁止任何经营出租房屋、咖啡馆、夜总会、酒吧或其他公共会所者经常性接纳放荡女子或者有特别趣味的人从事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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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警方对同性恋者的监控实施于可能威胁某些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具体案例中。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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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法国口岸实施了类似英国警方采用的严密监视手段，以控制水兵和平民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强调，同性恋是对海员进行监视的次要原因，因为同性恋水兵的卷宗与海员中共产党的卷宗保存在一起，有时，一些有同性恋或者“赤化嫌疑”的会所被列在一起。与英国和德国不同，对同性恋水兵（和市民）的调查本身并不是目的，人们并不谴责这些人的性倾向，这仅仅招致警员的嘲笑。同性恋与嫖妓同被看作疑犯品行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有出入下流场所和当街拉客。而且，更严重的是同性恋者会交谈，在他们的约会场所，在旅店里跟伙伴结交。军事当局害怕水兵多嘴，他们可能会出卖国家机密，而他们的情人可能会散布出去。

卷宗包括1927-1932年这一时期。警务报告相关的城市是一些大军港和海军基地。土伦、布雷斯特和洛里昂。报告由相关城市的特派员撰写。有的报告是通知另一城市特派员以侦察疑犯（比如在土伦和戛纳、土伦和德拉吉尼昂之间），也有的是发给海军方面的通告。而且，警务报告每月转给警长，由警长以“实行监视以甄别军人和平民同性恋者”的名义寄送内务部。随后，内务部可以通报海军部可疑水兵的姓名。这些报告的题目通常是雷同的：“同性恋者”、“海军中的同性恋者”、“同性恋事件”。多数的月报只是由一些区别平民与军人的名单构成。其中明确指出关于嫌疑人的怀疑、被发现的地点、可能针对他的控状。在某些案例中描写了监视工作，负责报告的警察经常对疑犯的同性恋行为和习惯作出评判。

同英国的卫队士兵一样，水兵、“蓝领”享有特别的情色魅力。“制服的威风”、对旅行的迷恋、性的开放，维系着一个神话。一份警务报告指出，“水手或者因为‘强壮’或者因为‘娇小’特别受到追求，发展起一种利用这种迷恋的地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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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军人多数是水手，他们利用休假来轻松地挣些钱或者得些好处。“同舰艇的几个水兵在戛纳和尼斯通过同性恋挣了许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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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一名海军军士乔治·巴尔迪西在休假时接受“由一些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者陪伴”，“以可耻的殷勤、消费、饭局、烟草和钱物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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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口交或手淫的费用15-20法郎不等，度夜费40-50法郎。可以直接拉客，但一些人有中介人或常客。警方认为，不论在卖淫中的性角色为主动或被动，都发现有“敲诈者”，一些“放鸽子”的主要进行敲诈和偷盗，偷嫖客财物或者进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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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淫可能是非正规的，水手在跟“顾客”走以前并不要求一定的钱数，报酬是不言自明的，嫖客会给他钱，作为礼物而不是作为性取悦的费用。因为这一原因，付款并不是总有保障。有时，水手并不收钱，满足于让伙伴支付吃饭、看演出和房间的费用。同样，即使水手拒绝鸡奸或其他服务，他仍可能被付给钱物，无疑是为了确保他保持沉默和避免情绪的转变，因为被突然冒犯的水兵可能会转而攻击他的伙伴。实际上，没有水兵自称是同性恋者，多数人解释说自己因为缺钱才进行卖淫。1932年5月15日0点30分，海军下士鱼雷兵乔治·勒卢在土伦的圣罗克广场被发现与一名著名的同性恋者在一起，他坚决否认是约会。警察认为他“明显不诚实，听从尚夫里先生建议，尚夫里首先想让他的朋友避免处罚，这会剥夺他的可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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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宗里附加一封尚夫里5月15日致勒卢的信，信中赞扬他如此回答，向他保证在有新的麻烦时给予支持。实际上是警方的监控使约会变得复杂，水手的朋友们利用各种拖延策略来留住同伴。一些被发现的水手可能是偶然进行同性恋活动，另一些则相反，将此作为一项外快，承认与许多性倒错者交往，或者有一个被引诱的情人。有些平民在向水兵献殷勤时被发现，而水兵立刻拒绝他们，有时甚至有暴力行为。比如一个德国人阿尔弗雷德·波克兰特跟着一个18岁的年轻水手进入土伦自由广场的一个男厕。“而且，在他小便时，他曾抓住他的阴茎，明显想进行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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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手感到震惊，一边走出一边痛斥不速之客，后者感到害怕，向警察求救。而波克兰特向警察坦白：“我讨厌女人，我喜欢手淫。”我们从此处看出与英国和德国的不同。同性恋者不将自己看作潜在的罪犯，当他害怕攻击时向警察求救。这不大可能是常见的态度，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登记，而是如果他们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话，他们害怕丑闻的传播。但是，警务报告指明了所有涉嫌者并不总有对于他们同性恋行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海军下士机械师欧仁·布尔什拒绝了两名平民的勾引，但他完全明白自己的行为不能避免指责：“虽然辩称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但他承认与博尼维塔和拉菲特交往时有些轻浮。他保证以后在选择朋友时会表现得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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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所有在土伦休假的水兵都是潜在的违法者。出入某些场所、与某些名声可疑的人来往、可疑的态度都足以让人作出同性恋的假设。

被警方登记的平民同性恋者并不构成一个特别阶层，包括各个年纪，大约在17-50岁之间；嫌疑人的职业也不尽相同，但表现出以工人阶级和小资产者为主。工人与水手出入相同的场所，经常在码头工作，这方便了他们的接触。这些关系肯定比发生在城内的更不易觉察，在城里，一个水手和一个富裕阶层的人深夜争吵很容易吸引警方注意。比如，一名退休领事最初交代了假名字，“随后很恼火地承认是性倒错者，但他坚持保护自己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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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这些男子偏爱在一个他们不被认出的城市行动。但是，警方将某些疑犯看作“众所周知的倒错者”，或者是一个城内的知名人物，或者是一个几年或者几月前登记在册的人。确实存在一种港口同性恋亚文化，他们不求隐蔽，互相熟识，他们在性方面的识别通过一些暗示性的绰号。比如安德烈·尚夫里绰号“女检票员”，皮埃尔·克勒曼的绰号“小姐”，让·吉约被人叫做“扎扎”，古斯塔夫·普卢维耶“迪亚娜·德·博利厄”，莫里斯·博塔“莫莉塞特”，弗朗索瓦·勒康“拉莫娜”，马蒂兰·舍瓦利耶“若尔热特”，亨利·卡尔庞捷“苏西”，路易·费斯特“露露”，鲁道夫·勒布勒东“奥尔加”。在1932年1月23日的警务报告中，我们找到几张性倒错和易装者的照片，“他们在土伦的名气可以和一些著名交际花相比”。对于这些男子，港口，特别是土伦港是他们的地盘，是一块保留地，以同性恋拉客为主要目标。警方提到了罗伯特·拉菲特的情况，“土伦最知名的同性恋女方”。“他被迫更加谨慎行事，越来越难以找到人，他对警方表示不满，指责他们毁掉了他所认为是我们城市吸引力的东西，这是旅店业繁荣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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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如安德烈·布里桑则毫不掩饰，公开进行夸张举动以吸引注意，“他刻意夸大女性化外表，满不在乎地以做同性恋女方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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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根据警方报告，画家克里斯蒂安·贝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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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乔治·大卫以及许多年轻人在马约尔苗圃与一些年轻水手相会。他们冬天在巴黎生活，夏天到“蓝色海岸”。
 

〔96〕



 虽然他们承认自己的性倾向，但他们拒绝签署声明。这些半公开的同性恋者并没有感到羞耻，他们对警方的措施非常不满。他们感觉自己被监视，经常在私生活中受到干扰，有时不得不去警局按照一些羞辱性的程序作证。除了土生土长的土伦人，我们还发现一些顺路的旅客，他们因为这些性方面的好处选择土伦。比如安德烈·尚夫里，“这位公务员经常来土伦，唯一目的是在那里会朋友，满足他的变态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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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自然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在警务报告中也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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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采用怎样的手段来建立联系？首先，同性恋者有一些识别信号。上衣或大衣的左上口袋的小手绢表明性倾向，手绢翻出来的是一个女性角色，分成两部分的是不论男女都可以，分成三部分是男性角色。其次，最简单的方法是天黑后在土伦同性恋者和警察都熟知的几个海员经常光顾的广场拉客。自由广场、军器广场和圣罗克广场是几个受到偏爱的约会场所，但还有人提到“19点到21点”的沃邦大街和泰塞大街。乘车拉客的有北大街，是“晚上比较僻静的街道”。一旦勾搭上了水手，他们一般会到城里的一个酒吧，有些酒吧主要接待同性恋。在尼斯的塞甘酒吧里，当老板以一定方式走过椅子后面，他们就可以上楼上的房间。报告指出很难列出这些酒吧，因为每个季节地址和名字都会变。在马赛的艾蒂安酒吧，老板有一份水手名单，他充当中介，拿10％的佣金。埃克塞尔西奥和瑞士咖啡厅也是同性恋约会场所。在布列斯特，我们可以举出企鹅咖啡厅和出发咖啡厅。在土伦，我们有一份非常详尽的酒吧名单。在1929年，玛纳酒吧、杰基酒吧、人称海军钱包的锚地酒吧、蝉声酒吧、迪布瓦跳舞场。1930年，在桑西－韦尔姆、玛德莱娜、小世界跳舞场（前“迪布瓦”，非常有名，英国远东航线的旅客很愿意怀着好奇心到那里看看）。1931年，在海神酒吧、剧场餐厅、摄政酒吧、王宫酒吧、克拉里奇酒吧。喝酒以后，两个人会去一家旅店。总是同一些旅馆：贝尔韦代雷旅店、终点旅馆、泰塞大街旅馆、北方旅馆、法兰西旅馆、皮热广场旅馆、吉罗旅馆、谦卑街旅馆、贸易商旅馆、共和国街旅馆。这无疑是因为那里的人员是串通好的。这些旅馆受到警方特别监视，他们经常组织查房。有些人采用小广告交友，主要是在《裙边》报上。在跳舞场也可以遇到一些水手，比如土伦的民众舞场。另一些人则通过水手的透露来建立一份可选水手名单，他们可以直接联系。“福西尼－吕桑热亲王旅店的店主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有一个本子，上面列着弗雷余斯－圣－拉斐尔航空中心的水手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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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的手段是依靠对同性恋约会场所和拉客习惯的掌握。除了公共场所和旅店内的逮捕，多数行动是在男厕，那里是传统的同性恋约会场所：“所有这些人是在2月24日到3月11日战神广场公厕内进行的巡查中被甄别出来，同性恋者长久以来在那里约会，他们的可耻行径招致街区居民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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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公厕内外的逮捕可能采取多种方式。比如，伊万·菲利普被发现在便池旁“与一名著名的性倒错者亲密交谈”，这使他成为嫌疑人。同样，二等文官约瑟夫·勒巴尔克在公厕内被捕，他在20点15分与两名平民进入公厕，“他们的犹疑举止给人约会的印象”。两名警官在21点10分进入，但发现这些男子态度正常，他们的解释纠缠不清，但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在小便公厕逗留对警察而言肯定是一个讯号，比如对于两名声称自己是为解手而去厕所的疑犯，他们总结说：“有两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他们的不诚实。第一个事实是他们逗留大约30分钟，持续时间至少是不正常的。第二个事实是这些小便公厕‘常客’的明显的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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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些逮捕出于偶然，比如两名自行车巡警停在一辆停止的汽车前，发现“奥尔坚跪在吕里安面前，正在对后者进行口交”。他们被逮捕，关进土伦拘留所，被轻罪法庭判处两个月监禁。另一种方法是利用为警方熟知的同性恋者来发现他交往的人，比如“对吉约·拉菲特周围进行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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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同性恋者也可能通过揭发被发现，一名大学生揭发一名公证人和一名希腊语教师是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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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警方还掌握一套“心理”档案，可以很容易识别性倒错者。报告着重一些体质特征：“根据他的举止和他的交往，他可能是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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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西安·奥尔坚有女性气质，而且他通过化浓妆、拔除眉毛和用油性笔重新勾画弧度来使面部线条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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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纤细、面部和举止女性化，费利克斯·布雷塞代表女性角色同性恋者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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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以对所描述行为采取批评角度来确保自身的道德，这涉及一些“可耻的激情”、“特别的激情”、“性反常的关系”。而且，报告刻意采用科学文体的描述，给予警方的监视一定合法性。通过适应时代话语，警方在反变态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警务报告怀疑奥古斯丁·加尼耶否认与一个水手睡觉的证词，因为他是“一个彻底倒错的同性恋者，对他而言‘蓝领’构成对他病态色情的一种排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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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者本身往往重复着一些医学话语：“我天生是同性恋者，同许多人一样我拿自己身上这种无法治愈的恶习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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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米埃尔·斯卡塔齐尼自称阳痿并因此倾向于同男子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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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报告涉及嫌犯的性行为，总是指明涉及的是“被动”（女方）或“主动”（男方）的同性恋者。他们区分向海员提出的要求的类型，但他们对伴侣和持久关系的存在也有所认识。“吕西安承认与一些男性和女性保持性关系，特别是进行手淫和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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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隆巴尼对利吉贝尔进行手淫，随后向他提出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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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把阴茎插进他肛门一次。而且，他对我施以猥亵，给我手淫直至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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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男子组成性倒错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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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由相信，这名水手目前是勒布勒东的情人。所以这无疑涉及一名男性角色的同性恋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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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警方的措辞与英国官方的措辞有很大不同，超越了刑事评述而承担起规范社会生活的职能。土伦和拉塞纳警长给保安总局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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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谓是一份这一时代对同性恋的真正知识和偏见的总结。报告区分“先天性倒错”和“通过接触和交往习得的变态”，表明其“莫名却真实的原因在于许多个体的病态退化”。报告人声称“真正的倒错者通常属于富裕阶层，是一名以本能、生理需要而不是出于邪恶行事的‘病人’”。他并不危险，而是女性化和柔和。在他们周围有“一伙人”，他们的变态是习得。这是一些惯犯、军人，是“对公众的真正威胁”，其中有“许多水手，多数进过惩戒营，曾经是海上服刑人员”，还有一些年轻人从军是为了逃避教养院。为了支持这一论证，报告引用《法医年鉴》1929年第3期一篇文章，是一个军医关于文身问题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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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日常报告，我们找到一些更严重的案件，更清楚地说明了海军和卖淫、巴黎与法国港口之间的联系。在布列斯特进行了一次关于几名水手在首都卖淫的调查。水手赖特尔多次在休假时到巴黎，他与情人拉卡兹一同生活，后者提供吃住和零花钱。赖特尔被拉卡兹的一个朋友看到接受服务费（200法郎）。他的活动仅限于此：“我曾去过拉普街，但我没有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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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两个朋友也进行过一次调查，他们出入巴黎拉普街的布斯凯酒吧。他们经常被一些同性恋者搭讪，然后带他们去旅馆。据费利克斯·里夏尔说他们“进行鸡奸”，他做“婆娘”。通常是第一个水手成为一个巴黎人的朋友，然后开始形成网络。巴黎人随后物色其他水手，找他们来巴黎。他把他们带到不同的酒吧，在那里他们很快发现制服可以带来的好处。比如，水手罗歇·阿德罗在假期去了巴黎洛凯特街的一间风笛酒吧，在那里遇到一个男人，“他立刻明白这是一个‘阿姨’，就是说一个找人干的”。他乐于接受他的殷勤，“希望借此赚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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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桩更严重的案件涉及阿莫里克舰艇学校的见习水手。在巴黎，中介勒布歇雇用这些休假的未成年海员从事卖淫。这些男孩在邦迪街86号的泰奥饭馆和拉普街的诺埃格舞厅拉客。他们随后把顾客带到圣马丁门、克利希广场和皮卡勒的旅馆。有时，勒布歇以海洋为主题组织特别音乐晚会。一些年轻海员招募了一些新伙伴。这些报告“使艇上已经普遍的恶行更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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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军队的名声乃至法国的荣誉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受到威胁，舆论骚动。芒什省参议员寄出的一篇文章题为《人们将宽容土伦丑闻更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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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文章中指出，几名警长同时而且以几乎相同的通报提请海员注意妨害公共道德的情况，建议向检察官指证。很难相信这是巧合，他们很可能得到内务部的警示。文章这样结尾：“塔尔迪厄先生是否了解使马赛、土伦、尼斯和其他港口名誉扫地的这些可耻的放纵？”这些担心不是孤立的。1929年9月13日《十字架》报发表一篇题为《让我们关注海员的道德》的文章，向海军部指出，在土伦“一些外国人出入的夜总会正在上演与战前在科孚岛凯泽和朋友们的淫乱同类的集体放纵”，“一些无耻的拉客者守在休假码头，邀请年轻的海员”。文章的作者是马比勒·迪歇纳将军，他强调警方镇压的软弱，指出海军军方对不负责任的平民无能为力，要求相关各部门更好地合作。这些不同文章反映舆论对与军人相关的男性卖淫问题的新的认识。人们可能疑惑这些担忧是否正是加强监控的原因，或者海岸警察局采取的新措施使这个问题暴露。

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很难确定警方监控的原因。在我们涉及的案例中，似乎以与水手交往的同性恋者为目标的特别监控于1925年前后从土伦开始。一些报告确实提到1925年2月2日土伦警察局长的指示。该城警长法布尔先生在1927年6月24日给土伦警察局长的报告中回顾说，自他任职以来就注意到该城存在大量同性恋者。他因此在1924年12月16日写了一份报告，请求采取措施。因此我们可以推测1925年警局的指示是这份报告的直接后果。警长指出“在您的许可下”对一些同性恋者出入的会所进行“严密监视”，渐渐有所发现，提供平民与军人的名单和他们的全面信息。这些细节似乎证明，在此前未进行任何特别监控，在土伦也没有登记同性恋者的习惯做法。一些被警方逮捕的同性恋者也抱怨这种新气氛，抗议这种他们认为没有先例的专断的迫害。在1931年12月1日报告中，法布尔先生详细解释他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公共权力应该通过严厉措施来限制这种威胁我们年轻人的危险，并遏制其传播。其流行给我国各阶层带来一些深重的和无可补救的困扰。”“监视、驱逐、控告在土伦和拉塞纳出现的同性恋者是我们的职责。”这位新警长似乎是调子转变的原因，同性恋问题是他个人的关注。例如他记述说“他的关注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一局势”。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因为这一大规模警察行动不纳入任何司法框架：“不顾任何规章上的欠缺，我有所成效地对一些人们指出是同性恋会所的经营者施加了半官方的压力，八家中有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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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长很遗憾不能够对发现的土伦同性恋群体诉诸法律。他指出对众多性倒错的平民无能为力，对于水兵也只能通知军方采取纪律措施。同性恋酒吧的问题多次提出，比如瓦尔省长写信给内务部长：“我认为不可能合法地决定关闭这些提供给我的名单中的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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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地方当局只能对经营者施加半官方的压力以使他们采取措施疏远同性恋者。但军方却可以禁止陆军和海军进入同性恋约会场所。土伦海军司令也谈到“可遗憾的立法情况”使任何镇压都“不起作用”。除了一些罕见案例，对法国平民的追究以不予起诉和无罪释放告终。“希望现行条文得到修改以使对同性恋的镇压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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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参阅文件中，我们发现仅有的一些被判刑平民是在公然猥亵和引诱未成年淫乱的范围内。1931年12月1日报告列出甄别的“性倒错者”名单，然后列举了对公然猥亵的判决。1929年有24名法国平民性倒错者、12名外国人、35名水兵和军士、1名海军见习生，共72人。1930年有37名法国平民、3名外国人、19名水兵和军士、1名第7北非骑兵队中士、1名第8塞内加尔步兵团士兵，共61人。1931年（1-10月）有28名法国平民、5名外国人和8名水兵，共41人。判决因情节而有所不同。退休殖民地步兵军士路易·韦尔甘两次因猥亵被判刑，第一次被判两个月监禁和25法郎罚款，第二次两个月监禁和50法郎罚款。量刑明显因重犯而增加。夏尔·贝雷塔于1930年6月28日被捕，当时他刚刚对帆索水手艾哈迈德·本·曼苏拉手淫。他们被判处4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勒内·加朗1930年6月25日凌晨3点30分被发现在军器广场对塞拉芬·雷努齐进行口交，他们被判处两个月监禁。让－玛丽·拉卡德1930年6月30日0点30分在圣罗克广场被发现正在由一名水手为他口交，判两个月监禁。量刑最重的（6个月监禁）是对朱斯坦·梅萨热，他对一名六岁半男孩施以“不道德行为”。我们发现量刑在2-6个月之间，有或者没有缓刑不等，罚款与否不等。可能有不同的因素起作用。一名军士与一个平民在小世界跳舞场被捕，他被送交当地海军惩戒机构，他穿着非制式的“奇特”服装。同样，水手路易·德叙涅因与一名平民睡觉被捕，他在舰上有不服从上级的不良记录。对于水手，实行的惩戒也不尽相同。一名水手曾两次被降级，第二次因为“特别性质的有悖道德的提议”。因为他继续与一名16岁水手保持关系，他因猥亵被判三个月监禁，并被从海军除名。
 

〔124〕



 在洛里昂，一名海军少校是流言的对象，他最终承认了事实，自己要求退休。事实上，监控措施首先触及军人。平民不会直接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判刑。但是逮捕可以个体甄别，如果他们以后涉及违法就不可能指望法官的宽容。

从这些不同报告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行政、军方和警方的协同镇压还谈不上。尽管如此，似乎在港口范围内保安局下达特别指示给沿海警察局，对同性恋行为进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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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命令首先说明他们长期将同性恋和颠覆混为一谈。在被登记的性倒错者中，外国人是特别措施的对象，他们会立刻成为驱逐性逮捕的对象。西班牙人米盖尔·波库伊与一些年轻水手交往，他否认是同性恋者，但承认有“一些缺陷”。警务报告表明，他是长期监控对象，在必要情况下会成为驱逐的对象。对同性恋者监视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比如一名意大利铁匠恩斯特·福特请求入籍，已经获得了有利的批示。他在1931年10月14日被捕，他承认“寻找倒错者的目的只是为了弄些钱”。他被驱逐出境。似乎也曾有针对已经入籍的外国人的案例，瓦尔警局局长抱怨，根据现行法律不可能取消他的新国籍。我们再一次看到民事当局尽可能补足关于同性恋的法律缺陷，瓦解脆弱的同性恋团伙。外国同性恋者是一种特别恐惧的对象，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潜在的间谍：“我特别专注于发现与海员有关系的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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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我们看到从内务部发出的报告总是关系到“共产党和反军方的宣传”、“军港的共产党和同性恋宣传”、“共产党和同性恋海员出入的公共场所”。1927年，海军部发给内务部“共产党和同性恋者酒吧和约会场所名单”。这种持续的联系意味着对于法国当局来说，这两种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目的针对瓦解陆军和海军、维持不服从上级的气氛和传播反军方的口号。约瑟夫·迪布瓦案件是一个典型事例，他在土伦经营迪布瓦跳舞场。1928年12月12日警务报告将这个跳舞场描写为“一间真正的下流酒吧，充当各类污点分子、同性恋者和惯犯的约会场所”。老板是一名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坚决主张反对军队。他买《人道报》放在桌上给顾客看。

将同性恋用作政治目的并非是单向的：“这种特别状况对青年道德有所影响，海军新兵特别容易受到一些有害唆使——‘蓝领’似乎是一种诱发因素，必须看到它对共产主义的协助，共产党不会错过借此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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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尔比昂省社会党机关报共和派双周刊《莫尔比昂警报》披露了1930年1月15-23日一桩同性恋丑闻，其中涉及一名海军军官。报纸暗示有人曾施加压力以平息事件：“当然是丑闻，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涉案者的‘胳膊长’就使事件平息，那将是更严重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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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所以现在打破我们一直遵守的沉默法则，是因为有人施加影响来平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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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不论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报刊中，都被看作是特权者的恶行，是另一种剥削民众的方式。而卖淫如我们所见，主要是水手所为，出于明显的金钱的原因。但是海军中的同性恋并不限于最底层，“贝亚恩号”事件证明了这一点。1928年11月28日《人道报》一篇文章披露贝亚恩号航空母舰上一起丑闻。一名水手以“特别作风”告发舰上指挥部。似乎他曾遭“16名鸦片鬼”凌虐。按照报纸的说法，在比塞大水域8天演习之后，舰上人员劳累过度。指挥部为了消遣决定组建一支爵士乐队，被舰上人员戏称“屁精爵士乐”。在一次热闹的晚会后，这名水手被“施暴”。受害者被逮捕并隔离。报纸的结论：“这是指挥我们水兵同志的变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的无耻展示。代表着行动中的法西斯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调查报告中的几点使我们相对地看待事实。受害的水手维克多·库赞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者。他是一名同性恋者，警务报告描写他女性化、喷香水、注重个人仪表。对于警方而言，这是一名“危险的污点分子”，他在1927年因在和平时期开小差被判一年监禁。而且这名水手与一名海军军官德·舍维尼海军上尉似乎有染，上尉在1924年和1925年曾被指出是同性恋者。而且这名军官有毒瘾。对于警方，这种关系从民族的角度看来代表着一种很大危险。一名军官和一名水手的亲密关系本身无疑已经触犯等级精神、军队权威、海军荣誉。而且，一名有毒瘾的军官不大可靠，也可能多嘴多舌，他与一名共产党水兵的关系似乎体现了地方和军方对同性恋关系的最大恐惧。警方报告承认，“在这艘舰艇上存在一个真正的海员同性恋‘窝点’，他们以丑恶的场面互相满足令人厌恶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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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爵士晚会可能已经变质，而海员是否是受害者则很难确定。事件对于警方是清楚的，库赞与《人道报》直接有关，报纸将他表现为海军军方的受害者。所以这是以同性恋为掩护的“反军方宣传”。同性恋者和共产党被联系起来，后者利用前者散布自己的宣传。另一方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揭发对同性恋施暴可以描绘一幅指挥部的不堪画面，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恶习，将舰上人员用作性目的。同性恋于此处只是一个鞭挞对手的借口。

从这些文件中能得出什么结论？警务报告使我们对猜测中有组织的港口同性恋亚文化形成具体的了解。报告还显示出实行过一些介于法律边缘的监控。尽管如此，因为缺少资料，很难对法国其他地方的警事状况得出结论。

*　　　　　　*　　　　　　*

20年代作为同性恋解放的年代并非是无忧无虑的年代。对反同性恋镇压的研究使我们排除了任何对当局的“宽容”的假设。在英国，镇压加强，从1931年起更加系统化。但是，英国警方对这一问题充满热忱，却只能针对一些最具现行性的案例，这些案件发生在公共道路，妨害风化，通常是男妓、近卫团士兵和屡教不改的拉客者所为。除非有举报，警方对私下的成人间自愿发生的行为几乎无所作为。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与先入为主的想法相反，镇压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几乎看不到判刑数字降低，法律草案说明同情同性恋的力量薄弱。虽然左派政党支持同性恋事业，但同性恋的议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只有一些特殊案例解释了德国20年代的宽容名声，如同统计数字所证明的，柏林警方是随和的，尤其是同性恋的表达得到宽容。同样，除非举报，成人间自愿的行为不太可能诉诸法律。虽然法国由于刑法的缺乏而享有宽容的名声，但只是相对而言。这种不受制裁使许多人不满，他们竭力打击那些最薄弱的同性恋群体，或那些同时有其他非法行为的人，尤其是消费毒品。同性恋宣传仍然受到审查机构的严厉控制，而对“海员和共产党”群体的监视使对港口同性恋者的严密监视合法化。

这些沉重的方面在20年代受到忽略。同性恋者愿意相信“疯狂年代”的无忧无虑、风气的解放、群众的宽容。30年代的危机将显示社会内部的张力作用。突然，同性恋者发现自己的地位动摇。对于所有相信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人，这一打击是彻底的。宽容是虚假的、脆弱的、梦幻的、有时代局限。回潮只会更加可怕。




第八章





幻梦的终结：德国模式的破灭



20年代的德国由于同性恋运动的蓬勃和同性恋生活的张扬，被看作欧洲同性恋者的榜样。但是宽容只是局部的，限于某些大城市，比如柏林。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纳粹对同性恋的政策与此前的政策完全断裂。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纳粹善于利用民众中已经存在的思潮。但是纳粹大大加强了镇压，关于同性恋的论调更为狂热，实现了此前已经有所预示的仇视同性恋的想象。我们此处不对纳粹统治下同性恋情况作详尽描述，许多情况仍然不为我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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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对于1933-1939年间的研究会使我们解开一道痛苦的谜题，这个象征同性恋解放的国家如何可能成为一个强力迫害的国家，而形势的反复在几年之内完成？对第三帝国时期反同性恋镇压的描述超出了1939年，我试图分析的是一个模式的毁灭，并且说明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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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5：德国模式的破灭



1933年1月30日纳粹掌权后的最初几年中，德国模式毁灭：同性恋生活空间被消灭，团体和报刊消失，同性恋者重新回到阴影中。镇压随机进行，并不遵循确定方案。到“长刀之夜”和后来的反同性恋舆论的大规模运动之后，立法才得到加强。



劫掠



希特勒掌权立刻伴随着一场反同性恋的镇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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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颁布三项法令打击公开猥亵。第一项有关卖淫和性病，第二项关于关闭用于不道德目的的酒吧。这一定义主要包括“仅仅或多数由一些进行反常性行为的人出入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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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项法令禁止报亭、书店、图书馆出售或借阅一些书籍和出版物，“或者因为包含裸体插图，或者因为题目或内容可能对阅读者造成色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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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者可能被罚款、撤销执照和借阅许可。同性恋出版物显然由于这一措施的打击而衰落。这些措施使同性恋亚文化迅速毁灭。在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几个月中，德国大城市中的多数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关闭。戈林的第二项法令始自1933年2月23日，正式许可了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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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命令关闭妓院和诸如同性恋者出没的酒吧一类场所：“这类会所不能再对之容忍。德国的复兴最终依靠德国人民的道德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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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有嫌疑的酒吧必须被监视，如果错误被证实，执照将吊销。

结果立竿见影。1933年3月3日《柏林人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宣布柏林最知名的男女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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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并非所有的酒吧一同消失，某些酒吧被警方用作监视场所。20年代同性恋卖淫盛行的工人酒馆关闭或者改换了风格。比如在1933年，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见证了他最喜爱的科西角酒吧的变迁：“在最近几年，政治使酒吧的男孩们越来越分化。他们分别加入一些街上团伙，虽未经正式承认，这些团伙分别受到纳粹、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的鼓励。非纳粹团伙此后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其中许多改换了阵营并被吸纳。各类同性恋酒吧从此受到突击，许多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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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厕的拉客得到复兴，因为这成为约会的唯一手段。但是这一手段有一定危险，因为有警察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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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酒吧的新一轮突击搜查发生在1934年6月以后，与罗姆的“叛乱”有关。如同1934年12月11日《泰晤士报》所指出的，12月10日装满了手持冲锋枪的党卫军的车辆对西区的三家酒吧进行突袭。顾客和店员被逮捕，其中几人着冲锋队军装，他们被带到警察总部。据报纸称，这些酒吧有“一种特别名声”，突击的目的是圆满完成6月30日的“清洗”。12月19日《泰晤士报》宣布一个星期以来在全德国进行了突击，导致几百人被捕。这次行动的起因是一桩无关紧要的事件，是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对柏林一所公寓中举行的一次私人晚会的突查。女招待是在场的唯一女性。在凌晨，两名客人无意间将一个花盆碰落到街上。花盆砸到路人，吸引了警方注意。警察上楼到公寓，发现了一些柏林名人，其中有几位纳粹党员和俄国移民。在公寓进行的搜查暴露出几份与6月30日事件有关的文件。这一发现促使当局重新开始清洗冲锋队有关的群体。

戈林的第三项法令始自1933年2月24日，针对淫秽出版物。拥有淫秽书籍和杂志的报亭、书摊、图书馆、书店必须被监控。业主必须向警方保证他们不会推荐此类出版物。如有违犯，他们必须付一笔罚款。出售或借阅出版物的权利可能被取消。法令第六点强调警方与宗教势力在反淫秽出版斗争中的协作。其中继续了某些党派的政策，比如魏玛时期德国人民党的“反色情和污秽”斗争。这一法令受到了传统势力的欢迎，如《全德日报》（1933年4月6日）所证明的：“梵蒂冈欢迎德国人民反淫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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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法令之后，所有的同性恋杂志不得不停止出版。1933年8月26日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色情文学的生产、传播和使用”
 

〔142〕



 的一份报告，证明在这一时期所有同性恋刊物都停止了存在。它们所属的一类意味深长地集中了马克思主义及其附属组织（包括青年团体、工会、体育、时尚等）的文学和期刊、色情和同性恋情色文学、“所谓的关于性行为的科学论著”、关于堕胎和避孕方法的文字，还有所有这些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特别是自然主义出版物。

为了完成对同性恋生活的摧毁，最终必须摧毁同性恋团体。1933年2月28日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暂停各项自由，允许取消反对党派。多数同性恋运动自行终结。1933年5月6日，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性科学学院被纳粹劫掠并摧毁。5月10日，文件、图书馆书籍被当众烧毁，包括哈夫洛克·埃利斯、弗洛伊德和其他性学家的著作。幸运的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正在国外旅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当时在场，他激动地记述了这种粗暴和野蛮的表现，标志着伟大的德国同性恋运动的终结：“5月6日，学院被百名左右的一群大学生劫掠。他们乘卡车到达，在清晨，带着一支铜管乐队。听到音乐，埃尔温（汉森，学院的共产党职员）从窗口看去，因为希望阻止巨大的破坏，他礼貌地请求他们等他下去开门。但是大学生们宁愿像战士一样进入，他们推倒了大门，冲进大楼。他们整个上午都在向地毯和手稿上泼墨水，把学院图书馆的书籍装上卡车，其中包括与性无关的书、历史书籍、艺术报刊等等。一群冲锋队下午到达，进行一次更细致的搜查，因为他们显然知道来找什么。（有人曾推测有些知名的纳粹成员过去曾经是希尔施费尔德的病人，他们害怕显示他们是同性恋者的病历会被用来反对他们。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会更谨慎地检查学院的档案。有人稍后对克里斯托弗说，所有真正重要的文件和书籍都在此前不久被希尔施费尔德的朋友们拿走或者寄到国外。）几天之后，被没收的书籍和文件在歌剧院对面的广场被烧毁，包括一尊希尔施费尔德的半身像。克里斯托弗当时在人群中，说着‘可耻’，但是压低了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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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报纸《进攻》的报道更为简短：“德国大学生昨日占领犹太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领导的性科学学院。这个学院以科学为掩护，在14年来得到马克思主义势力的保护，正如搜查所显示的是一个淫秽的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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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于1933年6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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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上台同样终结了唯一者联盟。一些纳粹部队抢劫了阿道夫·布兰德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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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收他的所有物品、照片、书籍、文章。他的主要出版《唯一者》的出版社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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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同盟同样遭到镇压，似乎从1933年3月就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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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同性恋者都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存活。一些人出国，另一些结婚。布鲁诺·巴尔茨，他是几份同性恋报刊的撰稿人，在服满监禁后于1936年结婚。人道科学委员会的一位前合作者京特·梅德于1940年结婚。某些艺术家得以幸免，多少是由于政权的保护，比如导演罗尔夫·汉森和汉斯·德佩。某些同性恋艺术家群体曾经幸免一时，比如理查德·舒尔茨的圈子和UFA电影公司制片人尼古劳斯·考夫曼的圈子。可以辨别出一些同性恋生活的痕迹。1938年在卡塞尔，一个由原人权同盟成员组成的小圈子成功地运转。在维尔茨堡，在一名被捕的同性恋艺术家的地址簿里发现一个同性恋书店的地址，另外还发现另一名艺术家的一些同性恋报刊。此类发现是特例。在10个月以内，德国同性恋生活空间化为乌有。



最初的受害者：“青少年的腐蚀者”和男妓



在第175条重新实行以前，反同性恋的斗争集中于某些特别明显的类型。1934年2月10日，内务部的一条法令命令对“职业犯罪者”和“性犯罪惯犯”进行常规监控。这些措施还涉及恋童癖和同性恋男妓。警方获准对这些罪犯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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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方不合作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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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警力必须定期向刑警地方局汇报这些人员的情况。必须掌握这些人的卡片和照片、指纹。

采用这些措施之后，1934年10月5日在汉堡举行一次会议以发展青少年办公室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协作。涉及解决汉堡中心车站的问题，那里是同性恋卖淫盛行的地点。在这次会议上，两种对待同性恋的方式之间出现明显分歧。希特勒青年团的两位代表对形势提出警示，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汉堡警方仍然在传统框架中行事，认为对同性恋者的打击不是当务之急，不必要采取大规模措施，必须防止任何狂热行为。报告附有一份作为青年疑犯掩护所的旅店、青年旅舍和民宿的名单、主要聚集场所的名单和在1934年10月有同性恋行为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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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很快扩展开来。清洗勒姆以后的动荡成为盖世太保创建一个负责处理同性恋事件的特别科（Sonderdezernat Homosexualität）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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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底，所有的地方刑事警局必须提供已知同性恋人员名单，特别是纳粹组织成员。这些名单必须在1934年12月1日前交给盖世太保的特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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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一份上交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报告，1935年6月“羁押”的1170人中有413人是同性恋者。325人关在利希滕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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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时期，反同性恋的镇压已经在非人的状况中进行，“羁押”是严重侵犯的借口，正如一名德国同性恋者1925年致德国主教路德维希·米勒的一封匿名信所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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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封信所说，突击逮捕由盖世太保组织、由年轻的党卫军执行，他们多数来自德国南部，逮捕在柏林和全德国进行。囚犯被带到盖世太保的一些地点，在那里让他们面壁12小时或更长，不吃不喝。他们只有权6小时上一次厕所。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旗队成员对囚犯进行殴打和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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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由突击大队长约瑟夫·迈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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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随后，他们或者被释放，或者被遣送哥伦比亚－豪斯、柏林－滕佩尔霍夫，那里是一个专门遣送同性恋者的拘押中心。同性恋者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在那里继续被折磨。下一步是利希滕贝格集中营。在那里，囚犯仍然受到酷刑。他们让囚犯从早上开始做运动，直至精疲力竭。惩戒公开进行，一些人被送到禁闭室。这封信的作者强调指出，这些囚犯没有经过审判。几百囚犯已经从利希滕贝格出来，但许多人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作者抗议这些行为，向教会求助。他仍然满怀幻想，相信如果元首了解这些，他会谴责这些失控行为。他要求进行调查和审判有罪者，诸如对哥伦比亚－豪斯和利希滕贝格集中营进行一次搜查。



立法的强化



立法的加强标志着纳粹反同性恋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直至1935年9月，所采用的措施仍然是孤立的和不协调的。纳粹国家首先消灭了一些同性恋生活的有组织形式，消灭其活跃成分和同性恋群体。主体结构已经被摧毁，此后必须消灭个体同性恋活动。纳粹的“怒火”的对象有明确界定，对象不是同性恋者而是同性恋行为、同性恋欲望。同性恋者并不代表一类独立个体，至少人们希望将之重新纳入社会。所以制度针对的只是进行同性恋行为（性行为、勾引、宣传、聚集）的同性恋者，根据一套逐步完善的标准，其罪行也不尽相同。但是，同性恋者仍然是受害者，因为他只能通过否定自己的深层天性才能幸免。

1933年10月，遵从希特勒的命令，国家司法部长居特纳创立了一个刑法委员会以起草一部新刑法。刑法理论家文策斯劳斯·冯·格莱斯帕赫伯爵来自维也纳，他受命负责性犯罪部分。1935年6月，刑法第六修正案被采用，大大加强了对男性同性恋的镇压，但是任由女性同性恋逍遥法外。



新第175条



纳粹提出的加强反同性恋立法的根据并无独特之处。他们多数依据医学理论，将同性恋描述为一种退化。其中涉及防止感染纯洁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可能落入同性恋者的掌握。

对于奥因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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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同性恋可能是一种先天倾向，但是存在一些勾引的案例，这就为刑罚提供理由。同性恋者丝毫不受女性吸引的事实也不是放过他们的充足理由。奥因嘲笑这一请求，人们是否会以没有女人要他为借口对一个强奸犯无罪开释？在此之上还有一条公共道德和政治策略的理由：“而且，如果现政府‘承认’同性恋行为的合法性而取消刑律威胁，大多数民众的健康的道德观念肯定会感到不解。”刑法委员会的辩论也毫无疑义。司法部长居特纳认为：“不需要讨论对同性恋的刑罚问题。”委员会主席格莱斯帕赫是报告起草人，他指出，这种争论是“某些多半不是雅利安血统的性病理学家偏爱的话题”。他要求刑罚不仅限于“类似性交的行为”，因为“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很大一部分不采用类似性交的行为”。共同报告人洛伦茨博士是终审法院法官，他总结了男性同性恋者的危险，男性同性恋“对于国家是一种危险，因为它以最严重的方式损害男性特征和公民生活，瓦解健康的家庭和腐蚀男性青少年”。最后，萨克森州司法部长蒂拉克强调同性恋危险的多样性。他区分出“三个群体”：青少年之中的群体、男妓群体和最危险的退化家族后裔和不再喜欢正常关系的年长男性的群体。最后一个群体诱惑青少年，通常是通过向他们提供金钱。各种看法导致于1935年采用了得到强化的第175条。

按照1935年6月28日通过的德国刑法修正案第6款，新的第175条于1935年9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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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些革新。首先，“性反常行为”被“性行为”代替，这大大扩大了刑罚执行范围。从1935年起，所有由对另一男性的性欲望引起的行为都受到法律制裁，包括手淫，还有以性为目的的任何接触，例如抚摸或者两名裸体男子之间的打斗。射精不是证明罪行的必要条件。其中有囊括同性恋的所有可能形式的明确意图。从19世纪末以来，医生和法学家曾想以最精确的方式来定义同性恋。新法是这种执著的最终结果。纳粹法律的特点是将法官对于监控的愿望推到极致。为了发挥完整的效力，同性恋行为成为不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象的。第175a相比而言没有什么独特性。它重复了20年代一些草案中的革新。“严重”同性恋行为（卖淫、使用暴力、使用权势）在1909年以来的所有法案中都是特别量刑的对象。实际上，1935年6月28日修正案的最大革新是为法官量刑提供很大自由。法官们被要求不仅仅考虑法律条文，而且要考虑“刑罚的基础原则”、“通常的健康情感”和“不成文法律来源”。这说明“无法，则无刑”的原则受到质疑，法官可以自由地判罚一种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行为。



女同性恋者的状况



女同性恋者的地位无疑是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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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意识形态赋予雅利安妇女非常有限的地位，将她们束缚于母亲和家庭守护者的角色。纳粹上台后立刻将妇女从她们可能占据的有影响的位置上排斥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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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女权主义团体被命令在解散或纳入国社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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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选择。1933年2月28日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消灭了反对派，特别是一些参政的女权团体如海伦尼·施特克尔的和平与自由国际妇女联盟。1933年5月10日，纳粹劳工阵线负责人宣布创立妇女阵线，并要求莉迪亚·格特舍夫斯基吸纳230个世俗和宗教妇女组织。从1933年11月起，禁止结成新的妇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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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0月1日建立了德意志妇女工作（DFW），是归附所有雅利安妇女的中心，从1934年2月起，由格特鲁德·肖尔茨－克林克领导，她还是一个精英组织国社友谊（NSF）的负责人。1941年，这两个组织聚集了600万会员，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国社友谊。纳粹妇女组织合计1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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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恋问题从未成为首要问题。但是，在关于第175条改革的辩论时，有些人表示支持对她们加以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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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援引的论据是“正常”女性被女同性恋者勾引的危险和人口衰减的危险。国家委员会主席克莱在1934年9月的刑法委员会第45次会议上对此作了发言。但多数理论家同意女性同性恋危害较小，被勾引的妇女终究会重归正道。从1942年起任司法部长的蒂拉克对这一问题进行总结：“与男性不同，妇女随时对性行为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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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既然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判罚女同性恋者是多余的。犯罪学家E. 梅茨格尔指出，对男性同性恋的判罚并不自然引出对女同性恋的镇压，要“估量两种不同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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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样的法律恐怕会导致连锁的判刑，特别是在妓女中间，还会导致对无辜妇女进行无妄的揭发。我们从中看到与20年代初在英国阻止了对女同性恋判刑的相同论据。

这一立场从未完全被某些法学家接受。鲁道夫·克拉雷是最激烈的反女同性恋分子。在其著作《同性恋与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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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sexualität und Strafrecht, 1937）中，他对1935年法律感到满意，但希望看到更有效的镇压。他认为女同性恋是一个与男同性恋同样让人警惕的现象，必须受到同样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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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法学家恩斯特·延内1936年在《德意志法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第175条是否应该扩展到妇女？》。他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应该过健康的性生活。证据难以收集和可能提出虚假指控的事实对于男性同样是真实的，并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理由。

无法估计女同性恋者在多大程度上被一些镇压措施触及。同男性一样，她们看到自己的酒吧关闭、报刊被停刊。但是，多数女同性恋者通过采用各种策略而在纳粹统治下幸存。有些人服从了制度如格特鲁德·博伊默，另一些选择与男同性恋者假结婚，还有一些如夏洛特·沃尔夫移居国外。许多女同性恋者为了不被人注意而留起头发，穿上女装。某些人试图掩盖她们过去的行为。《女友》的前撰稿人埃尔斯贝特·基尔默、BIF编辑泽尔玛·恩格勒和《柏林女同性恋者》的作者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成功地隐藏了她们的同性恋行为，继续她们的作家和艺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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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画家格特鲁德·桑德曼假装自杀以逃脱盖世太保，在数年中被女友们藏在一所公寓中而得以幸存。被揭发的可能性很大。柏林诺伦朵夫广场剧院芭蕾舞教师萨比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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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两名女演员指控与一些芭蕾舞女演员有猥亵行为。1934年2月她们寄了一封信给宣传部。她们的指控出于复仇动机，因为她们的合同没有再续，她们将自己被解雇归咎于萨比娜的反对。戏院经理支持被告，萨比娜没有被追究。两名女演员因毁谤被判罚。但是某些女同性恋者受到追究，多数是因为与她们的性行为无关的原因。紫罗兰女同性恋俱乐部主席洛特·哈姆因勾引一名未成年人被捕。她被投进监狱，然后被送进集中营。她出来时已经半身瘫痪。希尔德·拉杜施作为共产党员被追捕。另一些人作为反社会者和妓女被捕。1940年11月30日遣送拉文斯布里克的名单中，我们在“政治犯”一类中发现埃莉·S. 的名字，26岁，批注“女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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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材料几乎从未提及女同性恋者。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对妇女判刑，根据第174条判处“与被监护人发生猥亵行为的监护人、猥亵儿童的养父母或保姆、猥亵未成年学生的教士、教师、教育工作者”6个月以上监禁，并可判5年苦役。女同性恋者有时被警方登记，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和有怎样的后果。秘密警察1938年6月20日给国社党种族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记述：“相对于同性恋的规模和传播，足够的设施现在已经就位。为了同样打击女性同性恋，我们紧急要求我们同事所作观察的情报或者从外部获得的资料。出于这一目的，应尽快向我们提供已知女同性恋者的地址。报告必须寄送种族政策部（Rassenpolitisches Amt）——帝国领导部门——威廉大街63号柏林W8法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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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福安全部门1936年1月9日给国家警察部门的一份报告提到“金发海迪”和“K夫人”的案件：“K夫人与金发海迪保持同性恋依赖关系。据报告，K夫人是一名党卫军的前妻，已经离婚。她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但居处不明。金发海迪是一名22-23岁年轻妇女，很有气质，黑森州朗根人。她的父亲经营旅店，但从前是有影响的德国社民党员，克雷费尔德的警长。1933年，他曾在集中营度过一年。海迪在法兰克福的两居室接待很多人，所有人都外貌可疑，是一些布尔什维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有人声称在那里进行一些群体淫乱。海迪出入贝蒂娜大街的贝蒂娜咖啡馆和同性恋约会场所乡村啤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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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女同性恋者受到的迫害无法与男同性恋者相比。如果她们同意放弃个性和遵守规矩，她们不大可能受到困扰。




1935-1939：反同性恋恐怖的组织



新的立法成为加强打击同性恋的基础。在党卫军和警察首领希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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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动下，反同性恋斗争集中化和层级化。一些政治案件针对天主教士和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而国社党对于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内的同性恋行为也加倍警惕。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怎样对待被捕的同性恋者？两种倾向共同存在：“根除”和“再教育”。两种解决将同性恋者非人化，将他们贬低为一些数字和实验品。



镇压的加强



1935-1939年时期经历了镇压的突然增长。与魏玛时期和同期的英国相比，纳粹的独特之处是其极权主义意志，所有的同性恋行为都必须统计、登记、镇压。没有什么能脱离国家的监控。



反同性恋斗争的集中化和理性化



反同性恋镇压在1936年的停顿意味深长。当时正值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希姆莱1936年7月20日下达如下命令：“以下几个星期，我禁止未经我准许对任何外国人以第175条为名采取措施，包括讯问和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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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压在秋天就恢复了。从那时起，对同性恋的打击以系统化的方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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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姆莱1936年10月10日的一条指令的目的为“打击同性恋和堕胎”，这成为镇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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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刑警局内部成立了一个特别科“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国家中心”（R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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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活动首先是对报告给他们的所有同性恋案件登记、建卡片和分类。1940年，中心的案卷有41000个被判刑或有嫌疑的同性恋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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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男妓和恋童癖（第174和176条）建立了一些特别档案。中心的案卷被用来提供给不同部门，特别是马蒂亚斯·海因里希·戈林任主席的德国心理学和精神治疗研究院。提供给他们经过选择的个人卷宗，对他们进行有关同性恋的研究。中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盖世太保专门负责这类事件的部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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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均由同一个人，即党卫军突击大队长约瑟夫·迈辛格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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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4月5-6日的一次讲座上，迈辛格向手下的专家和医生解释了反堕胎和同性恋斗争的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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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同性恋者不仅应当受到惩罚，而且应当受到再教育。将堕胎与同性恋结合起来与这一任务相符。两者均对生殖不利，所以对德国的强大不利。不仅要阻止同性恋者发展新人，还要引导他们重归“正常”性生活即生殖性行为。中心的工作首先依靠与地方警察协作。警方在追究的情况下必须向中心作一个报告，还有另外一些可疑案件，违犯第174条（对被监护人的性犯罪）、第176条（强迫儿童进行性犯罪）、第253条（与同性恋有关的敲诈）、第175条（男子间的性犯罪）、第175a（第175条加重条款）。对最后两种情况，只有当相关人是国社党员或下属组织成员、占据领导职位、隶属军队、教会人员、官员、犹太人或者在纳粹上台前占据重要职位时才必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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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明确规定说明一种筛选的意愿。这似乎说明“寻常”的同性恋者不是中心的主要关注，对他们，中心任由地方警察负责。被认为危险的同性恋者是恋童癖、“青少年腐蚀者”和各类占据权力地位或党内职位的同性恋者。这种筛选反映出希姆莱的好恶，他特别关心同性恋者在他的工作范围内的不利影响、他们结成小团体的能力。事实上，对同性恋的处置从来不是协调一致的。某些人受到重点惩罚，如一些累犯者，而另外一些则受到庇护，比如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演员和艺术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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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姆莱1937年10月29日对盖世太保、国家警察地方局、国家刑事警察局和刑警地方局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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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任何对演员因性反常行为拘押都要获得他的事先认可，除非是现场抓获”。德累斯顿刑警1938年9月8日关于在拉特瑙逮捕一些演员的一份备忘录证明被捕者有现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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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涉及演员，未经党卫军首领许可不能逮捕。”相反，1937年12月14日内务部长的一项命令加强逮捕其他类型同性恋者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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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营或劳动营的羁押只能适用于累犯和男妓。必须最晚在两年以前核实拘押的必要性，但不得提前12个月。



判刑的演变（1935-1939）



1935年进行的对第175条的修改和镇压的加强导致了判刑的激增。如果我们把1935-1939年统计数字与1919-1934年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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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从整体看来，1935-1939年与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对同性恋最强力的镇压相符合。1934年，因同性恋被审判的人数为872人。1935年为2121人，1936年为5556人，也就是说1934-1935年间增长143％，1935-1936年间增长162％！被判刑人数随之增加，1935年1901人，1936年5097人。我们只有1937年的被判刑（包括兽奸）人数，有8271人，即增长62％。1938年，9479人被审判（包括兽奸），8562人被判刑。最后在1939年，8274人被审判（包括兽奸），7614人被判刑。我认为1939年的下挫可能是因为战争，因为此后的几年也明显较低：1940年判刑3773人、1941年3739人，1942年26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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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战显示出判刑的下降，无疑是因为反同性恋斗争在这一时期不是当务之急，国家力量被征用到其他的领域。

而且，应征入伍对于众多同性恋者可能构成一种掩护。所以镇压的高峰是1938年，9479人被审，8562人判刑。1919-1939年间年平均受审人数为704人。平均数在1935-1939年间高于6000人。判刑数量也同样增加。1933年，受审者中86％被判刑。1935年的被判刑比率升至89％，1936年为91％，1938年为90％，1939年为92％。




我们没有1935年和1936年的详细统计数字。1935年，1901名被定罪者中12人被判苦役，1703人被监禁，129人被判罚款，108人剥夺公民权。1936年的5097名被定罪者中192人被判苦役，4617人被判监禁、183人被罚款、291人剥夺公民权。罚款和剥夺公民权可以同其他刑罚累计。1935年，多于90％的被定罪者受到监禁或苦役。1936年为94％。1933年，只有85％的被定罪者受到监禁，而在1919年为97％。所以是重新进行强力镇压，恢复到了这一时期之初的比率。苦役的增加也是镇压加强的信号，因为宣判了越来越多3年以上的苦役。而在1936年因违犯第175条宣判12例苦役，其中5人超过3年。因违犯第175a条被判刑180人，其中46人超过3年。罚款仅占1935年宣判的6.7％，1936年的3.6％，这说明法官们想要通过其他方式惩罚同性恋。相比之下，1925年以前记录中罚款占30％，1931年时仍占12％。剥夺公民权也在增长，从在定罪中平均占2.5％升到大约5.6％。这些统计数字印证了反同性恋政策的强化，不过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些数字仍然大大少于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国家中心和盖世太保的特别科所登记的数字，1937-1940年登记的同性恋人数可达约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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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差距说明情况的多样性。对同性恋者的监视是极端细密的，档案登记了所有可疑案例而不是已证实或审判的案例。尽管如此，很可能并非所有案件都体现于司法统计。实际上我们看到那些累犯、“青少年腐蚀者”、男妓受到特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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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能未经审判就被遣送劳动营，甚至可能从未被审判过。某些囚犯如果被认为表现令人满意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表现出受到女性的吸引，可能被释放，但他们也可能因为拷打、营养不良或医学实验死亡，同性恋者在医学实验领域是很抢手的。所以很难说总共有多少同性恋者是纳粹镇压的牺牲品。



警务和司法行为



为了确定国社党是否改变了对待同性恋的“传统”方式和了解警方的行动，我们可以首先研究一下地方警察的指令。比如卡塞尔刑事警察1937年5月11日命令，
 

〔193〕



 其中同性恋者被称为“国家敌人”，“他们通过诱惑手段不断说服和传染青少年”。男妓被描写得特别危险，但他们并非全是同性恋者。因此，他们决定长期监视道路、车站、公园、男厕、劳工联合会、酒吧以“彻底根除男妓”。旅店的门童、行李员、出租车司机、医护、理发师和澡堂工人被讯问关于他们的顾客的情况。一些调查针对学校、青少年团体、军人机构和修道院。学生和这些组织的成员被讯问关于他们的领导人和同伴的情况。所有已知的同性恋者必须登记卡片，带有他们的照片和指纹。如果不能证明罪行，嫌犯也不能释放。必须进行搜查以便找到一些朋友或其他同性恋者的信件。如果搜查没有提供证物，嫌犯必须接受详细的警告，置于监视和“不断的控制”之下。审讯应该有策略地进行，特别是未成年案件和受到敲诈的案件：“被敲诈的人当他向警方作证时必须抛弃禁忌。他必须相信，如果没有警方协助，他绝不会摆脱他的‘骚扰者’，而警方会富于理解和谨慎地对待他的报案。”这些指令非常有启示性。它们首先证明了一些手段被采用和对反同性恋斗争的重视。城市被系统地分区控制，监视同性恋者可能出现的所有场所。监视不仅仅是警方的工作，民众也被动员监视和甄别疑犯。某些组织成为特定目标，比如在1937年反同性恋运动中监视传统上亲同性恋的学校和青少年团体、修道院。我们发现一些心理学方法的采用。同性恋者不是一个正常的罪犯。逮捕他需要使用一些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获得他的信任以便让他提供情况。如果被告表现出“赎罪”愿望，必须为其“再教育”提供方便。这种态度反映出同性恋者的特殊地位和处理方式的细微差别。“青少年腐蚀者”是一种危险，一种不值得怜悯的怪物，因为他传播罪恶，破坏德国人民的道德。他被看作不可救药，不能够被再教育。相反，男妓不一定是同性恋者，有可能重新融入，被勾引的青年也同样。同性恋本身不是一个排斥的标准，是其行为及其反复使同性恋者成为“国家敌人”。

这些细分要求警员必须有非同一般的心理学知识，似乎这些命令的复杂性有时导致一些失误。他们被命令彻底镇压同性恋，同时又要了解罪犯的心理，有些警察失去了自己的使命感。比如，1937年9月在法兰克福爆发了一起严重事件。法兰克福中级法院法官写信给国家司法部长居特纳，告诉他在与第175条相关的一些案件中有滥用权力的行为。这些失误是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的法兰克福之行的后果，他在那里对警员特别发表了一篇特别激烈的反同性恋的演讲，督促他们进行有力打击。某些警员错误地理解了信息。居特纳1938年1月24日将各种案卷转给希姆莱。所有案卷都是关于警员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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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类案件中有警员维尔德希特案件，他利用一名17岁男孩于1937年4月7日诱捕同性恋者卡恩，还有戈里乌斯警司任由一个叫尼克尔的对自己口交以建立犯罪证据（1937年6月25日）。司法部长居特纳总结道：“虽然我不否认急需一场反同性恋的无情斗争来保持德国人民的力量，但我认为一些警察用自己的身体诱捕同性恋者对于警察的声誉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人们可能怀疑是否允许警员利用第三者配合同性恋者的违法行为，但是不能证明这些容易受影响、且面对特别严重的受腐蚀危险的年轻人，可以像在第一个案例中一样被用来诱捕罪犯。”希姆莱1938年6月7日作出答复：“我也不能够赞同某些法兰克福警员采取的诱捕同性恋者的措施。我已通知相关警员，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以便以后不再采用此类诱捕同性恋者的手段。”这份文件说明了反同性恋斗争在某些人思想中可能引起的困惑。同样使我们看到警方的手段与同期英国警方所采用的手段没有很大差别。

但是，纳粹德国所特有的是盖世太保机动小组在某些城市进行的扫荡行动。在接到告发以后，行动有可能触及一个特别窝点，比如学校。1936年8月28日，在汉堡城中的酒吧里发动了一次清洗行动。数百人被捕。同样，1937年12月23日在萨克森州的哈勒发动了一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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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体制特别助长了告密。通过在报刊大量散布反同性恋宣传，煽动民众参与反犯罪斗争，国家鼓励低劣的本能，将普通市民转变为执法者。1934年，本笃派神父威廉·杜特利（帕特尔·诺科特）被木工约瑟夫·霍尔向霍亨舍夫特拉恩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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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尔从1933年起在舍夫特拉恩修道院的木器厂工作，他指控神父有违犯第175条和政治颠覆的罪行。神父是瑞士人，他接收国外报刊，霍尔认为其中包含反民族主义的文章。霍尔的同事路德维希·魏格尔施贝格21岁。从1934年7月11日以来，“魏格尔施贝格和帕特尔·诺科特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霍尔的证言被其他两人的证言证实。路德维希·魏格尔施贝格承认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从1933年以来他就不再关心政治。他于1934年6月遇到杜特利神父，他们互有好感。神父给他《隐居者报》（Einsiedler Anzeiger）阅读。他还对他说，教皇对德国所发生的事情持批评态度。从6月30日事件（罗姆的“叛乱”）以来，神父认为纳粹在德国不可能持久。魏格尔施贝格与神父曾有几次一同散步。神父曾多次抚摸他的身体、大腿、腹部和裆部，他曾对他手淫七次直至射精。魏格尔施贝格没有收过钱，但是神甫许诺他在艾因西德恩修道院的木器厂找一个职位。神甫的证言与此相符。威廉·杜特利到舍夫特拉恩修道院已经两年。他被艾因西德恩的修道院长派到那里，因为他因与一些小学生特别是一名15岁男孩，发生性行为而犯过。他承认对魏格尔施贝格有些“不检点的动手动脚”。他发誓到来后没有碰过德国学生。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深悔恨，保证不再重犯。案卷中加入的一份1934年11月28日警务报告告诉我们，曾在他家里进行搜查，但是没有找到煽动性报刊。神父事件似乎到此为止，因为他是瑞士国籍，所以不可能追究。我们不知道他是仍留在修道院，还是被遣送回国。同样，我们不了解魏格尔施贝格的命运。他似乎不大可能受到追究。

外国国籍并不总是一种保障。杜特利神父是瑞士人，这使他置于保护之下。对属于被德国兼并国家的人，情况并非如此。1939年3月15日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苏台德地区被帝国兼并。从此，苏台德居民有可能被依照德国法律判刑。更严重的是，法律可能有追溯效力。一些在兼并前所犯的行为可能受到惩罚。1939年9月30日，总检察长递交国家司法部一份靠近埃格尔地区的翁特桑道的安东·普尔克勒的案卷，当时他因性反常罪行被关在德累斯顿。普尔克勒生于1887年，已婚，有一子。1913年他被候鸟组织开除。战争期间，他被囚禁在俄国。1923年，他加入建筑师海因斯·鲁塔领导的青年组织，宣扬布吕厄的理论。他从前没有被判过罪。他因两次对一名未成年学生猥亵（第174条）、对另一名男子进行严重猥亵行为（第175a）和三次进行猥亵行为（第175条）而受到审判。控状使我们了解到被告的性历史。在1925年或1926年，普尔克勒在一次山地远足时首次猥亵一个叫卡尔·米勒的。米勒当时在睡觉，根本没有觉察。他当时38岁，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发现较晚。1925-1928年，他与约瑟夫·苏希博士保持关系，苏希曾是国社党的省教育主管，当时正因其他原因被监禁。苏希是青年组织的领导，赞同领袖与群体的情爱关系。普尔克勒承认曾被苏希“勾引”，但苏希比他小18岁，而且是他找苏希一同睡并对他手淫。1929年，在一次接待萨克森州的一个青年组织时，他们在他在桑道的家里过夜，他引导一名男孩进行不道德行为。同期，他曾与教他滑雪的体育教师福内克发生关系。他逐渐确信自己是同性恋者。在1929年或1930年，他曾与一个外国人在丹普夫巴德有过短暂关系，同样在1934年，他在同一城市手淫过一名捷克斯洛伐克税务员。在这份陈述中明显表现出纳粹政权的笼统化愿望，因为按照加与普尔克勒的指控并不足以对他判罪。他的“被动性”在终审时似乎起了很大作用。普尔克勒是一名“青少年腐蚀者”，而且是累犯。对普尔克勒的指控涉及1934-1939年。主要是与一个学生奥托·赖希尔在1934年和1936年圣诞节相互手淫，并与其他男性手淫，其中有桑道的商人黑茨和埃格尔的假牙制作者魏因曼。1939年12月22日，对普尔克勒、魏因曼和黑茨判刑。普尔克勒被判3年监禁和6个月剥夺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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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判明确说明，行为发生在苏台德地区，而且是在1939年2月28日之前的事实，不能阻碍执行刑罚。普尔克勒随后多次上诉均被驳回。



几桩特殊案例



如果说国家警察负责日常案件，那么盖世太保则处理特别案件。党卫军首脑和警察头目希姆莱很早就关注同性恋可能在党内占据的地位。党卫军受到特别关注。希姆莱害怕同性恋会在军中发展，腐蚀新兵并助长小团体，这正是他对冲锋队的指责。同样，希特勒青年团同所有青少年组织一样，有吸引同性恋者的倾向。希姆莱也曾试图清洗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但是没有很大成效。最终，1935年和1938年发起两场反同性恋的大规模运动。两者均告失败，但是却有助于在舆论中散播对同性恋传染到社会各阶层的恐惧。



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中的同性恋



国社党及其附属组织内部的同性恋很早就是纳粹领导人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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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姆的“叛乱”为党内清洗提供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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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本人宣布每位母亲应该能够送“自己的儿子入冲锋队、国社党和希特勒青年团”，而“不用担心他在作风和道德方面受到腐蚀”。1934年7月30日，一封写给德累斯顿警方的信件要求提供国社党和青年组织中因第175条被定罪或有同性恋嫌疑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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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8月，萨克森州国社党总部的一份报告要求开姆尼茨地区各宪兵队提供“生活方式违犯刑法第175条”的党员名单，连同他们的姓名和等级。从1936年起，“国家中心”收集关于同性恋者的情报。中心要求各地区警局上报与第175条和175a条相关的案卷，但是如我们所见，只需报告有影响的案件，特别是国社党及其组织成员的案件。希姆莱特别重视党卫军内部的同性恋行为。1937年2月18日，在对党卫军将军的巴特特尔茨讲话中，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当他谈到示范性措施时，他的讲话特别激烈：“在党卫军中每个月都会出现一起同性恋案件。我们每年有8-10个案子。所以我做出以下决定：在所有案件中，这些个人将被正式降职、驱逐出党卫军并交付法庭。在服满法庭所判刑期后，他们将被依照我的命令关进集中营并以‘企图逃跑’击毙。每个案子中的个人所在部队将按我的命令得到通知。我希望借此把这些人从党卫军彻底根除，我要保持我们的组织所吸收的高贵血液和我们在德国进行的种族净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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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们所见，这些措施是极端的。在党卫军内部“根除”同性恋是一个明确表达的愿望。仍维持着一种假装的合法性——诉讼、审判、正式刑罚，但实际上党卫军的同性恋者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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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同性恋的指控比所能表述的要严重得多。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希姆莱的朋友路德维希·莱西纳律师1938年被指控猥亵一名16岁半的女孩，他应希姆莱的要求得到特赦。此后不久他被认定对一名14岁男孩犯下违反第175条的罪行。1939年1月19日，他被判处1年零3个月苦役和剥夺公民权利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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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总队长（将官）维特耶的案件非常有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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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特耶1938年因酗酒被开除出党卫军。但事件是复杂的，希姆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他1938年6月17日的报告中，希姆莱很罕见地建立事件时间表，解释自己如何逐渐确信党卫军将军维特耶有罪。1934年6月在清洗罗姆之后，希特勒打电话告诉希姆莱，当时的战争部长冯·布隆贝格将军曾经对他说，在党卫军内部有一个人是因为同性恋被国防军开除的，这个人就是维特耶。希姆莱表示觉得很突然，很吃惊在这种情况下维特耶仍被允许穿军装而且享受军队的年金。所以希姆莱要求会见冯·布隆贝格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冯·赖歇瑙。维特耶1930年从最底层党卫队员进入党卫军，因其工作受到重用。但是维特耶在国防军时曾两次在酒醉时搂抱和亲吻一名士官。他在次日就不再记得发生的事情。众人要求他离开，他递交了辞呈。于是希姆莱召见维特耶，询问他这次事件。维特耶立刻提出辞职。希姆莱拒绝了他，因为他从未在党卫军出过错。他要求他此后停止喝酒，并提防同性恋的危险。在一年中没有发生任何情况。1935年，党卫军总队长洛伦茨在汉堡代替维特耶工作，宣布他必须因为同性恋开除两名从前隶属维特耶参谋部的人。1934-1935年，维特耶重新开始喝酒。在联谊会上，他对突击队长和突击大队长们不分年龄和职别一律以“你”称呼，他们的军衔比他低得多。希姆莱再次要求他停止喝酒，而关于他被国防军开除的风声也开始传出。希特勒建议希姆莱替换他，维特耶辞去职务。希姆莱第三次要求他停止饮酒。维特耶被任命到汉堡党卫军中心。另一些因素使事件复杂化。在党卫军旗队长（上校）约翰森死后，大队长陶贝特揭露约翰森在两三天前对他说，在一次同维特耶乘车兜风时受到猥亵。1937年，维特耶从前的司机、突击中队长埃哈特证实了同性恋的说法，但是当他必须在庭前重复指控时，他又收回自己的话。他因毁谤被定罪，被逐出党卫军并遣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希姆莱从1937年至1938年风闻了维特耶在汉堡所为。他又开始喝酒和组织联谊会。希姆莱委托汉堡盖世太保调查这些传言，但他认为盖世太保对事件处置不当。两起新案件，本茨和西门子的案情汇报上来，维特耶曾搂抱和亲吻他们。更严重的是时年43岁的维特耶带着25岁的里泽去度假，留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对这个年轻人以“你”称呼，替他付旅费，而他自己却有经济困难。希姆莱将里泽从党卫军开除，“因为我在这方面宁愿严厉些，也不愿让同性恋瘟疫在党卫军扎根”。希姆莱提到的另一起案件涉及商人舍穆特，但他认为是次要的。这起案件卷入了两名男子，迈尔和库尔马赫，但是同约翰森案件一样，因证人死去使案情不能澄清。希姆莱如下总结了自己的报告。他的“经验”向他显示，一个男人很可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同性恋。一个酒醉的男人有可能偶然拥抱另一个男人。一名男子也可能一次或两次受到其他人出于报复的不公正的指责，因为他们知道同性恋受到法律惩罚。但是出身不同、彼此不在一处的证人不可能是因为搞错而提供相同的证据，而且有系统地描写这名男子拥抱和亲吻他的同伴。是否确定对维特耶同性恋的指责成立？他认为成立。维特耶能否重回党卫军任总队长？不能。但是事件似乎很复杂，无疑是因为被告的官阶。辩方和控方的一些证人被传唤到处理案件的特别法庭，即党卫军首脑的仲裁法庭，希姆莱认为党卫军法庭太过宽容。我们不掌握审判的原件和结论，使我们很难进行任何解释。尽管如此，在他1938年6月17日给司法官的信中，希姆莱指出“对维特耶总队长的审理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个样板”。维特耶被免职并从党卫军开除。对酗酒的指控虽然成立，但在此似乎只是充当借口来清除一个变得碍事的人物，因为希姆莱竭力避免向元首证明关于同性恋的传言。

国社党关心的另一项内容是青年问题。从1936年起，希特勒青年团展开与旧有的青少年组织的激烈斗争，这些组织遭到禁止。许多诉讼展开，一些领导人因与第175条有关罪行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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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著名的案件1936年9月18-19日在杜塞尔多夫开审，涉及前莱茵区青年联合会。其领导人罗伯特·厄尔伯曼被判处21个月苦役。18个月后，他被移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1年3月28日死于达豪。但是，在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同性恋也很普遍，以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为首的国家青年团的领导层希望终止这些行为。自纳粹上台后，一些严厉措施得到采用，从1936年起必须举报同性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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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只要受到怀疑就会失去所有领导职务，如果怀疑被证实将通知检察官。定罪记录在国家中心。希特勒青年团同样记录在案。1938年决定在每年的晋升中，各团队领导将接受关于第174条和176条的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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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由家长来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一些案卷牵涉到一些希特勒青年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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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9月14日，总检察长交给普鲁士内务部长关于希特勒青年团中队长弗里德里希·朔恩的性犯罪案卷。朔恩已于1934年9月11日被萨冈法庭因违犯第174.1条而定罪。他是哈尔鲍的织造厂的见习教员。他作了完整的供述。朔恩当时羁押在萨冈监狱。1934年11月3日，总检察长将对朔恩的控状上交内务部长。他被指控在1929-1933年间七次侵犯未成年学徒。弗里德里希·朔恩生于1892年，离婚，没有被定过罪。直到1923年他都是常备军军官。他因骚扰一名勤务兵而不得不离开军队。从1933年起，他成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任萨冈预备中队和哈尔鲍一队的领导。在哈尔鲍，他与一些年轻人保持亲密关系，送他们礼物，带他们乘车兜风，时常在公寓和W. 温克勒公司在伯肯湖森林的一套住所与他们同睡。他在1930-1933年间对几名少年进行猥亵，他“玩弄”他们的性器并让他们“玩弄”自己的。他与其中之一进行口交。朔恩被判处5年监禁，因为他还不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时就曾犯过猥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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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青年团首领1934年11月7日上交内务部长一份希特勒青年团和青年大众（Jungvolk）中因第175条被定罪和开除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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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个月中至少有11名希特勒青年团和青年大众的领导被定罪或开除。所以在国社党各组织中的反同性恋斗争是以严厉的方式进行的。因为缺少统计，很难说是否获得成功。



国防军中的同性恋



直至战争初期，国防军对于同性恋一直特别对待。虽然这些案卷同平民案件中一样属于第175和175a条，但军队对于当局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同性恋传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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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军为同性恋者建立了一份特别档案，在1940年有5000个姓名。每个同性恋者必须填写一份文卷，寄送到中心。同样，中心会发给征兵处一份青少年腐蚀者和男妓的名单。军队与中心的合作并不总是很容易。比如在1938年9月5日，最高统帅部拒绝对军队进行健康审查。统帅部退回了恋童癖和男妓的名单，指出交给征兵局也没有用，或者是因为名单不及时，或者是人员还没有受到审理，或者因为一些年轻人有可能“因为从来没有被法庭审理过的、通常是年轻时由勾引造成的错误而毁了整个人生”。而且，“如果名单需要不断更新，那征兵登记对于征兵局就成了多余工作，因为征兵局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结果与所付出的时间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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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国防军中对同性恋的诉讼在战前没有增长。从1940年起定罪的数量增加，无疑是因为有许多同性恋者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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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涉及“不可纠正的倾向”，刑罚为监禁，严重的情况为苦役和集中营。如果涉及“环境”和“勾引”的同性恋，被告可能在刑满后重回部队。这一优待会使他们能够面对敌人来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尽管如此，与第175条有关的罪行被看作与行使指挥权不相容。



同性恋作为消灭对手的手段



纳粹政权在消灭敌手方面表现出实用主义。为了将敌人提交公诉，纳粹选择一些有号召力的主题，反同性恋斗争就是其中之一，正如罗姆事件所显示的。1937年发起了新的反同性恋运动，这一次是针对天主教徒群体，特别是宗教团体。100名左右的僧侣和修女因各种罪行在德国各法庭受到指控，同性恋的控状是最常见的。一些天主教教会人士此前已经被指控倒卖外汇或共产主义阴谋，但没有很大成功。这些迫害的目的是使天主教宗教团体和教会失信，以便剥夺他们的教育权。希特勒希望借此对梵蒂冈和德国教会施加压力，以使他们停止对德国的单一制学校提出抗议。盖世太保曾经进行过调查，掌握了材料以便在合适的时机使用。导火索是1937年3月14日的教皇通谕《关于紧急的忧患》，对纳粹的意识形态基础提出警惕。

盖世太保的第一个目标是特里尔附近属于莱茵伯爵领地的村庄瓦尔德布莱特巴赫的杂务修士的小团体。他们以非正式方式受方济各会领导，在医院照顾残疾人。他们并非由教会选择和培训，教会承认有疏忽。尽管如此，诉讼失败。盖世太保所举出的一名证人是弱智病人。检察官问他能否向法庭指认一个曾试图勾引他进行猥亵的人，证人指向法庭庭长。审理被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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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莱茵河区，发起的约1000桩司法调查针对杂务修士。约300桩不能诉诸审判，因为150名受传召的证人逃亡，而且有150名享有法律规定的理由。1937年5月22日，300起诉讼展开，另一些则在准备。针对的教派除了瓦尔德布莱特巴赫的方济各会，还有诺伊斯和科隆－林登塔尔的阿莱克斯派、蒙塔布尔的慈悲会兄弟、嘉布遣会和本笃会的杂役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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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世太保1937年8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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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约瑟夫·迈辛格、政府顾问哈泽尔巴赫和党卫军突击旗队长哈特尔发起了毁谤攻势。每次诉讼都提供一些具体细节以打动舆论，而且还发表了一些以科学为依据的宣传文章。总共发行了10万份题为《你们应该通过他们的行为识破他们》的宣传册。1937年发表了布格哈德·阿斯穆斯的反教会著作《修院生活，修院中之风化堕落揭秘》，诬蔑僧侣的性生活。运动的高峰是戈培尔1937年5月30日为答复芝加哥主教的谴责在柏林的德意志会堂对25000人发表的演讲。他认为，这些诉讼反映“一种史无前例的可怕的和谋逆的道德堕落现象”。“天主教教士的罪行威胁青少年的生理和精神健康。我向德国人民宣布这种瘟疫将被彻底根除，而且如果教会表现得太软弱，那么国家将承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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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巧妙利用民众的本能，不仅将教士表现为同性恋者，而是将他们表现为“青少年腐蚀者”和一些侵犯病患和残疾人的变态者。戈培尔和纳粹领导人却相反，被标榜为家庭美德的完美化身。演讲多次被听众打断，他们高喊：“吊死他们！杀光他们！”反天主教运动持续到1941年。1936年，所有的天主教青年组织被取缔。超过35个修道院中的教士被驱逐。1941年，戈培尔禁止所有天主教杂志和报刊。1937-1945年间，4000多名教士在集中营中死于酷刑、疾病和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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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同性恋运动虽然对天主教教士投下阴影，但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在约20000名德国神甫中只有57人被定罪，在4000名入会修士中只有7人被定罪。而在3000名杂役修士中有170人被定罪，方济各会受到的打击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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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1943年间，德国2240万天主教徒中不到0.5％的人离开教会。

1937年发起的另一场运动的目的是使军队不稳定。冯·布隆贝格将军和冯·弗里奇将军提醒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可能引发法国和英国参战。1938年在将军们和希特勒之间爆发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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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有利于清除冯·布隆贝格将军，他在1938年1月12日再婚娶了一名年轻女子埃娃·格鲁恩，她的母亲经营一家按摩厅。戈林发现这名年轻女子曾拍过色情裸照，而且曾被登记为妓女。婚礼进行得很谨慎，希特勒和戈林是见证人。不久以后，戈林向冯·布隆贝格出示这些照片，他因为害怕丑闻而辞职。他的后任本来应该是冯·弗里奇将军，他是普鲁士军人的典范，顽固的独身主义者，害羞，信仰宗教，只为军队而生。他受到军官们和部队的崇拜，他无懈可击。但是他的独立、他对纳粹领导人的不信任和不与他们来往使他受到敌视，特别是希姆莱－海德里希－戈林“三人组”的敌视。希特勒虽然了解冯·弗里奇的职业素质，但不大欣赏他。于是戈林插手，挖掘出1936年的一桩丑闻。在这一时期，一名29岁的小偷、有敲诈前科的奥托·施密特指控冯·弗里奇是同性恋者。案件当时由盖世太保IIH处负责。在由约瑟夫·迈辛格进行的刑讯中，他承认曾于1933年11月22日在柏林波茨坦人广场地铁站看到一个他认识的同性恋者约瑟夫·魏因贝格去上厕所。据他所说，冯·弗里奇将军随后进去，他看见他为魏因贝格口交然后给他钱。奥托·施密特当时称自己为冲锋队成员，风化警察的刑事专员克勒格尔向他敲诈500马克来保持沉默，但此后继续敲诈他。我们不知道是否从这时起就知道案件涉及的不是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而是退役的阿希姆·冯·弗里奇上尉。迈辛格递交希姆莱一份报告，但是希特勒下令烧毁了案卷。作为外部问题，在1936年的时候不宜在军队上层引起同性恋丑闻。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听从希姆莱的建议，没有完全销毁卷宗。他在档案中留下一份最重要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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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使用的正是这个副本。戈林重新立案。奥托·施密特此时再次入狱，他们以向警方提供关于性犯罪的情报为条件释放了他。希特勒得到通报，他比1936年时对这个案子更感兴趣。他召见国防军上校霍斯巴赫，此人是他与军队之间的联系。霍斯巴赫不太相信指控。他警告弗里奇，弗里奇感到震惊。戈林和希特勒安排与冯·弗里奇会见。当他到达时，奥托·施密特从黑暗中走出，发誓说认出他。弗里奇很吃惊，否认曾经看见过他。1月28日，他被停职。很快阴谋被实施。在3月2日第一次审讯时，律师成功辩明奥托·施密特见证的矛盾之处。年老的上尉因在狱中被打，他承认了一切，而奥托·施密特也承认作伪证。3月18日，冯·弗里奇被释放，但他再也不能恢复到军中的要职。他1939年9月在波兰的战斗中死去，率领的是一支不知名的部队。施密特被遣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4年，依照戈林的命令他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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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取得了国防军的指挥权。并吞的道路畅通了。站不住脚的同性恋指控再次奏效。



是“再教育”还是“根除”？



纳粹政权大力进行反同性恋斗争。但是，并非所有的同性恋者都被同等看待，从来没有提及将同性恋者整体“消灭”的问题。只有“顽固不化”的同性恋者才应该剪除，特别是那些对青少年构成危险的。因为不涉及正式的措施，所以很难确定被遣送集中营的确切人数、他们留在那里平均多长时间、有多少人死去。对于那些被认为通过堕落或勾引而习得同性恋的人采用的是“再教育”。遣送集中营依据的想法也是同性恋者可以通过劳动得到“再教育”。以后的问题是治愈他们，采用几种方法，从心理分析到阉割。这些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战争爆发前，希姆莱曾经积极支持“再教育”，但他越来越不愿意为了这些“反常者”浪费时间和金钱。遣送集中营变得更加常规化，普及到所有勾引过一个伙伴以上的同性恋者。



通过劳动消灭



吕迪格·劳特曼和理查德·普兰特曾研究过集中营里同性恋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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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特曼1977年发表了他与一组年轻研究者对13-14个关押同性恋者的机构所进行研究的结果。理查德·普兰特则研究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同性恋者的状况。两者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确实有许多档案缺失，一些文件在撤离集中营时被销毁，另一些则没有及时更新。某些档案因为散落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永远缺少。在军官中间只有鲁道夫·赫斯留下回忆录。劳特曼和普兰特只收集到很少从前的“粉色三角”（对同性恋者的标记）的见证。所以我此处的分析也是小范围的。分析集中于1933-1939年，因为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时期。

从纳粹上台起就有一些同性恋者被遣送集中营，比如人道科学委员会的库尔特·希勒被送进奥里亚农堡。希姆莱1937年12月14日的命令和他1940年7月12日的法令明确了所涉及的类别：“青少年腐蚀者”、男妓，从1940年起累犯者也必须被“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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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并非所有同性恋者自刑期后被送进集中营，虽然在某些案例中可能发生任意关押。第一个集中营1933年3月30日在达豪建立。1933年6月，希姆莱任命特奥多尔·艾克来组织这个集中营，成为此后的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毛陶森集中营的样板。一些同性恋者被关押在这些营地，但我们不知道逐月和逐年的准确人数。他们似乎只占营中的少数，营中还有出逃国外者、“种族亵渎者”和流动的军队人员。劳特曼统计出1938年3月至9月间在达豪有150名同性恋者。他认为可以估计1933-1945年间遣送集中营的同性恋者人数在5000-15000之间，不可能更细致地统计。

同其他囚犯一样，佩戴粉色三角的同性恋者必须面对非人的关押条件。似乎他们所受的苦特别多。理查德·普兰特的一名见证者讲述同性恋者和犹太人在到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被打得最厉害。欧根·科贡讲述同性恋者与其他群体相比更多地被遣送弗勒森堡、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毛陶堡。在奥兹维辛和萨克森豪森，他们被送进营中妓院以受到“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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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者被特别隔离。1939年12月15日，国家司法部长给党卫军首脑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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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要求将同性恋者与其他囚犯分开，勿使他们聚在一起以避免任何同性恋接触。在奥地利的集中营（奥斯特马克），囚犯单独过夜。一所特别建筑包括一些单人囚室，特别是在罗德高集中营。在艾姆斯和罗德高集中营，在不能保持夜间隔离时实行“稀释原则”：“原则就是分散同性恋者，他们在各处必须由多数非变态者控制，因为在囚犯中对同性恋的恐惧也很普遍。”这一系统被营地管理加强，同性恋者被安置在容易监视的地方，在有上下铺时被安置在上铺。同性恋者不能在工作中与人交谈，所以他们不能在厨房工作，或者分发配给。在奥兹维辛，鲁道夫·赫斯将他们关押在一个大棚。他们的特别地位使同性恋者失去任何外部援助。他们的朋友不敢写信给他们，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当作同性恋者，他们的家庭通常会疏远他们。其他的囚犯群体回避他们，因为常常对他们存有偏见。各处的党卫军和囚犯似乎都坚信同性恋者是性偏执者，必须进行严密监视。他们境况由于一些党卫军看守是同性恋者而更加恶化，他们找一些年轻的囚犯，特别是波兰人和俄国人做他们的“宝贝”。党卫军与狱头（Kapos）争夺“宝贝”，囚犯们对此很不以为然。对于政治犯来说，同性恋者不可信，有可能会分裂“反法西斯”联盟。对一些年轻囚犯的优待并不意味着对同性恋者的待遇较好，粉色三角对于群体而言是不利的。实际上，同性恋者之间的团结互助非常有限。他们在囚犯等级制度中不占据决定地位，他们几乎从来当不上狱头。在集中营等级中，粉色三角处于最底层，仅比犹太人略高一些。

布痕瓦尔德的情况得到较好的研究，使我们得以将结论加以提炼。集中营建立于1937年，1938年营中有28人佩戴粉色三角。1939年有46人，1940年有51人。在希姆莱关于累犯的法令之后，他们的人数在1942年升至74人，1943年169人，1944年189人。总的来说，同性恋者只占很小比率，少于总人数的1％。直至1938年秋天，同性恋者一直被归入政治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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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他们被派到惩戒营在非人的条件下劳动，受到党卫军任意施暴。他们从此成为营中最底层。与他们的数量相比，他们比其他人更频繁地被遣送诺德豪森、纳茨维勒和格罗斯－罗森的处决营。劳动力的缺乏为他们带来一些转机，他们1942年夏天同其他囚犯一起被派到军工厂劳动，但1944年1月他们被派到多拉集中营参与生产V-2导弹。劳动、住宿和卫生条件很差，1945年2月8-13日有96名同性恋者死亡，这一时期半数以上的人关押在布痕瓦尔德。根据囚犯报告，布痕瓦尔德的多数同性恋者被阉割。另一些人被用于关于伤寒的医学实验。在一些稀有的被遣送集中营的同性恋者的直接见证中，海因茨·黑格尔
 

〔228〕



 的见证最为著名，但他无疑不太能代表整体的命运。1939年，原籍奥地利的海因茨·黑格尔22岁。他出身一个资产者天主教徒家庭，他的父亲在维也纳的一所大使馆中任高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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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3月，黑格尔被判处6个月监禁，随后被遣送萨克森豪森。他的情人弗雷德是一名纳粹高官的儿子，他没有被定罪，因为他们认为他有“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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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中营内，同性恋者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囚犯。他与其他一些粉色三角被安置在一个队。在夜里，他必须穿衬衣睡觉，手要明显地放在被子外面，因为“你们屁精仍然有办法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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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无权与其他“三角”交谈，为了不勾引他们。多数同性恋者必须在非人条件下在黏土挖掘场劳动。黑格尔因为成为一名狱头的情人而幸存下来。这名狱头后来被遣送弗洛森堡。同性恋队被取缔。营地由“绿衣服”（普通犯）来领导，狱头们瓜分同性恋者和年轻囚犯，特别是波兰人和俄国人，把他们当作情人。黑格尔有幸成为一名队长的情人。据黑格尔说，在囚犯中同性恋关系被作为性的“替代”得到接受，但是同性恋者之间却不行。如此区分的目的是保存“正常”的和雄壮的性生活的神话，将“过错”的负担和女性化的指责加在同性恋者身上。直至1940年，营中都对同性恋关系执行死刑。此后风气似乎有所放松。公开拷打是平常事，黑格尔从中看出某些党卫军身上压抑的同性恋倾向，他们通过窥淫和虐待来满足自己的冲动。黑格尔因为他的支持者而成为狱头，这似乎是特例情况。卡尔·维利·A的案例似乎更符合常规。A在1914年生于巴伐利亚的雷豪。1943年，他做泥瓦匠工作，在莱比锡附近的霍尔茨豪森任工头。1943年5月17日，他作为累犯被判处羁押。1934-1940年间，他曾4次因性反常行为被定罪，最后两次他因腐蚀未成年人被判处苦役。最后一次服刑，他在奥尔登堡的费希塔苦役监狱服一年半苦役。刑期结束时，他被送回莱比锡监狱。“因为最后一次案件发生在他结婚前不久，所以不能指望他会治愈。”所以维利·A在1943年6月10日被遣送布痕瓦尔德，他1943年11月24日死于化脓性胸膜炎。“由集中营医生下令，尸体因卫生原因无法示人。”他被火化，维利·A的妻子得到通知，她拒绝了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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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估算遣送集中营的女同性恋者的数量。如我们所见，女同性恋被受法律惩罚，被逮捕的女同性恋者往往是以其他借口。我们也不确知是否女同性恋者佩戴区别标志。见证人伊萨·费尔梅伦确定地说，女同性恋者佩戴内侧有“LL”（Lesbische Liebe［女同性恋］）的粉色三角。她在拉文斯布吕克登记站展示各种标记的牌子上看到过这个记号。对于其他证人，粉色三角并不指女同性恋者而是“耶和华的证人”。而且某些女同性恋者似乎被登记为反社会者（黑三角）和刑事犯（绿三角）。关押在集中营的所有女同性恋者的案件都时间较晚，没有反映1933-1939年的情况。克劳迪娅·朔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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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了埃尔泽的案例。埃尔泽生于1917年，是波茨坦的女招待，与女友一同生活，她被作为反社会者遣送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随后转到弗洛森堡。她的命运因埃里希的见证才为人所知，埃里希被关押在弗洛森堡，1943年在妓院中遇到埃尔泽。她似乎在拉文斯布吕克时被强迫卖淫，在那里如果她们接受在妓院卖淫一段时间则允许她们自由。女同性恋者则被特意送到那里以使她们重回正道。埃尔泽随后失踪，人们不知道她后来怎样。在另一个案例中，羞辱女同性恋的意图也很明显。这一案例时间较晚，但是要小心对待。证据由海伦尼·G的一位女友提供，海伦尼1943-1945年是驻奥斯陆空军的助理。她是电报员，负责秘密和间谍信息。她与另外一名助理在空军军部生活，但后者不幸地吸引了一名少尉的注意。她拒绝他的追求。两名妇女被军方秘密警察逮捕和隔离。海伦尼·G因破坏军事潜力被传到军事法庭，国防军将之开除并遣送梅克伦堡的比索夫集中营，那里最初是战俘营。她与其他6名女同性恋者被安置在特别队。她们与其他妇女分开，由男性来看管。当狱头领她们见党卫军看守时，看守对战俘们说：“这些女人代表一种低等生命形式。人们甚至不愿意用椅子腿去搞她们。如果你们愿意搞她们，你们将获得一瓶烧酒。”他们先让俄国和法国俘虏上前。随后，女同性恋者与其他女性隔离并被强迫劳动。有两人死于饥饿。海伦尼·G活到战后一年，随后死于肺结核。如果证据属实，它显示对女同性恋者的歧视和仇恨和一种独立的女性性生活可能引起的敌视。而且，以这种观点看，女同性恋者丧失雅利安妇女的权利，因为她们被交给外国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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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集中营中女同性恋者的存在只找到零星的线索。有两个女同性恋者案例属于拉文斯布吕克的弗里德里希·门内克医生的受害者。燕妮·萨拉·S于1912年2月19日在法兰克福出生，犹太人，单身，在法兰克福做售货员，“本能的同性恋者，出入此类场所”。埃尔娜·萨拉·P于1904年8月24日在汉堡出生，犹太人，已婚，“非常主动的女同性恋者，寻找仍在营业的女同性恋咖啡厅，在咖啡馆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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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男性一样，在集中营结成一些女同性恋友谊。法尼亚·费纳隆在1982年的《奥兹维辛的女子乐队》中作证，她回忆了狱头希尔德，她是“黑三角”，与女友英格保持无耻的关系。法尼亚是奥兹维辛的乐队成员，1944年夏天乐队被邀请到“反社会”队活跃夜间“舞会”。这个队集中了一些从前的妓女，法尼亚·费纳隆认为她们中90％变成了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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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蒂娜·齐伍尔斯卡在《从前的桦树》（1980）中也提供同类的见证。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是拉文斯布吕克的政治犯，她在《米莱娜，卡夫卡的朋友》（1977）中见证：“激情的友谊在政治犯、反社会者和刑事犯中都同样普及。政治犯的爱恋关系与反社会者和刑事犯的唯一区别是精神恋爱性质的，而其他的往往有同性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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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关系如果发现则受到严厉惩罚，惩罚可能是一天或几天剥夺食物、笞刑（25-100下）、关禁闭或遣送惩戒队，甚至是处死。惩罚因年份和营地而不同。共产党员多丽丝·马斯记述在拉文斯布吕克，1941年以前的女同性恋关系被处死刑。鲁道夫·赫斯同样记述了同性恋行为的存在：“甚至最重的惩罚、遣送惩戒营都不能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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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和阉割



希姆莱虽然积极支持反同性恋斗争，但在其计划中仍保留“再教育”的尝试。他本人坚信只有2％的同性恋案例是先天性的，其余的属于恶行或者勾引。目标是通过一个时期的惩罚和再教育将这后一部分人重新纳入社会。希姆莱本人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医学研究很感兴趣并加以鼓励。再教育的第一种形式可以通过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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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心理分析被“雅利安化”。所有犹太人会员必须从德国心理分析学会（DPG, Deutsche Psychoanalystische Gesellschaft）辞职。卡尔·米勒－布伦瑞克和费利克斯·伯姆对领导层进行重组。1936年成立了德国心理学研究和精神治疗学院（Deutsches Institut für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und Psychotherapie），由赫尔曼·戈林的堂兄马蒂亚斯·海因里希·戈林领导。DPG在1938年11月被并入学院。学院表示支持对同性恋者进行治疗，宣称成功率为70％。对于510名同性恋患者，学院声称“治愈”341人。有几名学院成员发表关于治疗同性恋的文章。
 

〔240〕



 学院还建立与空军的合作计划。马蒂亚斯·戈林企图将精神治疗扩展到反同性恋斗争领域，尤其是在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进行的运动中间。学院秘书长费利克斯·伯姆1938年2月28日的一份手稿说明了这一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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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建议在所有党的组织特别是青少年组织中，创建“知心医生”的岗位，人们有危险情况时可以对他谈。1939年12月6日，伯姆对学院成员发出一份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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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求他们上报对同性恋的治疗以便对他们进行评估。希姆莱本人曾委托几位医生进行关于同性恋的研究。1936年12月5日，党卫军总队长维尔纳·扬森以希姆莱的名义致信人民科学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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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了解对于左撇子和同性恋者的研究是否已经开展。党卫军将领乌尔曼12月8日作了肯定答复，克罗伊茨费尔特博士将很快提交研究成果。我们不了解这份研究的结论。1937年6月14日，图灵根种族事务地区局主席、内务部图灵根最高法院院长卡尔·阿斯特尔致信希姆莱，请求他将至少100名图灵根同性恋者的姓名和地址交给他，以便展开对同性恋本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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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姆莱在6月22日回信中表现出很大兴趣，向他许诺将通过盖世太保转给他所要的名单。我们不知道研究的结果。但是医生们应该对他们的结论很谨慎，因为党卫军首领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一些固定看法，不允许实验质疑他的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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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心理分析，一些更极端的手段被用来“再教育”同性恋者。1933年7月14日，《预防后代感染遗传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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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采用。法律于1934年1月1日生效。1934-1945年间，20万名男性和20万名女性被正式绝育。其中数千人在手术后死亡。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在集中营中被绝育。1933年11月24日的《反危险惯犯法和安全改善措施》准许在某些情况下在适用刑罚的同时实行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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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阉割只能适用于强奸、亵渎、恋童癖、胁迫的性行为、当众性行为、出于性目的的谋杀。受到这条法律处罚的同性恋者只是那些与14岁以下男童发生性关系或者有暴露癖的人。多数因第175和175a定罪的同性恋者不包括在内。1935年6月26日的《预防后代感染遗传病法》使“自愿阉割”成为可能。第14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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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在同性恋案件中实行阉割，但是必须得到本人同意，还要得到医生的许可。1936年1月23日的命令明确指出不能强迫，即使是间接地强迫罪犯同意阉割。1939年5月20日，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取消了这条命令。而且，很有可能在此前几年中某些被安置在集中营的同性恋者因希望得到释放而同意接受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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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945年间接受阉割的同性恋者数量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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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尽管如此，用阉割来“治疗”同性恋仍然是有争议的。一份关于《同性恋原因和同性恋者阉割》的报告显示这一问题得到非常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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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清楚地看到，关于同性恋的科学理论从1933年以来变得极端化。在此前的阶段，同性恋者被认为是一种先天的反常或者自然状况，然而在此后我们看到对旧有的退化理论（沃尔夫、多伊森、朗、延施）的回归，以生物学的解释强调激素机能障碍（拉姆克、哈贝尔），甚至简单地断言同性恋是一种习得的恶习（施罗德）。同性恋与种族退化之间的联系在洛塔尔·戈特利布1935年发表的《种族、精神和灵魂》中特别明确：“继北欧人种与近东人种、北欧人种与东方人种、北欧人种与西欧人种混合以后，产生了一类中间性别的男人和女人，人们在一些大城市可能随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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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随后研究了各位医生对刑法镇压的立场，他接着进行了阉割的假设。对于这一点，各种看法是非常矛盾的。那些认为同性恋是先天性的医生反对阉割。另一些则认为手术是没有保证的。尽管如此，一些医生已经进行了实验并肯定他们实验的成功。瑞士人沃尔夫、丹麦人桑德和德国人罗登贝格各自提供一些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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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夫阉割了22名同性恋者，他仅有一例失败。桑德阉割了72名同性恋者，也只有一例失败。罗登贝格进行了88例手术，只有6次失败。所以报告指出，182例中只有8例失败，成功率为96％。同样，伯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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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阉割几乎一定导致“性死亡”。朗的观点相反，指出这些实验缺乏时间考验。实验进行只有几年，还不可能了解长期的后果。报告的结论措辞谨慎，强调缺少时间考验和实验数字的有限。报告还对阉割条件提出疑问，是自愿还是强迫？报告附加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的参考书目，在报告结尾有1900年以来关于阉割的47份资料，有20份是1930年以来的。

事实上，许多报告提及阉割作为同性恋“解药”的可疑性。阿图尔·克龙费尔德在其《性病理》中对此有明确的观点：“有效医疗意义的对同性恋的治疗几乎不存在。由利希滕施特恩和米萨姆进行的生殖腺移植，不论事先阉割与否似乎都没有持久效果。同样在我的实验中，我也只观察到暂时的成功。通过心理治疗使同性恋冲动转变为正常的性冲动通常也以失败告终。”京特尔·格劳在《被掩盖的大屠杀？》中提供了弗里德曼·普费夫林博士的结论，普费夫林研究了600份阉割案例，其中1934-1945年有120名“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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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案例分成三类。第一组是将阉割作为处决的替代。比如，一名70岁老人到1934年6月1日因行乞被12次定罪，因第176-3款被定罪6次。阉割的命令是为追溯既往罪行，1934年8月14日执行。这名男子在阉割后立刻上吊。第二组集中的案例中阉割被认为比羁押要轻一些。阉割的有益疗效受到强调。第三组是在权衡成功几率和与其他刑罚相比后出于治疗目的选择阉割。到1937年底，这些手术在附属监狱或集中营的73所法医学研究中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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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地区性中心收集了结果并送交国家健康局。甚至有计划成立一个研究阉割的中央机构，但是战争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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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主要是在1939年以后，阉割成为治疗同性恋的例行措施。同样是在战争期间，卡尔·维尔内特博士的实验得以进行，他意图通过自创的激素疗法来“治愈”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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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9年，“再教育”和“根除”同时进行。在战争开始后，“再教育”退居为末选。首要的是清除破坏民族健康和道德的“反社会者”。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被遣送集中营。在那里，“再教育”的假面仍在维持，同性恋者被安排劳动或者送到妓院以便得到治愈。当战争全面开始，而男性短缺开始出现，“阉割”似乎是将“治愈”的同性恋者遣返军队的一个有效方法。




30年代末：风暴中的法国和英国同性恋者



30年代末对英法同性恋者同样意味着逆潮。情况当然难以与德国相比。虽然英国的镇压明显加强，但法国仍然相对幸免并从此代表着欧洲同性恋中心。在这两个国家，我们看到反对言论的增长，他们将同性恋只看作文明衰落的证明。



同性恋不再是时尚



1929年的危机构成舆论对同性恋看法的一个主要转折。从此，政治和经济问题在舆论中占主导，从众随俗重新成为一个确定价值，而少数受到责难，被指责为满足个人私利的目的而破坏民族的团结。这并非是一种新现象，早在20年代反对者已在活动，但是在危机的背景下他们的呼声更能打动正在寻找替罪羊的社会舆论。



人口减少



在30年代，人口减少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在英国，出生率下降加剧，1930年出生率跌落到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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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形势同样让人不安。出生率从1920年的21.4‰跌落到1930年的18‰，1938年为14.6‰。因为人口减少，法国吸纳了许多外国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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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法国并未实行真正的鼓励生育政策，虽然也采用了一些措施。1920年7月31日，议会投票通过一些反避孕宣传的法令，禁止出售避孕用品，加强对堕胎的镇压。
 

〔261〕



 1932年3月11日，议会决定各行业成立社会救济局。30年代末，舆论对生育宣传越来越热心，将居民人数当作国际对抗中的一个筹码。死亡率过高影响到舆论。医学和道德的言论将之归咎于青少年的不道德和女性工作，要求恢复家庭价值。1938年2月8日，参议院开展的一个议题是关于“出生率下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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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时代》（1938年7月4-22日）的一次大调查题目为《令人焦虑的人口减少的问题》。1938年的法令将家庭补助扩大到一些新的工作种类，但是1939年7月29日的《家庭法》标志着法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阶段。法令恢复和规整了关于继承、税收和家庭补助的各类措施。反堕胎的法令被强化。



衰落



在30年代的论战文学中，同性恋被表现为一个正在增长的威胁。民族的肌体和人的肌体被混为一谈，“倒错”被与民族的衰落联系起来。面对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生活苦难，同性恋者与其他少数群体——犹太人、外国人、工作女性——被交付社会的公诉，为堕落社会的所有罪恶负责。从20年代起就有些言论指责他们为国家“破产”直接负责，对于另一些人，他们只是一个借口，被用来揭露民主制、议会制、自由主义允许此类的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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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安克蒂尔的《撒旦指挥舞会》（1925）一书中，故事发生在彭加勒第一次执政时期（1921-1922），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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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揭露“神经症的世纪导致世界和人类的迷失，这是歇斯底里、放纵和淫乱的世纪，装点着美德的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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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然的放纵、集体淫乱、色情的表演似乎是“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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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民主制的家常便饭。关于同性恋的言论只是摧毁民主的、自由的和议会制的社会基础的一种手段，同性恋被认为要对道德堕落、经济危机和国家影响丧失负责：“法国经历的危机的严重性的第一个标志无疑是面貌上的混乱，是道德意义上表现出的变态。如同所有堕落的时代，如同罗马帝国后期可诅咒的时代，一种真正的激情的疯狂在全世界肆虐，一如既往地最沉重地打击领导阶层和有闲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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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制度的批判通过诽谤和辱骂。因此，乔治－安克蒂尔将名人的姓氏卷入淫乱的场景，肯定法国由其领导者引向衰落的想法。他的政治批判涉及所有党派，他对所有政治家、银行家一概批评，对报纸从《人道报》到《法国行动》全不放过。他攻击“渔民乔治·克列孟梭是胜利与卖淫的组织者”，“参议院主席安托南·迪博被人发现死在巴黎最下流的妓院，据说被警方毒死，但不管怎么说，他在70岁还与两名年轻屁精沉沦于最下流的淫乱”。
 

〔268〕



 腐败的精英的反面是关于幸免了恶俗的新奇的法国内地的神话：“我们乡间纯净的空气使我们的农民幸免于这些腐败，工人们健康的疲倦使他们免于这些诱惑，即便他们有可能受到引诱。”
 

〔269〕



 同性恋因而成为限于社会高层的变态：“这种奢侈的恶行，不是那些卑微的人们所进行的。”
 

〔270〕



 在30年代，关于堕落的言论强化，成为普遍言论。政治制度的败坏、出生率降低、国外和犹太影响对社会的渗透与风化解放和同性恋同样受到谴责。一种通常是极右的反对思想将同性恋用作政治目的。比如，罗伊·坎贝尔在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不列颠联盟季刊》1937年1-4月号上对西班牙共和者写道：“鸡奸者属于你们那边，这些懦夫和病人。”对于那些关于堕落的理论家，同性恋者的增长（纯属想象）是“传染”造成的，因为同性恋者的唯一目的是进行他们无法以正常方式做到的“再生产”。而且，同性恋被归入现代性，现代性在此以贬义解释。关于堕落的理论家们维系着一个理想社会的神话，依托一种道德共识，保证民族的统一和强大。不论他们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战胜者或战败者，所有人都希望重新回到一战前的生活状况：经济稳定、社会循规蹈矩、国际上的领先。他们非但不寻找两次大战之间危机的深刻原因，反而宁愿指定一些替罪羊来承担一切过失：“同性恋的不知羞耻正是某些现代观念的结果，其代表人不知道他们的看法的悲剧性后果。”
 

〔271〕



 社会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罪恶传播的一个原因，而个人主义的胜利导致教会影响的下降和不道德的上升。
 

〔272〕



 多数堕落揭露者的目的是打动公众对威胁祖国的危险作出激烈反应。阿尔贝·沙波坦医生的《爱情的失败主义者们》（1927）关于同性恋的一章题为《堕入地狱：怪物》，该书以激励的话语开篇：“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增加好公民的数量，他们倾向于尽早地建立家庭，而不是沉湎于一些有害的发现。我们将以此为阻止人口减少作出贡献，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走向衰落。”
 

〔273〕



 西卡尔·德·普洛佐尔博士在《为了种族的拯救：性教育》（1931）一书中指出，健康、强壮、身材匀称的入伍者越来越少。相反，反常者和退化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原因是“文明”，即酒精、穷困、梅毒、肺结核、性坐标的迷失。同样，让·普伊博士在《给青少年关于性教育的建议》（1931）中，解释人们可能“无法改变许多青少年沉沦于恶习，而人口减少的法国正需要他们的能量”。唯一的解决：“可敬的生殖行为”。T. 鲍恩·帕廷顿在《性与现代青年》（1931）中持同样论调，归咎于承载着不道德的一些坏书、坏戏剧，特别是一些坏电影的有害影响。
 

〔274〕





我们看到对女性同性恋的谴责也不断增加。夏尔－诺埃尔·勒纳尔在其谵狂的小说《患男性恐怖症的女人》（1930）的绪言中强烈攻击女同性恋者。他认为法国已经置于同性恋精神的控制中，阳刚和雄性勇气的所有痕迹已经消失：“人们将看到我们的文明在每个细节上完全都是阉人、怪癖和同性恋的特殊表现的结果。”
 

〔275〕



 对于勒纳尔，战争只是无益的牺牲，男性从中得不到好处，而女性掌握权力，对文明进行毁灭。在他的小说中，他将自己描写进去。在一列火车上，他偶然同一群年轻姑娘同一节车厢，在他内心深处他只将她们叫做“婊子”、“傻妞”、“婆娘”、“疯婆”，她们认为他又聋又哑，继续很自然地闲聊。因此使他了解到女性的险恶：“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何种女子远离男人。我从她们的举止、相貌就知道这些人属于哪一类。”
 

〔276〕



 在对她们的描写中，这些年轻女子似乎是一些歇斯底里的、淫荡的、虐待狂的、邪恶的怪物。她们都是知识分子，只有一个例外。一个教师、一个药剂师、两个做行政工作。勒纳尔注意到：“每个假正经的女人都是同性恋者，如同每个解放女性。”
 

〔277〕



 她们的职业使她们得以散布毒素，秘密地掌握社会：“行政管理归我们。所有都归我们。很快，世界属于我们。”
 

〔278〕



 一个巨大的国际女同性恋阴谋正在进行。“男性仇视者”正在6岁或8岁的小女孩中寻找牺牲者：“这不只是为了我的快乐，这是为了在她们想到之前就使她们远离男性。我掌握她们，教育她们，使她们成为老虎，然后放她们进入斗兽场，而男人们碰到她们就会惨叫。”
 

〔279〕



 勒纳尔想警告民众，但他却在两种方式之间犹豫。一方面，他对妇女进行有系统的攻击，认为她们是愚蠢的，可以简单理解为性：“女性是一种可发声的、可自行移动的生殖工具。”
 

〔280〕



 但他同时又对人类的不幸命运津津乐道。他令人吃惊地以此来颠覆“双重标准”的概念：“男性的一切除了性行为都可以原谅。女性的一切因为性行为而得到原谅。人们总会为谋杀找到一个减罪情节，但决不会为强奸找到。一个敢于以妻子的恶行来为自己的小过错辩护的丈夫会吃官司，而且被文明的群众投以石块，然而一个杀人的妻子只需以同性恋来指责被她杀死的丈夫就会被无罪开释、被人称道并拥有他的财产。而且如果她能再证明自己是完全的、狂热的女同性恋者，那她将获得巨大的胜利。”
 

〔281〕



 这种偏执的胡言乱语是可笑的，却反映了一部分男性民众的精神状态，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和德国。此类激昂的演说在战后的失意者、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失业者中间，在所有可能认为女性工作和有限数量的女性成功是不公平的人中间得到深刻的反响。夏尔－诺埃尔·勒纳尔的最后号召也想当然地以危言耸听的方式提出，如同要预告未来的灾难：“拯救者将是摧毁女性事业的人。让我们为了照明道路、铸造武器，准备最大的革命、血染土地的最大的战争。”
 

〔282〕





与同性恋相关的对衰落的忧患由德里厄·拉罗谢勒作了很好的总结。德里厄本人与性倒错的关系复杂。“被女性覆盖着的男性”，他怀疑自己的男性能力。在与阿拉贡一同去妓院时，他透露了自己的焦虑：“阿拉贡听到旁边的客厅有人叫他。是德里厄，抱着一个裸体的女子，腿绕在他的腰上。这个女人一边牢牢地骑在他身上一边在呻吟。路易，路易，德里厄很焦虑地喊，路易，路易，我是阳痿的。”
 

〔283〕



 对自己男性能力的怀疑使他恐慌。他对那些性倒错者只有歧视，他们让他厌恶。但是，他本人曾在少年时经历过几次同性恋友谊，他此后曾不成功地尝试过与一名男子睡觉。
 

〔284〕



 如同许多男性，女性的同性恋吸引他，但同时又让他难堪：“我多年来着迷于女性的同性恋，这是一种受虐的偏执。我希望又害怕那些想象中的场面对我造成的痛苦。”
 

〔285〕



 德里厄将力量等同于男性能力，将女性化等同于同性恋。他被衰落的想法困扰，倾向于将性的暗喻与政治的解释混同起来。让－路易·圣－伊尼昂分析过德里厄的衰落的概念，指出对他来说，西方文明从中世纪以来就在走向衰落。身体与精神的平衡被打破而倾向于后者，城市超过了乡村。德里厄象征性地将法国人比作一个从小便厕所出来的性倒错者：“一个村镇广场。小便厕所在广场中央竖起淫秽的善意。从行政部门小心油漆过的小房子里走出一个男人。是法国人。这位公民傲慢地将一团轻浮而没有多少繁殖力的肉体退回裤子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男人。”
 

〔286〕



 性的衰退被等同于绝育，通过它将民族衰落和人口减少体现出来。同性恋话题、女性身体被与社会肌体的分解、女性化和被外国人腐蚀的民族的象征联系在一起。



退缩回自我



30年代敲响了享乐主义的丧钟。1931年12月，十月俱乐部在牛津成立，大学成为“赤色”的坐标，共产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大学生支持罢工工人，作为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从1931年起，英国加强了对同性恋者的镇压。似乎是因为伦敦警察的新负责人菲利普·盖姆爵士的领导。酒吧业者被告知，他们不得再为同性恋顾客服务。局势很快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一套监视系统组织起来，从此那些比较张扬的同性恋者被请求离开，酒鬼也一样。昆廷·克里斯普受到了这种新的镇压姿态的正面打击：“我不得不接受一种完全的排斥，因为警方的警惕性增强，最龌龊的咖啡厅的业主都不愿意让我进去。”
 

〔287〕



 警方越来越频繁地组织突击搜查，伦敦西区的酒吧变得不能去，同性恋者退缩在平利克和布卢姆斯伯里，那里的艺术和文学氛围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宽容。
 

〔288〕



 男厕也是有组织突击的对象：“警方的手段越来越险恶。警员的诱捕成为每夜的常规。这种特别策略主要实行地点是伦敦一些荒僻街道的照明不良的公厕。警方设计同性恋者就像北美印第安人对付野牛。他们寻求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手段。由报信人协助，他们发现那些大型变装舞会举行的地点并将注意力转向这方面。在一次搜捕中，100多名男孩又叫又笑，跺着脚，穿着装饰羽毛和镶着钻石的晚礼服，他们被一组警察抓获，推上或扔进囚车。这些舞会停止举行，因为所得的快乐不及危险，于是警方开始对那些同性恋俱乐部动怒。”
 

〔289〕





在法国，镇压比较不明显，但是同性恋俱乐部的时代已成过去。室内散步场的时尚已经结束，因为警察局长夏普的一项措施要求照亮这些过于昏暗的走道。尽管如此，面对德国同性恋环境的毁灭和英国环境的萎缩，法国似乎成为新的同性恋者归附的中心。希特勒上台标志着英国同性恋者的离去，不论是知识分子如奥登、斯彭德和衣修午德，还是一些无名的同性恋者。
 

〔290〕



 当勒内·克勒维尔1933年8月到达慕尼黑时，变化让他吃惊：“慕尼黑的环境让人无法呼吸，卖淫的繁荣并不能补救纳粹面孔的阴暗（紧闭的嘴唇和皱起的额头）。”
 

〔291〕



 冲击是巨大的，德国的两种景象相互对立，无法协调。最让人失衡的无疑是发现一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价值观有可能被拿来并改造成法西斯的化身。斯蒂芬·斯彭德将他所见的辉煌的德国与新的现实作了对比：“克里斯托弗和我把德国当作我们个人问题的良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朋友们无忧无虑的私生活只是一团混乱外面的门脸。我们逐渐看到这种生活将被扫荡。当我们到吕根岛度假时，那里的‘天体’浴者在烈日下成百地躺在沙滩上，我们有时听到从河畔森林中传出一些命令，甚至是枪声，在那里一些冲锋队正被训练成刽子手，等待着杀害那些赤裸的没有武器的牺牲者。”
 

〔292〕



 一些人对自我重新审视：“当我第一次来德国，我是以一种完全没有责任的方式来临，令人悚然。我就是那个某日下午踏进瓦尔德马的寓所的坏男孩，而且后来还想去。但是，当我完全探索了柏林的夜生活并开始厌倦时，我变成了清教徒。我严厉地批判来柏林追寻快乐的那些堕落的外国人。他们剥削正在挨饿的德国工人阶级并将他们变成娼妓。我的不满是严肃的，甚至是有理由的。当人们看到其内幕时，柏林的夜生活是相当可怜的。但是我真的改变了吗？难道我不是与从前一样不负责任地在逃避后果？难道这不是一种形式的叛卖？”
 

〔293〕



 不负责任通常让位于对这个国家的爱，它曾经给他们带来快乐和自由。美学家布赖恩·霍华德的历程在这一点上具有典型性。他1931年与克劳斯和埃丽卡·曼结交，他们告诉他德国的政治局势和纳粹所代表的危险。霍华德直到此前还比较漠然，他成为积极的左翼活动家，越来越关心德国政治。他后来与《新政治家》和《左派图书俱乐部》合作。他1934年在巴伐利亚与曼一家在一起，写过几篇关于集中营的文章。他在阿姆斯特丹重新见到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克劳斯·曼，曼当时在出版反纳粹杂志《汇编》。他1937年成为盖伊·伯吉斯的朋友，1938年加入独立劳工党，该党当时宣布反战。当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法国，而他的德国同伴被关进土伦的一个集中营。因此，除了捍卫个人利益——同性恋者的利益，他参加了更广泛的捍卫普遍自由和某种人性概念的斗争。

有些同性恋知识分子通过帮助德国移民来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勒内·克勒维尔就属于这种情况，他1934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应克劳斯·曼的要求同意参加了一次反纳粹斗争和支持知识分子移民的会议。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认为移民才是解决办法，他们失去了一个所爱的国家，在敌对的英国也不可能受到欢迎，他们主要选择前往美国。1934年3月26日，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离开伦敦到阿姆斯特丹与朋友海因茨会合。“这样，他象征性地抛弃了凯瑟琳（他母亲）的英国。”这只是长途流徙的开端。海因茨最终被逮捕并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1年苦役，另外在军中服务2年。衣修午德“被指控与该犯在14个境外国家和德国犯有相互手淫行为”。
 

〔294〕



 英国和平主义的同性恋的离开在英国也让人瞧不起。奥登和衣修午德长时间受到攻击，1940年6月13日议员乔斯林·卢卡斯爵士向下议院提问：“我尊敬的朋友能否了解一些年轻人因为不愿意打仗而离开祖国所引起的愤怒？如果他们不被登记为拒服兵役者，是否要让他们放弃国籍？”本杰明·布里顿和彼得·皮尔斯1939-1942年在美国度过，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毫不掩饰的敌意。他们的朋友拉尔夫·霍克斯1940年9月就回到伦敦，他写信告诉他们情况：“毫无疑问，我们上演你的作品会有一些困难，对你的离开有一些尖刻的评论。”同样，梅杰里·法斯写道：“比尔（埃塞尔·布里奇）对我说各大报刊有许多关于本杰（本杰明·布里顿）和奥登的文章，他们最后永远不回英国。”
 

〔295〕



 1941年，在《音乐时报》上爆发了关于布里顿的一场论争，空军少尉E. R. 利维斯的一封题为《去往西方的一名英国作曲家》引发了论战，论战从8月持续到10月。所以，30年代的同性恋者退缩回私人空间，而同性恋却变成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政治化的话题。W. H. 奥登写道：“公共场所的私密的面孔。”对同性恋的仇视甚至占据了最自由的阶层，比如那些德国移民。



流亡的德国移民



让－米歇尔·帕尔米耶认为，希特勒掌权后离开德国的人数估计在59000-65000人之间。
 

〔296〕



 流亡有多种原因，一些人是担心自己的性命，另一些人离开德国是因为厌恶、因为团结一致、因为信念。许多政治反对派和犹太人最早离开。一些德国同性恋者也选择了流亡的道路。在名人中就有歌剧明星和UFA的编舞延斯·凯特，他于1937年在被告发和收到警方的传召时离开德国。他直到德军占领前都留在巴黎，占领后回到柏林为大都会剧院工作。电影制片人尼古劳斯·考夫曼的朋友维利·特施与他同时离开德国。他后来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在投身政治的同性恋者中，除了克劳斯·曼，作家路德维希·雷恩和汉斯·西姆森也离开德国。在最初时期，流亡同性恋者取道奥地利或匈牙利，另一些去瑞士，主要是巴勒州和苏黎世，那里存在有组织的同性恋生活环境，但大多数人去了巴黎。费迪南德·布鲁克纳1933年离开德国到维也纳、巴黎，随后于1936年到了美国。同一时期，摄影师赫伯特·利斯特也在巴黎。许多女同性恋者也离开了德国。比如犹太女医生夏洛特·沃尔夫1933年离开柏林前往巴黎，随后到了伦敦。同样，《穿制服的女孩》的作者克丽斯塔·温斯洛1938年离开德国逃往法国南部。她和她的女友在1944年6月被杀害。埃丽卡·曼、特蕾泽·吉泽、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的道路更为曲折，展示了跨越欧洲、美国甚至东方的长途流亡。女演员扎尔卡·菲特尔描写了这一时期在巴黎的生活：“夏天酷热的夜晚吸引众多的闲逛者到大街上，各种肤色和各个国家的一对对年轻人和不那么年轻的人。在美国度过11年之后，巴黎爱情生活的自由给我留下印象，双性恋和同性恋的混合自从纽伦堡法令以来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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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曼对这种被迫流亡的看法更加苦涩些：“同埃迪、波比以及两个出身良好的英国同性恋者过了一阵。（人们同这些同性恋者讲话只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者，同样，现在人们经常被迫同犹太人和流亡者谈话，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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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人来说，流亡是总结、回归自我和政治思索的时代。《汇编》杂志想要汇总所有与纳粹斗争和想要捍卫真正的德国文学的流亡作家。杂志有亨利希·曼、奥尔德斯·赫胥黎、安德烈·纪德赞助，发表一些托马斯·曼、勒内·希克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赫尔曼·黑塞和斯特凡·茨威格的文章。杂志在德国被禁，参与的作家被德国的书店抵制。很快，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和勒内·希克雷便脱离了杂志。对于克劳斯·曼来说，流亡是政治和同性恋成熟的时机。他的小说《火山》（1939）以寓意的方式表现流亡者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情感灾难和自我毁灭倾向。他起而反对这些圈子里盛行的对同性恋的仇视。他关于《同性恋与法西斯》的想法来自1934年12月2日读到的《性经济期刊》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人们差不多将同性恋与法西斯等同起来”，批判苏联的新法律以及社会党和共产党报刊对罗姆事件的发挥。他对纳粹想“一边组织同性恋乐队，一边把他们禁闭、阉割和处决”的态度进行探究。对于勒内·克勒维尔，这篇文章揭示了同性恋者所处的死胡同。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性要求的地位：“从性的角度看，似乎被承认、容忍的自由将被这一方和那一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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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德国流亡者与同性恋的关系是不明确的。虽然同性恋者受到政权的挞伐，但纳粹的反对者也将同性恋作为一种反希特勒的宣传武器。共产党的新路线是这种带倾向性的混同的起因。1933年，援助希特勒法西斯受害者国际委员会出版《关于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恐怖的棕皮书》。年轻的荷兰纵火者范·德·鲁贝被表现为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因为自己的性倾向而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范·德·鲁贝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举止女性化，他对女人的拘谨和害羞有很多证据证明。他喜欢与男性交往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倾向使他与纳粹群体接触，特别是“罗姆的皮条客”贝尔博士：“范·德·鲁贝与一些纳粹首领的同性恋关系、他的物质依赖使他动摇，服从了纵火犯们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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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刀之夜”以后，《真理报》同时揭露了希特勒的阴谋和罗姆的作风，被认为代表了该政权的整体。流亡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委员会签署宣言并地下分发到德国各城市，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希特勒将荣誉等同于杀人犯、打手和堕落者的荣誉。如今他对他们进行指控并将他们交付公众的蔑视，他正是在谴责他自己，因为他的体系依赖这些人、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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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德国流亡作家出版的作品助长了使同性恋与纳粹勾结的说法深入人心。最著名的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6月30日叙事谣曲》，表现了“长刀之夜”，提到罗姆和希特勒之间的同性恋关系。我们还可以举出汉斯·西姆森1940年在伦敦出版的《希特勒的青年时代》和路德维希·雷恩的《为了巨大的改变》。在后一本书中，纳粹和一个贵族自杀者是同性恋者，而抵抗战士都是雄壮的异性恋者。我们在维基·鲍姆1939年出版的《上海旅店》中也找到一些仇视同性恋的味道。小说交织了上海一家旅店的几位顾客的生活，而这间旅店在小说一开始就毁于轰炸。倒叙使我们了解这些人的过去，他们由复杂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在顾客中，埃马纽埃尔·海因博士有一半犹太血统，他的儿子罗兰是一个神经敏感的“战争儿童”。他被送进一所露天实验学校。但是“一位教师爱上了男孩，他对罗兰的古怪魅力过于敏感，用手枪自杀”。在20岁时，罗兰加入国社党，不知道自己的犹太出身，并与一名领导人睡觉。他儿时的朋友库尔特是异性恋者而且反纳粹，带着悲伤和焦虑观察着罗兰的转变：“他也属于这战后一代人，同性之间的爱恋并不让他们吃惊。也许是战时男人共同生活的残余？或者是讨厌在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度生孩子？一些人觉得可笑，另一些觉得悲哀，还有一些觉得有趣。许多人是因为附庸风雅，就像人们赶时髦。”
 

〔302〕



 罗兰的生命悲惨地结束。他的同志们发现他是犹太人，他被杀害。

*　　　　　　*　　　　　　*

在10年当中，英国和法国的同性恋者来到德国解放自我。角色从此后颠倒了过来，是德国的同性恋者来国外寻求自由和宽容。除了警察的镇压以外，还因为公众舆论的重大改变：同性恋者被抛弃在阴影中，或者相反，被人指指点点。令人惊奇地看到，就在同性恋者在德国遭遇最严厉的迫害的时刻，他们却被与刽子手归为一类，好像他们永远只能在敌人的阵营。

很难说有多少同性恋者成为纳粹的受害者。根据国家官方统计、遗存的纳粹统计和武特博士的备忘纪要来大略地估计，可以估计出“国家中心”为反同性恋和堕胎斗争而登记的同性恋者约10万人。在他们当中，大约5万人被定罪。5000-15000名同性恋者被遣送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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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的德国同性恋人口估计在150万-200万人之间，似乎大多数同性恋者成功地在纳粹统治下幸免。但是不应该忘记他们始终是纳粹政权的靶子，而且他们是在焦虑和耻辱中度过这一时期。纳粹是否在对待同性恋上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在这一领域存在一种纳粹的特殊性：利用警察恐怖、将受害人非人化、流刑、大一统的愿望。但是，所实行的手段早已在英国和魏玛时期得到测试。纳粹也并未发明反同性恋的政治运动，这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首创的。医学的谬误因为控制变态者的精神治疗的愿望而成为可能，阉割则是受到国外的、丹麦和瑞士的研究的启发。威廉·赖希从法西斯主义中看到压制自然的性需求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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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解释虽然只是部分性的，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纳粹对同性恋的处置是传统的反同性恋言论的延续。纳粹主义和对同性恋的镇压在欧洲的延续已经被注意到，尤其是居伊·奥康让从这种极宽泛的相似性中看出对关于镇压同性恋者保持沉默的原因：“纳粹只是加重了剂量，但是消灭或者关押疯子、同性恋者和所有那些行为属于医学而非政治和民族问题的人，没有一个盟国没有这样做过。总之，屠杀同性恋者特别应该保密，因为这一点在纳粹与那些声称是纳粹的法官和死敌的人之间建立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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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我们此处将研究英国1919-1939年间对同性恋的镇压，关于德国的研究只限于1919-1934年以保持可比较的基础。实际上我们的分析是针对民主制度中警方的镇压。





〔2〕

 　《狄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1973, p. 12。





〔3〕

 　《西方历史上的同性恋与鸡奸概念》，Arthur N. Gilbert：“Conception of Homosexuality and Sodomy in Western History”，见期刊《同性恋》（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ol. 6, n°1-2, 1980-1981；《罪过、疾病和明智：性态度的历史》，Vern L. Bullough: Sin, Sickness and Sanity: A History of Sexual Attitudes, 1977。





〔4〕

 　这次修正案的起因复杂。最初与青少年卖淫有关，意图通过将法定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来保护少女免受性侵犯。但草案“1885年8月6日深夜”提交下院讨论时，自由党议员亨利·拉布谢尔提出修正案，最初目的是通过嘲笑而挫败草案。几位议员担心这一条款涉及法律所要镇压的东西以外的另一类犯罪，但是下院议长亚瑟·皮尔曾宣布，为了修改刑法“可以提出任何内容”，结果修正案仅差一票就全票通过。





〔5〕

 　与未成年人所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同性恋行为仍被处以10年监禁，还可能判无期徒刑。





〔6〕

 　在《附录》中有主要罪项的统计表格。对1919、1933和1937年表格进行了复制。1919-1938年每年发布统计数字。由于战争，1939年统计数字不够详细，而是与1939-1945年的统计累计在一起。我在《附录》中标明1940年统计数字。





〔7〕

 　日期符合。1929年统计的失业者有1304971人，从1930年起突破200万，1931年8月6日《泰晤士报》公布的记录为2713350人。





〔8〕

 　档案局的HO 45, HO 144, MEPO 2, MEPO 3。但多数文件要保密70年或者不可查阅。而且，似乎多数案卷都丢失了。





〔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1968）1986, p. 29。





〔10〕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1990, p. 145。





〔11〕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30。





〔12〕

 　《性、死亡和惩罚》（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45。





〔13〕

 　公园和开放空间的不道德行为（MEPO 2/3231）。





〔14〕

 　1921年12月7日《泰晤士报》发表一桩涉嫌警员的案件的法庭纪实。38岁的福里曼·霍华德·卡尔在伦敦警局任警员18年，因对两名男孩猥亵被判9个月监禁。





〔15〕

 　MEPO 3/989整个是关于这个问题。





〔16〕

 　MEPO 3/990.





〔17〕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81。





〔18〕

 　1926年1月18日，对威廉·A. J. 理查生和查尔斯·普里查特的检查材料（MEPO 2/297）。





〔19〕

 　士兵在公园中行为不检（MEPO 2/1485）。





〔20〕

 　海德公园中猥亵：宪兵（MEPO 2/1485）。





〔21〕

 　莱昂内尔·珀西瓦尔（MEPO 3/248）。





〔22〕

 　弗兰克·香潘（MEPO 3/405）。





〔23〕

 　1927年8月28日《世界新闻》。香潘曾经是一个足球队的队长。





〔24〕

 　MEPO 3/992.





〔25〕

 　MEPO 3/994.





〔26〕

 　同性恋犯罪大会（HO 45/24960）。





〔27〕

 　HO 45/12250；《几乎建立的法律》，Joseph Winter：“The Law that Nearly Was”，Gays News, n°79；《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p. 151-153；《议会议事录：众议院辩论》（Hansard,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ol. 145, col. 1799-1807；《议会议事录：上议院辩论》（Hansard, House of Lords Debates）, ol. 46, col. 567-577。





〔28〕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52。





〔29〕

 　《我们的三个自我：拉德克利夫·霍尔传》，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 A Life of Radclyffe Hall, 1985, p. 223.





〔30〕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1928年8月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信，见《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Louise de Salvo, Mitchell A. Leaska: The Letters of Vita Sackville-West to Virginia Woolf, 1984, p. 335。





〔31〕

 　《我们的三个自我》，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p. 236。





〔32〕

 　同上。





〔33〕

 　1928年10月31日、11月10日、11月17日、12月15日《泰晤士报》。另见《我们的三个自我》，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第18-19章；《出版与被取缔》，Jean Raison：“Publish and Banned”，Gay News，n°148.





〔34〕

 　禁令直到1949年。





〔35〕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1982, p. 316。





〔36〕

 　见伦敦档案局：“康普顿·麦肯齐：《非凡的妇女们》”（HO 45/15727）。





〔37〕

 　见第五章。





〔38〕

 　部长和检察长的一些铅笔记录暗示可能对一些同样有倾向的作家收集。





〔39〕

 　此类的回顾是有益的，纳粹法学家从1935年起致力于证明对男性同性恋定罪是日耳曼传统。





〔40〕

 　第二部第二十章§1069及以下。见《关于反天性淫乱的通告》，Oyen: Merkblatt betreffend die widernatürliche Unzucht, 1935, BA, R 22/973。





〔41〕

 　所有这些法案与同性恋有关的文字见《附录》。





〔42〕

 　从1924年的立法选举起，政府因为DNVP的加入而两次扩大，形成一个拥有多数席位（两个天主教党派“中心”和BVP、保守的DNVP、两个自由党派DDP和DVP）的右倾的资产阶级政府。1925年，在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候选人旧朝元帅兴登堡被选上。政权倾向于极端保守派。





〔43〕

 　《德国的同性恋者：一部政治史》，Hans-Geor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1989, pp. 66-67。





〔44〕

 　1928年是社民党取得进展的最后一年，社民党甚至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德共同样获得可观的成果。





〔45〕

 　1902年的统计首次将同性恋与兽交分开。





〔46〕

 　英国当时有4500万居民，德国6500万。相对于人口来说，英国的镇压强于德国。





〔47〕

 　《事后明白》，Charlotte Wolff: Hindsight, 1980, p. 76。





〔48〕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p. 29-30。





〔49〕

 　在其回忆录《王公们和其他凡人》（Von Fürsten und anderen Sterblichen, 1922）中，冯·特雷施科对同性恋者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但也不乏偏见。他认为第175条毫无意义。





〔50〕

 　《柏林的同性恋者》，Magnus Hirschfeld: Les Homosexuels de Berlin（1908），1993, p. 98。





〔51〕

 　《同性恋与青少年辅导》，Hans Muser: Homosexualität und Jugendfürsorge, 1933。





〔52〕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2.





〔53〕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6.





〔54〕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45.





〔55〕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09.





〔56〕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57.





〔57〕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63.





〔58〕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5.





〔59〕

 　当然只是一部分案卷，但这部分几乎只是关于堕胎案、反避孕宣传和“裸体文化”，特别是表现裸体舞女的戏剧演出和所谓“艺术”照片。





〔60〕

 　GstA PK, I. HA, Rep. 84a, n°5339.





〔61〕

 　GstA PK, I. HA, Rep. 84a, n°5341.





〔62〕

 　GstA PK, I. HA, Rep. 84a, n°17347.





〔63〕

 　GstA PK, I. HA, Rep. 84a, n°17355.





〔64〕

 　《白皮书》，Jean Cocteau: Le Livre blanc,（1928）1983, p. 123。





〔65〕

 　《不谨慎的回忆》，Natalie Barney: Souvenirs indiscrets, 1960, p. 21。





〔66〕

 　《虔诚的舞蹈》，Klaus Mann: La Danse pieuse,（1925）1993, p. 264。





〔67〕

 　《19-20世纪司法话语和性变态》，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XIXe-XXe siècle）, 1977。





〔68〕

 　见《阴茎与西方的非道德化》，Jean-Paul Aron, Roger Kempf: Le Pénis et la Démoralisation de l'Occident, 1978。《司法话语和性变态》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s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对法庭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很有启示。他特别指出，虽然法律宣布禁止和惩罚，但法庭并不满足于严格执行。19世纪上半叶都在致力于定义变态。世纪末围绕同性恋和手淫的公开性展开辩论。1900-1939年首要关注的是鸡奸。





〔69〕

 　巴黎上诉法院1930年10月11日——GP 1930，2

e


 sem., p. 886，见《司法话语和性变态》。





〔70〕

 　GP 1932, 2

e


 sem., p. 778，《司法话语和性变态》。





〔71〕

 　让·热内当时在这所教养院。





〔72〕

 　La Semaine Juridique, 1935, pp. 259-260。由克洛德·库鲁夫提供。





〔73〕

 　AN, BB 18 6173 (1925).





〔74〕

 　AN, BB 18 6174/44 BL 303.





〔75〕

 　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另一些出版物被一些人告发为“败坏”青少年或法国（AN, BB 18 6172/44 BL 228）。





〔76〕

 　这次大会1924年10月20日召开，在巴尔贝斯大街10号，聚集了500人。





〔77〕

 　最高法院判决原本，见《1925年巴黎同性恋》，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1981, pp. 269-274。





〔78〕

 　AN, BB 18 6186.





〔79〕

 　AN, F7 14837.





〔80〕

 　AN, F7 14840.





〔81〕

 　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因各种犯罪（吸毒、偷窃、卖淫等）被发现的人同样被登记为同性恋者，如果他们是的话。在其史料性著作《在坏孩子们中间》（Chez les mauvais garçons）中，米歇尔·迪·科格利声称在巴黎的25万同性恋者中警方登记了20000-25000人。这些数字因为缺少档案而无法证实。





〔82〕

 　AN, F7 14840.





〔83〕

 　AN, F7 14663.





〔84〕

 　AN, F7 13960（2）：海员中的同性恋（1927-1932）。





〔85〕

 　关于海员地下卖淫的国家资料收于首都各类机构。





〔86〕

 　1928年3月14日报告（布列斯特）。





〔87〕

 　1932年9月14日报告（土伦）。





〔88〕

 　1932年1月23日报告（土伦）。





〔89〕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0〕

 　1932年5月19日报告（土伦）。





〔91〕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2〕

 　1931年12月19日报告（土伦）。





〔93〕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4〕

 　1931年9月11日报告（土伦）。





〔95〕

 　贝拉尔属于考克托的圈子，可能是报告的原因。





〔96〕

 　1931年9月11日报告（土伦）。





〔97〕

 　1932年5月19日报告（土伦）。





〔98〕

 　特别提到4名意大利人、3名英国人、2名荷兰人、2名智利人、2名西班牙人、1名保加利亚人、1名美国人和1名德国人。





〔99〕

 　1932年12月2日报告（土伦）。





〔100〕

 　1932年4月26日报告（土伦）。





〔101〕

 　同上。





〔102〕

 　1932年3月21日报告（土伦）。





〔103〕

 　1929年3月18日报告（情报汇总，巴黎）。





〔104〕

 　1930年9月8日报告（土伦）。





〔105〕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106〕

 　1932年4月26日报告（土伦）。“女性角色同性恋者典型”被时常提到。





〔107〕

 　同上。





〔108〕

 　1930年8月7日报告（土伦）。





〔109〕

 　1932年5月11日报告（土伦）。





〔110〕

 　1932年6月7日报告（土伦）。





〔111〕

 　1932年2月29日报告（土伦）。





〔112〕

 　1930年6月6日报告（土伦）。





〔113〕

 　1932年5月11日报告（土伦）。





〔114〕

 　1931年2月19日报告（土伦）。





〔115〕

 　1932年1月23日报告（土伦）。





〔116〕

 　一些文身是指同性恋行为：在下层同性恋者的包皮上文着靴子形状，还有在左右三角肌上的五角星或八角星上标一两个蓝点，有时还有“爱”的字样，在暴露部位的各种图形比如眼皮上或拇指与食指连接处的蓝点。





〔117〕

 　1929年4月23日报告（布列斯特）。





〔118〕

 　1928年3月14日报告（布列斯特）。





〔119〕

 　1929年12月11日报告（巴黎）。





〔120〕

 　但可惜没有提供任何参照（1930年1月3日土伦报告）。





〔121〕

 　1927年6月24日报告（土伦）。





〔122〕

 　1927年6月30日报告（德拉吉尼昂）。





〔123〕

 　1927年5月6日记录。





〔124〕

 　1929年4月24日报告（土伦）。





〔125〕

 　关于海军中的同性恋（1929年12月7日，巴黎）。





〔126〕

 　1929年2月11日报告（尼斯）。





〔127〕

 　1931年12月1日报告（土伦）。





〔128〕

 　1930年1月15日《莫尔比昂警报》。





〔129〕

 　同上。





〔130〕

 　1928年12月1日报告。





〔131〕

 　第175条战后仍然生效。多数同性恋者在战时重归无名的生活，在不利的道德环境中并不企图从中走出。被流放的同性恋者对作证反感，因为此类回忆引起的痛苦，而且他们长久以来被看作“不光彩”的受害者。一些人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隐瞒被关押的真实原因。





〔132〕

 　关于1939年以后时期，见《研讨：社会与同性恋》，Rüdiger Lautmann: 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1977）；《同性恋与法西斯主义》，Heinz-Dieter Schilling: Schwule und Faschismus（1983）；《卐字下的同性恋者》，Burckardt Jello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1990）；《国社党的性政策与妇女的性状况》，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c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und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1991）；《被掩盖的大屠杀？德国对男女同性恋的迫害1933-1945》，Günther Grau: Hidden Holocaust?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1945,（1993）。





〔133〕

 　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7日）充当了政权清除主要反对者的借口。这次事件曾被看作是天意。人们长久以来怀疑国社党特别是戈林是纵火案的炮制者。但是并没有证据。戈林的日记似乎确证了纵火者是头脑简单的放火癖的假设，马里努斯·范·德·鲁贝是同情共产党的荷兰人。很可能他被纳粹利用来为希特勒清除共产党对手找借口。纳粹领导人指责共产党在国会放火，逮捕了4000名德国党员。共产党报纸被禁，社民党的报纸被禁15天。纵火案同样成为2月28日签署总统令废除宪法对个人自由保障的借口。见《希特勒传》，Marlis Steinert: Hitler, 1991。





〔134〕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26。





〔135〕

 　同上。





〔136〕

 　1933年后成为盖世太保头目的柏林警察局政治警察头子鲁道夫·迪尔斯在1932年就曾禁止跳舞玩会和同性恋聚集。





〔137〕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28。





〔138〕

 　路易斯赌场、魔笛、道连·格雷、克莱斯特赌场、尼恩贝格尔酒馆、国际酒馆、单片眼睛酒吧、艺妓、马里和伊格尔、博拉尔（又名水手）、霍亨佐伦咖啡馆、侧影、日本天皇、荷兰人。





〔139〕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 98。





〔140〕

 　纳粹上台对外省同性恋者造成的影响见《“被男人诱惑”：第三帝国时期科隆的同性恋者》，Cornelia Limpricht, Jürgen Müller et Nina Oxenius：“Verführte”Männer, das Leben der Kölner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1991。





〔141〕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30。





〔142〕

 　GstA, I. HA, Rep. 84a, n° 5343.





〔143〕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101。





〔144〕

 　《国会纵火案与希特勒恐怖棕皮书》，1992。





〔145〕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尝试在巴黎重建学会之后逃往尼斯，1935年5月14日在那里去世。他的密友卡尔·吉森于1938年自杀。理查德·林泽特1933年2月初突然死去。库尔特·希勒在3月逃往法兰克福，1933年3月23日被捕，但于5天后被释放。他回到柏林，4月2日再次被捕，随后被释放直到7月14日遣送奥里亚农堡集中营。他9个月后从那里出来，离开德国前往布拉格，随后到达伦敦。他1972年去世。海伦尼·施特克尔1933年出国逃亡美国，曾经过瑞士和瑞典。





〔146〕

 　1933年11月3日到24日间曾有5次搜查。





〔147〕

 　有一少部分材料被他的助手卡尔·迈尔挽救。布兰德自己没有遇到麻烦，与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和库尔特·希勒不同，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左派。他在国社党内部有熟人。他最终结婚。1945年布兰德在美军轰炸时死于家中。





〔148〕

 　主要刊物《人权报》、《女友》、《友谊报》在同日停止出版。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在波茨坦的出版社被洗劫。他的养子被遣送奥里亚农堡集中营，在那里被杀。《友谊》杂志同时消失。





〔149〕

 　尤其是未经警方许可禁止更换住所、在某些时间（夏日晚11点至早5点，冬日11点至早6点）禁止离开住所、禁止驾驶和使用轿车和摩托车、禁止进入某些公共场所、禁止深入公园和树林。见《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p. 38-39。





〔150〕

 　在性犯罪案中，这些限制只适用于已有2次被判刑者。





〔151〕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43。





〔152〕

 　“同性恋特别调查科”（Sonderdezernat II 1 S）。





〔153〕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46。





〔154〕

 　同上，pp. 60-61。





〔155〕

 　同上，pp. 55-58。





〔156〕

 　这一见证被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描述突击搜查的报告证实，同上，pp. 51-53。





〔157〕

 　盖世太保“II 1 H1”部头目。他1936-1940年是盖世太保镇压同性恋和堕胎部门的负责人。正是他组织了反同性恋的行动，特别是在政治事件中（勒姆、冯·弗里施）。迈辛格是一个粗暴的人，即使在党卫军内部也让人畏惧。





〔158〕

 　要了解1935年法律的产生，我们有奥因法官的文件，他发表过一份反同性恋措施的历史综述。他还发展了个人看法，要求加强立法。我们还可以参照刑法委员会的辩论，1934年9月18日第45次会议涉及第175条改革。BAB, R 22/973。这份文件没有日期，但早于1935年6月刑法改革，晚于1933年。





〔159〕

 　条文见《附录》。





〔160〕

 　参见《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161〕

 　从1933年4月7日起，女性不再能任公务员。1934年5月，她们不再能自由行医，从1935年2月不能当牙医。职业女性只占据低级职位。





〔162〕

 　Gleischschaltung是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称呼，可将之翻译成“统一”、“协作”和“齐步走”。就是要将国家统一到一个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来建立集权主义。





〔163〕

 　许多保守派组织如路易斯王后联盟、DNVP妇女联盟接受了归并条件，包括开除犹太会员和服从纳粹原则。汇集60个组织有50万会员的德国妇女协会联合会解散，德国女教师总会也一样。德国天主教女教师协会和德国新教女教师协会拒绝解散。许多受教育的妇女认为她们的出身能使她们免于警察的恐怖。





〔164〕

 　要理解为何众多妇女追随一个意识形态明显歧视妇女的政党，请参阅《第三帝国的女人们》，Claudia Koonz: Les Mères-patries du Troisième Reich, 1989。





〔165〕

 　这一问题主要与奥地利相比较而提出，奥地利从1852年起对男性和女性的同性恋行为可处以1-5年监禁。在“合并”之后，这种情况产生了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从未明确决定一个在德国犯同性恋行为的奥地利妇女是应该根据奥地利法律定罪，还是按照德国法律释放。





〔166〕

 　BAB, R 22/973.





〔167〕

 　同上。





〔168〕

 　1937年，他在《德意志法律》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古日耳曼法律对同性恋处以死刑。





〔169〕

 　见《关于女性同性恋问题》，“Zum Problem der weiblichen Homosexualität”, eutsches Recht（《德意志法律》），1938年12月。





〔170〕

 　《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171〕

 　BAB, R 55/151.





〔172〕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13。





〔173〕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81。BAB, NSD 17/12。





〔174〕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p. 80-81。





〔175〕

 　希姆莱1936年成为警察首领。





〔176〕

 　《同性恋与法西斯主义》，Heinz-Dieter Schilling: Schwule und Faschismus, p. 28。





〔177〕

 　希姆莱1936年6月17日刚刚重组了刑事警察（Kripo）。





〔178〕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88-91。1936年10月10日的密令随后被补充。1937年2月9日明确了最好使用“特别警员”打击同性恋。这一指示似乎意味着负责处理同性恋者的警察必须接受过特别培训。这似乎是可信的，因为希姆莱本人多次对警察力量就这个问题表态。





〔179〕

 　RKPA成立于1936年9月20日。1939年与RSHA［国家安全中央局］合并。各国家局属于“打击犯罪5局”，而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国家中心成为B组3科不道德行为科。





〔180〕

 　比如，在1938年统计数字说明有28882名同性恋者被登记，其中7472名“青少年腐蚀者”和587名男妓，见《被掩盖的大屠杀》，p. 116。





〔181〕

 　1934年10月，同性恋调查科成为II S 1调查科。1935年5月，命名为“II 1 H 3”，由坎特哈克警长领导，1939年被席勒警长代替。





〔182〕

 　1940年，迈辛格被埃利希·雅各布代替，此人从1935年起领导柏林警察的反堕胎部门。1943年6月，对同性恋者进行阉割的倡导者卡尔－海因茨·罗登贝格博士被任命为科学指导。





〔183〕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110-115。





〔184〕

 　这些同样与男妓有关。涉及不满25岁青年和应征入伍者的案件必须标明。见《被掩盖的大屠杀》，p. 87。





〔185〕

 　最著名的是演员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案件，他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者，被戈林任命为国家剧院的负责人。1936年，克劳斯·曼在《梅菲斯托》中对他进行了尖刻描绘。





〔186〕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137-138。





〔187〕

 　同上，pp. 137。





〔188〕

 　同上，pp. 138-144。





〔189〕

 　为保证可比性，我保留了1942年发布的《德国国家统计》577卷，其优点在于可信和详细。统计区分了与175条相关犯罪和与兽奸有关的犯罪。这一区分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数字不可小视。比如在1933年有778人因同性恋被审判，213人因为兽奸。很可惜，从1937年起，统计不再区分这两类。见图表和《附录》。





〔190〕

 　从1943年起，统计空缺。





〔191〕

 　《被掩盖的大屠杀》，p. 131。军方精神病医生奥托·伍特在1943年撰写了一份关于国防军中同性恋的备忘纪要，指出由所有警察机构统计的数字，1937年高达32360人（308名军人），1938年28882人（102名军人）、1939年上半年16748人（327名军人）。此后统计空缺。在1942年上半年统计到4697名同性恋者（332名军人）。





〔192〕

 　从1940年起，勾引超过1人的同性恋者也被遣送集中营。奥托·伍特1937年计算有7452名青少年腐蚀者，800名男妓。1938年7472名“腐蚀者”和587名男妓。1939年上半年4162名“腐蚀者”和300名男妓。1942年上半年1257名“腐蚀者”和114名男妓。所有这些案例列入“被指控者”而不是“被定罪者”，这使得计算很困难。





〔193〕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95-96。





〔194〕

 　BAB, R 22/1460.





〔195〕

 　《被掩盖的大屠杀》，p. 133。





〔196〕

 　BAB, NS 19/889.





〔197〕

 　他因与小学生奥托·赖希尔的两起案件被判1年零4个月和1年监禁，与奥斯瓦尔德的案件被判1年监禁，与魏因曼的案件被判6个月监禁，与黑茨的案件判4个月监禁，与一个不知名的人的案件判3个月。如我们所见，与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并非纳粹的特例，在魏玛时期已经如此，法官对恋童癖判刑唯恐不重。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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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走向同性恋解放




但是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或者你们小心藏匿的东西不会



被一眼识破：



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不要错误地相信我们死去；



我不会代替你跳舞。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同性恋历史上构成一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当的冲击。在德国，战争是纳粹镇压的高峰。其特点是恐怖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遣送集中营和频繁地将阉割用作“再教育”措施。从1940年起，勾引过一个以上同伴的同性恋者被直接遣送集中营。1941年8月18日，希特勒命令加强国防军和党内的反同性恋斗争。1941年11月15日发布了“清扫（Reinhaltung）党卫军和警察”
 

〔2〕



 的密令。他命令对所有犯有同性恋行为的党卫军和警察执行死刑。对于较轻的情节，可以改判苦役或监禁，监禁不少于6个月。如果犯罪人不满21岁，法庭可以在较轻情节下免予处罚。同样，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同性恋者的处境也恶化了。国家安全局（RSHA）1940年令准许将未成年人安置于警方领导下的青年拘押营。这种手段针对有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男孩，一些同性恋者有可能也被遣送到那里。最后，国家司法部、盖世太保、国家刑事警察局和军队医疗监察部门展开了一次秘密研究，以确定对国防军中同性恋案例应该采取的措施。司法部反对任何赦免和重新入伍。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赞成维持原有的对先天倾向的同性恋者和被勾引者的区分。军方的精神病医生奥托·武特1943年2月撰写了一份关于“感染”在军中扩大的备忘纪要。最终采用了两套措施，1943年5月19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首脑凯特尔将军发布了《处理反天性犯罪行为指针》。1944年6月7日，空军医疗机构领导人施罗德发布一份14页的指令，题目为《对于医生如何评估同性恋案例的指示》。同时提出了另外一些解决方案。1943年9月14日，党卫军的司法部门建议将因第175条罪行被定罪人员调入一些特殊单位。党卫军首脑希姆莱此前已经决定未成年人可以调入党卫军军械部的一些特别单位。最严重的案例必须被遣送集中营。提议建议，将一些中间情节的人安置在党卫军军械部的特别单位。1944年5月12日，安全警察首领的一份密令要求将国防军开除的同性恋者遣送集中营，即那些表现出“一种倾向或习得性的冲动而且明显不能纠正”的人。最后，阉割是几次辩论的主题。1943年的一项法案是关于“处置社会异己分子”。这一群体被描述为社会的包袱，包含流浪者、乞丐和同性恋者。全面战争阻止了法案的实行，法案准备对同性恋者强行阉割。另一方面，1942年11月14日负责集中营的党卫军经济和行政部门发出的一份密令交由营地指挥官在法律未预见到的特殊情况下发出阉割命令。这条法令使对营地中的同性恋进行阉割“合法化”。战后，从集中营逃生的同性恋者难以让人听取他们的见证。第175条仍然生效，同性恋流放者通常受到歧视。1969年，联邦德国决定21岁以上男性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不受法律制裁。民主德国在1968年修改了第175条，18岁以上男性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免予制裁。70年代初，一些同性恋运动团体创立，往往是遵循美国模式。1973年6月7日，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决定将自愿的年龄降到18岁。对于异性恋者性行为合法年龄定在14岁。1988年12月14日，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废除了第151条，该条惩罚成人与16-18岁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在两德统一后，1994年6月11日，第175条被最终废除。

在英国，警方的监控在战争年代似乎有一定松懈，同性恋生活有所复苏。这种发展在50年代初再次被打击，50年代的特点是从众，冷战助长了对同性恋的仇视的增长。在英国，剑桥间谍案的丑闻（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安东尼·布伦特）重新引发了同性恋叛国者的虚妄之说。50年代，因同性恋被定罪的人数达到顶峰，平均每年2000人，而丑闻牵涉的同性恋名人也不断增加。1954年，这一问题在上议院辩论，内政大臣委托约翰·沃尔芬登爵士研究这个问题。1957年，他的委员会要求对同性恋免予刑罚，但在十年后才投票通过，海军和陆军中的同性恋除外。男性关系的自愿年龄仍然是21岁，1994年降至18岁。1970年11月，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成立，按照美国运动的模式。

在法国，虽然巴黎吸引着同性恋者，但是镇压同样加强了。按照1942年8月6日法律第一条，改革后的刑法第334条第1款制裁“下流的或反常的”的与21岁以下未成年人所犯的男女同性恋行为。因而，50-60年代是暧昧不明的。虽然一些作家如罗歇·佩尔菲特和让·热内发表了一些公开的同性恋小说，安德烈·博德里创办了一份同性恋杂志《阿卡狄亚》（古希腊的世外桃源——译者），但是1960年7月的米尔盖修正案却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社会灾害”。1971年3月，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成立。1942年8月6日法律仍然生效，直到1982年才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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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W. H. 奥登诗《证人》（1932）。





〔2〕

 　BAB, R 58/261.





〔3〕

 　《玫瑰色与黑色：1968年以来法国的同性恋者》，Frédéric Martel: La Rose et le Noir. Les homosexuels en France depuis 1968, 1996。





结论





进步抑或镇压的加强？



两次大战之间是同性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不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也是19世纪末的大量医学理论和60年代的反叛潮流之间的桥梁，这些岁月本身总纳了同性恋者的斗争、公众舆论中起作用的多种倾向和围绕着这些“异常”的意识形态的筹码。




民族的互动、趋同和特殊性



不论是从同性恋的行为还是从精神状态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看到一些共同的现象。首先，我们注意到在20年代各国的风俗解放伴随着宽容的增长。其特点不但表现为同性恋生活环境的发展，而且形成一种同性恋文化，并不限于文学和舞台艺术的一些共同参照。两种认同的模式相互对立：阿道夫·布兰德和安德烈·纪德主张的排斥的模式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和布卢姆斯伯里的融入模式。这种新的身份认同最初表现为同性恋旅游，是在19世纪末由到意大利和卡普里岛旅行的时尚开创的。柏林在20年代确立为同性恋世界的新首都。这一认同的进程却只是处于起始阶段，将之总结为一种真正的同性恋的团结一致是错误的。

在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宽容在增长。虽然宽容还未触及所有阶层，但是在社会上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各大城市扩展。同性恋通过卖淫与工人阶级也直接相关。工人情人的主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是代表性的主题，使富裕的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靠近。中产阶级、小资产者、外省家庭似乎仍最多地受到偏见和传统道德的影响。30年代构成一个断裂，但是要细察其影响。确实，不要忘记反对力量在20年代已经存在，虽然还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由于经济危机、政治困难和国际紧张局势，批评同过去一样再次涌现出来，显示出宽容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表面化的。在十年中，宽容还没有时间深植于人们的思想中。

尽管有这些相似性，对行为和思想的细致观察是我们得以确定三个民族的特殊的和互动的模式。德国构成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主要参照。其特殊性是双重的。首先，德国是群体同性恋模式的中心，其特点是一些同性恋运动团体的创立。同性恋认同在那里表现为要求的意识、权利的肯定、政治斗争。由于不存在镇压和缺少动员，女同性恋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斗争中落后。德国模式同样是外向的，同性恋运动始终与政治、司法和宗教当局以及公众舆论对话。德国的同性恋同样也向国外开放，德国模式向外输出，在英国和法国产生一些模仿的现象。互动是频繁的和有成果的。英国和法国的同性恋者来到德国访问，带回去一些运动团体计划、新的性自由和对同一团体的归属感。德国的另一个特殊性完全是负面的。德国是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中心，从1933年起却成为镇压的中心。德国是唯一一个加强了反同性恋法律的国家。迫害由纳粹政权组织，明确将同性恋人群指定为一个需要从社会中消灭的群体。这一政策最终导致将他们遣送集中营和他们中数千人死亡。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也很明显。德国镇压的开始与英国同性恋者的退缩巧合，英国同性恋亚文化逐渐消失，警方的措施加强。德国的逍遥的结束伴随着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流亡，其中一些同性恋者在他们的见证中保持着“疯狂年代”的回忆。

相比之下，法国的模式差别很大。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对于同性恋者是一个参照，因为法国对同性恋不定罪。与德国相反，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看不出明显的断裂。法律没有修改，警方的强硬也相对温和。法国对于女同性恋者是一个特别的象征，她们选择巴黎而不是柏林作为她们的首都。萨芙之爱同样是通过文学取得胜利，随意发展出解放的、冒险的、往往是同性恋的“新女性”主题。与英国的互动是明显的，许多英国女同性恋者来访问她们的女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与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就属于这种情况。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在她与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关系结束后甚至选择定居法国。但是，法国社会仍很少受同性爱的影响，这种同性泛爱其特征为对男性身体的崇拜，可见于同一时期的英国和德国。法国的同性恋模式是极为个人化的。同性恋生活环境仍只是约会和取乐的场所，无助于结成群体结构或者唤醒一种认同意识。同性恋的鼓吹者最终是一些知识分子，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表述。实际上，法国的模式被证明不大能够输出。它不是斗争性的，注定是一种有限的发展。但是，法国模式的缺乏抱负解释了为何法国同性恋者比其他国家同性恋较少受到30年代道德危机的影响。

最后，英国模式似乎特别独特。在英国，同性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既受到邻国的启发，又保留自己的特殊性。如同在德国，在英国同性恋仍然是犯罪。所以，同性恋者始终面对实在的威胁，这使得同性恋认同得以发展。但是，同法国一样，同性恋群体仍然集中于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精英。所以，同性恋认同不是通过斗争运动来表达（除了畏缩不前的“英国性心理学会”），但是也没有采用个人斗争的形式。实际上，英国的同性恋模式既非群体也非个人的，而是文化和社会模式。某些机构如公学、大学、秘密机关、文学界，显示出特别吸引同性恋者。我们甚至可以说领导阶层“同性恋化”，其原因是男女不混合的结构（“同性社会性”）占主导和对男性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何英国女同性恋者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加受到保守派的攻击。阉割者、吸血鬼、鸦片鬼、退化者，女同性恋者成为对女性的最糟糕的幻想的化身。英国的特殊性不包含更大的宽容。这里比别处更多遵守思想和行动、实践和精神的二分法。所以英国模式既是互动的又是民族的。英国同性恋者善于吸取法国和德国的范例来建立自己的认同。同时，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不可输出的共同文化。30年代，20年代初现雏形的积极斗争回落，有组织的同性恋退缩。同性恋者的形象重新归入过去的阴影，更多地混同于王尔德式的神话。但是与德国不同，镇压没有涉及同性恋大众，他们与社会多数融合在一起。




探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含义和性质



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主题的含义丰富。这一主题使我们发现人们精神的一些侧面，涉及社会最隐秘的恐惧和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父权的、清教徒的和专制的社会受到质疑，这个社会依靠着父亲在家庭结构中的至上性和男性在制度层级的主导。战争确证了男性原则作为社会组织者的失败：暴力、傲慢、体力显示出局限。它们将人类引向灾难。男人被侮辱、击败、贬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构筑于相反的价值、女性的价值之上：和平、快乐、和谐。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胜利。虽然有一些切实的成果，如英国和德国的妇女投票权和工作的可能，但妇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假象。尽管如此，男人们仍然受到了女性的这种新自由的打击，他们觉得是一种男性的失败和对他们阳刚之气的触犯。

“泛同性爱”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反应方式。青少年抛弃了象征战争的父权模式，选择了两性融合。青年男性按照英国灿烂青春（Bright young people）的形象加重自己的女性气质，将唯美主义、美貌和时尚作为新的价值观。女性通过短发和实用的服装来展示她们的解放，否定传统的女性象征，表现她们对于男性注视的超脱。文艺忠实反映了这些倾向，年轻、柔软、纤细、肌肉感、晒黑皮肤的男女趋同的身体成为社会的理想。这种同性爱的形象富于幻想，再现了被牺牲的一代的形象，这一代青年倒在了战场上，而他们的美貌曾引起同性恋的迷惑。同时，这种形象要否定死亡，肯定生命的胜利，化身为一个完美的男／女人，他自我完备，成为新社会的基础。同性恋成为青年的象征，是永远的少年期、一个不愿长大和不愿面对成人世界的社会的表现。两次大战之间的行为方式仿照少年的行为：遗忘、快乐和不负责任成为社会规划的主导线索。

与少年神话联结在一起的同性恋崇拜同时被进步力量和反对力量利用：雅利安人只是雌雄同体的一个变种。魏玛共和国偏重由同性恋承载的女性价值（男女融合、温情、和解），而纳粹则对其雄性成分感兴趣（女性歧视、男人联盟、男性崇拜）。实际上，虽然左派由于机会主义和利益共同体而支持同性恋者，但是一旦政治局势需要，就毫不犹豫地转而反对他们。于是，同性恋被揭露为“法西斯变态”。同样，虽然法西斯和纳粹以最具侮辱性的词语来谴责同性恋者，随后组织对同性恋者迫害，但是他们同样围绕着同性之爱的神话和审美来构建他们的组织。同性恋者在这种对抗中只可能失败。他们不具备真正的支持，被一种与他们无关的同性爱的时尚超越，他们成为各党派的靶子，是30年代危机的最早受害者。

在这些言论之上还要加上这一时期人们内心的反女权主义，这解释了为何女同性恋者似乎总是置身事外。社会的泛同性爱虽然经由女性价值的复兴，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女性化。相反，这一时期的标志是男性社会结构的复兴（公学、大学、青年团体、男人联盟）。事实上，女同性恋者是双重意义的受害者。作为妇女，她们属于社会少数群体，只拥有有限的而且是刚刚获得的影响力。作为同性恋者，她们攻击社会的基础，威胁着家庭单元也是道德的最后避难所。为了肯定自我，她们必须进行两场不可调和的斗争，进行女权主义斗争以获得作为女性的发言权，进行女同性恋者的斗争以肯定自己的性权利。但是女权主义者拒绝正视女同性恋者的特殊性，而同性恋运动则认为女权事业是次要的。对女同性恋的镇压是出于父权国家重新控制社会的意愿，为此必须首先从家庭问题进攻，这是权威的中心和社会最基础的模型。但是对男性优越的信心如此之大，对于能够驾驭女性性行为的确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订立特别的法律。社会的压力本身足以使妇女回归本位。

从这些不同的观察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到社会整体而非少数民众。这份研究揭示的要点之一是材料异常丰富。同性恋远非一个禁忌话题，在这一时期一直受到重复、分析和演义。人们对之称赞和辱骂、赞同和反对，但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因为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同性恋者失去了他们最后的自主的希望。同性恋斗争失败是因为过快地取得了最初胜利。他们沉醉于一次大战后的成功，意识到人们的思想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同性恋者以为他们被社会接受和最终融入只是时间问题。利用他们新的自由、同性恋生活环境的潜力和镇压的松懈或缺乏，许多同性恋者将政治和司法斗争置于次要地位，忽视了一些同性恋组织的警告，这些组织提醒在德国和英国同性恋仍然是受法律惩罚的罪行，而镇压的言论远没有消失，反而正在增多。

对于那些衰落理论者，进行战争只可能消灭弱者、退化者、寄生者。同性恋者处于第一线。最后的结局是从一场战争到另外一场战争，男人重新获得了失去的男性能力。那些未能在一战中通过作战来证实自己的男子气概的年轻人，必须重新接过火炬，放弃20年代的理想和榜样。此后不再有男女融合的、充满阳光的同性恋神话。单一性和黑夜重新来临，持续了至少三十年。




附　录





英国1919-1940年同性恋案件数量的发展



U: Unnatural Offences［性反常犯罪］

A: Attempt to Commit Unnatural Offences［性反常犯罪企图］

I: Indecency with Males［男性间猥亵行为］

资料来源：议会文件，司法统计。




表格



1．警方统计




2．受审人数







3．重罪法庭审理人数




4．轻罪法庭审理人数




5．分地区统计（警方统计U＋A＋I）












1919年统计数字



1．重罪法庭审理结果




2．刑期（重罪法庭结果）







3．被定罪者性别与年龄




5．轻罪法庭审理结果






1933年统计数字



1．重罪法庭审理结果




2．刑期（重罪法庭结果）







3．被定罪者性别与年龄




4．轻罪法庭审理结果









1937年统计数字



1．重罪法庭审理结果




2．刑期（重罪法庭结果）







3．被定罪者性别与年龄




4．轻罪法庭审理结果









德国依据《刑法》第175条对同性恋定罪统计（1919-1934）



1．对成年同性恋定罪情况





资料来源：德意志国家统计局。



P＝业主，工头；O＝工人、雇员。共804名被定罪者。






2．对青少年同性恋定罪情况








3．分州统计（1925-1926）




A＝被捕者；C＝被定罪者








4．按年龄统计（1928）








5．社会职业分类统计（1928）








6．分城市统计（1930）






德国同性恋（《刑法》第175条）犯罪统计



1．因同性恋被定罪情况（1935-1936）





资料来源：《德意志国家统计》，第577卷。






2．因同性恋被定罪情况（1937-1939）





资料来源：伍特博士备忘纪要，见G. Grau编：Hidden Holocaust？，London, Cassell& Cie, 1995。






3．特殊的被定罪者





资料来源：伍特博士备忘纪要，见Hidden Holocaust？同上。






4．由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造册的同性恋者以及被定罪的同性恋者





资料来源：H.-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慕尼黑, C. H. Beck出版社, 1989。





德国女同性恋之歌《淡紫色的歌》



我们可否断言

这就是文化，

如果每个人都被否定，

每个拥有智慧

仁慈、果敢

和特殊性的人，

而且正是这些人

被视为违法

但是多数人自豪

自己是不同的。





副歌

正是如此，我们与其他人不同，

他们走着，走着道德的脚步

穿越无数最初的惊叹，

随后对于他们一切变得那么平凡，那么平凡

并非那么奇特，这些感觉

因为我们是另一世界的孩子：

我们喜欢有令人窒息的香气的淡紫色的夜晚

正是如此，我们与其他人不同！





这是一种恶

这道德

是他人置于我们头上

因为我们是

我们自己

即使人们逮捕我们。

脖子上的绳索

不是我们，

我们将忍耐

因为很快

非常快

我们的时刻将来临

而我们将没有苦难！

平等！不宽容已终结！





副歌

……




德国关于同性恋的法案





刑法第175条



所犯反常的性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或者男性与动物之间都可判监禁。还可以宣判剥夺公民权。



1909年法律预案



第250条：对于同性犯性反常行为处以监禁。如果所犯行为利用了权力、权威或类似方式之上的依赖关系，则处以苦役，可以高至5年，或在减轻情节下处以不低于6个月监禁。同样量刑适用于以性反常行为为交易的职业行为。第1款的量刑同样适用于与动物进行的性反常行为。

第255条：对第250条第3款适用第42条（教养院）和第53条（限制居住地）。



1991年法律草案反方案



第245条：对男性与同性未成年人所犯性反常行为或与同性成年人利用权力、权威或类似方式上的依赖或者出于利益诱惑所犯的性反常行为处以苦役，可以高至5年。



1913年委员会法律草案



第322条：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对男性之间所犯类似性交的行为处以监禁。

对利用建立于权力、权威之上的依赖关系所犯行为或作为成年人腐蚀一个少年处以苦役，可至5年，在减轻情节下处以不低于6个月监禁。

同样量刑（第2款）适用于以职业为名有此类行为者。

以职业为名进行此类行为或预备有此类行为者处以监禁，可至2年。

在第3和4款的案件中可以于监禁之外独立宣判禁止居留权。

第323条：对与动物犯类似性交的行为处以监禁。



1919年法律草案



第325条：男性之间性行为。

对男性之间犯类似性交的行为处以监禁。

对通过腐蚀少年犯此行为的成年男子处以苦役，可至5年。

对利用权力或权威之上的依赖关系犯此行为者同样处置。

同样量刑（第2款）适用于以职业目的犯此行为者。

对进行或预备以反常性行为的交易为职业者处以监禁，可至2年。

对于第2至4款的案件可以处以禁止居留，可独立于监禁之外宣布。

第326条：与动物的性行为。

对与动物犯类似性交行为者处以监禁。



1925年法律草案（国会草案）



第267条：男性之间性行为。

对与其他男子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男性处以监禁。

对引诱少年男性以进行性行为的男子处以监禁，不低于6个月。对作为职业和利用权力和工作上的依赖关系与其他男子有性行为的男子同样处置。在特别严重的案件中量刑可以高至5年苦役。



1927年法律草案（国会草案）



第295条：与动物的性行为。

对与动物发生类似性交行为者处以监禁。

第296条：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对与其他男子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男性处以监禁。

第297条：男性之间严重的性行为。

可处以不低于6个月的监禁：

1．一名男子通过暴力或对其身体和生命危险的威胁，强迫另一名男子与他发生性行为和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2．一名男子利用权力和工作上的依赖关系，强迫另一名男子与他发生性行为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3．一名男子以职业目的与另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

4．一名已满18岁的男子腐蚀少年男性，以便与他发生性关系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在第1种情况下，即使是企图也可以处刑。在特别严重的情节下，量刑可以升至10年苦役。



1933年法律草案



第295条：与动物的性行为。

对与动物发生类似性交行为者处以监禁。

第296条：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对与其他男子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男性处以监禁。

第297条：男性之间严重的性行为。

可处以不低于6个月的监禁：

1．一名男子利用权力和工作上的依赖关系，强迫另一名男子与他发生性行为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2．一名成年男子腐蚀未成年男性，以便与他发生性关系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3．一名男子以职业目的与另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或以此目的向他提出。

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可以升至10年苦役。



1935年法律



第175条：对与其他男子发生性行为或以此为目的利用的男子处以监禁。

在参与者一方于行为发生时未满21岁的情况下，法庭可以在情节轻微的情况下免予惩罚。

第175a：处以可至10年苦役，在减罪情节下处以不低于3个月监禁的情况：

1．一名男子通过暴力或对其身体和生命危险的威胁强迫另一名男子与他发生性行为和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2．一名男子利用权力和工作或上下级关系基础上的依赖关系使另一名男子决定与他发生性行为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3．一名已满21岁的男子勾引未满21岁的男性以便与他发生性关系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4．一名男子以职业目的于另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或以此为目的任由男性使用。

第175b：对男性与动物发生反常性行为处以监禁。可同时宣布剥夺公民权。




卡尔·维尔纳博士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实验（1944）



卡尔·维尔纳博士在布痕瓦尔德进行的实验晚于本书所研究的阶段。尽管如此，我认为将之列入附录是有益的。这些实验实际是两个政策的结果：医生希望绝对地控制同性恋者和证明这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以及纳粹领导人寻求通过“再教育”将同性恋者重新融入民族共同体（即在军中作为全面战争的辅助力量）。这些案例的资料特别翔实。
 

〔1〕





这些意图“治愈”同性恋者的实验在布痕瓦尔德进行。实验由丹麦医生卡尔·彼得·延森进行，他的另一个名字为卡尔·维尔纳。他在被迫放弃了他从1934年以来在哥本哈根开的诊所后于1942年来到德国。在丹麦，他与丹麦纳粹党首领弗里茨·克劳森有所接触。是“帝国”医生党卫军的格拉维茨博士向希姆莱通报了维尔纳所进行的关于荷尔蒙的研究。希姆莱对他的同性恋“治愈”计划很感兴趣，要求给他“最高礼遇”并给他提供在布拉格继续研究的可能。
 

〔2〕





1944年7月，他开始了人体实验。他与魏玛－布痕瓦尔德的党卫军驻防军医生席德劳斯基一同选择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6名囚犯，随后又选了其他10名囚犯。
 

〔3〕









最初6名囚犯名单（9月13日手术）：

N°33463/3（homos.）约翰·松塔格，1912年2月24日生于卢高

N°43160/3（SV
 

〔4〕



 ）被阉割。菲利普·卡佩尔斯基，1908年9月1日生于杜伊斯堡－汉博恩（入选，但最终未保留）

N°21686/4（homos.）伯恩哈德·施泰因霍夫，1889年8月6日生于厄尔德

N°22584/4（homos.）格哈德·施莱歇，1921年3月13日生于柏林

N°21912/4（homos.）卡尔·萨克斯，1912年9月21日生于法尔克瑙

N°7590/4（homos. 已阉割）恩斯特·林登贝格，1895年3月10日生于海因德





另外10名囚犯名单（12月8日手术）：

6名被阉割（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性恋者）：

N°9576/4　莱德茨斯基

N°21526/4　赖因霍尔德

N°31462/4　施密特

N°20998/56　亨策

N°29941/56　伯克

N°21957/56　克斯特





4名同性恋者：

N°779/4　威廉·福斯

N°6169/4　弗朗茨·帕尔特

N°6186/47　弗里德里希·克伦茨

N°41936/3　弗里茨·米尔施





在这16名男子中，维尔纳对12个做了手术。他从鼠蹊部切开，埋入盛在胶囊中的荷尔蒙制剂。对尿液和血液的检验使他能够追踪实验的发展。1944年10月30日，维尔纳递交格拉维茨博士一份报告。1944年9月13日，5名同性恋者接受手术，2名已被阉割，1名被绝育，2名未曾做过手术。手术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植入“人工性腺”能够使同性恋者的性导向正常化、确定必要的剂量、控制腺体的标准化。植入的腺体荷尔蒙量不同（1a，2a，3a）。根据短期效果，3a剂量将同性恋者转变为有正常性冲动，2a剂量唤起了一个7年前阉割的人的正常性冲动。1a剂量引起一个被阉割者重新出现勃起，但是没有性冲动。而且，三种剂量都改变严重的消沉和紧张，成为乐观、平静和自信。三种剂量都产生一种生理和心理的舒适感。1944年10月28日，有如下的暂时性结果。3名患者的同性恋冲动转变为异性恋冲动。患者更加乐观。体力更好，较少疲劳。睡眠改善。他们的气色改善。其他囚犯也注意到这一点。5号患者也要求手术“以便与其他人一样好”。维尔纳认为手术是巨大成功。但是，虽然患者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推测他们至少部分地为了让人宣布他们“治愈”而得到释放。我们不知道接受实验的这些男性的命运。1944年12月21日，囚犯亨策死于与肠炎和全身虚弱有关的心脏病。

维尔纳提供了一个接受手术的同性恋第21686号伯恩哈德·施泰因霍夫的详细案卷，他出生于1889年，是一个教会团体成员。间断的生平介绍他为：“总是生病，很封闭，但是脾气好，与人为善。18岁开始青春期。1911-1912年间企图接近一个女孩，但因为焦虑而未完成性关系。在学校，最初因为生活条件不稳定是一个中等生，随后是好学生。1924-1928年，与一些年轻男子有性关系，是两股之间的性关系，没有焦虑感。1932-1935年重新与男子有性关系，然后与一个女孩有正常性关系。甚至有满足。最后一次犯错在1944年2月，判8年苦役，对此没有特别情况。”





1944年9月16日植入一个“人工男性性腺”（3a剂量）。





术后：

44年9月16日：疼痛，神经性疼痛无

44年9月17日：无疼痛

44年9月18日：勃起

44年9月19日：早晨勃起更坚

44年9月20日：几次更坚硬勃起

44年9月21日：再次勃起

44年9月22日：勃起，但较弱——无疼痛

44年9月23日：晚间和早晨勃起

44年9月24日：同上

44年9月26日：手术伤口痊愈，无反复。植入“人工腺体”无反应。情况更好，梦到女性。视觉明显改善。显得更年轻。线条更柔和。今天，他来时笑着，对检查无禁忌——第一次检查时他沉默寡言，只直接回答问题，但是今天他言谈自由，详述他的过去和植入后的转变。





据患者报告：

手术后不久睡眠改善。从前他感到疲劳，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他很消沉，他的思想只限于集中营内生活。

消沉感消失，他愉快地等待治愈的时刻。他对未来有所计划。现在他的控制力更好，甚至在心理方面，他在各方面自我感觉更自由。

其他囚犯对他说他变了，他看起来更年轻，气色更好。

他的情色想象世界也完全改变。从前，他所有的思想和所有性梦都与一些少年有关，但是现在与女性有关。他认为集中营的生活不好，他想妓院中的女人，但他因为“宗教”原因不能去。

44年10月12日血液中胆固醇：190％。

44年10月24日血液中胆固醇：210％。





我们对这些受害者的命运一无所知。这些实验在纽伦堡审判时没有被明确指出。维尔纳成功地逃亡南美洲。



注释






〔1〕

 　BAB, NS 4/50, NS 3/21.





〔2〕

 　Günther Grau, Hidden Holocaust?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1945［1993］, London, Cassell&Cie, 1995, pp. 282-283: 1943年12月3日希姆莱对帝国医生党卫军格拉维茨博士的命令。希姆莱还要求一份3-4页的月报，因为他“对此类事情很有兴趣”。





〔3〕

 　Hidden Holocaust？同上。p. 284。





〔4〕

 　SV: Sittlichkeitsverbrecher（性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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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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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te BRIDENTHAL, Claudia KOONZ, Susan STUARD: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ie, 1987, 57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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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rres et cultures (1914-1918), ouvrage collectif, Paris, Armand Colin, 1994, 445p.

Samuel HYNES: A War Imagined, The First War World and English Culture, New York, Atheneum, 1991, 51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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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性恋史





同性恋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参考书目是丰富的，主要是关于二战后。但是这些著作的质量不齐，有一些徒具历史研究的形式，另一些过分宣扬斗争性。所以我在可选书目中指出一些最著名的，即使在我看来是有缺陷的。我认为有必要点评。





1．参考书目

存在许多关于同性恋的参考书目，但很少有涉及早于二战时期的。一些篇目可用作开始研究。

Vern L. BULLOUG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 Garland, 1976, 2 vol.

Claude COUROUVE: Bibliographie des homosexualités,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1978, 27 p.

Waynes R. DYNES: Homosexuality: A Research Guide, New York, Garland, 1987, 853 p.

Manfred HERZER: Bibliographie zur Homosexualität,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82, 255 p.





2．通论

这些著作使我们得以对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史进行总体研究。多数著作注重研究同性恋运动。我们看到法国研究的薄弱。

Barry D. ADAM: The Rise of a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Boston, Twaynes Publishers, 1987, 203 p.

Jean BOISSON: Le Triangle rose. La déportation des homosexuels (1933-1945),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8, 247 p.［应避免使用，不太可信，请参见德国研究。］

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0, 439 p.［非常有用］.

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George CHAUNCEY Jr（主编）：Hidden from Hist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579 p.［一系列必不可少的文章］.

Waynes R. DYNES（主编）：Encyclopedia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London, Garland, 1990, vol. 1 et 2, 1484 p.［关于多数同性恋名人和历史大事，非常有用］.

Eldorado, homosexuelle Frauen und Männer in Berlin, 1850-1950, Geschichte, Alltag und Kultur, Berlin, Fröhlich und Kaufmann, 1984, 216 p.［魏玛时期同性恋展览目录，必不可少］.

Günther GRAU（编）：Hidden Holocaust?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1945, London, Cassell & Cie, 1995, 308 p., 译自德文本：Homosexualität in der NS-Zeit: Dokumente einer Diskriminierung und Verfolgung, Francfo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3［基本参考书，汇集了关于纳粹德国对同性恋迫害的档案］.

Joachim S. HOHMANN: Der unterdrückte Sexus, Lollar, Achenbach, 1977, 627 p.

-Der heimliche Sexus, Francfort, Foerster Verlag, 1979, 330 p.

100 Jahre Schwulenbewegung, Berlin, Schwules Museum, 1997, 384 p.

Burckhard JELLON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0, 354 p.［必不可少］.

John LAURITSEN, David THORSTAD: The Early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 (1864-1935), New York, Times Changes Press, 1974, 91 p.［先驱之作］.

Rüdiger LAUTMANN: 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 Francfort, Suhrkamp Taschenbuch, 1977, 570 p.［参考书目，被后来者剽窃］.

-Terror und Hoffn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Reinbek, Rowohlt, 1980, 570 p.

Salvatore J. LICATA, Robert p. PETERSEN: The Gay Past: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85, 224 p.

Neil MILLER: Out of the Past, Gay and Lesbian History from 1869 to the Present, London, Vintage, 1995, 657 p.［综述性著作，有一些时代文件的摘录］.

Harry OOSTERHUlS, Hubert KENNEDY（主编）：Homosexuality and Male Bonding in Pre-Nazi Germany,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1991, 271 p.

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New York, Holt & Cie, 1986, 257 p.［必不可少］.

A. L. ROWSE: Les Homosexuels célèbres, Paris, Albin Michel, 1980, 310 p.［很有名的著作，但要避免用，是逸闻性的］.

Heinz-Dieter SCHILLING（主编）：Schwule und Faschismus, Berlin, Elefanten Presse, 1983, 174 p.［很有用］.

James 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New York, Arno Press, 1975, 121 p.［开创性著作，对问题有很好的研究角度］.

Hans-Geor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Munich, Verlag C. H. Beck, 1989, 184 p.［丰富］.

Hans-Georg STÜMKE, Rudi FINKLER: Rosa Winkel, Rosa Listen, Homosexuelle und“gesundes Volksempfinden”von Auschwitz bis heute, Reinbeck, Rowohlt, 1981, 512p.

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Quartet Books, 1979, 278 p.［对于研究英国同性恋问题必不可少］.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1989, 325 p.［比前者更宽泛，但同样有用］.





3．男女同性恋理论

这些斗争性的著作是同性恋史的关键。

Simone de BEAUVOIR: Le Deuxième Sexe, Paris, France Loisirs, 1990, 1059 p.

Evelyn BLACKWOOD: The Many Faces of Homosexuality,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Homosexual Behavior,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86, 217 p.

Vern L. BULLOUGH: Sin, Sickness and Sanity, New York, Garland, 1977, 276 p.

Susan CAVIN: Lesbian Origins, San Francisco, Ism Press, 1989, 288 p.

Susan FALUDI: Backlash, Paris, Des femmes, 1993, 743 p.

Gay Left Collective（编委）：Homosexu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223 p.

David F. GREENBERG: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635 p.

Daniel GUERIN: Essai sur la révolution sexuelle, Paris, Belfond, 1969, 247 p.

-Homosexualité et révolution, Paris, Utopie, coll.《Les Cahiers du vent du chemin》, 1983, 66 p.

Guy HOCQUENGHEM: Le Désir homosexuel,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72, 125p.

Sheila JEFFREYS: The Lesbian Heresy: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Lesbian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Spirifex Press, 1993, 262 p.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 Love your Enemy? The Debate between Feminists and Political Lesbianism, Leeds, Only Feminist Press, 1981, 68 p.

Kate MILLETT: La Politique du mâle, Paris, Stock, 1971, 463 p.

Kenneth PLUMMER（主编）：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on, Hutchinson, 1981, 380 p.［最好的著作，介绍各种冲突的命题］.





4．关于女同性恋者的著作

这些参考书目只涉及女同性恋。

Marie-Jo BONNET: Les relations amoureuses entre les femmes du XVIe au XXe siècle, Paris, Odile Jacob, 1995, 416 p.

Claudine BRECOURT-VILLARS: Petit glossaire raisonné de l'érotisme saphique, 1880-1930, Paris, La Vue, 1980, 123 p.

Terry CASTLE: The Apparitional Lesbian, Female Homosexuality and Mal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7 p.

Lillian FADERM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New York, Morran & Cie, 1981, 496 p.［必不可少，创新的研究］.

Sheila JEFFREYS: The Spinster and her Enemies: Feminism and Sexuality, 1880-1930, London, Pandora, 1985, 282 p.［很有用］.

Ilse KOKULA: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 um 1900 in zeitgenössischen Dokumenten, Berlin, Frauenoffensive, 1981, 288 p.

Lesbian History Group: Not a Passing Phase. Reclaiming Lesbians in History, 1840-1985,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9, 264 p.［有益］.

Claudie LESSELIER: Aspects de l'expérience lesbienne en France, 1930-1968, mémoire de DEA de sociologie, Paris-VIII, sous la direction de R. Castel, novembre 1987, 148 p.［对法国的研究很有用］.

Das Lila Wien um 1900, zur Ästhetik der Homosexualitäten, Vienne, Promedia, 1986, 127 p.［关于维也纳颓废运动］.

Jane RULE: Lesbian Images, New York, Doubleday & Cie, 1975, 246 p.

Claudia SCHOPPMANN, Der Skorpion, Frauenlieb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Frühlings Erwachen, 1984, 81 p.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und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 Berlin, Centaurus, 1991, 286 p.［基本参考书］.

Kristine von SODEN, Maruta SCHMIDT（主编）：Neue Frauen, die zwanziger Jahre, Berlin, Elefanten Presse, 1988, 176 p.［很有用，一系列关于20年“新女性”的文章］.

Eric TRUDGILL: Madonnas and Magdalens, London, Heinemann, 1976, 336 p.

Catherine VAN CASSELAER: Lot's Wife, Lesbian Paris, 1890-1914, Liverpool, The Janus Press, 1986, 176 p.





5．专著

这些著作研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状况的某一侧面或阐明了同性恋史上某些问题。

Jean-Paul ARON, Roger KEMPF: Le Pénis et la Démoralisation de l'Occident, Paris, Grasset, 1978, 306 p.

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Paris, Presses de la Renaissance, 1981, 312 p.［一本少见的法国著作］.

Hans Peter BLEUEL: Strength through Joy, Sex and Society in National-Socialist Germany, London, Pan Books, 1973, 352 p.

John BOSWELL: Christianisme, tolérance sociale et homosexualité. Les homosexuels en Europe occidentale des débuts de l'ère chrétienne au XV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85, 521p.

-Les Unions du même sexe dans l'Europe antique et médiévale, Paris, Fayard, 1996, 537 p.

BRASSAÏ：Le Paris secret des années trente, Paris, Gallimard, 1976, 190 p.

Vern L. BULLOUGH:“Challenges to Societal Attitudes towards Homosexualit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77-6, vol. 58, n°1, pp. 29-41.

Peter COLEMAN: Christian Attitudes to Homosexuality, London, SPCK, 1980, 310 p.［很有用。对教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很好综述］.

Emmanuel COOPER: The Sexual Perspective: Homosexuality and Art in the Last 100 Years in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86, 324 p.［很好］.

Anthony COPLEY: Sexual Moralities in France, 1780-1980. New Ideas on Family, Divorce and Homosexuality, An Essay on Mor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89, 283p.［丰富］.

Claude COUROUVE: Les Homosexuels et les Autres, Paris, Editions de l'Athanor, 1977, 155 p.

-Les Origines de la répression de I'homosexualité, Paris, C. Courouve, coll.《Archives des homosexualités》, 1978, 19 p.

-Vocabulaire de l'homosexualité masculine, Paris, Payot, 1985, 248 p.

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 (XIXe-XXe siècle), Nantes, Université de Nantes, 1977, vol. 6, 105 p.［出色的著作，对于理解法国对同性恋的法律立场必不可少］.

W. U. ElSSLER: Arbeiterparteien und Homosexuellenfrage zur Sexualpolitik von SPD und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80, 142 p.［必不可少，关于德国左派政党对同性恋态度］.

Thierry FERAL: Nazisme et psychanalyse, Paris, La Pensée universelle, 987, 92 p.

Hubert FICHTE: Homosexualität und Literatur, Francfort, S. Fischer, 1987-1988, t. I et II, 502 et 359 p.［复杂］.

Lain FINLAYSON：《Gay Dress》, in Gay News, n° 60, p. 19.

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597-1977,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7, 478 p.［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见证丰富］.

Ulfried GEUTER: Homosexualität in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Francfort, Suhrkamp, 1994, 373 p.

Arthur N. GILBERT：“Conception of Homosexuality and Sodomy in Western History”, i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 6, n° 1-2, 1980-1981.

Günther GOLLNER: Homosexualität, Ideologiekritik und Entmythologisierung einer Gesetzgebung,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74, 264 p.

Heide GÖTTNER-ABENDROTH: Das Matriarchat I, Stuttgart-Cologne-Berlin, Verlag W. Kohlhammer, 1989, 192 p.

Kurt HILLER：“Against Injustice”, in Gay News, n0 98, p. 15-16.

Hans Günther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prozesse gegen katholische Ordensangehörige und Priester, 1936-1937, Mayence, Mathias Grünewald Verlag, 1971, 224 p.［对纳粹反教会诉讼的很好综述］.

Joachim S. HOHMANN: Sexualforschung und -aufklä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Foerster Verlag, 1985, 300 p.［很有用］.

Homosexualität und Wissenschaft, 集体著作,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92, 287p.

Ronald HYAM: 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4 p.

H. Montgomery HYDE: A Tangled Web, Sex Scandals in British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Constable, 1986, 380 p.［逸闻性，避免使用］.

James W. JONES：《We of the Third Sex》,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Homosexuality in Wilhelmin Germany, New York, Peter Lang, 1990, 346 p.

Philippe JULLIAN: Montmartre, Bruxelles, Séquoia, 1979, 206 p.

Friedrich KOCH: Sexuelle Denunziation, die Sexualität in der poli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Francfort, Syndikat, 1986, 223 p.

Thomas KOEBNER, Rolf-Peter JANZ, Frank TROMMLER（主编）：《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Der Mythos Jugend, Francfort, Suhrkamp, 1985, 621 p.［对于德国青年神话的丰富内容］.

Rüdiger LAUTMANN（主编）：Männerliebe im alten Deutschland,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92, 268 p.

Cornelia LIMPRICHT, Jürgen MÜLLER, Nina OXENIUS：《Verführte》Männer, das Leben der Kölner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Volksblatt Verlag, 1991, 146p.［少有的外省同性恋研究，此处为科隆］.

Andrew LUMSDEN：“Censorship in Britain”, in The European Gay Review, vol. 1, 1986, p. 75-81.

J. A. MANGAN, James WALVIN: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8p.

Hans MAYER: Les Marginaux: femmes, juifs et homosexuels dans la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Paris, Albin Michel, 1994, 535 p.［可争议，异性恋观点］.

Jörn MEVE:《Homosexuelle Nazis》, ein Stereotyp in Politik und Literatur des Exils, Hambourg, Männerschwarmskript, 1990, 111 p.［很有用］.

George L. MOSSE,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Respect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85, 232 p.［论战性］.

Rictor NORTON：“One Day They Were Simply Gone”, in Gay News, n° 82, p. 13-15.

Detlev PEUKERT: Inside Nazi Germany, 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Batsford Ltd, 1987, 288 p.

Bertrand PHILBERT: L'Homosexualité 
 l'écran, Paris, Henri Veyrier, 1984, 181 p.

Klaus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Männerphantasien, 1977］,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1989, 2 vol., 517 p.［很有争议］.

Achim THOM（主编）：Medizin unterm Hakenkreuz, Berlin, Verlag Volk und Gesundheit, 1989, 503 p.

Joseph WTNTER：“The Law that Nearly Was”, in Gay News, n° 79, p. 11.





C．与这一时期同性恋知识分子和名人相关研究

我在此列出大量关于同性恋知识分子的专题论文。众多传记和文学研究使我们建立更为个人性的同性恋历史，比较他们的历程，确定认同的道路。很明显这几乎不能使我们了解到无名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因此只能算作局部研究的著作。我们必须参照其他资料以期能够界定其他的社会群体。

1．通论

Quentin BELL: Bloomsbury［196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6, 127 p.［由与小圈子接近的人作的很好的综述］.

Shari BENSTOCK: Women of the Left Bank, Paris 1900-194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518 p.［对于美国居于巴黎的女同性恋“迷失的一代”的研究必不可少］.

Bernard BERGONZI: Reading the Thirti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8, 157 p.

Alexandra BUSCH: Ladies of Fashion, Djuna Barnes, Natalie Barney und das Paris der 20er Jahre, Bielefeld, Haux, 1989, 229 p.

John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1880-1939, London, Faber & Faber, 1992, 246 p.

Jon CLARK, Margot HEINEMANN, David MARGOLIES, t Carole SNEE（主编）：Culture and Crisis in Britain in the Thirti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9, 279 p.

Valentine CUNNINGHAM: British Writers of the Thir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30 p.［必不可少］.

Timothy D'ARCH SMITH: Love in Earnest, Some Notes on the Lives and Writings of English“Uranian”Poets from 1889 to 1930, London, Routledge & Keagan, 1970, 280p.［关于“缪斯”诗人小团体］.

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ers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46 p.

GALILEO：“The Gay Thirties”, in Gay News, n° 54, 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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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kran, 科克伦将军

Comford, Frances，弗朗斯·康福德

Corvo, 科尔沃男爵

Cory, William，威廉·科里

Cossart, Michael de，米歇尔·德·科萨尔

Coward, Noel，诺埃尔·科沃德

Cox, Gladys M.，格拉迪斯·M. 考克斯

Cox, Katherine（“Ka”），凯瑟琳·考克斯

Craig, Edith（Edy），伊迪思·克雷格（埃迪）

Crawfurth Smith, p. H., P. H. 克劳福斯·史密斯

Crevel, René，勒内·克勒维尔

Crisp, Quentin，昆丁·克里斯普

Cuno, Wilhelm，威廉·库诺





Daladier, Edouard，爱德华·达拉第

Daley, Harry，哈里·戴利

Damia，达米亚

Damon, Charles，查尔斯·戴蒙

Dane, Clemence（Winifred Ashton），戴恩

Danet, Jean，让·达内

Danielsen, Max H.，马克斯·H. 丹尼尔森

D'Annunzio, Gabriele，邓南遮

Dasbach, Kaplan，卡普兰·达斯巴赫

Daudet, Léon，莱昂·都德

Daudet, Lucien，吕西安·都德

David, Georges，乔治·大卫

Deberly, Henry，亨利·德伯利

Dederding, E., E. 德丁

Deedes, 迪兹将军

Delarue-Mardrus, Lucie德拉吕－马德卢斯

Demoulins, Edmond，埃德蒙·德穆兰

Deppe, Hans，汉斯·德佩

Derenne, Charles，夏尔·德雷纳

Desart, 德萨特爵士

Desnos, Robert，罗伯特·德诺

Deussen, Julius，朱利叶斯·多伊森

Deutsch, Helene，海伦纳·多伊奇

Diaghilev, Serge de塞奇·德·迪亚基莱夫

Dickinson, Goldsworthy Lowes，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

Dickinson, Violet，维奥莱特·迪金森

Diels, Rudolf，鲁道夫·迪尔斯

Dieterle, Wilhelm，威廉·迪特勒

Dietrich, Marlene，玛琳·黛德丽

Dimitrov, Gueorgui，迪米特洛夫

Diogène，第欧根尼

Dix, Otto，奥托·迪克斯

Dobb, Maurice，莫里斯·多布

Döblin, Alfred，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Dognon, André du安德烈·迪·多尼翁

Dollfuss, Engelbert多尔富斯

Doolittle, Hilda，海尔达·杜利特尔

Douglas, James，詹姆斯·道格拉斯

Douglas, Alfred, 阿尔福雷德·道格拉斯爵士

Douglas, Norman，诺曼·道格拉斯

Dreyer, Carl Theodor，卡尔·特奥多尔·德赖尔

Driberg, Tom，汤姆·德赖伯格

Drieu La Rochelle, Pierre，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

Drouin, H., H. 德鲁安

Dubech, Lucien迪贝什

Dubost, Antonin，安托万·迪博

Duchamp, Marcel，马塞尔·杜尚

Duckworth, George，乔治·达克沃西

Dufrenne, Oscar，奥斯卡·迪福雷纳

Dupâquier, Jacques，雅克·迪帕基耶

Dupont, Charles，夏尔·杜邦

Dutli, Wilhelm，威廉·杜特利神父（Pater Nokter II）





Eberhard, E. F. W., E. F. W. 埃伯哈德

Eden, Maurice，莫里斯·伊登

Ehrenberg, Paul，保罗·埃伦贝格

Ehrenbourg, Ilya，伊莱亚·艾伦堡

Ehrlich, Georg，格奥尔格·埃尔利希

Eichberg, Richard，理查德·埃希贝格

Eicke, Theodor，特奥多尔·艾克

Einstein, A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isenstein, Sergueï Mikhaïlovitch，爱森斯坦

Eitelbuss, Kurt，库特·艾特尔布斯

El-Adt, Mohammed艾尔－阿德特

Eliot, Thomas Stearns, T. S. 艾略特

Ellis, Havelock哈夫洛克·埃利斯

Eluard, Paul，保罗·艾吕雅

Emsmann, Otto，奥托·埃姆斯曼

Engels,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ngler, Selma，塞尔马·恩格勒

Eon（Charles de Beaumond），爱翁

Estève, Louis，路易·埃斯泰夫

Etiemble, René，勒内·埃蒂安布勒

Eulenburg, Albert，阿尔贝·奥伊伦堡

Eulenburg, Philipp von, 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亲王

Evennett, Henry Outram，亨利·奥特兰·伊文尼特

Ewers, Hanns Heinz，汉斯·海因斯·埃韦斯

Eyre, Edward，爱德华·艾尔

Eyton, Robert，罗伯特·艾顿





Faderman, Lilian，丽莲·法德曼

Fass, Marjorie，玛乔里·法斯

Fawcett, Millicent，米利森特·福西特

Fell-Clark, Gordon，戈登·费尔－克拉克

Fenelon, Fania，法尼亚·费内隆

Féré, Charles，夏尔·费雷

Fernandez, Ramon，拉蒙·费尔南德斯

Fidus（Höppener, Hugo），菲都斯（雨果·赫普纳）

Fielden, Lionel，莱昂内尔·菲尔登

Fini, Leonor，列奥诺尔·菲尼

Firbank, Ronald，罗纳德·弗班克

Fischer, Karl，卡尔·费舍

Fitzgerald, Francis Scott，菲茨杰拉德

Flanner, Janet（Genet），弗兰纳（吉内特）

Flechtheim, Alfred，阿尔弗雷德·弗莱西特海姆

Flex, Walter，沃尔特·福莱克斯

Fliess, Wilhelm，威廉·弗利斯

Folkestone, Helena，海伦娜·福克斯通

Ford, Ford Madox，福特·麦道克斯·福特

Forel, August，奥古斯特·福雷尔

Forster, Edward Morgan，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Förster，弗斯特夫人

Foucault, Michel，米歇尔·福柯

Fowler, John，约翰·福勒

Fox-Pitt, George，乔治·福克斯－皮特爵士

Franc-Nohain（Maurice Etienne Legrand），弗朗－诺安（勒格朗）

Franchetti, Mimi，米米·弗朗盖蒂

Frederic II，腓特烈二世

Freeman, Gillian，吉莲·弗里曼

Frenken，弗伦肯部长

Freud, 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Frick, Grace，格雷斯·弗里克

Frick, Wilhelm，威廉·弗里克

Friedländer, Benedict，本尼迪克特·弗里德伦德尔

Frisch, Achim von，阿基姆·冯·弗里施

Frischhauf, Hermann，赫尔曼·弗里施豪夫

Fritsch, Werner von，维尔纳·冯·弗里奇

Fry, Roger，罗杰·弗莱

Fuchs, Hans富克斯

Fürst, Sidonie菲尔斯特





Gaal, Margit，玛吉特·加尔

Gallimard, Gaston，加斯东·伽利马

Galsworthy, John，约翰·高尔斯华绥

Galzy, Jeanne，珍尼·加尔齐

Gambrill, John，约翰·甘布里尔

Game, Philip，菲利普·盖姆

Garbo, Greta，葛丽泰·嘉宝

Garnett, David，大卫·加尼特

Gartman, Uto，尤托·加特曼

Gascoygne, David，大卫·加斯科因

Gathorne-Hardy, Edward，爱德华·盖索恩－哈迪

Gathorne-Hardy, John，约翰·盖索恩－哈迪

Gauguin, Paul，保罗·高更

Geheeb, Paul，保罗·吉布

Genet, Jean，让·热内

George V，乔治五世

George, Stefan斯特凡·格奥尔格

Georges-Anquetil，乔治－安克蒂尔

Georges-Michel, Michel，米歇尔，乔治－米歇尔

Gercke, Achim，阿基姆·格尔克

Germain, André，安德烈·热尔曼

Gessler, Otto，奥托·格斯勒

Geuter, Ulfried，乌尔弗里德·戈特伊

Ghéon（Henri Léon Vaugeon），盖翁（亨利·莱昂·沃日翁）

Gibbon, Edward，爱德华·吉本

Gide, André，安德烈·纪德

Gielgud, John，约翰·吉尔古德

Giese, Therese，泰蕾丝·吉斯

Giesen, Karl，卡尔·吉森

Girard, Jacques，雅克·吉拉尔

Glaeser, Ernst，恩斯特·格莱泽

Gleispach, Wenzeslaus von, 格莱斯帕赫伯爵

Gloeden, Wilhelm von, 格勒登男爵

Gluck（Hannah Gluckstein）格卢克（汉娜·格卢克施泰因）

Gobineau, Joseph Arthur de，戈比诺伯爵

Gobron, Gabriel，加布里埃尔·戈布龙

Godal, Erich（Guy de Laurence），埃里希·哥达尔（居伊·德·劳伦斯）

Goebbels, Joseph，约瑟夫·戈培尔

Goering, Hermann，赫尔曼·戈林

Goering, Matthias Heinrich，马蒂亚斯·海因里希·戈林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歌德

Goldberg, Isaac，伊萨克·戈德贝格

Goldschmidt, Hermann，赫尔曼·戈德史密特

Goll, Jean让·戈尔

Gordon，戈登

Gorki, Maxime高尔基

Gosse, Edmund，埃德蒙·戈塞

Got, Ambroise，安布罗斯·戈

Gottschewsky, Lydia莉迪亚·戈特舍夫斯基

Gourmont, Jean de，让·德·古尔蒙

Gourmont, Remy de，雷米·德·古尔蒙

Graham, Alastair，阿拉斯泰尔·格雷厄姆

Gramont, Elisabeth de，伊丽莎白·德·格拉蒙

Grant, Duncan，邓肯·格兰特

Granville-Barker, Harley，哈莱·格兰维尔－巴克

Grau, Günther，京特·格劳

Graves, Robert，罗伯特·格雷夫斯

Green, Peter，彼得·格林神父

Green, Julien，朱利安·格林

Green, Martin，马丁·格林

Greene, Graham，格雷厄姆·格林

Greenidge, Terence，特伦斯·格里尼奇

Greffulhe，格雷菲勒伯爵夫人

Grein, J. T., J. T. 格赖因

Grew, Andrew，安德鲁·格鲁

Gritten, Howard，霍华德·格里滕

Grosvenor, Rosamund，罗莎蒙德·格罗夫纳

Grosz, Georg，格奥尔格·格罗斯

Gruhn, Eva，伊娃·格鲁恩

Gründgens, Gustaf，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

Guépet, Marguerite，玛格丽特·盖佩

Guérin, Daniel，丹尼尔·盖兰

Guiard, Amédée，阿米迪·吉亚尔

Guillaume II，威廉二世

Guitry, Jean，让·吉特里

Gurlitt, Fritz，弗里茨·古利特

Gurlitt, Ludwig，路德维希·古利特

Gürtner, Franz，弗朗兹·居特纳





Haag，哈格博士

Haarmann, Fritz，弗里茨·哈尔曼

Habel，哈贝尔博士

Hahm, Lotte，洛特·哈姆

Hahn, Kurt，库尔特·哈恩

Hahn, Reynaldo，雷纳尔多·哈恩

Haire, Norman，诺曼·海尔

Hall, R., R. 霍尔爵士

Halle, Felix，费利克斯·哈勒

Hallgarten, Ricki，里基·霍尔加滕

Halsbury，霍尔斯伯里伯爵

Hamilton, Barbara，巴巴拉·汉密尔顿

Hamilton, Cicely，西塞莉·汉密尔顿

Hampson, John，约翰·汉普森

Hanau, Marthe马特·哈瑙

Hanley, James，詹姆斯·汉利

Hanselmann, Heinrich，海因里希·汉泽尔曼

Hansen, Erwin，埃尔温·汉森

Hansen, Max，马克斯·汉森

Hansen, Rolf，罗尔夫·汉森

Harden, Maximilian，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Harden, Sylvia von，西尔维亚·冯·哈登

Hardy, Thomas，托马斯·哈代

Härle, Gerhard，杰哈德·黑勒

Harms, Gottlieb，格特利·布哈姆斯

Harrisson, T. E., T. E. 哈里森

Hartcourt, Lewis卡特考特子爵

Hartnell, Norman，刘易斯·哈特内尔

Hassall,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哈索尔

Hauptmann, Gerhart，杰哈特·豪普特曼

Hawkes, Ralph拉尔夫·霍克斯

Haxton, Gerald，杰拉德·哈克斯顿

Heard, Gerald杰拉德·赫德

Heger, Heinz海因兹·黑格

Heimsoth, Karl Günther，卡尔·京特·海姆索特

Heines, Edmund，埃德蒙·海内斯

Heinrich, Walter，瓦尔特·海因里希

Hemingway, Ernest，恩斯特·海明威

Henry VIII，亨利八世

Henry-Marx，亨利－马克斯

Herbert, A. P., A. P. 赫伯特

Hergt, 赫格特部长

Hermant, Abel，阿贝尔·赫尔曼

Hesnard, Angelo，安杰罗·埃纳尔

Hesse, Hermann，赫尔曼·黑塞

Hesse, Max-René，马克斯－勒内·埃斯

Hesse, Philip de，菲利普·德·埃斯

Heuser, Klaus，克劳斯·霍伊泽尔

Hewit, Jackie，杰克·休伊特

Heydrich, Reinhard，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Hilferding, Rudolf，鲁道夫·希法亭

Hill, Leonard，列奥纳德·希尔

Hille, Peter，彼得·希勒

Hiller, Kurt，库尔特·希勒

Himmler, Hein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

Hindenburg,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兴登堡

Hirsch, Charles-Henry，赫希

Hirschfeld, Magnus，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are, Philip，菲利普·霍尔

Hobhouse, Arthur Lee阿瑟·李·霍布豪斯

Hocking, William Henry，威廉·亨利·霍金

Hocquenghem, Guy，居伊·奥康让

Hodann, Max，马克斯·霍丹

Hoess, Rudolf，鲁道夫·赫斯

Holl, Josef，约瑟夫·霍尔

Holland, Vyvyan，薇薇安·霍兰

Hollis,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霍利斯

Holtby, Winifred，维尼弗里德·霍尔特拜

Horst, Horst P.，霍斯特·P. 霍斯特

Hossbach,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

Hotep, J. M., J. M. 霍特普

Housman, Alfred Edward,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

Housman, Lawrence，劳伦斯·豪斯曼

Howard, Brian，布莱恩·霍华德

Hukin, George，乔治·休金

Humperdinck, Engelbert，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

Hutton, Laura，劳拉·赫顿

Huxley, Aldous，奥尔德斯·赫胥黎

Huxley, Julian，朱利安·赫胥黎

Hyndman, Henry Mayers，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

Hyndman, Tony A. R.，托尼·A. R. 海因德曼





Innes, R. H., R. H. 英尼斯

Inskip, Sir Thomas，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

Irons, Evelyn，伊芙琳·艾恩斯

Isham, Gyles，吉尔斯·艾沙姆

Isherwood,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衣修午德

Ives, George，乔治·艾夫斯





Jahnn, Hans Henny，汉斯·亨尼·雅恩

Jakob, Erich，埃里希·雅各布

James, Edward，爱德华·詹姆斯

James, Henry，亨利·詹姆斯

Jameson, Storm，斯托姆·詹姆森

Jansen, Werner，维尔纳·扬森

Jansen, Wilhelm，威廉·扬森

Jaspers, Karl，卡尔·雅斯佩斯

Jean-Paul让－保尔

Jeffreys, Sheila，希拉·杰弗斯

Jenne, Ernst，恩斯特·延内

Jensch, Nikolaus，尼克劳斯·延施

Jorau, Théodore，特奥多尔·若罗

Josephson, Matthew，马修约瑟夫森

Jouhandeau, Marcel，马塞尔·茹昂多

Joynson-Hicks, Sir William，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

Jung, Carl Gustav，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Juvénal，朱维纳尔





Kade, Franz，弗朗兹·卡德

Kahl, Wilhelm，威廉·卡尔

Kahnert, Hans，汉斯·卡纳特

Kahr, Gustav von，古斯塔夫·冯·卡尔

Kalau vom Hofe, Maria，卡劳·冯·霍夫

Kamm, Paul，保罗·卡姆

Kamper, Werner，维尔纳·坎珀

Kant, Emmanuel，伊曼努尔·康德

Kanthack, Gerhard，杰哈德·坎特哈克

Karlinsky, Simon，西蒙·卡林斯基

Kästner, Erich，埃里希·克斯特纳

Kaufmann, Nikolaus，尼克劳斯·考夫曼

Kautsky, Karl，卡尔·考茨基

Kaye-Smith, Sheila，希拉·凯－史密斯

Keitel, Wilhelm，威廉·凯特尔

Keith, Jens，延斯·凯特

Kemritz, Mathilde von，玛蒂尔德·冯·肯里茨

Kendal, Norman，诺曼·肯德尔

Kendall, Henry，亨利·肯德尔

Keppel, Violet，维奥莱特·凯佩尔

Kern, Elgar，埃尔加·克恩

Kerr, R. B., R. B. 克尔

Kershaw, Wilette，维莱特·克肖

Kertbeny, Karoly Maria，卡罗利·马利亚·科特伯尼

Keynes, John Maynard, J. M. 凯恩斯

Kiefer, Otto，奥托·基弗

Killmer, Elsbeth，埃尔斯贝斯·基尔默

Kirchhoff, Josef，约瑟夫·基希霍夫

Kitchener, Herbert，赫伯特·基施纳

Klages, Ludwig，路德维希·克拉格斯

Klare, Rudolf，鲁道夫·克拉雷

Klausener, Erich von，埃里希·冯·克劳泽纳

Klee, Paul，保罗·克利

Klee，参议院主席克莱

Klugs, Reinholds，莱因霍尔兹·克鲁格斯

Knox, Dilwyn，迪尔温·诺克斯

Kogon, Eugen，欧仁·科贡

Kokula, Ilse伊瑟尔·科库拉

Kollontaï, Alexandra，亚历山大·科隆泰

Kosakiewicz, Olga，奥尔加·科萨基维奇

Kouzmine, Mikhaïl Alekseïevitch，米哈伊尔·阿历克谢维奇·库兹明

Krafft-Ebing, Richard von，理查德·冯·克拉夫－埃宾

Kröger，警长克勒格尔

Kronfeld, Arthur，阿图尔·克龙费尔德

Kronninger, Peter，彼得·克龙宁格

Krüger, Emmy，埃米·克吕格尔

Krüll, Marianne，玛丽安·克吕尔

Krupp, Alfred，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Kupffer, Elisar von伊丽莎·冯·库普费尔





La Bruyère, Jean de，让·德·拉布吕耶尔

Labouchère, Henri，昂利·拉布谢尔

Lacassagne, Antoine，安托万·拉卡萨涅

Lacretelle, Jacques de，雅克·德·拉克雷泰勒

Ladye（Mabel Batten），拉迪

Laforgue, René，勒内·拉福格

Lampel, Peter Martin彼得·马丁·兰佩尔

Lancy, Liane de，莱尼·德·朗西

Landauer, Karl，卡尔·兰道尔

Landru, Henri Désiré，昂利·德塞尔·朗德吕

Landsberg, Otto，奥托·兰茨贝格

Landshoff, Fritz，弗里茨·兰茨霍夫

Lang, Theo，特奥·朗

Lao-Tseu，老子

Lapsley, Gaillard，盖拉尔·拉普斯利

Larique, Marius，马里乌斯·拉里克

Lascelles, Charles，查尔斯·拉塞尔斯

Lassalle, Ferdinand，费迪南·拉萨尔

Laughton, Charles劳顿

Laurencin, Marie，玛丽·洛朗森

Lautmann, Rüdiger，鲁迪格·劳特曼

Lawrence, David Herbert，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Lawrence, Thomas Edward，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Layard, John，约翰·莱亚德

Le Cuziat, Albert，阿尔贝·勒屈齐亚

Leander, Zarah，扎拉·利安德

Leavis, E. R., E. R. 利维斯

Leavis, 利维斯夫人

Lechner, Ludwig，路德维希·莱希纳

Lecomte, Raymond，雷蒙·勒孔特

Leduc, Violette，维奥莱特·勒迪克

Lees, Edith，伊迪丝·利斯

Lehmann, John，约翰·莱曼

Lehmann, Paul，保罗·莱曼

Lehmann, Rosamund，罗莎蒙德·莱曼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莱布尼茨

Lemke, Rudolf，鲁道夫·莱姆克

Lemonnier, Léon，莱昂·勒莫尼埃

Lempicka, Tamara de，兰皮卡

Lénine（Vladimir Illitch Oulianov），列宁

Lesage, Marie，玛丽·勒萨热

Lessing, Theodor，特奥多尔·莱辛

Lestrade, Gaston，加斯东·莱斯特拉德

Leunbach, Jonathan，乔纳森·洛恩巴赫

Lever, Maurice，莫里斯·利弗

Lewis, Wyndham，温德姆·刘易斯

Ley, Robert，罗伯特·利

Liebknecht, Karl，卡尔·李卜克内西

Lietz, Hermann，赫尔曼·利茨

Lièvre, Pierre，皮埃尔·利埃夫尔

Limpricht, Cornelia，科尔内利娅·林普雷希特

Linsert, Richard，理查德·林泽特

List, Herbert，赫伯特·利斯特

Llangollen, 兰高伦

Löbe, Paul，保罗·勒贝

Lobsteim Hella洛布施泰姆

Loewenstein, Rodolphe勒文施泰因

Longden, Bobbie，勃比·朗登

Lorenz，洛伦茨

Lorrain, Jean，让·洛兰

Lottman, Herbert，赫伯特·洛特曼

Louyes, Pierre，皮埃尔·路易

Löwenfeld, Leopold列奥波德·勒文费尔德

Lucas, Sir Jocelyn，乔斯林·卢卡斯爵士

Lucien de Samosate吕西安·德·萨莫撒特

Luxemburg, Rosa，罗莎·卢森堡

Luze, Victor，维克多·吕兹

Lyautey, Louis Hubert，路易·于贝尔·利奥泰





Maase, Doris，多利斯·马斯

Mabille, Duchesne, 马比勒将军

Macandrew, Rennie，伦尼·麦克安德鲁

Macaulay, Rose，罗斯·麦考利

MacCarthy, Desmond，德斯蒙德·麦卡锡

MacCarthy, Molly，莫莉·麦卡锡

Macgeagh，麦盖上校

Mackay, John Henry，约翰·亨利·麦凯

Mackenzie, Sir Compton，康普顿·麦肯齐爵士

Maclean, Donald，唐纳德·麦克莱恩

MacNamara, Jack，杰克·麦克纳马拉

MacNeice, Louis，路易·麦克尼斯

MacQuisten, Frederick，弗里德里克·麦奎斯顿

Maeder, Günther，京特·梅德

Magnan, Victor马尼昂

Maillart, Ella马亚尔

Mallory, Georges马洛里

Malmesbury马姆斯伯里伯爵

Malraux, André 马尔罗

Malvy, Louis，路易·马尔维

Mammen, Jeanne，马曼

Mann, Erika，埃里卡·曼

Mann, Golo，戈洛·曼

Mann, Heinrich，海因里希·曼

Mann, Katia，卡佳·曼

Mann, Klaus，克劳斯·曼

Mann, Thomas，托马斯·曼

Mansfield, Katherine，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Marais, Jean，让·马雷

Margueritte, Victor玛格丽特

Maritain, Jacques，雅克·马里坦

Marlowe,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马娄

Marquardt, Martha，玛莎·马夸特

Marsan, Eugene，欧仁·马尔桑

Martel, Frédéric，弗里德里克·马特尔

Martens, Armin，阿明·马滕斯

Martin du Gard, Roger罗歇·马丁·迪加尔

Marx, Eleaonor埃莱奥诺雷·马克斯

Marx, Henry，亨利·马克斯

Marx, Karl卡尔·马克思

Massingberd, B. A., B. A. Montgomery，蒙哥马利·马辛伯德将军

Mata Hari（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马塔·哈里

Matheson, Hilda，希尔达·马西森

Matussek, Bruno，布鲁诺·马图塞克

Mauclair, Camille，卡米耶·莫克莱

Maugham, Robin罗宾·毛姆

Maugham, Somerset萨默塞特·毛姆

Maurer, Hansjörg，汉斯约格·毛雷尔

Maurevert, Georges，乔治·莫尔维尔

Mauriac, François，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Mayol, Félix，费利克斯·马约尔

McCullers, Carson，卡尔松·麦卡勒斯

Medley, Robert，罗伯特·梅德利

Meerscheidt-Hüllesem, Leopold von，列奥波德·冯·梅尔沙伊特－许勒泽姆

Meienreis, Richard，理查德·迈恩雷斯

Meier, Karl，卡尔·迈尔

Meisinger, Josef，约瑟夫·迈辛格

Ménalkas（Suzanne de Callias），梅纳尔卡

Mencken, H. L., H. L. 门肯

Mennecke,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梅内克

Meredith, H. O., H. O. 梅雷迪特

Merrill, George，乔治·梅里尔

Messel, Olivier，奥利弗·梅塞尔

Méténier, Oscar，奥斯卡·梅泰尼埃

Mew, Charlotte，夏洛特·穆

Meyerinck, Hubert von，赫伯特·冯·迈林克

Mezger, E., E. 梅茨格尔

Michel-Ange（Michelangelo Buonarroti），米开朗琪罗

Millais, Edna St Vincent米莱

Miller, Neatby, T. 米勒

Milner米尔纳

Milton, Ernest，恩斯特·弥尔顿

Miomandre, Francis de，弗兰西斯·德·米奥芒德

Mirbeau, Octave，奥克塔夫·米尔博

Mirguet, Paul，保罗·米尔盖

Missy（Mathilde de Moray），米西

Mittmeister, J., J. 米特梅斯特

Modine, Youri Ivanovitch，尤里·伊万诺维奇·莫丁

Moes，默斯男爵夫人

Moes, Wladyslaw（Adzio），符拉迪斯拉夫·默斯

Mohr, Fritz，弗里茨·莫尔

Moll, Albert，阿尔贝·莫尔

Moltke, Kuno von莫尔特克（毛齐）伯爵

Monnier, Adrienne，阿德里安娜·莫尼埃

Montesquiou, Robert de, 孟德斯鸠伯爵

Montherlant, Henry de，亨利·德·蒙泰朗

Moore, G. E., G. E. 穆尔

Moore-Brabazon, J. T. C., J. T.C. 穆尔－布拉巴宗上校

Morek, Curt，柯特·莫雷克

Morni, Violette，维奥莱特·莫尔尼

Morrell, Ottoline，奥托兰·莫雷尔

Mortimer, Raymond，莱蒙·莫蒂默

Mosley, Oswald，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Muirhead, Bob，鲍勃·缪尔黑德

Müller, Dr C., C. 米勒博士

Müller, Hermann，赫尔曼·米勒

Müller, Jürgen，于尔根·米勒

Müller, Karl，卡尔·米勒

Müllerr, Ludwig，路德维希·米勒

Müller-Braunschweig, Carl，卡尔·米勒－布伦瑞克

Mumm, Reinhard穆姆

Münzenberg, Willi，维利·明岑贝格

Murat, Violette，维奥莱特·缪拉女王公

Muser, Hans，汉斯·穆泽

Mussolini, Benito，墨索里尼





Nacht, Sacha纳赫特

Nagrodskaya, Jelena，耶莱娜·纳格罗兹卡娅

Nazier, François，弗朗索瓦·纳济耶

Négis, André，安德烈·内吉

Netter, Yvonne，伊冯·内特

Neuburger, Curt，库特·诺伊贝格尔

Newman, John Henry，约翰·亨利·纽曼

Nichols, Beverley，贝弗利·尼科尔斯

Nicolson, Francis，弗朗西斯·尼科尔森

Nicolson, Harold哈罗德·尼科尔森

Niebarding, Rudolf Arnold，鲁道夫·阿诺德·尼巴丁

Niemann, Walter，瓦尔特·尼曼

Nietzsche, Friedrich，尼采

Nijinski, Vatslav Fomitch，尼金斯基

Noailles, Anna de，安娜·德·诺瓦耶

Noll, Marcel，马塞尔·诺尔

Nortal, Albert，阿尔伯特·诺塔尔

Noth, Ernst Erich，恩斯特·埃里希·诺特

Novello, Ivor，艾弗·诺维罗





O'Brien, M. D., M. D. 奥布赖恩

Oberg, Eduard，爱德华·奥伯格

Oelbermann, Robert，罗伯特·厄尔伯曼

Olivier, Edith，伊迪斯·奥利维尔

Olivier, Sir Laurence，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

Opel, Margot von，玛戈特·冯·欧佩尔男爵夫人

Oppenheimer, Franz，弗兰兹·奥本海默

Orsay，奥塞伯爵夫人

Oswald, Richard，理查德·奥斯瓦尔德

Ould, Hermon，赫尔蒙·乌尔德

Owen, Wilfred，威尔弗雷德·欧文

Oyen，奥因法官





Pabst, Georg Wilhelm，格奥尔格·威廉·帕布斯特

Paillot, Fortune，福琼·帕约

Painter, George，乔治·佩因特

Palmier, Jean-Michel，让－米歇尔·帕尔米耶

Pankhurst, Christabel，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

Pankhurst, Emmeline，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Papen, Franz von，弗兰兹·冯·巴本

Parcheminey, Georges，乔治·帕舍米内

Pares, Richard，理查德·佩尔斯

Partington, T. Bowen, T. 波文·帕廷顿

Partridge, Ralph，拉尔夫·帕特里奇

Pater, Walter，沃尔特·佩特

Paul, Cedar，锡达·保罗

Paul, saint, 圣保罗

Pay, Michel，米歇尔·佩

Pears, Peter，彼得·皮尔斯

Peel, Arthur，阿瑟·皮尔

Pelletier, Madeleine，马德琳·佩尔蒂埃

Pence, N. S., N. S. 彭斯

Percy, Esme，埃斯米·珀西

Peukert, Detlev J. K.，波伊克特

Peyrefitte, Roger，罗歇·佩尔菲特

Pfäfflin, Friedemann，弗里德曼·普费弗林

Pfeiffer, Edouard，爱德华·普费弗

Philby, Harold（Kim），哈罗德（金）·菲尔比

Philips, Wilhelm，威廉·菲利普斯

Pichon, Edouard，爱德华·皮雄

Pierre-Quint, L., L. 皮埃尔－坎

Pigou, A. C., A. C. 庇古

Pinkerton, Tom，汤姆·平克顿

Pinney, Rachel，雷切尔·平尼

Pioch, Georges，乔治·皮奥什

Piper, Otto，奥托·皮珀

Placzek, Siegfrie，西格弗里德·普拉切克

Plant, Richard，理查德·普兰特

Platen, August von，奥古斯特·冯·普拉滕

Platon，柏拉图

Plock, Georg，格奥尔格·普洛克

Plomer, William，威廉·普洛美尔

Plüschow, Guglielmo，古列尔莫·普吕朔

Poincaré, Raymond，雷蒙·彭加勒

Poiret, Paul，保罗·普瓦雷

Polaire，波莱尔

Polignac, Edmond de，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

Polignac, Winaretta Singer, 波利尼亚克女王公

Poligny, S. De, S. 德·波利尼

Poniatowska, Catherine，凯瑟琳·波尼亚托夫斯卡

Porché, François，弗朗索瓦·波尔谢

Portman, Eric，埃里克·波特曼

Pougy, Liane de，利亚纳·德·普吉

Pound, Ezra，埃兹拉·庞德

Pouy, Jean，让·普伊

Powell, Anthony，安东尼·鲍威尔

Prévert，议员普雷韦

Prévert, Jacques，雅克·普雷韦

Prévost, Marcel，马塞尔·普雷沃

Priestley, J. B., J. B. 普里斯特利

Prost, Antoine普洛斯特

Prothero, John，约翰·普罗瑟罗

Proust, Marcel，马塞尔·普鲁斯特

Pryce-Jones, Alan，艾伦·普赖斯－琼斯

Pudney, John，约翰·帕德尼

Purkl, Anton，安东·普尔克勒





Quebec, Adela，埃德拉·魁北克

Queensberry, John Sholto Douglas de昆斯伯里侯爵

Queneau, Raymond，雷蒙·格诺

Quennell, Petter彼得·昆内尔

Quinche, Eugène，欧仁·坎什





Rabelais, François，拉伯雷

Rachilde（Marguerite Eymery, Alfred Vallette）拉希尔德

Radbruch, Gustav拉德布鲁赫

Radclyffe Hall, Marguerite（John）拉德克利夫·霍尔

Radiguet, Raymond，雷蒙·拉迪盖

Radszuweit,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

Radusch, Hilde，希尔德·拉杜施

Raffalovitch, Marc-André，马克－安德烈·拉法洛维齐

Randau, Robert，罗伯特·兰多

Rath, Ernst vom，恩斯特·冯·拉特

Raverat, Gwen哥温·雷夫拉特

Raverat, Jacques雅克·雷夫拉特

Raymond, Ernest，恩斯特·雷蒙

Re-Bartlett, Lucy，露西·雷－巴特利特

Reboux, Paul，保罗·勒布

Reddie, Cecile，塞西尔·雷迪

Régnier, Henri de，昂利·德·雷尼埃

Reich, Wilhelm，威廉·赖希

Reif, Fritz，弗里茨·赖夫

Réja, Marcel，马塞尔·雷雅

Renard, Charles-Noël，查尔斯－诺埃尔·勒纳尔

Renn, Ludwig，路德维希·雷恩

Reval, Gabrielle，加布里埃尔·雷瓦尔

Reynaud, Louis，路易·雷诺

Rhodes, Cecil，塞西尔·罗兹

Richards, Vyvyan，薇薇安·理查兹

Riefenstahl, Leni，伦尼·里芬施塔尔

Rilke, Rainer Maria，莱讷－马利亚·里尔克

Rimbaud, Arthur，阿瑟·韩波

Ritter, Gerhard Reinhard里特尔

Rivers, W. H. R., W. H. R. 里弗斯

Rivière, Jacques，雅克·里维埃

Rodenberg, Karl-Heinz，卡尔－海因兹·罗登贝格

Rodes, Jean，让·罗德

Rogge, H. C., H. C. 罗格

Röhm, Ernst，恩斯特·罗姆

Rolland, Romain，罗曼·罗兰

Röllig, Ruth Margarite，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

Romain, Jules，朱尔·罗曼

Römer, Lucien von，路德维希·冯·勒默尔

Rosenberg, Alfred，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Rostand, Maurice，莫里斯·罗斯唐

Rousseau, Jean-Baptiste，让－巴蒂斯特·卢梭

Rox, Alain，艾伦·罗克斯

Royde-Smith, Naomi，瑙米·罗伊德－史密斯

Royer, Louis-Charles路易－夏尔·鲁瓦耶

Rubinstein, H. E., H. E. 鲁宾施坦

Rubinstein, Ida，埃达·鲁宾施坦

Runciman, Leslie，莱斯利·朗西曼

Russell, Bertrand伯特兰·罗素

Russell, Dora，多拉·罗素

Russell-Smith, Denham，德纳姆·拉塞尔－史密斯

Rutha, Heins，海因斯·鲁塔

Ryner, Han，汉·赖纳





Sachs, Maurice，莫里斯·萨克斯

Sackville-West, Ben，本·萨克维尔－韦斯特

Sackville-West, Edward（Eddy），爱德华·萨克维尔－韦斯特

Sackville-West, Vita，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

Sagan, Léontine，莱昂廷·萨冈

Saint-Simon，圣西门

Saint-Ygnan, Jean-Louis，让－路易·圣伊尼昂

Salengro, Roger，罗歇·萨朗格罗

Salisbury, Robert Cecil，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

Salomé, Lou Andreas，露·安德列斯·莎乐美

Salomon, Ernst von，恩斯特·冯·萨洛蒙

Sand, George，乔治·桑

Sand，桑德医生

Sandmann, Gertrude，格特鲁德·桑德曼

Sanger, Margaret，玛格丽特·桑格

Sangnier, Marc，马克·桑尼耶

Sapho，萨芙

Sartre, Jean-Paul，让－保罗·萨特

Sassoon, Siegfried，西格弗里德·萨松

Saussure, René de，勒内·德·索绪尔

Say-Montbéliard, prince Louis de，路易·德·塞伊－蒙贝利亚亲王

Sayers, Dorothy，多萝西·塞耶斯

Schad, Christian，克里斯蒂安·谢德

Schell, Sherrill，谢里尔·谢尔

Scheller, Günther，京特尔·舍勒

Scheller, Max，马克斯·舍勒

Schickelé, René，勒内·希克雷

Schiele, Eberhard，埃伯哈德·席勒

Schiller, Frederick，弗里德里克·席勒

Schirach, Baldur von，巴尔杜尔·席拉赫

Schleicher, Kurt von，库特·冯·施莱歇

Schlichter, Rudolf，鲁道夫·施利希特

Schlumberger, Jules，尤勒斯·施伦贝格尔

Schmeidler, Heinz，海因兹·施迈德勒

Schmidt, Otto，奥托·施密特

Schoff, Otto，奥托·朔夫

Scholfield, Alwyn Faber，埃尔文·法伯·朔勒菲尔德

Scholtz-Klink, Gertrud，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

Schopenhauer, Arthur，阿图尔·叔本华

Schoppmann, Claudia，克劳迪娅·朔普曼

Schreiner, Olive，奥利弗·施赖纳

Schrenck-Notzing, baron Albert von，阿尔伯·冯·特施伦克－诺青男爵

Schröder，施罗德博士

Schücker, Anton，安东·许克

Schultz, Johannes Heinrich，约翰尼斯·海因里希·舒尔茨

Schuitz, Karl，卡尔·舒尔茨

Schultz, Richard，理查德·舒尔茨

Schwarzenbach, Annemarie，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

Schwichtenberg, Martel，马特尔·施维希滕贝格

Schwitters, Kurt，施维特斯

Searle, Alan Frank，瑟尔

Seefeld, Adolf，泽费尔德

Seillière, Ernest，塞埃

Shairp, Mordaunt，谢普

Shakespeare, William，莎士比亚

Shaw, Glen Byam，肖

Shelley, Percy Bisshe，雪莱

Sheppard, J. T.，谢泼德

Shoosmith, F. H.，舒史密斯

Sicard de Plauzoles，西卡尔·德·普洛佐尔

Siegfried, Arnold，西格弗里德

Siemsen, Hans，西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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